
        
            
                
            
        

    
目录


“比较译丛”序



引言 《21世纪资本论》出版三年之后



第一篇 反响



第1章 皮凯蒂现象



第2章 皮凯蒂是对的



第3章 为什么我们正处在新镀金时代



第二篇 资本的概念



第4章 《21世纪资本论》的经济学模型错在哪里？



第5章 对财富收入比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第6章 无所不在的奴隶资本



第7章 人力资本与财富



第8章 技术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第9章 收入不平等、工资水平决定与裂变的职场



第三篇 不平等的多个维度



第10章 资本收入份额增加及其对个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第11章 全球不平等



第12章 《21世纪资本论》中的地理学



第13章 《21世纪资本论》之后的研究规划



第14章 财富不平等的宏观模型



第15章 对世袭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解释



第16章 不平等扩大对宏观经济意味着什么？



第17章 不平等扩大与经济稳定



第四篇 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第18章 不平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崛起



第19章 资本主义的法律架构



第20章 全球不平等的历史起源



第21章 《21世纪资本论》中的政治因素



第五篇 皮凯蒂的答复



第22章 走向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融合



注释



致谢



  作为学者，我们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将这本书献给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1944—2017）教授。他对经济不平等议题的毕生研究激励了我们，我们则希望一代又一代学者继续探讨经济如何运行以及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


“比较译丛”序


  2002年，我为中信出版社刚刚成立的《比较》编辑室推荐了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几本著作，其中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再造市场》（中译本后来的书名为《市场演进的故事》）。其时，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突出标志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加入世贸组织。当时我推荐这些著作的一个目的是，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启发我们在新的阶段，多角度、更全面地思考中国的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机制。由此便开启了“比较译丛”的翻译和出版。从那时起至今的十多年间，“比较译丛”引介了数十种译著，内容涵盖经济学前沿理论、转轨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史、经济增长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时至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依然保持在中高速的水平上。与此同时，曾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陷入了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这种对比自然地引发出有关制度比较和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更有必要以开放的心态，更多、更深入地学习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这对思考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极具价值。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无论是我们国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还是过去和当下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重大变革，都表明“重要的改变并不是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而是当权者将新的思想观念付诸实施。改革不是发生在既得利益者受挫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他们运用不同策略追求利益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利益被重新界定的时候”。[1]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而比较分析可以激发好奇心、开拓新视野，启发独立思考、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因此是催生思想观念创新的重要机制。衷心希望“比较译丛”能够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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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ani Rodrik，“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Preferences,Worldviews，and Policy Innova tions，”NBER Working Paper 19631，2003. 


  引言


  《21世纪资本论》出版三年之后


  布拉德福德·德龙 希瑟·布西 马歇尔·斯坦鲍姆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有着惊人影响的意外畅销书。其庞大的读者数量表明，有如此多人急切地想要倾听和加入发达国家第二个“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对话。1皮凯蒂著作的英文版译者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将在本书的第1章谈道，如今已有30种语言220万册[1]的《21世纪资本论》发行到世界各地。这220万册图书肯定带有某种力量，它们可以把时代精神引向另外一条轨道：在皮凯蒂之后，针对不平等、经济政策与平等增长（equitable growth）议题的公共知识界讨论应该有了新的焦点。


  然而，反方向的社会政治力量也在发挥作用。对皮凯蒂著作的一种视角注意到，在他看来，相对平等的典型工业化经济在许多方面类似于二战后的法国：奉行戴高乐主义，实现了“辉煌30年”的经济增长。而高度不平等的典型工业化经济则类似于1870—1914年处于“美好时代”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三共和国的主导潮流在政治上是激进平等主义（限于本国的男性公民）；在意识形态上是激烈地反对传统权威，尤其是宗教权威；在经济上则高度容忍甚至极度热心于对财富的保护和强化。任何已经拥有财富或试图获取财富的人，无论其财富是商店、葡萄园、年金、工厂还是大庄园，都结成伙伴，以防范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劳工阶层的嫉妒和抢夺。


  皮凯蒂的著作背后有一条基本信念，即同样的这套文化、意识形态、经济、政治综合体系将主导21世纪的政治经济秩序（至少是在欧美地区），全体有产者将联合起来，防范对财富所有权及其利益的任何威胁。由此产生的作用力将把利润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导致未来金权政治的兴起。


  作为本书的编撰者，我们在两年前会说，“或许如此，但也未必”。不过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过后，皮凯蒂的基本信念被凸显出来。1870—1914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美好时代”的财富主导文化也许不会重现，但我们今天的历程是当时许多重要特征的回响。


  应该承认，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得益于选举人团制度。他并未赢得多数选票，但他确实拿到了大量选票，尤其是在那些传统上支持民主党，近期却饱受经济问题困扰的地区。此外，希拉里没有像奥巴马那样，在年轻人和少数族裔中赢得巨大优势，他们的就业率降到历史新低，屡创新高的学生负债水平没有如约换来劳动力市场上的保障。在我们看来，皮凯蒂分析的经济政治现象由于特朗普的大选胜利得到了有力印证。


  本书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它是若干作者多篇文章的结集，希望通过聚焦关系重大的问题，阐述我们认为经济学界应该在皮凯蒂之后探索哪些主要研究领域。


  经济学之外


  在经济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看到皮凯蒂的著作也激起了不小浪花。《21世纪资本论》在学术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功，改变了社会学、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议题。其他社会科学明显感受到皮凯蒂对不平等恶化前景和效应的论述带来的冲击。


  这些冲击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及其他学者有何影响？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最佳总结反而来自一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克鲁格曼在本书第3章指出，在上一次出现巨大不平等的历史时期，即第一个镀金时代，严重的不平等与当时理解的激进民主制度（对白人男性而言）实现了完美兼容，因为“与如今一样，当时的巨额财富能买到对政策乃至公共话语的巨大影响力”。就在撰写这段话的2016年12月，我们看到美国组建了一届空前富有的内阁。财富不仅给富人提供了在权力走廊和公共领域的扩音器，而且塑造了社会效仿模式，例如追求高层职位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高级官员应该为谁的利益服务等。


  克鲁格曼准确地观察到，如今有着与镀金时代同样的从经济不平等到政治和社会事务影响的链条，其作用甚至更为强烈。政治和社会走向似乎不是回应当前的不平等，而是回应人们预感的一代人之后的状况：“在美国，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平等的政治影响甚至可以说领先于现实……从目前看，美国经济精英的主要收入来自工薪，而非资本收入。然而保守派的经济主张已经在强调和赞美资本的力量了……有时候，很多政治人物似乎正在积极重建皮凯蒂所说的世袭资本主义。”


  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彰显了克鲁格曼的结论。一位对国家治理了解如此之少、毫无经验的候选人，完全靠着讲大实话的角色设定，主动迎合某些人群的偏见，为他们的利益不惜损害职业精英群体以及阻止少数族裔和移民“加塞儿”，就能赢得如此多的选票，着实令我们震惊。尽管经济学家压倒性地反对他的竞选，他的支持者却拒不接受经济学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对如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公认权威。在过去40年里，美国已经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名大幅降低了富人的有效税率，削弱了劳工组织以及普通工人的谈判权，并显著提升了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这些政策造就了一个不平等的低增长国家和一群狂热而又愤怒的民粹主义选民，他们甚至愿意拥抱原始法西斯主义。如果说皮凯蒂的著作当初还显得过于激进，那么现在则恰如其分。


  我们观察到，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如今都在热烈并卓有成效地探讨上述问题。因此至少在我们看来，《21世纪资本论》激起的这部分反响正方兴未艾。


  经济学内部


  不过，经济学内部的反应似乎不那么热烈。虽然皮凯蒂在经济学论坛中现身总会让会场水泄不通，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经济学研究并未特别关注他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宏大议题。《21世纪资本论》尚未带来我们这些热心追随者期望的对经济学研究与政策主张的深刻影响。


  我们相信，正如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本书第2章中所述，其原因在于皮凯蒂的书是一本极其严肃的著作，提出了大量值得经济学家深究的议题。“卡尔多事实”认为，由要素收入份额变化导致的不平等到20世纪中期已不再是重要的时常变化的经济观测指标，以后似乎也永远不会是。但后来证明，“卡尔多事实”并非事实，而是短暂和意外的历史状态，如今已不复存在。“库兹涅茨事实”认为，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已经或将要经历一个不平等扩大的工业化时代，然后是一个不平等缩小的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大众消费时代，最后趋于稳定。这同样被证明不是事实，而是暂时的历史偶然现象。鉴于以上两个假说被证伪，索洛呼吁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以皮凯蒂理应得到的严肃礼遇来重新审视《21世纪资本论》。索洛的呼吁是我们编撰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另一个动机是经济学家乃至整个经济学科尚未对其做出恰当的响应。


  皮凯蒂的主要观点


  由此我们提出如下问题：皮凯蒂对我们理解经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鉴于他的发现，后续的经济学研究将如何开展？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澄清《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论点，为此，我们归纳出其以下五个核心论点：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1945—1980年），欧美工业化经济体表现出相对的平均主义状态，至少对本国的白人男性而言。这些国家的相对收入差距趋于缓和；长期存在的财富、收入和就业的种族差距被缩小；政治发言权广泛分布在各个人群中。财富对政治走向和经济结构的影响虽然继续存在，却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2.这一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模式在历史上是偶然现象。与很多学者不同，皮凯蒂认为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是富豪阶层的权势被削弱的结果。他把税后收入不平等差距缩小归因于战争及累进税制的引进，而非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建立的社会保障、劳工标准和福利性基础设施。由于造成资本毁灭的战争属于特殊现象，不平等缩小的时期自然也是如此。


  3.在这一社会民主主义时代之前，欧洲处于“美好时代”，美国称之为第一个镀金时代。在那段时期，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对政治走向和经济结构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相对收入的差距很大，相对财富的差距更大。


  4.我们当前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财富集中度虽然已经回到20世纪早期的峰值水平，但皮凯蒂指出，最富有1%人群的大部分收入依然是来自劳动，而非资本。2另一方面，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自2000年以来快速扩大，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却保持着相对稳定。3当前还没有出现“过去吞噬未来”的局面，但我们正在向那里趋近。4


  5.由于财富的基本运动规律产生的巨大力量，我们很可能将被带入第二个镀金时代或又一个“美好时代”，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将重新对政治走向和经济结构产生举足轻重的统治性影响，相对收入差距将重新走向极端，相对财富差距更甚，医疗与教育进步带来的收益将不再具有普惠性，不同群体和个人的福利差距缩小的趋势将停滞甚至反转。


  皮凯蒂的论证结构


  皮凯蒂对上述观点的核心论证过程可以简要概述为以下七个步骤：


  1.一个社会的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将提高或降低至净储蓄率及积累率与增长率之比，即（净储蓄率+积累率）除以增长率。


  2.时间和机遇等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财富集中到较少数的人群手中，我们称之为“富人”。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很高的社会将是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


  3.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伴随着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因为富人将操控政治经济秩序和其他因素，把利润率维持在高水平，避免凯恩斯所说的“食利者安乐死”现象。5


  4.财富和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将逐渐成为财富控制权被继承人把持的世袭社会。


  5.在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对经济活动举足轻重的社会，富人将掌握极大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影响力，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不够美好的社会。


  6.到20世纪：（a）在罗伯特·戈登概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出现了独一无二的高速经济增长，欧美各国成功向美国代表的先进经济水平趋近；（b）出现了战争、革命、普遍动荡、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和累进税制等事件，产生了独特的压低积累率的强大力量；（c）在进入21世纪后，所有这些力量都在衰退。6


  7.尽管我们距离极限还较远，但上述第1到第5步的发展逻辑正在发挥作用，并且很可能将持续运转下去，在未来50年内给我们带来一个在许多方面不够美好的社会。


  在皮凯蒂看来，欧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走向灭亡的这个进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该进程尚未结束，他认为其背后的驱动力还需要两代人或更多时间才会终结。根据他的观点，我们还远没有达到欧美国家返回金权政治的时刻。


  对皮凯蒂批评的贫乏之处


  即使采用上述高度简化的版本，皮凯蒂的论述过程也并不轻松。因此我们可以预见，他会收到数量庞大的实质性批评意见。事实的确如此，出现了许多极具深度和影响的评论，例如：


  ● 马特·罗根利对第3步提出疑问。他支持凯恩斯的见解，认为导致财富与年收入之比提高的积累过程会使利润率比财富与年收入之比更快下降，从而造就一个财富更多而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的社会。7


  ● 泰勒·考恩对第2步、第4步和第5步提出疑问，他认为创造性破坏将打破或至少能限制代际的财富积累过程。接下来，他借鉴了哈耶克的看法，认为“无所事事的富人”是宝贵的文化资源。恰恰是因为这批人不需要陷入为日常生计奔波的命运，才可以用长远或新奇的视角观察世界。8


  ● 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指出，尽管皮凯蒂“提到了政策和制度……但安排给它们的角色是专门设定的”。9


  ● 有人预期，新产业革命会带来更多的普惠成果和更快的经济增长，加上新一轮创造性破坏，这将影响第2步、第4步、第6步和第7步的逻辑。


  ● 还有人质疑，皮凯蒂忽略了人力资本在现代社会也是一种重要的财富形式和促进平等发展的因素。


  但总体而言，令我们惊讶的是对皮凯蒂的整体论证逻辑链条的批评很有限。他的论证十分复杂，包含多个步骤，其中所有论述都可能受到质疑。我们对批评意见的了解和阅读远远说不上完整。我们试图总结各种评论意见，但限于篇幅，我们只归纳综述文献。另外我们看到，有相当多的评论非常缺乏实质内容，表现为很不专业的心理诊断、扣“赤色分子”帽子式的迫害、对皮凯蒂观点的曲解、对经济增长模型的误解，以及各种数据错误，等等。


  其中最尖锐的，或许是出自艾伦·梅尔泽（供职于卡内基-梅隆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笔下。他指责皮凯蒂是法国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前任教授，是该学院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教授的合作撰稿人。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也是该学院的教授，同样是法国人，而法国很多年来一直采用破坏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10


  一方面，我们很失望地看到许多批评意见并不像学术讨论，而是专门为希望建立家族王朝的典型亿万富豪献计献策。


  另一方面，这些低水平评论的急迫发表，加上该书220万册的庞大销量，显然说明《21世纪资本论》激发了虽不和谐却极为宏大的共鸣。有太多人认为该书值得关注，只是问题在于该如何看待它。


  我们打算与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结成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我们发表的评论可以是尖锐的批评，但应该是有助于促进知识进步的批评。我们不希望推出像图0.1中那样的对皮凯蒂观点的误读，造成世界的知识退步。此外，我们还想鼓励有更多站在皮凯蒂肩上的著述，延续他的数据收集和理论探讨。


  
    [image: ]

    图0.1 某位推特用户对《21世纪资本论》简短却不到位的总结

  


  我们相信，本书收录的文章将对此做出贡献。为了给这些讨论奠定基础，我们提出如下一些问题：


  （1）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论述是否正确？


  （2）他的这些论述是否值得关注？


  （3）他的这些论述有什么意义？


  （4）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


  皮凯蒂是否正确？


  皮凯蒂著作中的论述是否正确？如果不是绝对正确的话，他描述的令人不安的景象是否真有可能发生，是否值得忧虑？或者可否采取某些行动，使《21世纪资本论》的预测成为自我否定的预言？


  我们对这些问题均给出强有力的肯定答复。


  皮凯蒂正确地指出，在欧美国家，从我们所能回溯的遥远时期起，私人财富的拥有权一直是高度集中的，富人有权力支配资源，决定人们在哪里以及如何从事劳作，并影响政治生活。他正确地指出，在150年（大约六代人的时间）以前的“美好时代”，即第一个镀金时代，典型的欧美国家的私人财富总额与年收入之比约为6。他同样正确地指出，在大约50年（两代人的时间）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财富与年收入之比约为3。他还正确地观察到，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在快速提高。


  值得商榷的是，财富与年收入之比的提高是否源于皮凯蒂强调的那些作用力？更值得商榷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是否源于财富不平等的扩大，而财富不平等扩大本身是否又是整个经济体财富与年收入之比提高的结果？这些问题可以争论，也确实恰如我们所愿地引发了争论。除皮凯蒂强调的因素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在影响收入分配，皮凯蒂本人对其中某些因素展开过讨论。而且他强调的某些因素的作用在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结束后还没有充分显现。


  皮凯蒂的主要论证不是针对当前的状况是如何形成的，而是未来50年乃至更久之后的情况会怎样。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迹象表明上一个镀金时代的主要特征已经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现：资本收入份额提高，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伴生的情况越来越多，政府税收部门难以撼动越来越固化的财富代际延续等。


  值得深入讨论的是制度、政治和社会运动在面临结构性经济压力时的相对独立性。皮凯蒂的论述是基于极富决定论色彩的未来观：无论财富积累达到多大规模，富人都将通过对社会体制的操控，把利润率维持在5%以上。尽管皮凯蒂不只简单地提及非经济力量的作用，还鼓励读者思考其他社会科学可能带来的启发，但他的论述最终仍基于利润丰厚且相对稳定时的财富积累与不平等的经济动态变化。至于随着财富积累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变化来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并实现他所描述的场景，则没有展开。


  然而，现实中的制度可能以多种方式阻碍皮凯蒂描述的场景出现。例如希瑟·布西在本书第15章指出，世袭社会几乎肯定意味着背离性别平等的主张，会遭到女性及其盟友的坚决反对。此外，戴维·格雷瓦尔和马歇尔·斯坦鲍姆在本书第19章和第18章分别提出，不平等的历史伴随着所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的大量法律和政策的兴起（格雷瓦尔）与衰退（斯坦鲍姆）。独立于重商主义者和君主权威的“自由市场”在18世纪伴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然后在19世纪与“旧制度”结成政治联盟。《21世纪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本身（而非其意识形态）是不平等日益扩大的原因，只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外生因素使其暂时脱轨。世界大战还造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脱轨，但这方面的外生性不是那么突出。皮凯蒂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也受到了质疑，因为他关注的信号尚未出现，或者说才刚刚有点苗头。


  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期待看到他的观点能够被事实证明。但我们也可能看到，他的观点完全被事实否定。


  皮凯蒂认为“食利者安乐死”模型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实证检验问题，这一论点是站得住脚的。凯恩斯、罗根利和其他学者把财富等同于新古典收入生产函数中的生产资本，认为供求力量将迫使社会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同社会范围的利润率呈反方向的大幅摆动，从而导致“食利者安乐死”的结果。当资本相对于年收入较为稀缺时，利润率较高，而当资本较为丰富时，利润率较低。按照凯恩斯等人的观点，这种摆动会大到足以使食利者在总收入中的份额维持大致稳定。


  皮凯蒂的大致回应是，凯恩斯-罗根利式的观点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下看似很合理，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供求规律告诉我们，当某个经济体的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发生变化时，利润率应该呈反向变动。但历史显示，利润率维持在4%~5%的水平，与财富的相对稀缺或充裕基本无关，所以供求规律的说法不成立。


  我们在这里面对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对于新古典总生产函数推导出来的主要变化因素来说，利润率确实没有多大变化。但皮凯蒂对此并没有归纳出一套理论。


  ● 他可以说，无论有关分配的生产理论以及边际生产理论的结论如何，实物资本、全体财富、寻租式政治经济秩序以及政府制造的垄断租金共同形成的铁四边形，会使利润率必然维持在较稳定的水平。


  ● 他可以说，技术因素导致实物资本不会面临边际回报的快速下降，因此资本收入比与资本份额同向变动，而非反向。他可以说，自己所说的“资本”在过去主要是土地形式的农业资本，在未来则主要是信息资本，而新古典增长模型只能作为短暂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的一阶近似描述。


  ● 他可以采用苏雷什·奈杜在本书第5章的类似观点，认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现实中并不遵循边际生产率定价法则，而是由权力决定。皮凯蒂和新古典学派所说的财富和资本的全部存量，其实是对未来收入流的金融化索取权。也就是说，它们并非过去长期积累的结果，而是对未来的政治控制权。


  可是，皮凯蒂并未采用以上任何立场或其他任何说法。


  这似乎是《21世纪资本论》的一个重大空白，或许也是皮凯蒂开辟出来的最重要和急迫的研究任务。利润率稳定的表象是不是确切的事实？如果符合事实，又是哪些力量和因素在维持其稳定？


  德维什·拉瓦尔在本书第4章试图推进有关研究。他补充了凯恩斯-罗根利式的“食利者安乐死”观点，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性不足以支持皮凯蒂的结论。如果利润率的稳定不是因为资本边际生产率随着资本积累而维持稳定，那又是因何而致？有没有相关理论解释？在本书第8章，劳拉·泰森和迈克尔·斯宾塞提出了一种推测，他们认为皮凯蒂很可能找错了方向。不平等程度是在持续扩大，但并非由于皮凯蒂增长模型描述的因素，而是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这个时代技术特征的影响。此类技术大幅度减少了在基本事务操作和基本信息处理中利用人脑作为日常控制机制的必要性，首次使劳动力成为资本的替代品，而非互补品。


  皮凯蒂的论证是否正确？目前看答案是“或许”。其论证过程每个环节的稳健性仍有待商榷，并取决于欧美国家是否会维持当前的政治经济运行轨迹。因此我们如何诠释“当前的政治经济运行轨迹”是关键。在某些解释中，皮凯蒂的论述显然是正确的；而在其他一些解释中，他肯定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分辨这两种情况。


  皮凯蒂的论述是否值得关注？


  有些人（或许是很多人）说我们无须关注皮凯蒂的论述。一种常见的思路是，不平等本身就不值得关注。按照这一思路，不平等其实是好事，它能激励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对经济、社会和国家来说，它根本就不是问题。


  这一思路认为，问题在于贫困，尤其是极端贫困。该思路继而指出，今天的人类比六代人之前富裕很多。镀金时代或美好时代的高度不平等导致的不仅是贫困，而且是赤贫，因此不平等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但由于欧美国家整体上变得非常富裕，类似的不平等程度在今天已不再导致赤贫。事实上，如果从历史标准看，今天的不平等甚至已不再造成“贫困”了。


  例如在美国，“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等政策倡议组织认为，美国中产阶级境况不错。他们指出，以实际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女性的工作时间和收入增加）来看，皮凯蒂对顶层1%人群的测算并没有把故事讲对。学术界也有很多人提出，医疗服务、环境卫生、公共教育、识字率和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以及休闲活动的日益丰富，都表明无论顶层1%人群过得如何，普通人在绝对福利上的收益都不太可能下降。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点，可以追溯到250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提出，英国普通工人阶层的物质生活甚至好于非洲的国王。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则认为，富人的消费受到肠胃大小的限制，他们花在自己身上的大部分支出其实是在给下层阶级的休闲和舒适做贡献。


  然而这种观点或许是错误的。在17—18世纪的奥古斯都时代，英国的经济增长已令人惊讶地超越了马尔萨斯式的基本生活水平，即使自那以后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仍然有强烈和重要的理由关心历史意义上的贫困和赤贫，以及当前意义上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哪怕穷人确实已拥有洗碗机、电视机和智能手机。


  第一，任何人只要了解美国的医疗服务分配状况及其健康统计结果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糟糕状况，都难以否认：巨额资源投入产生的福利和满意度的最终效果如此之差，不平等是重要影响因素。这一观点不限于医疗领域，严重不平等的经济体很难把生产潜力转化为社会福利。如果有更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也必将做得更好。


  要证明不平等与医疗或其他社会福利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很困难，不过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提示了美国部分人群在新镀金时代面临的困境。他们指出，美国中年人在1999—2013年因自杀和过量药物（两种情况都与经济困境有关）造成的死亡率大幅上升，接近艾滋病截至2015年造成的死亡率升幅。11类似的研究也发现，就业、医疗和整体福利方面曾一度缩小的差距已经停止收缩，在某些情况下还被重新拉大了。12


  第二，如上文所述，现有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从本质上不利于同快速经济增长相伴的创造性破坏，现有财富本身就是创造性破坏的对象。富豪及理论家们喜欢说，过分平等的收入分配会破坏工作积极性，把我们变成“不劳而获者的国度”。然而让不平等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并不会把我们带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相应的不平等区间里，更可能出现的场景是：不平等加剧会剥夺穷人给自己、子女和企业投入的资源，从而减缓经济增长。另外，压抑新兴力量的发展，以帮助富人维持既有地位，同样会制约经济增长。


  美国有大量证据表明，精英阶层的许多人在从事所谓“机会囤积”（opportunity hoarding）活动。13我们听过很多传闻，如富人们在游艇里改装豪华座椅，营造自己的安乐窝等。但还有一些领域，富人的消费会限制其他人的潜在选择。14例如精英群体越来越多地放弃公立学校，这使这些学校失去了宝贵的家长参与资源和经费支持。精英群体的离开还导致公立学校更容易遭遇政治上的攻击，普惠义务教育和均等化高质量公共教育的整体理念受到敌视。


  第三，在富豪阶层能够靠资源获得压倒性话语权的社会，政府致力于解决的是富豪们的问题，而非普通民众关切的事务。这很难说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这一点同样不利于促进增长。面对是寻租还是在竞争市场中争胜的选择，富豪们恐怕更愿意把机会大门关上。例如，尽管政策制定者极力约束新兴的强势平台企业的反竞争倾向，我们依然看到获胜者往往都是先入者，其他企业只能得到残羹冷炙。这样的环境导致价格高昂并制约创新，不利于激发经济的活力。


  第四，财富对权力行使的决定性影响远远超出通常的政治领域，会延伸到工作场所、家庭（甚至卧室）以及社会团体。高等教育在资金上对私人财富的依赖已导致这个领域的不平等更加严重，公开照顾校友的子女，暗地里扶持类似阶层的申请人，而对所有不幸未能加入其最优待群体的人则非常不公，相比由公共资金提供持续支持的教育体系而言，依赖私人财富的教育体系对课程与教师观点的限制程度也更高。


  第五，在不平等的社会中，雇主可以也确实在滥用左右他人命运的能力，面对让劳工集体发声的主张，他们也总是怒气冲冲。


  劳动经济学家戴维·韦尔在本书第9章指出，不平等加剧与职场的裂变存在部分的相互推动关系。过去，大企业是市场经济大海中的中央计划岛屿，发挥着科斯所说的组织效率，雇用各种水平的员工：高技能的职业人士、中层管理人员以及体力劳动者。这种工作场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强大的平均主义压力：高工资专业人士的存在会推高所有人对企业可以向体力劳动者支付的薪酬以及体力劳动应得报酬的期望。打破这种社会组织则可以减轻平均主义压力，尤其是停止执行新政以来的雇佣标准，让雇主们可以在无须履行法定义务的条件下保持控制权，这对企业非常有利。我们需要弄清楚韦尔所说的这些力量有多强大，它们属于特殊情况，还是意味着高度不平等有可能在广泛的领域内影响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的组织效率。


  第六，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你认识什么人比你掌握哪些知识对最终福利影响更大，观察富人及其追随者的行为可以发现，讨好富人的天赋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并不平均。富人喜欢跟自己相投的人，而福利分配取决于“富人喜欢谁”的社会很难捍卫社会民主主义时代在种族和性别平等上取得的进步。


  还有，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一书中提出，“美好的社会应该在平等和效率之间选择一个恰当的临界点”，如果放到今天来看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15更大程度的平等完全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


  因此，皮凯蒂的论述的确值得重视，我们也确实非常关注。


  皮凯蒂的论述有什么意义？


  假设皮凯蒂的观点在今后一个世纪得到验证，欧美国家那时的财富与年收入之比很可能远高于今天，继承财富在总财富中的占比也会比今天大得多。这是否必然导致经济权力和资源的不利分配？考虑到财富的边际效用下降，是否必然导致经济产出低于其潜力？还有，财富收入比较高的社会是否必然是极其不平等的社会？


  皮凯蒂的回答是肯定的。在这些议题上他是马克思的追随者，马克思认为，在一个有可转让财富的市场经济中，平均主义的财富分配状况是不稳定的。在初始的平均分配之后，时间和机遇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巨大而延长的尾部，其规模和长度主要和正向地取决于r-g的大小（其中，r不是无风险利率水平，而是整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以及与资本回报有关的风险水平。因此，财富收入比较高、资本和其他财富形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较高的经济，将是不平等的经济。


  皮凯蒂自己的论述如下：


  许多冲击……导致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有人口方面的冲击……回报率的冲击……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冲击……影响储蓄水平的偏好参数的差异……这一大类理论模型的核心特征是……如果r与g的差距拉大，长期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将趋于扩大……r和g的差距如果拉大，将使经济体维持更大和更持久的财富不平等水平……收敛于顶层财富持有者的收入分配呈现帕累托形状的分布状况……使帕累托系数的倒数（反映顶层和底层之间不平等的指标）成为陡峭的r-g的增函数（参考文献主要包括：Champernowne，1953；Stiglitz，1969；Piketty and Zucman，2015，第5.4节；等等）……


  在此类模型中，r-g的较小变动可能导致财富不平等稳态水平的极大变动……这其实是r-g的影响与制度和公共政策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对收入、财富及继承的累进制税收，通货膨胀，国有化、实物破坏和财产剥夺，房地产分配规则等。在我看来，这些制度和政策决定着财富不平等的变化和水平。16


  另外，根据皮凯蒂的观点，至少如《21世纪资本论》所述，上述相互作用可能不会带来帮助：财富不平等扩大会增加对平等主义政策的需求，但也会增强以财富阻挠此类政策的人群的力量。《21世纪资本论》认为有利于金权政治统治的力量极为强大，只能靠世界大战和全球革命才能对抗，而且由此带来的矫正也只是暂时的。


  这正是《21世纪资本论》表述的观点。当然自该书出版以来，皮凯蒂并没有扮演灾难预言者的角色：传递不平等扩大无可逃避的信息，主张消极对待的态度。相反，他承担起了公共知识分子领袖的责任，他给世界各地传递的信息绝非对无法逃避的宿命的消极记录。如果我们关注皮凯蒂的所作所为，而非他的作品，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当前的环境不由他或我们选择，但他依然相信我们可以团结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将在本书第10章对此展开讨论，不是针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皮凯蒂，而是针对作为作者的皮凯蒂。米兰诺维奇认为，皮凯蒂（以及之前的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只有对“新资本主义”（new capitalism）的制度环境才成立，而未来可能出现其他类型的制度环境。事实上我们也见过历史上其他类型的制度环境。在我们习惯称为发达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环境中，例如二战后的制度安排，政府和社会通过强力干预使来自“旧财产”的收入均等化，并创造出公民福利等类型的“新财产”，资本收入份额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无关。另外在米兰诺维奇所说的“古典资本主义”（即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由李嘉图理论中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决定，其作用机制也大不相同。


  大约两个世纪前，马克思把米兰诺维奇式的观点批驳为反映“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非理性幻想，它永远不可能实现，即使偶然发展起来也不可能维持。


  但这一简单的批驳并不意味着米兰诺维奇是错的。


  皮凯蒂描述的世界极其灰暗，因为其命运已经预先注定。只要利润率高于增长率，我们就必然滑向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弄清楚如何记录庞大的财富并对其征税，当然前提是能够克服富人们通过操纵政治选项保护自己的阻力。


  但加雷斯·琼斯在本书第12章指出，这是难以企及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本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工业化带来的财富积累伴随着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的整合，这些国家本身就是促进资本积累的工具。如今的资本往往致力于突破地区或公民身份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不仅追求利润，还要追求不受限制的利润攫取权。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有关税收天堂的开创性研究，以及“巴拿马文件”泄露出来的全球财富流动信息等，都能让我们看到这类趋势。


  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


  出于以上各种原因，我们判断《21世纪资本论》是一部意义深远的著作，警示了世界经济在过去30年走上的历史路径在未来可能但并非必然会带来某些令人不安的后果。由此自然会引出若干疑问：我们是否需要采取一些保险措施？如果需要，又该采取什么样的保险措施？但正如亚伯拉罕·林肯于1858年6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春田镇的“分裂的家庭”（House Divided）演讲中所述，这类疑问带有某种不成熟的意味，“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希望走向何方”，因为只有搞清楚这些，“才能更好地判断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又如凯恩斯喜欢说的那样，下一步必须“用头脑”去做。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对需要深入理解的议题，阐述我们的研究纲领。


  读者在面对本书这样主题庞杂的著作时，恐怕非常需要给自己寻找向导。我们也将尝试提供帮助。在本书第一篇里，三位作者——亚瑟·戈德哈默（第1章）、罗伯特·索洛（第2章）以及保罗·克鲁格曼（第3章）——将从不同视角剖析《21世纪资本论》现象和《21世纪资本论》的观点与启示。


  《21世纪资本论》中所讲的“资本”到底是什么？皮凯蒂给出了他的定义。然而当某个概念成为有争议的惊人论述的中心时，这一概念能否承载论述带来的负重，以及这一概念的真实含义，往往会变得不够确定，容易引发争论，也值得重新审视。因此，本书第二篇将从五个不同视角分析“资本”的概念。


  德维什·拉瓦尔在第4章指出，皮凯蒂用经济学理论术语阐述的观点源自一个历史事实，即总体来看，资本和劳动是高度相互替代的。可是有大量的研究（包括拉瓦尔本人的研究）充分显示，从微观层面看并非如此，所以在总量上应该对资本和劳动的微观替代弹性以及产品的需求弹性做加权平均处理。他强调在阅读《21世纪资本论》时始终萦绕的一个谜团：该书的核心观点是不是说资本的边际产出不会随着其数量积累而递减？假如事实并非如此，皮凯蒂的论述还有哪些价值？


  苏雷什·奈杜在第5章对拉瓦尔的谜团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他把遵循新古典经济学总生产函数机制的“驯化版皮凯蒂”与无所羁绊的“野性版皮凯蒂”进行对比，认为核心内容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观点，即镀金时代的富人群体会如何安排财产架构，以保卫和增加自己攫取的租金。


  本书第二篇接下来的三章将揭示皮凯蒂在展开和应用“资本”概念时留下的漏洞。首先，《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20世纪属于例外情形，从财富不平等的运动规律看，21世纪将更接近18世纪和19世纪的情况。戴娜·拉米·贝里将在本书第6章驳斥皮凯蒂描述的之前数个世纪的景象。根据她的历史解读，在原始积累和财富攫取方面，奴隶制的作用要比皮凯蒂讲的重要得多，这里既包括直接剥削的深度和广度，也涉及奴隶劳动的潜在竞争严重削弱了自由劳动力的谈判权。如果贝里描述的因素很重要，那么在自由劳动盛行的21世纪维持第二个镀金时代就会比18世纪和19世纪创造第一个镀金时代困难许多。而另一方面，如米兰诺维奇所述，国际移民障碍构成了对劳动力自由的某种限制，随着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差距扩大，这一因素将变得愈发突出。


  其次，《21世纪资本论》的很多论述假设真正的财富形式只包括政府创造的租金、分期偿债收入、实物资产（土地、建筑物和机器），以及对负责配置此类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组织的控制权。皮凯蒂认为，高工资更多是有利的供求条件导致的偶然和暂时的结果，而非真正可持续的财富来源，因此不是导致不平等状况变化的驱动因素。埃里克·尼尔森将在第7章反驳此观点，概述如果人力资本在21世纪成为与其他财富形式地位相当的财富，会严重质疑皮凯蒂的论证。


  再次，劳拉·泰森与迈克尔·斯宾塞在第8章指出，尽管土地和产业资本对财富的形成和分配在过去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未来甚至当前却不再如此。他们认为，我们需要把《21世纪资本论》同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第二次机器革命》的观点结合起来，为我们现在讨论的不平等状况建立一个理论架构，并探讨未来的可能情形。


  本书第9章将搭建一座知识桥梁，连接对“资本”的探讨与对不平等各个维度的分析。戴维·韦尔在写作本章时担任美国劳工部工资与工时局主管，他强调“职场裂变”的重要影响：大公司在过去采取聘用各种层级和各种岗位员工的模式，但如今工作岗位越来越多地被外包给其他企业和其他地区，原本会成为雇员从而在企业这一社会群体中享有相应的法定和事实特权的劳动者，如今被排除在大企业之外，结果导致恶性竞争。除影响资本和劳动对立的其他经济因素之外，这种在19世纪并不存在的力量，到21世纪后会造成不平等的趋于扩大。


  在探讨完“资本”的概念及其在《21世纪资本论》中发挥的作用之后，本书第三篇将呈现多位作者对资本分配不平等导致其他维度不平等所做的分析。米兰诺维奇在第10章提出，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与现实不平等状况之间的联系主要取决于政治体制如何影响各种政治经济关系。克里斯托弗·拉克纳在第11章批评了皮凯蒂把不平等问题仅仅作为各民族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比较，而忽略了闯入房间的“大象”，即自工业革命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已成为全球不平等的更大决定因素。加雷斯·琼斯在第12章批评《21世纪资本论》忽略了“空间”因素，该书只是把地理因素视为“数据容器”，而没有作为不平等和剥削现象发生的背景条件。地理因素如何在全球化世界里促成和推动不平等的发展，在他看来极为关键，而皮凯蒂完全没有涉及。伊曼纽尔·赛斯在第13章指出，我们对不平等的了解是何等之少，以及如果想了解自己的处境和发展趋势，我们是何等需要打破现有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纳入分配指标，把更多资源投入财富不平等的测算，了解监管和税收对不平等的影响效果等。


  玛利亚克里斯蒂娜·德纳尔蒂、朱利奥·费拉与杨方在第14章阐述，较高的资本收入比和较大的资本收入份额不是不平等扩大的直接决定因素，并分析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希瑟·布西在第15章分析了所谓“女性继承人世袭社会”的创立带来的潜在女性主义经济影响：在历史上，当人们的地位和身份主要取决于其父母和姻亲的背景时，两性关系会变得非常困难和紧张，即使对人们以为掌握了巨大社会权势的女性也是如此。


  马克·赞迪（第16章）以及萨尔瓦多·莫雷利（第17章）带领我们展开不同方向的探讨。他们将从一个极为关键的任务入手：评估在不平等扩大的环境中，调控商业周期和促进增长的经济稳定政策会有什么变化。其结论不同于学术界在过去的标准答案，并表明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两位学者都看到了重大的风险，但这些风险应该能得到控制和防范。


  本书第四篇给皮凯蒂的观点提出另外一系列挑战，其中的四篇文章采用制度和思想史的宏大视角。马歇尔·斯坦鲍姆在第18章指出，二战后不平等相对缓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是源于20世纪上半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集体屠杀灾难，以及这些灾难对一战之前第一个镀金时代的不平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打击。戴维·格雷瓦尔在第19章论述了第一个（以及第二个）镀金时代的到来很大程度上伴随着17世纪和18世纪法律与政治哲学观的变化，导致对财产的绝对支配权从特殊案例成为西方社会的通行模式，并以此来看待对具体事物和抽象事物的控制以及“所有者”的职责。


  艾罗拉·德农古在第20章提到，希望皮凯蒂能够更多地关注财富高度不平等的深层制度和历史起源，并借助阿西莫格鲁等人对“掠夺性”与“包容性”制度的比较分析来填补这一空白，但她同时指出，对“公民”来说属于包容性和发展性的制度，对“臣民”来说可能是掠夺性或排斥性的制度。伊丽莎白·雅各布斯在第21章试图破解皮凯蒂论述中的政治因素既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的谜题。《21世纪资本论》既认为存在基本的经济运行规律，又认为历史和制度导致的偶然进程改变了增长和分配的结果，却没有描述这两个机制在现实中如何相互作用。


  我们希望强调最后这一点，因为它反映了《21世纪资本论》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及全球知识界的一个社会现象这一双重属性的核心矛盾。一方面，皮凯蒂的中心思想认为，重返镀金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是回归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另一方面，作为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皮凯蒂并不是消极地记录无可逃避的宿命。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相信我们可以抗击其著作中描述的力量，即使当前的环境不由我们选择，我们仍可以联合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本书末尾的第22章，皮凯蒂本人将对我们的论述、批评、拓展和探索予以回应。


	[1] 为截至本书英文版出版时的数据。——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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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章


  皮凯蒂现象[1]


  亚瑟·戈德哈默


  经济学家的著作大多只有几千本的销量，而皮凯蒂那厚达700多页的《21世纪资本论》却在全世界以30多种语言的版本卖出了200多万册。早在法文原版尚未译成其他语言时，该书已成为社会热点。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书商们一直苦于缺货。该书的英文译者亚瑟·戈德哈默在本文中分析了这一“皮凯蒂现象”，他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21世纪资本论》成为全球畅销书？为什么对该书会有如此强烈的需求？为什么在各种评论出来之后，对该书的热情追捧仍在持续？是因为该书严肃的经济观点、平实近人的文风，还是其顺应了时代精神？戈德哈默将追踪这一现象，并对其原因和影响给出洞见。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由我从法文版翻译而来，于2014年春面世。在出版后短短数月，销量就超过了40万册。这对任何类型的书籍来说都实属罕见，更不用说是由一位学院派经济学家撰写的700多页的巨著，里面充满了统计图表，甚至在网上补充了技术性的附录资料，涉及数十篇学术论文以及大量的数据。1一年后，该书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销量更是攀升到令人震惊的210万册之多（见表1.1）。


  对该书的评论除了学术期刊，也频现于面向大众的报纸杂志中。作者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广播电视上，不只是公共事务或新闻节目，也包括美国的《科尔伯特报道》（Colbert Report）等收视率极高的娱乐类节目。2作者受邀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Jack Lew）及总统经济顾问基恩·斯珀林（Gene Sperling）会面，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一同出席公开活动。人们把皮凯蒂称为经济学界的“摇滚巨星”，彭博社的《商业周刊》则用青少年流行杂志的风格给他做封面报道。3众多书店把大部头的精装《21世纪资本论》与其他畅销书码放在一起，书里的公式“r>g”在大学校园的T恤上频频出现，也印在了哈佛大学出版社校内垒球队的队服上。4美国经济学会2015年年会为该书举办了一场专题会议，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发表了赞赏有加的评论。《金融时报》试图驳斥该书的观点，但没有成功。5皮凯蒂还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French Legion of Honor），可他拒绝领取。几个月后，曾抨击他的《金融时报》将该书评为2014年“最佳商业图书”。6出于以上各条以及更多的理由，《21世纪资本论》完全称得上值得研究的出版现象，以及更广义的公众现象。


  
    表1.1 《21世纪资本论》各语种的销量


    [image: ]
  


  注：尚无销量数据的其余语种包括：罗马尼亚语、泰国语、泰米尔语、印地语、蒙古语、孟加拉语、拉脱维亚语、阿拉伯语、芬兰语、马其顿语、越南语和乌克兰语。


  资料来源：与作者的私人通信。


  但这也意味着，以下的分析或许会令试图寻求说法的读者感到失望。在许多方面，“皮凯蒂现象”是无法解释的。尽管我会提到与该书受欢迎看似相关的若干因素，但其中某些因素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而同一时期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其他著作并未激起强烈的公众反应。相关不等于因果。为什么我们将讨论的许多影响因素会在这个时刻汇聚到这本书和这位作者身上，这依然是一个谜。如果可以预见这类现象的发生，出版业肯定会成为致富的捷径。最后一点提醒是，以下分析主要适用于美国。毫无疑问，该书在美国受到的关注影响了它在其他地方的销售表现，包括其原版地法国，但具体影响程度有多大很难判断。


  随后的分析将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我将介绍对该书的市场预期，指出最乐观的预测也没有达到所谓“皮凯蒂现象”的程度。第二，我将探讨2007—2009年大衰退导致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可能对该书带来的影响。第三，回顾对该书早期的重要评论，因为它们可能影响了书籍的市场接受度。第四，分析经济学以外的学科对该书的学术反应。第五，评估该书带来的政治反应，并简要讨论皮凯蒂对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看法。


  期望和预测


  在该书出版前，没有人预见“皮凯蒂现象”。负责引进该书英文版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编辑伊恩·马尔科姆（Ian Malcolm）曾预计，销量“在两三年内可能达到20万册左右”。7他的理由来自之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工作经验，那里有位同行负责出版了一本他认为有“可比性”的著作：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合著的《这次不一样》。那是一本讲述金融危机历史的书，与皮凯蒂著作的唯一可比之处其实只在于书籍作者也是学院派经济学家，并且比普通学者关注更长的历史跨度。但那本书的成功足以表明，有大量读者对2007—2009年大衰退之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状况感到忧心忡忡。


  不过，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威廉·西斯勒（William Sisler）的看法并没有策划编辑那么乐观。他提到，哈佛大学出版社选择将《21世纪资本论》作为2014年的主打书，是因为“我们确实相信这本书会有些反响，运气好的话能卖1万~2万册”。8这个量级的销量对学术著作而言的确已算是值得关注，普通学术著作的销量不过数百册，达到10万册量级的极其罕见。但结果表明，老牌出版人和资深编辑都低估了该书的潜力，前者低估了两个数量级，后者低估了一个数量级。作为译者的我同样失算，没有要求拿版税，因为这在学术著作中通常不划算。


  所以，尽管有许多热情洋溢的推荐，再加上皮凯蒂在法国和美国已声名鹊起，但客观地说，依然无人预见其著作的现象级热销。《21世纪资本论》是通过法兰西学院的知名经济学家罗杰·格斯奈里（Roger Guesnerie）引起哈佛大学出版社关注的。法国方面的出版人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对此极为支持，他本人也是法兰西学院的杰出教授，也有著作由我翻译，由伊恩·马尔科姆负责编辑出版。出版社推荐的一位评论家称赞说，该书是“法国社会科学界在过去十年来最重要的著作”。9请注意，他对该书的界定是“社会科学”，而不仅限于“经济学”或“经济史”。这对哈佛大学出版社来说或许算是加分项：有机会在经济学出版领域抢滩，同时又可以增加一条能吸引该出版社核心顾客的书目。因而拿下这本书是符合出版策略的，当然也并非毫无风险。在签署合同时，书稿尚未完成，很难评估到底面临多大的风险。完稿后的书稿长度则几乎是预期的两倍，这增加了翻译的成本，也可能令潜在读者望而生畏。


  皮凯蒂之前发表的著述，除了在学院派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圈子里收获数量有限的读者外，难言成功。虽然他与伊曼纽尔·赛斯合著的有关收入分配的多篇论文广为人知（稍后将详细介绍），他之前的主要著作却是本关于法国高收入现象的冗长而厚重的专业书，出版于2001年，之前从未翻译成英文。10此外就是一本短篇的入门级读物《不平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equality），其中不包含皮凯蒂宏大著作中特有的任何实证数据，该书在《21世纪资本论》问世后也出了英文版。


  通常来说，对法国学术著作的翻译是等原著在法国出版，并通过学术期刊的评论证实其价值之后才会启动。然而当《21世纪资本论》的英文翻译完成时，该书尚未与法国读者见面。法文版是在我的英文译稿定稿几周后才出版的。该书出版后不久我到法国访问，在每个报刊亭里都能看到有本杂志的封面用挖苦的语气评论说，皮凯蒂不过是一位“小地方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让人感觉该书在美国的销售也前景不妙。当然，此报道至少说明该书激起了一些波澜，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


  其实，除了那篇讽刺性评论外，该书在法国面市后的几个月里卖得很快。有人说法文版卖得不好，直到英文版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以后，得益于媒体对皮凯蒂在海外成为名人的报道，该书才在法国获得新生。然而，这不是事实。该书在法国从一开始就卖得不错，销量达数万册，考虑到法国的市场规模，那已经算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与美国的市场欢迎度并非不成比例。当然在美国被神化后，该书在法国的销售也确实出现了第二波热潮。


  反之，外国市场的销量并不能保证其在美国市场的成功。例如，我翻译过几本皮凯蒂的支持者皮埃尔·罗桑瓦隆的作品。作为法国的知名公众人物，他的书籍在母国卖得很好，在美国却不尽如人意。这或许是因为阅读罗桑瓦隆的作品需要对法国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他的书不善于“跨越”。而皮凯蒂的经济史著作则是从精心的比较视角出发，瞄准全球读者，其主要发现能用醒目的曲线图阐述，并浓缩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中。某些尖刻的评论人公开质疑：到底有多少美国购买者真正读完了《21世纪资本论》，甚至翻开过这本书？《华尔街日报》根据亚马逊公司的Kindle阅读器收集的数据报道说，《21世纪资本论》的“霍金指数”得分（数字图书购买者实际阅读的篇幅占图书总页数的比例）甚至低于以其名字给指数命名的那位著名物理学家的作品。11


  总之，有很多理由让人担心，该书在法国的初期良好表现到美国后未必可以复制。皮凯蒂在自己的母国已经有相当大的公共影响，他不但开展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也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例如，在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前，网络新闻媒体Mediapart就组织了一场关于税收政策的辩论，由他和社会党候选人并最终当选总统的奥朗德对垒。12因此，皮凯蒂在法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当然他的知名度和他支持左翼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也必然会遭到右翼党派的敌视与抨击，例如之前提到的把他称为“小地方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评论。争议能带来卖点，从出版社的角度看，这种敌视也可以当作加分项。同样有把握认为，一本声称美国和英国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之后严重加剧的著作，会让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众多拥趸发起响亮的回击。事实上更令人惊讶的一个情况是，该书发行后一开始遇到的最敌视的评论其实来自左翼，而右翼的初始反应倒是相当沉默，对此稍后再议。接下来，我先谈谈《21世纪资本论》问世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这些与图书的市场接受度有莫大的关系。


  政治和社会背景


  皮凯蒂的著作大获成功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它踩准了时点。2007—2009年的大衰退击碎了人们对无约束的自由市场的信心，更让大家怀疑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复爆发危机原因的理解能力。2008年，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知名学者、后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还信心满满地写道：“宏观状况良好。”13两年后他的说法变成了有必要在后危机时代的指责与混乱中重新思考宏观经济政策。14保罗·克鲁格曼在东部经济学会（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致辞中责备经济学家未能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及类似情形的本质和可能性。15尽管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的数月中，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受到暂时欢迎，然而政界和选民对赤字支出的抵制情绪显然依旧强烈。布兰查德在2008年的文章中提到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休战随危机爆发而溃散，令公众和政客们无所适从。


  于是在主流经济学家内部，谈论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不平等重新成为令人可敬之举。而在之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盛时期（1980—2008年），这一主题几乎已变成禁忌，讨论不平等有时被蔑称为煽动“阶级斗争”，不平等的现实存在则被粉饰为给努力、创新和增长提供激励。面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各国中央银行纷纷下调利率，帮助遭受危机冲击的金融资产稳定价值，但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受到公共资金的救助，据称是阻止系统性崩溃的必要手段，而住房资产突然变成负值的居民业主则只能自救。在很多人看来，复苏仅限于富人，灾难带来的负担却落在更不幸的人身上，他们丢掉了工作和住房，在愈发严酷的环境里艰难度日。


  其实在之前的岁月中，不平等议题也并未被完全忽略。上文提到，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之前，美国人就知道他和伊曼纽尔·赛斯自2003年以来发表过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系列论文。16这些研究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尤其是他们着重指出位居收入分配顶层1%人群与其他人群的差距拉大，已成为标志性的社会现象。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用“我们是99%！”的口号把这一贫富差距鲜明地表现出来。当然很难证明，该口号是受到皮凯蒂和赛斯论著的启发。自1980年乃至更早以来——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时期——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议题在美国就时常被提起。早在皮凯蒂的书出版之前，公司首席执行官（CEO）与普通员工的薪酬之比就是个经常被引用的统计指标。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制度250年来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的总结是否给不平等议题的政治讨论带来了重要影响？像大衰退这样规模的经济灾难，人们在一生中最多遇到一次（但愿如此）。发生这种事件后，回顾更久远的历史，以便更好地评估现状，或许是很自然的倾向。然而汲取历史教训虽然在学者们看来很正常，选民和舆论权威人士是否会这样做却颇令人怀疑。政治评论家很少像皮凯蒂那样有长远眼光，选民则更容易受其现存记忆的鼓动，而没有兴趣对比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镀金时代。类似“你现在的情况跟四年前比有改善吗？”这类问题，是政治上更标准的“历史”比较的概念，很可能比有关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哪怕最雄辩有力的观点更能吸引大众。


  不过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前数月，正准备为第二个任期阐述施政纲领的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把美国的不平等加剧列入未来十年的关键议题。17虽然衰退后的经济在缓慢复苏，失业也在减少，对系统性不平等的担忧却没有消散。在一篇有关《21世纪资本论》的评论中，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到政界对不平等议题重新被唤起的关注，尤其把公众的持续沮丧情绪视作《21世纪资本论》热销的关键因素，他以“后见之明”肯定地说：“这本书的成功不算出乎意料……当我们的政治气氛被心怀抱怨的中产阶层主导，总统也把不平等作为其核心经济议题时，一本讲述财富和收入被无孔不入和愈演愈烈地集中到顶层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和万分之一人群的书，怎么会不引起巨大轰动呢？”18


  奥巴马总统并非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前数月中盯上不平等议题的唯一政治人物。伊丽莎白·沃伦也对此发表过重要演讲，专门提到美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那正是皮凯蒂过去众多著述的内容。192013年赢得纽约市市长选举的进步派民主党人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同样把收入不平等作为其竞选的核心议题。20危机凸显的问题并非不平等本身，而是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不公正的愤懑之情。按照皮凯蒂的说法，正是从那时起，收入和财富差距开始扩大。大衰退对富裕人群和中低阶层都造成了伤害，但富人的资产组合价值很快得以恢复，而失去住房的人却不可复得。激起政治愤怒的主要是这种有失公正的过程，而非不平等的结果本身。


  日益关注不平等议题的不限于政客，也扩展到更广大的政治阶层。进步派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多年来一直关注工资水平停滞的问题，不过其关注重点是中位数工薪收入者，而不像皮凯蒂和赛斯那样盯住顶层1%人群。2014年秋，即《21世纪资本论》出版数月后，该研究所所长拉里·米歇尔（Larry Mishel）称赞时任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认识到不平等加剧对美国经济的严重危害：“对人们往往忽视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她讲了一些真话……而不是遮遮掩掩，这值得我们鼓掌。”21米歇尔还大段援引了耶伦的讲话：“过去几十年的不平等加剧可以概括为顶层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大幅度增加，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停滞，这不是什么秘密。我认为有理由质疑这一趋势是否符合我们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价值观，特别是美国人传统上高度重视的机会平等。”


  耶伦的讲话暗示了一种超越数字和图表的担忧，从普通人到美联储主席，无疑都受到这一担忧的困扰。她提到有深厚基础的美国价值观，显示出人们对不平等扩大和社会流动性减弱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颇为忧虑。2012年，当时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在一次演讲中呼吁人们关注不平等（由基尼系数衡量）同社会流动性之间明显的逆向关系：不平等越严重，社会流动性越弱。该现象很快被冠以“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之名而广为报道。22


  总之，对于一本讲述财富和收入分配如何变化，并对普通国民和政治领袖都开始表达忧虑和困惑的现象加以解释的著作而言，2014年早期的政治背景非常有利。如果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感到自己注定会永远滞留在社会下层，没有上升空间，民主制度就会受到威胁。通过教育获得上进的机会，历来是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基石之一。


  当然，对于近年来社会流动性减弱的感受或许并不准确。拉贾·切蒂与皮凯蒂的论文合著者伊曼纽尔·赛斯及其他人的合作研究发现，这方面的普遍感受可能被过分夸大了。然而这种感受毕竟存在，或许是因为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凸显了社会停滞的后果。23事实上，对社会流动性，尤其是向下流动的担忧，对二战后数十年里由于教育成就并获得更多机会而能够在收入分配上居于较高地位的人群而言，已成为一个特定的焦虑根源。皮凯蒂把这个群体称为“世袭性质的中产阶层”，由收入分配阶梯中最上面的1/10或2/10人群构成。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获得了比自己父辈高得多的收入，掌握着多得多的财富，并会留给他们的子女。我愿意冒险打赌——由于缺乏统计数据难以证实，但可能性很大——皮凯蒂著作的大多数读者正是属于这个群体。


  皮凯蒂著作问世时，美国公众舆论动态的另一个关键之处是，在许多美国人心中，最高法院对“公民联盟”案件（Citizens United case）的判决打开了金钱影响政治的防洪闸。巨额财富对民主政治生活的潜在影响力是皮凯蒂著作探讨的主题之一，虽然论述还不够深入。皮凯蒂认为，正是这种影响导致美国从高度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体制变成了对最高收入阶层也实行很低的边际税率。这一改变继而激励企业高管索取越来越高的薪酬组合，使他们以可转移资产的形式积累了过多的收入，并导致“过去吞噬未来”的场景，这是皮凯蒂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之一。若真像我猜测的那样，皮凯蒂著作的读者主要是来自世袭式中产阶层，那么对此主题的探讨会有些自相矛盾的意味，因为数据表明这个人群是1980年以后财富日益集中的受益者。


  不过，如果我们假设皮凯蒂在这个人群中的读者是来自自由派到进步派的政治谱系，上述矛盾便会消失。这些人属于世袭式中产阶层中的专业人士，他们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教育水平，倾向于持有自由派到进步派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


  需要承认的是，美国教育体制的公平性也经常遭到质疑。顶尖大学作为许多职业的高层精英的看门人角色，是美国教育中一个颇具争议的方面，因为高昂的学费和传承录取（kegacy admission）[2]倾向收窄了入学的大门，把精英阶层变成自我复制的种姓式人群。24在二战后的30年，也就是皮凯蒂视作不平等程度缓和的特殊时期，美国采取措施拓宽了精英高等教育的录取渠道，包括采用“学习能力测验”（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AT）等标准化考试。25但随着不平等自1980年后重新加剧，这种补救措施的效果因美国教育体系的架构而减弱。由地方房产税负担的公立学校把更多教育资源注入较为富裕的社区。付费备考课程、私人辅导，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对私立学校的日益依赖，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二战后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措施。当时采取那些措施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美国对高学历科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的需求。


  专业人士群体尤其关注的一点是，极为富裕和极端保守的捐助者对共和党右翼的扶持越来越突出。这种推动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过去的一个派别如今已完全吞噬了全党。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世袭式中产阶层里倾向自由派的专业人士群体受到了某种“身份焦虑症”（status anxiety）的困扰，这类似于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对美国历史早期阶段其他社会群体的诊断。许多世袭式自由派人士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战后几十年里开放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但他们担忧，尽管自己的家庭能提供更好的环境，子女们却不再能获得那样的机会。他们尤其反感对自由主义共识明目张胆的破坏，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把这种共识称为美国政治生活的“关键中心”。破坏力量来自右翼民粹主义，这股势力受到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瓦尼萨·威廉姆森（Vanessa Williamson）所说的“不安分的亿万富豪”（roving billionaires）的资助，被反精英、反智情绪点燃，仇视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开启的价值观变化。而之前的价值观变化对城市专业人士群体在年轻时的生活圈子有过极大的影响。26所以，看到仇视自己文化影响力的个别豪富捐助者的政治影响力显著放大，较为富裕的世袭式自由派群体可能尤其感到担心，也就特别能接受皮凯蒂的观点。


  此外，皮凯蒂的书在年轻读者中也极具号召力，特别是在大学里，标志之一是“皮凯蒂读书小组”在美国各地的大学校园中快速涌现。激励这些年轻人的，是某种“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一个原因和影响依然看不清的社会经济转折点”的感受。皮凯蒂带来的是对当前困境的深入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尽管做出了严重不平等会持续的悲惨预测，皮凯蒂带来的却是某种慰藉：他认为第二个镀金时代在许多方面与第一个镀金时代相似，因此也有可能用类似的办法加以改造，而且以“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控制”为名做了抱有希望的总结。“这次没有什么不同”，他可能说对了，也可能不对。但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无论是老一辈的身份焦虑还是年轻人的生存焦虑，都促使很多人涉足自己并不熟悉的经济史和历史计量（historical econometrics）领域。


  评论界的反应


  单以评论界的反应无法解释皮凯蒂的现象级成功，但充分的媒体报道为该书在美国市场的发行助力，则是毋庸置疑的。《21世纪资本论》早在广泛普及前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对该书最早的英文介绍来自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不平等问题研究专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他对法文版发表了评论，并指出皮凯蒂远远超越了以前有关分配问题的研究，试图提出一个“针对资本主义的通用理论”：“皮凯蒂没有挑明的目标，正是把经济增长理论同功能性收入分配及个人收入分配理论统一起来。”27《经济学人》杂志关注到该书即将出版，宣称它将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并承诺待其出版后在自己杂志上开辟论坛。28英文版出版前不久的2014年1月，《纽约时报》作家托马斯·埃兹尔欢呼该书的到来，指出它在法国已被称为“理论和政治上的推土机”，并保证它会挑战“左右两派的正统理论”。29埃兹尔还提到，皮凯蒂声称不平等扩大与市场缺陷无关，而是自由市场像其支持者宣称的那样运转后的必然结果。此外，埃兹尔还援引了米兰诺维奇的断言，称该书是“经济学思想中的里程碑著作之一”。


  由于该书在出版前受到的广泛关注，哈佛大学出版社决定把正式出版日期提前一个月。起初，对激起大众关注居功至伟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反复发起的讨论，首先是在他的博客和《纽约时报》专栏中，之后又在《纽约书评》杂志发布了一篇重要评论，并与另一位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及皮凯蒂共同出席纽约城市大学的公开活动。克鲁格曼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他于2014年4月16日写道：“该书的分析不仅重要，而且优美……对同行的高度嫉妒令我倍加崇拜，多么出色的一本著作！”克鲁格曼在大量评论中提到该书“极为重要”，并补充说，由此之后“我们讨论财富和不平等的方式将与过去不再相同”。30鉴于克鲁格曼作为知名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他对该书成功发行的贡献不可估量。


  与此同时，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增长理论对皮凯蒂的分析颇有影响的罗伯特·索洛也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书评，为后辈学者欢呼，“对一个古老课题做出了新颖而重大的贡献”。索洛还提到皮凯蒂论述中尤其吸引其他学科学者注意的一个关键点，“相比新近劳动收入，也就是绩效收入，继承财富在社会中的地位很可能会继续提高”。稍后我将对此做更多介绍。31


  早期的宣传还让皮凯蒂接到众多邀请，出席各种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论坛。在2014年4月中旬（即图书刚刚送达书店后）的旋风式宣传之旅中，皮凯蒂先后亮相于经济政策研究所和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的联合讨论会，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的会议。另外如前文所述，他还会见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此后他前往纽约，先后在联合国、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纽约城市大学（由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和米兰诺维奇陪同）发表演讲，吸引了大量听众。所有这些活动都吸引了大量媒体报道，使该书得到了远比同类图书正常受众多得多的注意。


  离开纽约，皮凯蒂飞往波士顿，出席麻省理工学院的宏观经济学讲座，尽管完全没有对外宣传，听众人数依然达到正常情况下的5倍。之后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亮相，由前哈佛校长和财政部长萨默斯引见给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接下来，皮凯蒂与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一起参加在法尼尔厅（Faneuil Hall）举办的公开会议。在此期间，各大报纸持续报道其新书令人瞠目的销量，把这位英俊的年轻经济学家描绘成通常被视为“沉闷的科学”、很少能吸引普通崇拜者的行业“摇滚巨星”。各地书店纷纷报告缺货，出版社发现自己对初期的市场需求完全缺乏准备。事实上，该书的销售速度在哈佛大学出版社设立后的102年历史上高居榜首，让出版人不得不求助于印度和英国的印刷厂，以应对令其措手不及的热切需求。32


  要继续罗列对皮凯蒂及其著作的溢美之词和热情响应非常容易，然而，就此认为该书得到了一边倒的积极评价则是个错误。在早期发行中，最大的意外或许是最激烈的批评声音并非来自主流群体，而是出于左翼非正统阵营。人们原本以为，皮凯蒂抨击主流群体“对数学的幼稚追求”并坚持“让收入分配问题回归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会让左翼阵营受到鼓舞。33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的迪恩·贝克尔（Dean Baker）虽然赞同皮凯蒂关于不平等加剧的论点，却坚持对《纽约时报》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律师、医生、金融家及知识产权所有者等受保护群体的“寻租”行为。这就大大削弱了皮凯蒂远为激进的观点，即不平等是自由市场中完全竞争发挥作用的自然且可预测的天然结果。在贝克尔看来，皮凯蒂的“很大一部分”魅力源自“让人们承认资本主义是一种可怕的制度，而且我们对它还无能为力”。34


  对皮凯蒂观点最负面的评论之一来自研究不平等问题的一位同行——詹姆斯·加尔布雷思。他严厉责备法国学者自创的资本定义，而没有采纳马克思或者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的说法，由此导致了“可怕的混淆”。35当然加尔布雷思也承认，皮凯蒂激发了社会关注财富积累过程的重大变化，也就是某些国家如今的“继承收入”已达到国民收入的15%之多。在无意之间，他也同索洛一样指出了《21世纪资本论》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的学者产生吸引力的原因。下面我就转入对“皮凯蒂现象”这个方面的讨论。


  经济学界之外的反应


  “皮凯蒂现象”的另一个观察尺度是《21世纪资本论》在经济学以外的学科中激发的兴趣。2012年春，皮凯蒂曾到哈佛大学的欧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做讲座，主题正是尚未完成的该书大纲。他的演讲吸引了大约100名学者和学生，主要是来自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三年后的2015年春，即该书出版后约一年光景，皮凯蒂再次到访哈佛，这次是应从事近期已成为显学的“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之邀。36能够容纳1 500名听众的哈佛大学的最大会堂，也不足以挤下希望一睹皮凯蒂风采的众多学生、学者和大众，许多人只好悻悻而归。


  在哈佛大学的这两次演讲的反差，充分说明了《21世纪资本论》对皮凯蒂在学术界的声誉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该书的隆重出版，他从一位研究不平等问题、在经济学界之外只受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分配公平问题在这些学科有较大影响力）少数学者关注的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变身为被广大有教养的听众急切期待的公众人物。他在书中呼吁经济学家应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这对贝克特这样的学者有着显而易见的吸引力。随着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注册学生人数此消彼长，贝克特也在试图调整自己学科的研究方向。37


  加尔布雷思的评论尽管消极，却让人们关注到皮凯蒂著作中的一个方面，这对试图在现代性的“长时段”研究中理解资本主义历史的贝克特等人尤其重要。用加尔布雷思的话来说，继承收入“作为一个在报纸和教科书中丝毫不受关注的因素实在高得离奇”。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学者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明显缺陷，强调债务的脆弱性和财富的波动性。然而皮凯蒂的书提醒我们，资本主义制度自创建以来，尽管反复爆发各种灾难，却有着极强的适应力。38他给出的数据表明，资本的构成在长期中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资本回报率却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波动。繁荣时期积累的财富可能受到衰退的蚕食，却很少被全部清除，尽管熊彼特强调的创造性破坏会掏空某些资产类别的价值，机敏的资本家及其继承者却能调整自己的资产组合，以利用新的增长策略。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会抓住新出现的机会，继续利用祖先积累的资源，维持自己的支配地位。


  这样一来，皮凯蒂提供的关于继承收入的数据为如下观点提供了支持：阶级统治的模式有着长期持续的趋势。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这一观点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一度沉寂。被保罗·克鲁格曼称为“同代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的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就曾在2004年宣称，“在有害于正常经济学研究的各种倾向中，在我看来，最具诱惑力也最具毒性的莫过于把分配问题作为核心”。39皮凯蒂让收入分配问题以及竞争对分配的影响问题重新获得了尊重，由此也深受历史学家们的感激。这些学者从自己的研究中意识到，像小卢卡斯那样的经济学家的信念，即市场的正常运转足以确保财富及其支配权不会轻易落入人数有限且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复制的资本家阶层手中，完全是过于乐观。他所谓的“有毒”的观念最终可能会成为现实。


  法国历史学界的旗舰杂志《年鉴》（Annales）用了一整辑来讨论皮凯蒂的著作及其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联系。编辑们在引言中说，“这种联系绝非不言自明”。40皮凯蒂本人在书中令人释然地说过，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短期执教后返回法国的原因之一，正是经济学这门学科在欧洲并不像在美国那样占据社会科学的霸权地位。他指出，法国经济学家因此采用了更为谦逊的态度来看待社会现实问题，摆脱了美国同行那种专横霸道的野心，能够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兄弟姐妹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


  皮凯蒂祖国的历史学家同行对经济学家的谦逊似乎并不信服。例如，尼古拉斯·德拉朗德一方面赞誉皮凯蒂著作的宏大视野，让他回想起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名著，另一方面又质疑皮凯蒂是否充分参考了与其中心议题（如累进税的发展史）相关的历史学研究。他提到，在远早于被皮凯蒂视为转折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累进税就得到了深入讨论，并在若干国家被采纳，包括普鲁士、瑞典和英国等。41皮凯蒂著作的最终影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基本解释如何被更细致地研究扩充、细化，乃至提起挑战。这些正是德拉朗德呼吁开展的。


  社会学家阿列克斯·斯皮尔则在《年鉴》杂志的另一篇文章中建议，“要认真接受皮凯蒂的邀请……不应把该书当作经济学专著，而是要看成对更普遍的社会科学做出的贡献”。42他赞许地援引皮凯蒂对经济学的定义：“同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并列的，社会科学的一门子学科。”43可是斯皮尔的论述却表明，他和其他社会学家早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前就发现了不平等问题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而且他对皮凯蒂书中没有深入讨论“社会运动的演变及其推动制度和监管变革的能力”感到有些惊讶。44


  皮凯蒂对社会科学之间加强合作的呼吁，让他在非经济学家中找到了某些知音，但这种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在组织和学科上落实则有待观察。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各自的研究议题上有着非常不同的训练和技能。皮凯蒂的愿望如果想变成现实，必须在组织和资源上给予支持，通过共同努力跨越学科边界。在出版上获得巨大成功伴随而来的一个风险是，该书的主要论点会被表面上的巨大影响力遮蔽，而这一影响力被认为只是来自庞大的读者群。或许就像印有“r>g”公式的T恤衫和棒球衫代表的那样，皮凯蒂有着成为历史学家南希·帕特纳所说的“偶像派知识分子”的危险。帕特纳引用社会学家多米尼克·巴特曼斯基（Dominik Bartmanski）的话说，偶像地位被赋予了一种“符号价值”，把社会理论树立成品牌。45偶像地位吸引其他学科的学者引用或至少提及其著述，以支持自己在任何研究中可能得出的观点，却不管原作者是否真正有过论述。有关不平等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早在皮凯蒂的著作发表前就已非常热烈。某些社会学家私下表示，他们怀疑不平等问题会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将要吞噬的又一个领域。不过，随着有关报道说，受到《21世纪资本论》巨大成功鼓舞的出版商开始给突然流行的不平等研究领域的学者同行提供前所未有的大额预付金，社会学家最初的敌意又很快都烟消云散了。46


  不平等与民主制度


  上文介绍了皮凯蒂著作发行时的政治环境，那么该书出版后又在政治上带来了什么影响呢？借用常被误认为是周恩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47尽管前文提到，奥巴马总统确实说过不平等问题将成为未来数十年的关键政治议题，他却没有采取特定的应对行动，或许是因为公众对其说法的反应并不热烈。美国有很多民主党人支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包括西雅图在内的某些地区也通过了这方面的法案，然而对于曾在20世纪中期为降低不平等程度发挥过显著作用的工会，美国社会却依旧保持着较高的敌意。


  针对自己做出的疾病诊断，皮凯蒂偏好的药方是对资本进行全球征税，但他也承认，这一乌托邦式的建议在近期很难有具体实施的希望。加尔布雷思则认为，该书对不平等实证研究的贡献不大，对相关政治问题的分析则更没有帮助。他写道：“如果建议是乌托邦式的，也就是徒劳无用的，那为什么还要提出呢？为什么还要花一整章讨论这样的建议，难道只是为了煽动天真的民众？”48


  从不那么偏激的角度看，我们应该考虑到皮凯蒂对税收建议的兴趣不只是因为它能带来财政收入，还因为这是产生信息的手段。对一位虔诚的实证主义研究者而言，皮凯蒂自然相信为了掌控经济活动，政治决策者和公民需要准确的数据。在他看来，税收法规是鼓励产生此类信息的潜在工具。当然税务部门并不是此类有用数据的唯一来源。皮凯蒂还建议通过立法迫使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同政府机构分享存款人资产的信息。这方面在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所以皮凯蒂的相关建议既不是空想，也不幼稚。49


  的确，皮凯蒂对信息的力量寄予了很大希望，以图激发广泛的政治参与，重振民主制度：“信息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民主制度提供必要的支撑。要让民主在未来再次掌控资本主义，首先必须承认民主和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具体机制需要反复重新改造。”50这里他援引了法国政治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著述，却忽略了众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那些人早已发现，如果民主制度能够“掌控”（借用皮凯蒂喜爱的词汇“control”）资本主义，这样的制度同样能够被资本所有者利用，以提高其体制的效率。例如监管措施能够防止产能过剩，但也能被用于强化产业部门的控制，提升规模报酬，从而加剧皮凯蒂反对的资本集中。在涉及经济监管时，集体行动的逻辑有利于那些有明确利益诉求、有办法让决策者了解自身利益的小群体。信息除了支持民主，也能服务于技术官僚的统治，信息解读带来的争议可能消减发起社会运动所需的激情。虽然这些疑虑都不能否认皮凯蒂关于释放信息潜力的主张，但对于他希望获取的信息在面临利益冲突时该如何加以利用，若能提供更全面的论述，其观点可能更具说服力。


  结论


  有着宏大视野和抱负的《21世纪资本论》把皮凯蒂从一位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变成了“偶像派知识分子”。众所周知，作品一旦成为公共资产，作者就丧失了控制力。对标志性作品而言尤其如此。《21世纪资本论》的意义已不仅仅或者主要取决于皮凯蒂构建的观点，而是成为读者和非读者都能自由添加解释的“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这未必是对一位作者的垂青，他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某个社会现象的一部分，该现象会永远对他此后的思考做出响应。像皮凯蒂那样赢得全世界的关注并不容易，要不受名声所累，获得自我革新所需的宁静，或许将更为困难。


	[1] 感谢如下人士的建议：Nicolas Barreyre、Mark Blyth、Gary Gerstle、Alex Gourevitch、Peter Gourevitch、David Grewal、Peter Hall、Deborah Mabbett、Noam Maggor、Ian Malcolm、Jedediah Purdy、George Ross、Waltraud Schekele、William Sisler和Michael Zakim。本文的早期版本曾于2014年11月应Pierre Martin和George Ross的邀请，发表于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e de Montreal），一并对他们表示感谢。 



	[2] 指优先录取校友、教职工的子女或亲属。——编者注 


  第2章


  皮凯蒂是对的


  罗伯特·索洛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都在恶化，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富人与其他人群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一不祥的反民主趋势最终引起公众关注并成为政治议题。如果对此有什么理性和有效的应对政策，那必须基于对不平等加剧原因的正确理解。目前的讨论发现了若干可能的因素：实际最低工资水平萎缩；工会力量与集体谈判机制衰退；全球化与来自贫穷国家的低收入工人的竞争加剧；技术和需求变化导致中层工作岗位减少，劳动力市场走向两极分化，一边是顶层高素质高技能群体，另一边是大量缺乏教育的底层低技能群体；等等。


  以上各种可能因素似乎都反映了一部分真相，但即使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似乎也不足以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缺陷：首先，它们没有回答真正的关键问题，即顶层1%收入群体同社会上其他人群脱节的趋势；其次，它们带有某些外来的偶然特征，而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40年来普遍存在的趋势更有可能源自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某些更深层的作用力。此时我们迎来了皮凯蒂，一位年仅42岁的法国经济学家，他填补了这样那样的缺陷。我认识一位知名的数学家朋友，他最喜欢用“严肃”一词来表达赞美，“某某是位严肃的数学家”，或者“这是幅严肃的绘画”。现在，皮凯蒂带来了一部严肃的著作。


  它同时也是一部长篇巨作：英文版有577页排版紧密的正文，加上77页的丰富注解。顺便插一句，我诅咒那些把注解放在全书末尾而不是每页底部的出版人，因为这样排版肯定会让我这类读者忽略大量注解内容。皮凯蒂还在网上提供了内容广泛的“技术附录”，其中包含数据表格、数学推导、参考文献，以及他在巴黎授课时的精彩讲义的网络链接。由亚瑟·戈德哈默完成的英译版本读起来也文采斐然。


  皮凯蒂的策略是从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全景式数据解读入手，再展开论述。之前他与一群合作者通过辛勤努力，编制出了仍在扩展和改进的庞大数据库，其中最知名的人士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同样来自法国的年轻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及现代不平等问题研究的先驱者和泰斗、牛津大学的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1]。该数据库为皮凯蒂的观点奠定了实证基础。


  整个论述从法国、英国和美国总财富（或资本）——包括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的时间变化轨迹开始，从各国能获得的最早数据起延续至今。德国、日本、瑞典以及较少提及的其他国家，只要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统计数据，也被纳入该数据库。一本有关不平等问题的著作为何要从总财富的测算谈起，你如果对此感到困惑，且听下文分解。


  由于研究的关键是对极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加以比较，如何寻找恰当的可比单位自然是个问题，例如，如何能对法国1850年的总财富与美国1950年的总财富进行对比。皮凯蒂的解决办法是用当时的当地货币测算的财富除以当时的国民收入，于是这一财富收入比便采用“年”作为测算维度。因此刚刚提到的对比问题的结论是：法国在1850年的总财富大约相当于该国7年的国民收入，而美国在1950年的总财富仅相当于其4年左右。用直观的国民财富或资本与收入之比进行比较的做法，是整个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中也经常提到资本产出比或资本收入比。请读者们习惯这一做法。


  但这里有小小的含糊之处：皮凯蒂把“财富”（wealth）概念等同于“资本”（capital），当作可互换的术语。我们很清楚如何计算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财富，把所有资产的价值加起来，再减去所有负债的价值（这些价值由市场价格决定，在缺乏市场价格时可采用某种近似值计算），其结果即为净值或财富。至少在英语里，这通常被称为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资本。然而“资本”一词还有另一种不完全相同的含义，即表示一种“生产要素”，即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必要投入，以工厂、机器、电脑、写字楼或（提供居住服务的）住房等形式存在。资本的这一种含义可能有别于“财富”。仔细分辨会发现，某些具有价值、属于财富的资产并不参与任何生产过程，如艺术品、窖藏的贵金属等。你当然可以说挂在起居室中的画作能生产某种“艺术欣赏服务”，但这些产值通常未被计入国民收入。更突出的差异是，股票的市场价值、公司生产资本对应的金融资产可能发生剧烈波动，远高于国民收入的振幅。在衰退期间，财富收入比可能显著下跌，而生产性资本的存量甚至其未来的预期盈利能力或许变化甚微。当然，只要我们像皮凯蒂那样坚持考察长期趋势，这一细节问题完全可以忽略。


  整体数据呈现出清晰的态势。在法国和英国，国民资本在1700—1910年相当稳定地保持在国民收入的7倍左右，在1910—1950年受战争和大萧条的影响迅速下降，在英国和法国分别跌至2.5倍和3倍的低谷。此后，两国的资本收入比开始回升，至2010年分别达到略高于5（英国）和略低于6（法国）的水平。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在1770年略高于3，至1910年提升到5，1920年略有下降，1930年恢复到5～5.5的高点，1950年下降到4以下，2010年回升到4.5。


  美国的财富收入比始终低于欧洲。早期的主要原因是，在北美洲广袤的开放空间中，土地价值没有那么凸显。美国的土地当然有很多，但价格相当便宜。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的财富收入比更低或许是因为其生产率较高：同欧洲相比，给定数量的资本能创造出更大的产值。两次世界大战给美国造成的资本破坏和损耗要远远小于英国和法国，这是常识。皮凯蒂观点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乃至其他地方，财富收入比自1950年以来都在上升，目前已几乎回到19世纪的水平。他预测这一增长趋势将在21世纪持续下去，并造成重大影响，我们之后将对此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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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皮凯蒂并不特别自信却也绝非儿戏地推测，全球的资本收入比将从2010年略低于4.5的水平提升到21世纪末的略高于6.5，从而使整个世界回到少数欧洲富国在19世纪时的状态。这一推测从何而来呢？或者更普遍地说，是哪些因素决定一个经济体的长期资本收入比？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有75年的历史，他们归纳出了被皮凯蒂当成长期经济“定律”的一个标准答案，其基本思路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假设某个经济体的国民收入为100，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偶尔会有波动，但可以忽略）。再假设该经济体把10%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这样会增加资本数量，如国民收入为100时，资本存量将增加10。我们想探究的是，次年的资本收入比能否维持不变，或者说能否在长期持续稳定？要出现这种稳定状态，资本收入比的分子必须与分母一样保持每年2%的增幅。前面提到，当年的资本存量将增加10，因此原来的存量必须为500，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样就能得到连续一致的变化过程：当年的国民收入为100，资本为500，资本收入比是5；第二年的国民收入为102，资本为510，资本收入比仍然是5。只要国民收入增长率为每年2%，储蓄率或投资率为国民收入的10%，以上过程就能够自动持续。更精彩的情景也可以成立：如果国民收入是靠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出来的，并服从收益递减的古老法则，那么不管经济体的起跑位置如何，它都会因为内在的增长逻辑到达这一独特的、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水平。


  请注意，从上述案例可以得出更为普遍的论点：如果某个经济体以每年g %的速率保持增长，并把每年s %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则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就是s/g（在上述案例中是10/2）。皮凯蒂认为，全球的产出增长率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从每年3%降至1.5%（该增长率为人口增长率与生产率增长率之和，他预期两者都会下跌）。全球的储蓄率或投资率则被设定为10%，于是他预计资本收入比最终将攀升到7左右（即10/1.5）。这是件将要发生的大事。皮凯蒂当然很清楚他所依赖的假设最后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没有人能看一个世纪那么远，但事情的进展完全有可能如他预测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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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财富有一个关键特征，它可以自我再生，并且往往能获得正的净回报。这将是下一个需要探讨的主题。皮凯蒂估算了英国和法国的“净”回报率（在某些微小调整后），对英国回溯到1770年，对法国回溯到1820年，但没有涉及美国。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的净回报率在每年4%~5%的中心值附近波动，或者更普遍地说是在3%~6%的区间内波动，没有明显上升或下降的长期趋势……但从极长的时期看，资本的净回报率可能略有下降。”若找到美国的可比数据或许能提供更多有趣的启发。


  现在，我们如果把资本回报率乘以资本收入比，就能得到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以下简称“资本收入份额”）。例如，假定回报率为每年5%，资本存量相当于6年的国民收入，那么资本收入就占国民收入的30%，剩下的70%则是劳动收入。于是在经过以上的各种准备工作之后，我们终于进入不平等的讨论议题，并涉及两层不同含义。首先，我们得到了一个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结果，即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划分。其次，与劳动收入相比，财富总是更高度地集中在富裕人群手中（尽管美国近期在这方面显得较为异常），因此资本收入份额越大，整体收入在人们之间的分配状况就愈加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无论是好是坏，对一个社会而言都是最重要的方面。


  可惜这点经常未得到充分理解，所以有必要做个简要的解释。从数学角度看，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以下简称“劳动收入份额”）完全等于实际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你愿意生活在一个实际工资快速提高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的社会，还是一个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份额也没有变化的社会？从狭义的经济角度看，前者肯定更好，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与你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多大份额无关。但后一个场景可能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如果少数财富所有者阶层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高，他们就可能在其他方面同样获得对社会的支配权。我们未必要做上述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从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认识。


  假设我们接受皮凯蒂这一有一定根据的推测，即资本收入比在21世纪将会上升，最后稳定在7左右的较高水平，这是否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也会扩大？结论是不一定。请回忆一下，我们需要把资本收入比乘以资本回报率，而收益递减规律意味着资本回报率将下降。随着生产中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想为新增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将越来越困难，或者说，越来越不容易继续用资本替代劳动。所以资本收入份额是上升还是下降，将取决于资本回报率的降幅与资本收入比增幅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界对此问题已开展过大量研究，但尚未得出明确结论。这表明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无论其变动方向如何，幅度应该都不大。皮凯蒂选择了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观点，我倾向于赞同他。在过去几十年的美国经济中，生产率增速一直领先于实际工资水平的提升，且没有逆转的迹象，因此资本收入份额有所提升，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或许将从30%左右提高至35%左右，这必然会给民主文化和政治带来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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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论证思路还有更强烈的启示，将带我们触及皮凯蒂的核心观点。就我所知，在他之前还没有人给出这一联系。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结论，历史和理论都表明，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体有资本收入比趋于稳定的缓慢趋势，资本回报率也同样如此。该趋势可能受到严重衰退、战争、社会事件和技术变革的干扰，却会在平稳环境中重新确立。在皮凯蒂梳理的漫长历史跨度中，资本回报率通常高于基本的经济增长率，唯一的明显例外是1910—1950年这一段时期。皮凯蒂把这个特例归因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间的大萧条造成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高税收。


  资本回报率超过增长率在理论逻辑上并没有必然性：一个社会及其中的个人可以增加储蓄和投资的数量，使得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把资本回报率压缩到长期增长率之下。但我们知道，这种可能的状态从社会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减少过高的资本存量，使回报率回升到与增长率持平的水平，可以使每个人的消费水平都有永久性的提高，从而进入一个更理想的状态。虽然并没有“看不见的手”可以让市场经济摆脱上述反常状态，但它在现实中并未出现，或许是因为历史上的增长率水平一直不高，而资本则一直稀缺。总体而言，我们仍可以把资本回报率超过基本增长率作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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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转向经济体内部发生的事情。假设某个经济体进入了资本收入比不变的“稳定状态”，则收入完全来自劳动收入的人群可以预期，其工资和收入将与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率增速保持同步。这个速度会略低于经济体的整体增长率，因为后者还包含了人口增长率。再看看收入完全来自积累财富收入的人群，其回报率为每年r个百分点（这里暂时不考虑税收）。对非常富有的人来说，他可能只会消费其收入的一小部分，剩余部分会用于储蓄和积累，使他的财富（和年收入）以每年接近r %的速度增长。好比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100美元每年产生3%的利息，你的存款余额就会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


  于是我们可得到皮凯蒂的主要观点，也是他对这一古老课题强有力的全新贡献：只要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富人的收入和财富增速就会快于正常的劳动收入增速。另外，似乎不存在资本收入份额缩小的反方向作用，即使存在也很微弱。从这个趋势出发解释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尤其是解释顶层1%人群的收入增长，并不需要归结为经济制度的任何失灵，而是主要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在回报率不显著下降的情况下吸收越来越多资本的能力。这对整个经济体而言或许是好事，但对社会中的不平等状况而言则非常不利。


  我们可以给这个变化过程命名为“富者愈富的动力机制”。该机制比皮凯蒂书中的描述要略微复杂一些。某些储蓄是来自劳动收入，使工薪阶层手里也有一定的资本积累。这部分财富的回报同样需要重视。但考虑到这些人的财富初始值较小，储蓄率也相对较低，而且小额储蓄获得的回报率较低，计算表明，这种因素不足以阻挡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这一基本趋势还有另一个较为令人沮丧的含义。如果现有的大额财富总是比劳动收入增长更快，则相对于新近获得的、主要来自业绩的财富而言，社会中继承财富的地位很可能还会提高。毋庸讳言，工资收入总额增长较慢并不排除某些杰出的创新者、经理人、创业家等可以在有生之年积累大量财富，并进入食利者行列。可是较慢的增长速度显然会使此类成功故事更少出现。尽管对此还有待深入讨论，但数学计算显示，财富集中及其增长潜力会使人们的继承权相对于才能来说越来越占据优势。


  皮凯蒂喜欢较为具象地描述收入和财富分配，而不是采用统计学术语。他关注顶层1%人群（有时还包括顶层1%人群中最顶层的10%）、顶层10%人群、顶层之下40%人群以及余下50%人群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他把夹在顶层10%人群和中位数之间的40%人群称为“中产阶层”——由此界定的中产阶层全都位于中位数之上，颇有些自相矛盾的意味。但美国人习惯把夹在富有人群与可怜的贫困人群之间的所有人都视作中产阶层，与之相比，我认为皮凯蒂的定义还是要好一些。


  这方面的数据较为复杂，做跨时间和空间的对比并非易事，但皮凯蒂描述的整体图景能提供帮助。资本的分配状况确实非常不平等，在当前的美国，顶层10%人群拥有的总资本份额超过70%，其中一半又属于最顶层1%人群。在顶层人群之下的40%中产阶层拥有的总资本份额约为25%，其中大多是住房。其余占人口总数一半的人群仅拥有5%的总资本，接近于一无所有。即便是中产阶层拥有的财富数量从历史上看也是新现象。典型的欧洲国家稍微平均一些：顶层1%人群拥有总资本的25%，中产阶层拥有35%。而在一个世纪前，欧洲的中产阶层基本上不拥有任何财富。如果财富所有权在21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变得更加集中，前景将变得相当灰暗，除非你对寡头社会情有独钟。


  来自财富的收入可能比财富所有权本身的分配更加集中，原因如皮凯蒂所述，大额财富的回报率往往高于小额财富。这一优势部分源自规模经济，但更可能是由于大投资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广泛的投资机会。劳动收入自然比财富收入的集中度更低。在皮凯蒂对当今美国的类型化描述中，顶层1%人群拥有全部劳动收入的12%，接下来的9%人群拥有23%，中产阶层拥有的份额约为40%，其余50%人群拥有约25%。欧洲的情况大体相似：顶层10%人群的份额略少于美国，其他两个主要群体略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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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们看到了全貌：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且“富者愈富的动力机制”强烈预示着不平等将会加剧。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要回答，它与极高工资收入的出现有关。我们先看看顶层收入构成的某些数据，美国现在顶层1%人群的收入中约有60%来自劳动，只有把范围缩小到顶层1%人群中最顶层的10%人群时，资本收入才占据主导。而对顶层1%人群中最顶层的1%部分，大约有70%的收入是来自资本。这种情况在法国也大致如此，只是对每个分层来说，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都比美国要稍高一点。显然，社会上存在着非常高的工资收入，或许人们之前不曾听说过。


  不过这是近期才出现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美国顶层1%的工资收入者在全部劳动收入中的份额只是略高于5%。该比例此后便持续提高，到今天，已占据全部劳动收入的10%~12%。法国的情况则有较大不同，顶层1%群体在全部劳动收入中的份额长期维持在6%，最近才提高到7%。劳动收入近期在顶部出现的极端不平等，或许主要是美国发生的现象。皮凯蒂与赛斯对美国高收入者的纳税申报开展了细致研究，他们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他们所说的“超级经理人”的崛起。极高收入阶层中包含众多大企业的高管，他们有着非常丰厚的薪酬组合。其中有超正常比例的相当多的人（虽非全部）来自金融服务业。无论收入中是否包含股票期权，这些巨额薪酬组合都会转化成财富以及未来的财富收入。因此一个基本事实是，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很大部分正是由于这些超级经理人的涌现。


  目前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并不多，皮凯蒂的著作也没有深究。他当然清楚高级管理者的薪酬往往是由董事会和薪酬委员会在彼此关照的氛围中决定的，其组成人员跟他们要聘用的高管背景上非常类似。这里显然有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illusion）的成分：每个董事会都愿意相信其高管的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也理应得到高于平均值的报酬。


  那些超级经理人当然有可能名副其实，他们的超高薪酬可能只是反映了他们对企业利润的巨大贡献，按此思路，他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影响力提升或许也能找到明确的缘由。但如果该现象是美国独有的，那么这种解释就难以服众。法国并没有出现类似现象，德国或日本大致看来也没有。这些国家的高级管理者缺乏某种优秀基因吗？即便如此，也应该存在巨大的移植空间。


  另一种颇具吸引力却依然有些模糊的可能性是，高级管理者的薪酬待遇中至少有一部分并不真正属于劳动收入，而是代表资本的某种附属收入，应作为资本收入的一种分享形式。对这个谜题的解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美国顶层人群在近期的收入不平等扩大现象。当然这一谜题或许难以求解，因为其中包含的各种条件和结果过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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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我们非常清楚超级经理人阶层在社会和政治上属于食利者阶层，而不是同更广大的工薪阶层、独立执业人士及中层管理者们站在一起。因此，我们依然需要正视皮凯蒂对21世纪的前景展望：人口和生产率增速较慢，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增长率，财富收入比回升到19世纪的高水平，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可能提高，继承财富相对于新获得财富的地位提升，以及顶层收入人群与其他人群的差距拉大等。对此或许可以有一些存疑。例如，历史上相当稳定的资本回报率是收益递减与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折中结果；未来的增长率下滑可能使资本回报率大幅下挫……或许会如此。但假设皮凯蒂总体上是正确的，那应该如何应对呢？


  皮凯蒂强烈地倾向于对财富征收年度累进税，尽可能在全球征收，以免资本逃离到所谓的税收天堂。他承认全球征税是难以企及的目标，但认为有可能在欧洲或美国这样规模的地域内实施区域性财富税。他设想了一份税率表：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税率为0%，100万~500万欧元的财富税率为1%，500万欧元以上的部分为2%（我写作本文时的汇率约为1欧元兑1.37美元）。请注意这是一种年度税，而非一次性征缴。皮凯蒂估计，这一税种如在欧盟实施会带来相当于GDP 2%的税收收入，可以用作公共支出或者按照既定的公式进行再分配。他倾向于略带累进性的税率设计，我对此表示赞成。当然这种税收的征管需要金融机构及其他企业有很高的透明度和完善的报告。《21世纪资本论》较为详细地讨论了该税种在欧洲可以如何实施。与其他所有税种一样，毫无疑问需要持续努力堵塞税收漏洞、防止逃税行为，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情况。


  创造每年相当于GDP 2%的税收收入不算太大或太小，但收入不是皮凯蒂所提建议的中心目标。他着眼的是增长率同税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差距，而这是导致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状况扩大的根源。如果按照他建议的税率结构征税，资本回报率同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将缩小约1.5个百分点，从而显著削弱上述作用机制。


  该建议颇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对皮凯蒂发现的不平等扩大的动力机制来说，这是天然解药。我们还记得，富者愈富的变化过程是在财富累积基础上运转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它并不需要通过个人的创新激励甚至储蓄激励来发挥作用，因此削弱这个过程并不一定会损害上述激励。当然，资本的税后回报率下降可能使大额财富积累的吸引力略有下降，但这也没有定论。总体来看，该建议的影响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皮凯蒂似乎认为，这样的财富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欧洲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因为欧洲已经有征收资本税的某些经验。我对此尚无明确看法。在大西洋的这一端，当前对这一建议似乎还看不到像样的前景。我们在政治上连保留住真正有效的遗产税的能力都没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或许还有个合理的起点），更不用说推行累进程度更高、与现有税制相比对资本收入更不友好的所得税了。顶层人群的收入超过其他人群的内在趋势，不能被某些小修小补逆转。如果美国成为自由者的乐土、勇敢者的家园，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的最后避难所，这样的结果有吸引力吗？你能接受吗？


	[1] 阿特金森教授已于2017年1月去世。——编者注 


  第3章


  为什么我们正处在新镀金时代


  保罗·克鲁格曼


  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并不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当然随着反映了他对不平等问题深刻思考的杰作《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的发行，他可能已经变成了名人。然而他的影响力其实更为深入。人们已经习惯于承认，我们正生活在第二个镀金时代，或者如皮凯蒂喜欢说的那样，生活在第二个美好时代，其标志是顶层1%人群不可思议的崛起。这个说法能够被广泛接受，完全归功于皮凯蒂的工作。尤其是，他与若干合作者（最突出的有牛津大学的安东尼·阿特金森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在统计技术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使他们可以追踪自过去很久以来的收入和财富集中状况，对美国和英国可追溯到20世纪早期，对法国甚至可一直追溯到18世纪后期。


  他们的研究成果带来了我们对不平等状况长期趋势认识上的革命，之前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大多数讨论或多或少忽略了极端富裕人群。某些经济学家（更不用说政客）更试图完全消除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同代人中最具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小罗伯特·卢卡斯曾于2004年宣称，“在有害于正常经济学研究的各种倾向中，在我看来，最具诱惑力也最具毒性的莫过于把分配问题作为核心”。另外，即便有意愿研究不平等问题的人，通常也只是关注贫困或工薪阶层人群同境遇稍好的人群（而非真正的富裕群体）之间的差距。例如，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涨幅超过了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顶层1/5人群同之下4/5人群的对比，至于高级经理人与银行家的收入飞涨则无人问津。


  此时，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让人茅塞顿开，表明如今已众所周知的顶层“1%”（以及更为尖端的）人群的收入增长其实是不平等恶化中的一件大事。该发现还带来了第二个重大启示：看似夸张的第二个镀金时代的说法毫不过分。特别是在美国，顶层1%人群的收入出现了巨大的U形转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英国和美国都约为1/5，到1950年则被压缩了一半以上，然而自1980年起再度提升，在美国已回到一个世纪前的水平。


  也许你会认为，今天的经济精英阶层已完全不同于19世纪的情形。以前的巨额财富基本上是继承得来的，而今天的精英群体不是靠自己赢得地位的吗？但皮凯蒂告诉我们，事情并非如你认为的那样，而且这种通过奋斗走向成功的情形或许与二战后曾繁荣了一代人的中产阶层社会一样，不再能维持下去。《21世纪资本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当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不但已恢复到19世纪的高水平，而且我们的轨道已滑向“世袭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主导权将不再属于才华出众的人，而是由豪门家族控制。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看法，也正是由于其不同寻常，才需要严肃地加以仔细审视。但在展开讨论之前，请允许我先对这本书做一个评价，皮凯蒂确实写了本非常卓越的著作。该书既包含煞费苦心的数据分析，也有宏大的历史跨度，读者们可以想想上次听到经济学家引述简·奥斯汀和巴尔扎克是什么时候？尽管皮凯蒂讽刺了经济学界“对数学的幼稚追求”，他的论述依然是基于精妙的经济学模型分析，把经济增长的分析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分析结合了起来。这本书既改变了我们对社会的思考方式，又革新了我们对经济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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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经济不平等有哪些认识，这些认识大约在何时形成？直到皮凯蒂革命席卷这一领域之前，我们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大多数认识来自抽样调查，邀请随机抽取到的一些家庭填写问卷，再把他们的答案汇总起来，形成对总体状况的统计描述。此类调查的国际公认标准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展的年度调查，另外美联储也对财富分配状况开展三年一度的调查。


  以上两个调查可以给美国社会版图的变化提供基本参考。除其他信息外，它们早就显示出美国经济增长过程自1980年左右出现了重大调整。之前，各阶层居民家庭的收入都或多或少随整体经济的增长而提高，但是1980年后，大多数增长收益汇聚到收入分配顶层的人群，底层50%家庭被远远甩下。


  在历史上，其他许多国家对追踪记录各个人群的收益水平变化并没有做得像美国那样好。但这种情况已逐渐有所改善，这很大程度上得感谢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Luxembourg Income Study），我本人也很快将加入其中。用于跨国比较的调查数据日益丰富，带来了更多重要发现。尤其是，我们如今了解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远甚于其他发达国家，同时这一区别很大程度上可以直接归因于政府行为。欧洲国家与美国一样有着因市场行为造成的较高收入差距，当然程度或许有所不同。但这些国家在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再分配方面的作为远远超过了美国，从而导致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远没有美国那么严重。


  调查数据虽然用途广泛，却也有重大缺陷。它们往往会低估甚至完全漏算少数收入最高人群的收入。调查数据在历史深度上也有欠缺，即便是美国的数据也只能追溯到1947年。


  皮凯蒂及其合作者在这点上做出了贡献，他们转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来源：纳税记录。使用纳税记录并不是一个新想法，早期的收入分配研究其实就是依据税收数据开展的，因为没有其他资料可以利用。但皮凯蒂等人找到了把税收数据同其他资料结合起来的方法，产生出可以为调查结果提供重要补充的关键信息，特别是税收数据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精英阶层的情况。同时，基于税收的测算可以延伸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时期：美国自1913年起就开始征收所得税，英国是1909年，法国由于有精密的遗产税征管及记录，其财富数据可以追溯到18世纪后期。


  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并不简单，但在利用了各种技巧加上某些合理推测后，皮凯蒂得以总结过去一个世纪极端不平等的起伏情况。其结果如表3.1所示。


  
    表3.1 收入份额（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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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上文所言，把我们现在的时代视作新镀金时代或新美好时代绝非夸大其词，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这一结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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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凯蒂以他的书名《21世纪资本论》向知识界发起直接挑战：经济学家今天还能够这样发表意见吗？


  令人震惊的不只是他的书名来自马克思的巨著，皮凯蒂还彻底摒弃了有关不平等的现代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提出资本的概念，回归更古老的学术传统。


  大多数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者都采用的一个普遍假设是：以工资为主的劳动收入是所有行动的核心，资本收入既不重要，又缺乏吸引力。但皮凯蒂揭示，即使在今天，收入分配最顶层也是以资本收入为主。他还指出，在历史上，如欧洲的美好时代和（程度稍差些的）美国的镀金时代，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而非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收入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他认为我们正在向上述社会状态回归，而且这不是随便做出的推测。尽管《21世纪资本论》是严格的实证主义著作，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基于一个理论框架，试图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论述统一起来。从理论上讲，皮凯蒂是把经济史看作资本积累与其他增长驱动因素的角力过程，主要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


  诚然，这场角力不可能有永远的赢家：从极长视角看，资本存量与总收入必然会以大致相当的速度增长。不过其中一方可能在某个几十年中领先。一战前，欧洲积累的资本已达到国民收入的6~7倍。但在之后40年里，由于物质上的破坏和储蓄资金被用于战争，这一比率减半。资本积累在二战后重新起步，但那段时期出现了炫目的经济增长，即“光辉三十年”，导致资本收入比依旧维持在低水平。直至20世纪70年代起，增长率下降导致资本比率提高，资本和财富才表现出回归美好时代的稳健上升趋势。皮凯蒂提到，这样的资本积累最终将重现美好时代式的不平等社会，除非用累进税制加以约束。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完全是由于r与g，即资本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对阵。


  几乎所有经济学模型都告诉我们，如果增长率g下跌（这符合自1970年以来的实际情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下降和技术进步减速，该趋势可能还将持续下去），回报率r也会下降。然而皮凯蒂确信r的降幅会小于g。虽说这不会必然发生，但如果比较容易用机器取代工人，或者用专业术语说，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那么增长率放缓及其导致的资本收入比提高，确实会使r和g的差距拉大。而且皮凯蒂指出，历史记载也表明这一情形的确会发生。


  如果皮凯蒂的观点正确，一个立竿见影的后果将是更多收入从劳动者转向资本所有者。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我们不必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资本和劳动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在极长时间跨度下，以上的稳定说法并不成立。例如在英国，资本收入份额，包括企业利润、红利、租金、财产出售收入等，从一战前的40%左右下跌到1970年的约20%，此后又反弹了大约一半的降幅。这一形状的历史变化曲线在美国不是那么突出，但目前也出现了有利于资本的分配调整趋势。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企业利润大涨，而包括高素质员工在内的劳动力工资却始终停滞不前。


  资本收入份额的提高会直接加剧不平等，因为资本的所有权始终比劳动收入的分配状况更为不均。并且其影响不止于此，因为如果资本回报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过去就会吞噬未来”：社会将无情地滑向由继承财富主导。


  我们可以看看欧洲在美好时代的情形。当时，资本所有者通常的预期投资回报率为4%~5%，而且这部分回报的税率还是最低的；经济增长率则只有1%左右。因此富裕人群能够很轻松地把足够多的收入用于再投资，以确保其财富乃至收入的增长快于整体经济增长，从而强化他们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有时甚至为此不惜告别极度奢侈的生活。


  在这些富人去世后，情况是怎样的？他们的财富将再次以最低的税率传给后代。下一代继承的财富占年收入的20%~25%。绝大部分财富（约占90%）来自继承，而非通过劳动收入所得。这种继承财富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1910年，最富裕的1%人群掌控着法国60%的财富，在英国更是达到70%。


  因此，19世纪的小说家对继承题材那么着迷，也就不足为奇了。皮凯蒂用了很长篇幅讨论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恶棍伏脱冷对拉斯蒂涅的训导，其主旨是：再成功的职业生涯带来的收入可能也不及拉斯蒂涅因娶到一位富家女而一举获得的财富的零头。事实证明，伏脱冷说得没错：成为19世纪顶层1%人群的继承人，仅靠继承财富，就能让你的生活水平达到靠竭尽全力奋斗升入最顶层1%工资收入者的2.5倍左右。


  你或许会说，现代社会与之已完全不同。但事实上，虽然资本收入和继承财富在如今的重要性已不及美好时代，但它们仍然是加剧不平等的主要原因，而且其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皮凯蒂指出，法国的继承财富占总财富的份额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高增长时期曾出现大幅下滑，到1970年左右已不足50%，但目前已回升至70%，而且还在继续攀升。相应地，继承权对决定精英地位的作用也出现了历史性的先降后升趋势：在1910—1950年，顶层1%人群的继承者的生活水平跌落到顶层1%的劳动收入者之下，在1970年后，他们的生活水平又开始上升。虽然还没有完全回到拉斯蒂涅时代的情形，但总体而言，有好的父母（或者与富贵人家婚配）已经比找到好工作更值钱了。


  这或许还只是开始。图3.1显示了皮凯蒂对全球r和g的长期关系的估算，表明平等时代已离我们而去，世袭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这一背景下，为什么继承财富在今天的公共讨论中依然不突出呢？皮凯蒂认为，恰恰是继承财富的巨大规模使它们处于隐形状态：“财富集中程度如此之高，使很大部分社会民众意识不到其存在，有些人甚至以为这些财富属于某些超现实的神秘组织。”这个说法言之有理，但肯定不能完全解释上述疑问。因为现实表明：当今世界不平等急剧扩大的最显著案例——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其是美国最富裕1%人群的地位提升——并不都是因为资本积累，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如此。不平等扩大与极高的薪酬收入有更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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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全球的净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从古代到2100年

  


  注：净资本回报率（扣除税收和亏损后）在20世纪低于经济增长率，但在21世纪，净回报率很可能会超过增长率。


  资料来源：piketty.pse.ens.fr/capital2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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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已表达得足够清楚，《21世纪资本论》是部杰作。当财富和收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再度成为核心政治的中心议题时，皮凯蒂不仅提供了关于当前发展态势的宝贵记录，并追溯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而且还建立了有关不平等问题的统一理论，把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以及财富和收入在个人之间的分配纳入了统一的理论框架。


  不过，这里有一个令其成就略微减分的遗憾，可以算是研究中遇到的障眼法，尽管它并不真正涉及皮凯蒂的任何欺骗或失职，但的确存在：这部巨著受到社会追捧的主要原因不只是顶层1%人群的地位上升，更重要的是美国顶层1%人群的崛起，然而造成这一特殊现象的若干原因却无法用皮凯蒂的宏大理论来解释。


  当然，皮凯蒂作为优秀而诚实的经济学家，绝不会特意掩盖不利的事实。他宣称，“美国在2010年的不平等状况从数量上看，与旧欧洲在20世纪头10年一样极端，但不平等的内在结构却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确，我们在美国已经看到并将在其他地方陆续看到的是某种“全新”的现象，即“超级打工者”的崛起。


  资本的地位依旧举足轻重，在社会的最顶端部分，资本收入依然超出工薪和奖金等收入。皮凯蒂估算，美国不平等水平的总增加量中，有1/3源自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增长。不过最顶层的工资收入水平也有大幅飙升。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涨幅甚微，而处于工资最顶层1%人群的工资却提升了165%，最顶层0.1%群体的工资提升了362%。如果拉斯蒂涅生活在今天，伏脱冷或许会退一步说，如果他能成为一位对冲基金经理，跟娶到一个富家闺秀也差不多。


  工资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最顶层人群切走了大部分新增收益，这又该如何解释？部分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技术变革推动的结果。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在1981年的著名论文《超级明星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中指出，当代通信技术扩展了天才人士的空间，正在创造赢家通吃的市场，让极少数杰出人物收获巨大回报，哪怕他们的表现并不比报酬少得多的竞争对手强太多。


  皮凯蒂对此并不认同。他指出，保守派经济学家喜欢谈论某类人物的高收入，如影视明星或体育明星，以此认为这些高收入都合情合理。但此类人士其实只占极高收入阶层的很小一部分，人们会发现，数量更多的其实是各种类型的高级经理人，而这些人的业绩表现很难给予评价或者用恰当的货币价值衡量。


  一家公司的CEO值多少钱是由谁决定的？通常是薪酬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则是由CEO自己任命的。皮凯蒂认为，高级经理人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制定薪酬水平，能够约束他们的主要来自社会规范，而非任何类型的市场约束。他把顶层工薪族的待遇飙升归因于社会规范的败坏，也就是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力量的作用。


  客观地说，皮凯蒂随后对社会规范的变化给出了可能的经济解释，他指出下调富人的税率助长了顶层工薪族的贪婪行为。如果某位高级经理人冒着蔑视社会规范的压力给自己争取大笔薪酬，却由于税收只能保留其中的较小部分，他或许会觉得留这种骂名并不值得。而如果他面临的边际税率大幅降低，其行为方式就有可能改变。随着越来越多的超级打工者违背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本身也会被改写。


  对于上述观点有很多可商榷的地方，但它显然缺乏皮凯蒂在分析财富分配及其回报时保持的严谨性和普遍性。此外，我认为《21世纪资本论》并没有充分回应对高级经理人权力假说的最有力的批评意见：超高收入之所以会集中出现在金融业，是因为其业绩表现是勉强可以被评估的。如上文我有意提及的对冲基金经理，他们的薪酬来自招揽客户和获取投资回报的能力。你可以质疑现代金融业的社会价值，可那里的戈登·盖柯（Gordon Gekkos，电影《华尔街》的主角）们显然有他们的专长，其崛起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权力关系。当然我推测，有人会说边际税率下调仍将助长他们从事道德上可疑的行为，如违背薪酬制定的规范。


  总体而言，虽然皮凯蒂没有把监管放松纳入论述是个不小的遗憾，我仍然基本接受他对工资不平等扩大的解释。但正如上文所述，他对这方面的分析还缺乏在资本研究中展示的那种严谨性，更不用说那种理论上令人赏心悦目的简洁与优雅。


  我们对此缺陷当然不必反应过度。即使迄今为止的美国不平等加剧主要是因为工资收入差距所致，资本的作用依旧显著。而且无论未来如何，都很可能与现在完全不同。美国当前这一代富裕人群或许主要是由高级经理人构成，而非食利者阶层，即靠积累资本为生的人。可是高级经理人也有继承人，20年后的美国可能会变成一个由食利者统治且比美好时代的欧洲更加不平等的社会。


  当然，这一天并不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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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皮凯蒂带给我们的似乎是一个历史决定论的视角，所有事情都被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率锁定了。可实际上，《21世纪资本论》明确指出公共政策可以带来巨大改变，即使基本经济条件指向极端不平等的发展方向，但如果国家政治实体愿意，皮凯蒂所说的“滑向寡头政治”的趋势可以被阻止甚至逆转。


  关键在于，当我们对财富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是税后回报率。因此，累进税制，特别是对财富和遗产征缴的税收，可以成为制约不平等扩大的有力武器。皮凯蒂在其名著中也的确呼吁征缴此类税收，但不幸的是，他书中总结的历史却表明这一对策的前景不容乐观。


  不可否认，强有力的累进税制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确实帮助削弱了收入和财富的集中，你或许也会认为，对顶层人群的高税收是民主制度在应对严重不平等时的自然政治选择。然而皮凯蒂否认了这一结论，他宣称，累进税制在20世纪的胜利是“混乱的暂时性产物”。如果没有欧洲的“现代三十年战争”时期的战乱冲突，这种政策或许就不会出现。


  他的论证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为例，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高度平均主义的，但财富和收入的集中程度，经济地位与继承权的密切关系，都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毫无二致。法国的公共政策也对食利者的经济统治地位毫无作为，特别是遗产税低到可笑的程度。


  那么，为什么获得了普选权的法国公民不投票支持主张打击食利者阶层的政客呢？其实，与今天类似，巨额财富能够买到巨大的影响力，不但决定了政策导向，而且还把持着公共话语权。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有一句名言，“在某个人因为搞不懂某个问题才能拿到报酬的时候，你很难让他搞懂那个问题”。皮凯蒂从他自己国家的历史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果还需要证据的话，那么法国在美好时代的经历足以证明，当经济和金融精英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时，他们的厚颜无耻是没有底线的。”


  如今有着同样的现象。事实上，在美国出现的一个令人不解的场景是，对不平等的政治讨论似乎跑到了现实前面。上文提到，就目前而言，美国的经济精英更多是依靠工资收入而非资本收入。可是，保守派的经济观点已经在强调和赞美资本而非劳动的贡献了，他们歌颂的是“工作创造者”，而非劳工。


  2012年，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选择在劳动节——多么讽刺——用推特表彰企业主们的贡献：


  今天，我们赞美那些承担风险、辛勤工作、创建企业并赢得成功的人。


  或许是因为推文后舆论反响的原因，据说，坎托后来在一个共和党人参加的小会中感到有必要提醒自己的同僚：大多数人还没有自己的企业，但此事已足以显示共和党如何把自己彻底划归资本的阵营，完全排斥了劳工阶层。


  这种亲近资本的转向不只是言论上的。美国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全面下降，而最大的降幅是对资本收入（包括公司税的大幅下调，给股东们带来间接好处）和遗产的征税。有时候，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政界人士看起来正在积极重建皮凯蒂所说的世袭资本主义。如果检视政治捐款的来源，会发现其中许多来自富裕家庭，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结尾处呼吁拿起武器，尤其是（在可能情况下）利用覆盖全球的财产税来制约继承财富的势力膨胀。人们很容易用愤世嫉俗的态度来看待任何此类建议的实施前景，但皮凯蒂对我们当前的处境及未来走向的卓越分析显然会增大其实现的可能性。因此从各方面来讲，《21世纪资本论》都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皮凯蒂改变了我们的经济话语，我们再也不会用过去的方式来讨论财富和不平等问题。


      第二篇


      资本的概念


  第4章


  《21世纪资本论》的经济学模型错在哪里？[1]


  德维什·拉瓦尔


  经济学家德维什·拉瓦尔做了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估算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这一经济学概念在《21世纪资本论》的理论模型中具有核心作用，是不平等会因r>g而持续扩大这一著名论断的基础。但拉瓦尔以及其他人的研究表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不足以支撑皮凯蒂的观点。在本文中，拉瓦尔将评述皮凯蒂的理论设计、该课题的经济学研究进展，以及这给皮凯蒂著作的核心部分留下的疑问：如果不平等的扩大并非由于资本边际回报随资本积累继续保持较高水平，那原因又是什么？


  《21世纪资本论》的长远贡献是，它显示了测算的改进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通过聚焦不平等问题，皮凯蒂从多个维度拓展了可以利用的事实资料。他开发了新的国民账户统计方法，用于分析比学者们研究的要久远得多的历史，并利用政府的微观数据创建了不平等的新测量指标，例如顶层1%人群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皮凯蒂整理的事实资料既针对宏观经济学家经常思考的问题（如资本收入份额），又涉及微观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如劳动收入内部的不平等）。例如，他指出资本收入份额在过去一个世纪显示出了很长的周期性，另外顶层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速比社会其他人群快得多。


  《21世纪资本论》预测不平等会加剧，资本所有者将在国民收入中占据更大份额，在这一预测背后，真正的生命力源于其理论模型。该模型让人联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推导出了征收全球财富税的主要政策建议。那么这一模型经得起严格检验吗？


  本章将首先介绍《21世纪资本论》的经济模型。皮凯蒂的模型预测，只要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经济增长率的放缓就将导致资本占比提高。于是接下来我将结合对资本—劳动替代关系的更广泛研究，检验皮凯蒂对该弹性的估算，并解释为什么大多数测算结果比皮凯蒂的估算要低得多。最后我将指出资本收入份额提高的另外两个原因：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并讨论支持这两个解释的实证依据。


  理论模型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采用了标准的新古典索洛-斯旺（Solow-Swan）增长模型来分析资本产出比的变化（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第二定律）和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化（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第一定律）。1他特别关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原因或许是人口结构变化）会如何影响资本收入份额。而资本收入份额的改变则会影响社会不平等状况，因为根据他的数据资料，资本所有权是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


  第二定律


  皮凯蒂的第二定律针对的是资本产出比的稳态值，以β表示。每个时期的储蓄St均等于投资It，继而假设，净储蓄是净产出Yt的一个稳定比例s，使St = sYt。皮凯蒂在其著作的其他地方分析了不同类型资本所有者的储蓄率和回报率的变化，但这没有直接纳入他的模型中，我在此处也不涉及。


  在平衡增长轨迹上，资本Kt和产出Yt以固定速率g保持增长，从而使投资/资本比率维持不变，并与增长率相等。在进行数学调整后，这些假设将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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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在平衡增长轨迹上，资本产出比β保持不变，并等于储蓄率s除以增长率g。皮凯蒂通过这个等式推测：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资本产出比会上升。例如，当储蓄率为12%时，增长率从3%降至1%，将导致资本从净产出的4倍提高到12倍。2


  第一定律


  皮凯蒂的第一定律只是一个会计恒等式，资本收入份额（以α表示）是资本的租金率r乘以资本产出比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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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素市场是竞争性的，资本的租金价格将等于其边际产出。为计算这一边际产出，简化起见，我假设了一个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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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L是劳动。生产率可以对资本（AK）也可以对劳动（AL）产生作用，因此AK增大相当于增加资本，AL增大相当于增加劳动力。


  替代弹性σ是总体资本劳动比率（K/L）对相对要素价格（w/r）变化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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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资本的边际产出和租金价格r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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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考虑到租金价格对β变化的响应以及第二定律，第一定律将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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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凯蒂设想了一个场景，人口增速放缓，而技术（包括AK）维持不变。在此情形下，资本产出比β将提高，而租金价格r将下降。于是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化将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如果资本容易替代劳动，富余资本能找到更多用途，租金价格的跌幅将较小。如果像他假设的那样，替代弹性σ大于1，g的下降就会导致资本收入份额α提高。


  皮凯蒂的估算策略


  皮凯蒂对经济增长率下跌导致资本收入份额提高的预测，取决于资本能在多大程度上替代劳动。为确定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他借用了公式（7）中包含的资本收入份额α同资本产出比β的关系式。皮凯蒂论述说，从长期历史发展来看，α和β都表现出U形特征，在1910—1950年下降，在1980—2010年回升。于是他从这些数据系列的同步运动中确定了替代弹性的特征，认为β变化是α变化的原因。他指出，“考虑到20世纪观察到的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化，及其于1970—2010年在富裕国家的上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一变化足以由略大于1（1.3～1.6）的替代弹性来解释”。4


  图4.1显示的是四个国家的资本产出比β和资本收入份额α的增长率，皮凯蒂找到了这四个国家的长期观测值：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浅灰色柱体代表资本产出比，深灰色柱体代表资本收入份额。两个指标的增长率都分别对应1910—1950年（美国是1929—1950年）以及1980—2019年。四个国家的这两个指标在早期均出现下降，在后期均是上升。在早期，资本产出比的降幅远大于资本收入份额；在后期，美国的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速度快于资本产出比，法国的情形相反，英国和德国的这两个指标增速大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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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资本产出比、资本收入份额的增长率

  


  注：根据如下数据测算，Thomas Piketty and Gabriel Zucman，“Capital Is Back：Wealth Income Ratios in Rich Countries 1700-201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no. 3（2014）：1255-1310，单位为年度百分比变化。美国在早期阶段的数据来自1929—1950年（而非1910—1950年），原因是美国在1910年没有资本收入份额的数据。


  运用皮凯蒂的识别策略进行估算的更正式的方法是如对公式（7）那样，用β对α做回归分析。我针对与图4.1相同的四个国家和相同的时期，采用1910年（美国是1929年）、1950年、1980年和2010年的时点数据，做了回归分析。得出的弹性估计值为1.34，落在皮凯蒂报告的数值区间之内。


  上述估算方法要求有资本产出比（β）的数据。皮凯蒂用财富总价值估计该指标，用市场价值测算资本，这样资本价值的变化就会影响资本产出比的估计，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一点（Rowthorn and Rognlie）。5可是资本价值的变化只有在能够真实反映有效资本数量的变化时，才会对产出有实际影响。皮凯蒂的估算公式，即公式（7），用生产中利用的资本数量与资本增进型技术（AK）的乘积，作为反映有效资本数量的正确指标。


  皮凯蒂描述的很多经济冲击会在不改变生产中使用的资本数量的情况下，影响资本的市场价值。例如，如果某个工厂在未来被国有化的可能性增大，由于该工厂的资本市值取决于其未来的收入流，市值就可能下跌。但生产其实没有任何改变：这家工厂使用的生产资本和生产工艺仍与以前相同。


  消除估值变化影响的实证模拟办法，是从资本产出比的指标中减去资本利得。或者说，用资本的账面价值测算资本数量。这一办法虽然消除了资本产出比中的估值变化影响，但也消除了专利权和商标价值等无形资本的影响。


  从账面价值看，资本产出比并没有表现出与资本收入份额类似的U形变化轨迹。图4.2显示了与图4.1相同的四个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增长率：浅灰色柱体包含了资本收益，深灰色柱体不包含。在包含资本收益时，四个国家都呈现出清晰的U形轨迹，1910—1950年下降，1980—2010年上升。如果剔除资本收益，则所有国家都没有表现出U形轨迹。三个欧洲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在1910—1950年上升，只有美国下降。1980—2010年，美国和英国的该指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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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资本产出比的增长率（包含和不包含资本利得）

  


  注：根据如下数据测算：Thomas Piketty and Gabriel Zucman，“Capital Is Back：Wealth Income Ratios in Rich Countries 1700-201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no. 3（2014）：1255-1310。


  其他学者的研究强调了住房资本和住房价格上涨对近期资本产出比的影响。6伯耐特等人（Bonnet et al.）认为，租金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住房资本的实际涨幅。他们发现如果采用基于租金的指标，那么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资本产出比目前都更为稳定，或只有轻微上升，这不同于与皮凯蒂采用基于资产价格指标估算得出的结果，只有德国的资本产出比确实在上升。这些发现再次表明，资本产出比的变化在剔除估值影响后出现了较大差异。某些政策变化会导致住房价格提高，如某些监管规定增加了新建住房的难度，住房服务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善。


  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关系


  皮凯蒂对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σ）的估算结果远远高于现有文献对该弹性的通常估计值。为进行比较，我把皮凯蒂的估计值转换成了包含折旧的生产函数的弹性。从包含折旧的总资本看，皮凯蒂估计的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为1.7～2.1。7图4.3显示了其他研究文献的估计值，包含几份文献综述（Chirinko and Leon-Ledesma；McAdam；Willman）及之后几篇论文中的44个估计数据。8皮凯蒂的估计值用灰色表示，各研究文献的中位估计值为0.54，只有少数几个超过1，几乎所有人的估计值都低于皮凯蒂的数字。


  当然，研究文献中的估计值因受若干因素影响而不同，包括时期和国别选择、对技术进步的假设、统计综合水平，以及采用的计量方法。那么皮凯蒂得出的估计值为什么与其他研究有如此大的区别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估算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换句话说，针对皮凯蒂的估计值的有效性，我们能得出何种结论？


  识别问题


  为了回答上述疑问，我们首先要转向识别问题。如果观测数据只与某个经济参数的单一数值保持一致，我们就说这个参数得到了识别。


  皮凯蒂采用的识别方法是资本收入份额（α）与资本产出比（β）在历史上表现出的联动，如果不针对技术做更多假设，这一方法将不足以识别出弹性。戴蒙德等人的研究证明，对弹性的任何取值，都有特定的技术变化路径（生产率AK和AL）可以解释α和β的变动。9从直观上看，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化既可能来自相对要素供给，也可能来自相对要素需求。为识别出弹性，需要对哪方在变动做出假设，例如限制技术变化的方式，或者限制要素价格或数量的外生变化等。


  皮凯蒂的识别方法隐含了一个假设，即资本增进型生产率（AK）要么保持不变，要么与β的变化无关。如何检验这些假设是否成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事。AK保持不变符合长期平衡增长的模式，但阿西莫格鲁曾证明过，AK在中期可能有较大的变动。10允许AK发生变动的计量经济学研究通常发现，AK的确并非固定不变。例如安特拉斯（Antras）估算，二战后时期AK平均每年下降1.3～1.6个百分点。11AK和β的中期或长期趋势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导致对替代弹性的任何估计出现相当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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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各研究文献得到的弹性估计值


    （皮凯蒂的估计值中位数用灰色圆形表示，各研究文献的中位估计值为0.54）

  


  注：图中散点代表了各项研究的弹性估计结果，包含几项文献综述：Chirinko and Leon-Ledesma；McAdam；Willman。以及之后发表的若干篇论文：Oberfield and Raval； Raval； 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Herrendorf，Herrington，and Valentinyi； Alvarez Cuadrado，Long，and Poschke； Leon-Ledesma，McAdam，and Willman； Chen； and Lawrence｛Ezra Oberfield and Devesh Raval，“Micro Data and Macro Technolog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452（September 2014）； Devesh Raval，“The Micro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and Non Neutral Technology，” http://www.devesh-raval.com/MicroElasticity.pdf； Loukas Karabarbounis and Brent Neiman，“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no. 1 [2014]：61-103； Berthold Herrendorf，Christopher Herrington，and Akos Valentinyi，“Sectoral 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 7 no. 4（2015）：104-133； Francisco Alvarez-Cuadrado，Ngo Van Long，and Markus Poschke，Capital-Labor Substitution，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Labor Income Share，technical report [Munich：CESifo，2014]； Miguel A Leon-Ledesma，Peter McAdam，and Alpo Willman，“Production Technology Estimates and Balanced Growth，”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7，no. 1 [2015]：40-65； Xi Chen，“Biased Technical Change，Scale，and Factor Substitu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Macroeconomic Dynamics[2016]； Robert Z. Lawrence，“Recent Declines in Labor’s Share in US Income：A Preliminary Neoclassical Accou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296｝。图中的灰色圆点代表皮凯蒂采用的估计值的中位数，垂直的虚线代表弹性为1的位置。


  宏观估计


  对弹性进行估计必然面临的一个关键任务是，如何解决戴蒙德等人强调的识别问题，也就是对技术变化应该做出什么假设。与皮凯蒂的做法类似，大多数对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的估计都是基于总体的时间序列数据，但会考虑要素价格的变化对要素成本的影响。例如，用边际产出的表达式代入公式（5）后，可以得出资本成本与劳动成本比率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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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公式中，必须对[image: ]的变化做出假设，我称之为技术变革偏向。相对要素价格[image: ]如果没有与技术变革偏向混淆，就能帮助识别出弹性。一种可能性是假设[image: ]随时间保持不变，所有技术变革均为中性，没有偏向，这正是皮凯蒂隐含的假设。在此情形下，相对要素价格[image: ]的变化将能识别出弹性。另一种可能的假设是[image: ]随时间指数增长，在此情形下，上述公式（8）将包含时间趋势，从相对要素价格对长期趋势值的偏离中可以识别出弹性。第三种可能性是有偏向的技术变革的速率会随时间发生改变。


  下面我将介绍如何在有关技术变革偏向的三个不同假设下对公式（8）进行测算，以估算弹性的变化。这三个假设分别为：中性的技术变革；有偏向的技术变革在某一时间趋势下保持不变的变化速率；以及有偏向的技术变革的速率，在克兰普等人使用的博克斯—考克斯转换（Box-Cox transformation）下随时间变化。12测算采用的是美国制造业在1970—2010年的数据。


  图4.4左侧的图包含了估计值及其95%的置信区间。在不控制有偏向的技术变革时，弹性估计值恰好为1.9，处于皮凯蒂的估计值区间之内。但在允许有偏向的技术变革时，保持稳定变化速率的弹性估计值下降至0.56，随时间变化的速率的弹性估计值为0.69。与没有偏向的技术变革的情形相比，后面这些估计值的准确度要差得多。保持稳定变化速率和随时间变化速率的技术变革的置信区间都包含弹性为1的值，保持稳定变化速率的置信区间为0.05～1.07。直观上看，当存在有偏向技术变革的时候，从要素价格变化中不足以识别出弹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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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 来自总量数据轨迹的弹性和偏向性

  


  注：左图显示，在不同的技术变革假设之下，弹性估计值会有什么变化。右图显示，在技术变革速度不变和随时间变化的不同假设下，前者的年速率为2.3%，后者从0提升至3.5%左右。左图展示了基于公式（8）的总替代弹性回归的估计值，以及95%的置信区间。模型对技术变革偏向做了不同的假设，分别为：技术变革不存在时间趋势；存在线性时间趋势；存在博克斯—考克斯转换的时间趋势。右图展示的是，在线性时间趋势和博克斯—考克斯时间趋势下，技术变革偏向的百分比水平。


  图4.4右侧的图显示的是有偏向的技术变革在每种假设下的变化速率，单位为每年的百分点。保持稳定变化速率的回归模型估计，有偏向的技术变革的速率为每年2.3%。而在随时间变化速率的博克斯—考克斯模型下，有偏向的技术变革的速率从1970年的接近于0提升到2010年的超过每年3.5%。


  以上对美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一旦在计量细节中对有偏向的技术变革做某些控制，弹性估计值就会小于1。与此类似，近期包含了有偏向的技术变革的研究文献得出的弹性估计值确实普遍小于1。例如，安特拉斯对美国总体时间序列数据的估计，在假设中性技术变革时弹性为1；在假设AK和AL存在指数增长时，则显著小于1（为0.6～0.9）。13


  估计总弹性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必须面对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总体时间序列可能没有足够多的识别变化，以便在控制了有偏向的技术变革后估算出弹性。有学者采用蒙特卡洛方法来分析该问题（Leon Ledesma、 McAdam and Willman），发现虽然用总体时间序列数据难以得出真实弹性，对生产函数及其边际产出的公式同时进行估计的“系统”方法，却能得到比只用公式（8）的要素边际产出信息更好的结果。14


  第二，如上文所述，控制有偏向的技术变革可能意味着利用要素价格更多高频率的变化。如果要素的改变涉及调整成本，这些方法估计的结果可能是更为短期的弹性。对《21世纪资本论》里的问题而言，长期弹性才是合适的参考。解决办法之一是把要素价格的长期变化分离出来，有学者利用美国各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过资本租金价格的长期变化。15他们对长期弹性的估计值比短期弹性估计值高很多，但依然在0.40～0.65的区间内。


  近期有关替代弹性的研究中，主要例外结论是卡拉巴布尼斯与内曼的估计。16他们利用不同国家资本价格增长率的变化估算出的总弹性为1.25。该研究方法的主要优势是，跨国比较可能有助于计算长期弹性。但他们的基本方法要求假设AK的变化在各国相同，或者同租金价格的变化不存在相关关系。这样，他们也会受限于技术变革的识别问题，与假设无偏向的技术变革的更早研究类似。此外，另有研究指出大多数国家的资本品基本上都来自进口，因此跨国和跨时期的价格变化可能是由于各国之间贸易自由化的差异所致。17然而，除资本价格外，贸易模式和贸易壁垒的变化还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影响资本收入份额，从而扭曲对弹性的估计值，后文还将涉及此话题。


  微观估计


  上文提到，如果不预先对技术变革做出限定，在总量数据里把要素价格变化同技术变革分离出来很困难。另一种办法则是利用企业或制造工厂的微观数据，因为这里可能有更多长期和外生的要素价格变化，可以帮助进行识别。


  近期的两项研究利用微观数据对长期微观弹性做了估计。齐林科等人的研究利用美国上市公司资本租金价格的长期变化差异来识别弹性18，他们控制了产业层面的非中性技术变革，因此其识别假设是企业层面的租金差异必然与企业层面的AK技术变化无关。他们估计出的弹性水平约为0.40。巴恩斯等人利用英国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和类似方法得出了类似的结果。19


  我利用美国不同地区的工资差异做了弹性识别研究，其假设是地区间的工资差异与企业的AL技术变化无关。20由于地区间的工资差异是高度持续性的，这种变化可以帮助发现长期弹性。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与工资受地区需求冲击的工具变量，得出的弹性估计值均接近0.5。21


  要了解总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化，需采用宏观替代弹性，而非微观弹性。有项著名研究证明宏观和微观弹性可能差别很大，因为宏观弹性中包含各生产商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替代关系。22正如皮凯蒂等人的研究所述，“总替代弹性（σ）其实应该解释为供给力量（生产商在不同资本密度的技术之间调整）和需求力量（消费者在不同资本密度的产品和服务之间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23


  基于萨托以前的研究，奥博菲尔德等人设计了一个总量理论模型，利用微观数据来描述上述供给和需求力量，以估算宏观弹性。24为简化起见，假设在某个只有一种产业的经济体中，企业在垄断竞争环境下追求最大利润，并面临竞争性的要素市场。25该模型显示，劳动和资本的宏观替代弹性σMacro应该是劳动和资本的微观替代弹性σMicro以及微观需求弹性ε的凸组合。


  σMacro =（1-φ） σMicro +φε　　（9）


  随着要素价格的变化，经济体总体上的要素收入占比变化将包含各企业内部的要素替代以及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调整。公式（9）右侧的第一项反映的是企业改变自己投入组合的替代效应，取决于微观弹性σMicro。随着工资上涨，企业将减少劳动力的使用。第二项反映的是企业规模随要素价格调整的资源配置调整效应。随着工资上涨，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将获得相对成本优势。消费者对于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则是增加对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品的消费。在需求弹性较大的时候，这种调整的效应更大，因为消费者对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


  以上两项的权重（φ）同资本收入份额的成本加权方差成正比，取值为0～1。当各家企业都以相同的资本密度开展生产时，φ为0，不存在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调整。各家企业的边际成本对投入价格变化做出对称反应，相对产品价格也不会改变。相反，如果某些企业的生产只利用资本，其他企业只利用劳动，则全部的投入替代都发生在企业之间，φ为1。而在资本密度的方差极小时，企业内部的替代将比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调整更为重要。


  这种总量研究方法让我们可以利用对微观替代弹性的估计来求解总弹性。奥博菲尔德等人对美国的制造业开展了这一研究，利用微观数据估计出企业层面的资本与劳动替代效应和需求弹性，利用制造业的跨部门数据计算出权重φ。由于这些弹性是来自跨部门的数据，该研究对技术的时间变革没有做特定假设。估计结果是宏观弹性为0.7，明显高于微观弹性0.5，但仍远低于皮凯蒂的估值区间。


  对美国而言，制造业工厂之间的资本密度差异并没有大到让微观弹性和宏观弹性有明显差距。该研究估计出的较低微观弹性，意味着宏观弹性也应该小于1。但该研究却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密集度差异大得多，若采用与美国相同的需求和供给弹性，资本密集度差异较大的印度得出的宏观弹性达到1.1。


  《21世纪资本论》中的资本劳动替代关系


  以上两节的论述表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应该小于1。但皮凯蒂的观点是，替代弹性是随时间上升的。例如，他指出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资本采取土地的形式，而土地与劳动之间的弹性小于现代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弹性。那么，机器人等新技术是否会把替代弹性提高到皮凯蒂估计的水平？


  有学者利用索洛增长模型回应该问题，26其研究表明，若其他初始条件相同，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更高的经济体会实现更高的资本收入份额、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收入增长率。更高的替代弹性意味着更富裕却更不平等的社会。


  如果替代弹性足够高，一个经济体甚至可以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实现长期增长。德拉格朗维拉的研究表明，如果σ足够高（并且大于1），只要达到某个储蓄临界水平，资本和产出就会永远增长。27这一临界储蓄率会随着人口增长率而提高，随着弹性σ而下降。直观上看，如果弹性足够高，即使资本存量巨大，其边际产出依然能维持在较高水平，只要经济体能达到充足的储蓄率，资本的增速就能始终超过人口。


  即便采用皮凯蒂估计的弹性的上限值，如果储蓄率相当高，人口增长率较低，这种永恒增长场景仍会出现。如果出现皮凯蒂担心的场景，即很高的替代弹性和较低的人口增长率，索洛增长模型意味着经济体将实现无限的增长！


  资本税


  皮凯蒂为控制资本导致的不平等加剧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是累进制资本税。可是，该建议的吸引力取决于他的弹性估计值的有效性。如果替代弹性小于1，资本税的提高实际上会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相反，降低资本税反而会通过资本产出比（β）的提高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下降，以缓和不平等程度。


  支持利用资本税的传统观点与皮凯蒂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资本税的福利成本较低，恰恰是因为替代弹性较小。税收带有福利成本，因为人们为规避税收负担会改变自己的行为。面临资本税时，人们会用其他要素替代资本。有研究发现，资本税的福利成本随弹性上升，如果弹性从2下降至0.6，福利成本可以削减约2/3。28因此，若采用前文提到的远低于皮凯蒂估计值的弹性水平，资本税的福利成本要低得多。


  对资本收入份额提升的其他解释


  如果皮凯蒂的解释不对，资本收入份额提升的原因又是什么？本节将分析两种可能的解释：全球化与劳动节约型技术变革。


  全球化


  对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一种最主要的解释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卷入全球贸易。这里聚焦于美国，因为大多数研究文献都对其有所涉及。美国的进口占GDP的比重在1970—2010年提升了3倍，从5%左右上升到约16%。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尤其迅猛，来自中国的进口占美国全部进口的比例从1985年的约1%蹿升到2010年的19%。29中美贸易的大幅增长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如果劳动密集型的美国产品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可能随着贸易的扩大而下降。有学者发现，受进口影响更大的产业，其劳动收入份额确实下降了。30他们观察到，在1993—2010年间，某个产业面临的进口每提高1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平均就会下降0.87个百分点。31以制造业总体为例，他们的估计意味着这段时期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约8个百分点。在1993—2010年的美国整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中，有85%可以归因于进口的增长。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可能表现为就业岗位减少，或者工资下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发现，与中国的贸易导致美国在21世纪头10年损失了200万～240万个工作岗位。32奥托等人则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对美国各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某些地方的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受中国进口大幅增长冲击特别大。33在这些地方，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导致就业岗位减少，也使工资下降。34在这十年中，单位工人的中国进口额每增加1 000美元，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就会下降0.60个百分点，或者说4.2%的降幅，就业岗位与人口的比重会下降0.77个百分点。单位工人的中国进口额每增加1 000美元，当地工资会下降0.75%。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来说，在单位工人的中国进口额增幅的第90个百分位上，2000—2007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会导致就业岗位和工资都下降约3.25个百分点。


  这些学者继而单独分析了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变化，发现就业岗位出现了经济上和统计上都较为显著的减少，但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未受影响，非制造业的工资甚至有相反的变化趋势。另有研究发现，低工资收入者承受了国际贸易导致的工资下降的冲击。35所以进口竞争的加剧可能是通过就业岗位和工资两方面的变化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对不同类型的劳动者有不同的效应。


  制造业工作岗位可能通过若干作用机制而减少：劳动密集型制造商可能会退出，或者增长速度放缓，或者转而生产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有研究分析了来自中国等低工资国家的进口份额在产业层面上的变化，找到了反映以上所有作用机制的证据。36在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份额增幅更大的产业，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工厂更容易退出，就业增长速度也更慢，而这些产业中资本密集度较高的工厂受到的影响则较小。这些产业的美国工厂还更容易转向生产资本密集度较高、受进口竞争冲击较小的产品。


  来自进口的竞争加剧还可能通过削弱劳动力的谈判权，或者迫使企业提高生产率，从而改变企业的经营。有学者分别分析了铁矿开采和水泥产业的现有生产商在面对突然的进口竞争加剧时，会如何改变其实际经营活动。37在上述两个产业中，工会合同都具体规定了不同类型的维修工作只能由特定员工承担。水泥产业的工会合同还禁止因为采用新设备或新生产方式而解雇工人，设计了严格的资历特权，并限制把工作任务外包给其他公司。这些规定限制了劳动力替代，或特殊类型的劳动力（如资深员工、维修工）替代，本来可能起到增加就业岗位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但在一轮剧烈的进口竞争冲击后，大部分规定被废除了，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得到提高。


  还有研究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促进了生产商的若干创新措施，包括全要素生产率、专利和信息技术投资等，并导致产业内的资源配置转向初始创新水平较高的生产商。38这类创新如果能产生劳动节约型技术成果，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该研究确实也发现，受来自中国进口的冲击影响，就业岗位有所减少，而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小。目前尚不清楚，创新的进步是否与就业的减少有关。


  劳动节约型技术变革


  研究技术进步的经济学家发现，“通用技术”（GPT，如蒸汽动力或电力）的采用对整个经济体有广泛影响。39最近的通用技术的例子，是计算能力和信息技术在近几十年来的大幅提高。信息技术革命会不会带来“技术失业”，并解释资本收入份额的提高？


  奥托等人提出了分析新的自动化技术如何影响生产的理论架构。40他们发现，新的自动化技术替代了他们所说的“日常”劳动，即在明确的可编程任务中使用的劳动，却和“抽象”任务中使用的劳动形成了互补关系，如高层次的任务解决、创造和劝导等。而其他体力劳动，如保洁或餐饮等，受此类新技术的影响要小得多。该研究表明，新的自动化计划导致了工作的两极化，中等技能的日常任务被自动化取代，高技能的抽象任务和低技能任务的需求出现增长。41


  这种两极化显然会影响不同类型工人的工资和就业，但对总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会产生什么后果还不是很清楚。首先在一个产业内部，从事日常工作的员工的收入份额下降，可能会被与新自动化技术互为补充的抽象劳动的收入份额增长抵消。其次，总体的劳动收入份额还将取决于某个产业面临的需求在其产品价格下降时会提升多少，工人在面对劳动力需求变化时能否有效调整自己的技能，以及经济体能否有效地把工人调整到新的工作机遇上去。


  以自动柜员机（ATM）的引入为例，如其名称所示，这种机器可以完成与银行柜员相同的任务。但贝森的研究显示，在自动柜员机引入后就业岗位实际上有所增加，一方面是随着银行开设分支机构的成本下降，其数量增加了，另一方面是银行网点开始让柜员担任客户经理，而非单纯的接待员。42另有研究分析了加油站从全套服务向自助服务的改变过程，相当于让顾客用自己的劳动替代加油站服务员的劳动。43结果发现采用自助服务加油站的就业岗位和工资支出都减少了，节约下来的成本以降低油价的形式转移给了顾客。整个加油站产业的就业数量则有所增加，因为附属于加油站的新开便利店雇用了更多人手。


  奥托等人研究了自动化和全球贸易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而比较了这两种力量对就业的影响。44他们发现，自动化技术加剧了职业岗位的两极化，但并未减少总就业量，而来自中国的贸易则确实导致了就业岗位的减少。


  博德利等人针对21世纪头10年的数据检验了两极化假说，那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最大的时期。他们发现抽象劳动的就业岗位和工资都有所下滑。45他们的模型认为，抽象劳动用于生产知识资本，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进步导致企业短期雇用了较多抽象劳动力来形成知识资本，但此后维护已建成的知识存量则不需要太多抽象劳动力，于是21世纪头10年抽象劳动的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下降。大衰退使我们难以区分21世纪头10年之后的商业周期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化，但博德利等人的论证表明，技术因素或许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一个原因。


  劳动收入份额在未来的变化


  全球化似乎不太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进一步大幅下滑。贸易壁垒目前已相当低，过去30年的中国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规模庞大，增长迅速，并且从完全的自给自足走向开放。此外，可能受到外国竞争冲击的美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到目前为止已经大量流失到境外。


  如果近期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归咎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那么这种下降会永远持续吗？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一个技术创新的生产模型。技术进步的程度和方向应该与技术进步带来的利润有关。在劳动收入份额大幅下滑、劳动较为便宜的世界中，不会有充足的激励推动劳动节约型创新。这正是阿西莫格鲁分析的替代弹性σ小于1、创新集中在AL的情况，劳动力稀缺才会鼓励劳动节约型创新。46此类模型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劳动力相对稀缺的美国在19世纪比英国增长更快，这被称为哈巴谷假说（Habakkuk hypothesis），以及为什么是欧洲而非劳动力更充裕的中国发生了工业革命。


  阿西莫格鲁设计了一个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模型，要素收入份额在长期内保持稳定。47在该模型中，AK和AL的进步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研发部门努力的结果。在平衡增长轨迹中，所有技术进步都是劳动增进型的，但AK和AL可以沿着转轨行径共同提高。提高AK和AL带来的回报取决于资本收入份额，当资本收入份额高于长期均衡值时，提高AK带来的回报较高，AK的改进会降低资本收入份额。在均衡状态下，技术进步能起到稳定要素收入份额的作用，因此对劳动极为不利的皮凯蒂式场景不会发生。


  结论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采用一个增长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会如何影响资本收入份额。根据他的模型，增长率下降会导致资本产出比提高，如果资本劳动替代系数大于1，资本产出比提高将导致资本收入份额提高。他还借助资本产出比和资本收入份额在历史上的联动特征，估计资本劳动的替代弹性远高于1。


  皮凯蒂采用的识别策略要求对技术做一个重要假设：资本增进型技术AK保持不变，或者与资本产出比的变化不相关。如果放松这一假设，允许有偏向的技术变革，利用总量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估计，得出的替代弹性就小于1，远低于皮凯蒂的估计值。对微观替代弹性的估计值同样远低于1，此外，利用微观估计值来估计宏观替代弹性的总量模型得到的弹性值也低于1。所以，皮凯蒂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解释或许并不成立。


  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另外两种解释是全球化和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进步。包括不同产业和不同地方劳动力市场差异对比在内的大量研究证据表明，与中国贸易的扩大导致了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里可能有若干机制在发挥作用，如劳动密集型生产商可能会退出、收缩、改变产品类型，或者调整具体的生产工艺等。


  目前对技术进步的研究证据表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压缩了对可以用新技术替代日常劳动的需求，却增加了对抽象劳动的需求，前一类劳动可以用技术替代，后一类劳动则与新技术有互补关系。然而，关于自动化是否导致了总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则没有太多证据。在内生化技术进步的情形下，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最终可能导致技术变革方向的逆转。为理解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1] 本章的所有观点和结论均出自笔者。笔者对以下人士的评论建议致以感谢：Chris Adams、Miguel Leon-Ledesma、Eric Nielsen、Ezra Oberfield、Dave Schmidt、Marshall Steinbaum以及Nathan Wilson。 


  第5章


  对财富收入比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苏雷什·奈杜


  对如何用理论模型解释财富变化引起的不平等扩大，经济学家苏雷什·奈杜认为存在“驯化版皮凯蒂”与“野性版皮凯蒂”之分。与皮凯蒂不同，奈杜没有借助新古典生产理论的机制，他严肃地认为，资本存量的市场价值反映了资本拥有者对有权从国民产出中获取未来收益的信念，以及金融部门对这些未来收益给出的贴现率。与皮凯蒂的新古典模型相比，上述思考方式考虑了更多的政治因素，也就意味着除皮凯蒂主张的全球财富税之外，还有一整套控制资本收入份额与金融部门收益的政策工具可用。


  理解不平等问题的不同思路


  皮凯蒂离成功仅一步之遥


  琼·罗宾逊在《一位凯恩斯主义者致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李嘉图之后出现了两位能干且训练有素的继承者：马克思和马歇尔。但此时英国历史已经绕过了拐角，地主不再是核心问题，如今要解决的是资本家的问题。马克思把李嘉图的观点引向如下思路：资本家非常像地主。马歇尔则是另外一种：地主非常像资本家。”1皮凯蒂在他的巨著里试图像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与社会活动家）及之前的许多左翼经济学家那样，用马克思式的手法把他认为颠倒的论点纠正过来。他指出，现代社会的资本跟土地非常像，是租金的来源。资本的供给缺乏弹性，尽管没有牺牲多少机会成本，却会分走相当份额的产出，并会借助其影响力和扭曲的分配把我们带回金融化的新封建镀金时代。被现代资本统治的经济体终将成为食利者经济体：充斥着强盗大亨和特权贵族，围绕分配爆发社会冲突，政府被财富阶层俘获。


  可惜，皮凯蒂的谢幕不够，他最后被自己构建的马歇尔式理论模型缠住了。他的模型更多地把资本（财富）视为积累的储蓄存量，而非对未来产出的索取权，因此并不像李嘉图所说的被寄生虫阶层拥有的土地，而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所指的资本，把利润视为有社会意义的对节俭的正当回报。


  正如皮凯蒂在书中所述，资本或财富有多种表现形式，从房地产到公司股份和贷款等金融资产，甚至包括奴隶。对财富最准确的概念表述是对未来资源的索取权。它源自对机器、房屋、专利或油田等各类资产的长期财产权利的购买。这些购买要么是生产性的，在此情况下，人们会为其使用权竞价；要么是榨取性的，在此情况下，人们愿意付费是为了避免所有者利用法律程序阻止他们使用资产。财富至关重要，并取决于其索取的经济利益的大小。如果经济体的产出与资本的相对比值较大，则可以用较少的努力来满足财富所有者的索取权。而如果整体上的产出水平较低，就需要把多得多的社会资源用于满足财富所有者的索取权。皮凯蒂认为，随着全球收入增速（g）下滑，社会需要用全球层面的税收来约束资本，否则新出现的食利者阶层将吞噬社会产出中越来越大的份额。


  该书是大众经济学读本的绝佳模板：有历史深度的极其重要的洞见，辅以精心构建的原始数据和启发性的理论分析架构，同时又不为学术界的复杂数学模型所累。


  它不是规范的经济学研究。


  但不同于左翼人士写的大量经济著作，经济学家会承认皮凯蒂的书不论好坏还是属于经济学。


  即使不采用模型，该书也至少通过文字把政治带入核心的分析中。皮凯蒂记录的数据序列的重大变化是由政治和政策造成的。然而政治对他的模型而言属于外生因素，不是理论架构的内生部分。这样，皮凯蒂就必须在一条危险的峡谷中前行，一侧是资本和劳动的供给与需求的“市场基本面”，另一侧是政治和政策发挥的独立作用。


  驯化版皮凯蒂


  皮凯蒂的书有两个相互交织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可称为“驯化版皮凯蒂”，是非常标准的模型。该模型有不同的随机储蓄率，有无法保险和无法分散化的资产回报率，有竞争性市场，有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的生产函数，有平等主义和贤能主义倾向的社会福利函数。这一驯化版皮凯蒂理论是经济学家欣赏的，它以定义清晰的社会目标函数为背景，把可量化的实证经济模型与可检验的理论预测结合了起来。它源自最优政策分析，有作者及其合作者的多篇研究论文提供阐述，并得出了最优财富税公式作为政策建议。


  但这个理论模型没有制度和政治上的考虑，使皮凯蒂的研究显得就像标准的宏观公共财政理论的（给人印象不错的）延伸成果。


  从这个角度理解该书，令克鲁格曼叫好，却让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等人对探索“资本主义基本定律”的说法大加抨击。2我欣赏皮凯蒂设计的宏大模型，但我担心这一驯化版皮凯蒂对他的研究目的来说不是很适用的模型。皮凯蒂试图研究财富不平等的历史变化，试图用恰当的视角看待制度演变，从中解释经济体的财富收入比（W/Y）以及财富不平等程度的实证变化。这些制度因素包括：金融市场的作用，一般的市场结构，企业内部对收入分配的讨价还价等。可惜的是，驯化版皮凯蒂所采用的模型至少对回答这三个题目并无多少帮助。


  野性版皮凯蒂


  不过，他的书中还有其他思想萌芽喷薄而出——“野性版皮凯蒂”。


  野性版观点采用不同的视角，认为经济体中的资本具有点金术般的魔力，把今天的收入变成对未来收入的稳固索取权，并放到资产市场上买卖。根据这种视角，公司治理制度、金融企业、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政治影响力是决定财富收入比和财富分配的最主要因素。这一野性版皮凯蒂观点在其书中的不同地方、访谈以及各类论文中多有提及，它把资本看成由制度定义并在资产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财产权利组合。在这些地方，与驯化版皮凯蒂模型不相关的一些思考成了论述主题，如关于公司治理和托宾Q值，关于非洲国家的外国投资与脆弱的财产权利，关于奴隶是否属于净财富的思考等。作为财产权利组合的资本，赋予了所有者控制、排外、转让和收取现金流且得到政治保护的权利。与所有财产权利一样，资本权利的界定和保护要求有政府实施的强权行动、通过立法制定的规范，以及在司法上保证的合法性等。例如，资本权利包括要求政府保护收入流，承诺不会被潜在侵犯者夺取，无论是盗贼、逃跑的奴隶、版权侵犯方、静坐示威的罢工者，还是逾期不付租金的租客等。


  政治经济学视角能帮助我们补充在皮凯蒂书中缺失但对于充实野性版皮凯蒂观点极为必要的章节：有关金融、市场支配权以及内生性政策制定的内容。我们可以把支持资本积累的制度和产权视为政治体制的内生因素，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政治权力平衡的结果。


  这些制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是金融产业的组织。财富是异质性资产的价格加权之和，而价格由金融市场决定，市场把所有对未来的即时预期综合到今天的价格中。众多（却未必高效的）金融中介伴随着较高的财富收入比出现。资产本身会用于生产，与劳动力结合起来生产出产品和服务，卖给消费者，资产所有者能获得的收入流同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以及向消费者收取的价格有关。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运转，针对竞争、价格、工资和就业的监管制度，都会影响财富拥有者获取的收入份额。最后，保护资产能获得的未来收入流要求政府在多个方面发挥作用，而不只是通过税收制度。由此会导致反馈闭环：由今天的收入不平等现状造就的政治体制，将支持明天的不平等。


  最后，政治经济学视角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财富不平等的理论规范问题何在。皮凯蒂在多个地方提到，财富不平等与食利者社会是反民主的，但对它们之间的联系语焉不详。为什么极端的财富不平等必然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而当我们把财富理解为政府政策支持的对资源的合法索取权而非资源本身时，财富不平等的非民主性质也就变得相当明白了。


  分析财富收入比（W/Y）决定因素的其他方法


  W/ Y = s/g 


  皮凯蒂的基本模型以财富积累的运动为核心。即Wt+1= sYt + Wt，其中s为储蓄率，Y为收入，W为财富。等式两边除以Yt+1 =（1+g）Yt，其中g为GDP增长率，在稳定状态下，我们将得到：W/Y=s/g 。


  该公式凸显了家庭（和企业）的平均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作用，让财富与GDP之比变成了家庭和企业的储蓄决策（去除折旧后）相对于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人口增长率的结果。可是，尽管这些因素无疑都很重要，它们的作用却是非常机械式的，初看上去与制度安排无关。该公式对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同样适用，没有突出使私人财富成为可能的特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


  财富收入比（W/Y）与富人的相对收入


  资本收入份额（α）由α=rs/g决定，其中r是利润率。假如r大体上随增长率g下降，则整个经济体的财富收入比（W/Y）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如果在g下降时，r维持相对稳定，财富收入比与财富持有者的收入占比都会提高。有某种持续上升的压力导致资本收入份额提高，这种说法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表述了非常清晰的观点。皮凯蒂采纳了该观点，但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形而上学的部分，而专注于收入和财富的内容，因为这些是有长期历史实证数据测算的，包括税收、普查以及遗嘱认证的记录等。不过，他论述的最终结论仍与马克思的类似：从长期看，大多数产出将被资本家获取。区别在于机制上：皮凯蒂的模型有着稳定的利润率和下降的生产率增速，而马克思的理论是稳定的工资和不断提高的生产率。但两者都认为资本将占据越来越多的收入份额。


  按皮凯蒂的说法，马克思忽略了经济增长抵消因素的作用。新式创新、人口增长、经济活动增加都会提高产出和劳动收入。这些是技术和组织上的改进，特别是在工资品生产中，可能导致劳动力价值下降，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


  我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皮凯蒂认为利润率始终高于经济增长率，马克思则从产业后备军始终存在的理论出发，认为工资固定在“历史和道德”决定的基本生活水平上。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所有的生产率收益都会被资本占有，除非“历史和道德”决定的基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而在皮凯蒂选择的竞争模型中，生产率收益会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各企业之间为雇佣展开的）竞争转移给工人，提高工资水平。这样，需要让整体生产率增速低于利润率，才能确保资本收入份额提升。但无论如何，他们有相同的实证预测结论：资本收入份额随时间上升。要么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增长率不变，制度和剩余劳动力大军导致工资水平固定。要么如皮凯蒂理论阐释的那样，利润率不变，能够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上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增加的生产率增速下降。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需求缺乏弹性，供给有弹性。在皮凯蒂的理论中，资本供给缺乏弹性，需求有弹性。在两个理论中，剩余都归属资本所有者。


  皮凯蒂认为，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让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把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当成实证错误。所有发达工业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不正表明马克思的模型错了吗？战后的普遍繁荣让很多人对市场收入分配结果感到乐观，因为他们并未充分认识到这是特殊的经济政治环境所致。根据皮凯蒂的观点，从一战到20世纪70年代是一次宏大的历史事件，大规模战争、福利国家制度和税收政策共同压制了资本回报率，使经济增长率在这个暂时的窗口期超过了利润率。他认为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已回归常态。从上述历史进程中，他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基本运动规律的新观念。


  利润率高于增长率（r>g）的结构性原因


  那么，为什么利润率具有超出增长率（r>g）的结构性倾向呢？


  皮凯蒂并未讲述其原因，他只是断言这是历史事实。


  原因可能是由于外国投资的存在，让核心国家的资本家总是能在国外找到投资机会，以维持高回报率，甚至不惜损害外围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稳定。可能是由于经济中的需求和生产模式导致我们能很容易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能在增加资本存量时不会显著降低回报率。可能是因为人们很擅长把财富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有组织的势力，以维持高回报率，这相当于采用比只关注需求和技术的模型高很多的替代弹性。这可能是因为资本供给侧的作用，即储蓄的决定因素；也可能是因为人的寿命短于资本，人们为自己储蓄，并不关注储蓄对未来资本存量的影响；还有可能是因为资本家是谨慎的储蓄者和敢于创新的风险承担者，是商业美德的载体，回报率r是吸引他们开展投资的必要补偿。


  以上解释均不能令皮凯蒂满意，尤其不满意的是来自“跨时欧拉公式”（intertemportal Euler equation）这一最优增长理论支柱之一的解释。跨时欧拉公式认为，储蓄只是人们实现未来消费的手段，包括人们自身在未来的消费，以及为子孙后代的美好生计着想带来的在今天的精神消费。看待储蓄的另一种更好的思路，则是在模型中把积累和财产作为自身的目的。皮凯蒂之前已与赛斯合作撰写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马克思有一句描写资本的名言：“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如果这是对资本家沉迷投资和储蓄的准确写照，那么驱使富人进行积累的力量或许不只是实现未来的消费，而是企业融资的惯性，对经济安全的不懈追求，对社会身份认同的需要，对未来帝国的心理幻想，以及其他重要信念。


  把利润视为一种租金


  例如，阿瑟·杜因（Arthur Dewing）在20世纪中叶一本关于公司金融的经典著作中提到，“总的来说，促使人们扩张企业的动机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心理因素……是人类‘掠食野性’的宝贵遗产”。此类动机包括遗赠动机，因此进行积累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希望把财富传给子孙，而不管他们是否有此资格。但这一思考同样可以理解为某种人格变化：长寿（尤其是富人）会使遗产和未来消费的界限变得模糊。难道不会有人认为，75年后的你会变成另一个人，就像你的子女？


  一旦以这种方式认识储蓄，对资本征税的理由就会变得清晰许多。如果资本的供给更像是房地产，而非自由支配的现金，那么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可以对其征收重税。即使要剥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也不会消失。征税甚至会带来一些社会收益，如果人们储蓄是为了给子女留下遗产，那么遗产税造成的机会成本就不是老年人的消费，而是给信托基金的缴费。


  这同时意味着某些经典却脆弱的理论结论，如认为最优的资本税应该为零不再成立。皮凯蒂对此提出了大有可为的研究建议：一旦摆脱消费欧拉公式的束缚，我们将需要怎样的私人部门储蓄理论来深入理解不平等和增长问题？对资本的征税将更少关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权衡，而更多关注如何在全球实施、以防止资本家的资金流失到海外。对全世界来说资本供给可能是缺乏弹性的，但对任何单一国家依然具有弹性。


  W/Y = α/r


  以上论证有其逻辑，把我们的关注焦点都集中到总储蓄的供给和需求上，并认为这是对财富给予解释的最佳途径。然而从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收益与估值效应对决定W/Y的水平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大多数动态模型认为这些因素只有短期效应或属于暂时的泡沫，但某些估值效应或许带有基本面性质。假定如此，我们可以用何种方式展开分析？


  一种办法是采取“货币视角”，将收入向各类索取者流动视为基本因素。根据这种视角，原始变量包括：所有者的谈判能力α，所有者因此获得的收入αY，以及企业的产权价格，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为贴现率或利润率r。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全部所有者的谈判能力相同，均为α；全部企业的资本化率也都相同，标记为rfinance。之所以采用rfinance，而非r，是为了区分资产贴现率与储蓄回报率。在完美的金融市场中，它们应该是相同的。而在有中介的不完美的金融市场中，金融部门提供的回报率为：r finance = r+ρ。其中，r是储蓄者得到的回报率，ρ是金融服务的用户成本。


  以资本收入份额和金融回报率作为原始变量，总财富与GDP的比率将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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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之前的s/g一样，这也是会计恒等式，但由此可以给出对私人财富的另外一种诠释。财富不再只是把过去的储蓄累积起来，注入有用途的资本品存量中，而是成为对未来资源的预期索取权。这个观点的新颖之处是，它把财富视为流向财产所有者的资本化未来收入，而不是固化为实物或社会存在物的储蓄。


  阶级斗争、谈判能力、未来信心与资本化率


  财富所有者的市场地位与谈判能力


  W/Y = α/r，这一等式表明，除储蓄率s与经济增长率r以外，财富还可以简单理解为另外两个因素的比值。与储蓄率和增长率的视角类似，采用α和r也可以给数据提供很好的会计分解。第一项α是财产所有者获取的收入占比，如果资本生产率提高，或者制度变化导致资本所有者从企业中获得更多收入（特别是创造收入最多的那些企业），α就有可能提高。这一项决定或反映了有多少收入归属产权持有人，并反映了整个经济谈判能力的分布情况。第二项是rfinance-ρ，即金融业给企业等资产设定的回报率再减去金融业作为中介索取的份额。这一项反映了金融市场对产权定价的总体社会预期，由此产生了一个隐含回报率。于是，财富相对于收入的价值将取决于一个“马克思主义”项α，和一个“凯恩斯主义”项rfinance-ρ。


  具体来说，扩大金融交易的空间能让更多的未来收入成为当前的承诺，推高当前产权的价格，从而降低隐含贴现率rfinance-ρ。虽然rfinance可能保持稳定，由各种资产的实际回报率决定，并受到“约翰牛（代指英国）能忍受很多事情，但不能忍受低于2%”之类的事实影响，然而金融资本化的程度以及金融业索取的隐含收入份额ρ却是可变的。


  α反映了资本家有权获取的全部纯租金。制药业、技术产业和娱乐业等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以及金融和能源等产业，都是属于资本价值很高的部门。经济体向这些产业倾斜可能是财富收入比上升的部分原因。全球房地产业也属于这种情况，它把经济聚集、政策和制度的价值增长实现了资本化。


  不过，由于产品市场、公司治理和工资设定制度的改变，α还可能发生补充性的变化。在竞争程度较低的市场上，企业可以从消费者和劳动者那里榨取高额利润，α可能较高。我们从产业组织研究中得知，企业数量众多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是竞争的，特别是企业在销售的产品各不相同、信息摩擦较严重的时候。在工作搜寻模型中，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份额由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决定，即劳动者获得工作邀请的概率与解除工作的概率之比。在效率工资模型中，收入份额由监督技术的效果和劳动力市场的松紧程度决定。在有工会的模型中，收入份额取决于工会罢工威胁的程度。这些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资本所有权的收入是企业的收入减去工资，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必然增加资本收入份额。


  财富所有者的谈判能力随时间的变化


  图5.1显示了财富不平等状况与劳动谈判能力的指标变化。我们看到罢工率（劳动谈判能力不够完美的代理变量）呈现U形变化，对应着财富收入比呈现倒U形变化。罢工率尽管不是反映劳动者谈判能力的绝好代理指标，却比工会组织密度更好，因为罢工在历史上早于美国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的组建。另外一个合理的说法是，美国的劳工实力来源于罢工的现实威胁，而不仅是工会密度本身。如果我们把罢工率当作促使α下降的一种作用力，就能看到财富收入比（W/Y）随这一谈判能力指标而产生相应变动。


  除工人和雇主在企业内部的谈判外，还有产品市场支配力的作用。在一个以收益递增、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为特征的世界里，垄断将普遍存在。这会造成一种促使α上升的直接机制，因为垄断会把资源从消费者转移到资产所有者手里。对于过去15年来观测到的生产率增速下降，的确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市场支配力的提升所致，生产率增长并未充分转化为产出增长（因为垄断厂商压缩了产量），尽管资本收入份额在增加，观测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却下降了。皮凯蒂把财富不平等视为s/g的结果，增长率注定下跌，储蓄率曾被20世纪中期的政治剧变压制。与之相比，上述对财富不平等扩大的观点认为这一进程不是那么显著，也并非那么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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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1 利用金融业的相对工资作为财富不平等的指标

  


  注：利用罢工作为劳动力谈判能力的代理变量，可以看到工人谈判能力较低的时期对应着不平等程度较高的时期。


  资料来源：左轴的罢工次数来自HSUS和FMCS，财富收入比来自Piketty（2014），顶层1%人群的财富占比来自Zucman（2016），金融业的相对工资溢价来自Phillippon and Reshef（2012）。


  过去15年间企业集中度的提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监管和技术变革及其相互作用推动了企业集中度的提高。知识产权法规的经济重要性提高，以及法和经济学学术思潮推动的反垄断学说的削弱，都使企业的合谋和卡特尔化变得比过去更加容易。


  此外还有颇具启发性的证据表明，金融业（尤其是通过大型机构投资者）对有效推进卡特尔联盟发挥了助力。航空业成为通过金融实现卡特尔化的典范，如少数机构投资者持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以及其他航空公司的多数股权。研究显示，当黑岩公司（Blackrock）收购某家航空公司股份时，其股价会跳涨3%~10%。3有趣的是，海湾国家的主要航空公司阿提哈德公司与海湾航空公司都严格限制外国人所有权，由此导致美国各航空公司指责它们存在反竞争行为。带君主制背景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这一准国有机构成为限制航空运输价格的重要竞争力量，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显得荒谬可笑。然而美国经济中重新普遍出现的托拉斯化，则让我们回想起希法亭、霍布森与列宁的理论：国家垄断势力在国际上爆发冲突是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


  公司控制权与无自由


  我们可以用不完备合同理论从另一个政治维度来分析资本。金融家、企业家和工人（及其他人）之间的合同永远不可能完备。经济交易中的很大部分要留给市场中的一方去相机决策。像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CEO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抱怨苹果公司股东的权力，而乔布斯的员工也肯定在抱怨他的专制权力。正如罗纳德·科斯证明的那样，权力分配并非在市场之外，而是交易的组成部分。工人会遵照指令做事，是因为他们可能被企业解雇。CEO则会受到股东组建的董事会的约束。正如企业理论认为的那样，资本在谈判共同生产的产出分配时往往包含了排斥其他方的权利，由此增加了专属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流。


  这类控制权会影响在投资中普遍使用的一个指标：托宾Q值，即股票市值与资产估值之比。但皮凯蒂指出，这一普遍采用的指标并不代表控制权，平均股票价格只反映投资回报，而投资者还关心对企业决策的否决权。因此在德国和日本，由于非股东对公司决策有很大话语权（利益相关方模式），企业Q值低于美国和英国。皮凯蒂认为德国的股份被“压价”了，因为股东们没有英美国家的股东那样大的政治权力，必须与员工委员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分享控制权。美国的工会也曾有过类似的情况，工会在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选举中的重大胜利曾导致股票价格下跌，但几乎不能改变企业基本资产的重置价值。


  皮凯蒂用较短篇幅讨论了如何解释以奴隶形式存在的财富，这对区分人力资本和财富有启发作用。在奴隶制度下，占有劳动力收入的财产权利让财产所有者分得了巨大的产出份额。有估计认为，奴隶获得的报酬仅为其边际产出的48%，其中考虑了授予奴隶主的所有附加控制权。可是皮凯蒂指出，尚不清楚的是，奴隶财产是否应该被视为净财富，因为奴隶主的这种资产也可以被残忍地理解为奴隶的资本化负债。当然，最终他认同这是一种财富，因为它形成了在市场上交易的、由制度保护的收入流。真正构成“资本”的，并非实际的机器、建筑或人，而是对由此产生的收入流拥有产权和交易权。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严格限制了劳动合同中可以强制的内容，使人力资本的资本化不再（实际依然）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因此像皮凯蒂那样区分人力资本与财富是合理的。作为奴隶的人本身当然是有生产力的，能创造产出并支撑其他资产的价值。例如在南北战争后，随着奴隶们纷纷撤出，种植园主不再能维持团组体系（gang system）的生产率，原蓄奴区的土地价值暴跌，甚至明显低于俄亥俄河沿岸的非奴隶制郡县。但对于人类劳动力的可交易产权除了在生产上的即期用途外还可以有其他作用：内战之前，奴隶主把奴隶作为商业活动的抵押品，支撑了美国南部经济中庞大的信贷体系。


  未来信心和资本化率


  在公式W/Y=α/r中，另一个组成部分是：r = rfinance-ρ。这一项表明，资本不只是对今天产出的索取权，而且是对未来产出的索取权。由于其耐久性，决定财富收入比的另一个维度是对资产未来收入流的估值。资本化率1/r是由金融体系决定的，涉及公司治理和债权人监督、未来收入的供给和需求，当然还有货币政策的影响（这点稍后论述）。


  市场如何对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进行套利，以何种预期把未来的货币折算为现值，是这种视角下的财富收入比的关键影响因素。然而在简单采用s/g的稳态公式时，这些因素往往会被忽略。其实，以该视角来看，应当高度重视社会预期在决定总财富收入比中的基础作用。如果财富确实是未来预期收入流的有效索取权，那么市场总预期将如何决定贴现率必然会对这些权利带来影响。各种制度（如政府保护产权的意愿）的作用之一，正是锚定市场预期。凯恩斯和明斯基的一些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不仅涉及商业周期波动，而且涉及社会财富存量。由于r是市场总预期的反映，或许才使财富收入比成为预测危机的一个良好指标：它包含了对未来过分乐观情绪的警示。


  图5.1显示的金融业工资溢价水平紧随财富收入比发生变动。它反映了ρ，即金融服务获得的收入流。如图5.1所示，这一指标紧随金融监管和财富收入比发生变化。如果把企业的整体回报率固定为rfinance，那么随着金融业寻租水平的提高以及金融业收入份额ρ的提高，财富收入比也会上升。


  总之，α/r除反映财富的规模外，还揭示了财富分布的特征。考虑到财富对数值的方差为：var（logw）= var（logαY）+ var（logr）-2Cov（logαY，logr），则回报率的离散度乃至资本收入的离散度都将随财富不平等的扩大而加剧。


  很重要的一点是，财富不平等会随着上述协方差项而下降：如果占有较大资本收入份额的人面临较低的贴现率（无论是因为政府特权还是金融服务的关系），财富不平等会扩大。金融机构和市场还可能更广泛地增强富人阶层利用租金和回报离散度的能力，导致对专断式监管的政治需求，带来套利的机会。例如，最近有学者的研究认为，租金重要性的提高加剧了不平等。4他们认为，人为因素造成（由于监管和糟糕的交通基础设施）的生产性城市住房存量稀缺，或者企业的专利保护过强、收益递增以及劳动力市场不活跃等因素，会导致资产所有者获取的收入份额（α）提高。但他们也指出，企业股本回报和投资资本回报的离散度正在加大，这是租金造成的影响（还可以加上另一个维度：收入的空间隔离度增大）。如果给定企业或房地产所有者得到的收入离散度增大，则提供高回报资产组合的金融服务的收益也会提高。富人或许认为，为增大其股票组合的协方差——纳入能给持股人带来大部分收入的企业和地区——给金融服务多付费是划算的，而这会加剧财富不平等。


  食利者与超级经理人


  以这个方法看待资本还是会模糊食利者与超级经理人的界限。超级经理人是依靠劳动力市场合同，以奖金、股票或期权等延期报酬的形式在企业经营出色时分得巨额收入。与人力资本回报大不相同，这里明显涉及信息约束和法律规范等因素，如给予固定数量期权的情形。要求你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去主持会议，到底是为了获取“劳动”收入，还是充当资本的代言人，这其中的界限看起来并不明确。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价值链上“资本型”合同的连续体：从底层员工领取固定工资，到承担风险的股东获得剩余索取权，而CEO们的位置则介乎其间。


  如果高级管理者的报酬像资本收入那样被资本化，这显然会大幅扩大财富收入比。它意味着签署这些合同的高级管理者会持有其公司的大量股份，成功的大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将变得极为富有。高级管理者的报酬与企业利润的高度协变性使其更加类似于资本收入，而非劳动收入，因此我们不清楚减去底薪之后的这部分收入是否还属于经济意义上的劳动收入，尽管在美国纳税时依然是采用工资收入类的W-2表格。特别是，资本所得税减免增强了把报酬组合转向资本收入的激励。如果只是把财富理解为储蓄加上资本收益，只是把财富收入比表达为储蓄率/增长率，以上关于财富积累的制度因素就会被模糊。尽管我并不反对出于某些目的使用不涉及制度因素的这一会计恒等式s/g，但采用α、rfinance-ρ这种视角，能更好地反映公司治理、金融、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以及经济组织的整体变化等制度因素的作用。


  作为财富收入比基本决定因素的制度建设的政治学分析


  假设如上文所述，财富是由基本的社会游戏规则决定的，那么政治因素对财富收入比的影响自然随之提高。


  在“驯化版皮凯蒂”理论中，政治因素只是在决定税率的时候才加入进来，在市场完成边际定价后实施再分配，使公式中W/Y = s/g的s得以降低。


  不过，制度、货币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思考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财富所有者会竭力把新获取的财富转化为政治特权和影响力：他们深知持续的积累依赖于维持有望获得的收入流，而这项任务需要长期的政策保证，也就是制度。如果α和ρ都被制度本身内生为政治权力分配的结果，那么政治就同财富的维持和捍卫紧密捆绑在一起。确保财产权利有稳定回报的市场结构和监管，以及维持产权市场的厚度、流动性和低税收状态，并没有自然的保证，而是必须通过行政机构与法律体系来支撑。


  调节财富分配的更广泛公共政策工具


  如果你关心削减私人财富与收入的比率，基本的调节杠杆包括：


  ● 减少财产权利获得的收入份额；


  ● 对（给这些财产权利定价的）金融市场实施监管。


  这其中包括典型的左派平等主义政策清单：强硬的反垄断承诺，减少产业进入和社会流动性的障碍，更积极的私人部门劳工运动，在谈判中要求股东做出更大让步，削弱知识产权，中央银行政策，以及由公共资源支持的投资（如住房）和就业等。不过除影响谈判能力的手段外，对财富收入比进行调节还意味着制约通过金融合同支配未来资金的能力，例如，提高资本金要求和限制金融创新范围，以及对股票市场的微观结构加以改革，或实施金融交易税的潜在可能性等。库兹涅茨就讨论过这方面的若干选择：“要对抗储蓄集中在高收入阶层引起的积累效应，可采取立法干预和‘政治’决策等一系列办法。可以着眼于通过遗产税或其他显性资本税直接限制财产积累；可以通过若干措施间接发挥类似作用，如通过政府允许或引致的通货膨胀，压低固定价格证券或不能对价格变化做出充分反应的其他财产的经济价值；或者对积累财产的收益做出法律限制，如最近采取的租金管制以及由政府人为保持的长期低利率等。”5这些丰富多样的政策选项与皮凯蒂对税收的独特执着形成了鲜明对比。皮凯蒂的主要政策建议是直接对资本全球性征税，其最有力的根据是，资本的大部分回报并未支付出去，而是积累和叠加到股份里，因此直接对股票征税是可以影响大部分资本收入的一个办法。与上文讨论的测算理论一致的是，资本家获得的收入份额实际上并未被观察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皮凯蒂的建议与红利税或资本所得税并不相同，它是对全部财富征收累进税，而不只是针对财富所有者分得的红利或资产出售收入。这种财富税将削减财富所有者的收入索取权，确实会立刻降低税后的财富收入比（α），但其最重要的含义是，实施该税收要求各国之间共享银行信息，从而取消税收天堂，产生关于全球财富持有状况的可靠信息。皮凯蒂的这一想法具有明显的福柯主义色彩：通过税收提出关于财富的公共话题，并使其可获知、可辨认和可管理。正如“巴拿马文件”事件所示，仅依靠此类数据就能改进税收体制，并揭示财富分配情况，以供公众讨论。


  皮凯蒂还探讨了不同的财政体制，指出在支出方面，全民覆盖的公共产品在促进收入平等的效果上好于专项转移支付。他认为至少对欧洲而言，政府以津贴和替代收入的形式转移了25%~35%的收入，因此像20世纪中期那样再大幅扩张政府的经济规模已不太可能。原则上，我认为这是对的，福利国家的制度创新不会表现为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继续提高。


  皮凯蒂对以宏观经济政策作为财富分配调节工具的厌恶


  很重要的一点是，皮凯蒂反对两种财政工具：公共债务和通胀。他认为公共债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从纳税人向（富有的）债券持有人的转移支付，通胀则不会影响大部分以实物资产形式持有的财富。我估计有人会指出，皮凯蒂对公共债务的厌恶是因为他专注于供给侧，而忽视财富更具“凯恩斯主义”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参数ρ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按此逻辑，皮凯蒂普遍忽略了货币政策，但如果货币政策能影响实际增长，也就能影响实际不平等水平，这种作用是α-r公式强调的，在s-g公式中则不然。


  例如，有研究显示在2000年以后，顶层0.1%人群的财富占比增长中，很大部分来自固定收益证券，由于美联储的利率水平较低，这些证券的资本化定价较高。6因此，货币政策对解释财富持有状况或许有一定帮助。


  另一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财富对政治的影响


  既然有众多的政策选项可以调节收入分配，并揭示富有人群的财富状况，这些再分配政策为什么没有付诸实施？


  皮凯蒂书中的观点认为，财富不平等给社会计划者提出了问题，但不是给民主制度提出了问题。财富收入比是回报率与增长率（s/g）的自然结果。政府需要提高增长率g，同时以恰当的税收来约束s。《21世纪资本论》中提到政治制度如何能改变不平等状况，却很少述及不平等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皮凯蒂书中缺失的重要章节。请让我在这里非常简要地尝试做些补充，以显示经济领域的不平等能通过各种机制扭曲政府的政策。


  超级富豪可用于操纵政治的新工具


  通过某些途径，21世纪的商业化政治给超级富豪们提供了操纵政治制度的全套新工具：


  我们看到“市场无处不在”。富人可以收买教育改革方案、慈善机构、智库、立法话语权、政治影响力，以及对其观念的无休止宣传。竞选捐助是很好的出发点，有证据表明，政治捐助：①属于正常品7，②在顶端与财富的弹性接近于1。 8这意味着随着财富分配变得更加倾斜，竞选捐助的分布状况也会变得更加倾斜。有研究发现，越来越高比例的可溯源个人竞选捐助（接近25%）来自顶层“1%的1%”人群，人数大概有3万。9从巴西到布鲁塞尔，从华盛顿到东京，资金和资金承诺都成为政治车轮的润滑剂，有时被揭露，有时引发一时愤怒，有时也无人在意。要欢迎市场的无处不在，却又不希望看到腐败因此泛滥，是很困难的事情。当言论和媒体自身通过市场来配置，赢得竞选的手段通过金钱纽带来配置的时候，距离金钱主宰政策也就只有一小步之遥了。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大这一渠道的影响。所有这些政治支出的作用是否在相互抵消？亿万富翁或许是在胡乱花钱，在典型的塔洛克博弈中哄抬了顾问的工资与广告公司的收入。各个党派、利益集团和竞选人为了打压彼此而消耗资源，一方的任何优势都会导致对手的投资回报增加。但这不可能是事情的全貌，对竞选资金的需求依然决定着政客听谁的意见。例如，最近的政治学研究令人信服地发现，重要捐款人有高得多的机会同政客或其高级幕僚举行会谈。10竞选捐助的边际回报相当高。


  在有的竞选模型中，竞选资金的供给增加（如由于不平等加剧所致）可能增加竞选双方的边际回报。还有，相关技术的进步可以把资金转化为有数据支持的、直达选票的成熟操作手段和政策影响力，从而增加对竞选捐助的需求。这是政党组织发生改变的部分原因，党派领导人的控制权增强，他们掌握的一般性资金变得更为重要。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政治资金运转中的其他技术和组织变化，案例之一是“领袖政治行动委员会”（leadership PACs），这是国会议员发起的资助其他议员的组织，为有迫切意愿的捐款人提供了有效的竞选支持组合工具。


  超级富豪们可用于操纵政治的旧工具


  从其他方面看，超级富豪操纵政治体制的工具由来已久。除收买人为自己发声外，富人还可以用退出作为威胁。如皮凯蒂在对密特朗政府的简短讨论中所述，资本罢工就是一种经典的政治工具。由于财产所有者可以把资产转变为隐藏的无形海外债务，对任何小规模开放经济体而言，资本外逃的制约效果都非常现实。近期的新闻报道以及祖克曼的研究指出，税收天堂使这种威胁变得更为突出。11另有论文阐述了对资本外逃的预期会如何改变选举结果。12更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曾不惜时间和精力，如普兰查斯与米利班德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上的著名交锋，争论资本家如何控制名义上的民主国家：是否用自己的盟友填满政府职位？是否以资本罢工作为威胁？13米利班德认为，政府被财富俘获是源于政府大多数领导人的阶级背景，例如他的孩子们在领导英国工党时不愿意公开支持平等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普兰查斯反驳说：那些领导人是不是劳工利益的忠实捍卫者，这并不重要；政府需要私人投资使经济持续运转，这一事实已足够约束政府为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服务，许许多多呼吁召唤“信心女神”的人正是基于上述立场。就像南非那样，资本外逃似乎确实妨碍了本应该伴随民主化而实施的很多再分配措施。


  住房财富的兴起尤其值得深思，因为住房和土地与特定政策和地方政治有着本质联系。住房财富存量的资本化所包含的不只是生活设施与聚集经济，还包括地方政治。14由于安全感对资产的未来收入前景至关重要，决定这些感受的法律和政策会成为政治需要。邻避主义的小食利者要求采用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和土地使用监管规定，以提升住房和商业地产的价值。在政策分权化程度极高的美国，住房市场严重制约了可行的再分配水平。例如，事实上美国没有真正的公立学校体系，只有住房市场决定的私立学校体系。类似地，从全世界看，房地产让全球的富人把资金（及家庭）集中到有可靠产权和便利设施的国家。住房财富的积累可以理解为各国内部及国际间政治套利的一种反映。


  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领域是，财富不平等除影响选举和游说机制外，还改变了政策理念和政治意识形态。这或许是因为政府中普遍缺乏政策制定的专业人才，相应的人力资本市场让私人部门囤积了大量专家。有丰富知识负责有效监管任务的官员，也正是被监管对象急需的雇员和顾问，由此导致了著名的旋转门问题。极为复杂的金融监管在这方面或许尤其脆弱，但实际上，这种复杂性或许能成为政治操控工具：抬高加入讨论的知识门槛，使ρ的政治决定因素完全由资金充裕和消息灵通的内部人在幕后操纵。


  另一个案例是，由于缺乏内部的政策制定专业人员，起草公示法案的任务被委托给了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merican Legislative Exchange Council，ALEC）之类由企业资助的机构。有研究发现，在议员们用于政策制定的时间较少、政府专业化程度不足的各州，采用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拟定法案的概率更高。15同样，美国传统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等智库能够把捐助资金投入从税收、教育改革到外交事务等各类议题的政策草案中。


  随之得出的一个推论是，财富不平等会对学术研究带来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一流经济学家经常受银行吸引去做报酬不菲的咨询和对话。私人部门支持行业组织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它们需要利用市场设计的工具，但也可以借此控制那些在欧洲或美国的监管听证会或司法审判中能提供可信的反垄断证词的专家。商学院和金融经济学大行其道，有很大原因是经济中财富地位的上升，财富需要获得认证支持，并能提供捐助资金。大学对私人资金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公共资金，富人的利益也开始影响知识界的走向。福尔卡德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表明，经济学中引用的金融学研究大量增加16，他还指出：


  随着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向商学院靠拢而远离政府，经济学家面临新的现实、思想和政治上的纠结：更高的薪酬水平，新的人际关系和咨询合作机会，以及往往有变化的政治环境（Jelveh、Kogut and Naidu，2014）。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政府行动的怀疑大增，经济学家合乎逻辑地提供了部分理由，助推了公共政策中的去监管运动，以及价格与市场机制在教育、交通、医疗、环境和其他领域的更广泛应用（Blyth，2002）。金融经济学家有力地提出，公司的目标是让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为新一代公司掠夺者青睐的管理操作，如杠杆收购、兼并收购、以股票期权来激励公司高管，提供了科学解释。在探讨企业利益对经济学家的长期控制问题时，津加莱斯（Zingales，2013）发现，在没有来自商学院的作者时，经济学论文对高管薪酬水平持正面评价态度的明显更少，并显著地趋于负面评价。17


  财富在各种领域导致的不公正


  财富不平等对几乎一切资源配置都有不那么明显却同样有害的效应。


  当我们拥有整套市场体系时（如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有着更高价值禀赋的富人在市场采用的隐含社会福利函数中有更大的权重。18事实上，严重的财富不平等与市场化泛滥相结合的危害之一，就是让顶层0.1%群体的恣意妄为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安排和其他所有人的选项。这在市场配置中显然如此，产品空间和定价结构都是瞄准需求曲线中富人所在的部分。


  对慈善事业和公共品的私人供给来说，这种挑战将变得愈发突出。我们可能遇到比尔·盖茨那样爱做好事的技术专家，可能遇到由谢尔顿·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或乔治·索罗斯支持的政客与智库机构的组合，或者由科赫兄弟（Kochs）或桑德勒家族（Sandlers）支持的势力。但无论这些巨额捐赠者所做事情的价值如何，财富的巨大不平等使社会的优先目标由少数人的意趣左右，这一事实本身是极为反民主的，即使这好于让富人单纯囤积财富。捐赠者做这些事情是着眼于影响发展政策、优先研究项目和社会改革措施。他们的瞬间意志决定着数万亿美元的资源配置。耶鲁大学培养忠实和慷慨的校友，以不断充实其捐款。而低成本、高质量的公立大学却被资金紧张的立法机构削减投入。不平等严重的世界让过多的资源配置被富人群体主宰，21世纪的资本家维持着他们的社会权力，维持着他们与社会和私人财富管理者的纽带。


  在竞争性市场上利用不完备的土地、劳动和信贷合同取得的私人权力，还可能破坏基本的平等主义规范。一个民主共和国应该经得起哲学家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设计的“眼球”（eyeball）和“痛苦的输家”（sore loser）检验。平等社会的第一个检验是公民个人能否以诚相待；第二个检验是公民个人不会感觉到社会制度受到的操纵是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应该有预设的倾向性，以建立能够通过这两个检验的社会。


  财富不平等与自由雇佣合同所创造的世界不能通过第一个检验。在那样的社会中，我们有太多不得不迎合老板的低工资雇员，有很多因解雇和不予晋升威胁而被迫容忍经理人占便宜的女员工。经济机会和日常福利可能因少数人的古怪嗜好而改变，这种威胁只有靠经济上的民主才会尽可能地减少。大多数人同巨额财富的日常接触并不是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或者媒体上的社会报道，而是通过他们的雇主、房东和银行家表现出来的蔑视、操控和威胁。


  封建领主是富有的，但由于缺乏某些类型的市场，他们占有的土地价值并不能直接反映他们的社会权力。忠诚的武士、有良好训练和装备的封臣是领主地位的额外保证，这些不是能随便购买到的。


  这种骑士精神式的待遇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不复存在。一个“充分激励”的世界同收入和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形成了一种肮脏的互补关系。如果任何行动都可以获得金钱回报，所有的幸福来源都可以用人的购买意愿来标价，那么富人社会权力的膨胀速度就很难用1920年与今天购买力的对比来描述。市场的扩大不但造成了经济不平等，还让经济不平等创造出政治不平等，而在迈克尔·沃尔泽（Micheal Walzer）主张的分配正义理论中，政治领域本来是应该不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


  老式的哈耶克主义认为，只有私人财富的大量积累才能保证自由。如果没有私人财富，谁会愿意参与政治行动，去对抗控制着全能国家机器的统治者？更早期的托克维尔主义认为，同阶层的广大自由民众是防止专制主义暴政以及未来潜在工业贵族暴政的关键所在，这些工业贵族会因自身的物质利益联合起来，并缺乏任何互惠义务纽带的制约，他们除了支付工资以外，并不对下属提供封建式的身份保护。或许我们正在向哈耶克的理想前进，最终却发现那原来是托克维尔的噩梦。


  结论


  现在我们可以阐述全面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均衡：


  采用“货币视角”让我们看到，财富收入比的决定因素不只是储蓄率和增长率，而更多涉及谈判能力、垄断地位和金融体系。该视角引领我们回顾了非竞争性、非综合性的分配理论，把制度因素带入最前线，以解释收入中的资本劳动之分，以及用当前的利润率对财富的未来收入加以资本化的过程。我们无须从不受时间影响的竞争市场原则和两个欧拉公式——适用于规模收益不变生产函数的欧拉定理与消费欧拉公式——之中推导财富分配的结果，而是必须探讨经济运行的细节：决定分配结果的各种特殊规则、市场结构和社会规范。


  作为该观点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重新解释和完善库兹涅茨曲线的预测。


  监管、政策、社会规范和“制度”决定了资本收入份额（α）和利润率（r），继而又决定了财富收入比（W/Y）。财富的规模和分配状况可以产生政治影响力，再作用于监管、社会规范和政策。由此可以设想出有多个路径依赖的库兹涅茨式运行轨迹，都是从技术引致的某个初期财富（或许还包括人力资本）的不平等水平出发，初期不平等将产生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以维护和放大财富持有人的回报，继续复制不平等。这一运行轨迹可能进入“库兹涅茨高原”（Kuznets plateau）状态，需要巨大的冲击才能打破。


  不过，可能还有其他的运行轨迹。在这些运行轨迹中，初期的不平等没有把制度导向复制不平等的方向。库兹涅茨变迁曲线会变得较短，更多出现熊彼特式赢家，而非帕累托式的永久寡头。


  鉴于西方国家不平等扩大的走势，我们可能正迈向漫长而痛苦的第一种库兹涅茨变迁形式。


  第6章


  无所不在的奴隶资本


  戴娜·拉米·贝里


  奴隶和奴隶制被《21世纪资本论》总结为资本存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解放奴隶时消失，但很快又被其他形式替代。历史学家戴娜·拉米·贝里对此提出了商榷，她认为奴隶制遍布于整个经济，而不仅是在农业种植园里。她指出，有些奴隶是由公司和市镇当局拥有的，他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建，并构成了大型非营利机构可继承的财产。此外，作为可交易的财产，奴隶支撑着金融体系的运行，进而让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基础上发展成形。贝里认为把这些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对奴隶制的正确解释——这正是《21世纪资本论》的缺陷所在，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19世纪、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资本。


  1848年春季和夏季，美国南方铁路公司（Southern Railroad Company）从弗吉尼亚州购买了82名奴隶劳动力，以建设旨在支持上南方和下南方地区贸易的运输道路（见图6.1）。当年5—7月，该公司为购买这些奴隶共支付了46 398美元，男性66人，占80.5%，女性16人，占19.5%。弗吉尼亚州里奇蒙德市的奴隶主朱丽叶·华盛顿（Juliet E. Washington）于5月15日把26岁的奴隶菲尔以600美元卖给该公司，并保证菲尔身上不涉及其他债务，而且“完全健康”。除了菲尔的价值和年龄外，华盛顿还提道：他的肤色是“黑色或棕色”，身高“5英尺3又1/2英寸”[1]，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有块疤。另一位名为西皮奥的奴隶也在当天被主人以同样价格卖给南方铁路公司，略微年轻一些，22岁，没有疤痕，身高5英尺2又1/2英寸。卖给该公司的女奴隶则包括南希、阿戴琳、露西·安、简和伊莱扎等人。有些奴隶是成对出售的，如卡罗莱纳和哈里特姐妹，朱丽叶·安和亨利·安母子。1在那三个月时间里，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主把这些奴隶挑选出来，卖给南方铁路公司，为新兴的铁路产业提供清扫、餐饮、铺轨等各种劳务。这样的劳动力交易一直延续到南北战争期间，战后当他们作为自由人寻找工薪工作时也依然如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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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 证明购买菲尔和西皮奥等奴隶为铁路公司工作的账本中的一页

  


  资料来源：Southern Railroad Ledger，Purchases for 1848，Natchez Trace Slaves and Slavery Collection，#2E775，Dolph 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美国的各铁路公司拥有奴隶一事为何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这跟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有什么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始于如下的定义。


  对资本的定义


  皮凯蒂对资本的定义既有包容性，也有排除性。他区分了实物资本、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这三种资本形式，也提到人力资本和奴隶资本，却没有对后者做明确的定义。资本的包容性定义，即“可以被拥有并在市场上交易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则明确排除了奴隶。皮凯蒂把奴隶单列出来，告诉读者人力财产作为特殊案例将在《21世纪资本论》的后文中加以讨论。


  结果，这一讨论奴隶议题的承诺在皮凯蒂的大作中被压缩到了区区7页篇幅。在他看来，奴隶资本是私人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不需要再做充分讨论。他也没有提到在公共领域使用奴隶劳动力的情况。


  通过一系列设问，皮凯蒂给读者们提供了一套特别的定义，涉及资本的“形式”及其如何“随时间变化”。3第一种形式是人力资本，定义为“个人的劳动力、技能、培训和能力”，但他明确声明，除了在该小节（《新大陆和旧大陆：奴隶制的重要性》）的简短讨论外，书中的其他分析“总是把人力资本排除在外”。4皮凯蒂说的第二种资本形式是房地产，包括住房和土地。其余两种资本形式是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包括“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由企业和政府机构使用。5根据这些定义，他把奴隶或奴隶资本排除在自己的理论架构之外。然而，皮凯蒂对奴隶制度和奴隶本身的草率处理给他的论述留下了漏洞。因为受奴役的人形成了金融资本，通过使用这些劳动力的企业和政府机构在跨国市场上流转。


  皮凯蒂的著作是对这个千年的资本主义的经典研究，内容厚重，但用平实的语言写成。他的主题可以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概括：资本投资的增速将超过收入的增速，导致富者愈富。通过考察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历史，他找出了重要的时间变化现象，把其中大多数情况归结于战争、技术进步、财产和投资等因素。该书在网上提供的技术性附录给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供专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对图表和详细解释感兴趣的人参考。皮凯蒂传递的信息是，顶层1%人群仍处于上升轨迹，会继续拉大这些人同之下99%人群的距离，当然他也提供了一个再分配解决方案，以缩小富裕人群、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差距，因此追随“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们依然可以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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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将关注受奴役的人——“名副其实”的人力资本，在被皮凯蒂排除的地方，他们其实无处不在。我认为，皮凯蒂在分析政府和私人企业时强调专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两种资本形式，却严重忽视了世界经济中的某些基础特征。或者简而言之，他撰写的这本经济著作所采用的资本定义未包含奴隶制的内容，由此忽视了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是15—19世纪西方经济体的重要基础这一事实。大多数主要欧洲国家都参与过奴隶买卖，殖民地时期和南北战争前的顶层1%人群是通过剥削奴隶劳动而致富的，这种动态资本积累过程与皮凯蒂描述的无痛苦模型（即储蓄和积累的增速只是消极地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速）大不相同。我们有来自私人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大量证据，表明它们的成立和维系都依靠奴隶劳动，不可能在讲述这段资本历史时对其熟视无睹。但首先，我们还是必须给出关于奴隶资本（slave capital）的一个可行定义。


  作为研究奴隶制的学者，我的本能是把“奴隶资本”定义为大大小小的任意蓄奴者把奴隶的人身商品化后得到的货币总价值。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反映出来，包括庄园估值中记录的金额、蓄奴者去世时的遗嘱认证、年度纳税申报单、定期计算的抵押贷款、偶尔出现的馈赠契约、投保的保单，甚至通过验尸报告给出的结果等。利用这些林林总总的文件，可以用一系列变量计算出奴隶的价值，包括他们的年龄、性别、技能、健康状况和脾气性格等。每个奴隶都有可以计算出的价值，加起来就是奴隶主在奴隶身上拥有的净资产。与此类似，奴隶资本还反映在蓄奴者从奴隶生产的产品中获取的收入，减去蓄养他们花费的成本。


  奴隶资本 = 奴隶的人身价值 + 奴隶的生产性产出-成本（维持其生存）


  在新大陆的种植园组织中，奴隶劳动力与受奴役者构成了社会精英人群的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今天的社会运动组织与法案披露了公共和私人公司同奴隶制的历史联系，从而曝光了某些精英家族的信息。2015年夏，伦敦大学学院与英国广播公司合作播出了两集纪录片《被遗忘的英国奴隶主》（Britain’ s Forgotten Slave-Owners），并设立了一个开源网站“英国奴隶主的遗产”（Legacies of British Slave-Ownership），追踪到付给英国奴隶主们2 000万英镑，以弥补解放奴隶给他们造成资本损失的赔偿政策。6这一信息的揭发来自“加勒比社群组织”[2]领导的仍在推进的工作，该组织试图要求以前蓄奴的欧洲国家“与加勒比国家的政府开展赔偿谈判”，以解决“那些罪恶行为遗留至今的后果”。7有关奴隶资本的长期经济影响的调查也在开展中，但规模较小，更注重个人。美国的某些州和市政府已开始处理对今天仍有财政影响的奴隶制时期的保险单。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在2000年发布了SB 2199法案《奴隶制时期的保险单》（Slavery Era Insurance Policies），要求各公司披露档案中有关奴隶保单的记录。按法律规定记录这段历史，提供了“来自奴隶制的不正当利润的第一手证据，其中部分获利来自资本化的承保人，继承人一直延续至今”。8正是这些工作暴露出财富分配上的差距，追踪了奴隶制对公共和私人金融活动的经济影响，并推动了可能带来改变的政策措施。


  然而，当保单持有人这批精英人群因为控制着历史和现有保单而从中获益时，很难迫使他们做出变革。皮凯蒂预测，顶层1%人群会继续增加自己的财富，并没有开展再分配的强烈动力。这对于奴隶制历史同样适用，奴隶制对个人和机构的财富影响是可以追溯的。理解这段被记录的历史，可以为通过政策变革解决不平等问题提供机遇。


  历史学家认为，到19世纪中叶，“南方白人中拥有奴隶的不足25%”。9这些人是社会的精英成员，其中许多是能影响法案制定以维护自身地位的政治领袖、法官、医生和律师。通过对贫富差异和历史遗产的影响，这一社会结构带来的世代财富（generational wealth）让卷入奴隶贸易的各个国家饱受困扰。如果皮凯蒂的看法正确，“所有形式的资本的回报率都约为每年5%”，且美国在1770—1810年的奴隶资本总价值约为1.5年的国民收入。由于他的资本定义忽略了机构和企业等拥有的奴隶资本，他对资本的测算可能存在严重低估。10以奴隶劳动力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给公共和私人企业、公立和私立大学以及各州和市政府的财富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南方铁路公司与巴尔的摩人寿保险公司，北卡罗来纳大学与达特茅斯学院等。这意味着皮凯蒂声称的“总是把人力资本排除在外”的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他在计算企业（保险公司）、产业（铁路）、专利权（轧棉机）以及市政府（堤坝、运河和桥梁）产生的公共财富时，都直接或间接地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他对种植园和私人手里的奴隶资本的忽略同样令我感到不安，不过我在这里暂不讨论种植园的奴隶资本，而是想通过探讨产业和市政机构使用的奴隶资本的价值来提出质疑。当时，受奴役的人被视为动产，一种可以移动的实物财产。这意味着他们既是人也是产品，或者如历史学家沃尔特·约翰逊所述，属于“标了价钱的人”。11奴隶资本代表着受奴役者创造的财富，而皮凯蒂所说的人力资本并不必然指作为动产的人。12在他看来，奴隶资本和人力资本并非总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对该现象的理解是历史学面临的一个挑战，对希望了解奴隶制的经济特征的人则是更大的挑战。


  历史编纂学


  跨入20世纪以来，致力于研究奴隶制与经济问题交叉领域的学者用不同方式探讨了这一话题。某些只专注于经济上的营利性、奴隶的生产率或技术进步，另一些则更关心区域性作物分工、临时性的市场变化、奴隶贸易格局等。虽然这并未包括学者们撰写的关于奴隶经济的所有话题，但大体上反映了关注奴隶制经济学的历史学家采用的研究方法。


  威廉·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是最早研究奴隶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学者之一。在必须被称为非裔美国人历史低谷期的1896年，杜波依斯出版了《从非洲向美国的奴隶贸易受到的压制》一书，主要讲述经济史。19世纪90年代的非裔美国人遭受各种私人执法行为的侵犯，从普遍的私刑处决到极端的歧视。作为第一位从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杜波依斯研究并撰写了对奴隶贸易的压制过程，他认为这个议题“与美国的奴隶制度乃至整个殖民地政策……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不容忽视。13基于广泛的资料，包括“联邦、各州以及殖民地时期的法规、国会文档、社团报告和个人记述等”，杜波依斯对自己的发现颇有信心，但也谦逊地承认，经济方面的资料很难查找。14不过他确实发现，到1700年时，奴隶资产的贸易已成为“英国的实践经济学中无可争议的公理。”15通过集中考察美国从殖民地社会走向成熟国家的过程，杜波依斯发现了一个历史时期，有关此议题的辩论本可能导致废止奴隶贸易，并废除奴隶制。但他得出的结论是，美洲殖民者最终“依然愿意靠奴隶制获利致富”。16


  大约20年后，历史学家菲利普斯出版了第一本关于美国奴隶制的专著。该书充满了反映20世纪早期种族紧张关系（包括泛滥的私刑、隔离和优生学内容）的语言，书中明确提到，“奴隶既是人，也是财产，作为动产带有投资的性质。”17接下来，菲利普斯利用种植园的记录、账本、日记、普查数据以及大量其他资料，对美国的奴隶制和蓄奴历史进行了经济分析。他考察了种植园经营、奴隶价格、保险和铁路业使用的奴隶劳动力等课题，而且批评经济学家基本上忽略了奴隶制议题，这在今天已不再成立，但对皮凯蒂或许仍然适用。


  随着学者对奴隶经济兴趣的增强，对话内容转移到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关系上。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于1944年发表了对今天的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交叉学科依然是关键读本的研究成果。与杜波依斯相似，威廉姆斯也关注大西洋奴隶贸易、奴隶制度、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奴隶解放之间的联系，而他的重心是加勒比地区。18威廉姆斯利用英国的记录追踪奴隶制的历史，认为“对这段时期的大多数写作者都忽略了受奴役的人”。19他把该书的最后一章献给这些人，而不是把他们从历史上抹去。他在其中探讨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对惩罚、流动性、宗教教化和劳动监管的改革。这一基础研究创立的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兴研究课题，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仍有回响。


  迄今为止，鲜有研究成果像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尔曼的《苦难的时代》那样产生过太多讨论和争议。在威廉姆斯的著作发表后近30年，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74年大胆引入了计量历史学来分析奴隶制的量化影响。这一新的研究方法依靠数学和统计公式，在计算机处理技术自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进步以来成为主流。跟随哈佛大学学者阿尔弗雷德·康拉德和约翰·梅耶的思路，福格尔和恩格尔曼试图通过10个有争议的关键干预方法来重新解释奴隶制的历史。20他们提出，蓄奴者做出了“高盈利”产业的合理决策；奴隶制在南北战争前夕十分繁荣；农场劳动者是非常辛苦的劳动力；奴隶的生育和家庭隔离被夸大了；受奴役的劳动力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产业工人处境类似等。他们还认为，奴隶受到了奴隶主的较好对待，很少受到鞭打。他们分析了对奴隶的投资回报率，测算了价格和区域性的投机。他们利用图表给研究成果进行了良好的视觉阐述，同时激起了延续至今的激烈讨论。他们在研究中编制的数据库如今仍在使用，而且皮凯蒂在粗略描述奴隶制时引述了这一数据库。


  与早先的学者一样，福格尔和恩格尔曼承认“奴隶参与了南方经济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21他们的研究开启了一个新领域。有人认为，公众对他们的研究结论表达抗议除带来其他后果外，反而导致许多学生加入罗切斯特大学以及后来的芝加哥大学（因为福格尔），跟随他们开展研究。由于他们的重要贡献，与奴隶制有关的经济史研究在过去40年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涉及奴隶的健康和身高、生育状况、新生儿体重、国内奴隶贸易、农作物专业化以及工业领域的奴隶劳动等各种信息。22


  该领域接下来的重要变化是最近兴起的有关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过去几年中，历史学家一直在探究奴隶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在某些人看来，这一变化意味着转向对下密西西比河谷的棉花种植和奴隶制的扩展研究。哈佛大学的沃尔特·约翰逊是这些讨论的掌舵人。他于2013年发表的《暗梦之河》（River of Dark Dreams）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奴隶制和受奴役人群，从托马斯·杰斐逊对“自由帝国”的愿景演化成“19世纪密西西比河谷的奴隶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 23约翰逊的关注点不在于美国南北方之间在当时日益对立的地方偏见，而是发现密西西比河谷的奴隶主很清楚，“奴隶制是南方经济未来的基础”，因此他们才会在19世纪50年代支持入侵古巴和尼加拉瓜，并在南北战争爆发前推动重新开放奴隶贸易等。他们的全球眼界比学者们以前的看法要广阔得多，这使杜波依斯和威廉姆斯等早期学者的成果显得更为重要。


  约翰逊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当时的奴隶制研究已扩展到对各地区和人们生活经历的微观研究。约翰逊一直是极其严谨的档案研究的倡导者，他利用已出版的奴隶记述，结合政治演讲、反抗斗争、法案、大众文化以及个人通信等各种资料，讲述棉花王国“奴隶制种族资本主义”的故事。


  有少数学者关心某些与之相关的话题，如奴隶制向下密西西比河谷的扩展、棉花在世界经济中的历史以及国内奴隶贩运等，近年来也发表了与帝国主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有关的研究成果。这些人包括约书亚·罗斯曼、爱德华·巴普蒂斯特、斯文·贝克特和卡尔文·谢梅霍恩等。24贝克特对棉花在亚洲、中国、苏联、印度、美国和欧洲的全球发展史的描述，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班克罗夫奖”（Bancroft Prize），还入围普利策奖候选名单，他尤为清晰和深刻地展示了学术界的关注有超出美国国境的趋势。该作品是2011年由贝克特和赛斯·罗克曼（Seth Rockman）召集、布朗大学和哈佛大学主办的名为“奴隶制的资本主义”研讨会后发表的成果。以上学者均参与了研讨会，即将出版的同名文集中将收录我们当中许多人的论文。


  巴普蒂斯特的著作《不为人知的那一半》（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激起了共鸣，特别是其中大胆的语言描述、对奴隶生活记述的引用，以及对利用暴力提高奴隶生产率的制度所做的控诉。某位匿名评论人在《经济学人》杂志刊发的一篇负面评论中，批评巴普蒂斯特没有写出“奴隶制的客观历史”，因为“书中的几乎所有黑人都是受害者，几乎所有白人都是坏蛋”。 25该评论的说法以及作者的匿名身份，让很多人质疑这一久负盛名的新闻杂志的职业操守。在引发广泛谴责与对巴普蒂斯特的尖锐回击后，《经济学人》的编辑发表了致歉声明。26


  然而这本书为何让那么多人感到愤怒呢？它与其他作品有何不同？首先，巴普蒂斯特基于被奴役者发出的声音做出了大胆的断言，“强制移民和肉刑”而非种植机械和作物品种方面的技术进步才是提高“劳动集中营”（他以这个说法来指代种植园）生产率的主要手段。27他参考了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收集的同以前奴隶的访谈，某些人因为收集方法的关系对这些资料抱有怀疑。访谈是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的，主要受访者是白人。批评者认为其中充满评判和有疑问的回忆，许多对话难以读懂。然而利用该资料的人（包括笔者在内）认识到来自受奴役者视角的宝贵价值，但需要结合各种背景加以利用。这不是新出现的争议，也并非可以用种族界限来划分。从奴隶主的视角出发，通过他们的信件、记述和账册等资料讲述奴隶制历史时，那些文件很少受到质疑，基本上被照单全收。相比之下，从奴隶视角用他们的语言作为证词讲述的另一半故事，则远没有前者那样多。


  除借用奴隶的叙述外，巴普蒂斯特还迫使读者直面奴隶的身体。他的著作围绕人身体的各部分来组织：脚、头、右手、左手、舌头、呼吸、体液、血液、脊背和臂膀。他用叙述文总结宏大的历史，《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杂志为此主办了一场学者们的圆桌评论会。与会经济学家的批评比之前提到的意见要具体得多，许多人提到他对于每名奴隶的棉花采摘率提高的解释。例如阿兰·奥姆斯特德（Alan Olmstead）认为，巴普蒂斯特“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抱有敌意”。另一位参会者声称，巴普蒂斯特的数据不透明。四位评论者的总体感觉是，该书未能达成其目标。同20世纪70年代福格尔与恩格尔曼的研究引发的争议一样，巴普蒂斯特的著作将继续给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成长的关系制造讨论话题。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学家就在探讨奴隶制的经济问题。他们通过深入挖掘几个数据库，得以分析劳动力、产品、市场和定价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其中许多学者沿着菲利普斯的脚步考察了奴隶价格，算出了价格指数，能预测奴隶价值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所有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成年男性奴隶。28


  尽管有历史学家的新成果与经济学家的大量文献，但在奴隶制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女性的角色依然缺失，或者说基本被牺牲掉了。这是一个重要缺陷，因为殖民地法律是以女性的身体来定义奴隶的，这意味着女性奴隶的子女将继承她们的身份。非洲学家与少数经济学家注意到了进口女奴的人数变化，有位学者观察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终结前后的奴隶价格变化，但女性的角色和经历在资本主义及人的商品化研究中依然需要更多关注。皮凯蒂只是在关于自然增长的插叙中顺便提及女性。约翰逊与巴普蒂斯特考察了她们的遭遇，但上述学者均没有分析女性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如小商小贩、酒馆老板、蓄奴者、预言师、治疗师、洗衣工或老鸨等。我们知道女奴遭受性剥削，这来自她们自己的叙述以及众多历史学家的著作，其中包括怀特（Deborah Gray White）、海恩（Darlene Clark Hine）、斯蒂文森（Brenda E.Stevenson）、金（Wilma King）和詹宁斯（Thelma Jennings）等。可是自从被抓捕之时起，女奴也是奴隶市场的活跃参与者，其人身属性既是商品也是行为人。我们还从斯莫尔伍德等人的著作中获知，运奴船上的女俘虏领导和参与过起义、生过孩子、操纵过船员，通过谈判获得上甲板的时间，也曾以死抗争被奴役的命运。29


  詹妮弗·摩根（Jennifer L. Morgan）出版了《奴隶制下的女性：早期英属大西洋地区的种族与数字》，这一著作不仅展示了女性的存在，还述及她们的经历和知识对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贡献。摩根从非洲西海岸开始追踪这段历史中的女性角色，并未简单地把她们降级为受害者。她叙述了从奴隶贸易到中段航程的经历，进而重写了奴隶贸易的历史，并改变了学者们对新大陆的性别和经济问题的观点。


  我本人的作品《每一磅肉的价格：在一个国家创建中，从子宫到坟墓的奴隶价值》考察了美国各地从出生到死亡的不同性别的奴隶资本。与摩根和斯莫尔伍德类似，我承认女性作为“更多劳动力来源”的唯一提供者经历的商品化过程有其特殊性。与巴普蒂斯特类似，我主张把奴隶的叙述同奴隶主的记录结合起来使用。不过，以下讨论主要是我对皮凯蒂的一些看法，将仅关注公共形式的资本，不同于近期学术研究通常聚焦的单一作物经济（棉花）领域。


  直到不久前，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之间似乎依然树立着一堵想象中的学科之墙。而且在我看来，双方在相互交流上做得并不好。随时间推移，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方法论和原理阐释往往有不同说法。然而在过去20年左右，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在各自领域主办的研讨会上开始分享观点，我们出席另一学科的年度会议，关注对方在季刊和专著中发表的成果并做出回应。从对奴隶制经济早期历史的追踪，到如今关于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增加，表明我们正进入跨学科研究的新时期，这样的对话早就该开始了。


  专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中的奴隶制因素


  在美国南方各地，当时经常能在城市中看到受奴役的男人和女人在劳动，包括巴尔的摩、新奥尔良、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Mobile）与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Natchez）等。30奴隶们在造船厂、制砖厂和屠宰场工作，也在城市的市场中交易货品（见图6.2）。女性担任洗衣工和酒馆服务员，并与男性奴隶清洁工一起在政府、医疗机构和大学中做内勤。奴隶劳动力还参与了“街道的平整、铺筑和清洁，桥梁的建设，垃圾收集，以及运河与排水道的挖掘”，成为市政工程建设的主要力量。31殖民地时期与南北战争前的报纸留下了奴隶参与城市区域工作的大量证据。女性出现在劳工招揽广告上，包括乳母、洗衣工、缝纫工和制砖工等。


  皮凯蒂采用的奴隶资本定义未能反映人力资本渗透到专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情形，尤其是在城市和州支持的公共工程项目中。我们知道，正如南方铁路公司于1848年春夏所购买的82名劳动力一样，在比此早得多的时候，受奴役者就在工厂、船厂、墓地和其他公共场所参与劳动。他们的工作促进了大量公共设施的改善，尤其是桥梁、堤坝、运河，以及各类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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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2 南北战争之前的报纸上刊登了招揽铁路工人和其他劳工的广告，如这份广告中宣称有不错的工资和良好的待遇

  


  资料来源：Petersburg Daily Express，September 3，1855，第3版。


  1815年3月19日，路易斯安那州康科迪亚区（Concordia Parish）的安德鲁斯法官裁决，该城市应该要求“堤防区域内的所有健康黑人”协助尽快完成堤坝建设，以应对河水的快速上涨（见图6.3）。32看起来，奴隶们参与过堤坝的建设和加固工作。在危机中派他们前去提供援助，表明他们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还意味着让健康的黑人为市政府工作并不罕见。黑人参与这项工作，证实金融资本与专业资本中包含人身动产，而皮凯蒂的计算中并未纳入这些人。这些是皮凯蒂做了归纳总结，却没有承认的资本形式。


  某些市政府的记录也包含着奴隶资本。例如萨凡纳市就在若干部门中使用过奴隶，早在1790年夏天，萨凡纳市议会便有记录：要求归属或处于本市的年龄在16～60岁的所有男性奴隶“上街清除……杂草及其他障碍物”。 33该市的警长和警员临时充当这批劳动者的监督员。20年后的记录表明，当地有51名非洲出生的健康强壮的男性，被市长要求在某位威廉·理查德森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从时间上推测（1820年8月），这批人很可能是非法贩运过来的非洲俘虏。虽然1808年之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已成为非法行为，但我们有充分证据表明，直至美国内战的早期，这一非法市场仍在延续。34那位理查德森先生明确向市长保证，他打算利用这批非洲人拆除墙垒，可以给城市节约近4 000美元费用。成本节约的好处压倒了使用合法与非法非洲俘虏的风险，于是市议会允许在市长监督之下给予临时批准。35此类活动证明，奴隶资本经常让萨凡纳等城市的政府获益（见图6.4），尽管它们曾在定居后的将近前20年里禁止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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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3 1815年要求参与堤防工程的法院命令，路易斯安那州康科迪亚区

  


  资料来源：Natchez Trace Slaves and Slavery Collection，MS #2E77，Dolph 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除了对公共资本的贡献，受奴役者还被城市政府购买。1831年2月，一位市政委员会成员获得允许，代表萨凡纳街道委员会（Savannah Street and Lane Committee）“购买两名能干的黑人，用于城市服务”，这些黑人将在城市西端的道路和桥梁上干活。对采购奴隶用于城市服务的行为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从保存下来的财务说明中看到确切证据，其说法“利用一切经济方式，采用所有手段”，是“符合城市利益的”。3611年后，此类做法仍在延续。这次该城市同意在每名奴隶的出价不超过250美元的条件下，“采购足够数量的能干黑人”。有人好奇为何设定上述价格限制，那是因为当时的男性奴隶价格远远超过250美元，对该城市需要的年轻男性（15～30岁）尤其如此。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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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4 萨凡纳市俯瞰图，1734年3月29日，彼得·戈登（Peter Gordon）绘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the Georgia Historical Society，MS-1361-MP-001。


  利用奴隶劳动力服务市政工作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像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从蓄奴者那里租用奴隶，每天的费用不过25～50美分。许多被囚禁的奴隶在关押期间也被派来劳动。此类活动大量开展，新奥尔良每年为此类劳务花费超过3万美元。38奴隶劳动机制还用于制造业，包括轧棉厂、制鞋厂、制革厂、面包房与城市报纸的印刷厂。新奥尔良的一家制砖厂拥有100名奴隶，比洛克西湾（Biloxi Bay）的一家类似工厂则有116名男性与37名女性奴隶，每年生产1 000万块砖。39这些数据表明，公共部门拥有的奴隶资本的产出应该超出其成本，政府官员在确保有利可图方面做得很好。


  19世纪50年代，密西西比州亚当斯县（Adams County）的议员要求男性和女性奴隶提供道路修整的劳役。例如，阿什福德一家在1850—1856年的每个夏天派遣12～64名男性和女性奴隶去帮助修路（见图6.5）。阿什福德签署了一份誓约，保证提供“合格”的奴隶：“我以自己的信誉和判断庄严宣誓，如下名单是本人在J. P. 阿什福德庄园拥有与控制的、根据密西西比州亚当斯县法律应提供道路修整劳役奴隶的真实而准确的名字以及数量。” 401850年5月6日，阿什福德派出了一队性别略微不平衡的奴隶，包含29名女性、35名男性。可能其中某些人是丈夫和妻子、母亲和儿子、父亲和女儿等关系，这反映在他们的姓氏上，如玛丽和约翰·杰克逊，约翰、鲍勃和玛丽·史密斯等。六年中，这同一批里的许多人为县里提供劳动，但每年的数量有波动，有时大幅减少。1855年和1856年夏天，阿什福德只派了12名奴隶修整道路，其中分别有4名和3名女性。马萨、菲利普斯、艾伦和路易斯从6月13日起开始工作，后3位在一年后的7月18日才返回。这种劳动模式表明公共工程中使用奴隶有着固定的周期，也表明其不同于通常和奴隶资本有关的种植园劳动模式。地方政府临时性使用奴隶劳动，进一步证明人力资本对若干经济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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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5 账本中的一页，记录了派往密西西比州道路修整劳役的奴隶名单

  


  资料来源：Slave and Slavery Records，MSS #2E777，Natchez Trace Collection，Dolph 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上文提到，市政府除了购买奴隶，还雇用（租赁的另一种说法）奴隶。雇用奴隶是在合同期限内使用其劳动力的省钱办法。41萨凡纳街道委员会于1842年8月雇用了11名黑人，其中3名归城市拥有，费用为“每年125美元”。但他们申请出售其中一名，因为“他在过去两周的行为极其恶劣”，让人担心他会逃走。他们把这名奴隶监禁，建议市议会“一旦能获得有人支付的购置款，就尽快将这个男孩卖掉”。这些公共官员非常关心此事的经济影响，他们向市议会成员保证，在交易这个反抗奴隶的资金能回到预算账户之前，不会推进相关行动。五天后，该市的警长报告了“出售市政当局资产——名为伦敦的黑人男性——的情况，在星期二以250.50美元售出”。42我们无法证实伦敦是不是之前提及的那名奴隶，但这份报告的时间说明很有可能是。


  受奴役与自由身份的黑人在萨凡纳市都必须佩戴徽章，以表明其合法从事的职业，包括屠夫、木工、泥瓦匠、修桶匠和搬运工等。到19世纪中期，其他市镇也与卫生官员合作，设立“清道夫”来维护城市区域的整洁，并防止疾病传染。这类工作涉及烟囱清扫、污物清理、垃圾收集，以及对公共建筑和办公场所消毒等。清道夫相当于今天的环卫工人，他们驾驶运货马车在全城收集垃圾。例如在1830—1831年，萨凡纳市出钱雇用钱斯、蒙迪、鲍勃和本等人为此服务，由他们从事这些维护城市清洁、预防疾病的脏活。


  奴隶资本还为整个美国北方和南方的大学和医学院做出了贡献。有几所大学拥有奴隶，或者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利，含公立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和佐治亚大学，以及私立的弗吉尼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等。按照历史学家克莱格·维尔德的说法，“美国的大学院校扎根于殖民地时期的奴隶经济中”。 43受奴役者有很高的价值，以至于在1829年11月，当詹姆斯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逃脱时，该校在当地报纸上发布了寻人启事（见图6.6），声称詹姆斯是在为大学做了4年服务员之后，“从该校逃走”。寻人启事描述他有5.6英尺到5.8英尺的身高，黑色皮肤，有熟练的交谈能力。或许是由于其“大学服务员”的身份，他无疑有着“得体的穿着，并拥有相当数量的衣服”。詹姆斯在离开时还带走了一匹马以帮助自己逃离。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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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6 南北战争前的报纸上刊登的寻人启事，对找回詹姆斯这样的逃跑奴隶给予奖励，证明了奴隶资本的财务价值

  


  资料来源：Hillsborough Reorder，Hillsborough，NC，29 November 1829，Courtesy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Image Collection Collection #P0004，North Carolina Collection Photographic Archives，The 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威尔逊·考德维尔（Wilson Caldwell）同样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工作，他和母亲一起为校长提供服务。他的父亲托德·考德维尔（Tod Caldwell）是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贴身仆人。图6.7中的照片很好地展示了该大学服务员的衣着风格，或许类似詹姆斯在奔赴自由时带走的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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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7 威尔逊·考德维尔（1841—1898）的形象，其奴隶主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校长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Image Collection #P0002，North Carolina Collection Photographic Archives，The Wilson Library，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在照片中，衣着正规的威尔逊身着马甲、领带、便衣外套和大礼帽，他似乎还有一块手表（腰部有表链），这是种植园里的奴隶不常拥有的。威尔逊与埃默里大学某位校董会成员拥有的女奴凯蒂的故事，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专题讨论会之后，才成为有关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45


  我之所以没有讨论种植园的奴隶制经济，而是关注公共领域，原因在于这部分符合皮凯蒂给出的金融资本和专业资本的定义。证据表明，皮凯蒂的论述在许多方面忽略或错误计算了美国的资本和奴隶状况。他的论述针对的时代结构则构成了另一种局限。皮凯蒂讲述的许多例子来自1770—1810年，他笼统地称之为美国。然而，北美殖民地是在1783年的独立战争之后才组建出美国，这个时代划分中包含了战争时期、从殖民地向各州的演变、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1808年），以及1812年战争前期等，都是美国经济史中的重大转折点，国家在飞速变化，充满各种形式的不平等。


  奴隶制与美国的总统们


  奴隶资本议题的含糊不清，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美国历任总统的蓄奴历史。这里有必要对奴隶制与美国总统们的关系做些讨论。毕竟皮凯蒂的讨论也正是从托马斯·杰斐逊入手。美国的前18任总统中，有12位拥有过奴隶。皮凯蒂特意挑出杰斐逊是没错的，注意到他“不只拥有土地……还有600多名奴隶”，然而，皮凯蒂没有抓住机会测算杰斐逊掌握的人力资本的财富价值。假如他对人力资本并不关注，又为什么要把杰斐逊纳入讨论呢？如下是12位曾经蓄奴的美国总统及其拥有奴隶的状况46：


  乔治·华盛顿，第1任，弗吉尼亚州（250～300名）


  托马斯·杰斐逊，第3任，弗吉尼亚州（200名）


  詹姆斯·麦迪逊，第4任，弗吉尼亚州（超过100名）


  詹姆斯·门罗，第5任，弗吉尼亚州（约75名）


  安德鲁·杰克逊，第7任，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不足200名）


  马丁·范布伦，第8任，纽约州（1名）


  威廉·亨利·哈里森，第9任，弗吉尼亚州（11名）


  约翰·泰勒，第10任，弗吉尼亚州（约70名）


  詹姆斯·波尔克，第11任，北卡罗来纳州（约25名）


  扎卡里·泰勒，第12任，弗吉尼亚州（不足150名）


  安德鲁·约翰逊，第17任，北卡罗来纳州（8名）


  尤利西斯·格兰特，第18任，俄亥俄州（5名）


  皮凯蒂从介绍杰斐逊的蓄奴状况转向关于奴隶资本重要性的讨论，并把1808年废除奴隶贸易归功于杰斐逊。我们不完全清楚杜波依斯是否会赞同这一判断。皮凯蒂在论述中用寥寥几段概括了整个美国奴隶制经济，认为：“当内战于1861年爆发时，奴隶制经济仍在快速增长，但战争使其在1865年最终被废除。”47虽然论述如此粗略，他还是从三个数据库中收集了统计数据，以生成其书中的图4.10和图4.11。48


  在这里，皮凯蒂再次错失了分析美国总统们掌握的奴隶资本的良机。美国的国父们拥有奴隶，到底意味着什么？以“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如何能奴役一群劳动者并以此获利？这样的历史讽刺还影响到当今的经济不平等状况。人力资本是一种自由劳动力的形态，而许多国家、公司和西部的市镇在历史上却从奴隶劳工那里榨取财富。


  奴隶制度带来的财富积累不只是美国南方的现象，北方也同样有罪。许多从事奴隶贸易的企业、投资者与代理人住在北方，并从南方生产的产品中获利。被奴役者的服装和鞋子由北方的工厂生产，把奴隶带到美国的船只由新英格兰的商人们拥有。同样是这些船只把奴隶们生产的产品运往世界各地的市场。49


  当我们把上述证据纳入考虑之后，原来测算的“1.5倍的国民收入”似乎会变成一个大得多的数字，其统计显著性和重要性显然不允许被“排除在外”。如果把各个层面对奴隶制度的分析纳入，从公共部门的记录到为政府掌舵人（如总统们）服务的私人拥有的奴隶，皮凯蒂的结论会有哪些不同？我们有各种撰写奴隶制历史的现存文档，完全不需要借助昆汀·塔伦蒂诺的《被解救的姜戈》去推断奴隶的市场价格。大奴隶主们留下的记录就是更为合适的依据之一。


  结论


  受奴役者为整个新大陆的公共机构的资本积累做出了贡献。在美国，他们帮助修建了南部腹地的堤坝和道路，并且为北方的船坞、工厂和医学院等付出了劳动。作为人力资本，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与生产的产品推动了当地、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他们没有因为工作获得报酬，市政当局利用了他们的劳动，节省下前所未有的资金。皮凯蒂错失了宝贵机会，没能加入正在开展的关于奴隶资本产生财富的讨论。此类讨论是若干当代对话的组成部分，领衔者包括历史学家希拉里·贝克尔斯爵士（Sir Hilary Beckles）与玛丽·贝里（Mary Frances Berry），以及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专栏作家塔-内西·科茨（Ta-Nehisi Coates），他的获奖作品就是从后奴隶制时代开始记述。50皮凯蒂忽略了其研究的实物资本中渗入的奴隶资本的关键存在，他对奴隶制的取巧处理只留下了几个草率的例子。对此不妨借用杜波依斯的警句作为结尾：“斯芬克斯之谜的破解可以推迟，可以暂时回避，但终有一日必须给出完整答复。”51


	[1] 英制单位，1英尺约为0.3048米，1英寸约为0.0254米。——编者注 



	[2] “加勒比社群组织”（Caribbean Community），其正式名称为加勒比社群与共同市场组织（Caribbean Community and Common Market，CARICOM）。 


  第7章


  人力资本与财富[1]
《21世纪资本论》出版前后


  埃里克·尼尔森


  经济学家埃里克·尼尔森瞄准了皮凯蒂著作中的一项核心假设：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本”并不是资本，也不属于不平等扩大或社会固化加剧的一部分。尼尔森认为，人力资本应该跟皮凯蒂对机器、工厂和农田的价值处理一样，被计算为资本。他还指出，经济学内部的人力资本研究传统对解释当前及未来的不平等扩大是必要的，而皮凯蒂对此明确排斥。尼尔森总结了近期的大量研究成果，分析人力资本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代际财富转移与社会流动性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把人力资本纳入分析会产生与皮凯蒂迥然不同的政策启示。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为我们理解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程度以及劳动和资本收入不平等的演化提供了精心收集的新数据。基于这些非同一般而引人深思的历史数据，皮凯蒂发展出一套理论框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导致财富不可控地集中到少数继承人手中。该书指出，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未来可能走向由继承财富统治的极端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状况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显然大幅恶化，可是其原因依旧不得而知。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可能来自若干种组合因素：劳动收入不平等扩大，资本收入不平等扩大，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由于资本的持有状况不平等），以及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协方差扩大等。皮凯蒂在整个《21世纪资本论》中着重以资本为基础展开解释，但他关于劳动收入的理论具有相当的推测性和非正统性。尤其是，皮凯蒂明确排斥了人力资本理论，而这是经济学家用以分析个人层面劳动收入与不平等的主流理论范式。


  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在过去几十年中同样大幅扩大，对于收入分配最高层之外的绝大多数居民而言，劳动收入依旧是主要收入来源。主流微观经济学研究大多利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分布模式，劳动收入差异是由不同类型技能的供需状况决定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理念是，某个人拥有的持久技能存量及特质发挥着资本存量的作用。因此工资可以概括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回报”，使人力资本既能解释工资的差异，也能如财富储备一样运行，跟实物资本非常类似。人力资本已被证明是理解广泛经济现象的有效理论框架，其中包括劳动收入及不平等、教育决策、婚姻筛选、生育率、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以及代际经济表现的相关性等。


  然而《21世纪资本论》明确否认人力资本对分析不平等问题的意义。该书将“资本”和“财富”定义为可交易商品的市场价值。这一定义先天地把人力资本排除在财富来源之外，因为它不能在禁止奴隶制的社会中实现完全的买卖。笔者将在本文中指出，忽略人力资本对皮凯蒂的数据和理论而言都是严重缺陷。人力资本历来是重要的财富源泉，并且在跨代的经济优势传递中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21世纪资本论》对不平等及其时间演进所做的刻画虽然新颖且重要，却不够全面。


  皮凯蒂的眼光局限于从父母到子女的资本遗产，其错误既在于过高估计了富人的遗赠动机，又忽视了以人力资本形式从父母传递给子女的重要财富。此外，关于代际流动性的研究文献尽管尚未得出最终结论，但并不支持皮凯蒂对收入和财富高度不平等会降低流动性和减少机会平等的担忧。我还想指出，“机会”以及“流动性”的概念在《21世纪资本论》乃至广泛的经济学研究中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未来对流动性问题的研究要想有意义地探讨这些内容，应该借鉴有关后代的人力资本生产技术的丰富文献。


  本章剩余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详细讨论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异同点。以此为基础，第二节说明皮凯蒂反对把人力资本计入财富为何最终不成立。第三节探讨人力资本、父母遗赠和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因为在《21世纪资本论》中家族继承是导致财富集中的一个关键机制。此后转向皮凯蒂对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某些“非竞争性”因素的解释。我认为，无论他的具体论断最终是否被接受，经济学研究都应该更好地区分各种类型的人力资本与劳动收入来源，因为它们具有大不相同的社会影响。如果人力资本被用于从事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活动，增加这些资本则未必是好事。在本章的结论中，相比《21世纪资本论》提出的财富税建议，我将探讨一种在平等主义与非平等主义视角上都更容易接受的政策主张，即改善早期儿童教育。对幼儿的人力资本投资可能带来极为显著的社会回报，同时又能缩小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之间的财富差距。


  这里对文中的术语做一点说明：在全文中，我将用“资本”代表皮凯蒂资本和财富的概念，而用“财富”作为更一般意义的词汇，既代表皮凯蒂的概念（把财富和资本等同看待），也包含人力资本（我将说明这也是一种类型的财富）。


  什么是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经济学家用来分析个人之间在收入、财富、健康和其他很多经济表现上的不平等的主要理论框架。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理念在于，个人拥有的一系列技能和特质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回报。技能是可持续的，依存于特定环境，并对投资有所回报，这些正好是传统实物资本的若干关键特征。人力资本理论严谨地借用了这个类比，把某人拥有的技能定义为人力资本的存量，然后用人力资本的差异解释工资率及其他经济表现的差异。某个特定劳动者的收入可以提高，要么因为其人力资本增加（通过教育或在职培训），要么因为他已经掌握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变得更有价值，比如受到技术变革的推动。


  “人力资本”这个说法可能令人感到困惑，因为它会让人错误地把劳动收入等同于资本收入。虽然本章会坚持采用标准的术语，但若以“掌握的持久技能”替代“人力资本”，并不会遗失任何含义。需要明确的是：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是不同的概念，根据场合，两者的区别可能非常重要。这里有必要详细介绍这些区别，因为下文将会指出它们对皮凯蒂在其著作中的论述都没有太大影响。


  第一个关键区别在于，与实物资本不同，人力资本不能完全地进行买卖。这点很重要，意味着人力资本不能作为抵押品获得信贷。房主可以靠住房价值获取贷款，但依靠贷款支持自己读大学的学生却不能做出类似的承诺：在不能偿付贷款时，将其人力资本的控制权让渡给债权人。还有，因为我们能观察到的只是人力资本的租赁费率，而非价格水平，评估人力资本中包含的财富大小非常困难。1


  第二个关键区别在于，人力资本与掌握它的特定个人密不可分，在其所有者不提供劳动服务时不可能被利用。因此除人力资本的生产能力外，劳动者的偏好也是其人力资本投入使用以及获得报酬的重要决定因素。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下开展工作，拖拉机对此毫不在乎，劳动者却会斤斤计较。除了其他影响，这意味着只要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存在负效用，人力资本获得的收入用福利测算就不如实物资本的收入。当然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出现，某些工作的非货币收益可能补偿劳动者获得的较低薪酬。


  对人力资本的一般反对意见


  在讨论《21世纪资本论》关于不平等议题的微观经济研究对数据和理论的影响之前，有必要评估该书在分析中拒绝纳入人力资本的主要理由。这些理由其实都不成立。人力资本是财富的重要源泉，对理解横截面与代际不平等问题都至关重要。皮凯蒂将其排斥在外是错误的。


  首先，皮凯蒂把财富等同于资本，将其定义为全部并仅限于可以买卖的物品。这一定义当即取消了人力资本的财富属性，但皮凯蒂没有在任何地方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人力资本不可出售的特性与他的整体论述有关。2在《21世纪资本论》中，资本的主要特征包括：耐用性，无需更多努力即可产生回报，以及可以转移给继承人。实物资本的这些特征并不依赖于其可出售性，也明显与人力资本雷同。技能虽然会随时间消退或者变得过时，但总体上仍是持久耐用的。技能的拥有者每工作一小时都能获得与该技能相关的工资加成，而无需额外努力。虽然劳动者为得到相关的人力资本溢价必须忍受提供劳动带来的负效用，关键却在于这种负效用不见得会随着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提高。实际上，从事高工资的工作完全可能比低工资的工作更令人愉快。最后，劳动技能能够从父母转移给子女，既通过遗传，也通过有意识的教育投资。


  所以从任何合理标准看，人力资本都是财富的源泉。一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越多，其支配经济资源的机会越大。比如有这样两位年轻人：一位是价值5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的继承者，另一位虽然身无分文，却是罕见的天才运动员，预计其职业生涯收入将达数亿美元。显而易见，这两人中更为富裕的是那位运动员，可惜皮凯蒂的定义却意味着相反的结论。


  如上节所述，对人力资本收入和实物资本收入做比较时存在某些有意思的细微差异，因为前者必然涉及提供（可能不愉快的）劳务。无法利用人力资本作为抵押品，可能导致其价值相对而言低于实物资本。可是在其他方面都相同的两个人中，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人按照与皮凯蒂相关的意义来说总是更为富裕。人力资本的不可交易性以及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复杂性，只是意味着人力资本财富的测算会更加困难，却不能否认人力资本的财富属性。


  《21世纪资本论》的第二个普遍观点是，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所做的解释是天真且不完整的，因为它们不能充分解释个人层面的差异。3的确，人力资本的不同只能解释部分可观测到的经济表现的个体差异，但这其实不算什么批评意见，因为人力资本理论从来就没说过能够解释不平等的所有方面。包括皮凯蒂的学说在内，从没有任何经济理论完美贴近实际数据。人力资本可以解释个人之间在经济表现上的许多系统性差异，而经济学家仍在探讨有哪些部分是该理论不能解释的及其原因何在。在此意义上，人力资本与其他经济学理论并无区别。


  《21世纪资本论》还认为，基于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不平等的解释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把劳动收入重新换成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回报。4微观经济学家经常采用经济表现的可观测差异作为人力资本差异的初步证据，以生成新的研究假设，因为这种方法在过去被证明行之有效。然而学者们并不是简单地从可观测的经济表现差异推论人力资本的差异，那样做确实是同义反复。他们其实是假设人力资本同可观测的工资之外的特征存在可估计的联系，如学校教育年限等，由此意味着人力资本与经济表现之间存在可检验、可观测的相关关系。这样的模型完全可能在解释经济表现差异时被证伪。例如，智商高的人平均而言比智商低的人收入更多，这是由实证检验得出的事实，而非同义反复。


  最后，皮凯蒂认为与过去相比，人力资本在今天的重要性并未显著提高，因为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过去一个世纪左右只有略微提高，资本依然占据国民收入的重要份额。皮凯蒂正确地认识到，即使技术发展的方式有利于劳动，经济学理论却表明劳动的收入份额未必会继续提高。然而这一看法没抓住要点，因为人力资本在收入中的份额不同于劳动在收入中的份额。最近数十年来人力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其证据在于人们对技能的投资在增加，通过此类投资获得的单位小时报酬也在增加。即使在一个国民收入份额越来越向资本倾斜的世界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这种意义上依然可能提高。5


  事实上，有极强的证据表明，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的相对重要性在最近数十年确实有所提高。例如，卡茨与墨菲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技能工人的供给尽管在增加，但其工资溢价仍有大幅提升。6这种态势意味着，需要投资和教育来获取的那些技能的价值变得越来越高，当然这一解释对最新的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可能并不太有说服力。


  观察人力资本重要性提升的另一种粗略办法是将劳动收入划分为两个部分：由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经验（即人力资本）带来的收入，以及“原始”劳动力获得的收入，即未受过教育、缺乏经验但身体健全的成年人可以获得的收入。利用美国数据做的简单测算表明，原始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自20世纪中期以来持续下降，人力资本的收入份额则在上升。7


  皮凯蒂之前和之后的父母遗赠与代际流动性


  继承与流动性和机会平等这一基本的社会公正追求紧密相关。假如某些人由于出身而注定陷入贫困，而其他一些人则能继承巨额财富，这对大多数人而言将非常不公平。继承与出身优势在伦理上受到质疑，这些因素导致的不平等和追求公平公正的理想存在激烈冲突。相反，由于工作努力、生产率与能力差异产生的不平等带来的争议小得多，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合理的。由于这些差异悬殊的机制可能导致相似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果，我们有必要区分产生不平等的多种因素，以决定是否需要采取平等主义的政策。


  经济学中有大量研究文献试图弄清楚父母的资源与子女成年后的资源之间有什么联系。部分研究着眼于父母的资源和投资对儿童培养的直接影响，也就是人力资本生产的技术。其他研究针对代际流动性，或社会中的相对经济地位会在多大程度上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皮凯蒂的研究较为密切地追踪了第二类文献，但我认为它们缺乏有说服力和可解释的估计结果。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皮凯蒂，他的著作没有将人力资本生产研究的重要观点纳入对代际财富转移的计算。


  《21世纪资本论》对社会流动性的分析几乎完全集中在资本上，而之前的研究则大多关注教育和劳动收入的流动性，这两者皆与人力资本有更密切的联系。这两种思路本身都很有见地，但若要充分理解经济优势的代际传递，则必须将其结合起来考虑。劳动收入和教育不平等对应着资本指标无法反映的财富差异。与此同时，资本继承是非常重要的财富转移途径，尤其是对顶层富豪们而言，这是劳动收入与教育流动性指标不能反映的。


  《21世纪资本论》与继承资本流：一个有意思的出发点


  在皮凯蒂的书中，资本回报率通常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事实确保了资本财富的增长超过整体经济的增长。假如由此积累的资本完整地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极少数幸运的继承者最终可能控制一个国家的大部分资本。《21世纪资本论》认为，继承资本的这种集中将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因为继承资本的人能获得的收入会压倒劳动能获得的收入。继承与婚姻将成为通向经济成功和安全的主要途径，而非有成效的工作。


  为支持以上假说，《21世纪资本论》给出了关于继承资本流的历史数据，以国家层面的变量展示继承资本在经济体中的相对重要性。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较大，死亡率较高，或者死亡者比生存者拥有明显更多资本时，其继承资本流通常较大。皮凯蒂指出，法国在过去的继承资本流相当大，到20世纪中期明显减少，此后又开始增加。继承资本流重新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收入比提高，以及死亡者与生存者的平均资本比率提高。欧洲其他国家似乎也有类似趋势，而继承资本流的重新增长在美国没有那么显著。继承资本流的增加是《21世纪资本论》的一项主要证据，以说明继承资本变得越来越重要，并可能主宰我们社会的未来。


  但糟糕的是，继承资本流没有追踪父母对子女的资本遗赠。只要死亡者拥有的平均资本量较高，继承资本流总是较大，与这些财产如何在死者的后代及其他实体间分配无关。《21世纪资本论》的隐含假设是，父母的遗产基本上留给其子女。但如果富人把较大比例的财产留给慈善基金会之类的组织，总继承资本流对解释代际财富流动性的重要性就会变得模糊许多。此外，如果父母留给子女的财富比例随时间而变，则总继承资本流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能会完全不同于直接从父母继承资本的时间序列数据。还有一个单独的问题是，生育率可能在这一动态财富积累中扮演何种缓和或加剧的角色。较高的生育率容易使巨额财富被更快地拆分，因为有更多继承人需要分配。《21世纪资本论》提到了生育率的作用，但没有明确说明其结论对有关生育率和财富关系不同假设的敏感性。


  关于富人把遗产留给什么人及其原因，我们也知之甚少，因为经济学家对富人的储蓄率为何如此之高没有很好的解释。通常说的储蓄动机，如熨平不同时期消费水平或对风险的自我防范等，能够很好地诠释普通人的储蓄行为，但对极为富有的人则不适用。富人已经能够很好地给自己提供风险防范，因此从比例上来讲他们应该比其他人储蓄更少。但事实恰恰相反，富人的储蓄率比其他人高得多，他们在退休阶段的财富衰减速度也更为缓慢。沃伦·巴菲特这位年近九旬的勤俭持家的著名亿万富翁，本应该快速消耗掉自己的巨额财富，然而他的实际储蓄率却接近100%。8


  对富人高储蓄率的合理解释需要把更多因素加入标准的储蓄动机列表。一种颇具解释力的方法是直接假设某些人对留下遗产有着强烈的偏好。9令人惊讶的是，研究发现不同家庭遗产动机强度的差异并不容易用可观察到的特征差异来解释。例如，有人或许认为遗产动机来自人们给子女留下财富的愿望，但数据表明，后代的存在并不是推测谁会在离世时留下可观资产的唯一重要因素。10许多没有子女的人在去世时拥有大额资产，某些有后代的人却留不下多少财富。甚至有实证数据表明，在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急剧扩大的同一时期，继承对产生大额财富的影响力还有所减弱。11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皮凯蒂对未来继承现象的强势预测。


  在未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加深对高收入家庭储蓄和遗赠行为的理解应该是优先议题之一。如果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固化为资本不平等的扩大，则富有家庭相对于其他家庭的不同遗赠行为可能会成为加剧财富与收入不平等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资本遗赠在事实上是否变得更为重要，取决于富有家庭把多少财富交出来以及交给谁，而这些家庭的行为恰恰是我们了解甚少的。为深入理解收入和财富分配顶层人群的储蓄与遗赠行为，经济学家必须收集国家层面的数据，并能具体追踪财富如何在家庭后代及其他组织之间分配。如果有更好的数据，学者们应该能够设计出更贴近现实的模型并做检验，以解释不同家庭遗赠动机的差异。


  人力资本与代际流动性


  《21世纪资本论》并没有把人力资本作为父母可以将财富传递给子女的一种机制。然而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人力资本其实是在跨代转移，既通过财产继承制度，也通过有意识开展的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s）。在皮凯蒂强调的资本遗赠渠道之外，人力资本的父母遗赠也形成了一条单独而重要的财富传递渠道。


  从理论上讲，人力资本的父母遗赠既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社会流动性。来自所有社会经济背景的父母都对子女的人力资本大量投资，但通常只有极富有的人群能留下资本遗产。许多类型的活动与支出都可以视为对人力资本的亲代投资。例如，家长花时间帮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在住宅市场上花更高的价钱以定居在有优秀公立学校的安全社区。有关资本遗赠的数据明显低估了社会经济层级较低的家庭留下的实际遗赠，并可能显著高估了父母遗赠的总体不平等程度。目前对遗赠的标准测算方法完全没有包括各种背景的父母为提高子女技能而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也没有涵盖通过基因遗传以及儿童的特定生活环境特征而自动从父母传递给子女的人力资本价值。人力资本的亲代投资有可能提高社会流动性，因为父母给子女的资源和遗赠的真实内容或许不像资本继承测算指标显示的那样悬殊。但另一方面，富有的父母为子女投入的时间和金钱远远多于其他人，差距在最近几十年还有所拉大。12


  不同收入阶层的亲代投资支出不平等，应该会降低社会流动性。然而当共同决定父母收入的所有因素（如父母的教育水平、年龄、婚姻状况、邻里素质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都被考虑进来后，关于父母收入水平对子女表现是否有很强的因果效应，找到的证据却较少。甄别父母收入效应面临的基本实证困难在于收入与可能影响子女表现的大多数其他变量有强烈相关性。把父母收入效应从所有其他变量中分离出来相当不容易，对父母收入直接效应的大多数估计值结果也很小。13因此，父母支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子女表现，目前并不清楚。一个典型例子是，研究者们尚未找到父母的资源和支出变化同子女学习成绩变化之间的明确关系。14在此类实证研究中需要克服的方法论障碍本就相当艰巨。


  在研究儿童人力资本获取的最具技术含量的可靠论文中，同样基本上没有找到父母收入发挥较大独立作用的证据。此类研究倒是认为，包括父母状况在内的儿童早期生活环境对人力资本的发展至关重要。15这些论文发现，有证据表明某些技能的培养存在“关键期”，错过之后投资效率会大大降低。此外还发现，掌握新技能的能力取决于过去的投资，因此存在技能产生更多技能的良性循环。16似乎对人力资本发展而言，重要之处不在于父母收入本身，而是儿童成长需要有健康的母亲、稳定的家庭和学校教育环境，尤其是在早期阶段。低收入的父母或许因为资源有限而难以满足这些必要条件，但亿万富翁父母比起中产阶层父母却未必有很大优势，因为此类投入并不是特别昂贵。


  简而言之，我们掌握的儿童人力资本生产的直接证据并未表明，资本和收入不平等的快速扩大将自动导致后代的人力资本不平等显著扩大。


  皮凯蒂的分析与代际社会流动性的实证研究联系更密切，但此类研究文献对父母优势在多大程度上会传递给子女没有描绘出清晰或一致的图景。这方面研究最多的指标是对收入流动性的估计，根据不同的国家、时期和实证方法，得到的结果差异非常大。某些早期实证研究认为父母的优势会在一两代人内基本消失，而更近期的研究则倾向于认为，父母的优势会在五代乃至更多代人的时期内显著持续，当然近期的研究对此意见也不统一。缺乏共识并不令人意外。收入流动性的估计在实证中极具挑战，主要难度是收入难以精确测算，既是因为年收入往往带有较大的波动性，也由于不同类型的工作在收入方面有着大不相同的职业演进路径。17涉及许多代人多年收入的数据非常罕见，使得关于流动性的实证研究必须依赖精妙的统计方法来处理这些测算难题。


  以收入以外的业绩来评估代际流动性的研究同样缺乏可靠的结论。教育方面的代际相关性随时间和空间呈现出很大变化，对其驱动因素没有多少共识。试图在这些相关关系中区分基因遗传和其他因素的论文也往往意见不一致。消费在经济福利模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关于消费代际流动性的证据却很少，主要是因为数据不足。类似的是，资本财富流动性的证据也相对缺乏，因为跨代资本持有状况的高质量数据很少，本章上一节强调的正是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现有证据表明，资本财富的代际相关性中有很大一部分远在遗赠发生之前就已经实现。此外，现有论文通常并未发现父母的收入对流动性有较强的影响。18


  《21世纪资本论》中强调的资本和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扩大，让某些人担忧社会流动性或许正在下降。直观上看，这一担忧有其合理性：如果财富能用来确保子女获得各种优势，那么财富不平等扩大或许就会导致社会流动性降低。但事实上，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近年来的收入流动性有所下降，反而有强力的证据显示流动性在过去几十年中基本没有变化。19收入流动性相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很不敏感，这看似令人吃惊，其实符合上述的研究发现，即父母收入对子女完成学业和其他人力资本指标的效应的估计值通常很小。当然，受到不同储蓄和遗赠行为的影响，消费和财富流动性的表现或许会与收入流动性差异很大，特别是对财富分配顶端的家庭。然而并没有多少证据肯定皮凯蒂强调的对流动性和机会平等的担忧。下一节将指出，对社会流动性的估计本身难以给出有太多意义的诠释，因为看似相同的流动性水平可能来自大不相同的过程。收入流动性在时间上的相对稳定，可能掩盖了父母资源与子女表现的关系中某些重要的变化。


  社会流动性研究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虽然把人力资本中的不同决定因素（遗传、教育质量、亲代投资以及其他）的相对重要性区分出来极具挑战，这些因素对代际流动性都有关键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相比之下，父母的收入水平对子女的表现或许没有很强的因果效应。也没有充分证据显示，经济流动性在最近数十年中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而下降。皮凯蒂认为财富流动性将在未来数年下降，如果他关于新富人群的储蓄和遗赠行为的隐含模型没错，那或许成立。可是并无多少证据显示，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将损害劳动收入与教育流动性。与此同时，《21世纪资本论》中的数据和分析及本章的讨论表明，对不平等的微观经济研究有若干新的努力方向。本节将简要介绍几个未来研究可望取得丰富成果的领域。


  用微观经济数据探究不平等的正统研究方法既没有区分对增加或减少财富总量的行为，也没有辨析继承人力资本的来源是会让大多数观察者感到公平，还是存在道德疑问。把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转向这类区分和辨析，是《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贡献之一。皮凯蒂提出了某些令微观经济学家用心思考的尖锐问题，并明确认识到“关键问题在于不平等是否合理，而非其程度大小”。并非所有市场都具有竞争性，也并非人力资本的所有竞争性使用都是好的。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企业高管的收入份额越来越高的问题。皮凯蒂将其归结为高管在薪酬上的要价越来越狠，顶层税率下降使这样的谈判更具吸引力。还有人将其解释为“超级明星”效应，该效应使经营能力（人力资本）上的微小差异可以得到大不相同的回报，即使在高效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中也是如此。为便于论述，我们姑且假定超级明星的说法更符合数据，高管的高收入反映着市场对于管理者生产率的测度。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企业本身从事了破坏性活动，顶层收入份额的提高也可能招致不满。在运转良好的市场上，企业利润是企业服务的价值评估超出其生产成本的信号，因此，奖励能提高利润的高管对企业和社会都是好事。但如果企业是依靠躲避竞争或者违反保护公众的法规谋取利润，那么奖励其高管只会鼓舞有社会破坏性的行为。对收入不平等的人力资本理论解释不足以区分这两种可能性。


  简单来说，问题在于犯罪有时候能得到好处。


  另一个例子是经典代际模型中的人力资本继承，例如贝克尔和托姆斯采用的经典模型。20在此类模型中，儿童的全部人力资本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函数：从父母那里自动继承的人力资本，亲代投资和社会投资带来的更多人力资本。该问题的模型架构或许会让人误以为，人力资本的继承部分有某些基因或自然属性。但贝克尔和托姆斯非常明确地指出，继承的禀赋是指父母不需要再花费资源就可赋予的任何部分。换句话说，禀赋只是对价格没有反应的那些人力资本投资。因此继承的禀赋可能包括社会网络、文化观念，以及许多其他内容。


  标准的代际模型就此忽略了与族群和经济有关的许多区别。名门望族的子女能通过家庭的人际关系获取高收入，这看起来很不公平。另外这种优势可能大幅削减总体财富，因为裙带主义会导致整个经济中的人才错配。相比之下，如果有人继承的是高智商，无论是来自基因或者家庭环境，那么在许多人看来，他获取高收入都是较为公平与可取的。


  以上区别不仅涉及我们如何看待观察到的不平等，也关乎何种类型的政策可能对减少不平等更有效。如果富人利用资源和关系来操纵游戏，使其更有利于他们的子女，那么给他们的操纵制造麻烦的政策或许是明智有效的药方。反过来，如果富人通过智力、健康和行为模式的继承来确保子女的成功，则自然的解决之道将不是打击顶层人群的财富传递，而是给底层以鼓励和补贴。在后一种情形下，旨在改进学校品质、早期家庭环境，乃至产前健康和营养的政策，显然优于限制富人群体人力资本传递和积累的政策，本章下一节将讨论对早期儿童教育增加公共投资的巨大潜在收益。类似的是，如果明星经理人靠寻租获取巨额薪资，则显而易见的对策应该是通过调整产业监管缩小其寻租收入。与通常一样，政策应尽可能致力于创造使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协调一致的规则与制度。


  有关代际流动性的研究文献受限于缺乏可检验的理论。若干论文提出的模型把代际流动性同基因、环境、公共和私人人力资本投资等基本经济因素挂钩。总体而言，这些理论认为大多数因素对流动性的影响与人们的通常设想一致。例如，政府对人力资本的累进投资可以抵消父母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不平等，从而提高社会流动性。21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数据检验这些理论，分析不同因素在决定代际流动性上的相对重要性。


  但不幸的是，对此类模型的实证检验还强烈依赖于经济学理论没有很好利用的某些假设。例如，若干论文对比了收养子女和亲生子女的表现，试图区分基因与家庭环境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这些论文通常假设基因和环境互不影响，但没有任何生物学或经济学上的理由。22由于技能和投资似乎是以复杂递归的形式相互作用，并不存在把“自然”和“养育”的贡献完全区分开的明确理由。此外，标准的公平与效率对立的理论认为，实现个人之间的结果平等与实现个人之间的边际回报平等存在矛盾，但这只有对某些年龄段和某些技能类型才真正适用。早期的大量投资，尤其是针对弱势的孩子，可以既促进公平又提高效率，而对于成长阶段后期的投资，其效率可能大为降低。


  对于人力资本如何创造及如何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回报，如果没有深刻与详细得多的认识，就不可能对“社会流动性”与“机会”给出有效的定义。代际收入相关性下降会是好事吗？答案取决于我们对理想世界中这一相关性水平的期望。例如，假设我们的理想标准是没有低效率人力资本投资的世界，即总人力资本投资对社会的边际回报与所有人完全相同，那么预期的代际收入相关性会大于零，因为某些品质部分由基因决定，除此之外，就很难得出确定的结论。对上述问题的答案还取决于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如何得到回报。如果收入的代际相关性提高，这是因为高收入父母对社会游戏的操作更为厉害，还是因为主要依靠遗传的品质变得更有价值？为回答这些问题而定义有关的反事实场景是极为困难的，而如果没有明确的反事实场景，关于社会流动性的实证估计就没有太大意义。


  造成群体与代际不平等的经济因素的复杂特征意味着，几乎任何解释因素组合都可能找到数据支持。如果没有更丰富得多的数据与模型，在这些可能性中筛选基本是不可能的。我相信未来的一种有希望的途径是在人力资本形成技术上将赫克曼及其多位合作者率先提出的某些新方法结合进来。他们采用的模型有动态和灵活的特点，可包含多种不同类型的技能与继承禀赋，并考察禀赋、亲代投资与社会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等。


  理解如何创造人力资本，是对经济表现的代际相关性做出可信解释的必要第一步。做出可信解释还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如下问题：何种类型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受到青睐，这些市场价值如何随时间改变，以及这些技能对社会福利有何促进或削减作用等。


  早期儿童教育：平等主义者和非平等主义者都能接受的出路？


  皮凯蒂给出的对抗不平等扩大的建议是征收全球财富税，这一建议看上去只是为了迎合那些相信平等是固有美德的人士。正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对财富征税会降低长期财富存量，继而降低工资水平。因此皮凯蒂的建议可能带来的效应是为了缩小不平等而使所有人更加贫困。的确，他的部分支持者也公开欢迎付出这种代价。尽管财富税事实上有可能促进收入增加（例如通过减少不利于生产的寻租），但《21世纪资本论》的基本态度和论证都强烈说明皮凯蒂愿意为了缩小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而放弃其他某些好处。然而，平等是固有美德的观点远非被政策制定者、社会科学家与政治哲学家普遍接受。对于那些只从工具理性角度认可平等观念的人而言，《21世纪资本论》极其缺乏吸引力。23


  皮凯蒂的著作强调一种充满争议、对立严重的政策计划，这令人感到沮丧，因为还有众多可行的政策更容易得到平等主义和非平等主义两方面的支持。此类政策不那么依赖争执不休的特定政治观，因此更可能被广泛的民众接受。本节将简要介绍上文讨论人力资本创造技术的文献时已提及的一种政策：发展早期儿童教育。其潜在好处巨大，而且如果能恰当实施，对公平和效率都能带来促进。


  对早期儿童投资可以提高他们的长期表现，这一可能性在美国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的若干干预行动中得到了证实。这些干预计划的特点是：给主要来自低收入和少数族裔背景的儿童提供集中的高品质扶持。初期干预数年后开展的后续研究通常发现，这对他们在各项成年人表现上有极大的促进效应，包括学校教育完成情况、收入水平、犯罪率和健康状况等。尽管这些干预项目花钱很多，但它们产生的改进幅度却大到足以证明值得付出。24这些项目表明，如果给弱势儿童在恰当时机以恰当投入，完全可能实现巨大的改进。


  国家层面的项目，像美国的先行教育计划（Head Start）产生的效果似乎更小也更难下结论。例如，该计划针对的许多学生在初期的考试成绩有提高，后来效果却逐渐消失。对学校教育完成情况、收入和犯罪率等指标影响的测算结果似乎更持久，但通常比上文介绍的早期集中干预的效果要小得多。此类更大规模干预计划的效果没那么显著，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它们更为节省，质量更差，儿童花在干预计划里的时间较少，得到的投入品质可能也较低。不过，即使这些规模更大、投入更少的干预项目也应该产生了可观的收益，并且如果在同一项目里把资源调整到有着最高回报率的活动中，收益还可能进一步提高。25


  关键之处在于，即便有关政策最后难以复制最有效（也最昂贵）的那些项目的巨大成功，以较低成本获取较大收益的潜力依然表明：应该继续对面向低龄儿童的项目开展研究和投资。此外，最弱势的儿童看起来获得的收益最大，显示早期儿童教育可以兼顾公平和效率，这是其他改革措施（如补贴大学教育）未必能做到的。从几乎所有规范的观点看，早期儿童教育都是容易得到支持的政策选择。与全球财富税不同，早期儿童教育还有最后一个巨大优势：无论是扩张现有项目的规模，还是引入新项目，都完全在各国政府当前职责的范围内。


  结论


  《21世纪资本论》展示了发人深省的历史数据，提出了关于不平等起源与后果的大胆推测。可是该书的数据和分析因为忽略了人力资本因素而失色不少。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都是财富的重要来源。不把它们结合起来考虑，有关不平等及其演化的任何一般论述都不会完整。引入人力资本肯定会改变《21世纪资本论》基本命题的表述，但该书现有的数据和分析仍给不平等的未来微观研究指出了若干可行的道路。


  顶层人群收入份额的增加，要求我们找到更好的数据和模型来探讨高财富家庭的储蓄与遗赠行为。利用寻租来解释不平等扩大的思路认为，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人力资本与寻租的相互作用，需要更严谨地思考哪些要素决定着代际人力资本模型及实证分析中的中性术语“禀赋”。最后，在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时期，相对的收入流动性却明显保持稳定，凸显我们需要更好的数据与更丰富的模型来分析经济流动性，使正常的估计结果获得有经济意义的解释。


	[1] 本章献给加里·贝克尔，他是杰出的导师，极大地深化了我对本章讨论的概念的理解。另外，感谢Michael Palumbo、Marshall Steinbaum、Devesh Raval及本书的其他作者对本章提供的有益反馈。本章表述的均为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美联储及其理事会的观点或政策。 


  第8章


  技术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影响


  劳拉·泰森 迈克尔·斯宾塞


  经济学家劳拉·泰森与迈克尔·斯宾塞认为，真正驱动不平等扩大（尤其是在未来数十年里）的力量应该是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这些变化使劳动者的日常工作任务越来越多由可编程的机器完成。他们由此认为，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对于不平等问题的探讨，与《21世纪资本论》有着同样重要的贡献。他们指出，在未来数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将被智能机器取代，可能使工作生产率更高的人与工作岗位不再被需要的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


  引子


  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特别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顶层1%人群所占份额的急剧上升，引发了有关不平等原因和恰当政策应对措施的激烈争论。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吗？二战之后不平等程度较小的时期是否代表着更具包容性的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开始？或者不过是对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而更大可能是美好时代或镀金时代的再现，即回到发达国家“世袭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为缓和不平等程度及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政策制定者能够在不损害创新与增长的前提下做些什么？在有关不平等以及资本主义本质的这种讨论氛围下，皮凯蒂的著作凭借丰富的历史数据、清晰的说理与深刻的经济分析，很快成为当之无愧的热门读物。


  以激情结合严谨，皮凯蒂探讨了他眼中导致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过去半个世纪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因素。我们赞同他的许多分析，却认为存在一个严重缺陷：没有足够重视技术变革及其推动的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对不平等扩大的影响。我们相信，对于理解近期与未来的不平等状况，这些因素与皮凯蒂作为重点加以分析的因素同样重要。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布莱恩约弗森与麦卡菲的《第二次机器革命》对探讨与预测收入和财富分配从过去几十年到未来几十年的演进趋势，与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同样至关重要。1


  本章将聚焦于技术因素在皮凯蒂著作中的角色，既包括财富不平等理论，也涉及他对收入不平等的分析（尤其是对美国）。我们相信，技术及其推动的全球化对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皮凯蒂财富不平等理论中的关键变量——乃至过去30年里美国劳动收入和总收入的不平等扩大都有重大影响。与皮凯蒂相反，我们认为这些强有力的结构性因素即使对顶层1%人群的收入膨胀也有显著作用。当然，对于社会规范、薪酬安排与税收政策的改变带来的影响，我们认同皮凯蒂的说法。


  技术是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繁荣的源泉。但计算机和数字技术革命在许多方面同样是不平等的重要推动因素：更有利于技能劳动力而不那么有利于非技能劳动力；增加了资本所有者相对于劳动力的回报；促成或加速了全球化，削减了中等收入员工的就业岗位和工资增长，尤其是在制造业与可贸易的服务业；扩大了超级明星和幸运者的收入优势；给极不完美的市场制造了租金收入，等等。


  面对机器在蓝领到白领的广泛收入分配范围内取代人类劳动者的迅速发展，即使从事机器智能开发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也深感震惊。


  这样的进步归因于诸多因素。在机器人领域，传感器技术的发展让机器能够感知和响应环境，从而扩展了它们可以活动的范围。增材制造技术（additive manufacturing，即3D打印）能够取代劳动力，减少原材料浪费，降低定制化成本，有利于按需生产（而非根据预测安排生产）。不过最惊人的飞跃还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今的机器能利用学习算法和高速网络接入大数据库，主动掌握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而无需算法去指示它们具体该如何操作。


  布莱恩约弗森与麦卡菲的著作介绍了人工智能的进步，计算机与高速网络和庞大数据库连接，远远超越了短短几年前的能力范围。机器智能的飞跃加上通过数据网络与世界各地人类的连接，将推动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发展。


  这两位作者对超级机器带来的“红利”，或者说整体经济的生产率促进作用非常乐观，但他们也警示说，利益的分配或者普及并不均衡，并且会在较长时间里不断演变。


  随着智能机器的能力提高与应用普及，它们将给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带来挑战。在这个体系中，大多数人靠着出售劳动力获取收入，当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群体，无论其受教育水平如何，在技术上变得冗余，或者其收入不足以实现社会接受的最低体面生活标准时，会出现什么后果？


  要预测15年后（更不用提50年后）人类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所在，是很冒险的尝试。但我们必须了解趋势，推测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特征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变化的影响。我们的政策需要预测这些变化，并缓冲由此造成的混乱，尤其要纾解这些强大的技术驱动力在转化为市场结果后造成的分配影响。


  在有关皮凯蒂著作的讨论中，我们将重点分析技术变革对美国近期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变化的影响，并预测未来趋势。我们相信，为预测未来趋势并制定出相应政策以降低其经济、社会和政治代价，有必要深入认识当前的数字革命及智能机器的兴起。


  皮凯蒂与技术问题


  技术因素在皮凯蒂的财富不平等研究中的位置


  在其畅销大作及之后的写作中，皮凯蒂强调他的工作主要是关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历史沿革，而非关于是什么推动财富和收入分配随时间变化的简单决定论。的确，他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集中在制度、社会规范、权力和政策选择对不平等的影响上。但尽管皮凯蒂发出过警示，经济学家针对该书的大量讨论与批评仍聚焦在他针对资本主义财富不平等背后因素构建的简单而不够完善的理论上。


  皮凯蒂的理论基于卡尔多、库兹涅茨和索洛的传统，建立在标准生产函数的基础上，产出取决于资本、劳动和技术。以跨越了三个世纪，从工业革命至今的丰富而独有的数据库为基础，他提出了两个重要假设：第一，资本回报率（r）长期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率（g）；第二，资本所有权乃至资本收入的分配高度集中。在上述假设下，资本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随经济增长而上升，导致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另外一个同样得到多个世纪数据支持的假设，即资本所有者用于储蓄的收入比例远高于劳动者，也加剧了不平等的扩大态势。


  技术因素以几种方式出现在皮凯蒂的理论中。两要素生产函数中含有技术，当技术不变时，资本或劳动的增加将伴随着收益递减。可是，从长期看，技术进步会使给定投入生产的产出增加。虽然资本存量在增加，资本回报率在多个世纪里却维持相对稳定，这表明技术进步对资本回报的积极效应抵消了收益递减的负面影响。技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推动增长，资本收益递减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平衡则导致资本回报率相当稳定地维持在高于整体增长率的水平上。


  资本收入份额是财富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它既取决于资本回报率，也与资本产出比有关，而后者内嵌于技术因素中。在皮凯蒂采用的标准生产函数里，只要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即在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用资本替代劳动比较容易，资本产出比提高总是对应着资本收入份额提高。皮凯蒂相信历史证据满足该条件，甚至预测21世纪的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将更高，因为技术进步会使资本更容易完成之前由劳动力完成的任务。另外在他看来，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生产率增速的可能趋缓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加上资本增进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将使r与g的差距在21世纪进一步拉大，从而使不平等更趋恶化。


  不过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实证数据表明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在历史上显著小于1。假定如此，皮凯蒂的理论将不足以解释各产业与各国自1980年以来出现的资本收入份额增加和劳动收入份额减少的现象。根据最近的研究，资本增进型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外包生产（本身是由计算机和数字技术支持），以及产业构成变化等因素都是资本和劳动收入份额在全球发生变化的重要驱动力。2资本价格的相对下降通常归结于计算机和IT技术的进步，最多只能解释劳动收入份额降幅的一半。


  总体上，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的热烈讨论确认技术进步在资本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两个份额又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决定因素。此外，随着技术的资本增进型和技能偏向型更趋明显，它对不平等的影响力也在增强。


  皮凯蒂的标准生产函数只包含了一种资本形式。布莱恩约弗森与麦卡菲则把“数字资本”同实物资本区别开来，并认为两者的回报率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利润份额提高的部分原因是数字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快速增长，此类回报往往服从幂律分布（power-law distribution）的特征，少数人掌握了超出比例的部分。这与我们熟悉的网络经济特征相符，尤其是变身为具有支配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市场”的各种平台，它们在数字领域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支配力及相应的租金，即其回报高于竞争性市场条件下可获得的回报。


  从本章的目的出发，我们要指出对数字资本的测算极其困难，因此研究受到很大限制。还有，数字资本的回报难以同如下回报区分开：数字技术创造者的人力资本回报，以及提供互补技能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回报。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记录在劳动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即顶层1%人群的工薪收入，实际上是由数字资本产生的，被若干类型的互补人力资本分享，包括发明家、创业家、风险资本家和高级管理者等。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资本回报的幂律分布中包含着少数企业获得的极高回报。这些出类拔萃者中有很大部分是平台企业，它们创造信息数字市场、撮合产品和服务交易，并为全球的亿万个人用户提供点对点的共享经济（P2P）。成功的平台企业通过两个优势来获取巨额回报。其一是众所周知的网络效应，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平台的价值也随之提高。其二则不那么广为人知，大多数市场的特点是存在双边信息缺口，买家和卖家都缺乏关于对方的关键信息，这种现象有时被称为“信任问题”。平台则成为重复交易的场所，已产生的信息可以促进未来的交易增长。平台企业利用买卖双方庞大而不断增长的数据，可以提供越来越成熟的双向评价体系，以缩小妨碍普通市场的信息和信任缺口，特别是对缺乏历史声誉的小型买家和卖家。双向评价体系还给激励和行为带来了正面影响。爱彼迎和优步就是很好的例子，两个平台都是连接个体的买家和卖家，让他们在交易后给对方做出评价。网络效应加上利用“大数据”缩小信息缺口和不对称性，让成功的平台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支配力，给企业所有者（通常是创始人、风险投资人与员工的组合）带来了巨大超额回报。


  数字资本密集型企业能够也确实导致了收入和财富的高度集中，但它们也提供了能以极低成本应用的广泛数据服务。此类服务带来的消费者剩余的数据很难获得，不过有充分理由相信，消费者剩余同此类服务的收入或成本的比值会高得不同寻常。由此意味着，相比数字资本所有者获得的财富分配，此类服务带来的社会“收益”分配要平均得多。


  数字平台的好处越来越全球化。全世界移动互联网的接入率在2015年已超过50%，到2020年提升至65%。由波士顿咨询集团和其他机构开展的针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的调查显示，互联网服务的价值不仅大幅超出其成本，而且消费者愿意付出自身收入的15%～20%来维持此类服务。3


  总之，数字资本密集型企业正导致财富大量集中，同时又以极低的成本提供有广泛收益的服务，因此其整体收益的分配要平均得多。数字资本在使效用分配更加平等的同时，可能导致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


  技术因素在皮凯蒂的收入不平等研究中的位置


  皮凯蒂关于财富不平等的理论集中在资本收入的分配和变化及其占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然而资本收入仅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也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恶化的主要原因。


  皮凯蒂明确指出，影响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有所不同，他认为对财富不平等变化至关重要的因素，即r与g的关系，对理解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没有帮助。4那么，他如何解释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技术又在其中发挥着什么作用？


  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皮凯蒂相信技术和教育之间的竞赛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过去30年劳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至少对工资分配底层99%的人群是如此。皮凯蒂引用戈尔丁与卡茨的研究，以及戴维·奥托和其他人关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证证据。5由于算力的成本大幅下降，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改变了工作岗位构成和劳动收入分配。这些机器正在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的岗位上取代劳动力，通常是可编程的日常任务，包括蓝领和白领、体力和脑力岗位，同时提升了以下两类岗位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市场需求：专注于抽象任务的岗位，要求问题解决技能、适应力和创造力；需要密集使用人类劳动的体力和服务类岗位。


  结果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一端是高教育、高工资岗位的增长，一端是低教育、低工资岗位的增长，都以中间教育和工资水平的岗位为代价。大量研究证据表明，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各产业、地区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确实出现了这种就业极端化现象。6


  近期的研究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极端化在2007—2008年衰退后的复苏期继续发展。7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美国经济在2000—2014年创造了800万个新的全职岗位，其中2/3是低技能工作，同时有250万个生产和交易岗位消失，因为有关的日常任务通过生产线机器人和办公软件实现了自动化。8


  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和若干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教育未能跟上技术进步对技能的要求。结果导致收入的教育溢价快速提高，显著加剧了劳动收入不平等。例如，在美国1980—2005年劳动收入差距的大幅提升中，大约2/3源自与学校教育有关的溢价增加，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部分。9大学教育的收入溢价在1980年开始显著增加。正当技术推动了对大学教育相关技能的需求扩大时，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增长放缓，这是教育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竞赛的有力证据。过去30年，对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和受过高中教育的员工来说，其收入差距翻了一倍以上。


  虽然皮凯蒂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规则，如最低工资水平、集体谈判和高管薪酬惯例等，影响着劳动收入水平和分配的时间变化，他也承认技术和教育之间的竞赛是劳动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主要解释因素，至少对底层99%的人群是如此。皮凯蒂的分析基于标准的边际生产率方法，工资由技能的供需决定，受技能偏向型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以及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与此观点相符，他指出“减少劳动收入不平等以及提高劳动力平均生产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率的最佳办法，是投资教育”。大多数研究美国过去30年劳动收入扩大的原因和对策的经济学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但是，如果数字化和智能机器把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也替代了，缩小了其就业机遇，压制了工资水平，改进教育在未来还是可行之策吗？在智能化和机器人时代，劳动力将何去何从，对这样一个令人关注的核心问题，皮凯蒂没有回应。


  皮凯蒂聚焦于他所说的教育或技术因素在解释劳动收入不平等扩大时的“最惊人失败”：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美国极高水平的劳动收入剧烈增长，不同于面临类似结构和技术因素的其他国家。在皮凯蒂看来，这是用教育和技术因素进行解释的重大缺陷，因为过去30年顶层1%人群的劳动收入份额增长在其国民收入份额增幅约占2/3，只有小部分来自资本收入增长。


  在某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顶层1%人群的工资飞速上涨，而另一些发达国家没有类似现象，如果教育和技术因素及其依据的边际生产率分析方法对此无法解释，又该如何理解呢？为什么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程度略轻）的金融和非金融部门的高管薪酬出现爆炸式增长，他们构成了收入分配中顶层1%和0.1%中的大部分，即皮凯蒂所说的“超级经理人”？皮凯蒂认为答案在于经理人薪酬、公司治理、社会规范和税收政策等制度性操作领域。


  皮凯蒂著作的一个优点在于覆盖了很多国家和经济体，可以开展比较研究，从而有助于评估收入不平等的多个解释因素。尽管所有发达国家在过去30年都显示出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其中仍然有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顶层1%和0.1%人群所占的收入份额上，还涉及收入不平等的其他指标。例如，美国顶层20%人群与底层20%人群的平均收入之比约为8.4，而德国的这一数字仅为4.3，几乎只有美国的一半。此外，美国的工资分配状况是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一类，既因为底层的收入较低，又因为顶层的收入极高。10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开放的经济体，面临同样的全球市场和技术变革的影响，因此难以相信这些共同因素如何能解释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巨大国别差异。更有可能是其他制度和政策因素，如工会谈判权、税收政策、社会规范和治理结构等对分配结果产生了巨大影响。


  皮凯蒂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些因素对美国的影响。他指出，虽然教育和技术竞赛是美国工资分配底层99%人群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重要因素，却无法解释顶层1%人群同底层99%人群乃至顶层1%人群内部工资增长的“不连续性”。顶层10%人群的收入比中位数或平均值收入快得多，却远不及顶层1%人群；而在顶层0.1%人群的收入中占60%～70%的超级经理人收入，相比第99百分位人群的收入也在飞速提高。其他工资不平等的指标，如受过大学和高中教育的劳动力的工资比率，工资分配中第90百分位与第50或第10百分位的工资比率等，也在提高，但远不及顶层1%人群和顶层0.1%人群的收入同底层99%人群和中位数或平均收入之比的提高幅度。11


  皮凯蒂指出，顶层人群的收入增长呈现如此显著的非连续性，无法用受教育年限、教育机构选择或履职年限等因素的非连续性来解释。或许公司高管有着未测算出的独特技能，得到了技术因素的促进，使其生产率和报酬飞涨，但皮凯蒂并不这样认为。


  他声称，这些人的报酬与个人的边际生产率无关，因为不可能把用销售额或利润增长等传统指标衡量的企业业绩归因于经理人的决策。在皮凯蒂看来，对美国超级经理人收入大幅提高的最可信解释是，决定其薪酬的操作办法是由这些经理人自己和薪酬委员会掌控，而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也是其他大公司的高管，拿着类似的薪酬。皮凯蒂认为这种决策办法是“相当随意的”，既反映着相关人士的等级关系与谈判权大小，也来自有关高级经理人对企业业绩贡献的通行社会规范与信念。


  在上市公司中，此类决策原则上是由代表股东的董事会引进监督，但皮凯蒂认为对高管薪酬的公司治理制衡机制显得模糊而薄弱。为表明美国的高管薪酬缺乏公司治理方面的监督和生产率依据，他举证说决定高管薪酬水平的销售额和利润等变量其实部分源自外部宏观环境，而他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最后，皮凯蒂提到美国、英国和其他英语系发达国家自1980年以来显著削减顶层边际所得税率强化了高管寻求大幅涨薪的动力，使这些国家的高管薪酬水平几乎同时出现飞涨。对此现象的一个说法是，边际税率下调促进了经理人的努力程度，从而带来薪酬的提高。这符合标准的应税收入弹性理论：当边际所得税率下降时，人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但皮凯蒂并不接受，他的推测是税率下降强化了高管的寻租行为激励，从而把企业收入从股东、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那里转移到自己手中。


  美国的高管薪酬自1994年以来猛烈上涨，这还反映了另一个税收调整的影响，即允许企业把与业绩挂钩的、超过100万美元的高管薪酬列入抵扣。12为顺应美国的主流看法，即企业高管是股东利益的代表，股东追求财务回报，各家公司都选择主要用利润率指标（如每股收益或股东总回报等）来衡量业绩。近期对美国CEO薪酬方案变化的一项调查凸显了税收政策（包括1994年的规则调整）的影响，显示税收政策是20世纪CEO薪酬走向的重要推动力。13


  尽管有明确证据显示企业高管薪酬的绝对值以及同底层99%人群的相对值都显著增长，但其背后的原因依然存在激烈争论。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劳伦斯·米舍尔（Lawrance Mishel）与卢西恩·别布丘克（Lucian Bebchuk）等人在内的学者认同皮凯蒂的观点，即高管薪酬水平和涨幅反映着公司治理方式的缺陷和社会规范的变化，纵容了这些人的寻租行为。


  凯文·墨菲（Kevin Murphy）与斯蒂芬·卡普兰（Steven Kaplan）等人则认为，高管薪酬的变化趋势反映了必要的效率报酬水平，以确保同股东的激励相容。从股东的角度看，根据股票的表现给高管提供奖励能解决代理人问题，因此高管薪酬同股价有强烈的相关关系，尤其是大公司。根据这一理论，是公司价值的大幅提高（部分源于技术革新与全球化减少了劳动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导致了高管薪酬的剧烈上涨。


  近期由布莱恩约弗森等人撰写的一篇论文从另外一个途径探讨了高管薪酬提高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基于2 500多家上市公司超过15年的数据，并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市值、平均工资水平和产业部门等因素的影响后，他们发现企业的“信息技术密度”（由企业的IT资本存量与总资本存量的比率测算）能够强烈预测其高管薪酬的时间变化趋势，并解释不同产业的高管薪酬差异。这篇文章表明，在其样本中信息技术密度基本上是CEO薪酬水平最有力的解释变量。他们推测，信息技术改进了高管对公司战略决策的监督和执行能力，提高了这些公司的“有效规模”与市场价值，从而提高了高管的“边际生产率”。在经理人能力的“有效市场”中，更高的边际生产率自然会使经理人薪酬水平水涨船高。14


  布莱恩约弗森等人的研究聚焦于网络化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等形式的数字资本对高管的监督和执行能力的影响。很有可能的情形是，信息系统给整个企业的数据提供了实时接入和分析，从而扩大了高管和CEO的掌控范围。这些系统带来了去中间化：削减了从事监督的中层管理者的垂直层级，却提升了监督的效率和质量。去中间化的效果在银行业、零售业以及许多企业内部的自动化信息系统中有明显体现，甚至反映在学术界对秘书和行政服务的需求上。信息技术带来的监督效率提高与中间层级削减的收益或租金必定会归属某些人，按照布莱恩约弗森等人的研究，这些收益和租金变成了高管的薪酬。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必须借助更多研究，以判断去中间化和效率改进的收益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归属消费者（以产品和服务价格降低或品质改进的形式）、企业CEO及其他高管、员工，还是股东。


  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也造成美国金融服务业顶层专业人士的薪酬大幅上涨，以及这部分人士在顶层1%和0.1%人群中所占份额的提高。信息技术带来的金融创新让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出现爆炸式增长，如信用违约掉期（CDS）、抵押债务凭证（CDO）和高频交易（high-speed trading）等新产品。此类创新极大地促进了金融服务业的生产率，表现在交易数量、交易额以及新产品和服务的引入等指标上。这些指标并不评价金融业的生产率和产出是不是整体经济的增加值来源，但该产业的经理人和交易员却以此为基础获取奖励。对他们的奖励还要根据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价格，他们对此并无直接影响力，而更多取决于基本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中央银行的政策。如前文所述，皮凯蒂认为高管薪酬不应该取决于这些“外部”市场因素。


  最后有必要指出，皮凯蒂的论述集中在对美国大企业适用的薪酬安排和公司治理规则上，而非小型股份公司与合伙制企业，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与风险资本基金等，但这些领域获得的企业收入所占份额较大并仍在增长，而且包含相当部分位居收入顶层1%和0.1%的超级经理人。信息技术或许是金融服务业以及为之服务的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公司收入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


  技术、赢家通吃效应与租金：皮凯蒂理论的空白点


  在分析超级经理人薪酬的影响因素时，皮凯蒂没有讨论技术可能带来的赢家通吃或者说超级明星效应。根据赢家通吃理论，技术进步增加了“最佳选手”相对于其他人的报酬优势，使任何领域的最优秀竞争者能逐渐在更广阔的市场上出售技能，夺取劣势对手的需求份额。赢家通吃效应既来自生产上的规模经济（某个领域的最强者能够服务于数量庞大的消费者），也来自消费上的规模经济（很大一部分消费者只愿意选择最好的商家，而不是次优者）。数字通信以及平台和社交网络技术能带来这两种规模经济效应。在技术革新的推动下，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赢家通吃效应。


  超级明星理论最常用于描述艺术界、娱乐界和体育界人士。在2005年的美国顶层1%纳税人群体中，他们的占比不到2%，在顶层0.1%纳税人群体中占比3%左右。此概念其实也能更广泛地适用于在各种职业中获得“最佳”声誉的人，如法律、医疗、房地产、管理咨询和学术研究等。加在一起，这些专业人士在美国2005年顶层1%人群中的占比超35%，在顶层0.1%人群中的占比约为25%。15皮凯蒂在分析高管薪酬时重点关注的公司治理规则并不适用于这些职业，当然市场环境、社会规范与边际所得税率的变化会产生类似影响。近期的一项研究利用超级明星理论分析了“超级CEO”群体，他们凭借自己领导的公司的杰出表现赢得了世界级的声誉。16


  超级明星的收入有部分应该来自他们出售的东西（姑且称之为服务）与众不同，或者说被认为与众不同。这种差异化的本质以及如何产生取决于具体情况，没有简单的答案。体育明星通过某种竞争机制产生，竞赛给“最佳表现”提供了定义和标准。在娱乐业，已经走红的明星各有特点，但发现明星的过程及其是否有随机性则不太确定。对于知名的CEO来说，可以用企业经营业绩数据做参照，但成为明星经理人的过程或许无法通过“可控实验”，其中肯定包含随机或者说幸运的成分。17


  与之相连的一个问题是，与超级明星报酬有关的“租金”为什么不会消失，或者更严格地说没有更快地消失？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因为某些非凡才能的供给太有限。在信息完全对称的世界中，这应该是标准理由。但有人怀疑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而是存在与时间有关的进入壁垒、与差异化过程相联系的并行信息扩散过程等。信息技术可能会逐步降低其中的某些壁垒，并缩小发现超级明星的成本。可是这些议题远远超出了现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围。


  顶层收入的超级明星理论同教科书上的经济租金概念密切相关，即把某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获得的报酬高于其所需的最低报酬。在全球化与数字技术帮助下，赢家通吃者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租金，这是技术和全球化导致顶层收入剧增与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另一渠道，却被皮凯蒂忽视了。


  如果把租金定义为生产要素的回报高于其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回报，技术也会带来影响。皮凯蒂回避了这种定义，而是把租金视为资本获得的所有形式的收入。他断言自己关于资本收入的理论同不完全竞争“绝对无关”。我们则采用了不同方法，认为技术和全球化往往会造成市场的不完美，从而形成大量租金。这些租金在资本所有者同劳动力之间以及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之间如何分配取决于政策、制度实践和社会规范。


  我们认为，最好把资本回报理解为一种剩余项，或者包含有剩余项。金融资本的供给者在把资金注入企业之前，会要求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市场将为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设立工薪标准，资本所有者会得到其要求的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政府将通过税收获得其收入份额，技术革新的其他好处将通过产品价格的竞争效应流向消费者。然而这些条件很少能被满足。


  技术变革会从许多方面创造租金。当进入壁垒较高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来的经济支配力以及先行者优势都会制造租金。熊彼特式的竞争会形成市场权力与租金，流向创新者和企业家，而这些人或许同时是大资本拥有者。此类租金从长期看可能是暂时性的，但往往足以补偿创新者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以及承担的巨大风险。数字技术的网络效应与先行者效应及其受到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在较长时间里创造大量租金。此类效应有助于解释数字资本及其所有者的回报表现出高度集中的幂律分布特征。区分租金带来的回报与数字资本创始人的回报及技能因此得到促进的人的回报，会非常困难。为解决公司治理中的代理人问题，资本所有者可能会把数字资本带来的租金与高管和顶级人才分享。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至少在美国，在强大的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及先行者品牌的支持下，市场支配力产生的租金规模巨大，并主要流向高管、资本（包括数字资本）所有者以及发挥互补作用的人力资本。18超级经理人的收入通常记录为劳动收入，但实际上是资本收入与不完全竞争市场带来的租金的结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对皮凯蒂著作的评论中提出，美国顶层1%人群中记录的劳动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资本收入，这里的资本定义包括无形资产。19我们对此表示赞同，并推测这些资本收入的相当大部分反映了技术回报。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聚焦技术因素和技术推动的全球化，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力量可能在未来成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更关键因素。为更好地理解技术与收入的相互作用，我们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资本与劳动。有些劳动是技术的互补品，有些则是技术的替代品。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智能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普及，不同类型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区别在未来将更趋重要。


  技术、全球化与收入分配


  我们认为，发达经济体在过去30年的收入与财富分配趋势同这些经济体及其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剧烈变动有关，原因是技术和全球市场力量发挥了强大的共同作用。技术因素同劳动节约型和技能偏向型数字技术及资本密集型技术的扩展密切相连，全球市场则源自供应链的全球化，源自技术进步及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作为重要参与者加入日益联系紧密和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这两个因素彼此独立，但又互相关联、互相强化。网络信息技术与经营创新给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管理增添了新工具，让企业可以迅速而低成本地安排、监控和协调距离遥远的生产流程。这使世界范围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更容易得到利用，继而加大了发达国家的企业及其员工面临的竞争压力。


  全球供应链扩展的一项关键组织原则是劳动力套利：通过把工作外包给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来降低生产成本。技术进步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扩大贸易和资本的开放都促进了复杂供应链的扩展，也通过这些经济体的廉价劳动力进一步压低了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


  作为皮凯蒂著作基础的宏观增长模型没有反映上述结构变化和转型，而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对深入理解过去30年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变动趋势极为重要，并可能在未来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


  皮凯蒂的宏观模型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劳动，但这对于理解工资不平等背后的影响力不可或缺。劳动节约型和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的效应在工作岗位构成的变化趋势上有明显体现。劳动经济学家从两个维度区分了工作类型：体力工作和脑力工作，常规工作和非常规工作。体力和脑力工作的区分很直观，以肢体和头脑任务的程度差别为标志。常规工作的定义则是，相关任务能概括为可以根据明确的指示和程序完成的一组特定活动。体力工作（主要是蓝领）和脑力工作（主要是白领）都有属于常规性质的，往往都是中等技能要求的工作。非常规的脑力工作通常属于高技能工作，非常规的体力工作则通常属于低技能工作。20


  劳动节约型和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会取代从事常规白领和蓝领工作的劳动力，这些任务是“可编程”的，能够由机器完成。21相反，非常规脑力劳动涉及不可编程的“抽象任务”，因此难以由机器代劳，至少目前如此。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给这些技能提供了互补，会增加对此类岗位的劳动力需求。


  前文提到，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常规工作被技能偏向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取代，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高技能、高工资的非常规工作与低技能、低工资的非常规工作同时增长，而中等技能、中等工资水平的常规工作减少。这种极端化在产业、地区乃至国家层面的劳动力市场的实证研究中均得到明确的证明。美国的中等收入岗位占比从1979年的60%下降至2012年的46%。22其他发达国家也有明显的类似趋势。


  与以上的两极化说法相符，美国的非常规体力工作岗位和非常规脑力工作岗位在1967—2000年间快速增长，常规工作岗位数量则在初期减少，到20世纪90年代陷入停滞。2000年后，常规工作岗位快速减少，非常规体力工作继续增长，而非常规脑力工作出现停滞。23


  两次衰退、复苏缓慢以及总需求孱弱等宏观经济因素是2000年以来包括最高端技能群体在内的就业和工资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崛起为全球出口大国，也加剧了劳动力需求和工资增长的弱势，尤其是对美国制造业的中等技能和收入岗位。宏观需求疲弱与全球竞争的影响显著表现在2001年后常规工作岗位的急剧减少上。24


  另外，技术进步似乎也导致了上个10年非常规脑力工作的增速放缓。随着机器完成抽象非常规任务的能力提高，资本对高技能、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替代弹性或许也在提升。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近期的一项成果，人们目前从事的45%的工作已经能用现有的技术实现自动化。即便是技能要求与工资水平最高的那些职业，包括医生、律师、CEO和金融市场高管，都有相当比例的工作可以实现自动化。由于下文将解释的原因，我们相信随着机器智能水平的提高，这一趋势可能在未来加速。按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在下个10年将有近1 100万个不同技能的岗位被自动化替代，几乎是历史替代率的两倍。25


  技术导致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两极分化，是不同岗位和技能的工资增长状况的潜在影响因素。总体上，与技术相互补充或者因技术而得到改进的技能的拥有者总是收获了最大的工资涨幅，哪怕是在整体工资增速很低的时期。过去30年，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位数劳动力与受过高中教育的中位数劳动力的实际收入差距在全年全职工作的男性中几乎翻倍。同一时期，顶层工资水平的收入增速远远超过底层，而中间层次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1980—2013年，顶层1%人群的年工资增长了约138%，底层90%人群仅增长了15%。26同一时段，高中或更低教育水平的男性的实际收入显著下降，高中辍学者下降了22%，高中毕业者的降幅为11%，以男性全职工作中第90百分位收入同第10百分位收入之比测算的收入不平等比率攀升了超过100个百分点。27


  技能偏向型与劳动节约型技术变革用计算机为内核的机器来替代人工完成蓝领和白领的常规工作任务，是美国普通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停滞以及非大学教育水平劳动力出现实际收入显著下降的重要原因。工会的渗透率和谈判能力下滑也对此有所影响：私人部门中加入工会的员工比例从1973年的24%左右减少至2016年的不足7%。工会员工有着明显的工资溢价，这对低技能劳动力更为突出，并对未加入工会的员工有积极的外溢效应。28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工会组织的衰退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顶层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上升存在密切关联。29该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下降是工资与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另一重要根源。例如在美国，2015年的实际最低工资比1968年时的峰值下降了约24%。30


  除导致极端化的技术变革、衰落的工会组织与贬值的最低工资外，技术推动的全球化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也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背后推动力。31这里的结构是指各产业和部门的规模与增速，以附加值和就业人数衡量。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看到技术与全球供应链的结合对美国经济的产出构成、就业及生产率的影响。


  由于我们讨论的是开放经济体，面对外来竞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弄清楚哪些产业部门或细分部门易受贸易影响，哪些不受影响。我们把受贸易影响的称为可贸易部门，其他称为非贸易部门。一个经济体中的可贸易部门包括若干产业或其中的某些部分，它们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在一个或多个国家生产，并送到其他国家消费。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大多数制造品、咨询服务、大量金融服务、计算机等产品的设计、各种市场营销活动、对信息系统的远程管理和软件开发等服务。与可贸易的产品和服务相反，非贸易的产品和服务是在消费地所在的国家生产。非贸易部门包括政府、教育、建筑、旅店、餐厅、饮食、传统零售、国内物流、大量的维修保养服务、医院、养老院以及各种当地服务等。


  可贸易部门在逐渐扩张，主要受到运输、通信和数字化等技术进步的推动，让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暴露在外来竞争之下，同时它们也能更充分地利用外来需求。


  可贸易部门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中占35％～40%，在就业量中的占比略低。如图8.1和图8.2所示，美国的非贸易部门比例很大，以增加值计约占1/3，以就业量计比例更高，目前超过70%，并向着80%持续攀升。


  各发达国家的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占比的相似性表明，它们的最终需求结构存在着相似性。根据定义，非贸易部门的供给必须由国内需求匹配。因此如果各发达国家对非贸易产品和服务的国内需求相似，则供给侧的非贸易部门规模与结构也将大体相当。有关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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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 美国非贸易/可贸易部门的增加值占比（1990—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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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 美国非贸易/可贸易部门的就业量占比（1990—2012年）

  


  发达国家的可贸易部门需求侧同样有相似性，所以根据贸易顺差或逆差调整后的可贸易部门的规模也差不多。但各国之间在可贸易部门供给侧的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为追求效率和竞争力，规模较小的国家更多依赖于可贸易部门。它们往往出口更多可贸易部门的产出，以进口更多的可贸易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国内需求。像美国这样更大的经济体在可贸易部门上的国际分工程度则更低，有更多可贸易部门的产出用于国内消费。因此，根据通常的标准测算，美国的贸易依赖度较低。


  但这对制造业领域而言有可能造成误导。更好的做法是从供应链角度来思考，可贸易部门的供应链正变得日益全球化，包含多个组成部分。在世界经济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可贸易部分）实现跨国转移的是供应链的组成部分，而非整个产业或部门。全球供应链正越来越远离“在A国生产，在B国消费”的模式。从这一视角看，像美国那样的大经济体会比更加专业化的小经济体有着更广泛的可贸易产业类型。制造业的增加值是美国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但其中有很大且日益增加的部分来自制造业供应链中的高增加值服务环节。其结果导致可贸易部门中的增加值与就业占比出现了很大差异。


  图8.3表明，在2008年之前20年的美国经济中，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增加值增长率相近。规模较小的可贸易部门增速略高，但并不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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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 美国非贸易/可贸易部门的增加值（1990—2012年）

  


  然而图8.4和图8.5表明，就业数量上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图景。美国可贸易部门的净增就业量可以忽略不计，几乎所有（约98%）的就业增长都发生在非贸易部门。


  图8.6则显示，医疗和政府在美国这段时期非贸易部门的就业数量增长中约占37%，如果把住宿和餐饮服务、零售业和建筑业加上，其占比将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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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4 美国非贸易/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人数（1990—2012年）

  


  
    [image: ]

    图8.5 美国非贸易/可贸易部门的就业人数变化（1990—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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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6 美国非贸易部门就业人数，排名前十的部门（1990—2012年）

  


  如果用单位员工（或单位工作小时）的增加值来计算生产率，则美国的整体生产率增速受累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速较低及其在就业中的占比提高。32


  制造业约占可贸易部门增加值的一半，其余为服务业。在可贸易部门内部，过去20年的就业减少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有一个明显的拐点出现在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可贸易服务产业的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其中许多是为可贸易制造业的供应链提供相关服务。33总体上，可贸易部门对就业的贡献净值基本接近于零。


  人均增加值指标在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表现极为悬殊。如图8.7所示，美国非贸易部门（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就业增长）人均增加值的增速在整个时段都很低，而可贸易部门人均增加值的增速快得多，并在2000年左右出现明显的向上拐点。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在1990年的人均增加值水平接近，可是到2008年，可贸易部门已比非贸易部门高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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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7 1990—2012年美国非贸易部门/可贸易部门的单位员工实际增加值（以2005年美元价值做加权平均）

  


  不仅劳动力的人均增加值，大多数制造业在这段时期的总增加值也出现快速提升。尽管这些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但其规模并未缩减，也没有停止扩张。制造业的增加值并未下降，由于常规工作被技术进步取代，以及制造业价值链中低增加值的部分向海外转移，就业人数反而在减少。虽然制造环节创造的总国内增加值可能因为生产外包而减少，但随着技术进步取代劳动力，制造业全球供应链中的国内服务部分，包括设计、品牌、营销和物流等高增加值服务，超出了生产外包造成的损失，总量依然在增长。


  对制造业供应链中留在美国的服务与非服务组成部分，这种向技能偏向型数字技术的转移减少了就业，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与产出。技术造成的这些岗位与就业的变化，因为技术进步推动低增加值工作与供应链的某些部分迁往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被进一步强化。


  虽然现有数据还难以证实，但很有可能的情形是，就业从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加剧了人们从中等技能和收入的制造业岗位，转向技能、收入和生产率更低的非贸易服务类岗位。


  劳动节约型和技能偏向型技术对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都有影响。有人或许会质疑：美国经济如何能够在2008年之前的19年中为非贸易部门创造了近2 700万个工作岗位？部分答案源于经济杠杆带来的不可持续的需求增长。但如前文以及图8.6所示，主要原因应该是庞大的劳动密集型低工资非贸易产业的扩张：医疗、政府、住宿、餐饮和零售业等。其中某些产业，如工资相对较高的建筑业与政府部门等，显然不可能无限扩张。最后，由于大量劳动力从可贸易部门转向非贸易部门带来的工资下行压力，非贸易服务业部门产生大量新增就业的能力毫无疑问被放大了。


  上述所有现象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有何必然联系？我们认为关系重大。人均增加值会转化为许多人的收入：员工、资本所有者以及政府。经济体中净就业人数很少增长的贸易部门的人均增加值更高，增速更快，而就业人数的绝对量和相对比重都在上升的非贸易部门的人均增加值更低，增速更慢。


  没有证据表明政府在经济体总增加值中的份额有所提升。同时，我们从数据上看到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提高，在2000年后更是快速增加，而劳动所占份额下跌至1950年以来的最低谷。这些趋势在可贸易部门表现得尤其突出，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产业。34


  总体来看，这些证据显示可贸易部门的工作岗位从制造生产转向了增加值更高的服务，包括制造供应链中的服务部分。这样的结构变化引起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急剧下降，直接造成中等收入工作岗位的流失，同时为提供更高增加值的服务，对高教育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则在增加。


  教育的工资溢价上涨还反映出如下趋势：工作任务更多转向数字资本密集型的非常规白领和蓝领类型（教育在这些领域同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存在互补关系），以及可贸易部门的构成更多转向增加值较高的服务环节。


  就业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加剧了有利于雇主、不利于员工的劳动力供需形势。加上实际最低工资较低并持续下降，以及工会参与率降低，使中低等技能与工资的劳动力难以应对上述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就业岗位从工会参与率较高的生产制造业流向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中工会参与率较低的服务业，进一步削弱了工会的覆盖面与影响力。


  总之，由于上述结构性因素，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带来的租金收益过多地流向了资本所有者，包括高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收益分配不平等显著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增速同中位数工资和平均实际工资增速的差距拉大。35


  在可贸易部门，技术变革与全球化在过去和现在的影响趋势都是：在中低等技能的常规工作上表现为劳动节约，在高增加值的非常规脑力工作上表现为技能增进。因此高教育、高工资人群的境遇要好得多。总体上看，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大多数非常规工作都被保留下来。


  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力量及其带来的上述部门调整在各个发达国家的表现并不完全相同，但对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收入不平等具有相似的影响。不过很难说这些因素能给收入分配顶层的变化趋势提供足够的解释，如皮凯蒂所述，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美国更是一个特例。公司治理结构和薪酬惯例、工会组织、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的其他制度、税收以及支撑非竞争性市场的政府政策等因素，产生大量的寻租空间，并诱发了寻租行为。它们是各国间显著差异的背后影响因素，也是合理的政策关注议题。当然这些解释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可以互为补充，以反映过去30年里困扰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未来的数字技术与全球化走向


  布莱恩约弗森与麦卡菲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几个加速趋势，很可能在未来继续影响工作岗位和就业的结构、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回报以及收入分配状况。36


  机器人在扩展机器能够完成任务的边界，包括需要成熟的情境感知以及较为复杂的判断做出响应的能力。传感器技术的进步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智能数字机器如今能完成的许多操作，在不久之前还难以想象。其结果将是不断扩展可以用机器取代人力的任务和工作范围，或者说，可以被归入常规类型的工作任务（包括体力、脑力以及两者的结合）正在快速增加。例如，在加入新开发的灵巧操作与“可视力”之后，现在的机器已可以组装某些电子产品。


  第二个令人惊讶的进步领域是人工智能。现在的问题在于有数字“大脑”的机器能学会做哪些事情以及学习的速度如何。短短几年前，专家们认为可以通过软件的具体指导让机器按程序完成若干任务，包括复杂的智能任务。或者说，由科学家与程序员描述人类如何完成某些功能，然后对其编程，写入计算机代码，使机器能复制人类的行为。


  通过这种模式，在我们知道规则和程序并能够将其编入软件的领域，机器可以完成特定的任务与工作。简而言之，机器能够胜任可以编程的常规工作，其效率和准确性有时候还能远远超越它们取代的人工。


  但这种模式有其局限性，因为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并不清楚人类是如何完成的：例如，识别一把椅子，听懂一个带口音的句子，理解并翻译不同的语言等。在软件开发中通过新的更复杂的规则和逻辑应对此类挑战的尝试没有得到理想结果。事实上在几年前，人工智能似乎走入了死胡同。


  科学家与技术员们于是转向他们所说的“暴力解决”（brute force）和机器学习方法。网络生成了庞大数据，包括可以利用的图像、记录、影片及其他资料。网络变得更快，存储量变得更大、更容易接入。然后让机器通过对难以想象的庞大信息和数据的接入与整理开展学习。这一方法似乎正在以超出预想的进度取得成效，它被称为机器学习，其中很多是通过案例，更准确地说是大量案例来学习。机器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模式识别，受益于网络及其构成部分（包括大数据库）的范围、速度与功率的迅速提高。


  结果是今天的机器已开始学习人类知道如何去做但还不知道如何完全编写程序的事情。机器能力的进步令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深技术人员和科学家都感到吃惊。


  常规与可编程工作的概念能帮助我们理解过去30年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及部分分配效应。人工智能的进步意味着人与机器的关系可能远远超出“可编程”的范围，迈向“可学习”的工作任务，其影响将难以估测。早期的加速趋势表明智能机器或许可以很快胜任较为复杂的非常规脑力工作。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进步是“大数据（分析）”的成长。大数据是指现有数据处理过程或平台运转附带产生的庞大数据库，例如谷歌、脸书、亚马逊或爱彼迎等公司积累的信息。大数据分析需要在合理时间内以较低成本完成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的能力。在我们看来，大数据技术可能部分取代某些人工操作，但更有可能给需要人类参与分析和判断的工作提供补充。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技术进步是3D打印或增材制造，意思很直观：类似3D的喷墨打印机，利用塑料到钛金属等类型广泛的“墨水”为材料。3D打印机按照数据文件基于的描述来制造产品。这种技术之所以成为焦点，是因为它可以高度定制化，并极少造成浪费。3D打印的成本在快速下降，可利用的材料范围则在扩展。对于供应链及其管理者而言，3D打印技术能让生产充分针对现实需求，而不再是预测的需求。这对供应链和零售渠道的长度、效率和选址来说有着巨大的潜在好处。3D打印有高度的灵活性，而且与本章的议题相关，具有数字资本密集型、技能偏向型与劳动节约型的特点。


  机器人和3D打印看起来正在拓展数字技术在劳动密集型活动和产业中的应用范围，这对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及其他政策有重大意义，对早期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也颇有启示。发展中国家从历史上看，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拥有比较优势，是一段时期内的重要增长引擎。但如果数字技术在组装加工为主的制造过程中从成本和质量上超越了劳动密集型技术，以往的发展道路就将变窄甚至最终消失。


  在过去半个世纪取得成功的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没有“得天独厚”地掌握大量自然资源财富的国家，依靠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启动了增长进程，跻身中等收入行列。数字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等新技术可能在成本和质量上超越劳动密集型技术，使劳动力成本变得不再重要，并且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发生。虽然不见得每个产业都会以相同的速度被改变，但有证据显示趋势已经起步并在迅速推进。


  由此给发展进程中后进国家的增长模式提出了疑问。它们的潜在比较优势将出现在哪些领域？为此需要在固定资产、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上采取怎样的投资模式予以匹配？


  在过去几十年的多数时期，全球经济的组织思路是：经济活动（将其理解为全球供应链的组成部分）向有利可图、有价格优势的劳动力基地转移，因为相对于资本和知识而言，劳动力的流动性更差。可如今，数字资本密集型技术正在制造业供应链的常规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取代人力，而该环节在世界各地雇用的员工非常多。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以及数字技术使制造过程的迁移成本大大降低，实际生产活动将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地方，而非劳动力密集的地方，因为靠近市场将带来更高的效率。


  事实上已经有迹象表明，在技术变革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下，相比之前的工业化国家，现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更早得多的阶段更快地丧失工业化机遇。37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自动化可能损失的工作占比高得多，因为技术突破侵蚀了发展中国家在可贸易部门的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鼓励可贸易生产活动迁回发达国家。38在快速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原来的全球化模式可能会走到尽头，尽管我们在政治对话中听不到这些，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的讨论中。当前的政策挑战在于，如何顺应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替代常规工作与非常规工作的劳动节约型和技能偏向型新技术。我们的应对效果将取决于正确认识这些挑战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技术、不平等与政策应对


  劳动节约型和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及其推动的全球化，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在过去30年财富与收入不平等扩大背后的强大作用力，并可能在未来变得更为重要。技术正沿着出乎意料的快速轨道取代人力，表现出技能偏向型的不平等特点。市场造成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在今后几十年继续扩大，这并非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而是由于数字技术革命的深刻影响：工作岗位的数量和构成、知识与无形资本的回报、不完全竞争带来的租金、先行者优势、网络体系的市场支配力，以及工作和任务更容易被机器以较低成本取代的劳动者工资与生计来源等各方面的变化。


  总而言之，技术变革的客观因素成为市场导致不平等扩大的主要驱动力，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政策对更平等地分享技术进步的收益无能为力。当然令人不悦的是，美国及其他某些发达国家采纳的许多政策在过去几十年对上述影响不仅没有起到缓和作用，反而推波助澜。皮凯蒂在他的整部著作里，分析了不同政策选择及其反映的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如何导致面临类似技术变革趋势的各发达国家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不平等水平。


  即使在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时期，各国仍可以采用多种政策杠杆，使可支配收入（在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分配状况比市场力量本身导致的结果更平等，从而追求其理想的平等水平。至于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缩减了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各发达国家确实存在显著差异。挑战在于精巧的政策设计，既能鼓励技术进步——像勒德分子（Luddite，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捣毁机器的英国工人）那样试图阻碍发展注定会失败——又能按照社会规范更平等地分配红利或者收益。


  已有大量文章和著作讨论抑制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政策措施。由于本文的焦点是分析技术及其对不平等的影响，我们不会提出详细的政策建议，但我们将简要探讨皮凯蒂的著作及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著作提及的三个政策领域：教育、累进所得税、社会福利与收入扶持项目。


  教育


  这是皮凯蒂、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以及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拥有共识的一个政策领域。皮凯蒂承认，教育和技能的竞赛是劳动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劳动收入差距扩大又是总体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关键因素，甚至包括顶层1%人群。他还指出，北欧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缓和，部分原因在于其高质量、平等化和包容性的教育体系。相反，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扩大导致相应收入阶层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39


  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对缩小长期不平等（同时也能促进整体繁荣）最有效的政策将依然是：通过给任何收入水平的所有人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增进后代人的技能。


  专家们达成的一个广泛共识是，此类政策必须从早期幼儿教育开始，并延续到高等教育、终身学习，以及提高人们职业转换灵活性的再培训机会。然而就未来需要哪些类型的教育和技能（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却分歧严重。这些分歧反映了不确定性：技术将如何改变职业岗位与所需技能以及改变速度如何。在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面前，难以预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侧在10年或15年之后会是怎样的情形。


  很少人怀疑需要加强科技领域的教育（STEM fields，意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数字技术将继续补充这些领域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此类人才的供给可以抑制其技能溢价，缩小不平等。或许如戴维·奥托预测的那样，未来几十年的持续技术进步将产生大量的中等技能工作岗位，把“特殊职业技能同文学、计算、适应、问题解决及常识方面的基础性中等技能”结合起来。40


  按照这一乐观看法，许多中等技能的工作将依然存在，把可以利用智能机器帮助完成的常规技术任务同人力依然拥有比较优势的非常规任务结合起来。例如医疗辅助类的工作，许多此类工作要求两年的高等职业培训，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四年的大学学历。若干需要技能的交易、文秘或维修工作同样如此，人力资本投资应该成为长期战略的核心，以促进与智能机器互补的人力技能供给，同时减少机器能替代的人力技能供给。


  历史经验显示，技术带动人类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工作岗位的净创造，而不是净毁灭。在过去，技术进步促进了对新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超过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当然对那些被替代的员工而言，存在时滞与调整的痛苦成本。然而未来的景象并不明确：或许如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认为的那样，尽管劳动节约型技术在飞速进步，医疗和安全等领域对工作岗位的需求依然会增长。但也有理由担心，未来情景将不同于历史经验。近期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约有一半的工作岗位可能在今后几十年被劳动节约型技术取代，发展中国家甚至更多，而且变化的速度超出预期。马丁·福特在其最近的获奖书籍中提出，机器人、机器算法和其他类型的自动化技术已经在吞噬很大比例的中低端技能工作岗位，并随时准备替代更多的高技能任务和职业，包括那些目前需要大学或更高学历的工作。41


  累进所得税


  在对抗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建议清单上，对顶层收入实行高税率的累进所得税排在前列。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有现成体制，如皮凯蒂所述，累进所得税体制的创建确实是20世纪的一项重大税收创新，并在平抑收入不平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目前的政策讨论集中在顶层收入的边际税率是否应该提高及提高幅度上。皮凯蒂及布莱恩约弗森、麦卡菲均建议大幅提高美国顶层人群税率，但理由存在差异。布莱恩约弗森与麦卡菲认为，数字技术进步造成的市场环境，如网络效应、收益递增和赢家通吃效应等，导致了幂律分配的格局，收益流向数字资本及与之互补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他们还提出，资本和劳动在这种情形下高度集中地获得的收入里，很大部分是经济租金。因此，他们认为，在美国提高对这些收入的边际税率（相比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的现状而言）并不会削弱高收入者在资本和劳动上的供给激励，所以不会损害增长。


  皮凯蒂则认为，对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层1%人群适用的最优所得税率“或许应高于80%”，并断言这样高的税率不仅不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而且能促使增长成果被更广泛地分享，降低滑向寡头社会和另一个镀金时代的风险。在皮凯蒂看来，顶层收入群体的资本和劳动收入不是来自技术进步收益的幂律分配，以及他们从不完全市场环境中攫取的租金。根据他的研究，顶层收入阶层的资本收入增加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逃脱的必然规律，即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顶层收入阶层的劳动收入则源于社会规范、公司治理实践、工会势力削弱，以及这部分人群借助政治游说使政策走向服务于他们的利益等。


  我们相信，皮凯蒂剖析的制度因素及相关的各类寻租行为对收入不平等扩大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我们认为，布莱恩约弗森与麦卡菲指出的技术力量及市场缺陷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评估与量化这些制度和技术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但皮凯蒂及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的论述都给出了很充分的逻辑：应该提高对顶层收入群体的边际所得税率，以缓和收入不平等。


  社会福利与收入扶持


  除累进所得税体制外，发达国家还提供了社会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险计划来缩小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并给国民提供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不依赖其市场收入的关键社会服务，而非采用把收入从富人直接转移给穷人的办法。在美国，此类社会计划的福利水平和再分配力度尽管远不如欧洲大陆，尤其是北欧国家，但税后和转移后的收入分配状况相比市场收入分配也平等得多。


  皮凯蒂认为他所说的“社会国家”（social state）计划对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有重要作用，并建议通过改革对这些计划进行重组、巩固和现代化。布莱恩约弗森与麦卡菲赞同他对这些计划的支持，不过担心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对劳动的税收。这种担心有其合理性。机器在取代人力方面做得越是出色，此类税收对就业和劳动收入的负面影响就越强。因此他们主张，考虑在未来用碳税和增值税来取代对劳动的税收，给社会福利计划提供资金。皮凯蒂还建议推出新的累进制全球资本税来缩小财富不平等，其中的部分收入可以替代对劳动的税收，以支持社会福利计划。


  今天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剧烈变化，数字平台将改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使工作性质发生革命性变化。通过布莱恩约弗森与麦卡菲描述的许多方式，这些变化可能增进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增加灵活就业的机会。然而劳动力市场的深度数字化以及按需生产型经济的兴起也有严重缺陷：它将取代传统的雇主—雇员关系，而这一关系是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为国民提供社会福利和保障的主要渠道。随着越来越多的员工发现自己落入非正规就业状态，社会福利的传统筹资和提供体制必须做出相应调整。42


  随着智能机器变得更加强大和逐渐普及，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即大多数人是依靠出售劳动来获取收入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如果智能机器取代了很大一部分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劳动力，使各种教育和技能水平的人无法获取能够过上体面生活的收入，会出现什么后果？布莱恩约弗森与麦卡菲提出了这一疑问，并呼吁评估“开箱即用”式的各种解决方案，包括用负所得税或基本收入给国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无论其就业状况或劳动收入水平如何。


  归根结底，技术进步的收益是被广泛分享，还是集中到极少数人群手中，并不取决于智能机器如何设计，而是取决于如何制定适应新机器时代的明智政策。


  第9章


  收入不平等、工资水平决定与裂变的职场[1]


  戴维·韦尔


  曾担任美国劳工部工资与工时局负责人的经济学家戴维·韦尔将在本章介绍他提出的“裂变的职场”（fissured workplace）概念，意指企业之外的劳动力市场出现层次化增多的现象。在原有模式中，大公司雇用各种层次的劳动力，让高技能专业人士、中层管理人员、体力劳动者等在同一企业中开展合作。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工作被外包出去，过去作为雇员享有法定与事实特权的劳动力，如今被迫加入恶性竞争。本章将分析这一现象的程度和动机，及其对现有不平等状况和未来研究劳动力市场运转的影响，结论是经济学家应该回到关于工资决定的传统概念来分析这一值得研究的独特现象。这些议题同《21世纪资本论》的联系在于，它们将使直接来自劳资对立的未来不平等场景变得更加复杂。


  二战后是一个非凡的时代，在长期的经济扩张中，收入不平等得以缩小。在大型企业内部（如通用汽车、希尔顿、通用电气、西屋电气等公司）受雇的劳动力工资和福利同生产率基本保持了同向增长。1947—1979年，生产率提高了119%，平均小时工资提高了约72%，平均小时薪酬（工资加福利）提高了约110%。1在作为战后时代样板的汽车工业，消费需求的扩张带来了利润与公司高管薪酬的增加，自动组装线工人的报酬也在提高。汽车公司雇用的门卫、维护人员、文秘以及草坪护理员的报酬同样如此。


  这种平行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有了变化。生产率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30多年中依然在增长，总增幅约为80%。可是在同一时期，平均小时工资仅提高了约7%，平均小时薪酬的增幅仅有8%。不平等的扩大很自然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者关心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是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引起社会浓烈兴趣的核心原因。


  有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试图解释美国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模式何以发生剧烈改变。这些研究探讨了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下跌而资本份额上升的原因，分析不平等扩大是来自劳动力的可观察特征（工作的回报）还是来自企业构成的变化。某些研究深入考察了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全球化和工会力量长期弱化的影响，以及其他加剧不平等的因素。2


  本章将为不平等的分析设立另外一种视角。笔者认为，过去30年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组织的演化，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雇佣关系以及越来越多产业的工资设定方式。这里的焦点是，“裂变的职场”改变了就业边界，使特定的工资设定方式发生演变。


  随着生产活动从许多产业中的领先企业转移给其他实体，工资设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与就业剥离（如外包、分包，或者把员工错误归类为独立承包人等）相关的各类经营活动调整的动机，经常被误认为只是为规避法律义务而采取的策略，或者现代的灵活企业组织进行的必要调整。但这两个说法均不足以解释整个经济中很多部门如今极为常见的更根本性的就业调整现象。


  这种调整的后果就是，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市场上，过去曾经导致较大比例租金被工会和非工会员工分享的工资设定程序，如今将工资设定在越来越靠近被主导企业（lead businesses）剥离的那些工作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主导企业依然直接雇用员工，提供消费者认可的产品和服务，它们的利润水平仍较高，并能继续给员工提供较高报酬，但业务被剥离到从属企业的劳动者面临的市场竞争形势则严酷得多。这些从属市场，往往还会进一步裂变给其他市场网络，它们的利润水平较低，导致工资设定更贴近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模型，工资水平向边际生产率趋近。


  裂变的职场假说可以解释当劳动力从领先企业剥离给外围企业后，工资设定的规范如何改变，工资设定问题被有效转化为一个定价问题。该假说不仅涉及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还指出为什么不平等可能与企业间（而非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增大有关。由此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必须重新瞄准“工资决定”（wage determination，这是劳动经济学的早期提法）这个老问题，及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裂变的职场假说


  跨进一家知名连锁酒店时，我们会以为在前台迎接客户、每天打扫房间及提供客房服务的人都是该酒店的员工，就像他们的制服和名牌暗示的那样。然而这并非21世纪的职场现实。许多酒店工作人员其实是由不同的管理、保洁、餐饮和劳务派遣公司雇用。在某些情况下，员工由酒店和上述企业联合雇用，往往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在为谁工作。


  在《裂变的职场》一书中，我指出是资本市场推动了职场的裂变演化。3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公司面临着为私人和公共投资人提高财务业绩的压力，至今依然如此。它们采取的应对策略是专注于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即为消费者和投资人带来最大价值的部分。对此策略的一个自然补充，便是将对核心竞争力无关紧要的经营活动“剥离”出去，通常是从发放薪酬、宣传、会计和人力资源等职能开始，然后扩大到设备管理维护和保安，再进一步深化。在很多时候，剥离甚至会涉及曾被视为公司核心业务的那些活动。


  由此导致雇佣关系发生了“裂变”。在地质学上，裂隙一旦产生，就会深化：当保洁和客房服务被剥离后，承担这些业务的企业会进一步发生裂变，把工作继续剥离给其他企业。随着业务裂变的继续，利润空间越来越薄，投机取巧的动力就越来越强。劳动力成本往往是雇主为保持竞争力而首先打算节省的，哪怕会带来劳动纠纷。通常而言，劳动者距离其工作的最终受益人越远，遭遇违规或剥削的可能性就越大。经常是在利润最薄的地方，违规最为严重。


  不过，主导企业必须监督和约束承担关键业务的从属企业的行为，使其不会损害如品牌识别或新产品开发等核心竞争力。所以业务的裂变要通过各种商业架构来完成：有明确和详细业绩标准的分包合同与劳务派遣合同，有类似的广泛业绩要求的特许经营、许可证与第三方管理体系。4尽管裂变只有部分原因是为了规避劳动规范，但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为什么它会被误解为唯一动力，尤其是对于主导企业而言。无论职场的裂变是否涉及合法或非法的操作，雇佣关系总之是变得更为薄弱，合规责任被转移到其他企业，因此变得更为模糊，职场上最基本的法律保护也容易被违反。


  工资设定的影响因素


  几乎在任何市场环境下，企业都有压缩成本的激励。竞争越激烈，压力越强。资本市场的变化会令压力加剧，但实际上压力普遍存在，企业寻求节约劳动成本的办法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单位劳动力成本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和福利；单位劳动力投入产生的产量，即生产率。如果通过外包等操作把就业转移给其他企业，可以降低劳动成本，而无需损害产品或服务的完整性，那么这种变化就会继续。


  关于职场裂变的内容，如增加分包和外包、临时性工作安排等，许多讨论集中在削减劳动成本的动机上。一个重要案例是企业长期以来对工会运动的抗拒。工会将提高工资和福利水平，削弱管理层单方面解雇员工的权威，强化对执行劳动规范的合规监督。美国的《国家劳动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禁止雇主单纯由于工会的存在而关闭工作场所，或以此作为对工会选举的威胁。可是，就业剥离能够提供更巧妙的办法，把岗位从工会组织程度高的场所转移到（至少在历史上）从法律和策略上更难组织工会的地方。


  第二个解释是，企业希望把员工福利负担转移给其他实体，如失业保险和工伤补偿等各类社会保险福利，以及保险金和退休金等私人福利计划。社会强制福利与私人提供福利让雇主的雇佣成本远远超出给员工的工资奖金。对美国的全体员工而言，工资薪金约占雇主单位工时人力成本的69.4%；另有7.8%的雇主成本同联邦要求的福利计划（社会保障计划、医疗保险计划和联邦失业保险计划）及州福利计划（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有关；还有13.5%属于私人提供的保险福利（医疗、人寿和残疾）及退休金。5


  如果为主导企业提供分包业务的劳务派遣机构或小公司能合规经营，有关的社会福利支出将包含在劳务分包方的报价中。但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分包业务链、劳务派遣机构和裂变出来的其他企业中存在广泛的违规现象，从员工身份的错误划分到计件工资等支付方式，都可能导致违反最低工资和加班薪酬的规定等。


  即使按法规要求支付福利项目，裂变架构中的企业仍可以在保险金或退休金领域提供更少的福利，甚至完全不提供，从而降低依靠它们的主导企业的成本。例如规范员工福利的联邦法律要求，如果给一名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等福利，则必须对全体员工都提供。而通过把工作岗位剥离到其他企业，如不给员工提供医疗福利的临时性机构，某家公司就能降低雇用更多员工的实际成本。


  剥离业务的第三个激励来自责任最小化。雇用员工会带来相关责任，包括员工的工伤、疾病和死亡，以及出现歧视、骚扰和不正当解雇导致的负担。通过剥离把这些责任转移给其他机构，主导企业可以降低自己的成本。


  以上所有说法都能让劳动力成本以及与雇佣有关的风险降低。但把业务剥离的急剧增加都归因于它们，仍不足以解释主导企业如何在剥离带来的成本节约与继续录用本企业员工的好处之间权衡，以及为什么职场的裂变在扩大和深化。应该还有某些更微妙的原因，需要我们思考大公司的工资设定机制。


  垄断权和工资设定


  最专制和不受约束的雇主自然会对工人阶级采取标准定价，正如大型零售商采用的固定价格策略，并不针对特定顾客的议价能力做调整，而是根据成本确定一个百分比加成。


  ——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6


  在20世纪的多数时期，统治商界的大企业与传统劳动力市场模型中的企业处于不同的地位。极端情形发生在“企业城”中，即某家公司是当地劳动力市场上的唯一雇主。作为唯一的劳动力购买方，该雇主（或垄断者）面临全部劳动力供给，如果希望增加雇佣的人数，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7唯一的雇主要给从事相似工作的员工支付相同的工资，一个新增员工的成本不仅反映了给这名员工的工资，还包含给已经在从事此类工作的所有员工的新增成本，因为企业要按照新雇员的标准给所有老员工支付相同的工资。因此，相比有更多雇主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企业城”雇主会招募更少的员工，支付更低的工资。


  “企业城”的情况很少出现，但雇主并不需要完全控制一座煤炭城市才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垄断权。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支配权经常源自信息问题，市场通过匹配员工的工作偏好与雇主的需求发挥作用，这使信息成为关键的润滑剂。纯粹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假设市场像惯性滑行的交易所那样）认为，上述信息成本非常小，招人的雇主会很快招到相匹配的对象。


  可是信息并非没有成本，也不是由劳动力市场上的各方同等掌握。在现实中，某个人寻找工作会受到时间、知识与位置偏好的限制。大企业依靠自己的规模、经验和规模经济，拥有较为丰富的信息。而劳动者面临较大的“搜寻摩擦力”，因为他们掌握的就业机会信息较少，再加上家庭、社会和其他地理因素制约了自己的迁移意愿。


  信息不对称和搜寻摩擦导致了某种程度的买方垄断，意味着大企业会设定工资水平，而非简单接受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这给予它们在薪酬政策上更大的操作空间，尽管此类政策仍必须反映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对企业生产的贡献。8


  一定程度的买方垄断与工资设定权力是大企业制定薪酬和人力资源政策的基础。正如社会学家韦伯夫妇在20世纪之初指出的那样，在整个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中位居支配地位的大企业要求采取统一的人事与薪酬政策以及内部劳动力市场，这出于若干理由：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维持公司政策的一致性，并减少违法风险。


  同韦伯夫妇一样，早期的美国劳动经济学家也认为企业内部的工资设定是特定匹配谈判的结果，但他们更关注员工面临的外部选择较少以及谈判权较弱带来的影响。理查德·伊利及其在劳动经济学的“制度学派”传人强调了工会组织和集体行动在工资设定中的作用，具体来说，他们认为在工会缺位时，企业拥有更占优势的谈判地位，因为劳动者面临流动障碍，以及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等，使其供给缺乏弹性。9


  后起的一代制度经济学家，如萨姆纳·斯里克特、约翰·邓乐普、詹姆斯·希利等人，研究了二战后的集体谈判现象，发现关键部门的大企业在工资设定和定价政策上有类似的经营行为。10通过复杂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体系设定工资政策，让不同群体员工有一致的工资水平，不只发生在有工会组织的企业中。例如，弗雷德·福克斯就详细记录了无工会组织的大企业的类似薪酬设定办法。11


  当代的研究则试图把理论解释统一起来：调和精心设计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及大企业工资溢价的普遍存在与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一种观点认为，以上现象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并不矛盾，只是反映了劳动作为生产投入的复杂性，其生产率在就业过程中会发生改变。12另一种观点用“不完备合同”理论来解释内部劳动力市场，认为风险中性的雇主与风险规避的员工达成的合同在时间上熨平了工资，能适应双方的需要。这种合同安排具有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某些特征，却由基本的供需因素所致。第三种观点把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解为企业克服日常扯皮问题的办法，因为员工与雇主的劳动合同本质上是不完备的，不可能用文字完全描述雇主希望员工所做工作的复杂和多变特征。因此需要结合明示合同和隐含合同，以防止任何一方的欺骗行为。13


  然而，上述解释都没有注意到职场的一个重要方面：把大量人群聚集起来，以及人类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在同一屋檐下工作的劳动者相互交流，很快会了解自己同事的许多背景，包括在隔间工位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拿到的薪酬更高。给从事类似工作的人不同待遇，可能导致生产率受损、离职率提高，乃至激发工会组织行动。而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员工实行统一人事政策和简化薪酬结构，可以发挥减少员工间摩擦的重要作用。


  公平与工资设定


  公平很重要。传统经济学假定，个人只是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但来自心理学、决策科学以及更近期的行为经济学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人们不仅关注自己的收益，也在乎其他人的所得。事实上，人们经常把自己的收益与其他人比较，并往往愿意为同样重要的公平信念而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


  为证明公平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通牒博弈”是一个绝佳案例，在实验和现实中得到了广泛检验。这种博弈的设计很简单：要求两个人分享一笔钱（例如10美元），第一个人有权决定如何划分，第二个人则有权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第一个人的决定。如果第二个人拒绝，则双方都得不到钱。假如人们是完全自私的，博弈结果将非常明确：第一个人会把绝大部分钱分给自己，只留下几个零头给下家。第二个人就算只得到零头（比如0.5美元），也好于什么都没有，他理应接受任何大于零的报价。


  但实际的博弈结果并非如此。第二个人通常会拒绝报价较低的方案，哪怕自己受损也在所不惜。在不同研究案例中，低于总数20%的方案一般会被拒绝。同样重要的是，第一个人似乎会提前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往往会给下家提供总金额40%～50%的分享份额。14这样的结果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了很多次，足以证明公平的重要性，因为它是基于非重复的单次博弈，提议方占有尽可能多的份额与应答方接受任何报价的动力都理应较高。如果最后通牒博弈采用多次博弈的形式，双方的分享激励只会变得更强。


  公平性影响着现实世界中的各种人际交往和关系。人际关系是职场的内在组成部分，公平感对于职场中的决策如何制定自然有着核心作用。影响工资设定的因素不只来自雇主对员工新增工资可能带来的新增产出的计算，还与员工对工资水平的公平感有关。例如行为经济学的先驱之一丹尼尔·卡尼曼指出，人们对削减工资的公平感取决于其执行方式：因失业率提高（于是有更多人在找工作）而削减工资被视为不公平，而因为企业处于破产边缘被迫削减工资则更容易被接受。与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提议方一样，经理人看起来很懂这一套，在现实中很少降低名义工资。


  与之类似，关于薪酬的公平考虑不仅取决于我认为自己（根据经验、教育和技能等）应该拿到多少绝对收入，还与其他人的相对数有关。哪些人属于可比的群体呢？这要依据在评价时所处的环境。如果我在找工作，我的评价将基于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看到的情形，这符合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预测。我的信息来源可能不完整，但我会在找寻过程中观察类似的工作岗位。对工资报价的接受与否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情况上下起伏。


  然而，一旦我进入某个组织内部，就会关注本企业其他员工的工资水平，将之作为参考对象。正如在实验中，人们在乎两个人之间的共同收益如何分配，胜于关心自己的绝对所得。一旦进入企业组织内部，人们也会更在乎隔壁工位的同事得到多少薪酬，胜过关心马路对面其他企业从事相同工作的人收入几何。15所以“参考工资”不仅涉及与自己从事类似工作的人，还包括那些在组织里处于自己上级或下级的人。16


  大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采用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设定办法，是出于两种公平方面的考虑。横向公平涉及人们对类似工作的不同工资水平的看法，纵向公平涉及人们对不同工作的不同工资水平的看法。


  大企业在历史上对相同级别的员工给予相近的待遇，而忽略他们的业绩可能存在差异，以含糊处理横向比较的问题。在特鲁曼·比利开展的薪酬政策调查中，大多数受访企业（78%）把“内部和谐与员工士气”作为内部薪酬公平的主要原因。17对劳动力市场的多项研究显示，企业内部的工资差异比员工之间本来应有的巨大生产率差异小得多。企业对类似技能的员工采取单一工资政策，因为对各方面看似差不多的员工实行不同工资率会造成负面影响。


  员工对工资的满意度还受到纵向公平感和社会规范的影响。具体来说，实验和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在评判自己的待遇时会“向上看”，询问与同机构上级职位待遇的相对水平。18若机构中高于某一员工层级的待遇太高，或差距在逐步扩大，则不管该员工的绝对待遇水平如何，他都可能对其待遇越来越不满意。


  在大企业中，类似这样的纵向公平问题可能尤其令人烦恼。传统制造业的工会组织通过与级别相关的集体谈判交易来解决此问题，往往要求整个工资体系随时间上涨，而相对工资水平不变。集体谈判协议透明地展示了对公平的预期，部分是因为它反映了员工的偏好，至少反映了工会谈判委员会所代表群体的偏好。较大的无工会组织的企业职场没有集体谈判的约束，但同样必须在薪酬政策制定中考虑纵向公平的要求。较高的工资水平设定部分反映了企业希望避免成立工会组织，也是为了减少上述内部摩擦。有关工资设定的研究发现，无工会组织的大企业高管经常以公平作为内部薪酬结构设计的理由。19


  主导企业为什么要剥离员工


  将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结合起来，可以预见大企业为了解决此类问题，会给内部不同层级的岗位付出比市场上更高的待遇。工资设定的这个特点可以解释20世纪后半叶普遍存在的工资溢价现象。许多研究文献试图根据基本生产率差异与员工和雇主间的匹配行为来解释企业规模效应。20裂变的职场假说则把企业的工资设定行为作为这一问题的中心。二战后，拥有一定市场支配力却需要照顾内部公平感的主导企业选择了溢价工资政策，对大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统一实施。不过过去几十年来，企业通过把业务剥离给其他实体改变了雇佣的边界，工资设定公平感带来的束缚因此减弱。


  基本的买方垄断模型假设，雇主给特定类型（技能或职业）的员工设定单一的工资率，而非遵从垄断条件下的价格歧视政策（如对不同客户收取不同价格）。为职场设定单一工资水平的要求，会导致雇用某类员工较多的企业出现成本增加，因为新增一位员工的附加成本要求提高对他的待遇，并提高已经受雇从事类似工作的所有员工的待遇。21


  从原则上讲，有买方垄断权的雇主可以根据员工对产出的个人贡献（或每名员工带来的增加产出，即“边际产出”）来确定待遇，采用差异化工资政策。但如上文所述，这有违公平感，从来不是普遍的工资操作办法。虽然工资歧视（以类似价格歧视的方式）有它的好处，大企业却极少采用。因为只要员工们聚集到一个场所，就会带来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问题。


  如果大企业能通过改变自身的边界来实施工资歧视呢？如果不是针对庞大而多样的员工队伍的工资设定问题，而是确定企业外的实体承包的那些工作的价格，情况又会如何？假如有多家企业为了该大企业的业务展开激烈竞争，每家小企业给自己的员工发放工资，以完成大企业剥离的业务，在此情形下，大企业要考虑的是外包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不需要为实际从事这些工作的员工设定并支付相应的工资。


  于是，大企业制造了不同承包商之间的业务竞争，通过评估它们的贡献来支付报酬，给低效率厂商的报酬可以低于高效率厂商。借助这种方式，主导企业只需要考虑外包服务的价格表，而把劳动补偿的问题留给各种服务或产品的具体供应商。实际上，主导企业把自己的雇佣活动转移给了由小型供应商组成的网络，由此创造了一种机制：以竞争性市场，即服务供应商组成的网络来提供在过去（通过直接雇佣）由企业内部提供的服务。


  主导企业把就业转移给竞争性市场中的外部附属机构，由此形成的机制让员工得到的工资更加接近于他们创造的增加值，同时避免了工资差异悬殊的员工挤在同一工作场所的公平感问题。每名员工的边际生产率同可能设定的单一工资率之间的差额，将被主导企业占有。


  其结果是，同一项目的两名员工最后得到的工资可能差别极大，相比由大企业直接雇佣的情形，外包机制能更好地反映员工各自的边际生产率。相比企业给工作职位接近但生产率不同的员工设定单一工资率，或一家企业的工资政策会影响整个市场的情形，这种机制对雇主更有利。另一个与此有关的把工作外包的理由来自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纵向公平期望带来的问题。即使员工们在技能与工作分配上存在差异，企业内部的纵向公平感仍可能导致较大的企业给低技能员工支付较高工资，因为高工资员工的存在成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参考工资水平。22若把这些低技能工作外包出去，此类问题便不复存在。


  通过设定价格来设定工资水平


  我们设想，有一家宾馆的所有员工，包括园艺设计师、女服务员、男服务员、前台接待等，都采取直接雇佣方式。横向公平要求给同一级别的员工支付差不多的薪水，甚至在同一都市区的多个物业之间也要保持平衡，尤其是当员工们在这些物业之间有所流动时。纵向公平则要求在设定园艺师的工资时要考虑服务员的待遇，在设定前台接待的工资时要参考经理的待遇。该宾馆因此需要创立和执行一套综合的薪酬与人力资源政策。


  如果该宾馆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品牌声誉上（其核心竞争力），而不再把宾馆的日常管理作为企业战略的核心，情况又会如何？这可以让该企业把繁杂的日常运营程序交给其他机构，特别是那些为争取这些业务可以相互竞价的机构。于是该宾馆就能把宾馆服务的生产转移到市场上，让不同机构为不同的业务模块开展竞争。每家供应商将按照某个价格提供服务，宾馆自身则不再需要直接从事这些工作。


  这样的结果是，该宾馆让多家供应商参与竞争，并通过评估它们的贡献支付一个价格。效率较低的供应商的报酬可能低于高效率的供应商。这家宾馆于是将面对各种服务（如对员工队伍的管理）的价格表，而不再直接面对劳动力的工资设定，从而把薪酬难题甩给服务或产品的具体供应商。实质上，主导企业把自己的雇佣行为转移给了大量较小的供应商，以此创造出一种机制：把以往通过直接雇佣由企业内部提供的服务，交给以服务供应商网络为形式的竞争市场。


  通过把工作转移给竞争市场上的较小机构，大企业创造出了一种机制，通过该机制支付给劳动力的报酬更加接近于他们创造的增加值，同时避免了让不同工资水平的员工在同一场所工作的公平难题。企业由此获取了每个员工的个人边际生产率同可能设置的单一工资水平之间的差额。23


  处于供应链顶端的企业将就业剥离，使自己专注于同损益表收入栏有关的更具营利性的业务，让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发生裂变。这对此类企业的利润如何在各方之间分享有重要影响。在之前的综合性大企业模式中，企业需要把部分所得以较高工资的方式同员工分享，以解决内部公平感的问题。于是，以较低价格同消费者分享和以较高回报同投资人分享的部分就随之减少。


  在职场裂变后，公平问题将会缓和，工资水平可以被压低。这意味着将有更多收益以低价形式转移给消费者，或者以提高回报的方式转移给投资人。在发生裂变的环境下，如果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能通过特有品牌或者不断推出炫酷新产品来吸引极为忠诚的客户群体，则工资成本削减带来的收益将主要流向投资人。24工作业务外包让收益分配向上倾斜。


  不平等扩大与裂变的职场假说


  裂变的职场假说显示出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源头。该假说推测，当企业内部从事的同类型工作被转移给承包商或企业外的其他机构时，劳动力的收入会减少。对于从企业内部转移到外部的特定职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推测。


  清洁和安保在业务裂变中首当其冲。到2000年，约有45%的清洁工是以外包形式从事工作，超过70%的安保员是被承包商雇用。25正如上述理论的推测，主导企业把清洁和安保业务从内部转移到外部，确实显著影响了从事这些职业的工人的报酬。26柏林斯基的一项研究发现，承包方的清洁工比公司内清洁工的收入少15%，作为承包方的安保员比公司内安保员的收入少17%。27类似地，杜比和卡普兰的研究发现，作为承包方的清洁工和安保员，其“工资折扣”损失分别达到4%～7%和8%～24%。28


  更近期的一项研究为德国工资结构受到的影响提供了充分证据。该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种国内服务活动的外包显著加速。研究者利用精心构建的样本，比较餐饮、清洁、安保和物流员工的工资水平，分析把同样的工作从企业内部转移给国内承包机构造成的影响。利用事件分析研究架构得出的结论表明，相对而言，外包业务导致工资水平下降了10%～15%。此外，由于可以匹配到曾经历过外包的员工，以控制不可观测的人力资本特征，该研究认为，工资下降源自员工从企业内部转移到外部机构时损失了之前的工资溢价。29


  此外，裂变的职场假说对收入离散度和不平等随时间增大的驱动力还有更广泛的启示。收入不平等扩大可能来自企业内部的不平等加剧（内部员工之间的差距拉大），也可能来自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加剧（给定企业与外部的差距拉大）。裂变的职场假说认为，不平等扩大来自后一种效应，即不同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主导企业将继续获取来自其核心竞争力的租金。出于上述的公平考虑，它们会继续与留在内部的员工分享部分收益。与此同时，为主导企业剥离的业务开展竞争的其他企业获得的租金较低（竞争性劳动力市场所致），同自己员工分享的利益也更少。在裂变职场的最底部，企业竞相为主导企业提供更同质性的产品与服务，竞争性市场的进入壁垒更低，其盈利水平也更低，支付的工资就更接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


  裂变的职场假说还尝试描述发生大量外包的制造业生产过程，位居供应链最下游的公司（如苹果公司这样开发、包装和推广数码产品的企业）是经济体中盈利最为丰厚的部分，而在供应链更远端负责特定制造业环节的供应商，其回报率就要低得多。


  裂变的职场假说与近期的有关证据相符，表明在日益依赖特许经营权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产业，收入差别拉大。在酒店和餐饮等产业，对消费者的品牌推广是关键的核心竞争力。对品牌企业员工收入的比较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他们的收入高于同一产业的非品牌企业员工。30特许经营使企业可以区分品牌开发和推广的收益同实际产品的交付，在品牌带来的租金中，授权方占据很大部分，剩余部分归购买品牌使用权的加盟商所有。31在20世纪80年代，快餐和酒店产业的许多品牌连锁企业把很大比例的快餐店与酒店物业出售给了加盟商，由此改变了产业内部的原有工资结构，使更多企业（加盟商）的工资结构低于依然由授权方直接经营的机构。在加盟商与授权方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后，特许经营现象将变得更普遍，导致产业内部的整体工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32


  近期的若干研究关注了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给裂变的职场假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巴斯等人的研究发现，1992—2007年收入差距扩大的绝大部分来自企业之间而非企业内部的差距扩大。在其匹配的数据库中，这批学者发现对于从头一年到次年留在同一企业的员工，收入不平等扩大中有80%来自不同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而非自己所在企业内部工资结构的差距拉大。33


  还有研究者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基本上不是源于CEO薪酬与员工收入差距的增加，对于员工人数少于1万人的企业，1978—2012年的收入差距扩大几乎都表现为企业间的差距拉大，而非企业内部的差距拉大。在这些样本中，公司CEO和其他高管与其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在研究期间仅略有扩大。对于超大型企业（员工人数多于1万人），则更多地表现为内部各层级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其原因将在下文探讨。34


  戴维·卡德等人发现，有证据表明德国的工资不平等扩大有“内部”和“之间”两方面的推动因素。他们的研究认为，收入差距的几个解释因素的作用大小基本相当：员工的异质性增加（企业内部），企业的异质性增加（企业之间），以及员工和企业的匹配度提高等。35


  这些研究表明，相对于以前的说法，员工与本企业的同事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并不大。收入差距离散度增大其实可以理解为企业界的“大爆炸”，也就是说，企业彼此互相远离，使主导企业及其员工向上运动，附属企业及其收入分配向下运动。这与裂变的职场假说相符，主导企业的分配不再包括工作和职位被剥离到外围雇主的那些员工。


  可是，裂变的职场假说并不排除当企业内部的公平规范有所变化时，企业内部的差距也会扩大。例如，有超强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企业的高管们可以抽取更多租金，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薪酬水平，即皮凯蒂说得活灵活现的“超级经理人的起飞”。对金融和数据行业的高盈利企业薪酬安排的相关报道，显然可以为此观点提供佐证。而对身处裂变宇宙中的附属企业的高管来说，抽取此类租金的能力或许会弱得多，当然很多证据表明他们的收入依然比普通员工高出数倍。这些因素进一步加剧了整体的不平等，尽管高管的待遇过分提高还源于规范的变化、被操纵的公司治理以及其他因素等。


  总之，近期研究为裂变的职场假说提供了充分的支持证据。裂变的职场导致主导企业与支持它们的附属企业网络在生产活动上分离，让主导企业能够解决韦伯夫妇提出的薪酬决定的公平难题，将其转化为传统的市场定价问题。许多工作不再能受益于工资设定中的公平半影效应（penumbral effects），相关员工因此受到巨大冲击。


  前沿研究：工资决定、职场裂变与不平等


  边际生产率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我们看到的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工资分配的巨大差异。为理解工资不平等的动态变化，我们必须引入其他因素，例如决定每个社会劳动力市场运转的制度与规则。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


  在二战之后领导美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那一代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约翰·邓乐普、弗雷德里克·迈耶斯（Frederick Meyers）、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及劳埃德·雷诺兹（Lloyd Reynolds）深受他们自己在工资决定方面亲身经历的影响，许多人在新兴的集体谈判活动中担任过调解人或仲裁人。例如，效力于负责工资和价格控制的政府专家小组，包括美国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National War Labor Board）；或参与煤炭、钢铁和建筑等主要产业的纠纷解决等。他们的研究关注影响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的制度。36


  20世纪60年代的新一代劳动经济学家，利用保罗·萨缪尔森开创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结合数学手段的问题解决方法，开始放弃过去的制度研究思路，把对工资和职场的研究置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的供需分析框架中。37该领域的众多学者，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格雷格·刘易斯（H. Gregg Lewis）、雅克布·明塞尔（Jacob Mincer）与舍温·罗森等人都基于理论化的模型与数学推导，利用劳动力市场相对丰富的数据资料，借助计算机与早期统计软件发展带来的低廉分析成本研究职场的运行。随着数据统计工具和数学模型的不断完善，制度在工资设定中的作用被逐渐理解为最终劳动力市场结果的随机影响因素。38后来的各代领头经济学家，20世纪80—90年代的戴维·卡德、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丹尼尔·海默梅什（Daniel Hamermesh）、拉里·卡茨与艾伦·克鲁格等则把制度分析重新引入现代劳动经济学。不过，对工资设定过程的关注还停留在稍早时代的传统上。


  之前引述的皮凯蒂的观点说得很清楚，有关不平等结构的考察给学者们提出了挑战：把制度与工资设定过程再次放到更尖锐、更核心的位置。对于从工资的角度理解租金如何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分享的本质变化，上述挑战显得尤为重要。就裂变的职场假说以及皮凯蒂著作提出的更广泛的不平等问题，我在这里简要总结出四类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1.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有关公平的社会规范在不同类型的企业和经济部门中如何发挥作用。例如，对于那些在整体收入阶梯上快速提高的企业和陷于中下层收入水平的企业，CEO与普通员工的薪酬比例有何不同？我们是否观察到顶层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从而可以将皮凯蒂及其他人看到的超级经理人效应，与之前提到的巴斯等人（Barth、 Bryson、 Davis and Freeman；2016，Song et. al.，2015）的发现统一起来？例如，宋杰等人（Song et al.，2015）估计，对超过1万人的大企业，顶层0.2%经理人的收入增速高于同企业的普通员工，这或许是双重效应的结果：企业间收入分配的大爆炸效应，加上部分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大爆炸效应。


  上一节讨论的对工资设定规范的研究，要求采用更广泛的数学工具。虽然公平感与行为动机已进入主流经济学研究，继续拓宽分析视角依然重要。正如皮凯蒂所言：“目前的问题是解释这些社会规范从何而来及如何演变，对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和政治史研究以及有关信仰和感知的研究而言，此类问题的重要性显然并不弱于经济学领域。”39


  2.与前一条类似，社会规范对于裂变产业中较低层级（包括地理层面）的工资设定有何影响？与依然受到社会规范影响的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相比，这些被剥离企业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其工资设定在多大程度上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预测更为接近？例如，有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文献关注社会网络对预期报酬的影响。40社会网络如何影响低工资企业的薪酬实践？工资及相关劳动安排如何在本地和区域性劳动力市场上产生扩散效应？如何受关键的参考工资水平（如法定最低工资或社会上形成的工资参考标准，包括“为15美元而斗争”运动）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既有学术意义（涉及劳动力市场运转），又有政策启示（涉及劳动标准设定以及如何采用相应的政策工具等问题）。


  3.按照类似思路，生产活动的裂变决策正逐渐向越来越高技能的工作转移，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法务、工程和新闻报道等。这些领域的员工过去在主导企业内部有一定谈判权，因为其人力资源带来的技能提供了更多外部选择，如今他们的工资设定会如何变化？职场裂变给这些员工造成了更具渗透性的劳动力市场，这会如何改变他们的工资结构与工资决定方式？


  4.如果裂变的职场假说确实成立，我们就需要建立更清晰的理论模型，并对其机制开展深入研究。理查德·弗里曼曾写道：“对裂变的经济分析是很困难的……基本市场模型认为，竞争会缩小员工之间由于所处机构不同造成的收入差异。要么是我们的模型错误描述了较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行，要么是我们在应用该模型的时候遗漏了某些关键的市场影响因素。无论如何，裂变的现实给劳动经济学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提出了难题。我们需要超越标准分析框架的新的裂变市场模型，或者需要在现有分析框架下对工资决定因素采用新的测算方法，或者对两者做恰当的综合。”41


  上一节介绍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学家正在探讨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体不平等扩大的核心问题。42对于本章讨论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以及不同的理论解释，显然需要做进一步分析。有鉴于此，针对弗里曼的上述建议和皮凯蒂所说的“不平等问题是社会科学普遍面临的问题，不只涉及其中一门学科”，我希望做出响应。43


  作为多年埋头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学者，并作为负责执行基本劳动标准的最主要联邦机构的负责人，我有独特的机会来思考收入不平等问题。这两个角色的经历让我切身感受到，由于不平等扩大对民主国家政治经济机制产生的深远影响，它的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基本问题之一。


	[1] 本章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劳工部，本章的写作与研究没有使用任何政府资金。 


      第三篇


      不平等的多个维度


  第10章


  资本收入份额增加及其对个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1]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


  我们通常认为资本收入较高的群体也是总体上最富有的群体，即资本较为富裕与总体收入较为富裕的群体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这也隐含在皮凯蒂的分析中。他指出，随着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占份额的提升，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将会扩大。在从不同维度探讨不平等的头一章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将探讨上述假说在哪些情况下可能成立。


  米兰诺维奇设想存在三种类型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资本资产实行人均分配；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全部收入来自劳动，资本家的全部收入来自资本；“新”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的收入都来自劳动和资本两方面。他利用这些不同类型加以分析，随着皮凯蒂所说的系数α（即资本收入份额）提升，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不出所料，他发现制度环境对其有重要影响。资本收入份额提升传递到个人不平等的方式是基本资产分配状况的函数，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大相径庭。在“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收入份额提升几乎会直接转化成更高的基尼系数，而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在资本收入份额足够高之后才会发生。至于社会主义社会，资本收入份额提升并不意味着个人之间基尼系数的提高。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方法论贡献


  在讨论《21世纪资本论》时，我们需要把其中的分析、方法、建议与预测区分出来。我们可以赞同书中的分析，却不认可其建议，或者反之。该书引入的研究方法或许是其中最杰出的贡献，因为它看起来非常贴近发达国家在未来数十年的演变，更重要的是为看待经济现象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该方法不仅会影响我们如何思考未来的收入分配与资本主义，也关系到我们对于从古罗马到大革命之前的漫长法国经济史的认知。


  皮凯蒂著作中最关键的方法论贡献在于，他试图把经济增长、功能性收入分配与个人收入分配等若干领域统一起来。1在标准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中，这三者存在形式上的联系，但在实际研究工作中通常是被分别处理，甚至被简单忽略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研究更为深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则通常假定资本和劳动的占比大致保持稳定，这一观点直到最近才改变，并且我们看到对此主题的兴趣正在高涨。2皮凯蒂对资本收入份额提升的强调对此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对个人收入分配的研究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学的其他部分脱节，这是因为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经济行为人来到市场时已带有给定的资本和劳动禀赋。由于这些禀赋的初始分配不属于（狭义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个人收入分配就被假定为市场运行产生的最终结果。然而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由“根本不平等”或“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即r > g，资本回报率高于整体收入增长率）的推动，会导致净产出中的资本占比提升。这反过来又会带来更大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


  本章将聚焦于通常被隐含地视为理所当然的最后一环：资本收入份额的提升与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扩大有关。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因为在经济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有着较高资本收入的人群往往也是总收入较高的人群。于是资本家在净产出中所占份额的提升，自然会导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恶化。


  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本特森与沃登斯特罗姆探究了资本收入份额与收入不平等在长时期（某些情况下追溯到19世纪中期）内的关系，发现在控制国家环境因素后，该相关关系通常表现为正向，且相当强烈。该研究发现，对15个发达经济体的全样本而言，资本收入份额每提升1个百分点平均对应顶层1%人群的（对数）收入份额提升0.89个百分点。在引入其他控制后，该系数的值有所减少，但依然表现为正向且统计显著相关。3雅各布森与奥吉诺的研究同样发现，美国的资本收入份额每提升1%，会使基尼系数升高0.15%～0.33%。4


  弗朗赛斯与木拉斯-格拉纳多斯利用43个国家在更近期的20世纪70年代至2010年的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的微观数据，把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的总变化分解到如下几个部分：劳动和资本的集中度系数，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税收与社会转移支付的改变等。5与本特森等人的结论不同，他们发现资本收入份额提高的影响可以忽略，并认为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的提高大多是由于工资的集中度加强所致。作为补充，他们还对93个国家的样本做了回归分析，以研究20世纪70年代至2013年资本或劳动收入份额同基尼系数的关系。在引入控制后，发现资本或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6


  可见，资本收入份额提升与个人之间不平等扩大的关系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和无可争议。即使二者存在正向相关，相关的强度也存在差异。


  本章的结构安排如下：下一节将探讨净收入中的资本收入份额（皮凯蒂所说的α）提升同个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的一般关系。之后将分析这一关系在三种社会类型中的不同表现：社会主义、传统资本主义与“新”资本主义（会分别给出定义）。然后利用17个发达经济体的138组家庭调查数据对该关系做实证检验。最后探讨相关的政策启示。


  在正式探讨α与基尼系数的关系之前，需要介绍一下这一问题极为重要的原因。资本收入份额提升本身不构成不平等的“问题”，它并不必然带来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例如，当基本的资本分配实行平均主义时，α的提升可能引起个人之间不平等的下降，或者不产生影响。因此，即使对高度平均主义的倡导者而言，资本收入份额提升也不应该是大问题。它之所以成为“问题”，只是因为在大多数现实情形下，基本的资本资产分配状况是极度倾斜的。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促使我在政策建议的部分积极主张推动个人之间的资产所有权平等化。这为对抗不平等提供了现实方案，对富裕国家尤其重要，它们不断提高的财富收入比意味着，国民净产出中更大的份额将归属资产所有者，除非资本回报能显著下降。我们将面临如下选择：允许个人不平等扩大，还是通过税收来约束它，又或者使资产所有权的集中度下降。


  在我看来，聚焦于资产分配是比皮凯蒂关注的资本税更有前途的政策选项。但不管这些政策工具孰优孰劣，它们都是解决日益富裕的社会中（即K/Y不断上升的社会）不平等恶化问题的互补方法。


  从功能性收入分配到个人收入分配


  功能性收入分配与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主要关系由r > g决定。但要导致个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还需满足如下三个条件。7


  第一，r（资本回报率）的范围必须主要用于投资，而非消费。显然，如果所有的r都被资本家消费掉了，则下一个周期的资本产出比（K/Y）将维持不变，β = K/Y或者资本在总收入中的占比（α）也不会提升。这点是德布拉吉·瑞在批评《21世纪资本论》时特别强调的。8黄有光也提出了相同意见。9这个看法在逻辑上确实成立，但没有反映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总体特征。如果资本家只关心消费，把大部分收入用于亚当·斯密所说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这个过程就会像瑞设想的那样运转。然而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恰恰是因为他们不会把所有剩余都消费掉，而是致力于扩大自己的业务规模，会把全部或大部分资本回报用于投资。资本回报的储蓄率接近1的假设，不仅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由来已久，包括当代的经济学家卡莱茨基、索洛和卡尔多，显然还可以追溯到李嘉图和马克思，而且在关于富人群体的行为和资本主义体制核心特征的实证研究中获得了有力支持。10


  不过，资本产出比的提高乃至资本收入份额的提高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个人之间不平等的扩大。要使之发生，资本收入的集中度必须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当只有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收入时，要使个人收入的总体不平等扩大，就要求分配更加不平等的收入来源比分配更为平等的收入来源在增速上更快，此为第二个条件。例如在美国，资本收入（根据不同家庭的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超过80%，而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40%。其他国家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况。这只是众所周知的资本资产严重集中的表现，大约1/3美国人的净资本资产为零，即完全没有财产性收入。


  第三个条件是，资本较为充裕人群与总体收入较高人群的关联度很高。某种给定收入来源的高集中度本身未必是不平等的缘由。例如失业补贴的分配，其基尼系数通常超过90%，因为绝大多数人在任何给定年份都不会领取失业补贴，但由于这一补贴的受益人通常较为贫穷，失业补贴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提升会使整体收入不平等得以改善。严格意义上讲，针对我们讨论的基尼系数，第三个条件可描述为资本收入排名与总收入排名之间高度相关。简单来说，这意味着资本收入较多的人也应该是较富裕的人。从实证结果看，该条件在大多数国家都容易得到满足。


  我们往往把资本收入份额提升导致个人之间不平等扩大视作既定结论，恰恰是因为我们通常认为这三个条件都能满足：


  （1）资本收入对应的储蓄率较高；


  （2）资产分配高度集中；


  （3）资本收入较高的人与较为富裕的人存在高度相关性。


  但这些条件并不总是能得到满足，或者至少传递的力度会有所变化。下面我们将对这一关系做更正式的推导。


  我们知道，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分解为不同收入来源的不平等之和，在这里涉及资本（c）和劳动（l）两个要素：


  G = slRlGl + scRcGc（1）


  在上式中，si为给定收入来源（c或l）的占比；Ri为给定收入来源与总收入的相关比率；Gi为该收入来源的基尼系数；G为总收入的基尼系数。Ri又等于两个相关系数（ρ’s ）之比，其中一个是收入来源与收益人总收入的排名（从最穷到最富）之间的相关系数，另一个是收入来源与收益人的收入来源排名之间的相关系数。对于资本收入，该相关比率可以表述如下：


  
    [image: ]
  


  请注意，如果人们的总收入排名与资本收入排名重合，则Rc=1。在其他情况下，则有：ρ（r（y），c）< ρ（r（c），c），Rc<1。对上文提到的失业补贴，Ri<0。


  因此，资本收入份额（sc）提升若要导致总体收入的基尼系数提高11，需要有两个“传递”工具：资本收入的基尼系数（Gc）与相关比率Rc均为正值且较高。12


  本章余下部分将对这两个“传递”工具展开讨论。公式（2）给出了Rc的定义，我称之为资本收入份额变化与个人收入不平等变化之间的“传递弹性”。资本收入的基尼系数Gc属于标准定义：基尼系数在总群体中计算，但个人排名按照资本收入（而非测算总体收入的基尼系数时采用的总收入）计算。需要注意，资本收入集中度的基尼系数每提高1个点，都会转化为总收入的基尼系数提高Rcsc个点。类似地，随着总收入中的资本份额每提高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会提高RcGc -RlGl个点。


  从资本收入份额提高到个人收入不平等的传递：三种社会制度


  我们可以考察三种理想类型的社会制度，以观察资本收入份额变化在每种社会中如何“传递”给个人收入不平等。


  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假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回报按人头平均分配。这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全部资本实行国有，其回报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或者每个成员拥有相同数量的资本（私人所有），由此获得同等回报。13另一种变体是詹姆斯·米德于20世纪70—80年代提出的“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以及更近期由安东尼·阿特金森建议的“最低继承财富”（minimum inheritance）的观念。14不过，他们的设想与这里的理想类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差异。不同于全部资本收入按人头平均分配，按照米德与阿特金森的建议，仅有一部分来自资本的国民收入用于这种平均分配。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r > g不会“传递”为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因为[image: ]。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可以把个人的收入[image: ]表述为：[image: ]。其中的劳动收入（或者更现实地说是其对数值）[image: ]服从正态分布，即[image: ]，其中[image: ]为均值，[image: ]为标准差，资本收入则为常数[image: ]。[image: ]将等于零，因为总收入排名与资本收入排名的相关系数将等于0，公式（2）中的分子项ρ（r（y），c）也就等于零。


  如果我们把资本收入在个人之间做随机分配，不考虑劳动收入，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在此情形下，[image: ]将为正，个人收入变成：[image: ][image: ]，此时劳动收入（对数值）与资本收入都服从正态分布，[image: ][image: ]，[image: ]，但两者基本不相关。传递机制将再次失灵，因为成为资本家与获得较高总收入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image: ]或许为正或许为负，这取决于资本收入的偶然分布与劳动收入分布的相关性，但在绝对数值上会非常小。15


  在任何情况下，从资本收入份额提高到个人收入分配的传递性都会很弱：对无论正负的sc而言，绝对值皆为零或接近于零。这在图10.1中由标示为社会主义的实线表示，对任何取值的sc，都基本等同于Rc = 0的情形。从理论上讲，个人收入分配同净产出中的资本收入份额提升无关，前者对后者“绝缘”，这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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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 资本收入份额提升传递给个人收入不平等

  


  注：三种理想类型的社会制度，及其如何把资本收入份额提升传递给个人收入不平等。


  传统资本主义社会


  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所有权与劳动的所有权完全分开，使得劳动者的全部收入来自劳动，没有收入来自资产所有权，而资本家的情况则相反。此外，我们还假设全体劳动者比全体资本家更贫穷。这是个重要的简化假设，让我们能得到如图10.2所示的在收入水平上不存在重叠的两个社会群体。此时，基尼系数在收益人中是完全可分解的，见公式（3）。而且这还简化了通过不同收入来源计算的基尼系数与通过不同收益人计算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


  总体上，针对属于群体i（1，2，…，r）的收益人计算的基尼系数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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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 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简化情形）

  


  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可以描述为在人口规模与收入水平上有显著差异的两个社会群体。


  其中，μ = 总收入均值，yi = 群体i的收入均值，pi = 群体i的人口占比，si = 群体i的收入占比，L = 重叠项（通常计算为残值，当平均收入较低群体的某些收益人比平均收入较高群体的某些收益人富有，即存在重叠交叉时，其值为正）。由于在这一情形下，全体劳动者都比资本家更贫穷，L项将为零，基尼系数的表达式可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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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下标w代表劳动者，k代表资本家。


  无论是以跨收入来源还是跨收益人群计算，总收入不平等都必然相同。因此公式（3）必然等于公式（1），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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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利用了如下事实：劳动收入份额（sl）正好等于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占比（sw），资本收入份额等于资本家获得的收入占比，即sc = sk。类似的还有：Gk = Gc，Gl = Gw。本章的附录1描述了对这些关系的进一步推导。最终我们得到的结果是sc与Rc之间存在正向凹性关系，在图10.1中由标示为“传统资本主义”的曲线表示。从资本占比提升到个人不平等扩大的传递力度随着sc而提高，但提高的速率递减。当sc 趋近于1时，传递力度也趋近于1。


  我们可以直观地解释上述结果。假设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的人数极少（极端情况下仅有1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劳动者，这会使sk和sc的数值都较低。16假设仅有1名资本家，同时也假设此人是社会中最富有的人，但其富裕程度不足以把sc推到极高水平。于是Rc分子中的相关系数cov（r（y），c）会很低，因为总收入排名（从1到100）与资本收入的多少无关。我们将有两个向量，一个是总收入排名：[1 2 3…n]，另一个是资本收入排名：[0 0 0 0…K]，其中K为总资本收入（全部归1个人所有）。这样，Rc的分母将来自如下两个向量的关联：一个向量中的所有收益人（除最多的1个人外）的排名均相同，即：[image: ]；另一个向量为：[0 0 0 … K]。这一相关性会高得多（实际上等于1），而两个相关系数之比会较低。我们可以用一个案例形象地说明，令n = 100，K为任意随机数，若我们选取100，于是分子中的相关系数为0.17，分母中的相关系数为1，则Rc= cov（r（y），c） = 0.17。


  接下来考虑另一种极端情形，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多数人是资本家，极少数人是劳动者，于是sc接近于1。显然所有人按照资本收入的排名将完全（或近乎完全）等同于其按照总收入的排名，并有cov（r（y），c） ≈ cov（r（c），c），因此Rc≈ 1。或者说，总收入与资本收入实际上没有区别，因为在极限条件下二者是等同的。这使得两个相关系数几乎相等，其比率Rc≈ 1。


  新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假设新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于，所有人都同时获取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与之前的情形——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劳动者的收入为（li，0），资本家的收入为（0，ci）——不同，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拥有正的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li，ci）。我们再假设，随着总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均单调增加。例如，一个穷人的收入为（2，1），一个中等收入者的收入为（7，3），而一个富人的收入会达到（24，53）。


  劳动收入、资本收入与总收入的单调增加，也就是说，如yj > yi，则必然有lj > li，以及kj > ki，将确保劳动收入排名、资本收入排名与总收入排名完全一致。于是我们得到：Rc = Rl = 1。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图10.1中把新资本主义的“传递”函数描述在Rc = 1的位置上，即标记为新资本主义的曲线。


  对此类情形可以做两种详细阐述。在图10.3中，一种情形用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2的直线来描述，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在整个分配中维持不变，无论是较为贫穷的人还是较为富裕的人，其资本收入份额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数额同比例增长。一个人的收入可描述为：[image: ]，其中，[image: ]随着i递增，表明每个人都从总劳动收入与总资本收入中获得特定的份额。或者说，随收入分配排名提高，个人收入会从（2，1）提高到（10，5）、（200，100）……每个人的劳动收入均为其资本收入的两倍，但绝对数量各不相同。显然，较为富裕的人在两种收入上的所得均更多。在此情形下（我们称之为“第二类新资本主义”），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基尼系数均等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可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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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r > g，且资本收入份额提升时，总体不平等状况将不受影响。因此在“第二类新资本主义”的情形下，所有人的总收入都有着相同的比例构成（例如，70%为劳动收入，30%为资本收入），资本收入份额提升也就不会转化为个人之间的不平等扩大。请注意，该现象的原因在于，资本收入份额提升并不会改变资本收入的基尼系数，且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相同。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该现象的原因在于资本收入的基尼系数Gc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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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3 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资本收入（简化情形）

  


  注：存在两种可能性，劳动收入份额和资本收入份额在整个分配中保持不变，或者资本收入份额随总收入增加而上升。


  在更贴近现实的新资本主义模式中，随着一个人的富裕程度（总收入）提高，其资本收入份额也递增，我们称之为“第一类新资本主义”。这可以用连续函数的形式表述为：[image: ]，并有[image: ]，[image: ]，以确保对于更为富裕的个人，其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绝对值均更高。17等式cov（r（y），c） = cov（r（c），c）将依然成立，因为总收入排名与资本收入排名相符，使[image: ]。不过，现在资本收入份额的提升会推高总体的基尼系数。这是因为资本收入（在图10.3中以“资本收入1”的直线表示）的基尼系数高于劳动收入，随着分配更为不均的收入来源占比提升，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也将提高。基尼系数的实际提高幅度为[image: ]。


  新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的模式有显著差别。18每个人都获得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而且从原则上讲（假如所有人的收入来源占比相同），可以获得同社会主义社会相同的结果，即个人收入分配与资本收入份额提升呈完全正交关系。当然这种情形实际上不太容易发生，因为如今的富裕国家更接近“第一类新资本主义”，富裕家庭的资本收入份额更大。


  在“第一类新资本主义”模式下，从资本收入份额提升向个人间不平等扩大的传递可能与传统资本主义同样显著。假设sc = 0.3，然后提升至0.35。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若Rc为0.6左右，则资本家在净收入中的占比增加5个百分点，会导致总体收入的基尼系数提高3个点。而在“第一类新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导致的升幅等于（Gc-Gl）×5。Gc-Gl的缺口实际上约为0.3～0.5（即0.8～0.9减去0.4～0.5），所以总体收入基尼系数的增幅可能为1.5～2.5个点。从制约资本收入份额提升转化为更大的个人间不平等的角度看，这一类型的新资本主义可能比传统资本主义略为成功一些。


  从资本收入份额提升到个人收入不平等的传递：实证结果


  用弹性参数代表的从资本收入份额提升向个人收入不平等的传递，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实证结果如何？我利用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提供的138组标准化家庭调查，覆盖17个资本主义经济体在1969—2013年的数据，以计算各种相关统计结果：基尼系数、集中度系数、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相关比率等。每个经济体的调查次数从加拿大的12次、美国的11次到瑞士和希腊的5次不等。对几乎所有经济体而言，最近的调查都是在2010年或2013年进行的。调查清单见本章附录2。


  我们必须牢记，尽管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尽了最大努力去整合处理，资本收入的数额在许多情况下仍可能被低估。该项目数据采用的初始调查本身就低估了资本收入，一是因为资本收入份额较高的富人不愿意参与调查，二是因为富人在参与时容易低估自己的资本收入。例如，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的美国数据显示资本收入（不包括资本收益）平均占全部市场收入的7%，这大约是按财政来源数据估计的2/3。19即便如此，把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的美国数据与财政数据加以对比，仍显示资本收入的基尼系数与相关比率（Rc）——决定传递力度的两个要素——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一致性。因此，无论是利用家庭调查还是财政数据计算，得到的估计结果可能都非常接近（见表10.1）。


  
    表10.1 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的家庭调查与美国财政来源数据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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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家庭调查测算是基于家庭人均收入，财政来源数据测算是基于财政单位（与家庭非常接近）。财政数据截至2005年。为便于比较，我选取了家庭调查和财政数据都能获得的最近两个年份。


  资料来源：LIS household surveys based on U.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s：my own calculations. Fiscal data：personal communication by Christoph Lakner。


  图10.4显示了传递弹性（Rc）在四个发达经济体的时间变化。除美国外，我选择德国作为大陆社团主义福利国家的代表，瑞典作为北欧福利国家的代表，西班牙作为发达地中海福利国家的代表。结果表明，美国的传递弹性始终很高，并保持稳健提升，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0.54到2013年的0.64。最有意思的案例当属瑞典，传递弹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低至0.2，到2000年已提升至0.5。这伴随着广为人知的瑞典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财富不平等恶化更是突出）。20德国的传递弹性也明显提高，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0.4提升至30年后0.65的峰值。最后，西班牙的弹性同样有所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不足0.3到2010年接近0.5。这四个国家都在过去30年出现了传递弹性显著上升的趋势。此外，各国传递弹性的差距在21世纪10年代早期小于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17个国家的全样本中也发现了非常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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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4 资本收入份额变化到个人收入基尼系数的传递弹性（五个发达经济体，1967—2013年）

  


  注：除澳大利亚外，其他经济体的传递弹性均在过去30年里显著走高，各国之间的差异变小。


  资料来源：根据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的家庭层面数据测算（见本章附录2），所有基础变量以家庭规模做了标准化处理，反映为人均指标。


  图10.5显示了各国的平均传递弹性，按递增排序。意大利、美国和芬兰的弹性最高，约为0.6；另一个极端是比利时、瑞典和瑞士，平均传递弹性不及0.35。需要注意各国的弹性计算时期并不一致，美国的最早数据可追溯到1979年，而希腊是1995年。各国的观测值数量也不相同。


  图10.6显示了138个调查中获得的传递弹性与资本收入份额形成的散点图。如上节的推导所示，资本收入份额提升与传递弹性提高有关，但散点图表明，这一关系呈凹性，当资本收入份额达到0.12之后，传递弹性上升很小或保持稳定。这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的任何提升（例如1个百分点）伴随着个人间收入基尼系数的更大幅度提高，可是当其达到足够高的水平后，资本收入份额提升给个人间不平等带来的效应将基本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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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5 各国在过去40年的平均传递弹性

  


  资料来源：见本章附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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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6 资本收入份额提升向个人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传递弹性（17个发达经济体，1967—2013年）

  


  注：所有基础变量以家庭规模做了标准化处理，反映为人均指标。资本占比用比率表示（0.05 = 5%）。以多个点表示每个国家拥有家庭调查数据的多个年份。


  资料来源：基于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的数据测算（见本章附录2）。


  大多数的传递弹性值在0.3～0.6之间，中位数和平均传递弹性均值为0.46，表明其分布相当对称。传递弹性的分布状况如图10.7所示。


  传递弹性与资本收入份额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能否为图10.6显示的关系估计出参数值？表10.2展示了几种情形的回归结果。在弹性为因变量，资本收入份额和时间为自变量的简单线性回归中，我们发现资本收入份额对弹性的回归系数高达3左右，时间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前者意味着，平均而言资本收入份额每提升1个百分点对应着传递弹性提高近3个点。例如，如果资本收入份额从0.05提升至0.06（即从5%提升至6%），弹性将从0.4提高至0.43。在时间变量上，正系数值意味着传递效应在近期变强了。根据图10.6的形态，或许更为现实的函数描述方式是采用二次方程，而我们也的确在回归2中发现了一个显著的二次项。另一种选择是固定国家效应的回归，允许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反映在不同国家的截距中）。资本收入份额的系数回归结果为2.68，非常接近于之前简单全样本回归的数据。时间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最后的回归（4）重复了资本收入份额平方的函数模式，也采用国家固定效应，结果基本未变。我们从这些回归分析能得出两个结论：首先，资本收入份额提升会导致向个人间不平等的传递力度增强（但呈凹性）；其次，这一关系在近期变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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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7 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传递弹性（Rc）分布情况

  


  注：大多数的传递弹性值在0.3～0.6之间。垂直线代表传递弹性的中位数和平均值0.46（表明传递弹性的分布相当对称）。


  资料来源：基于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的数据测算（见本章附录2）。


  
    表10.2 回归结果：传递弹性与资本收入份额，以传递弹性为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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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括号中为P值。时间以家庭调查开展的年份测算（见本章附录2）。


  现在我们可以把现实中得到的传递弹性数据与之前探讨的四个理想型社会制度加以对比（表10.3），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与不同的理想型社会制度相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所处的实际位置在哪里。1969年的英国、1987年的荷兰、1982年的瑞士与1981年的瑞典，其传递弹性小于或等于0.2，非常接近社会主义模式。全部样本观测值中有一半位于0.36～0.57区间（中位值为0.46），在理想型社会制度中，这对应着社会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或第一类新资本主义之间的某个位置。传递弹性最高的国家则包括2000年后的北欧国家以及1998年和2000年的意大利，其数值超过0.7，最接近传统资本主义或第一类新资本主义，距离社会主义制度最远。21美国与这些国家比较类似，传递弹性值在1997年达到0.65的峰值，最新的2013年数据为0.64，仅略低于历史峰值。


  基尼系数会如何提高不仅取决于传递弹性，还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各自的基尼系数及劳动相关比率（Rl）有关。然而这些参数（尤其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基尼系数）在各国之间区别不大，而且我们比较容易做近似测算：我们样本中的劳动收入基尼系数平均值为0.5，资本收入基尼系数平均值为0.9。采用这些数据以及劳动相关比率的平均值，结果表明资本收入份额每提升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大约会提高0.16个点（见表10.3）。在资产分配状况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的资本收入份额在1975—2012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Karabarbounis and Neiman），可能使个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提高约0.8个点。22


  
    表10.3 资本收入份额提高到个人收入不平等的传递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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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000年之后的Rc平均值为0.51，对其他变量也选取了平均值。** 因为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被假设为正值（Gl > Gc = 0）。


  政策启示


  以上讨论带来的启示在于，资本收入份额的提升转化为个人间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方式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各不相同，受基本的资产分配状况的影响。我们习惯默认资本收入高度集中，资本占有较多与总收入较高的关系非常紧密。这两个假设从实证数据来看都有其合理性。在我们看到的理想型新资本主义社会中，Sc的提升基本上会直接转化为更高的基尼系数，因为资本收入的基尼系数远远高于劳动收入的基尼系数。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一旦资本家的收入占比足够高，上述结论同样成立。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Sc的提升并不意味着个人间基尼系数也会提高，事实上，根据资本资产按人头平均分配的假设，反而会导致总收入的不平等缩小。与之类似的是在第二类新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收入中来自资产所有权的部分有着相同占比，资本收入份额的提升并不影响个人间的收入分配状况。


  在我看来，这尤其能给富裕国家带来明确启发。富裕社会的定义是，它们的资本产出比（即K/Y或β）较高。随着当前发达社会变得更加富裕，r > g带来的作用会导致β和α提高。要确保这种作用不会导致收入不平等扩大，一种办法是采用皮凯蒂推崇的税收，另一种或许更有前途至少能作为补充的办法，即削弱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度，从而缩小资本收入的差距。


  根据本文介绍的理论架构，Gc的减小会导致（高）资本收入与（高）总收入之间的联系削弱。因此，如果Gc（资本收入基尼系数）与Rc（传递弹性）都被减小，资本收入份额提高对个人间收入分配的影响会较小甚至极低。最终，如果Gc = Gl，对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可能将完全没有影响。


  反过来，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大大增加对如下政策的关注：可带来资本所有权的再分配，使其集中度降低。从原则上讲，这样的政策有两种类型。


  一种政策是更加重视员工股权计划及类似计划，把股份分配给目前没有资本的员工。例如，瑞典最近“恢复”了一个著名的工会计划，让各家公司向一家负责员工养老金的基金发行特殊股份。23当然，这种办法面临众所周知的风险不够分散的难题，个人收入完全取决于在哪家公司工作。实际上，这也是如今大多数仅依靠劳动收入的人面临的情形。因此有人认为，如果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均来自同一家公司，并不会让他们承担比目前更多的风险。这样的说法或许成立，但问题在于如果不能显著改善目前没有资本资产的人的境遇，为什么还要引入这种员工所有权计划？在我看来，这种政策即使值得做，也会很快走到尽头。


  更有希望的一种政策或许是增加与个人工作场所无关的更广泛的所有权，可以通过多种激励机制来实现鼓励小股权，惩罚资产高度集中。实际上，皮凯蒂关于累进制财产税的建议就可以结合对小额财富持有人的明补或暗补。24


  在资本产出比将继续提高的富裕社会，资本收入在净收入中的占比或许也会继续提高。25假设如此，我们应该努力确保这一不可避免的资本产出比提升不会使收入不平等达到不可持续的高水平。一个措施是让人们在初始分配阶段的地位尽可能均等，或者用本章介绍的术语来说，尽可能远离在许多方面同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类似的“第一类新资本主义”，而向“第二类新资本主义”靠拢。这主要靠降低资本资产的集中度，当然也关系到（本章没有论及的）提供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和降低技能回报的集中度等。


  附录1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传递函数的推导（有两个互不重叠的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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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A = -pk + pwGl-RlGl = -（1-pw） + pwGl-RlGl = pw（1+Gl） -1RlGl，通常为负值。在极端情形下，也即当pk → 1时，这将非常明显。在另一极端情形下，也即当pk → 0时，则A = Gl （1—Rl） → 0。最后这种情况显然没有意义，因为它的含义是完全不存在资本家。所以对于满足0 < pk < 1的情形而言，有A < 0。


  二阶推导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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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中对所有符号有解释。


  附录2本文采用的卢森堡收入研究项目的调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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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笔者感谢如下人士的评论意见：Healther Boushey、Brad DeLong、Christoph Lakner、Salvatore Morelli、Eric Nielsen、Marshall Steinbaum，以及2015年12月贝拉吉奥（Bellagio）研讨会的其他参会者。 


  第11章


  全球不平等[1]


  克里斯托弗·拉克纳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考察了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另一种思考不平等的方式是分析全球不同国家和不同民众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在本章中，克里斯托弗·拉克纳指出我们正经历着全球不平等下降的时期。他通过对全球民众之间不平等的测算，发现在21世纪初，全球不平等程度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有些现象与皮凯蒂发现的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步：将有数据的全部个人信息汇总后，拉克纳发现全球顶层1%人群的收入增长最快。各国内部的不平等按人口加权计算在扩大，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增速平均而言在20世纪头10年的后半期趋缓。拉克纳指出，其分析受到现有数据的限制，可能缺乏顶层收入的信息，并且在探讨全球不平等变化时需要关注各国之间的数据一致性问题。


  本章的目标是通过看待全球不平等的双层视角，为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分析提供补充。1首先，我将回顾全球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这种不平等被定义为全球所有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无论其身处哪个国家。与大多数不平等的分析视角一样，皮凯蒂的研究集中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上。采用全球（或世界性）视角观察不平等可以看到我们所在世界的另外一面。尽管不存在世界政府，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却日益显著，只有世界性视角能匹配它们的使命。全球化伴随着某些最贫穷国家的快速增长以及其中许多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恶化。全球不平等反映了这些力量对人们的总体影响，不管他们在哪里生活。


  其次，我将总结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演变。这是全球收入不平等研究的自然延伸，将其分解为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对全球不平等的分析需要区分现象识别及其缓解能力，后者主要还是国家层面的议题。2《21世纪资本论》记述了北美和西欧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急剧恶化。新兴经济体在这一实证研究中显得并不重要，也未在皮凯蒂的理论模型中扮演突出角色。米兰诺维奇则指出，在皮凯蒂的模型中，如今发达国家的景象对应着如今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景象。3例如，目前的中国是非常年轻的经济体，类似于19世纪的美国，而鉴于其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50年后它将非常接近今天的法国。因此变化路径颇为相似，只是速度快得多而已。


  另外，米兰诺维奇注意到，新兴经济体也在影响着《21世纪资本论》探讨的不平等机制：r > g。4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存量较少，会继续产生更高的资本回报，推高回报率r，而这是皮凯蒂认为的使r保持基本稳定的机制之一。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较高增长率也会推高g，从而推迟使r > g变成现实的时点。


  虽然皮凯蒂的模型几乎只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却没有阻止该著作在全球范围获得热捧。这本书被广泛翻译成各国语言，包括中文、日文和韩文等，并被各地媒体竞相报道。5更一般地说，对不平等问题的关心不限于发达国家。在对15个发展中国家开展的一项调查中，有77%的政策制定者承认目前的不平等水平已威胁到长期发展，只有7%认为不平等状况对长期发展有利。6类似的是，在一项针对500多位亚洲政策制定者的调查中，70%的受访者认为对收入不平等的关注在过去10年有所增加；略超过半数的受访者不赞成如下说法：只要贫困减少，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也可以接受。7


  从一开始我们就需要特别提醒：把不平等研究扩展到全球层面将面临严重的数据约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数据不足，本章的分析将主要利用居民家庭调查的信息。众所周知，家庭调查在反映高收入群体方面做得不好，没有理由认为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会有所缓和。


  另外，下文还将详细谈到，贫穷国家的家庭调查往往采用消费支出的数据（而不是收入），这会低估顶层群体的生活水平，从而低估不平等程度（可能还包括其变化趋势）。最后，开展收入调查的那些新兴经济体通常没有很好地记录资本收入，而且缺乏有关财富分配的信息，这恰恰是《21世纪资本论》的主题。借用阿特金森与布吉尼翁的观点，我们必须弄清楚数据能说明哪些问题以及不能说明哪些问题，同时又不能以测算不够完善为由拒绝采用所有信息。8


  现有的证据表明，全球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出现了下降，且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下降来源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减弱，即各国的平均收入出现趋同，这可能还将继续，使全球不平等进一步下降。然而该趋势又被（按人口加权计算的）各国内部不平等的恶化抵消，使得民众生活在一个不平等日益严重的国家之中。如果只看发展中国家，平均的国内不平等水平在20世纪80—90年代恶化，到21世纪初则有所缓和。近期的下降是受到拉美的推动，并且中国的不平等水平似乎已趋于稳定。全球与各国内部不平等的变化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快速全球化，背后是技术革新的作用。全球化进程应该产生了重要的分配效应，包括对各国内部和国家间，既涉及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分配，也关系到资本与劳动的分配。


  本章分为六个主要部分。笔者首先将介绍全球分配状况与全球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主要参考我与米兰诺维奇的联合研究。9第二节的讨论从全球不平等转向国内不平等，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第三节分析全球化与技术的作用，以解释某些现象。10第四节探讨政策含义。第五节对全球不平等的未来走向提出某些预测。第六节就有关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未来研究提出一个计划纲要，最后加以简短总结。


  全球分配状况与全球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本节对全球分配状况的讨论，是基于我与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合作开展的学术研究成果。11我们的研究重点关注对世界全体民众的可支配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测算。收入是在家庭层面测算，每个家庭成员被分配相同的收入份额。各国之间则采用购买力平价（PPP），即考虑到价格差异之后的汇率进行比较。我们的数据所依靠的家庭调查信息，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才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可以获得。因此，我们的分析从1988年开始，比《21世纪资本论》考察的时间跨度短得多。


  鉴于数据来源的关系，我们需要再做两个近似处理。第一，由于某些数据是来自群组形式（特别是中国），我们对每个国家的年度数据均采用十分位分组。12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收入都是其所在国家收入分配的十分位组的均值。第二，由于在自给性消费较为普遍的经济体中难以测算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往往采用消费支出来替代收入。13尽管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正如阿南德与西格尔所述，“我们只能接受非可比性，因为没有可靠方法从支出分配中推导出收入分配的状况”。14


  这里有一个重要提示，我们可能因为若干显而易见的原因低估顶层收入水平。首先，我们采用的家庭调查在反映最富裕群体上做得不好。15其次，即使家庭调查采访到了最富裕群体，他们的收入仍可能被低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调查经常未纳入企业主收入和资本收入。从有限数据来源看，这些收入仍是发展中国家富人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16再次，消费调查在拉丁美洲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普遍采用，它可能低估顶层群体的真实生活水平，因为富人的储蓄率高于穷人。由于支出调查对耐用品消费的统计做得不好，也可能导致顶层群体的实际消费支出被低估。17


  以上陈述说明，家庭调查容易低估不平等水平。如果顶层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其他群体，家庭调查还会低估不平等的变化幅度。有证据表明的确存在这种倾向。第一，虽然来自官方数据的资料极为有限，但某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和马来西亚）的信息仍表明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在扩大，与基于家庭调查测算的不平等变化趋势相反。18第二，有大量研究注意到全球许多国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19例如，在国民账户中统计的家庭储蓄增速快于同一时期的GDP，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下跌20，这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的恶化速度快于消费支出的不平等，而我们在测算中国的不平等程度时采用的是后一指标。第三，若干替代性数据来源同样表明顶层收入在扩张。在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地区，亿万富豪的财富——按照《福布斯》杂志刊登的富豪榜——增速快于国民收入。21例如在2012—2015年这短短三年中，中国的亿万富豪人数翻了一番，从251人增加到513人。22最后，若干税收天堂泄露的账户信息显示，有相当多的财富来自发展中国家。23


  根据我们的分析，以基尼系数测算的全球不平等在1988—2008年有轻微下降。如图11.1中下方的线所示，全球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72.2%降至2008年的70.5%，降幅接近2个百分点，自2003年以来特别突出。不出所料，全球不平等程度比单一国家内部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作为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南非在2008年的基尼系数为63%。如图11.1中间的线所示，如果始终采用相同国家的样本会得到稳健的相似结果。24但考虑到这些计算中涉及的若干误差的幅度，包括样本和非样本误差（如购买力平价汇率等），断言全球不平等出现稳定下降还为时过早。25另外，若我们把顶层收入的影响考虑进来（图11.1上方的线），则全球不平等水平在这20年中整体上维持不变，只是在最近5年有所下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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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 全球基尼系数（1988—2008年）

  


  注：下方的线显示基准情况的结果。中间的线采用了同一组国家的全时期数据。上方的线为解决顶层收入数据缺乏的问题，利用家庭调查与国民账户数据的缺口和帕累托分布推算而成，详细解释参见：Lakner and Milanovic，“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资料来源：Lakner and Milanovic，“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From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o the Great Recession.”


  总体而言，这表明在全球层面上至少没有证据表明不平等在恶化。虽然对不平等的不同研究方法和测量手段在其下降时间和幅度上结论不一，但21世纪头10年中期以来的下降从若干参考来源看是稳健的。27从长期看，这是个出色的进步。布吉尼翁与莫里森发现，全球不平等在1820年至20世纪90年代持续扩大，幅度约为15个百分点。28因此，正如布吉尼翁和米兰诺维奇指出的那样，全球不平等趋势自工业革命以来首次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下降。29来自2011年和2013年更新的数据表明，这一下降趋势正在加速。30


  全球不平等下降由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下降推动。图11.2把全球不平等拆分为国家之间与各国内部的不平等。柱体总高度是以GE（o）不平等指数（或表示平均对数偏差的泰尔L指数）测算的全球不平等程度。31其中的灰色柱体代表总体不平等中由各国内部不平等造成的部分，白色柱体代表由各国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造成的部分。显然，各国之间平均收入差距在缩小，各国内部不平等则扩大到一个较有限的范围内。当然这一结论在针对各区域内部时将不再成立。32在全球层面，各国之间差距缩小显然是受中国的平均收入快速增长推动。除中国、印度和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对各国之间不平等产生的影响，几乎会使不平等翻番。33对全球不平等的分解还表明，在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国家，不平等状况有所恶化。当然不是说所有地方的不平等都在扩大，这将在下一节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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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 对全球不平等的分解：各国内部与国家之间

  


  注：柱状高度为不平等的水平（以泰尔L指数测算）。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反映国内收入差距，国家间不平等反映各国平均收入的差距。柱状中的数字代表国内和国际不平等在全球不平等中所占的比重。


  资料来源：Lakner and Milanovic，“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各国之间的不平等还能帮助解释全球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在19世纪，全球不平等主要由国家之间的差距造成。34在工业革命时期，如今的发达国家从全球平均水平上起飞，从而拉大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全球不平等。而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国家之间的差距首次缩小。35但与此同时，各国内部不平等的扩大抵消了国家之间差距缩小的部分效应。正如布吉尼翁与米兰诺维奇所述，这两种变化可能导致以各国内部的差距取代国家之间的差距，或者全球不平等“内部化”，使未来更接近于19世纪的情形。36还需要指出，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目前仍是全球不平等的主要成因（见图11.2），因此上述改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除分析总体不平等水平外，我们或许还应该关注全球收入分配中的不同群体随时间发生的变化如何发展。图11.3显示了全球增长发生曲线（global growth incidence curve）的轨迹，反映收入分配中的不同分位数群体各自的增长率。37该图描述了全球收入分配的几个发展趋势：首先，中国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其较高收入阶层，使全球的中位数部分出现增长峰值。38其次，富裕国家底部人群的收入出现停滞，在全球百分位的第85分位左右。再次，极富裕人群的快速增长，导致全球收入分配的顶部出现了第二个增长峰值。这看起来符合对全球化与技术变革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的有关说法：发达国家的低收入工人受到挤压，中国的城市人群受益于出口导向型增长，发达国家的富豪们的收入份额扩大等。下文还将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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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3 全球增长发生曲线，1988—2008年

  


  注：纵轴显示的是百分位群体的平均收入（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的年化增长率。增长发生值的测算以20分位群体为单位（如底层5%）；顶部群体又被划分为顶层1%群体和第95～99分位的4%群体。图中的水平线显示的是增长率的平均值，每年1.1%。


  资料来源：Lakner and Milanovic，“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


  从目前呈现的证据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全球不平等在总体上已停止扩大，甚至可能已经回落，全球收入中位数附近的人群与顶层人群的获益最大。但需要牢记的是，这种评价是基于相对收益的比较。当所有的收入水平以同等速率增长时，基尼系数会维持不变，即图11.3会变成一条水平线。但这意味着人与人的绝对收益会相差悬殊，因为初始的全球收入分配状况是高度不平等的。虽然全球中位数人群与顶层1%人群的增长率较为接近，可是，前者的收入在这20年中只增加了400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后者却增加了25 000美元，而且两者的初始人均收入分别为600美元和39 000美元。或者说，全球顶层5%人群在此时期占有了全球收入增量的44%。所以，尽管标准的不平等测量方法显示差距在1988—2008年有小幅下降，富人与穷人的绝对差距却大幅增加。39


  世界各国内部的不平等


  之前的分析是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与之相反，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研究是关注国内的不平等，应对不平等的绝大多数政策依然是在国家层面发挥作用。强调各国内部的不平等还有一个理由：有些评论家已开始利用全球不平等水平下降作为证据，弱化对国内不平等恶化的担忧，例如美国。然而，对于不平等的主要担忧依旧是国家层面的问题。事实上有研究发现，哪怕是非常小范围的本地不平等也会影响人们的福利感受。40


  如图11.2中的不平等构成所示，1988—2008年，世界大多数人口所在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有所扩大。在此分析中，根据各国的人口数量做了加权处理，因此以上结论不能简单推论说，一般而言各国内部的不平等都在扩大。澄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是否采用人口加权平均可能得出不同的趋势性结论。笔者下面将简要回顾全球所有国家的国内不平等发展趋势，然后更详细地讨论拉丁美洲、东亚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最后介绍自大衰退爆发以来的最新数据。本节从头至尾将聚焦于未采用人口加权的国内不平等状况（通常用基尼系数测算），主要借鉴阿尔瓦雷多与加斯帕里尼及莫雷利等人的研究成果，还有基于世界银行数据的最新测算等。41


  发展中国家平均而言，国内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80—90年代恶化，到21世纪头10年缩小，主要是由拉丁美洲国家推动的。相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平均而言（即采用人口加权之后），他们所在国家的不平等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10年持续扩大，主要是源于中国的不平等扩大以及印度在近期的变化。尽管近期有所缓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仍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并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均有所扩大。


  平均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在21世纪头10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拉丁美洲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变化，这方面已有广泛的研究成果。42很多因素可以提供解释，其中自然包括更加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低技能工资的上涨，以及更普遍地采用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等，例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往往通过大宗商品收入的增加实现）。43可是为避免过分乐观地描绘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状况，还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其一，不平等呈现倒U形轨迹，21世纪头10年的不平等下降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漫长提升之后发生的。到2012年，平均基尼系数已回落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水平，但从长期来看这一进步的幅度有限。44其二，即使在这样显著的不平等下降之后，拉丁美洲在全球依然是不平等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另一个突出区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东亚表现出同拉丁美洲截然不同的面貌，平均而言不平等在21世纪头10年扩大，当然国家层面存在很强的异质性。该地区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即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扩大，但发生在不同时期。中国的不平等在20世纪90年代恶化，到21世纪头10年稳定下来；印尼的不平等则在21世纪头10年扩大。20世纪80年代，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完成了走向工业化经济体的结构性变革，但没有造成不平等的显著提升。45与之相比，中国大陆的不平等则随着其转轨而明显恶化，与许多东欧国家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不平等迅速扩大并无太大差异。46虽然数据非常有限，现有的资料仍表明中国的不平等状况在21世纪头10年的早中期以来趋于稳定，或许已度过其峰值状态。47这与东欧国家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那里的不平等近期也正在缩小。


  数据获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挑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尤其严重。在过去20年，数据获取及其质量有了明显改进，然而研究者们在考察长期趋势时仍始终受到制约。这一区域的不平等程度很高，尤其是在非洲南部国家。世界上最不平等的10个国家中有7个位于非洲。4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最不平等国家采用的是收入调查数据测算的，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采用支出调查数据，后者对不平等程度的估计通常偏低。此外，该区域的土地所有权分配相对而言其实较为分散，但不平等程度依然突出。49从趋势上看，对于近期两次严格可比的调查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可以较为平衡地划分为不平等扩大与不平等缩小两个组。50不平等扩大组别的国家规模稍大一些，有大约57%的人口居住在不平等扩大的国家。


  我们此前考察的各国内部不平等的水平和趋势涉及一系列不同时期。本节末尾来看看最近发生的情况，其中包括2007—2009年的大衰退。这个时期非常特殊，因此对趋势变化的解读需要保持谨慎。图11.4描绘了各国基尼系数在2007年前后同2012年前后的对应坐标点图，图中包含的国家在这两个年份均有可比的调查数据。图中大多数国家位于斜线的下方，表明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平均而言，基尼系数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从38.1到37.1。约2/3的国家（93个国家中的59个）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不平等的缓和趋势有两方面的影响：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之前的显著扩大后，近期似乎趋于稳定 51；与之相反，拉丁美洲的不平等程度在之前的显著下降后，到近期趋于稳定。52


  这对全球不平等意味着什么？对于规模较大的国家，图11.4中反映的不平等下降的幅度较小。因此，以人口加权测算的基尼系数仅从2007年的39.4轻微下降到2012年的39.2，全球不平等中的国内不平等部分依旧保持了稳定。53与此同时，较贫困国家的平均收入增速仍较快，经济趋同的作用力仍然活跃。总体来看，这表明全球整体不平等程度在2008年后继续下降。米兰诺维奇在2011年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此观点。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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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4 大衰退时期的基尼系数变化

  


  注：图中显示了各国在2007年前后和2012年前后的基尼系数，它们在这两个时期均有可比的调查数据（“Global Database of Shared Prosperity，” World Bank Brief，October 6，2015，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brief/global-database-of-shared-prosperity）。起始年份：2003—2011年，截止年份：2009—2014年；跨越时期：3～8年，平均为5年。位于图中45°虚线部分的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没发生改变，位于虚线以下（上）的国家，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提升）。


  资料来源：“Indonesia’s Rising Divide：Why Inequality Is Rising，Why It Matters and What Can Be Don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106070（2016）；“ECAPOV：Expost Harmonized Dataset Created by ECA Team for Statistical Development. Countries：Romania/2008，Romania/2013. As of April，27 2016，” World Bank（2016）；“Povcal Net：the On-Line Tool for Poverty Measurement Developed by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


  全球化与技术进步的作用


  全球不平等与各国内部不平等的变化伴随着全球化在这一时期的迅速推进，其主要特征是国际贸易增长、资本和人员流动加剧以及技术变革，这些变化促进了全球一体化的深入与生产过程的地理延伸。上文提到的数据基本上与如下的故事线索保持一致：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在这一时期快速增长，抓住了全球一体化加强的宝贵机遇，缩小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均有所扩大。综合来看，全球化的主要赢家应该是中国的中上层群体，而发达国家的较低收入阶层则落伍了（见图11.3）。


  本节将概要介绍一个技术变革模型，以解释这期间的某些变化：发生在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劳动与资本之间等。不过，要在全球化或技术变革同不平等之间找到严格的因果关系依然很困难，因为收入分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最好还是把这里的讨论作为“消息灵通人士的推测”。55我想表述的要点是：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比简单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效应更为复杂，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巨大收益，人们得到的好处却各不相同。56


  巴苏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把技术变革区分为两类：劳动节约型和劳动连接型。57劳动节约型技术还包括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它造成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快于其供给，从而使受教育劳动力的工资溢价提高，劳动收入内部的不平等拉大，这符合最初的丁伯根模型。58当然我们还需要看到资本的作用，它是劳动节约型技术变革理论的核心。正如阿特金森与布吉尼翁所述，资本可以成为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品，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品。59该观点其实并不新奇，米德就曾指出，自动化会加剧不平等。60


  劳动连接型技术变革反映的是如何把劳动力与遥远地方的需求连接起来。这可以通过几种渠道实现，例如贸易、外包或外国直接投资等。马斯金提出，通信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生产过程的国际化，使今天的企业能雇用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员工，从而创造出全球劳动力市场。61劳动连接型技术变革以不同方式影响了收入分配的不同部分。在发达国家，处于工资收入底层的低技能员工受到来自海外竞争的冲击，借用弗里曼文章的标题来说，他们的“工资水平由北京决定”。62同时，这种技术进步扩大了顶层薪资人群在全球发挥影响的范围，让赢家通吃市场里的超级明星收入大涨。63布吉尼翁指出，发展中国家亦有同样的现象，印度的板球明星与中国的亿万富豪都因为其全球触角的延伸而获益。64还有，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员工为发达国家的顾客提供服务，他们的工资要求远远超出了本地水平，似乎带来了“顶层工资由纽约决定”的结果。65


  上述一系列现象对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不平等总体上有何影响？富裕国家的低技能员工正受到技术变革的挤压，工作被替代，同时面临来自海外低工资员工的竞争。亚洲贫困国家的中低技能员工的工资有所提高，但进一步改善受制于被资本替代的威胁。举个典型案例：全球最大的制造商富士康科技集团正计划在近期增加100万台机器人。66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顶层收入群体则从两方面获益：一方面，他们的工资随着全球市场的规模扩大而提高，由于高技能劳动力的国际可贸易性，其工资水平正在趋同。67这种规模效应看上去对贫困国家的顶层收入群体尤为突出，因为当地的一般工资水平要低得多。另一方面，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顶层收入群体还拥有资本，而资本收入份额在这一全球技术进步时期持续提升。68


  总之，尽管讨论的话题经常聚焦于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的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冲突，或者这些国家内部的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冲突，但问题同样也存在于股东与员工之间的冲突。实际情况或许是，“在过去20年来……资本成为贸易自由化及其带来的经济加速增长的主要受益方”。69


  政策启示


  在探讨政策建议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强调反对全球化是不可取的。正如布吉尼翁所述，这未必能改善富国民众的境遇，因为加高贸易壁垒会导致价格上涨，削弱人们的购买力。70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贸易紧缩会影响到世界上的最贫困人群。资本和劳动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中更便于流动，这加剧了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因为容易导致恶性竞争，是必须严肃对待的政策难题。当然我们也非常清楚，国家并非软弱无力，政策制定依然是国家层面的事务。前文提到，虽然所有国家都经历了相同的技术变革（至少大致上看是如此），但并非所有国家的不平等都在扩大。此外，尽管存在高技能员工的全球化市场，但美国薪酬最高的公司高管的待遇却几乎达到德国同行的4倍。71


  有关全球不平等的方兴未艾的研究文献中，不乏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这里不做全面的回顾，而是概述几个在发展研究中受关注相对不足的要点。发展中经济体的财政政策不够发达，主要依赖间接税以及对正规部门的工资征税。按照阿特金森与布吉尼翁的说法，“没有哪个发达经济体能靠较低的社会支出水平……实现较低的不平等，无论该国在应对贫困的其他方面做得如何，包括就业”。72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支出受到财政收入水平较低的制约。最贫困国家的政府能力目前依然孱弱，但中等收入或新兴国家扩大财政收入的能力则在提升。在这些国家，居民家庭拥有银行账户与信用卡，从中产生的信息流可以通过新技术来帮助征税。在东亚尤其如此，那里税收体系的累进性不足。73在整个东亚地区，过高的税收起征点限制了有效的累进制，几乎没有人适用于最高税率。74


  我希望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是对资本收入征税。首先，资本收入的税率通常低于劳动收入（这不限于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横向不平等。75或者说，有相同收入和资产的人面临的税率并不相同。76其次，来自房产税的收入少到几乎可以忽略，尽管这可能是个相对公平、有效率与可实施的税收来源。77再次，税收天堂造成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我在撰写本章时，正值“巴拿马文件”的首批细节被曝光，表明有众多国家的领导人在利用离岸账户。打击税收天堂是可以做到的，但需要各国的联合行动，包括占避税存款主要部分的富裕国家。78发展中国家因为税收天堂损失了相当份额的财富，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有20%～30%的金融资产是在税收天堂的存款。79发展中国家每年约有1 000亿美元的公司税收流失到税收天堂。80


  福利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正面临压力，因此仅依靠财政体制来实现再分配目标或许是不现实的。81市场收入分配或者说税前收入分配同样需要受到重视。米兰诺维奇提到，虽然西欧与东亚发达经济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上接近，后者通过财政体系完成的再分配规模却小得多，因为作为起点的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本来就较低。同样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在贸易自由化中成功做到了“平等增长”的东亚经济体在起飞时就有相对平均的土地分配和广泛的基础教育。82市场收入则是由个人的资产禀赋（这里的定义为劳动和资本）及这些资产的回报（工资和租金）决定的，后文还将展开讨论。


  在缩小不平等水平上做得较为突出的拉丁美洲地区，则广泛采用了再分配性质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试图通过这些条件约束来培养人力资本。83教育一直是主流发展经济学工具箱中的核心部分，资本禀赋则未受到充分重视。在上文概述的简化全球化模型中，劳动节约型技术之所以会带来不利的分配影响，恰恰是因为资本分配不平等。如果布吉尼翁关于“资本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方”的说法成立，则更为平均的资本分配将可以削弱全球化的某些负面效应。84


  这方面的政策建议可分为三类。第一，让员工（乃至更广泛的国民）通过利润分享制度或主权财富基金自动获得某些福利。85第二，让穷人和中产阶层能积累金融资产的政策，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所有权正规化措施。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对财富继承和生者之间的财富转移征税，这在当前的财政收入中基本上不存在。除了克服代际优势转移带来的不公平，此类资本获取税（capital-receipt taxes）比其他财富税造成的扭曲影响也更小，因为它不是对个人的努力征税。为直接解决资本禀赋造成的问题，阿特金森还建议利用部分这类税收收入给所有成年人提供最低继承财富，无论其出身家庭的背景如何。86


  影响资源禀赋的回报则更为困难，因为回报是市场运行的直接成果。但我们需要认识到，政府可以通过若干途径干预市场运转过程，这里谈一谈与此相关的两个途径。其一，政府直接影响新技术的开发，例如，利用研发税收优惠或者给大学及其他研究机构提供直接拨款等。87政府因此可以左右技术变革的走向，比如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状况，以及技能劳动力、非技能劳动力和资本获得的相对回报等。其二，东亚经济体（如韩国）的快速发展经常被归功于成功的产业政策。虽然在许多国家并未奏效，只让少数精英群体得利，但产业政策依旧是政策工具箱中的备选方案，特别是在最贫困国家。88弗洛因德总结了成功产业政策的若干要素，包括保持多家国内企业的竞争，以及密切监督出口表现等。89


  全球不平等的未来走向


  鉴于《21世纪资本论》分析的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长期因素，我们也需要对全球不平等的长期演变做出推测。按照米兰诺维奇的观点，全球不平等的未来趋势取决于三个因素：各国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国际不平等）；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国内不平等）；各国人口增长率的差距。90任何预测都有误差范围，但人口增长率比前两个因素要准确得多。人口结构的改变将带来恶化全球不平等的压力，因为最贫困国家（尤其是非洲）的人口增长快于世界其他地方。91而即便最新的数据似乎也显示国内不平等已到达一个高原期，特别是中国等世界大国，可是要把这一现象解释为趋势改变还为时过早，因为该时期跨越了大衰退，并且始终存在测算方面的疑问。米兰诺维奇建议采用库兹涅茨的长波理论，以反映国内不平等在长期的起伏。92最后的结论是，国内不平等并非一成不变，但取决于有意识的政策选择。另外，虽然大衰退和全球化造成了某些束缚，但国内政策依然颇有效果。


  全球不平等的最大改变应该是来自国家之间的变化。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尽管有所下降，却仍是全球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还有，根据跨国数据，国家平均收入的改变幅度通常大于国内收入分配的变化幅度。93从长期看，经济趋同的强大力量，即较贫困国家增长较快的趋势，可能会延续。94当然也有至少三方面的理由值得人们警惕：第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增长不稳定，是在缺乏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受益于贸易条件的改善95；第二，中国之外（尤其是印度）的增长对全球不平等持续下降的重要性将大大提升96；第三，气候变化给任何增长预测都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就全球不平等的总体水平而言，海尔布兰特与莫罗的预计是，全球基尼系数到2035年将下降近4个百分点，这个幅度很大，但总体不平等水平依然会较高。97他们的研究还显示，增长的影响很重要（用人均GDP作为调查收入的代理指标）：在贫困国家增长慢于基准预测的情景下，基尼系数的降幅只有1个百分点。与之相比，若要逆转全球不平等的下降趋势，需要所有国家的国内不平等提高约6个百分点，这个改变幅度非常大。98


  研究规划


  针对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的未来研究工作，最迫切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数据。这首先是因为若干国家目前仍缺乏居民生活水平的高质量数据，尤其是中东地区、非洲大陆、加勒比地区和太平洋地区。世界银行近期承诺要提供援助，例如帮助所有贫困国家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调查。99其次，在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农业和自给性消费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收入数据而非消费支出上。用收入还是消费支出来测算，可能显示出不同的不平等水平与趋势，特别是当增长成果集中在顶层人群时，支出对他们而言不是很好的测算指标。100再次，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入信息很少，因为许多收入调查甚至根本没打算收集此类信息。


  最后，与上一点密切相关的一点在于，发展中国家需要改进对顶层收入的测算。发达国家已普遍采用的行政部门数据记录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而最具创新性的不平等测算方法是把行政部门记录的收入信息同针对其他目的开展的家庭调查结合起来。101有广泛基础的所得税可以产生此类行政记录，非常类似于皮凯蒂建议的引入哪怕税率极为有限的财富税，但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来利用好这些数据资源。例如，世界银行与其他国际组织就经常给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改革提供贷款和技术支持，此时可能比较容易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把收入分配统计表发放给国民，当然最好采用匿名方式。


  如果拥有更好的数据，若干重要的研究问题可望得到解答，包括某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不平等的“真实”程度及其趋势如何？在考虑到资本收入与顶层收入群体的影响后，微观数据与国民账户各自显示的趋势是否相符？102企业税收数据显示的经济集中度的真实程度如何，是否需要引起竞争监管部门重视？资本收入的变动与（研究更为透彻的）劳动收入的变动有何异同？目前的税收和转移支付体制对收入分配有何影响？财政体制是不是最优状态？不同收入和技能阶层的居民与全球经济的相互关系如何（包括作为消费者、劳动力供给者和资本所有者），以及在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有何不同？


  结论


  本章试图为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做些补充，给不平等议题提供一个全球视角的分析。与皮凯蒂及其合作者观察到的英美系国家顶层收入迅速增长的趋势相反，全球视角看到的不平等水平似乎已趋于稳定，甚至略有下降，主要是源自各国之间的平均收入趋同。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20世纪80—90年代显著提升，但到21世纪头10年有所下降。上述结论是基于居民家庭调查，当然我们清楚这会低估顶层收入，尤其是资本收入。此外，有关的调查通常采用消费支出的信息，可能没有充分反映顶层人群的生活水平提升。所以，虽然贫困国家的数据资料已经大为丰富，上述结论依然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要继续推进发展中国家不平等议题的未来研究，改进数据信息仍然是一项首要任务。


	[1] 作者为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团队（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Group）的经济学家。感谢Espen Prydz与Matthew Wai-Poi在研究数据方面的协助，感谢如下人士的有益评论：Heather Boushey、Francisco Ferreira、La-Bhus Fah Jirasavetakul、Branko Milanovic与Carmen Ye。本章中的发现、解释和结论完全出自笔者本人，不代表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执行理事及其代表的各国政府的观点。 


  第12章


  《21世纪资本论》中的地理学
不平等、政治经济学与空间因素


  加雷斯·琼斯


  地理学家加雷斯·琼斯批评《21世纪资本论》缺乏“空间”视角：地理因素在其中只是作为“数据容器”，而非不平等和剥削发生的背景条件。琼斯探讨了资本的流动性和隐秘性、各个城市为迎合游荡无根的资本精英开展的国际竞争，以及使不平等形成和扩散的地理作用机制。其结论是，对不平等地理学的理解应该关注事前的作用，而非只是作为事后的结果。


  当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于2014年出版时，其核心理念，即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持续扩大，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新鲜，包括经济学家、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政策研究者，以及众多关心此话题的社会科学家、媒体作家、智库学者及活动家等。1有些人认为不平等是件“好事”，反映了对创业的奖赏，只要民众的生活水平基本能够维持或提高，在政治上也应该可以接受。2另一些人则多年来担忧不平等的恶化程度，及其对经济效率、社会流动性和民主制度的影响。3


  无论如何，皮凯蒂把握住了“时代精神”，赢得了大量荣誉，并受邀同各种类型的政府机构、国际发展和金融组织、反资本主义运动组织及大众媒体对话。4不可避免的是，也有多方面的批评意见（包括本书收录的某些作者在内）指出他研究中的缺点，尤其集中于他对资本的定义 5、他在数学公式中隐含的假设 6、他对性别与工作岗位的忽视 7，以及他那保守的政治分析 8。本章作者希望扩展自己早前对有关讨论的些许贡献，从地理学视角对《21世纪资本论》加以审视。9


  本章的出发点是，在这本自称推崇跨学科研究的著作中，对地理因素的思考为何几乎缺位？若搜索“空间”一词，显示在英文版第246页才首次出现。相比之下，许多人观察到，皮凯蒂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时间变化做了精彩的长篇论述。正如埃里克·谢泼德所言，皮凯蒂之所以能这样做是依靠把地理因素简化为数据容器。10皮凯蒂本人也明确指出，根据他的定义，资本是指“国民”财富和资本，也就是“某个国家在给定时点的居民和政府拥有的全部财物的市场总价值，只要能在某个市场上交易即可”。11


  简单来说，这些变量是在民族国家层面做的测算，因为国民账户核算和（收入和继承财富等的）税收记录正是在此层面展开。12这一现实决策符合经济学研究的惯例，但把空间处理成被动因素，意味着我们对经济活动的测算同经济活动本身的组织与运行方式是一致的。由此导致皮凯蒂对不平等的分析成了一个测算练习，可是针对他多次提到的“基本事实”——可以由民族国家层面的收入排序位置表示，基本上能以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来解释，并没有考虑它们同全球经济的关系。13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反映了皮凯蒂的政治经济学和政策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缺陷。戴维·索斯凯斯指出，皮凯蒂在其整部著作里强调应开展政治经济学分析，但他本人却完全没有采用该方法，并且在试图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不平等扩大时“严重缺乏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清晰基础”。14索斯凯斯提到的“小家子气的数学论证”，即支撑皮凯蒂“资本主义核心矛盾”的著名公式r > g，需要一系列假设条件，特别是储蓄等于投资，储蓄者（而非企业）即使面临低增长仍要投资。诚如索斯凯斯所述，皮凯蒂的分析“几乎完全忽略了政治、历史与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说从福特制经济时代到由互联网和通信技术、金融服务和消费驱动的“无重量经济”的变化。如今，资本利益在发达民主国家牢牢左右着决策方向，导致若干有利可图的公共服务被私有化或者被放松管制。


  在以上批评意见之外，我还要补充：皮凯蒂忽略了当代政治经济关系的文化变迁，尤其是金融自由化，这些变迁改变了对薪酬的思考方式及其实现方式。15奇怪之处在于，皮凯蒂的论述招致争议的部分原因是在资本定义中纳入了财产（不动产），并把累进税作为其自称的矫正不平等的“乌托邦式”政策之一，然而他的著作却很少（无论是否从跨学科角度）关注金融、财产和避税手段对当前不平等产生的复杂作用。


  因此本章的观点是，对21世纪不平等的理解需要关注空间上的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和空间的关系，从我决定撰写本章之后60分钟内的行动花絮中可窥一斑。为了寻找灵感，我踏进一家星巴克咖啡厅，点了杯意式咖啡，打开平板电脑，用谷歌搜索有关不平等研究的文献，并通过亚马逊网站订购了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的著作《国家的隐秘财富》（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我同时订购了纸制版和电子版。16于是一份电子版文件进入了我的Kindle阅读器，一封确认邮件进入了我的手机。另外手机告知我：发生了一笔电子支付，还有位友人更新了她在脸书网站上的页面。喝完咖啡，我往家走，希望在孩子们回去前抓紧看看祖克曼的书。为节约时间，我骑上一辆由桑坦德银行（Santander Bank）赞助的“鲍里斯自行车”（Boris Bike）去车站，用“智能”交通卡刷机进站，搭上列车来到距自己家几百码的地方下车，到面包房买了一根法棒，几分钟后走入家门。我从门垫上拾起一本免费的《生活方式》杂志，里面是各种关于房屋翻新、私立学校、艺术展览以及房产出售的文章与广告，然后我走到厨房的宜家沙发上，开始阅读。


  自步入星巴克咖啡厅后的一小时内，我的行程不到5英里，却在此过程中同若干知名企业完成了交易，它们主要是服务供应商，其地理位置非常模糊。例如，购买祖克曼的著作是通过亚马逊英国网站（Amazon.co.uk）完成的，但后来的发票却显示卖方是Amazon SVS Europe公司，一家位于卢森堡的分支机构，图书本身是从位于英国斯旺西的运营中心寄来。由此我可以推断，以上花絮中提到的若干交易涉及为税收管理和监管合规目的而在卢森堡、瑞士、英属维尔京群岛、库克群岛及巴哈马注册的许多公司。我提到或暗指的企业中可能仅有少数在英国缴纳公司税，尽管其销售额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桑坦德银行应该是例外，当然还有那家面包房。17


  丹尼·罗德里克指出，公司和资本拥有者的避税能力把公共服务及债务的财政负担转移给劳动者（工资收入），从而加剧了不平等。18经合组织发现，到低税收管辖地注册公司使G20国家每年的财政损失达到2 4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公司税的4%～10%。19经济活动与公共义务的地理分布发生显著调整是过去40年的持续趋势。


  本章旨在揭示，对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必须考虑资本的地理因素。全球资本主义在过去40年的经济地理特征表明，资本会对积累不足或积累过剩的危机寻求空间上的调整。20因此资本的一个基本力量在于其地理流动性，从固定的物品变身为一种流体。这种变形的典范便是金融资本。


  不过，正如何柔宛在其对《21世纪资本论》的批评中所述，皮凯蒂为保留资本与劳动的传统定义而淡化处理了经济活动的金融化。21因此，尽管他描述了“超级经理人”获得巨额报酬的趋势，并把这批新贵同金融业联系起来，却未能顾及何柔宛阐述的“企业的本质和目标转向金融价值、模式及操作的深远变革”。22换句话说，《21世纪资本论》缺乏对当代不平等过程的分析，包括使这种新型不平等扩大成为可能的资本积累的空间过程。


  本章希望展示的是：这一新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在于，资本能够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出现在远离实物资产的其他地方，或者出现在从政府边界和国际治理协议角度看较为模糊的法外之地。此类地方的最典型例子是税收天堂，还可以加上其他离岸和在岸的司法管辖地，包括特区、走廊，以及大量的新科技园区、知识园区与博览城等。23这些地方以法外管辖（extra-legality）的形式保持运转，使经济活动同民主政治脱钩，赋予企业和财阀们特权，让他们的道德和税收义务最小化，以确保资本回报的能力最大化。法外管辖和秘密操作尤其加剧了不平衡的世界经济，尼尔斯·吉尔曼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高度开放和市场导向的规则本可以约束全球化，但游戏是在极为不公平的场地上开展的”。24要想用皮凯蒂式的方法来概括这一新政治经济关系的特征，我建议参考作家巴拉德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文学描述。25


  资本的力量：法外管辖与秘密操作


  对于高收入者与财富持有人能够扩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支配力，皮凯蒂明确和正当地表达了愤怒。可是就一种纯粹的统计关系看，我们对不平衡的权力分配如何导致经济不平等的过程仍知之甚少。正如马克思所述，资本主义依赖于社会关系。他的阶级理论揭示了资本统治劳动的能力，或者所谓阶级权力的概念。不平等或许可以用十分位或五分位群体持有的收入或资本的相对百分比来测算，然而这样的分配结果是源于资本掌握的从劳动那里榨取价值的相对权力。


  资本权力具体的运作机制随时间和空间而不同。在简·奥斯汀的时代，不平等来源于延长和控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把公共财产重新分配给私人、早期的机械化以及奴隶制。自20世纪70年代起，相应的机制是把之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矫正做深刻回调。26从地理视角看，当代全球政治经济关系在空间维度上发生了重构，造成的结果是民族国家尽管还远远谈不上消亡，但按照萨斯基亚·萨森的说法，主权国家已变得去中心化，疆域变得非民族化。27


  从空间维度上看，当代的政治组织结构包含越来越多超国家组织和国际协议，使各类企业、信托、基金、公私合作机构与民间组织能在其中运转，类似于对民族国家做出的谈判承诺一样。28简而言之，跨越不同地域的劳资关系通过贸易规则、工作条件、公司治理和税收等各种规则的约束，相互交织在一起。我将这样的制度安排称为法外空间（extra-legal spaces），以反映其中的经济活动因为特定司法制度而存在，资本权力通过私人规则与准公共协议发挥作用。这些地方也存在大量的监管规则、法律和标准，但其整个架构是优先服务私人利益，而非公共福利或权利，并且对监管机构、媒体、工会乃至股东的透明度极低。


  法外空间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特区，被尼尔森视为当代全球经济中的“典范空间”（paradigmatic space）。29据凯勒·伊斯特林统计，特区从20世纪60年代的区区几个，增加到2006年的约4 000个，类型多种多样，从出口加工和自由贸易区，到经济走廊、飞地、综合园区与新兴城市等，就业人数超过6 600万。30尼尔森指出，特区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疆域地形图”：特区中的例外法规往往与国内民法并存，选择性地适用国际法以及各家企业带来的不同规范和标准。特区可以既是例外地区，也是各种规范与算计之间相互争斗的地区。31但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特区才是“非政府”性质的区域。斯蒂芬·克拉斯纳认为，特区主要是由“虚伪的主权国家”创建和运营，许多基础设施只有在特区里才能获得，到外面则无法获得。32


  然而，政府虽然对特区的建立至关重要，但并不掌控特区。33伊斯特林认为特区是“松散”形式的特别国家机制，治理工作被转交给托管方或代理机构（经常由驻区企业自身组成），造成特区里的事项可以由数千英里之外的地区或全球办公室的意见来决定，而较少反映所在国或本地政治组织的期望，乃至国际法的要求等。在没有国内监督的情况下，特区中的规则制定与遵守可能根据资本的需要而定。劳动、环保、健康、安全和人权等方面的法律可以修改或制定特例。34实际上，管理特区的正是伊斯特林所说的“空间、信息和权力的动态系统，它们可以产生事实上的政治组织，其行动比规范它们的准官方治理组织更为迅捷”。35


  特区的把戏是将自己装饰成开展经济活动的规范区域，即开发区。36为此强调具有专家治理的特色，是能够实现成功运转的地区，是巴赫概括的“有着现代性梦想与抱负”的典范。37特区的管理者与营销部门把那里的基础条件提升到国家整体水平之上：厂房地面清洁有序，工人们训练有素，报酬通常高于最低标准，还有企业提供的托儿所、医疗机构，乃至合适的住房等生活设施。新一代的特区甚至包含休闲、娱乐以及高尚文化机构等。38


  尽管特区可能外表好似城市，治理如同国家，其运转模式却是立足于秘密操作，缺乏民主制度的支持。批评人士指出，这种基础设施良好的城市生活是“自由和开放的假面舞会，非常容易走向逃避、封闭与隔离”。39在那里，自由言论受到监视，集体代表组织（特别是工会）被禁止，往往由移民组成的劳动者只能订立缺乏完全公民权利的合同，被隔离在营地里，接受长时间、有害的工作条件，乃至性剥削。40特区的法规由私人保安执行，这种组织本身也是连接各个特区（飞地、综合园区、博览城和微型国家）的全球网络的组成部分，该网络为资本提供质量控制和确定性，并限制政府的参与。41按照戴维斯与蒙克的说法，特区是“罪恶天堂”，号称无关政治，其实恰恰相反，是竭力取得法外地位的蓄意制造的非民主地带。42


  在低增长条件下（如皮凯蒂所述，这对其实证观点非常重要，尤其是与紧缩结合的时候），特区会强化资本的权力。特区制造了一个界限分明的领地，远没有民族国家那样复杂纷乱，资本可以“落地”，并依然保持流动能力。地产是租赁性质的，建筑和机器也是租借而来，服务按合同提供，与供应商、中介机构和市场的联系不受监管规定和政治要求的束缚。皮凯蒂通过“事实”测算观察到不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趋于扩大，几乎同一时期，全球有数以千计的特区出现，成为生产和再生产不平等的空间设备。


  当代资本主义的第二种法外空间形式是离岸。无论特区看起来有多么超然，但至少它是个实在的地方，必然有所在地。相反，如尼古拉斯·萨克斯森所言，“离岸基本上是属于‘别的地方’”，因为它所处的空间只是虚拟存在。43某个人、某家企业或某个信托投资工具可以在70多个税收天堂（典型的离岸空间）中的任何一个做离岸注册，却基本上与那里没有任何实质联系，或许一个邮寄地址（通俗说法为“信箱”）就能为数百位个人、企业或信托共用。


  离岸注册的巨大成功无可置疑。萨克斯森指出，“离岸就是权力世界在今天的运转方式”。约翰·厄里甚至认为，离岸是超越法规的。44厄里的观点似乎得到了祖克曼的详细实证分析的支持，表明美国公司在海外取得的利润约有55%记录在区区6个税收天堂，而那些公司从生产或销售来看与当地的经济联系极其有限。45尤其重要的是，祖克曼继续指出美国公司与离岸税收天堂的这些联系从规模和性质上看，如今已严重到足以“显著影响对财富不平等的测算”。46


  所谓“巴拿马文件”的曝光表明，减少或规避税收并非离岸业务的唯一动机。47正如吉尔曼等人所述并得到巴拿马文件佐证的那样，离岸业务中既有合法商业，也包含他们所说的“非正常全球化”，如艺术品、能源、环境废料、武器、毒品、人员、动物和金融产品的非正规及非法交易。48尽管如此，税收天堂依然是一个特别犀利的透视镜，借此可以观察当代政治经济体系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看到世界上最重要的企业和富人如何通过财务规划把超出比例的业务放到低税收管辖地，有关数据参见图12.1。49此外，整体趋势是走向更多的离岸业务，削弱民族国家从企业利润和高收入者那里征税的能力。祖克曼认为，美国公司在税收天堂登记的企业利润占比相比20世纪80年代增长了10倍，到21世纪10年代达到20%左右。结果导致美国公司缴纳的有效税率在15年间从30%下降至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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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1 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登记在税收天堂所占的比重

  


  注：本图描述了美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收入中，主要税收天堂所占的比重。美国在2013年的海外直接投资的总收入约为5 000亿美元，其中17%来自荷兰，8%来自卢森堡等。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国际收支数据测算，具体见线上附录。


  离岸税收天堂采用某些观察家所说的当代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转模式，即企业的商业事务对竞争者和监管方保密的能力。这再次表明，它们的优势不只体现在财务方面。正如祖克曼指出的那样：“在现实世界中，避税方可以把若干税收天堂的无数控股机构联系起来，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无主资产，或有效地把自己同资产分隔开。”51实现秘密运作需要结合空间和组织上的复杂性，从而把业务活动放到透明度要求不高的司法管辖地，并采取极其繁复的方式，使外人难以快速乃至完全无法查清。某一个投资工具可以被数百个登记在不同地域的人持有，在账面上拥有多达2 000个特殊目的工具的某家投资公司那里，主要投资工具可能只会出现一次。要弄清楚那些投资工具的构成及其投资人的身份，尤其是假如它们采用“无记名股票”这种模式，会远远超出单一监管机构的管辖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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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2 由税收天堂的公司与个人持有的美国股份

  


  注：2012年，有大约9%的美国上市（资本化）股份，具体被来自税收天堂的投资人持有，如开曼群岛的对冲基金、瑞士的银行、卢森堡的共同基金、摩纳哥的自然人等。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国际资本数据测算，具体见线上附录。


  把资产和交易名义上转移到离岸的一个典型做法是倒置（inversion）。例如，母公司先在税率和监管透明度要求较低的某个地方设立离岸分支机构，该机构再注册为母公司的官方总部（见图12.2）。而实际上，该机构只是一个空壳，符合召开董事会的最低要求，并没有公司经营活动在那里开展。这种操作的结果却使众多公司和个人能隐藏起来，在某个地方发生大量投资与开支，但在该司法管辖地表面上登记的资产却远少于真实情况。企业账目与税收记录中的财富、销售和收入在某个地区会大大低于实际发生水平，在另一个地区却明显高出很多。这里的关键秘诀源自他们的操控力量——对资本、交易和收入如何做空间配置，以及如何做注册记录等。


  从秘密操作的角度看，当代政治经济体系不是透明的在岸与昏暗的离岸这种简单二元状态。如科巴姆等人所述，这种秘密操作应该理解为由不同地区不同组合提供的一个渐变范围。53他们主张用“财务保密指数”（Financial Secrecy Index，FSI）度量某个司法管辖地对保密（或透明度）的承诺度。最秘密的地点既有传统的税收天堂，如瑞士、卢森堡、中国香港、开曼群岛和新加坡等，也包括美国（排名第6）和德国（第8）等，参见表12.1。或许同样令人深思的是，伦敦城如果被视为独立于英国的实体，会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财务保密提供地，但英国总体来说则较为透明，见图12.3。


  伦敦在最近几十年的成功发展部分归因于为大量高技能和高收入的会计师、投资顾问及律师提供服务的能力。沃伊齐克谈到，在使全球资本的地理分布尽可能丧失透明方面，这些人都是共谋。54矛盾的是，伦敦城擅长提供此类服务并因之繁荣，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55英国议会的公共会计委员会（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曾指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税收管理部门雇用了9 000名员工，从企业收取的费用达20亿英镑。56该委员会主席玛格丽特·霍奇（Margaret Hodge）议员在提交报告时如此评论毕马威公司的经营活动：完全是“从产业层面上帮助逃避税收”。


  
    表12.1 以财务保密指数及其构成和其他指数排名的十大司法管辖地


    [image: ]
  


  注：FSI与BAMLI的结果为2013年，CPI的结果为2012年。对BAMLI或CPI排名前10的国家均没有计算保密评分。


  资料来源：Cobham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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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3 希望你把钱放在这里

  


  注：网络组织“规则”（The Rules）发布的一张讽刺旅游宣传画。该组织以“帮助激进派和进步派的文化元素进入主流”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之一。


  资料来源：Al Jazeera。


  把实物资产与交易在表面上转移到离岸地区（这是许多特区发生的情形），加上玛格丽特·霍奇上面提到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收费服务，对我们理解当代的政治经济空间体系具有深远影响。最突出的是，这表明通过官方税收记录（在任何情况下都变得不再可靠）与民族国家管辖范围来认识经济活动的构成，同当代经济的实际运转已经南辕北辙。伦敦各会计师事务所的税收管理服务部门每年能收费20亿英镑，不是因为它们在按照实际经济活动发生地来为公司和个人记录交易和资产，以及相应的税收义务。祖克曼估计，仅离岸税收天堂就占全球居民金融资产的至少8%，而且没有计入艺术品、珠宝和房地产等非金融财富。如果将这些考虑进去，上述比例将提升至11%，这些财富几乎都能获得避税。57


  受到审计的公司财务报表也不太可能成为更可靠与更稳健的数据来源。财务报表反映着各公司的“失重”程度，它们能够安排内部转移，通过对无形服务（其价格不用市场标准来决定），尤其是知识产权（商标、形象标识或技术等）与营销活动的支付，把净收入和利润转移到特定的司法管辖地。58在最极端的案例中，一家高度知名品牌、看似无所不在的公司，你可能找不到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开展实际业务。59


  这里的典型之一是苹果运营国际公司（Appl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其报告的三年净收入达300亿美元，但通过几乎完全保密和极为复杂的附属机构与流程网络，该公司能够避免在全球任何地方纳税。因此，秘密操作不是属于某个特定地方（如税收天堂）的工具，而存在于网络化的法外空间，同时利用了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地的不透明司法制度与监督缺陷。60


  21世纪的不平等、阶层与公民权


  从地理视角看，当代政治经济体系及其与空间的关系破坏了《21世纪资本论》描述的过于简洁的阶层概念。虽然皮凯蒂对阶层的提法很积极，也应该认可阶层斗争的意义（当然从未明确提及“剥削”），他却把阶层同收入分配联系起来，把收入分配最低端的50%作为工薪阶层，最顶端的10%作为上层阶层，居中的则为中产阶层。他承认这种划分是武断、刻板和有待商榷的，但又声称由此可以开展严谨客观的比较研究。61


  把收入作为阶层划分的主要指标符合经济学惯例，并使皮凯蒂能够表明：不平等扩大是由于顶层1%人群乃至0.1%人群的份额增加。皮凯蒂确实偶尔会提到“精英”的说法，但未采用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以及很多政府机构经常采用的某些概念，如高净值个人（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HNWIs）或极高净值个人（Ultra-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U-HNWIs）等。62依靠收入百分位作为阶层划分的指标意味着此概念缺乏研究内涵。顶层1%或10%的上层阶层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对不属于自己阶层群体的人是什么态度，与之关系如何？属于精英阶层的百分位人群如何把自己的国民身份（甚至地域认同）与金融资本的流动性统一起来？


  21世纪的阶层地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表明，精英们通过流动的生活（迁移或者有能力迁移），既可以追求舒适惬意，也能够避免政治对手的侵袭，防范把商业安排和政治关系网泄露给政府、媒体和民间组织，显然还包括逃避税收和法律诉讼。63随着精英们的迁移能力变得超强，他们得以同民族国家脱钩，并开始挑战昂格所说的“传统公民身份要求的庄重承诺”。64与他们的资本或其外观形式一样，精英们似乎越来越走向非地域化。


  按照弗里兰的论述，这些精英们“正在形成跨越全球的同类社群，他们相互之间的共同点超过同自己本国民众之间的共同点……无论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是在纽约还是香港，莫斯科还是孟买，如今的超级富豪们正在日益组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65在简·奥斯汀的作品中，大多数角色的社交世界限于农村庄园，偶尔会涉足伦敦和朴次茅斯，并同加勒比群岛的种植园有着看不见也没有讲的经济联系。如今的新贵们则经常迁移，有着全球化的网络组织，却又居无定所。21世纪资本主义的标志性赢家是“非常住者”（non dom），或者说看上去属于边界空间或想象空间的居民。66


  这些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好像不在乎他们在任何时刻所处的特定地点，并在经济上与之无关。艾略特与厄里认为，这种气质是故意培养出来的全球化身份的标志，以及防范被算计感的策略。67昂格则将他们称为“临时居所”类型的国民，“通过在全球体系中的关键城市节点设立居所，形成一种社会交往模式，让全球资本由此进入民族国家的社会环境”。68我由此得到的启示是，为深入了解精英阶层或许能为不平等做些什么，我们需要抛弃从国民收入份额中无法总结出“资本权力”的传统经济地理学思维。


  如前文所述，资本拥有者的一个关键力量是同特定地方开展制度谈判的能力。他们试图对这些制度安排保密，然后在企业决策中构建或利用法外特权。这些精英可以把很大部分金融资产登记在多个地点（包括离岸方式），但他们本人却必须现身于某个地方，在那里工作、休闲、获取医疗服务和安排子女教育等。为响应此类需求，出现了当代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以及为资本积累服务的新型政治经济体系，试图尽可能长期地在某个地点留住精英人群。然而，能最有效地留住精英的空间网络并非民族国家，而是城市，乃至拥有某些比较优势的特定区镇和邮编区域。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宁汉姆与萨维奇将伦敦描绘成汇聚了上层人群要求的各种社会与文化资源的“精英大都市漩涡”，这些资源对他们以及伦敦市的资本积累都至关重要。69


  各个城市为吸引精英的资本和消费竭尽全力。市长们是过去30年中实力大增的政治角色，他们纷纷宣扬自己的城市既宜业又宜居。大量宜居指标表格反映着他们的成就，有各种综合指数排名描述居住空间、教育和娱乐活动的品质与成本，从米其林星级餐厅、艺术节、画廊、芭蕾舞剧、夜总会，到汽车大奖赛等顶级运动赛事等，还有明星建筑师的设计作品等。70当我急匆匆跑回家阅读祖克曼的《国家的隐秘财富》时，从门垫上拾起的生活杂志显示财富就隐藏在伦敦！那本杂志的广告和文章介绍的精品酒店、直接送到家的有机食品以及时尚设计师传记，都确凿无疑地证明伦敦是个有着精英气质的城市；认真工作和值得享受的城市；能够用业绩获取特权的城市；能够把社交和文化资本完美融合起来的城市；也是能够把同低薪劳动者的必要共处“遮蔽”起来，无需与之密切接触的城市。71


  为了吸引和培育精英，市长与城市管理者们（特别是在伦敦这样的大都市）的一项主要权力是在规划和建设方面的裁量权。若干服务供应商会与城市主管部门展开谈判，或提出合法动议，使精英们的建筑能够超越容积率规定，在公共街道下方建造地下延伸空间 72，封闭公共路权，设置带电护栏与私人安保，规避环保方面的限制，以及设立自治制度等。73韦伯与伯罗斯近期指出，重新吸引全球精英回到伦敦的努力引发了争议。74在历史上与传统精英联系密切的周边群体为顺应新阶层的口味而做出了改变。作为炫耀性消费象征的建筑风格受到批评，大众舆论经常提到建筑装饰从原本田园牧歌式的伦敦村走向“俄罗斯化”，影响了整个地区的身份认同感。75


  其结果便是：总体而言，世界性城市内部的不平等程度不仅从数据统计上高于民族国家，而且从直观和感受上更为严重，或许还挑战了关于当代城市中阶级如何动作的观点。76例如，阿特金森在论及伦敦时质疑：我们在城市内部拥有的紧密社会联系是否已让位于更远距离的社交活动，使“世界主义”氛围其实更接近于事实上与世界大同无关的“富豪之云”。77


  精英们与各地方谈判的一个重要部分关系到公民身份的内容。昂格观察到，作为她所说的新兴公民身份等级的一部分，“曾经属于全体公民的权利和福利正在同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挂钩，让侨居国外的创业者能回来分享原本只有公民方可享受的好处”。78富豪精英们即使出于避税的考虑而持有非常住身份，也能够获得国民福利。更为重要的是，精英们还大可主张萨森所说的后国民身份（post-national citizenship），即超越民族国家要求的公民权利，例如对国际人权准则的尊重等。其实对他们而言，理想的情形是拥有多地公民权，双重或多重国籍，由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与环境要求，计算出什么才是跨越多个地区的权利、福利和保护的最佳组合。79


  与之类似，我曾于2015年底前往意大利贝拉吉奥，参加华盛顿公平增长研究中心为本书作者召开的启动研讨会，一路看到航班杂志的众多广告也证明了上述论点。广告之一概述了多米尼加公民身份的优势，展示那里的茂盛森林和跌宕瀑布对探险者的吸引力，包括可能对高素质劳动力以及公民身份好处感兴趣的“商业冒险者”。该国的公民身份可带来如下优势：有权居住在多米尼加与任何加勒比共同体国家，到110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免签旅游便利，英联邦共同体的成员身份，在申请后三个月内即可获得公民身份，“无面试、居住、教育或从业经历等方面的要求”，以及“在宜商环境下的生活”等。


  继而，杂志报道中介绍了获取多米尼加共和国公民身份（可服务于个人或整个家庭）的两条途径及相应报价。第一条途径是为当地的经济多元化基金（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Fund）捐款，个人申请需要10万美元捐赠以及1.05万美元的“尽职调查与手续费”。第二条途径是购买房地产，要求20万美元的投资以及6.05万美元的“尽职调查费、手续费和政府收费”。花几分钟时间从互联网上查找所谓投资移民计划，即可找到多家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商，它们把提供公民身份作为销售豪华公寓或超级游艇设施的产品组合内容之一，内容还包括税收天堂系列服务，以及提供定制化的双重或多重公民身份的司法中介服务等。按照某些网站的介绍，这样做的一个突出优势是那些国家都采用英国法律，某些地方还提供“受英国保护的公民身份”。


  此类制度安排是多方合作的成果，让精英们持有多重公民身份，把财富登记在离岸地区，本人则被吸引到特定地区（尤其是某些城市）居住、投资和消费。大量特殊投资工具为此提供着连线，同样把保密作为关键组成部分。一家名为伦敦中心投资组合（London Central Portfolio）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分析报告称，英格兰和威尔士约有4 000所自有住房（其实基本上都位于伦敦）是登记在公司名义下的，允许房产被匿名购买。80甚至在“巴拿马文件”曝光前，人们已经很清楚这些数字明显被低估了。在伦敦高档住所集中的所谓“阿尔法地区”，价值不低于500万英镑的房产中有超过85%被海外买家购入。在2011—2013年，价值500万英镑以上住房的销售额达到52亿英镑。《卫报》的文章援引房地产公司的报告称，阿尔法物业的海外买家中约有50%并不在英国居住。


  对于高度流动的精英们来说，“海外”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何办法可以阻止这种被戏称为“往返投资旅行”的操作？他们工作在伦敦，把金融资产登记在离岸地区，通过投资获取海外公民身份，然后去那里设立一家公司，再回到伦敦买房子。该公司会给英国财政部缴纳印花税，给伦敦地方政府缴纳房产税，但可以减少公司所得税，个人投资者的实际身份能够得到保密。


  从《21世纪资本论》中，我们不清楚皮凯蒂是否认为不平等恶化导致了这种新型阶层关系，但这是关于当代政治经济体系的大多数社会学研究得出的启示。在过去的阶层研究词汇中，不平等通常是作为阶层差别来讨论的。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关注到一大群从工薪阶层中被抛离的民众，他们并不是失业流浪的无产者，而是被委婉地称为“下层阶级”（underclass）。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认为这个群体也许应该理解为“被排斥者”（outcasts），被排除在经济、福利制度以及政治生活之外，更糟糕的说法是与主流社会失去联系。尤其在美国，阶层对立更鲜明地和种族问题结合在一起。由此得到的启示是，精英们的经济成就与其他人群的贫困和苦难加剧存在联系。把不平等的地理因素考虑进来，可以揭示这种阶层对立关系为何在21世纪变得更加尖锐。


  2007—2008年金融危机凸显了萨斯基亚·萨森所说的“对赢家和输家的野蛮分类”。81萨森通过令人信服的分析，证明危机的起源可以至少追溯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金融深化，其目标是为发达资本主义创造新的疆域或运转空间。这一深化的关键部分是把抵押贷款扩大至低收入人群。在有良好监管和透明度的体制下，这不应该是坏事。正如皮凯蒂所言，“在任何时代，最贫困的一半人群基本上一无所有，在总财富中的占比不超过5%”。82萨森也认为，最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容易受传统抵押贷款问题的冲击，即使像美国那样在2006年次级贷款的占比达到20%的情况下。但不太引人注意的是，萨森提到的“影子银行体系”对抵押贷款保险单等简单地重组金融工具、捆绑、编制与连接，将其纳入（无保险的）衍生产品，通过这些基本合法的操作形成了极为复杂且缺乏透明的产物。在抵押贷款市场垮塌时，对信用掉期违约产品的冲击演变成几乎整个金融系统的崩溃。


  我想对萨森的上述观点提出一些补充看法，即住房抵押支持证券（RMBSs）等金融工具作为影子银行复杂操作手段的组成部分，把精英与穷人跨越空间连接起来。金融业由此利用离岸和在岸操作来降低税负、保护资产、提高资本收益率，并支付较高的薪酬与奖金（有时以股份的形式），进一步从股价和全球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中获益。83金融业精英人士的业绩在某种程度上与开拓新的“经营空间”有关，例如次级市场，并可以通过其资本的流动性来躲避市场暴跌风险。与精英们的流动性相对应，凸显21世纪不平等特点的一个现象是失意者陷入的困境十分严重。曾长期受贫困与歧视压制的群体又回到“几乎一无所有”（借用皮凯蒂的说法）的状况，但这次的部分原因来自金融包容性，而非金融排斥性。84在经济增长回归后，这些群体最难恢复元气，深陷于种族、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泥潭。85


  结论


  对于21世纪的资本拥有者如何能够比1913年以来的任何时期更为发达，尤其是富豪人群的表现，皮凯蒂做了重要论述。资本高度集中，让拥有最多资本的人比其他群体从中获得了超出比例的更高回报（租金）。86如果不加以约束，劳动市场与资本市场将不会实现新的均衡，这促使皮凯蒂在其著作的结尾处提出了若干防止不平等继续恶化的方法，即通过一整套完善的报告体系，构建全球资本数据库，在全球对财富（资本）实施累进制税收。


  皮凯蒂承认，这是“乌托邦式的建议”。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其实与之大致相似，也基本上无人问津。87近期有篇由法国《世界报》（Le Mond）刊发、并由英国《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转载的文章，标题为“为何各国政府自2008年以来对增强金融透明度如此懒散无为”。88我们还可以追问：为什么各国政府对解决不平等问题如此无所作为？我本人并不供职于白厅、达沃斯、伦敦金融城等权力中心，因此我的结论只是反映作为外部人士能观察到的方面。尽管如此，基于本文已经介绍的资料、以英国为中心的视角，加上来自“蒙蒂·派森”剧团（Monty Python）的几点启发，我还是得出了几个值得一提的结论，当然其中有些同样很乌托邦。


  第一，皮凯蒂的建议是事后解决方案，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转结果的调节，而非对其本身着手改革。他对金融证券的全球登记与编制财富交易和持有状况的庞大数据库做了有限讨论，主要集中在自愿申报上。对于市场在有限监管下如何实现最佳运作，大多数国际金融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共同立场并没有很大改变，也没有增强税收累进程度的行动。缴纳所得税的门槛有所提高，养老金的税收减免有所改革，可是累退性质更强的销售税被提高，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下降，物业税的增速未能与房价保持同步，遗产税的门槛也有所提升。另外，至少在英国，对高价值物业的附加税动议被束之高阁。与之相比，提高实际工资水平、社会转移支付和增加工会扶持等其他措施仍没有得到强烈的政治支持。89


  第二，这一惯性或许是对现实的反映：各国和国际组织在测算21世纪的收入和财富时都能力有限。90在初次读到皮凯蒂的政策建议时，我想起蒙蒂·派森剧团的一出小品，讽刺想象中的英国政府会议：为平衡预算，公务员们打算对性行为征税，然后场景切换到来自公众的建议，其中之一是对“住在海外的外国人”征税。91皮凯蒂的建议似乎是针对现实，而在上述小品播出后的40年里，海外或者说离岸的概念已经变成越来越大的法外空间，成为资本主义制度运行中更为基础的组成部分。


  空间视角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表明，个人和企业能够把实际生产和金融服务在名义上转移到实施法外管辖的地区，并且以极快的速度、极高的复杂性和保密性来实现。制定信息分享协议以及对税收天堂加强审查是件好事，但明显较为笨拙和缓慢。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的一则广告罗列了“将很快与我们分享金融信息的90个司法管辖地……这将帮助我们获得英国居民在海外的资金、信托和资产数据”。然而媒体上仍充斥着各种报道，关于某些知名英国人如何因为税收考虑而不被视为“居民”，许多房产和金融资产如何包装在隐藏身份信息的机构中。在从伦敦到米兰的90分钟航班里，我读到了若干加勒比岛国的双重国籍宣传广告：无需面试和实际居住，所需花费的投资不及在伦敦的非核心地区买套一居室公寓。92


  第三点是对其他选项的考虑，即有哪些行动可以按照现有国际惯例和监管规定来执行，或帮助揭示出资本在哪些地方注册登记。“巴拿马文件”的泄露已经凸显了这点的重要性。正如伊斯特林指出的那样，税收天堂以网络化结构来组织，特区的存在使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被绑架。她的表述是，“这提供了可以操控的空间”。93我们并不清楚这些空间是如何被操控或绑架的，以及由此可能给离岸经济体或精英们的策略产生何种影响。不过，已经有若干倡议组织站出来采取行动，其中包括税收正义网络（Tax Justice Network）与国际调查记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还有“匿名者”黑客组织（Anonymous）和其他爆料人，他们通过维基解密（WikiLeaks）、瑞士解密（SwissLeaks）与卢森堡解密（LuxLeaks）等渠道揭露暗池交易（dark-pool trading）和避税等操作的路径和严重程度，及其同政治家、银行与犯罪组织的联系等（见图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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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4 避税的全球化

  


  资料来源：由如下网站改编，www.martingrandjean.ch/swissleaks-map/。


  对此，伦敦金融城与华尔街或许会设计出更复杂的影子银行业务模式，但在金融业受到救助、财政紧缩导致许多国家的公共服务受损的时期，上述揭发行动已经带来了政治和道德上的拷问，另外还暴露出司法体制的不公：对揭发者审讯定罪，却无人处理被揭发对象的罪行。赫尔夫·法西亚尼（Hervé Falciani）因为向阿根廷、印度、法国、德国和英国政府泄露了通过汇丰银行的瑞士私人银行避税的13万人的私人信息，而于2015年被判处6年监禁，罪名是商业间谍、数据盗窃以及违犯银行保密法律。94举报伴随着严重的人身风险，所以应该通过司法改革，为那些曝光违法违规活动信息的人提供保护。


  第四点是想探讨，为什么处于收入分配下层50%或99%的人群不能更加积极和有创造性地组织起来，改变资本积累的地理特征？“占领华尔街”等运动依靠民粹主义政治群体，他们反对紧缩，试图推动社会公平。但按照伊斯特林的观点，并借鉴蒙蒂·派森剧团的荒诞精神，还有其他可以操作的办法。假如每个人或者说相当多的人把自己的经济活动转移到离岸地区，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将如何应对？这是否符合市场至上主义的说法？还是有可能挑战各国财政部长和经济学家对经济仍然相对受限的看法？


  英国有许多人已经参与离岸业务（例如通过他们的养老基金），自己却不知晓。如果出现更大规模的为减税而涌向离岸的运动呢？用互联网搜索可立刻看到，律师事务所只需几周就可以在恰如那份多米尼加广告所言的“宜商司法管辖地”帮你设立公司。上述设想看似有些荒诞，可是在2015年11月10日，南威尔士的克里克豪厄尔市（Crickhowell）向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要求将其税收事务转移到海外。该建议书以谷歌公司和星巴克公司为先例，并采用了尼禄咖啡（Caffé Nero）把企业注册地转移到马恩岛的申请文件作为模板。正如该市的一位商人所述，他的小家族企业给英国缴纳的税收是脸书公司的7倍。那里的商会于是发起了一场运动，以争取其他市镇也向英国税务与海关总署提交类似申请。


  即使克里克豪厄尔市的店主们能够将注册地转移到离岸地区，他们也不太可能很快加入皮凯蒂说的顶层0.1%人群，然而这给税收公平提供了道德上的理由，并提出了令人尴尬的疑问：假如各国政府真想解决社会与经济不平等问题，它们该如何看待如今的新型政治经济空间？


  第13章


  《21世纪资本论》之后的研究规划


  伊曼纽尔·赛斯


  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在本书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他经常与托马斯·皮凯蒂联合写作，并同他一起分析了《21世纪资本论》中的大量数据。赛斯同时是存储这些数据的“世界顶层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的联合管理者之一，与安东尼·阿特金森、法昆多·阿尔瓦雷多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共事。在本章中，赛斯列出了值得毕生探究的若干研究课题，其中许多旨在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扩大开展实证评估，并分析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凸显了未来研究的三个主题：第一，他认为研究人员在测算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下一步是对我们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做分解，将分配指标纳入其中，并把更多资源投入对财富不平等的测算中。第二，赛斯指向公平问题，他提出为判断当前的分配结果是否公平，我们需要了解它们的产生过程：今天的财富主要是自己创造的还是继承得来的？收入是生产率还是租金的反映？第三，赛斯敦促我们思考政策的作用，是缓和还是加剧不平等？他特别强调需要认清监管和税收带来的效果，对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独特却短暂的较为平等的高增长时期，这两者似乎正是关键所在。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的现象级成功表明，公众总体上对不平等议题抱有浓厚兴趣。不平等之所以重要，源自人们拥有的公平感。他们不仅在乎自身的绝对经济状况，也关心同社群里其他人相比较时的水平。这种感受远远超出“嫉妒”，而是代表人类社会的构成基础。在现代民主社会，民众联合起来通过政府分享大部分经济资源。在发达经济体，政府税收占国民总收入的1/3～1/2，用于转移支付和提供公共产品。因此，不平等是民众共同面临的议题，我们必须将有关不平等的成因及后果的研究结果呈献给广大公众，这正是皮凯蒂著作取得的辉煌成就。接下来，经济学与更广泛的社会科学该如何借助该书的成功，继续探究依然困扰公众的那些悬而未决的难题呢？


  为做出回答，首先需要了解为什么这部冗长的学术著作可以作为畅销书受到热捧。虽然从未有人预料到其受众面会如此之广，但有三方面的因素能帮助我们理解其原因，尤其是就美国的情况而言。


  首先，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的大幅度恶化，越来越大的收入份额流向顶层收入群体。事实上，皮凯蒂本人构建的历史数据系列正是基于在美国公众讨论中曾广泛采用的顶层收入占比资料。1另外，21世纪的缓慢经济增长，特别是在2007年大衰退爆发后，加上收入不平等的继续扩大，意味着除顶层收入群体外，增速更为缓慢。在不平等恶化且缓慢增长的经济中，顶层收入群体占有了经济增长成果中的过大份额。长期的不平等扩大引发了人们对美国经济体系公平与否的深刻焦虑，这在公众看来正日益变得难以为继。


  其次，皮凯蒂的著作警告我们，如果不做任何政策调整，我们将看到美国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的财富集中度继续加剧，富有的继承者将占据更多经济阶层的顶部位置。这种“世袭经济”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西欧各国，为此我们要感谢皮凯蒂及其同事开展的耐心的数据收集工作。当然在美国，贤能主义是其立国原则之一，所以皮凯蒂的预测很自然地触动了大众的神经。


  再次，皮凯蒂的著作提出了解决思路。大萧条与二战之间采纳的激烈进步主义政策缩小了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并持续影响战后时代的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与之类似，以现代方式重建进步主义政策同样可能再次防止皮凯蒂警示的“世袭经济”的复辟。


  皮凯蒂著作的以上三个内容植根于能够加以研究、分析和理解的经济现象。该书之所以能写成，是依靠大量研究人员在过去20年开展的缓慢但系统性的不平等数据采集工作，以皮凯蒂本人对法国的数据梳理为先导。虽然这一研究领域已取得长足进步，却仍有关键的空白之处。我们需要改进对不平等的测算，升华对不平等机制及有关政策处方的理解。过去两年围绕皮凯蒂著作的大量反响、讨论和批评意见给我们提供了良机，去发现尚待解答的重要议题。我们在认识上的进步应该来自数据与研究的结合。各国政府在收集数据并将其提供给研究人员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对于不平等应对政策的实施来说，政府是关键所在。对于帮助构建数据基础、为前期的不平等研究服务而言，亦是如此。


  本章将追踪皮凯蒂著作引发的评论中最具重要意义的问题和争议。首先，我将探讨不平等测算涉及的问题，其次，将分析不平等背后的作用机制，继而考察可能应对不平等的政策选项。在这三个领域，本章都将强调未来研究中最有希望的前进道路，特别是针对美国，这里有最好的证据资料，也是重新造成不平等恶化的震中所在。


  对不平等的测算


  《21世纪资本论》的主干是对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引进长期而系统的统计数据收集。通过他之前关于法国问题的长篇学术专著2，皮凯蒂重新引领了对顶层收入份额的研究，在过去这方面的著名先驱则是库兹涅茨的长篇学术研究著作。3两部学术著作均没有引发广泛关注，而是充满冗长的方法论细节以及更长的统计表格，然而它们有着非凡的长期影响力。库兹涅茨荣获诺贝尔奖，有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依据自己的统计数据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不平等曲线理论。4皮凯蒂的书则复兴了对顶层收入份额的系统研究。自那之后，大量学者共同参与，汇集起一个“世界顶层收入数据库”，包含三十多个国家，时间跨度极长，许多国家的数据可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甚至更早。5正如皮凯蒂著作的精彩雄辩所示，这一数据库告诉了我们有关不平等的许多内容。6但它仍有若干缺陷和空白，需要研究者们继续填补。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利用只关注经济总量的国民账户数据，而对不平等的研究主要关注以微观数据描述的分配状况，没有试图与宏观总量数据相统一。两者之间存在缺口。经济学家缺乏恰当的测算工具，以便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将不平等、经济增长及政府作用结合起来分析。历史上，库兹涅茨对国民收入及其分配状况都很感兴趣，并在两个领域都利用政府部门编制的数据表格取得了惊人的研究突破。7可是随着战后微观调查数据的进步，不平等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起却失去了同国民账户与经济增长研究的联系。


  这造成了两类问题。第一，目前不可能对经济增长与不平等开展联合分析，并回答诸如此类的简单问题：宏观经济增长如何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分享？第二，这导致了以不同数据库或不同国家测算的不平等统计数据之间的可比性问题。例如，调查数据通常没有很好地反映高度集中的资本收入的信息，而个人税收数据则做得不错。个人税收数据中缺乏某些不纳税的收入类型，如额外福利等，也不提供关于转移支付的系统性信息。不平等的跨国比较同样非常困难，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税基或者在调查数据中有反映收入水平的不同方式。8


  国民账户体系发展出了一套国际指南，可以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做标准化、可比较的测算。9以同样的思路，经济学家需要设计出利用共同的国民收入基础来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分配国民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s，DINAs）。此类工具能够将经济增长与不平等的研究综合起来，并开展有意义的跨国比较。


  这个方向上的工作已有初步进展。世界顶层收入数据库正在被改造为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WID），以提供收入和财富两方面的分配信息，并覆盖全体人口（不再只是顶层群体），而且与国民账户总量数据保持完全一致。阿尔瓦雷多等人正在编制初步的指导意见。10国别研究项目当前正在针对美国11、法国12和英国13开展。这些研究的目标是从现有的微观个人收入纳税数据和调查数据出发，构建年度综合微观数据库，对各国的全体人口具有代表性，并与国民账户核算保持一致性。


  这种研究方法包含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两方面的数据。在劳动收入方面，工资薪酬之外的附加福利和雇主工资税也被纳入其中，以对应国民账户中全部雇员所得的数据。在资本收入方面，企业利润留存被计算到个人股东手里，养老基金回报被计算到个人养老金持有者手里，租金归住房所有者，与国民账户在测算国民收入总量指标时的做法完全相同。这样做的目标是让国民账户中全部关键的（劳动和资本）收入构成、财富构成、税收以及转移支付指标，都能从微观数据库里测算得出。


  目前正在致力开展的工作还包括，在政府机构的国民账户核算中引入分配测算的内容。例如美国经济分析局制定了把分配信息纳入国民账户核算的长期计划。菲克斯勒等人介绍过这项工作，并率先尝试从当期人口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中汇总收入数据，与国民账户里的个人收入做匹配。14经合组织同样开始把国民收入做五分位分解。15由此可见，学术界与政府联合推动创立分配国民账户数据的时机已走向成熟。


  利用分配国民账户数据库，我们有可能针对税前收入与税后收入，并针对特定人群（如工作年龄段人群、男性或女性等）测算不平等及收入增长状况。皮凯蒂等人做的初期估算显示，1946—1980年，成年人平均税前收入实际年均增长率与全体人口和底层90%收入者是相同的，均为2.1% 。16可是到1980—2014年，底层90%收入者的增长率仅为0.8%，约为全体成年人收入增长率（1.4%）的一半。底层90%人群在全部经济增长中获取的份额在1946—1980年为62%，在1980—2014年下降至32%。这表明，总体宏观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在诠释大多数人的经济增长体验时可能有极大的误导性，同时还意味着，宏观经济学的代表性行为人模型可能不适合用来分析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许多问题。


  税前收入（未发生任何税收或政府转移支付）与税后收入（减去所有税收，再加上所有政府转移收入，包括公共产品支出中包含的部分）之间的对比，可以给政府的直接再分配效应做首次全面而系统的展示。17我们的初步研究发现，税后不平等程度确实低于税前不平等，但税前不平等与税后不平等的时间变化趋势非常相似。对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支付，如食品券、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与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逐渐增加，减少了税后不平等的程度。然而税收的累进性却在逐渐减弱，加剧了税后不平等。总体而言，以上两个因素的作用大致相互抵消。


  当然，政府还通过其他政策措施影响税前收入，包括监管规范（如最低工资）和税负归宿等，如公司税从长期影响着全体资本所有者，而不仅仅是公司的股东。因此对税前收入的恰当定义本身就要求有合适的理论框架。这不仅是纯粹的会计或测算操作，还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思考，并借鉴有关税收及转移支付效应的现有研究文献。


  在更长的时间里，我们可以设想分配国民账户将包含完善的全体人口的信息，包括工资、收入、财富乃至消费等。事实上，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管理机构已经产生了覆盖全体人口的工资和收入数据，并长期被用于研究。18传统的国民账户核算也依靠此类数据，但通常是以汇总的形式，如特定产业部门的统计。从理论上讲，随着计算能力的进步，未来有可能建立完全一体化的数据库，把所有个人、企业与政府实体纳入其中，在微观层面追踪所有的收入和支出，并且在新的数据出现时做实时更新。此类工具对经济学分析将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财富不平等


  皮凯蒂的著作主要聚焦于资本不平等，他把资本定义为净财富，或者说任何人持有的资产总和减去负债。不幸的是，有关财富不平等的统计资料比收入匮乏得多。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有累进制个人所得税，能提供收入不平等的详细信息，但极少实施累进制的综合个人财富税。结果导致财富数据的质量和广度远远不及收入收据。此问题在美国尤其突出，衡量财富不平等最广泛采用的两种资料是自1916年以来的房产税数据，以及自1989年以来每三年开展一次的消费者财务调查数据（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SCF），这两种资料汇报的结果大相径庭。按照房产税数据，美国的财富不平等自1980年以来并不严重且较稳定，顶层1%人群在总财富中持有的份额略低于20%，以历史和国际标准来看均属于很低的水平。19与之完全相反，按照消费者财务调查数据，美国的财富集中度相当高，顶层1%人群在总财富中的份额达到36%，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持续攀升。20


  皮凯蒂给美国财富集中度整理了时间序列数据，把这两个有冲突的资料来源拼接到一起（只因当时仅有这些资料可用），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采用房产税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起采用消费者财务调查数据。21由此引来了《金融时报》的质疑，人们担心美国的财富集中度加剧部分源于人为选择的数据来源发生了变化。22在更早之前，爱德华·沃尔夫的名著《顶层之重：美国的财富不平等恶化及其对策》也采取了类似做法：把房产税数据和消费者财务调查数据结合起来，并同样得出了美国财富集中度增强的结论。23这里涉及的深层问题在于，美国官方没有收集系统性的财富数据，鉴于公众对这一话题的广泛关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改进美国的财富统计是当务之急，这要求对如何利用其他数据来源开展更多的研究，同时改善财富数据的官方收集工作。


  在研究领域，自皮凯蒂的著作出版后，赛斯与祖克曼利用系统性的资本收入数据（这在个人税收数据中有良好测算）来推算财富的数额（借助所谓资本化计算方法）。24他们发现，财富不平等程度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大幅提升，顶层1%人群占有的财富份额从1978年的23%增加到2012年的42%。自1989年以来的增幅甚至比消费者财务调查得出的结果更大。这表明新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于沃尔夫与皮凯蒂在各自的著作中采用拼接数据得出的结论。25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只能说赛斯与祖克曼估算的财富不平等恶化程度比皮凯蒂的判断更严峻。26


  考虑到这些估算结果的差异以及美国财富不平等仍将扩大的现实可能性，我们确实需要在财富数据收集上取得重大进步，以解决有关争议。首先，应该有可能充分挖掘现有的丰富税收数据，以继续改进赛斯与祖克曼的财富估计，特别是仅限于美国税务部门内部使用的国内税收数据，目前已可以通过专门协议供外部研究人员使用。27例如，国内税收数据中的个人住址可以同第三方房地产价格数据（如Zillow平台）结合起来，精确估算房主的房产价值。与之类似，可以利用个人退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IRA）的余额（在美国国税局有系统报告）加上过去养老金缴费的长期信息［如401（k）计划］，更精确地估算养老金财富等。


  其次，信息报告的改进可以极大地提高美国财富数据的质量。最重要的步骤是让金融机构在目前递交给美国国税局以报告资本收入的信息申报表格里加入年底财富余额，这一要求还可以扩大到学生贷款等相关事务上。有关利息与分红的信息申报也可以报告账户余额。美国国税局现有的一般账户申报要求可以扩展到401（k）等所有缴费确定型养老金计划。收集所有这些额外信息的成本可能不高，因为金融机构为管理客户账目已经产生了相关信息。在许多情况下，增加申报信息可以改进现有的税收征管，因此未必需要国会采取行动。


  以上讨论表明，政府政策的实施、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公众给予的关注都彼此相关。如果离开政府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就没有测算收入不平等的系统方法，特别是对顶层收入群体。实际上，皮凯蒂著作中探讨的几乎所有顶层收入占比序列数据都始于各个国家最早推行累进制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此前，基本上不可能准确地测算收入集中度。反过来，利用系统性官方数据得到的收入不平等统计能够有力地唤醒民众对此问题的觉悟，正如皮凯蒂著作带来的巨大反响那样。很自然，即使没有系统性的统计资料，各个社会依然存在不平等，这在政治问题讨论和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众所周知，皮凯蒂就援引过巴尔扎克与简·奥斯汀作品中描写的不平等和阶层差异。现代统计数据固然能够为这一问题带来参考，但远不足以消除与之有关的所有误解。


  对不平等作用机制的理解：不平等的现实合理吗？


  皮凯蒂的著作不只提供了有关的统计数据，还构建了理解不平等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这点非常关键，因为并非所有不平等都是相同的。某些不平等给人们的感受较为公平，例如，几乎所有人都赞同，与有着相似技能却不够努力、喜欢享受的人相比，勤奋工作的人应该获得更多的收入和消费。其他某些类型的不平等则让人感觉有失公平正义，例如，对社会生产毫无贡献的行为（如寻租）带来的高收入就被视为不公平。许多人会认为，懒惰而富有的信托基金投资者配不上其继承的财富。很自然，对不合理的不平等的此类感受会通过政治活动程序转化为政治呼声，要求政府采取相应行动。


  资本收入：继承财富与自创财富


  财富在数量上非常重要，近年来在美国的规模为4～5年的国民收入，产生的资本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30%。28财富高度集中使资本收入对顶层收入群体而言至关重要。财富出自两个来源：自创财富（过去的储蓄）与继承财富。两者的区别很关键，因为现代的英才主义社会强烈厌恶由继承（而非本人的业绩）带来的特权。


  皮凯蒂著作的核心预测是，如果没有政策调整，财富将变得日益集中并主要来自继承，导致德不配位的继承者支配顶层收入群体。为检验这一预测，我们必须测算继承财富在全部财富中的份额及其变化趋势。如《21世纪资本论》中详细介绍的那样，皮凯蒂及其合作者基于深入分析，通过把历史上的房产税资料加以数字化，并利用当前的官方房产税数据，已在法国针对这一重大问题取得了显著研究进展。29


  糟糕的是，美国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尤其薄弱，部分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官方数据来测算储蓄和遗产（还有生前赠与）。此问题曾引来若干学者的争论，如莫迪格里亚尼、科特利科夫与萨默斯等。30莫迪格里亚尼认为继承财富相对不太重要，而科特利科夫与萨默斯认为继承财富极为重要。不幸的是，由于缺乏系统性的官方数据，自这场争论爆发以来，美国对此问题的解答几乎毫无进展。所以，更好地测算继承财富在美国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一项优先任务。


  美国的国内个人税收数据追踪了全体人口各自的收入、信托、赠与和大额继承的信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估测美国情况的机会。但有关研究依然充满挑战，因为人们经常通过信托进行提前低价赠与，以此逃避遗产税。美国的国内个人税收数据还追踪了子女上大学的信息与父母们实际支付的大学学费，这是重要的补充信息，因为大学学费显然已成为父母对成年子女的财富转移中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31


  为准确测算自创财富，我们有必要精确计算储蓄。糟糕的是，这又是一个数据贫乏的关键领域，特别是在美国。美国的储蓄数据在微观层面极其有限，只有消费者支出调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CEX）包含了对测算储蓄必不可少的收入与消费两方面的微观信息。消费者支出调查不能很好地反映顶层收入群体的情况，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储蓄同样高度集中在这部分群体。因此，即便是储蓄率（储蓄相对于收入的比率）随着收入和财富而增加这一基本事实，在美国也很难被精确测定。戴南等人的研究做了目前最好的尝试，发现储蓄率随收入增加急剧提升。32


  在总量层面，可以从资金流与国民账户核算中推导出非常精确的总储蓄与总投资数据。赛斯与祖克曼构建了按财富群体划分的综合储蓄率，其含义是，在给定顶层财富群体的收入变化与资产价格效应（这两者均可准确测算）之后，该储蓄率可以解释顶层财富占比的变化机制。33他们还发现，储蓄率随财富规模快速提升，而中产阶层的储蓄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幅下跌。也就是说，他们看到财富集中度的爆发式提高既来自收入不平等的恶化，也源于储蓄不平等的加剧。储蓄不平等放大了最初的收入不平等，导致巨大财富不平等的结果：如果中产阶层完全没有储蓄，则他们在总财富中所占的份额最终将下降至0。对财富不平等来自储蓄率不平等的这种担心其实由来已久，早先曾引起库兹涅茨的关注。34


  在数据收集方面，系统性地收集储蓄数据应该是优先任务。如果能像上文建议的那样通过税收征管在财富数据收集上获得改进，再加上一小步就能测算出储蓄的水平。如果我们能观察到年底的金融账户余额，则只需要找到其间的资产买卖信息，就能计算出储蓄。在资产销售上，已经产生了为已实现的资本收益纳税的信息申报表格；在资产购买（以及通过赠与或继承而获得资产）方面，也可以产生类似的信息申报表格。


  此类涉及资产购买的信息如今已被金融企业掌握，因为这是已实现的资本收益的税收管理要求申报的信息。北欧国家在微观层面收集了覆盖各种资产类型的全面的财富信息，使其可以准确计算出微观储蓄率。所以，最具创新性的储蓄与财富研究目前正在这些国家开展。35


  劳动收入：公平与不公平的劳动收入


  在若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劳动收入的不平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也显著扩大。导致这种趋势的因素是什么？对此主要有两类观点。


  在市场派观点看来，劳动是一种在劳动力市场做竞争性交易的标准产品。因此劳动报酬是由不同劳动力技能的供需决定的，反映了边际生产率。例如，技术进步会增加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受教育工人的工资溢价提高。相反，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则会压低受教育工人的工资溢价。按照市场派的观点，报酬是生产率的反映，工资不平等可以视为生产率的差异，因此与贤能主义的理想公平模式是一致的。


  在制度派观点看来，劳动不是标准产品，报酬的决定是谈判过程的产物，可能受若干制度因素的影响，包括劳动力市场监管、工会、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以及与工资不平等有关的更广泛的社会规范等。结果导致报酬可能明显偏离生产率水平。在此情形下，报酬部分取决于谈判能力，某些群体（如高级经理人）的收益可能来自其他群体（如普通工人）的损失。所以，无法保证部分受谈判能力影响的工资不平等总具有公平性。


  经济学研究该如何证实以上哪种观点更接近实际情况，特别是对顶层收入群体来说？


  皮凯蒂与赛斯的研究表明，顶层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增幅中有很大部分来自工资薪酬以及商业收入（business income）的显著增长，其中商业收入包括合伙企业的利润或封闭式S类公司（closely held S-corporation）的利润。36另有学者利用美国国内税收数据发现，在1979—2005年的顶层0.1%群体的收入增长中，企业高管、经理人、监事以及金融专业人士占据了大约2/3的份额。37


  工资薪酬的暴涨是由于高管薪酬的增加，这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文献中已有过广泛讨论。关键的问题在于，高管薪酬的这一增长是像市场派认为的那样反映了顶级人才的真实价值提高38，还是像制度派认为的那样反映了高管索取更多报酬的能力增强？39


  另外，我们对顶层收入群体的商业收入增加所知要少得多，而在美国顶层收入群体中，这部分收入从数量看比工资薪酬收入更大。40若干高盈利的大型封闭式公司采用合伙制或S类公司的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同样能以合伙制形式来组织。此类企业的规模有时可以很大并极具营利性，但通常只有少数所有者，因此能给每位所有者带来极高的利润。传统上，医生和律师是以合伙制来组织的。在金融领域，对冲基金与私人股权公司通常也采用合伙制。大多数初创企业在公开上市或被其他更大型企业收购前通常是有限责任公司，其中某些规模可能已相当大，例如上市前的脸书公司或如今的优步公司等。


  此类企业获得的利润是否公平既取决于业务的具体性质，也同监管环境有关。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专业从事高频交易的对冲基金没有产生增加值，而是从其他速度更慢的交易者那里夺走收益。另一方面，人们又都同意发明出得到广泛应用的新产品（如智能手机或互联网搜索引擎）或能够显著改进现有服务（如优步公司在出租车业或爱彼迎公司在房屋租赁业）的高技术企业给经济生活创造了真正的价值。然而，许多靠新产品开发获得成功的高技术企业后来成为准垄断租金的榨取者。从理论上讲，垄断租金应该会吸引竞争对手加入。但许多最成功的高技术公司通过网络效应成了自然垄断者，例如微软、谷歌与脸书等。脸书的高价值，正是因为其难以匹敌的广大用户基础让它占据了相对于新企业的决定性优势。过分漫长的专利权期限也能够保护垄断租金。显然，垄断企业还有着为巩固地位而游说政府的强烈动机。众所周知，镀金时代的许多财富就源自石油或铁路行业的垄断地位。


  更深入地了解美国顶层收入群体中商业收入的产业构成，并分析占据主导的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利润还是S类或有限责任类金融企业，是生物医药类研发企业还是传统类型的律师事务所，自然非常有价值。从原则上讲，把个人税收数据同企业税收数据相结合，有可能追踪顶层商业收入的产业构成，并分析此类利润是否来自准垄断情形、专利或封闭式企业。对于顶层商业利润的监管和税收议题而言，这些信息至关重要。


  政策处方：对于不平等应该做些什么？


  上文探讨的公平与不平等的问题很自然会引发下一个疑问：社会应该如何解决缺乏公平的不平等现象？


  皮凯蒂著作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政府政策从历史记录来看，对决定不平等起着关键作用。一战之前，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规模都很小（税收通常只占国民收入的10%或更少），收入和财富集中度都很高，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到20世纪70年代，政府规模有了巨大扩张，在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占据国民收入的1/3～1/2，表明发达社会决定把更大部分的收入用于福利国家政策，如提供公共教育、公共养老金和残障福利、公共医疗保险，以及若干规模较小的收入保障计划（基于家计调查的福利和失业保险）等。


  这一新型福利国家制度的扩大，既是依靠广泛而相对平均的税收（如社保缴费和增值税），也有赖于累进制税收（如累进制个人所得税、主要由资本承担的公司税、累进制遗产税）。有意思的是，美国和英国曾实行累进程度最高的税收体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顶层税率极高。41随着政府规模（以税收和支出计算）的扩大，监管政策也相应发生了剧烈改变，如反垄断政策、金融监管、消费者保护，以及各类劳动和工会监管规范等。大规模福利国家、累进制税收与监管进步带来的净效应，使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收入与财富集中度在20世纪早期到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里大幅降低。尤为重要的是，各国的税前不平等与计算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后的不平等均大幅降低。


  可是在最近几十年里，我们看到至少在某些国家，高度不平等现象卷土重来。不平等的恶化程度在美国和英国最为严重，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导致了最剧烈的政策逆转，特别是在累进制税收、金融监管和劳动监管等方面。不平等重新恶化发生在某些（但非全部）国家，并与政策转向高度相关，充分表明政策扮演着关键角色。如果是纯粹由技术和全球化导致的现象，应该给所有发达经济体带来相似的影响。阿特金森讨论过这一议题，并结合多方面思考提出了遏制英国不平等恶化的大胆政策建议。42


  有很多研究文献分别考察过各种政策领域，但对于政策工具箱中的每个部分会如何影响不平等和经济增长，我们尚未看到出色的全面描述。


  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对策


  近期的研究成果对影响收入集中度的政策作用有何见解？皮凯蒂等人的研究表明，顶层1%人群所占的收入份额在各国和不同时期都与顶层个人所得税税率高度相关，对增长率则没有显著影响。4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过顶层边际税率最大幅度削减的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也正是顶层群体的收入占比涨幅最大的国家。不过没有确切证据显示，顶层边际税率降幅最大、收入集中度增幅最大的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说明高收入者对降低顶层税率的反应并不是像标准的供给侧理论预测的那样，增加生产性劳动，而是想方设法占据更大份额的经济成果，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


  菲利蓬与雷谢夫的研究发现，美国经济中的金融业规模和金融业员工的相对报酬水平同金融监管程度有着极为紧密的负向关系：当监管弱化时，金融业规模膨胀，报酬水平高涨。44根据美国的历史记录，1933—1980年的严密金融监管时期其实有着更强劲的经济增长，表明约束金融业似乎对经济增长并无有害影响。


  而在公司高管薪酬问题上，则显示对薪酬透明度和业绩报酬的监管基本失败，或者说实际起到了反效果。1993年的美国税法把高管薪酬的税收抵扣额限定为100万美元（为公司税抵扣），但与业绩挂钩的部分除外。上述规定反而刺激了股权报酬模式的大爆发。股票期权把待遇同公司股价挂钩，实际上是非常粗糙的奖励工具。由于股票价格的波动包含与高管业绩无关的许多其他因素，期权或许是非常缺乏效率的薪酬工具。期权的大行其道或许正是因为它在表面上与业绩挂钩，实际上却不像普通薪酬那样透明可见。45


  尽管产业组织领域有大量研究文献关注反垄断和专利监管，以及它们对非正常利润和垄断租金的影响，这些研究却没有把不平等问题联系起来。此类利润是否来自准垄断租金，从而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集中度？假定如此，则反垄断和专利监管政策不应只考虑传统上的效率影响，还需要把收入效应也纳入进来。


  关于监管政策、税收和转移支付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各自的相对优势，如果能开展更多的专题研究，那将更具有价值。


  解决财富不平等的对策


  在不损害对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总储蓄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如何缓和财富不平等？作为皮凯蒂著作中引人注目的一条建议，累进制财富税或许是约束巨额财富积累的最直接的工具。累进制财富税的优势（相比累进制所得税）在于它是专门针对积累财富，而非当期收入。从原则上讲，如果担忧点是继承财富，那么遗产税应该是防止自创财富变成继承财富的最佳手段。46不过在实践中，遗产税可能通过税收规划以及生前的低价赠与和转移来规避。相比之下，因为需要对财富做年度评估，所以规避年度财富税会困难得多。


  由于美国的储蓄高度集中在顶层财富持有人手里，某些人担心，通过累进制财富税或遗产税削减顶层群体的财富可能给总储蓄乃至资本积累造成负面冲击。上文提到，美国中产阶层的储蓄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幅下降，所以为维持总储蓄水平，需要把累进制税收同鼓励中产阶层储蓄结合起来。


  哪些政策最适合鼓励中产阶层的储蓄，这取决于我们找出的中产阶层储蓄率下降的原因。中产阶层储蓄率大跌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收入增长相对于顶层群体来说微不足道，促使他们更多通过借贷来维持相对消费水平。47在此情形下，提振中产阶层收入的政策应该也能够促进其储蓄。金融监管的放松可能带来更多的借款机会（包括消费者信贷、抵押贷款再融资、住房股权贷款和次级抵押贷款等），在某些时候可能让消费者更难抵御某些类型的掠夺式借贷。假设如此，改善消费者保护与金融监管或许也有助于增加中产阶层的储蓄。


  抑制中产阶层储蓄的另一个因素是大学学费的飙升，这可能导致学生贷款增加。这意味着公共部门扶持的高等教育以及限制大学学费标准或许可以发挥作用。近期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相比于税收补贴，个人储蓄决策对于制度设计和助推措施［如401（k）雇主养老金计划中的默认选项］的反应会强烈得多。48我们可以利用行为金融学中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来设计能从长期促进中产阶层储蓄和减缓财富不平等的策略。49


  第14章


  财富不平等的宏观模型


  玛莉亚克里斯蒂娜·德纳尔蒂 朱利奥·费拉 杨方


  经济学家玛莉亚克里斯蒂娜·德纳尔蒂、朱利奥·费拉和杨方探究了财富不平等问题，也即《21世纪资本论》预测的最终结果。即便在该书出版后，人们依旧不太了解导致总财富不平等与个人财富分配结果的机制。这三位学者主要关注两类事实及两种传统理论思路：一种强调财富持有在某个时点的极度倾斜（即很大比例财富被最富有的极少数人占有）及其随时间加剧的趋势；另一种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富人能保持富有并变得更富，而另一些人却变得更穷。近期的一些研究开始把上述两类理论统一起来。总体上，财富方面的数据对经济学中的原有观念提出了重大质疑。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则率先给出了答复。


  借用皮凯蒂自己的话来讲，《21世纪资本论》“主要是关于收入与财富分配历史的著作”。该书描述了收入与财富分配自工业革命以来在若干国家的演变历程，并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若干发达经济体内部财富不平等长期变化的一般模式。


  本章借助皮凯蒂著作阐述的事实与思想，梳理现有研究文献中关于财富不平等的理论模型并说明，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影响财富集中度的机制，我们已经掌握了哪些知识，还需要做哪些深入探讨。德维什·拉瓦尔在本书第4章中分析了与在总收入中资本和劳动收入份额有关的不平等的决定因素，而本章将关注财富分配的问题，即财富占有的不平等。


  我们将首先介绍与财富分配有关的某些重要的典型化事实：


  （1）财富高度集中，其分配向右侧的长尾部分高度倾斜。


  （2）总体而言，财富分配本身有较大的流动性，既包括个人寿命期限中的流动性，也包括代际流动性。不过在分配阶梯的顶层和底层群体，财富的流动性要低得多。


  （3）财富集中度，即最富有人群掌握的财富份额，表现出U形变化，在20世纪大多数时候呈下降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抬升。


  本章接下来将探讨皮凯蒂著作提到的影响财富不平等的主要机制。特别是，该书强调税后资本收益率与总产出增长率的差距是影响财富集中度变化的关键力量。1该书还讨论了税收累进程度、顶层收入占比，以及储蓄率和继承的异质性在较低程度上发挥的影响。


  之后，我们将提出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以更好地理解和归类（可能导致财富不平等的）影响个人财富积累的各种机制。继而回顾有关财富不平等的现有宏观经济学研究，特别是最有可能导致观察数据中显示的极高财富集中度的因素。具体而言，我们讨论了一些文献（以理论分析为主），旨在解释财富分布的右侧长尾非常接近帕累托分布的现象。这类研究文献为皮凯蒂著作中强调的影响机制，即财富集中度随着财富平均净收益率（r）与总产出的趋势增长率（g）的差距扩大而提高，奠定了关键的理论基础。在此类理论模型中，对财富积累过程乘数式随机冲击（multiplicatvie random shocks）是导致财富集中的主要作用机制。皮凯蒂认为总产出增长率毫无疑问会降低财富集中度，然而根据上述某些理论模型，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带来的产出增长既可能降低也可能提高财富集中度，具体要取决于不同的环境。


  为了便于做数学上的处理，对那些带有乘数式冲击的模型进行研究的文献通常未考虑储蓄率的内生异质性，并把企业家收入形式的内生回报率作为储蓄率维持稳定的一个来源。2此外，此类文献没有考虑生命周期因素以及遗赠行为的非位似性（nonhomotheticity），这些因素会影响代际财富积累，对解释为什么富人在工作期间和退休后都有更高的储蓄率也非常重要。3


  为防范收入和支出冲击（可能包括退休后的医疗和养老院支出等）而进行储蓄的内生异质性，是我们之后要介绍的另一类量化模型的核心。此类研究文献的比较优势在于，强调影响储蓄行为和收益率差异的因素，并在量化模型中测算导致财富不平等的异质性作用的大小。我们认为，之前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创业行为、自愿遗赠、不同家庭的偏好异质性以及顶层收入者面临的薪酬风险，可以帮助解释极高的财富集中度。然而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因素对财富不平等各自起到多大程度的作用。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因素是单独加以研究的。要判断这些量化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拟合各国和不同时期观察到的财富不平等的巨大差异，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为了从静态角度研究某个时点的不平等的决定因素转向从动态角度研究不平等状况随时间发生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数量较少的一类研究文献，它们分析了财富分配的动态传递机制。


  皮凯蒂推测，税后财富收益率与产出增长率之差的变化可能导致了财富集中度的演变。为定量评估皮凯蒂的推测，我们将利用能产生可观测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量化模型，开展某些量化模拟。结果表明，回报率对财富集中度的影响较小，另外在考察产出增长率的影响时，把全要素生产率同人口增长率区分开很关键。然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效应与回报率的影响是对称的，二者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都较小，而人口增长率对财富集中度有非常大的影响。可见，当产出增长主要来自人口增长时，对于财富集中度的影响而言，资本回报率同产出增长率不是完美的替代变量。


  本章结尾将总结未来研究有哪些可为的领域。


  若干典型化事实


  有充分证据表明，与正态分布不同，横截面财富分布是向右侧倾斜的，其右侧尾部非常接近于帕累托分布。这种分布意味着财富水平w的对数值与高于该财富水平的人口比例P(w)的对数值之间存在线性关系。4图14.1描述了部分国家财富分配顶层10%群体的这一数量关系，其中的圆圈代表实际观测值，虚线和实线分别代表顶层10%和顶层1%群体的帕累托模型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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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1 若干国家的帕累托分布的尾部形状

  


  资料来源：Frank K. Cowell，“Inequality among the wealthy，” CASE Working Paper No.150（2011）。


  很多证据显示，财富的集中度远高于工资和收入的集中度。沃尔德与维特尔在研究中引用美国的早期资料，近期其他学者的文章也指出了这一事实。5


  某个时点的财富分配状况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分配状况的“扰动”程度，其中既包括个人与家庭层面，也涉及代际变化。对于个人层面，有学者利用1984—1994年的收入动态面板研究（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发现，美国第20百分位至第80百分位的人群存在较大的流动性，而顶层和底层群体有较强的持续性。6对顶层和底层群体，维持在相同十分位的概率根据不同时期划分为40％～60%。7后一发现意味着，总财富的60%，即在该研究中由顶层10%人群掌握的份额是相当稳定的。


  在代际财富流动性方面，马利根测算出美国的子女财富同父母财富的弹性为0.32～0.43。8查尔斯等人从收入动态面板研究中发现该弹性值为0.37，如果控制子女的年龄、教育和收入，则会降至0.17。9由于数据的局限性，这些估计值只是针对父母依然在世（即在发生遗产转移之前）的子女同父母配对组合的代际财富弹性。10因此，他们可能会低估代际财富持续性的整体水平。其他学者的研究注意到了上述缺陷，试图用时间跨度超过一代人的财富数据予以弥补，其中包括艾德蒙等人关于瑞典的研究、博塞拉普等人关于丹麦的研究，以及克拉克与康明斯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研究等。前两项研究采用了财富税数据，艾德蒙等人发现父母财富同子女财富的排名相关性为0.3～0.4，博塞拉普等人估计的财富弹性值为0.4～0.5。克拉克与康明斯则追踪了一批家庭的长期数据（1858—2012年），这批研究对象拥有罕见的姓氏，他们在去世时的财富水平能被观察到。结果发现，对于能够把父母和子女匹配起来的子样本，代际弹性值为0.4～0.5，若对整个姓氏群体合并测算则达到0.7左右。11


  总体而言，存在显著财富流动性的实际证据表明，经济环境受到的冲击是财富发生动态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大量研究文献把这一特征放在核心位置，强调财富积累是收入受到特殊冲击时平滑消费的手段之一，我们将在后面的小节对此再做综合考察。


  财富分配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其随时间的演变。直到最近，才开始有更多的研究关注财富不平等的时间演变，覆盖的时间跨度也较短。12皮凯蒂著作的杰出贡献之一是把近期的若干研究结合起来，描述了相当数量的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财富分配变化。他得出的对各国普遍适用的一个主要发现是，最富有群体控制的总财富份额呈现出U形轨迹，从20世纪初期的极高水平，到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急剧下降，在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普遍降到最低水平，20世纪80年代后重新抬升（见图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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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2 欧洲与美国的财富不平等随时间演变

  


  资料来源：Thomas Piketty and Gabriel Zucman，“Wealth and Inheritance in the Long Run，”Vol. 2B，chapter 15：1303-1368，ed. A. J. Atkinson and F. Bourguignon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Elsevier B.V.，2014）。


  关于顶层1%群体持有的财富份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际增幅，还存在某些争议。图14.2描绘了皮凯蒂与祖克曼从税收数据中得出的估计，认为该份额提升了约13个百分点，使其完全回到了1930年的峰值。13来自消费者财务调查的估计则认为增幅要小得多，约为5个百分点。14尽管实际增幅还不能很确定，对其成因及未来可能演变的探讨却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之后的小节中，我们将介绍其他有关财富不平等的模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顶层财富集中度的变化。


  皮凯蒂理解的机制


  皮凯蒂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植根于帕累托长尾模型的理论框架，以解释财富不平等在20世纪的演变历程。根据该理论，财富不平等随着r（税后平均财富回报率）与g（总产出的趋势增长率）的差额而递增。这一机制符合财富集中度与r-g在20世纪同步下降的情形。在1914年到20世纪80年代，税后资本回报率下降，既因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资本损毁，也是1914—1945年历次冲击带来的累进制税收政策的结果。与此同时，20世纪下半叶的产出增长率又显著高于20世纪初期。


  这一机制背后的直观感受是，更高的回报率r会提高现有财富的资本化倍数，从而放大财富分配中的初始差异。另一方面，更高的增长率g会提高通过劳动收入储蓄来实现“新”财富的积累速率，这通常有助于降低不平等。无论现有财富是由当前世代的人储蓄而来，还是从前人那里继承得到，回报率的提高都会增强财富相对当前劳动收入的重要性。


  虽然上述机制在皮凯蒂著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并受到广泛关注，书里其实还提到了其他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继承财富（包含金融财富与人力财富）及其与人口变化的相互作用，这个因素与上述机制相关，因为它影响着财富积累的代际比率。


  第二个因素是回报率差异及如下事实：有大量资本投资的富人通常能获得较高的回报率，因为他们能参与风险较高、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或者有更强的激励雇用财务管理人，以及更一般地，他们愿意为争取更高回报而投入时间和金钱。此外，储蓄率也存在差异，有较多初始财富的人会更多地储蓄。


  皮凯蒂的著作还讨论了一个重要因素，即“超级经理人”的崛起，高级管理者占有的利润份额增速超出了其他任何人，特别是在美国。皮凯蒂认为，这是我们观察到的总收入不平等扩大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还需要注意，美国也是同一时期财富不平等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


  最后，《21世纪资本论》强调了政府税收、转移支付、监管措施（如针对最低工资）和市场结构对导致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出现差异的重要性。


  对财富集中度的解释


  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个源自米德的简单核算理论，以更好地进行后续的讨论，既针对皮凯蒂关注的（r-g）机制，也包括探讨财富不平等决定因素的其他文献。15为此，我们设想一个经济体的总资本存量以g的外生速率增长。每个人出生时，在同时期的总资本存量中被赋予一个可能各不相同的比率。该经济体中的唯一收入来源是个人财富特有的回报率。


  在给定时期，（以平均资本存量标准化的）个人财富以如下指数比率增长：rit-g + sit。其中，rit是当时年龄为t的个人i的已实现回报率，sit是时期开始时的个人储蓄同其财富的比率。16于是在这个经济体中，有三个主要因素决定（以平均资本存量标准化的）个人财富的分配状况：


  （1）个人的历史储蓄率sit，或者个人一生中的平均储蓄率。若其他条件不变，有更高的毕生平均储蓄率的人会以更快的速率积累财富。


  （2）个人的（考虑增长率调整后的）历史回报率rit-g，或者个人一生中的平均回报率。若其他条件不变，有着更高的毕生平均回报率（即各时期有较高的历史回报率）的人会比回报率较低的人有更快的财富增长。与之相应，给定个人回报率的横截面分布状况rit，更高的增长率g会导致个人财富增长同经济总量增长的相对速率降低，从而压低标准化的个人财富增长率。


  （3）出生时的财富分配状况。即使不考虑回报率与储蓄率的个体差异，对于同一批出生的有着不同财富禀赋的两个人，以相同的速率积累，其财富差异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扩大。若共同回报率r与增长率g之间的差距扩大，其财富分化的速度也会增大。


  最后一个效应反映了皮凯蒂（r-g）观点的本质。给定储蓄率以后，指数化复利增长的威力意味着（r-g）的差距若出现持续性改变，将会极大地加剧财富分配中的分化速度。因此，对于解释为何少数人在总财富中持有超比例的份额，“增长还是乘数”效应至关重要。这一基本机制是财富积累乘数模型的大多数理论文献关注的核心，我们将在之后的小节加以综述。


  能够产生财富分配的帕累托长尾的理论模型


  自帕累托之后，财富分配的这一特征得到了更深入的阐述，并激发了若干研究去探讨导致财富分配有帕累托长尾的经济机制。


  此类机制要求财富积累过程面临乘数式随机冲击，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让个人财富以某个正平均指数比率增长，直至某个服从指数分布的终止点（如死亡）。在没有代际财富转移时，此类模型的反事实结论是，各年龄段群体之间（而非其内部）都存在财富异质性。17有着较多财富的人是年龄较大群体中的存活者，他们的财富积累经历了更长时间。如果引入随机的代际财富转移，如本哈比等人的论文，则会带来更多异质性，在同一年龄段群体内部，一个人如果出生在有更长遗产历史的家族，他就更为富有。18总之，整体的机制说明，代表财富分配右侧长尾厚度（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的帕累托系数随着个人财富相对于整体财富的增长率而递增，随着死亡概率和压低出生时财富分配差异的其他因素（如具有再分配性质的房产税）而递减。


  产生帕累托长尾的第二类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与前一类模型相反，它要求个人财富的增长指数服从某种平均值为负的随机过程。负平均增长率意味着，平均而言，个人财富向分配均值收敛。不过极少数幸运者有高于平均值的长期正财富增长率，从而逃脱这种均值收敛力量，积累起大量财富。对此必须有某些流量机制（如转移支付、正向叠加收入冲击、预防性储蓄以及借贷约束等）提供反射壁垒，以确保财富分配的均值在零水平附近的某个范围内。此类模型会得出各年龄段群体内部及之间存在不平等的结果。19其特点是，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帕累托系数会增大：（1）冲击的方差越大，会提高发生长时间正向冲击的概率；（2）起抵消作用的流量机制越微弱，静态分配的均值水平越高。


  与第一类模型相同，第二类模型意味着以帕累托系数测算的财富集中度随财富均值收敛速率而递减，随着个人财富相对于总财富的平均增长率而递增。该速率为如下两个因素之和：一是平均税后回报率r与总增长率g的差额，即r-g；二是非资本收入中的储蓄同财富的平均比率sw。指数增长的逻辑表明，对于有乘数式冲击的所有模型而言，（r-g）或sw的较小波动可能导致帕累托系数出现较大改变。


  本哈比等人构建了一个局部均衡的代际模型，有类似的遗产动机，每个人在出生时有独立相同分布的收入水平与财富回报率，并且在其一生中保持稳定。这个模型发现，影响静态财富分配右侧长尾形状的因素是个人遇到的不同回报率冲击，而非收入冲击。如果人们有着对数式偏好，财富遗产等于出生时财富的某个共同比例，但以各自的回报率做资本化计算，上述结论很容易理解。富有的家族有着长时间的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率。这一机制其实跟皮凯蒂与祖克曼文章中的模型类似，他们设想每代人都获得一个遗赠比例，富有家族的遗赠比例则在长时间里高于平均水平。因此，资本税和遗产税可能显著缩小财富的不平等，前者通过对净收益率的影响，后者通过对一代代向下转移的财富份额的影响。人们对遗赠的偏好程度也有类似的效应。20


  另有两篇文章表明，有类似机制能在比利模型（Bewley Model）的一般均衡中产生渐进式的帕累托右侧长尾。在此类模型中，除通常的叠加收入风险（additive earnings risk）外，个人还面临非系统性的乘数回报率风险，即对其后院生产（backyard production）技术的冲击，但能够通过一定数额之内的借贷（利用无风险资产）做自我保险。21引入个人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会产生上文介绍的各种模型都忽略掉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然而当财富数量变得足够多之后，预防性储蓄动机将趋于零，因为个人可以完全抵御有限的收入风险，且储蓄与财富呈线性关系。因此，乘数式回报率冲击会在较高的财富水平上主导财富分配状况。


  借贷约束使我们难以用闭合形式（closed form）来描述帕累托系数，有研究者采用了数据模拟，在此类模型中证实了本哈比等人提出的部分观点，还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22首先他们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意味着叠加收入风险的增加，会提升低财富者相对于高财富者的预防性储蓄水平，从而减小财富分配右侧长尾的厚度。他们还发现，与局部均衡模型的直观感受相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本哈比等人的文章中设定为零）的提升对财富不平等有扩大（而非缩小）效应。23在一般均衡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高会增加稳态资本存量，从而降低剔除趋势后的平均资本回报率，缩小不平等。但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高会扩大后院生产技术的特质性回报率的差异，从而加剧不平等。后一个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并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提高会导致以帕累托系数测算的不平等扩大。


  琼斯采用布兰查德—雅利模型，在对数偏好和新生儿统一分布的偶然遗产水平的条件下，就全要素生产率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得出了与局部均衡观点相左的结论。24该模型通过确定的个人财富正增长率得出了跨不同年龄段群体的帕累托财富分配结果。在一般均衡下，帕累托系数独立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完全由人口变化的参数决定。


  上述研究表明，增长率同财富集中度之间的负向关系，并不是含有乘数式冲击的模型在一般均衡状态下的稳健特征。25


  比利模型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对收入风险的预防性储蓄是导致财富集中度提高的关键力量。不过预防性储蓄动机随着财富相对于劳动收入的比例提高而减弱，也随着人们对收入风险的自我保险能力的提高而减弱。由此推断：如果行为人缺乏耐心（确保财富分配稳定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净财富相对于劳动收入的目标值将等于预防性储蓄动机正好与耐心缺失相互抵消的水平，储蓄率在该水平之下为正，超出该水平则为负。于是，此类模型里的储蓄率随财富水平而下降。


  相反，赛斯与祖克曼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发现，储蓄率随财富增加而提高，底层90%财富持有人的储蓄平均仅为其收入的3%，更高层9%人群为15%，顶层1%人群则为20%~25%。26因此，上述比利模型的基础版本没有推导出财富高度集中在最富有的少数人手里的结果，没有得出这些人的巨额财富出现和维持的现象，是因为违背了富人有着较高储蓄率的事实。


  储蓄行为高度依赖于回报率、耐心和收入风险。高回报率会推高储蓄率，但回报率不是外生的，这带来了回报率如何决定的问题，特别是对财富分配顶层群体而言。在企业家看来，回报率是内生的，取决于如何创办企业以及把多大比例的财富投资到有风险活动的决策。在投资人看来，回报率也是投资组合选择的内生结果。


  耐心的好坏不仅取决于人们对未来消费效用的贴现率，也源自家庭成员是否关心在死后留下遗产，以及对自己预期寿命的判断。


  综合来看，以上两点意味着如果人们的耐心和风险容忍度有差异，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职业与投资组合，从而有不同的回报率，这与他们的耐心和风险态度存在相关关系。结果会让更具耐心与更少风险厌恶的人做出风险更高的选择。其中某些人可能失败，另外一些人则会成功并取得相当高额的回报。这说明在富人中间有着比例较高的更具耐心和更少风险厌恶的人，部分源于他们代表着那些较为幸运的人，部分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偏好，他们得到的实际回报取决于过去的职业、储蓄决策及其偏好。


  我们名单中的第三个因素是较高的、异质性的收入风险。较为持续和倾斜的收入冲击有可能导致不同的储蓄率。例如卡斯塔涅达等人的研究发现，顶层收入群体的一个特定类型的收入风险可能导致大量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这让人联想到皮凯蒂讨论的超级经理人的重要性上升现象（尤其是在美国），以及他们总薪酬的波动性。27


  在本节以下部分，我们将探讨最有可能抵消标准比利模型中作为财富函数的储蓄率下降的作用机制，以便更好地解释实际观测到的顶层财富群体的高份额现象。


  回报率的内生性


  能带来内生回报率的一个重要选择是创业行为。卡德洛尼很好地总结了做出创业决策的各种因素，还有创业精神对于储蓄和投资的总体影响及对分配方面的影响。28此外，另有若干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创业精神是理解财富集中在最富有家庭的一个关键因素。29


  卡杰蒂与德纳尔蒂指出，数据表明企业家在富有人群中占较大比例。例如，1989年的消费者财务调查发现，在净财富水平最高的1%人群中，63%是企业家，他们持有的总财富在这批人群中占68%。这两位学者还建立了一个创业模型，其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人关心自己子女的福祉，当面临自己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时，会留下意外的遗产与主动的遗产。在每个时期，行为人将决定是运营企业还是从事有薪酬的工作，其借贷约束会带来对抵押品的需要，因此只要创业活动遇到资金约束，就会推高储蓄率。30


  在他们的模型校准中，最优的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家面临借贷约束。于是，即使很富裕的企业家也希望继续储蓄，以增加其抵押品，从而扩大企业规模，收获更高的资本回报。在该理论框架中，正是这一机制维持了富人的高储蓄率，并引致很高的财富集中度。他们的模型得到的财富集中度结论与数据拟合得很好，包括财富分配的右侧长尾部分。另外，该模型得到的资本回报率处于其他学者发现的实测范围内（Moskowitz and Vissing-Jørgensen；Kartashova）。最后，该模型推算出开展创业活动的概率为个人财富的函数，符合赫斯特与卢萨尔迪利用微观数据测算的结果，同时意味着继承遗产的多少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强有力的预测因素。31


  另外，有学者利用有多重创业能力水平的理论模型，分析了税收对创业选择的影响。32


  在分析投资组合选择与财富不平等关系的模型中，卡斯帕斯祖克等人量化评估了在内生信息获取、投资者专业程度和资产风险水平异质性条件下的投资组合决策的影响。33该研究显示，总体上的信息技术进步有助于解释投资人中的实际财富集中度自1990年以来的上升现象。


  收入风险与超级经理人的崛起


  有大量研究文献分析了预防性储蓄作为应对收入冲击的自我保险机制。卡罗尔的研究表明，在包含暂时性和永久性收入冲击的预防性储蓄模型中，永久性收入冲击导致的边际消费倾向接近（但低于）1。34这意味着来自财富的储蓄率难以受永久性收入冲击的影响。相反在纯粹暂时性的收入冲击下，消费平滑意味着人们可以用储蓄应对大多数收入变化。另一方面，冲击的暂时性以及相应的储蓄调整会使平均效应被抵消。因此，这些因素不会给储蓄带来根本的永久性增长效应，也不能产生明显的财富集中现象。


  然而，如果劳动收入的随机过程有适度的倾斜和持续性，作为防范收入风险的自我保险机制的预防性储蓄行为就可以产生顶层财富集中现象（右侧倾斜）。卡斯塔涅达等人的研究率先量化得出了这一结论，在他们的模型中，完全利他主义的行为人会经历一个包含工作年龄段、退休和死亡的随机生命过程。35该论文通过对收入过程的参数校对来匹配美国数据的某些特征，包括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测算等。导致大量财富集中到最富有人群手中的核心因素是校准后的生产率冲击过程，使最高生产率水平比次高水平高出100倍以上，因此最高生产率水平同其他所有人之间产生了巨大差距。另外，有着最高生产率水平的行为人在下一期的生产率有大约20%的概率会下降100倍以上。直观上看，高收入家庭将有极高的预防性储蓄率，这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面临很高的收入下降风险，所以要积累大量财富作为缓冲，为收入的大幅下滑做自我保险。于是，他们会有很高的财富相对于收入的目标比率。第二个原因是，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很高的财富收入目标比率对应着非常高的财富目标。


  有必要指出，在卡斯塔涅达等人的研究中，使顶层财富份额上升的稳态的高收入者比例极小，约为0.04%。这一特征与赛斯和祖克曼的以下发现相符：首先，美国在过去30年的财富不平等显著扩大主要来自顶层0.1%的财富持有人所占的份额增加了3倍；其次，顶层财富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顶层财富持有人在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幅提升。36


  从理论上看，“超级明星经济学”解释了出现少数获得极高报酬的个人以及收入分配向顶层群体高度倾斜的合理性。加贝克斯与兰迪尔提出的模型可以解释CEO薪酬在1980—2003年间的增长，另有研究者提出的模型可以解释工人、企业家和经理人的不同职业选择，并内生推导出经理人获得极高工资的结果。37


  皮凯蒂与赛斯以及若干合作者撰写的系列论文分析了工资与收入分配的倾斜状况。38近来，加弗宁等人分析了美国官方记录的大量历史收入面板数据，发现收入冲击导致了显著的负倾斜（negative skewness），另外对极高收入者（处于收入分配顶层5%的群体）而言，整个生命周期倾斜度的绝对值增加完全来自负面冲击风险的增强，而非正面冲击风险的减弱。39帕克等人的研究则为这一模型假设与数据校准提供了实证支持，表明顶层群体的收入有高度周期性，原因是其中的劳动收入波动，尤其是奖金。40


  代际财富转移的重要性


  皮凯蒂的著作还强调了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代际转移在美国的全部财富积累中占50%~60%，这或许是代际财富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传递渠道。另外，奢侈品类型的遗赠动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富裕家庭的储蓄率比其他群体高很多，为什么富人的投资组合向风险高的资产倾斜，以及在考虑医疗支出后，为什么富有老年人的储蓄动用率较低。41


  德纳尔蒂在哈格特的代际重叠生命周期模型中引入了两类代际联系：自愿遗赠与人力资本转移。她的模型把来自遗赠的效用视为提供一种“暖心支持”，即父母与子女通过主动或意外遗赠以及创收能力的传递联系在一起。家庭通过储蓄自我防范劳动收入冲击和生命周期风险，为退休养老做准备，或许还包括为子女留下遗产。因此在德纳尔蒂的模型中，自愿和意外的遗赠同时存在，它们的相对规模和重要性通过数据校准决定。她采用的校准方法认为，遗赠是一种奢侈品，会导致现实的资产分配，并且在数据上符合阿尔通吉等人从微观数据中估算的老年人的储蓄相对于永久收入的弹性。42


  德纳尔蒂的研究表明，自愿遗赠可以解释大额财产的成因，这些财产通常需要超过一代人的积累，形成了财富分配数据中右侧长尾的特征。数据校准意味着，最富裕家庭在储蓄中的遗赠动机要强得多，这部分人群即使在年龄很大时，依然持有某些资产，以留给子女。富人把更多的财富留给后人，并代代效仿。正是通过自愿遗赠，此类行为产生了某些代际相传的庞大财产。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能力转移同样导致财富分配的集中。生产率更高的父母积累下更多财产，给子女留下更多的遗产，其后人在工作中也有着高于平均水平的生产率。遗赠动机的存在还影响毕生的储蓄，使富人在老年时期的财富消耗速率更慢，这符合德纳尔蒂等人从健康与退休调查（Health and Retirement Survey）的微观数据中记录的事实。43尽管明确包含代际联系的模型能帮助解释最富裕人群的储蓄行为，但如果不考虑导致财富高度向富人集中的其他因素，德纳尔蒂的模型依然难以拟合最富裕1%群体的财富集中度。44


  于是，德纳尔蒂与杨方设计了一个新的模型，把代际联系同卡斯塔涅达等人提出的顶层收入群体的高收入风险机制（将在后续小节介绍）结合起来，发现两方面因素的联合能很好地匹配实际数据的重要特征。45有趣的是，她们区分了财富不平等中来自随机收入过程与来自遗赠的影响，表明在顶层20%群体持有的财富份额里，遗赠因素约占10个百分点。


  正如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所述，财富不平等在不同年龄和人口群组内部同样巨大。有若干研究表明，即便对有着类似毕生收入水平的人们而言，退休时的财富数额也高度离散，而这样的差异不能仅靠家庭状况、健康、遗产或投资组合的选择来解释；亨德里克斯重点分析了基本代际模型解释退休时横截面财富不平等状况的能力，发现该模型夸大了收入较高者与收入较低者在退休时的财富差异，却低估了有类似毕生收入水平的人的财富不平等水平；与之相对，德纳尔蒂与杨方的研究则表明，包含自愿遗赠与代际收入传递的跨代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我们观测到的退休时的横截面财富水平差异及其同毕生收入水平的相关性。46


  偏好异质性


  有助于解释个人财富水平巨大差异的另一个可能途径是储蓄行为中的外生异质性，此类异质性的来源是一个重要课题。关于偏好异质性，有充足的微观实证证据表明，这或许是解释人们持有的财富数量差异巨大的一条途径，如劳伦斯与卡杰蒂的研究就发现人们的偏好存在很强的异质性。47


  克鲁塞尔与史密斯研究了偏好异质性的影响，在有着特殊的暂时性收入冲击的无限期模型中，存在对时间偏好率的持续冲击（平均的持续期为一代人）。48结果发现，少量的偏好异质性就能显著提升模型对横截面财富分配差异的匹配能力。49当然，他们的模型和校准方法尽管反映了财富分配的差异，却未能拟合顶层1%财富持有人手中极高水平的财富集中度。


  亨德里克斯利用有持续性收入冲击与仅包含意外遗赠的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偏好异质性的影响。50他发现，如果通过贴现因子的异质性选择能得出按年龄段划分的消费和财富不平等的结果，则时间偏好异质性对高财富集中度能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


  总之，之前的研究显示，偏好异质性（尤其是耐心的异质性）能得出差异更大的财富分配结果。通过研究更丰富的耐心分布过程，以及采用更丰富的效用函数构造，如使风险规避与跨期替代不必完全一致，对于深化之前的分析或许会很有意义（这方面的一些有趣发现可参考Wang、Wang and Yang的研究）。51


  财富分配的转移动态


  皮凯蒂著作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阐述了财富不平等在很长时间段内的演化。


  在没有严重冲击时，我们或许认为稳态的概念能作为有效工具来描述经济在长期固化下来的情形。事实上，上文介绍的整个研究思路都是分析不同机制对财富分配稳态的影响，大多数忽略了经济基本面中随机与确定的总量变化在推动随机稳态或者经济转型方面的作用，因为像政府政策等因素会随时间发生变化。


  不过，当我们观察像图14.2描述的欧洲与美国顶层群体的财富份额变化轨迹时，很自然会提出一个疑问：在该图显示的漫长时期里，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没受到重大冲击或基本面的其他确定性变化的影响？例如该图显示，顶层1%群体与10%群体的财富份额在1910年前的欧洲与1930年前的美国均呈上升趋势，两个地区在1970年之后又再度出现上升趋势。此外，在1910年前，转移动态的发生似乎非常缓慢，然而在1970年后的美国，财富分配右侧长尾的集中度却出现了迅速变化。针对现有模型能否解释1970年后美国顶层群体财富不平等快速扩大的现象，近期有两项成果做出了回应。


  加贝克斯等人利用局部均衡模型做了尝试，其中考虑了能带来帕累托右侧长尾型财富分配的乘数式与非系统性收益率冲击（后续小节将对此予以介绍）。他们发现，如果没有附加放大机制，该模型的财富不平等会由于一次性冲击发生转移动态。例如，相比消费者财务调查中记录的1980年后美国顶层群体财富份额增长而言，资本税率的变化过于缓慢，更不用说同赛斯和祖克曼得出的快得更多的财富增速相比。基于他们的发现，加贝克斯等人推测，要从税后回报率提高或总增长率下降的角度解释财富不平等的实际变化速度，财富与储蓄率或投资率之间必须存在正相关性。而前文已经提到，包含创业活动与不同遗赠动机的模型可以得出这种相关性。52


  凯马克与波什克分析了与过去50年美国税收和转移支付体制变化有关的转移动态，采用比利模型以及卡斯塔涅达等人描述的收入过程，通过校准来拟合20世纪60年代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包括顶层群体）。结果发现，那个时期的财富不平等扩大可以归结为工资不平等扩大、税收体制改变及社会保障计划和医疗保险计划的扩展。更具体地说，工资不平等拉大对顶层财富不平等扩大的贡献超过一半，顶层收入水平的劳动者的收入下滑风险增加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预防性储蓄。导致顶层财富不平等扩大的其他因素是税收下调（提高了储蓄的净回报）与社会保障计划和医疗保险计划的扩展（减少了较为贫困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后一效应导致均衡利率水平与富人的财富积累率提高。该研究还显示，假设在2010年后没有新的冲击，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将需要大约50年的时间再提升约10个百分点，达到50%左右的新稳态水平。53


  把凯马克与波什克的结论同加贝克斯等人和我们之前的发现加以对比，会得到量化模型的主要优势之一是能够更贴近现实地描述财富不平等的关键决定因素的演变。例如在财政方面，相比前文介绍的我们的典型实验以及加贝克斯等人的研究，凯马克与波什克认为税收累进程度和社会保障计划的整体变化给财富不平等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54


  一个模拟实验


  本节将用德纳尔蒂与杨方的财富不平等量化模型来检验《21世纪资本论》中的某些预测。该模型针对美国经济做了参数校准（有关模型描述与校准选项的讨论参见本章附录），使其能匹配美国财富分配状况的关键特征是自愿遗赠动机，并结合卡斯塔涅达等人采用的类似随机收入过程。55


  表14.1显示了部分百分位群体的收入分配占比，来自卡斯塔涅达等人引用的消费者财务调查数据，以及由该模型测算出的数据。56表中两行数据的对比说明，基准校准结果在收入分配上拟合得非常好。


  
    表14.1 顶层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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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后的表14.3里，我们将看到消费者财务调查数据与不同版本模型得出的财富分配水平的对比。该表的前两行对比说明，基准校准对消费者财务调查的财富分配拟合得很好，尤其是对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该模型还拟合了遗赠数额与GDP之比为2.8%57，以及第90百分位遗赠分布（以收入做标准化处理）的情形。可见，该模型有能力解释若干数据矩（data moments），这有助于理解各种储蓄动机对个人财富积累和横截面财富分配状况的影响。


  我们利用该模型开展了两项实验，以探讨《21世纪资本论》中强调的（r-g）机制，也就是说，对财富不平等真正重要的只是财富的平均净回报率与GDP增长率之差。需要注意，GDP的稳态增长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同人口增长率之和。可以很直观地证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变化完全等于财富回报率的反向变化，至少在局部均衡中是如此。但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并非如此，因为后者改变着人口的构成。为了理解这一区别在数量上的重要性，我们对相同幅度的税后资本回报率r提高与人口增长率n降低的效应做了对比。


  为简化起见，我们的实验在局部均衡中开展，令要素价格固定。如果实现一般均衡，只会让财富分配的均衡结果有较小数量的差异。在所有实验中，社会保障计划的缴费比率都调整到实现该计划的预算平衡，劳动所得税比率则调整到实现政府预算其余部分的平衡。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校准值为1.5，主观贴现因子为β = 0.945。表14.2显示了如下几个变量的值：社会保障税率τSS，比例劳动税率τP，产出Y，总资产存量A与总产出的比率，遗赠流量B与总产出的比率，以及要素价格——均包含基准场景与实验场景。在下文中，r代表毛资本回报率（税前），r =（1-τa）r代表减去比例资本所得税率τa = 0.2之后的净回报率，基准校准场景中的税率取值为0.2。


  
    表14.2 总效应（根据劳动所得税做了调整），总劳动和总产出表述为基准水平的一个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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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增长率下降


  在实验（1）中，我们分析人口增长率n从每年1.2%降低至0带来的影响。


  对比表14.3中的前两行，表明人口增长率下降会略微提升基尼系数测算的总体财富不平等程度，并大幅提升财富分配前20百分位群体占有的总财富比重。最高百分位的群体获益最大，其财富占比提升约5个百分点。人口增长率下降会提升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并由于超级富豪的人口占比随年龄增加，顶层群体的收入占比以及财富与GDP比率也会提高。此外，死亡与出生的比率上升会提高总遗赠流量与GDP的比率（同表14.2的前两行对比）以及平均遗赠水平。数据校准表明遗赠有着奢侈品性质，因此最后一个效应会提升顶层人群的财富集中度。


  
    表14.3 顶层居民家庭在总财富中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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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回报率提高


  在实验（2）中，我们把年度税后财富回报率提高1.2个百分点，使年度税后资本回报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差的提高幅度与实验（1）相同。在局部均衡假设下，利率提升会造成财富收入比提高以及资本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的提高。这恰好符合《21世纪资本论》中讨论的情形。


  比较表14.2中的第2行与第3行，会发现相比人口增长率下降，资本回报率提升对财富总量和遗产流量的影响更大。与不平等程度只受两个比率之差影响的推测相反，利率提升只会略微增加顶层1%群体的财富占比，并会使顶层20百分位的财富集中度下降。


  直观上看，资本回报率提升会通过提高β（1 + r）来增加耐心水平，从而提高财富收入比较低的个人的预防性储蓄。未来收入贴现率提高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同样会促进这些人的储蓄。这将增加平均的财富持有水平，并减少不平等。与之相反，对于资本是主要收入来源的较为富裕的储蓄者而言，上述预防性储蓄和财富效应较小，收入和替代效应大致相互抵消。于是，消费与财富的比率将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利率提高会转化为资本积累率的提高。


  我们得到的启示


  总之，我们的发现肯定了皮凯蒂的如下观点，即从定性上看，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资本回报率提高或产出增长率降低都会增加财富集中度。但与他的推测相反，我们发现财富回报率与人口增长率对财富集中度的影响并不是完美的替代关系。对于这两个比率之差发生的同等幅度的变化，回报率提升对财富集中度的效应要远小于同等幅度的人口增长率降低的效应。对此的直观解释是，人口增长率下降来自死亡率大于出生率，使得平均遗赠规模增加。因为遗赠具有奢侈品性质，后一效应会对顶层财富集中度产生显著影响。


  理论模型将走向何方，需要什么样的数据？


  皮凯蒂的著作在阐述了许多重要事实与理念之外，还重新激发了人们对不平等问题，尤其是财富不平等的兴趣，促使大家探讨什么因素决定了不同财富和收入水平人群的储蓄行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对于理论建模以及相关的支持数据来说，我们未来将走向何方？


  上文已经提到，量化比利模型可以得出稳态与转移路径中现实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结果，可以量化分析各种不同机制对个人财富积累动态过程的影响，并把制度环境的具体特征纳入模型。在该理论框架中，创业精神、代际联系、收入风险、医疗费用以及偏好异质性都对储蓄行为和财富不平等发挥重要影响。我们还应该对此类因素做更为细致的研究，从而能对其作用过程有更深刻的认识，若将其综合起来，还能让我们了解它们的相互影响及相对重要性。


  在模型中更深入地考虑创业行为的异质性特征，具有实证上的合理性和潜在的重要性。例如，坎贝尔等人发现，人们愿意经营的企业规模大小对男性和女性存在差异，许多人在尝试创业的同时又在给雇主打工，因此他们的总工作时间非常长。58所以，一个有趣的尝试是在一般化模型中，允许存在企业家全要素生产率和最优企业规模（或规模收益递减参数）的异质性，并通过数据来估算这些新加入的参数，对模型做数据验证。如果有时间配置方面的数据，则可以深入考察不同行为选择的时间配置决策：为雇主工作，开创和经营自己的企业，从事家庭生产，还是享受闲暇。59


  另外，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评估代际联系的作用。我们该如何对遗赠行为建模？生前财产转移的重要性如何，是否给人生早期阶段的财富异质性带来了重要影响，并因为冲击与后来的个人储蓄行为而被放大？


  德纳尔蒂等人的研究显示，医疗支出对收入分配各层次的老年人的储蓄均有较大影响。60全寿命周期风险与自付医疗费用如何相互作用，在退休之后随年龄和收入快速增长的自付医疗费用的异质性，和全寿命周期风险的异质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财富不平等的状况？


  对于我们观测到的顶层财富集中度水平，是否必须基于符合微观实证收入数据的预防行为用顶层收入风险的类型来解释？众所周知，要回答该问题非常困难，因为通常的个人收入调查数据库要么未包含顶层数据，要么不会对富人进行充分采样。近期可以得到的综合官方收入数据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德纳尔蒂等人首先做了尝试，利用其他学者基于美国社会保障官方数据的近期研究成果发现的倾斜与峰态特征（kurtosis），来分析收入过程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61


  最后，偏好异质性在多大程度上放大了上述各种机制并与之产生了相互作用？在其他可观测要素（如创业选项）已纳入模型，并被恰当校准或估计之后，还需要多大的偏好异质性来解释观测数据？


  附录：之前小节的模拟测算所使用的模型


  本模型是针对离散时间、不完全市场、代际重合的经济体，另外有着无限存续的政府。


  政府


  政府以税率τa对资本征税，以税率τl对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福利征税，以税率τb对高于免征额xb的房地产征税，以满足政府支出G。社会保障福利P（[image: ]），与个人的实际平均年收入[image: ]挂钩，上限为社会保障封顶水平[image: ]，由劳动所得税 τs支持。政府预算的两个约束，即社会保障约束和政府支出约束在每个时期都保持平衡。


  企业和技术


  一家代表性企业根据总生产函数F（K； L） = KαL1-α来生产产品，其中，K是总资本存量，L是总劳动投入。最终产品要么被消费，要么被投资到实物资本中，实物资本的折旧率为δ。


  人口与劳动收入


  每个模型周期为5年，行为人在年龄为20岁时开始经济生活（t = 1），到35岁时（t = 4），行为人的子女出生。行为人在65岁退休（t = 10）。从这个时期之后，每个家庭将面临正的死亡概率（1-pt），只取决于年龄。62最大的寿命期限为90岁（T = 14）。总人口以固定比率n保持增长。


  劳动者i在年龄t的劳动生产率为：[image: ]，其中，[image: ]是确定的年龄-效率状态，随机收入冲击过程为[image: ]，[image: ]。


  为反映代际收入相关性，我们假设劳动者i的生产率在55岁时转移给他20岁的子女：[image: ]，因为父母的年龄比子女大35岁，即7个时段。


  偏好


  偏好具有时间可分性质，固定的贴现率为β。来自消费的时期效用函数为U（c） =（c1-γ-1） /（1-γ）。


  人们从掌握资产中获得效用，因为资产会在死亡时变成遗产。这一“不纯洁”的遗赠动机意味着人们关心给子女留下的遗产总额，而非子女的消费。


  遗产b产生的效用为：φ（b）=φ1[（b+φ2）1-γ-1]。


  其中，φ1代表遗赠动机的强度，φ2代表遗产属于奢侈品的程度。若φ2 > 0，则小额遗产的边际效用有限度，而大额遗产的边际效用比消费的边际效用下降更缓慢。在基准模型中，我们设定b是遗产减去房产税bn。我们还考虑了毛遗产bg进入效用函数的情形，此时设定b = bg。因此，我们的模型设计比德纳尔蒂等人之前的文献更为灵活，因为包含了两类遗赠动机。63在第一种里，父母关心税后遗产水平。在第二种里，包含税收的总遗产水平。更具利他精神的父母会考虑到部分房地产被征税，但他们或许只是在乎自己留下什么资产，而非子女们拿到手的有多少。


  居民家庭的递归问题


  我们假设，子女有关于父母的各种状态变量的完整信息，可以基于这些信息推测出自己可能获得的遗产规模。一个家庭的状态变量的可能集合为：[image: ]，其中t为家庭的年龄（注意由于年龄差是固定的，知道一个人的年龄，也就知道其父母的年龄），a代表行为人从前一时期带来的金融资产水平，z是当期的收入冲击，[image: ]是年度累积收入，上限为社会保障封顶水平yc（用于计算社会保障支付金额），Sp代表除年龄外的父母状态变量，且Sp =（ap，zp，yp）。因此这里包括了父母的资产、当期收入和累积收入。当某人的父母退休时，当期父母收入zp将不再起作用，可以设置为0，并不影响其一般性。


  在20～60岁之间（从t = 1到t = 9），行为人肯定会工作并存活到下一时期。我们以[image: ]和[image: ]分别代表父母健在和去世的工作年龄段的人的价值函数，对父母去世的人，继承已经完成。对前者，父母依然健在，死亡的概率为pt + 7，此时其价值函数将适用父母去世的情形，人均资产将通过继承得到增加。因此有：


  
    [image: ]
  


  服从于：


  
    [image: ]
  


  其中，N是由人口增长率决定的子女的平均数量。以上价值函数的预期值由条件[image: ]上的[image: ]给定，行为人的资源取决于劳动禀赋y与资产持有水平a。


  子女与父母的平均年收入分别根据公式（4）和（5）演变。由于当期收入y代表5年的时段，在更新终生年度劳动收入[image: ]时，应除以5。公式（6）是父母的遗赠意向规律，利用他们的最优决策规则。


  父母已经去世，自己仍在工作的行为人的价值函数为：


  
    [image: ]
  


  服从公式（2）、（3）、（4）的条件。


  在65～85岁（从t=10到t=14），行为人已退休，获得社会保障福利，其父母已经去世，本人面临正的死亡概率，把剩余资产遗赠给子女会给他带来效用。


  
    [image: ]
  


  服从于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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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净遗赠动机下，有：


  b = bn（11）


  在总遗赠动机下，有：


  b = bg= a′（12）


  这与房产税的结构无关。


  我们聚焦于静态均衡概念，要素价格与年龄-财富分布随时间保持不变。由于版面的考虑，对这一静态均衡的定义参见我们在网上提供的附录。64


  校准


  表14.4总结了有关的模型参与，要么取自其他研究，要么能独立于本模型的内生结果而解出。对具体数据选择的讨论可参见德纳尔蒂和杨方的研究。65


  
    表14.4 基准模型中采用的外生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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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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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劳动收入过程的校准是基于PSID提供的出色数据，覆盖了大部分人群的收入状况，但没有包括最富裕的家庭。66为匹配全体人口的收入动态，我们采取了如下做法。


  （1）我们假设4种可能的收入状态：低、中、高、极高。我们借用了有关研究中对收入冲击的分析，67得出的ψ的格点值为[1，3.15，9.78，1061]。


  （2）我们对收入继承过程的持续性概率值采用0.5，方差为σ1b2，均来自德纳尔蒂的论文成果，然后参考陶臣（音译）建议的做法对收入继承过程做离散处理。68


  （3）根据德纳尔蒂文章中附录A的表A.1，我们对五年期PSID的持续性系数估计为0.92，方差为0.38。然后利用陶臣文章中的方法，采用最低的3个格点值对这一过程做离散处理，以确保我们得到的收入过程能准确反映大多数人的估计收入动态。由此得到了3×3的转换矩阵。69


  （4）我们选取4×4的转换矩阵中的剩余6个元素去匹配收入分布的如下若干方面：基尼系数与顶层1、5、20、40和60百分位人群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以及顶层80%群体收入的持续性。后者与之前的有关研究结论一致，德纳尔蒂等人发现，顶层劳动与商业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与商业收入的持续性都较高，尤其是在1年和5年后仍留在原位置的概率约为80%。70我们还加上了附加条件。


  Qy的转换矩阵为：


  
    [image: ]
  


  在基准模型中，Qyb的转换矩阵为：


  
    [image: ]
  


  该转换矩阵推导出初始收入分布，其概率值对应相应的收入水平为：[59.89%，35.88%，4.24%，0.00154845%]。


  表14.5展示了我们用以校准模型使用的参数，目标值和参数值的有关讨论参见德纳尔蒂和杨方的研究。71


  
    表14.5 基准模型以及没有自愿遗赠模型的参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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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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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章


  对世袭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解释[1]


  希瑟·布西


  经济学家希瑟·布西把我们带到思考不平等问题的另一个维度。针对皮凯蒂提出的我们正处在“世袭资本主义”新时代的论点，布西希望探讨女性主义经济学能告诉我们这样的时代会是什么样子，前方会有怎样的运行轨迹？较为乐观的看法是包容性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鉴于女性对经济的重要贡献以及如今的继承模式具有平等性，即便不平等状况恶化，也未必会导致女性的经济或政治权利被削弱。而更悲观的估计是：随着不平等回升到19世纪的水平，会出现某些力量，使得女性的经济选择与政治影响力遭到打压。


  近来，经济学界开始认识到制度对解释经济成就的重要意义。托马斯·皮凯蒂亦不例外。他在2015年写道：“我们对于财富与收入不平等问题上的任何经济决定论都应保持警惕……财富分配历史一直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不能归结为纯粹的经济机制……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行为人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不是正义的看法，这些行为人的相对力量对比以及由此导致的集体选择，都在影响财富分配的历史，使其成为所有相关行为人共同导致的结果……这一历史如何演进，取决于各个社会如何看待不平等，以及采用哪些类型的政策和制度来测算和改变不平等状况。”1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挑出了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继承。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他指出对最高收入群体而言，目前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劳动。但他认为随着时间推进，情形将逐渐转变为他所说的“世袭资本主义”，如19世纪乃至更早时期那样，最富裕人群的大部分收入将来自资本，而非劳动。皮凯蒂在该书第11章开头谈道，“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过去形成的不平等（也就是继承财富）具有持久的、超出比例的重要影响”。2接下来他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论述继承财富的地位如何重新崛起。


  然而对继承而言，哪些制度因素在发挥关键作用？与经济学中的其他许多研究类似，许多有意思的制度因素被锁到了黑箱子里，其边界是由研究者较为主观地决定。是哪些微观制度构成了继承的宏观环境？继承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制度架构相联系？今天的制度如何影响继承模式？皮凯蒂认为，仅仅因为继承的地位卷土重来，并不意味着情形会变得同19世纪完全一样，“部分原因在于财富集中度没有那么极端（至少就短期而言，可能会有较多的中小食利者，极为富裕的食利者人数较少），另外部分原因是劳动收入的等级阶梯在扩大（随着超级经理人的崛起），最后还由于财富和收入的相关程度相比过去更为强烈。到21世纪，人们有可能同时成为超级经理人与‘中等食利者’：新的贤能主义社会秩序鼓励此类现象，或许会损害拿中低层工资的劳动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些财产数额很少或没有财产的人”。3皮凯蒂还认为，如今超级经理人的地位正在从上一代向下一代传递。财富的继承依然重要，同时当今的精英阶层还把子女送到优质学校、给他们建立人脉关系，以便让下一代继承自己的高薪职位。通过这种途径，即使在我们认为任人唯贤的劳动力市场，父母也能确保其子女作为过去成就的继承人而被妥善安排到精英圈层里。


  正是在这个地方，女性主义经济学能为皮凯蒂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自开创以来，这一研究领域便聚焦社会与经济体制的性别化（和种族化）特质。4女性主义经济学分析对于更完整地理解皮凯蒂的中心论点在描述和预测上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能让我们看清制度与社会规范的性别化特质如何影响继承模式，以及顶层人群更多从劳动收入转向资本收入会如何严重阻碍走向性别平等的近期趋势。19世纪的继承规则是男性长嗣继承制5，在婚姻中，女性拥有寡妇财产权（dower rights），此外对其财产并无合法权利。如今我们对于金融和实物资产有了公平得多的继承法律以及社会规范，但父母遗留下来的更多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通向超级经理人的道路则有单独的一套性别作用规律，并影响着当前的继承状况。


  本章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皮凯蒂论点的合理性。第一节介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乐观派新古典主义的观点，继而分析皮凯蒂对此提出的挑战，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特征会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福利出现永久性分化，而关键在于继承。在阐述中，我将指出皮凯蒂对此的关注点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关注点存在怎样的重合，然后自然延伸到皮凯蒂对继承制度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起作用的预测。接下来，我将通过标准新古典理论更为乐观的观点来评价皮凯蒂的预测，表明他讲述的趋势对女性而言不会比男性更为糟糕；之后再用女性主义经济学更悲观的观点加以评价，表明会走向一个由男性主导的反乌托邦世界。在结论部分，我将探讨如何可以缓解这些紧张关系，以及未来有哪些研究方向等。


  乐观派看法：增长具有包容的天然本质


  20世纪中叶，经济学家普遍乐观地认为增长会减少不平等，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基于严谨的数据分析对“库兹涅茨曲线”做了著名的阐述，认为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而下降。但结果表明，教育机遇和婚姻模式对收入分配结果造成了库兹涅茨未能预见的重大影响。尽管库兹涅茨提道，“本文或许只有5%的实证支持，却包含了95%的推测，其中某些还可能被主观愿望所扭曲”，该结论仍被广泛接受。6托马斯·皮凯蒂就把经济学研究中的这一库兹涅茨时刻及其带来的关于增长与不平等关系的看法，作为《21世纪资本论》的理论背景。他在该书概论中讲道，“这一时刻的哲学观可以一言以蔽之：‘增长就像涨潮一样，会把所有的船都抬起来’”。7


  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根深蒂固。20世纪的经济学研究是基于一套原理，认为市场力量依靠自身作用产生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是最优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基本公平的。20世纪初，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经济学领域最具魅力的奖项后来以他命名——发展出了关于分配的边际生产率理论。该理论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精致的数学模型，认为在竞争经济中（即任何个体参与者都不拥有对其他买方或卖方的支配权），个人的工资将是其生产率的函数。正如克拉克所言，“在自然规律作用下，一个社会阶级得到的回报正好等于它给产业的总产出做出的贡献”。8在如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个人的生产率及其合法持有财产的生产率依然占据核心地位。该理论认为，个人的人力资本，即他带到生产过程中的教育和技能，是在类似职业和产业中工作的人出现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另外，投资于实物资本而非人力资本的人，也因为其资产给生产过程带来的贡献而获得类似的回报。


  正统经济学在价格、分配和增长的统一理论方面达到了辉煌的乐观巅峰。正如皮凯蒂所述，索洛—斯旺增长模型展示的“运动轨迹表明，所有变量，包括产出、收入、利润、工资、资本、资产价格等，都会以同等速率变化，使每个社会群体都能从增长中获得同等幅度的收益，与正常水平没有显著偏离”。9该理论把人力资本、人口增长同技术变革一起作为经济产出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按照教科书里描述的索洛—斯旺增长模型，当人口增加或者生产率提高时，经济就会增长。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实证研究支持上述理论：增加劳动力供给和确保教育普及对增长有益。在如今非常著名的于199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格里高利·曼昆等人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致等于甚至高于实物资本投资的效应。10因此，知识与技能的改进会促进生产率提高。这意味着社会的教育投资对增长极为关键，因为教育的改进会促进创新与经济活力。11这一延续数十年的研究思路认为，创造能广泛参与的教育和培训机遇对经济发展有利无害。


  保罗·罗默提出和拓展的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扩展了正统增长模型，表明教育投资产生的收益不限于改进更高技能人群的业绩。按此理论，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不仅是个人人力资本提高带来的生产率改进，还包括个人的创新和创意使其他人的人力资本得以增加的外溢效应。罗默的理解由此远远超出了克拉克，认为产生创意和创新的少数人从市场中获取的财富，与他们带来的人类知识存量增长促进的生产率进步相比，只是一小部分。他们创造的收入和生产率收益大部分转移给了生产率增长过程中的搭便车者，即初级劳动力。12


  微观经济学理论还给如下观念提供了坚实基础：“机会平等”和经济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技能与工作的匹配和奖励优秀业绩在经济上是最优结果。类似工作岗位之间的报酬差异是由于人力资本的不同。雅各布·明塞尔的工资模型把工资对教育和经验做回归分析，在控制岗位和人口特征因素后，发现包含正规教育与在职经验的人力资本水平足以解释不同个体之间的工资差异。该模型至今依然是经济学家用得最多的工具之一。其含义是，通过良好的教育和认真工作，任何人在有生之年都可能接近收入阶梯的最高层。13


  明塞尔模型的第二个启示是，歧视在经济上缺乏效率，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不会长期存在。个人的收入来自其生产的边际贡献，与生产率无关的因素导致的报酬扭曲将被市场消灭。当雇主、客户或其他劳动者根据与个人或群体的经济贡献无关的特征而优待某些个人或群体，歧视另一些人的时候，会使他们的生产率或利润率降低。成功的雇主会在工作中雇用最优秀、生产率最高的人。14采取歧视策略的企业则会被淘汰出局，因为它们没有做出理性的经济决策。歧视能够延续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政府的行动，阻拦受歧视者与不赞成主流偏见者之间的共赢交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更是宣称，随着鼓励歧视的法律架构被打破，按种族与性别界限实施的排斥行为最终会消失。15


  以上全部论述带来的结论是，促进增长意味着不平等的减少，尤其是当我们相信人们的才华基本符合正态分布的时候。如果技能与工作能实现更高效的匹配，经济就会增长，所以很自然地应该鼓励政策制定者与企业界不要基于非生产性因素排斥个人，而应该设法增进人力资本及其发挥空间，使它们能在全社会自由寻找经济机遇。对女性和有色人种开放工作机遇理所应当地会促进宏观层面的经济业绩。谢长泰等人的研究发现，在1960—2008年，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中有16%～20%来自公开歧视的减少以及由此带来的女性和有色人种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增强，这也是他们获得能更好发挥自身才干的职业岗位所必需的投入。16这一发展过程应该还远没有走到尽头。


  尽管对包容性发展有上述强大的理论支持，尽管有发挥促进作用的法规和对经济增长的好处，性别平等迄今依然是一个未决的问题。在美国，女性的收入仍然只有男性的79%。对女性及其经济贡献的贬低依然广泛存在，并造成了经常被低估的严重后果。例子之一是美国目前对“教师质量”感到惊恐，却没有提高教师待遇的相应承诺。在过去的社会，女性没有多少机会进入专业技能岗位，许多非常优秀和聪慧的女性把才华用在做母亲上面，或者从事教师或护士等工作。由于缺乏其他选择，整个阶层的劳动者只能这样为我们的经济做贡献。当然，如今女性有了更多选择，但教师待遇仍可悲地落后于其他可比职业。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不会因为待遇或社会地位而选择做教师，除非是出于某种使命感。多数人会选择能带来更高收入和社会尊重的其他职业。


  即使不考虑人力资本改进的重要性，增加某些因为非生产因素而被排斥的群体的劳动力供给也理应会促进经济增长，这方面有大量经济研究证据。例如在1948—2000年，美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显著提高，从32%上升至60.3%，直至最近几年才略微下降，到2016年4月为56.8%。17在分析女性劳动力供给对增长的影响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如果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能达到男性的水平，美国的总经济产出可望提高5个百分点。18在我与艾琳·阿佩尔鲍姆和约翰·施密特合作的一篇论文中，我们估算了女性就业的经济收益，发现如果女性的工作小时数没有增加，2012年的GDP会降低约11%。以今天的美元价值计算，意味着总产出减少约1.7万亿美元，几乎等于美国2012年在社会保障计划、医疗保险计划与医疗救助计划这些福利项目上的总花费。19而且，这只是对标准GDP的一个测算，并未考虑时间和压力的价值，因为女性经常在承担大约一半家庭外有偿工作的同时，还要负责大部分家务劳动。根据本杰明·布里奇曼等人的研究，若将家务劳动纳入考虑，1965年的GDP应提高37%，2014年应提高23%。20


  因此，正统经济学理论讲述的乐观故事是包容性为什么应该对经济增长有益，而事实也的确如此。随着经济发展更多重视劳动，而非土地和其他固定资本，给扩大包容性带来了更强的经济动力。结合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实证证据，经济学理论支持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的理念，这些机会的提供将根据人们的天赋和技能，而不仅是他们的姓氏、性别或长幼顺序。在一个由人力资本推动的经济体中，让才能白白浪费是没有效益的。因此，如果你问大多数经济学家什么是改善生活的最好策略，他们都会谈到提高技能。21这种经济观念还非常契合女性主义关注的话题。某些正统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女性在家庭外创造的价值，如加里·贝克尔写于1956年的《家庭论》，但从其逻辑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如果女性或有色人种拥有在经济上有用的天赋或才能，就会出现将其利用起来的激励。此逻辑同样还支持能力至上的观点，如果你能改进技能、勤奋工作并遵守规则，你就可以获得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


  这套关于经济如何运行的理念有着明确的含义：只要政策制定者专心促进经济增长，消除妨碍包容性的法律障碍，歧视造成的种族与性别不平等就会下降，并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当时的经济学理论让20世纪中叶的思想家和行动家相信这样的观念：经济增长将轻松、直接并自然地解决很多社会与政治问题。它与我们有能力根除贫困以及性别和族群排斥现象的乐观态度不谋而合，对此我们也不应该令人感到意外。如果增长可以缓解不平等，而减少经济排斥又能促进增长，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可以消除贫困，并应该对那些传统上受排挤的人群——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和新近移民——敞开经济发展机会。


  正是在这一时代，罗伯特·肯尼迪推动了“向贫困宣战”，林登·约翰逊总统试图建立“伟大社会”，马丁·路德·金呼吁追求“工作与自由”，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为妇女们争取平等的公民和经济权利。当这些行动口号涌现时，经济学理论也认为扩大包容性不仅有可能实现，而且符合最优选择，将会促进生产率与经济增长。


  然而，正统经济学在主张扩大经济机会的同时，也鼓励和肯定提高收入分配顶层群体的薪资。如果依然维持不平等，那必然是因为符合最优经济规律。如果薪酬取决于个人对生产过程的贡献，那么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数额都必然是自己应得的部分，对吗？


  悲观派观点：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是包容性的


  经济增长将平滑地带来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下降的乐观主义观点，后来并没有成为现实。这正是《21世纪资本论》的写作立意：皮凯蒂想让我们认识到，经济运行不会自然地推动更大的经济平等。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他提醒我们不要将解决不平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寄希望于市场力量。


  对市场的乐观主义信念放错了地方，皮凯蒂的这一观点来自其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他在三个地方同正统经济学方法有所分歧，而我们会看到，这些都与女性经济学主张的观念相契合。首先，皮凯蒂创建的理论是根据对数据的直接实证回归分析做调整的，而非削足适履式地为了符合理论需要而对数据做删减拉伸；其次，皮凯蒂放弃了排斥直面历史和真实世界中的数据与问题的狭隘模型化研究思路；再次，皮凯蒂把制度与实践的相互作用纳入研究，拒绝将市场背后的产权和谈判能力视为外生因素。另外，相比经济学家的通行做法，他还非常广泛地借鉴了其他社会科学的视角。22


  至少在经济学界内部，《21世纪资本论》背后的支撑数据已广为人知。皮凯蒂与伊曼纽尔·赛斯于2003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开拓性论文，指出收入不平等超出了我们之前认识到的程度，顶层1%人群的收入份额已高于20世纪早期“镀金时代”以来的任何时期。23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从这些数据中得出了他眼里的合乎逻辑的结论：随着收入积累成资本并凝固为继承财产，死者的财富在重要性上将压倒生者的财富。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富人财富通过利润率实现的自我增值率，我们就会看到不平等状况的不断恶化。


  皮凯蒂预测这将长期持续，因为该过程会自我强化，“当资本回报率超出产出和收入增长率时，也就是19世纪发生过以及21世纪很可能将再次出现的情况，那么资本主义就会自动产生严重与不可持续的不平等，严重侵蚀作为民主社会根基的贤能主义价值观”。24


  皮凯蒂否认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可以显著改善增长率，而且认为即使能够改善，也只有在增长率高于资本回报率时，才能开始降低（而不只是减缓）不平等恶化的程度。 25他在《21世纪资本论》结尾处提出了自以为唯一合理的政策主张：决策者应该实施全球财富税，以降低资本回报率。为描述这一社会制度，皮凯蒂发明了一个新说法，“我们目睹的现象是富裕国家的私人资本自1970年以来的强势回归，或者换个说法，是新的世袭资本主义的崛起”。26他认为该制度的基础是继承财富，其主要特征与20世纪之前的西北欧经济体类似。


  不过，我们的经济正走向继承为主导的说法并不符合数据展示的有关趋势：如今富人群体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劳动，而非资本。乐观派人士能够以此为据，希望皮凯蒂推测的景象不会成为现实。图15.1和图15.2复制了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的论述成果（都只包含美国的情况），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显著提高。在今天的美国，不平等水平已高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以来的任何时期（见图15.1）。可是，如今顶层群体的收入构成与20世纪早期存在差异，资本收入在当时是顶层0.1%群体的最大收入来源，而目前的顶层0.1%群体约有一半的收入是来自劳动。尽管财富收入自1980年以来快速增长，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仍然在提高（见图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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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1 把顶层收入分解为三个部分，1913—2014年

  


  资料来源：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no. 1（February 1，2003）：fig. 2.Updated to 2014。


  只有把考察范围缩小到顶层0.01%的极高层之后，如今来自资本的收入才与劳动收入相当。图15.3A与图15.3B显示了顶层10%群体在1929—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的工薪收入、商业收入与资本收入各自所占的比重。图15.3A表明，1929年，工资收入在顶层10%群体的全部收入中占据较小的份额。而图15.3B表明，到2007年，顶层群体的收入来源有了显著变化。顶层10%纳税人有85%的收入来自雇佣薪酬，其中包括股票期权和其他类型的与雇佣直接相关的非工资报酬。这意味着对如今的高收入者而言，工作是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对顶层人群也是如此。而且即使对收入来自资本的高收入者而言，其资本也主要是因为之前的工作或各人的幸运所得。只有在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2]把财富传递给继承人这类事件中，我们才开始看到顶层人群出现皮凯蒂所说的世袭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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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2 顶层0.1%人群的收入占比与收入来源

  


  资料来源：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no. 1（February 1，2003）. Tables A3，A7，and A8，col. P99.9-100. Updated to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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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3 在如今的超级富豪中，薪酬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要高得多：顶层10%群体的收入构成

  


  资料来源：Table A4，rows 1929 and 2007，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no. 1（February 2003）：1-39. Tables and Figures updated to 2013 in Excel format，January 2015，参见 http://eml.berkeley.edu/~saez/TabFig2013prel.xls。


  当然，这与一两个世纪之前的情形截然不同。在过去，如果你生长于一个西北欧国家的超级富有家庭，你很可能会是地产业主家的孩子（比如属于有土地的乡绅群体），或者是托了先祖商业投资的荫庇。


  把图15.1、图15.2、图15.3A和图15.3B结合起来，假如皮凯蒂所谓的“过去吞噬将来”的悲观主义预言成立，那么我们应该会看到顶层人群的收入来源从劳动重新回到资本。皮凯蒂认为，这将通过继承逐渐实现。27当今的高收入者将比低收入者有更多储蓄，因此随着时间和世代的积累，高收入家庭将积累起更大数额的财富并转交给子女，使不断增加的财富存量带来的资本收入最终超越劳动收入。所以即便正统模型正确无误，所有报酬（包括极顶层群体）都是基于业绩贡献的，遗产制度依然会慢慢把我们带入一个资本收入（而非劳动收入）重新成为顶层群体主要收入来源的世界。


  皮凯蒂指出，要理解这一不可避免的回归世袭资本主义的经济作用过程，制度因素的加入至关重要。他敦促经济学家超越正统模型的理论预测，并致力于设计一个把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动态相互作用纳入体系的理论模型，而经济学家传统上是将这两个市场作为不同议题来处理。皮凯蒂把制度因素纳入他所说的“资本主义体制”中，意味着不考虑制度背景的任何增长理论最终将被证明是不完备的。他似乎很反感别人认为其分析带有“决定论”色彩的说法，即认为r > g这个不等式是先天注定的，而非理解为在长期影响资本积累的制度、社会实践、家庭结构和规范等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对当前现实和未来趋势的客观描述。他于2015年在《经济学展望》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经济学界对《21世纪资本论》的接纳做出回应：“归根结底，真正重要的是经济理论同制度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在教育、劳动力和财政制度等方面。”28该文章的结论部分称：“更普遍地说，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对不平等状况的研究与对制度变化的研究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29


  虽然皮凯蒂对正统经济学理论有若干明显突破，并强调了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却没有完全放弃标准理论模型。本书的若干章节也已指出过这点，尤其是苏雷什·奈杜的第5章。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皮凯蒂的分析中，借用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的说法，制度的作用是“权宜之计”。30我们可以从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看到，皮凯蒂发现边际理论无法解释顶层人群的工资水平，却承认技能需求取决于产品和服务生产中可用的技术状况，技能供给取决于教育获得，而没有提到有大量研究文献显示制度因素对不同收入层级的工资设定有重要影响。31可见，皮凯蒂一方面认为正统模型不能解释顶层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设定，另一方面又不承认该模型对其他工资收入层级的解释存在缺陷，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性令人感到困惑。


  幸运的是，女性主义经济学至少给一部分难题提供了可行的思路。下面我们将转入该领域的内容。


  女性主义观点


  我们先看看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能为我们分析r和g相互作用增加哪些思考。


  这一研究领域相当年轻。国际女性主义经济学会及其刊物《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都是在1993年才发起的。该学会和刊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对经济问题的女性主义研究”。学会的创始学者之一朱莉·纳尔逊在近期的百科全书条目中概括了其核心理念：“女性主义经济学这一领域，既包含从解放视角来分析性别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涉及批判性地研究经济学科中的偏见。”32


  与皮凯蒂类似，女性主义经济学通常把数据和量化放在理论构造之前。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女性在家庭中无报酬劳动的价值，以及更普遍的家庭生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沿着这样的线索，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一项早期重要成果是玛丽莲·华林1988年的里程碑式著作：《如果算上女性》。该书反思了国民收入核算的问题，由著名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撰写引言。华林详细描述了女性的无报酬贡献如何被国民经济数据忽视，及其对于我们理解女性在家庭乃至更广泛经济生活中的贡献造成的影响，而且提供了把无报酬劳动纳入统计的数据修订工具。33将无报酬劳动纳入国民账户核算的努力仍在继续，2016年，美国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把“非市场家庭生产”纳入计算，会使1965年的美国GDP提高37%，2014年的GDP提高23%。34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研究在原理上类似于皮凯蒂同赛斯及祖克曼合作开展的工作，他们希望将分配数据纳入国民账户核算中。35


  同样与皮凯蒂类似，女性主义经济学试图超越正统理论模型的限制，把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和跨学科研究上。女性主义经济学接纳了市场在社会架构内运转的观念，因此，揭示市场在这些架构内如何运转的特征变得非常关键。正如纳尔逊所述：“承认社会信念和权力结构对性别化经济结果的重要影响，依然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标志之一。”36早期的一项主要成果是对“理性经济人”的反思，加上更普遍地强调行为经济学的视角。作为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作品之一，朱莉·纳尔逊与玛丽莲·费伯于1993年汇编的《超越经济人》汇集了诸多学者关于社会信念与权力结构对经济生活重要性的讨论。37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大量研究发现，制度和社会规范影响着雇佣劳动的结果，而且比皮凯蒂想探究的议题走得更远。特别是，女性主义经济学长期以来聚焦于持续给不同性别和种族群体造成经济结果差异且同生产率无关的制度因素。


  皮凯蒂对人口结构的差异缺乏关注，或许是因为其数据选择所致。虽然他的数据库独一无二，为收入和财富研究提供了历史视角，但也存在与任何数据库一样的局限性，并影响到其核心理念的推导。皮凯蒂及其合作者最倚重的对美国的数据分析单位是“纳税单位”（tax unit），通常是指家庭，而家庭中的成员也可以分别申报。这一官方数据本身并不能提供人口结构（尤其是种族和民族）或家庭关系的详细信息。研究者或许可以借助个人身份信息将其同其他数据进行匹配，但很少有人能触及如此细节的数据层级。于是，皮凯蒂采用的数据隐蔽了家庭内部的情况以及不同族裔的财富积累情况，所以即便存在可能，也非常难以仅从这些数据观察到隐含的社会制度的影响。


  在皮凯蒂与赛斯的突破性研究之前，学者们对不平等问题的思考并不像这样忽略人口结构因素，因此将两者结合起来或许能有所帮助。20世纪80—90年代的不平等研究通常聚焦于人力资本对个人或家庭之间差别的影响，并很注意种族和性别因素。本章的研究将试图做出调和，一方面是正统理论模型的乐观结论，另一方面是生产率差异无法解释的经济业绩差异新发现的事实。本研究将更多利用算力，并关注大规模的全国调查结果，对美国而言，主要是指人口普查局的当前人口调查以及其他全国层面的调查。38


  更深层的一个担忧是，皮凯蒂没有考虑制度和社会规范中的性别因素，而这些对他认为至关重要的经济作用过程有直接影响。尽管皮凯蒂本人认为不平等与制度有关，却没有考察婚姻和家庭对现代经济中的财富传递有何影响。这一思考缺失的迹象之一是他选择用（其母语法语中的）“世袭资本主义”（patrimonial capitalism）来标注当前的社会制度。皮凯蒂借助该术语来描述基于继承关系的经济体，但对英语世界的人来说，“patrimony”一词不单单代表继承，以“pater”开头的词汇在英语里暗指父亲，因此“patrimony”意味着男性继承关系，“世袭资本主义”也就意味着将女性排除在财产转移之外的一整套制度和实务操作。39


  这当然不是皮凯蒂的本意，但背后有没有什么潜在的启示呢？尽管皮凯蒂没有说继承只能通过父系（pater）进行，但正如简·汉弗莱斯在《女性主义经济学》期刊中的评论所言，他从未分析过继承中的性别问题。例如，皮凯蒂书中提到了19世纪早期的许多小花絮，以强调制度或文化规范对婚姻和继承模式的作用，但他没有谈到其中的性别差异特征。《21世纪资本论》中唯一提到“性别”一词之处，是用于讨论劳动力市场底层半数人群的劳动收入不平等。40


  可以理解，某些概念在翻译为不同语言时难免伴随着含义的流失，然而性别因素对当前和历史上继承的影响与皮凯蒂的核心论点高度相关。在美国，我们依然看到不同性别与种族之间存在高度不平等，因此，认为我们正走向新的世袭资本主义的观点不能忽略在性别方面的含义。在涉及财富存量、财富继承，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议题上，不同性别面临的经济处境不容忽视。


  这方面的探讨相当重要，因为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女性主义学者明确参与《21世纪资本论》的相关讨论。2014年春，当本书的联合编著者准备罗列可能加入的学者名单时，我们搜寻了所有可以找到的关于该书的评述。我们发现了700多个在线页面，但只有屈指可数的极少数女性学者在当时发出过回应。当年8月，凯瑟琳·盖尔提到她只知道有一篇由齐拉·爱因斯坦（Zillah Eisenstein）所著的女性主义视角的评论得到发表。为改变这一形势，她邀请了5位女性学者（包括我在内）来回应该书提出的相关议题。41很快我们看到，黛安·佩龙斯在《英国社会学季刊》发表了论文，强调性别因素在不平等演变的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42


  把性别问题的视角加入皮凯蒂的研究


  我们已经看到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会如何影响正统经济学理论。这对皮凯蒂的研究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具体来说，皮凯蒂对21世纪的进程预测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会是何种景象？皮凯蒂认为，我们正在步入世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假以时日，超级富豪的主要收入来源将从劳动转向资本，并把我们带回曾在19世纪乃至更早时期占据主导的基于继承体制的经济模式。皮凯蒂也承认，当今世界已不同以往。其中一个关键的制度变革是女性拥有了与男性同等的法律和经济权利。如今的简·奥斯汀有可能获得高薪职位，也可以与其兄长分享继承财产。长子继承制的转变意味着有闲暇的女性会同有闲暇的男性并存。我将首先讨论增加性别视角会给数据带来的变化，继而分析这会如何影响皮凯蒂悲观主义预测的有效性。


  数据：性别因素关系重大


  与皮凯蒂类似，我的讨论从数据起步。皮凯蒂的描述性分析集中在纳税记录数据反映的不平等变化趋势上，不过这一分析没有考虑贤能主义经济及相应的婚姻如何影响分配阶梯中顶层人群和其他人群的不平等状况。皮凯蒂在其著作第11章“业绩与继承的长期影响”中并未讨论女性就业率提高或相应婚配关系对继承模式的作用，也没有涉及性别或种族对谁能成为超级经理人的影响。可是，如果不了解婚姻、两性关系与家庭方面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就不可能弄清楚继承的状况。


  从历史上看，婚姻市场的创建是为了使家族不仅能传承财富，还可以确保自己的社会地位。皮凯蒂经常提到简·奥斯汀的小说，书中的许多杰出女性在春天造访伦敦或巴斯市，以参加英国社会的婚配聚会。劳伦斯·斯通如此介绍过英格兰的婚姻史：“19世纪下半叶在伦敦和巴斯发展出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从上层阶级父母角度看，这极大地拓展了选出满意婚配对象的空间，因为增加了可能满足必要的财务和社会地位标准的潜在对象的人数。”43


  不仅是对上层阶级，下层阶级的家庭同样用婚姻作为维持家族地位的手段。农民让儿子迎娶带着土地或牲畜作为嫁妆的邻家女儿，可以增加其占有的土地数量。皮凯蒂当然承认这样的作用机制，因此他才会大量引用巴尔扎克、奥斯汀及18世纪和19世纪其他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讲述了婚姻市场如何在过去的世袭资本主义下运转：没有继承财富的人受到鼓励，尽力同可以改善其生活状况的家族联姻，这通常意味着跟比自己富裕一些的人结婚。44


  皮凯蒂借用了古老小说中的段落，但他没有关注到这些故事在性别或种族方面的含义。此类故事还凸显了家族对于决定某人社会地位及其能否加入精英阶层的重要性。例如，皮凯蒂提到过巴尔扎克塑造的角色尤金·德·拉斯蒂涅，在《高老头》中，一位名为沃特兰的阴损人物告诉拉斯蒂涅，要真正变得富有，他绝不能埋头学习法律然后执业，而是必须娶一位阔太太。沃特兰推荐了一位既不漂亮也不迷人，却有意愿的女子。但后来发现沃特兰介绍的这位继承人不是其有钱父亲的婚生子女，因此为获得继承权，拉斯蒂涅还必须杀害其兄弟，一位合法的婚生子且有先见之明的人物。45这个例子揭示了婚姻和财富制度的三个要点：第一，在小说创作的时代，未来财富的主要来源是资本，而非劳动；第二，财富积累影响着婚配对象的选择；第三，它与决定性别关系的特定约束密切相关。如果高收入来自大额资本财富的继承，那关键就在于弄清楚谁是合法继承人。皮凯蒂关注到了第一点，却没有考虑后面两点。


  皮凯蒂借助文化典籍来说明古老的世袭资本主义如何植根于具体社会场景，可是在描述现在的社会背景时，他却变身为老套的经济学家。他对如今的文化或社会规范言之甚少，也没有充分利用现代小说或电视直播秀来讨论个人的种族、民族或性别会如何影响其财富的获得与积累。与过去一样，找到合适的配偶依然是财富积累以及确保子女社会地位的关键所在。如今这类婚配社交活动的面貌已大不相同，人们关心的不仅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来获得收入阶梯顶层的工作职位，还考察潜在婚配对象是否拥有“合适的”职位或能够在将来谋得该职位的教育资历。除最富裕家庭外，女性的收入对家庭收入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另外，家庭的社会地位传承主要是确保其子女（很多时候不论性别）积累起恰当的人力资本，以及有着获得顶级工作岗位的人脉。46


  人们和谁结婚，对决定其经济状况依旧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各个家庭如何合并其收入，而皮凯蒂的数据对此没有贡献。关于选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的研究文献告诉我们，高收入男性和高收入女性越来越多地互相结合。这与关于人们求偶要求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对高收入潜力的偏好在提高，而且对男性和女性均是如此。男性依然比女性更看重外貌，不过男性和女性都越来越看重有高收入潜力的对象。此类偏好变化，加上女性整体上的教育和收入水平提高，带来了选型婚配的增加，在双方的创收能力上更多出现门当户对的现象。47


  这里也涉及地理因素的作用。婚配市场通常是地区性的，人们与自己同一城镇的人结婚，而随着收入不平等在地区间扩大，也可能加剧选型婚配。美国的最高收入工作岗位集中在少数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特区等，这些地方吸引了胸怀大志、颇有教养的人才。48好工作在地理上的集中刺激了婚配市场聚集到这些地方。当然还有大学，年轻人在那里为争取好工作做准备。这些地方已成为21世纪美国婚配市场的要塞。例如，普林斯顿大学1977届校友苏珊·巴顿最近给母校毕业生写了封公开信，鼓励她们“于毕业之前在校园里找个丈夫”。她指出，毕业生的同学很可能会是她们能遇到的最为出色的婚配对象之一。她还提到，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你跟谁结婚对人生前景的影响同你的职业选择一样重大。但与一个世纪乃至更早之前的社会上层人士所做的类似选择相比，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49


  婚姻状况往往会强化一个人在经济阶梯中的地位，对不平等状况与经济流动性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丈夫和妻子的个人收入同他们自己父母的收入以及配偶父母的收入均高度相关。劳拉·查德威克与加里·索伦发现，子女配偶的收入与子女自身的收入相对于父母收入的弹性水平相当。50在美国，女儿组建的家庭的收入相对于父母收入的弹性约为0.4。51另有学者根据对德国和英国的研究发现，父母与自己的永久家庭收入的协方差中有40%～50%可以归因于婚配对象。这一效应是因为配偶的人力资本之间存在强相关性。52皮凯蒂并不认为经济流动性是减小不平等的有效方式，但他的数据无法显示婚姻模式发挥的作用。


  家庭成员之间的收入高度相关，听起来非常类似于简·奥斯汀小说中描述的婚配市场。我们今天仍可以看到同类型文化作用的现象。例如，脸书公司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就在其著作《向前一步》中提到，找到合适的对象会如何让人生截然不同。她以自己同戴夫·戈德伯格（Dave Goldberg，婚后不幸去世）的婚姻为例，说明拥有一位支持你事业发展的伴侣会如何帮助你在职场上取得成功。桑德伯格讲这番话是特别送给年轻女性的，但其建议显然对男女双方皆可适用。53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女性就业水平的提高缩小了家庭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减缓了走向以继承为基础的社会进程。布伦登·杜克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借用玛莉亚·康西安与黛博拉·里德开创的方法来测算已婚女性的收入变化如何影响不平等的变化。54康西安与里德估算出，如果已婚女性的收入自1979年以来没有变化，那么1989年的不平等水平会是多少。杜克将这一分析扩展到1963—2013年，发现“若已婚女性的收入没有变化（实际增幅为25%），不平等程度在1963—2013年会提高38.1%，如果这50年里没有女性收入的变化，不平等恶化的速度会提高52.6%”。55


  婚姻模式同样会影响遗赠。同样的还有，许多家庭给子女提供的是得到良好工作岗位的通道，而非（或不仅是）金融及实物资本，在21世纪更是如此。美国经济在最近数十年最令人惊讶的一个情况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模式出现巨大差异。过去的普遍情况是，大多数（当然并非全部）儿童由双亲家庭抚养，对所有收入水平均是如此。56根据菲利普·科恩的研究，1960年，在位于收入分配底层1/3的家庭中，14岁及以下儿童仅有1/5与单身母亲共同生活，而这个数字到2012年已超过2/5。57如今，尽管收入阶层顶部的家庭仍在婚姻状态下抚养孩子，通常是母亲和父亲都有待遇不错的工作，收入分配底层家庭的孩子乃至很多中层收入家庭的孩子却有很多同在职的单身父母生活在一起，其中大多数是单身母亲。58


  家庭模式的这些变化，以及对孩子的人力资本做大力投资的需要，已导致家庭之间出现分化。萨拉·麦克拉纳罕描述说，专业人士的家庭会推迟结婚和生育，离婚与婚外生育子女的概率较低，母亲就业率较高。相对于40年前的同类人群，做母亲时的年龄更大，拥有高薪职位的比率更高。她们对子女抚养的投资也毫不吝惜。59安妮特·拉赫指出，其研究中的中产阶层以上家庭关注所谓的“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即强调开发孩子的天赋，而这要求付出大量时间，对双职工家庭可能颇有挑战。因此，除了自己投入时间帮助孩子发展外，有支付能力的家庭通常会把这些任务外包给家教，或者让孩子参加昂贵的课外班和暑期补课活动。60所有这些现象都意味着相比低收入乃至中等阶层家庭的子女，最强势家庭的孩子不但拥有多得多的经济资源，其父母还会深度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与未来发展。


  预测：性别因素重要吗？


  与任何出色的经济学理论一样，性别关系的变化对皮凯蒂的预测而言有两种可能的影响，它们作用的方向相反。第一种，尽管我们可能正走向以继承为基础的社会，遗赠的资本规模却会小于19世纪。当时大多数的继承财富都归长子，当然他也对寡居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负有一定的社会（而非法定）义务。这种情形对如今的年轻继承人而言已不复存在，现在父母们通常会给子女平均分配遗产，即使某个孩子所得较多，他也没有法定或其他义务供养其他家庭成员。家庭财富在子女之间的分配将放缓资本集中速率，但假以时日，仍可能如皮凯蒂所言“回到19世纪”。第二种影响是关于富人的行动。皮凯蒂指出，经济精英拥有政治权势，超级经理人拥有经济大权，但他并未明确阐述能否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权势来重新确立他们在经济阶梯上占据有利位置的规则。


  表15.1总结了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以继承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以及这对女性的公民和经济权利在今天乃至将来的影响。在我看来，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形。第一种，性别身份并不重要。富有的父母会把财产平均遗赠给所有的儿子和女儿，相比只有一个孩子继承财产的经济制度，每个孩子得到的继承财富更少。这一新做法，加上维持高生产率以及在职场上充分利用男性和女性天赋的持续经济压力，会促进顶层群体持续的性别平等。第二种，属于反乌托邦式的情形，女性将丧失公民和经济权利。在此情形下，以男性为主体的富人将利用扩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势来瓦解性别平等的保护措施。这有可能出现吗？是的，因为获取继承权比获取人力资本更容易。讽刺的是，这是把我们带回奥斯汀时代的一种性别因素驱动机制，虽然皮凯蒂没有在他对19世纪或20世纪的分析中提到性别因素的作用。


  
    表15.1 以继承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和性别方面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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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我们关于经济增长率（g）的预测可能有重大启示，有必要在此阐明。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第2章所述（正统经济学理论中对此也有充分讨论），除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外，增长率还取决于人口特征，尤其是人口增长率。反乌托邦式情形不仅削弱了经济和政治公平性，还会拖累经济增长率，使皮凯蒂关于不平等不断扩大的预言加速实现。


  首先，我们来看看人口增长。关于女性的经济与政治权利状况对生育率的影响已有充分研究，在女性的公民权利与经济机遇更好的地方，她们的子女数量更少而寿命更长。背后的部分原因是当女性获得更大经济权利时，她们也会获得医疗服务及其他服务，从而提升其子女顺利长大成人的概率。此外，获得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女性将有更强的能力决定自己的生育，并推动更普遍地赋予女性这些权利的相关政策。


  其次，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女性对生育权的控制力以及经济贡献能力增强，将直接影响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类型（包括未来的创新）。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每个孩子得到的投资会增加。随着将来的经济回报提高，女孩也将有机会接受教育，即使女性最后没有加入劳动力大军，也会促进孩子的成长。在性别更平等的社会里，女性是经济活动的充分参与者，她们有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提供支持，以解决工作和生活的冲突，并促进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这些都会如上所述提升经济增长率的水平。


  皮凯蒂强调了通过子女教育投资进行资本转移的重要性，但他没有考虑到公式中的家庭一侧，只提到养育子女的决策“受到文化、经济、心理及与个人选择的生活目标有关的个体因素的影响。这些决策或许还取决于不同国家决定提供或不提供的物质条件，即为了让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相协调而开展的学校教育、托儿所服务、性别平等措施等。此类事务无疑将在21世纪的政治议题与公共政策中占据更突出的地位”。61我们是否会开展这方面的政策对话，将取决于未来是继续坚持性别平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向反乌托邦的困境。


  乐观情形：继续推进性别平等


  在18—19世纪的世袭资本主义巅峰时期，根据法律规定，继承具有父系性质。在历史上，美国（以及受英国普通法制度管辖）的女性受所谓“依从丈夫保护的妻子身份”（coverture）的约束，意味着她们一旦结婚，就会丧失所有财产权利。美国的部分此类法律被《已婚妇女财产法案》（Married Women’ s Property Acts）取缔，这是从1839年开始到随后数十年通过的一系列各州法律。然而直至20世纪60年代，此类剥夺女性权利的法规才被完全废除。在此之前，美国已婚女性如果没有得到丈夫的许可，均无权开立银行账户。到1974年通过《公平信贷机会法案》（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之后，在信贷获取方面歧视女性才成为非法行为。62与继承相关的法律改变缓慢不仅是美国遇到的问题，英联邦国家直至2015年实施《珀斯条约》（Perth Agreement）后，长子继承制法律才从偏向男性转向纯粹的长嗣继承制。63在此之后，假如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生育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即使后来她有了弟弟，她依然会是英国王位的优先合法继承人。


  有人可能认为，如今的继承法律和继承模式的平等性质可能带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质。显然在家庭内部，我们并未看到父母有选择地把更多遗产留给儿子而非女儿。经济学研究发现，至少在美国，父母对男性和女性后代的遗赠是相当公平的。根据保罗·门契克的研究，这一模式即使对极高价值的资产依然适用，“男性继承的份额并未随遗赠财产规模的扩大而显著上升，男性所获遗赠的财富弹性等于1，长嗣或较早出生的子女所获遗产并不多于其弟弟和妹妹”。64


  皮凯蒂认识到，如今的继承模式有更大的分散性。在对法国的分析中，他发现尽管继承财富总量已提升至很高水平，但由于分散到更多人头上，单个人得到的继承财富数量变得更少。这给个人加大了压力，除了可能获得的继承财富，他们还要专注于从劳动力市场获取收入。这进而会鼓励上述对人力资本的大量投资以及选型婚配，令皮凯蒂的悲观结论得到缓和，值得在未来深入研究。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遗产分配模式越平等，总财富分配就越平均，这会使财富回报率（r）的长期提高速度慢于之前的预测。65


  然而也有证据显示，父母给子女留下不同类型的财富，某些少量证据表明女儿得到的人力资本投资少于儿子。尽管女性与男性从父母那里继承财富的机会相当，男性继承家族企业的机会却更大。保罗·门契克在一篇旧文里指出，“企业资产转移模式的证据显示，对于由业主经营的企业，儿子更有希望继承家族企业，虽然财富继承本身具有性别平等性质”。66社会学研究文献则称，即使在当代的美国，父母对儿子的教育也会投入更多资金。有学者利用新方法去分析谷歌的搜索记录，发现利用谷歌网站的美国父母搜索“我的儿子是不是天才”的次数是搜索“我的女儿是不是天才”的2.5倍，而查询“如何让女儿减重”的次数则是查询“如何让儿子减重”的2倍。67看起来，父母依然更加关心女儿的外在形象，而非她是不是班级里最聪明的学生。


  令人担心的一点是，如果像简·奥斯汀时代那样，女性的价值再次更加紧密地与能否钓到金龟婿联系起来，这是否会对女性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带来负面影响？女性的政治影响力存在路径依赖性质，因此这不太会发生。随着女性获得的大学学位乃至研究生学位的数量超过男性，她们正在逐渐加入专业人士的行列，不会轻易回到主要从事家务劳动的状况。68但鉴于这一路径依赖对半数人口的重要意义，其稳固性还需要放到资本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提升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如皮凯蒂指出的，“法国今天的继承模式更难以精确描述以及用政治手段来纠正，因为它是广大人口之间的普遍不平等，而非少数精英与社会其他群体之间的对立”。69女性主义声音当然并存于皮凯蒂所称的“少数精英”与“社会其他群体”两个部分，对女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具有现实影响。如果有女性主义方面的理由鼓励广泛的遗赠，这或许是另一个有待探究的重大议题。


  反乌托邦情景：父系社会的回归


  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性别身份可能对政治产生影响。当前，男性依然占据着商界和政界的最高权力职位。皮凯蒂指出，这些人制定的规则是为他们自己量身打造的。超级经理人的报酬可以不基于“每个经理人对企业产出的贡献评估”，而是通过“较为武断、基于层级关系及相关人员相对谈判力”的程序。70他们可能利用这种权势更多地排斥女性，以及反对实施鼓励包容女性的政策，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排斥行为呢？


  首先是一些事实因素。在最高收入者行列中，性别或种族平等的进步有限。根据若干学者利用美国社会保障总署数据的研究，在1970年，顶层1%收入群体中仅有2.5%是女性，顶层0.1%收入群体中仅有1%是女性。到2004年，顶层1%收入群体中的女性占比已提升至13%，顶层0.1%收入群体中为7.8%。因此进步是存在的，但相当缓慢而小幅。此外，收入最高的职位主要由白人男性占据。71


  财富公平方面的情况也未见乐观。克普祖克与艾德龙德的研究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00年，在美国顶层0.1%和0.01%的财富持有人中，女性所占比重大约从1/2下降至1/3。另有研究发现，截至2014年，美国的492名亿万富翁（10亿美元以上）中仅有58名为女性。此外，相对男性而言，富有女性的财富更有可能是来自继承而非收入。该研究还指出，自我奋斗型女性的财富在这一群体的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仅为3.1%。尽管随着对应财富规模的不断增大，这个数字确实可能走低，但该研究表明，如果测算自我奋斗型女性人数占最富有群体的比重，依然会得到上述结论。2003年，最富有的400位美国人中仅有22位是自我奋斗型女性，另外30位女性上榜者是依靠继承财富。对男性而言，全部348位富豪中则有312名是自我奋斗型。因此，今天的富有女性更多是像帕里斯·希尔顿那样从父亲手里获得财富，而非奥普拉·温弗瑞式的白手起家类型。72


  现实情况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彼此密不可分。皮凯蒂鼓励读者把对资本征税作为降低财富回报率（r）的出发点，因为他认为提升经济增长率（g）的办法有限。然而，确保女性和男性、有看护责任和无看护责任的人拥有平等的参与机会以及经济和政治权利，应该可以提升g的水平。在过去的父权体制中，女性拥有的政治权利少得多。经济决定论者可能宣称，这是因为需要以特定的财富积累和转移方式来保留资本存量。在精英家族内部，鼓励分享的规则会削弱资本的存量，而维持总量的一个轻松办法就是排斥女性的精巧规则，除非采用嫁妆的形式。


  正统经济学理论给支持包容性政治和经济权利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但这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成为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有权势的男性是否会设法限制把高薪职位分享给女性，是否会争取在政治和经济领导层中包容女性，这些对女性的其他各种权利又意味着什么？在美国，我们依然在讨论女性是否有权决定保留或不保留胎儿，以及采取避孕手段是不是女性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论


  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一年后，皮凯蒂写道：“所有经济学概念，无论它们假装多么‘科学’，都是由社会和历史决定的知识构造，并经常被人们用来推进某种观点、价值观或利益。”73在本章中，我试图展示女性主义经济学能给皮凯蒂模型中的关键机制带来某些启示，以及可以从这一分析中得出重要的政策建议。皮凯蒂关于全球财富税是最重要的政策工具的结论依然成立，但其中是否考虑到了继承模式运行中的性别特征？如果政策制定者现在更多地关注支持女性经济独立方面的政策，是否可以既提高经济增长率（g），又降低积累速度，减缓财富回报率（r）的抬升？皮凯蒂在其巨著中仅偶然一次提及的政策，即“学校教育、日托服务、性别平等之类使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更为协调的措施”，或许真是能减缓不平等不断恶化的又一支筒中利箭。74


	[1] 本章内容曾提交给2015年12月1—4日于洛克菲勒基金会贝拉吉奥疗养中心（Rockefeller Bellagio Retreat Center）召开的研讨会。作者感谢该研讨会的所有参加者给予的极有帮助的评论，尤其是Todd Tucker、Arthur Goldhammer、Bradford DeLong与Branko Milanovic。文责自负。 



	[2] 山姆·沃尔顿，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会员店创始人，1985年成为美国首富，已于1992年逝世。——编者注 


  第16章


  不平等扩大对宏观经济意味着什么？[1]


  马克·赞迪


  作为全球最优秀的宏观经济预测者之一，经济学家马克·赞迪将分析不平等对宏观经济增长与稳定的影响。他通过自己设计的模型介绍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发挥作用的关键渠道，并利用1980年以来的不平等情况进行反事实分析。其结论是，不平等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渠道是它对经济稳定而非经济增长带来的威胁。


  最近数十年来，美国的收入和财富集中度大为提高。尽管许多美国人对此感到不安，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却视而不见，至少对那些思考经济未来表现的群体而言是如此。


  宏观经济学家的轻慢主要源于：把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倾斜同经济表现联系起来很有难度，尤其是必须在这些学者通常用来预测分析的模型里加入量化证明的时候。


  本章将介绍利用穆迪分析公司的美国经济计量模型来解释收入与财富分配变化的研究。该模型被用于若干目的，包括预测、场景构造、银行压力测试以及政策分析等。1决定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以及分配变化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机制都被识别出来并纳入该模型。随后，该模型被用于预测收入分配的发展前景及其对未来经济表现的影响。


  最可能出现的前景基本上是乐观的。与目前相比，未来的收入与财富分配状况不会严重恶化，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不会继续扩大。此外，即使收入与财富分配会变得更加倾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也不太会显著影响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然而，更为倾斜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将增大这一乐观预期的负面风险，因为它可能导致更加不稳定的金融体系与更加周期化的经济运行。鉴于美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在下降，问题会更加严峻，意味着未来遭受衰退的概率将更大，美联储及财政政策制定者对未来衰退采取应对措施的能力也会更受制约。


  不平等程度有多大？


  美国经济馅饼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过去严重了许多，对此没有什么争议。远超过1/2的收入被顶层1/5群体占有，超过1/5的收入归属顶层5%群体。还有，顶层群体的收入份额在过去30年里大为提高，顶层1/5群体所占份额提升了7个百分点，其他群体的份额都在下降。基于市场收入测算的基尼系数是普遍采用的（不包括政府转移支付的）税前收入分配指标，它在同一时期也显著提高（见图16.1）。


  财富分配的倾斜程度更甚。大约3/4的家庭净财富是由收入水平最高的1/5群体持有。2这一份额仅在过去20年里就提高了10个百分点，表明财富存量越来越集中到最富有家庭，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债务负担加剧。


  
    [image: ]

    图16.1 收入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

  


  资料来源：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Moody’s Analytics。


  同样需要注意到，当收入与财富分配更趋倾斜时，政府政策显著缓和了不平等恶化的程度。基于包含政府转移支付在内的税前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在过去15年内并没有太大变化；而基于税后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在过去20年内也大体保持稳定。近期的税收政策调整加重了高收入和高财富家庭的税负，可能进一步缓和不平等的倾斜程度，当然还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在数据上表现出来。


  还有一个要点是，虽然以个人支出测算的居民家庭消费存在严重倾斜，即顶层1/5群体占超过1/2的支出，顶层5%群体占近1/3的支出，但在过去15年里并没有更趋恶化。3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家庭的杠杆增加导致其支出在金融危机前扩大，尽管有随后的去杠杆调整，危机后这部分居民在支出中的份额并未下降。


  对不平等的解释


  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的因素很复杂，难以从数量上识别。为了在穆迪分析的模型里对国民收入分配做建模处理，研究者在美国各州层面做了不同的经济计量分析。各州的收入不平等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使我们可以开展更细致的研究。


  研究者对州基尼系数与平均家庭收入同中位数收入之比，即平均数—中位数不平等水平（mean-to-median inequality），都做了建模分析。结果表明，州基尼系数更稳定，不同年代（1980—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为0.91，平均数—中位数不平等水平则为0.66。


  用于解释以上两个收入不平等指标的简单横截面模型没有得出很多统计上显著的因素，失业属于例外，对基尼系数有强烈影响。这符合直观感受，在图示上也表现得很明确，见图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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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2 不平等与失业状况联系紧密

  


  资料来源：BLS，Moody’s Analytics。


  解释两个不平等指标更长期变化的一阶差分模型，能够更好地识别影响不平等的其他因素。这些模型是基于50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的面板数据，包含从1980年到2010年的年代变化值，以及总计153个观测值。模型中包括年度固定效应，因此聚焦于各州在10年内的相对变化。回归模型利用各州人口做了加权处理。


  制造业就业占比是州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的一致决定因素。制造业是较为理想的中等薪酬工作岗位的主要来源，丢掉工作的工厂工人为找回类似职位需要度过一段艰难时期，尤其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往往偏大，也不太愿意为了新工作而搬家。制造业就业占比还是全球化普遍效应的代理变量，最近几十年来对美国的制造商有深刻影响。


  外国移民的技能水平也对不平等有显著影响，其测算指标是针对外国出生人口教育水平的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的微观数据。低技能移民人口占比（高中学历以下）尤其重要，占比越高，对收入分配下层的本国人口的冲击越大。


  对不平等有影响但取决于模型中的不平等测算方式的因素包括：高技术产业在就业中的占比、工会员工的占比、大学学历以上人口的占比，以及大学学历以上高技能移民的占比等（见表16.1）。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对不平等有影响，并可能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因素，因为退休人员的收入较低，会消耗其资产，从而加剧不平等。该指标还反映了抚养比的变化，抚养比降低会促进经济增长和普遍的富足。


  州模型中的因果关系或许是双向的，但对某些变量而言很可能是单向的。严重不平等不太可能导致制造业就业占比或工会势力的下降，或导致高技术产业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很大的可能是后面这些因素导致不平等扩大。然而，不平等同外国移民数量和教育水平之间的因果效应可能具有双向性质。


  
    表16.1 对美国州层面收入不平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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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ns表示统计上不显著。


  资料来源：Census，BEA，BLS，Moody’s Analytics。


  不同因素有可能是对同一事物的测算。高技能移民增加会提高平均数—中位数不平等水平，教育水平提升也会推高基尼系数。有可能这两个现象都反映了人口技能提高对不平等的影响，它们都与技术变革（可以由高技术产业在就业中的占比测算）密切相关。


  总之，州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最近数十年的收入分配倾斜受如下因素影响：人口结构因素、技术变革与全球化进程，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等。


  对美国不平等状况的建模分析


  州模型能帮助识别收入不平等的某些影响因素，但对预测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许多因素在州层面难以做预测，而且技术变革与全球化等因素在州层面只能做有限的替代测算。因此还需要在穆迪分析的模型中对全美收入分配建模，这一模型与州模型在逻辑上一致，但由于州模型的局限和其他建模约束，又与州模型有所不同。


  穆迪分析的全国模型中的收入不平等是以平均数—中位数不平等指标测算的，人口结构对不平等的影响来自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表16.2）。在模型中，这是统计上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凸显了对不平等未来变化的重要性。


  技术变革在模型中表现为信息处理设备的价格平减指数变化。该平减指数的增长部分反映了这一关键技术的质量变化。4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头10年早期的技术产业繁荣期，技术迅速进步伴随着该平减指数的快速下降。而在更近的时期，该平减指数已经停止下降，表明技术进步的步伐有所放缓，当然或许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


  
    表16.2 对美国全国层面收入不平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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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该模型中的各变量具有协整性。由于这是关于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模型，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采用了Newey-west标准差。


  资料来源：Census，BEA，BLS，Moody’s Analytics。


  技术进步的步伐越快（表现为平减指数的更快下滑），收入分配将变得愈加倾斜。与此相符的证据是，对于那些在收入分配中游职业中就业的人来说，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猛烈。即使尚未成为现实，但理论上已可以认为，此类工作能够用计算机程序来取代，因此失去工作的人们因为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教育，通常会在收入分配阶梯上向下滑。当然，编写计算机程序的人则会赶上大好时机。5


  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模型中表现为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以及制造业在就业中的比重。美国经济的全球化倾向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大为增强，也就是美国最后出现贸易顺差的时候。物流与交通技术的进步，加上一系列贸易协定的达成，促进了美国经济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开放。贸易逆差与GDP的比值在大衰退发生前达到创纪录水平。不过在衰退爆发及政策制定者无力达成更多新的重大贸易协定之后，美国经济的全球化步伐停滞了。此外，在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已深入融进全球经济之后，信息及其他服务产业需要进一步全球化。


  该模型还反映了劳动力市场条件通过失业缺口（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之间的差额）与工会成员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影响收入分配。不出所料，失业缺口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头10年中期的近30年时间里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这期间的收入不平等在恶化（见图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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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3 失业缺口越大，不平等越严重

  


  资料来源：Census，BLS，Moody’s Analytics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货币政策，它的重点是控制那段时期令人不安的高通货膨胀。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为阻止通胀失控采取的措施带来了严重衰退。继任者艾伦·格林斯潘则公开采用了“机会主义式的反通胀”政策（opportunistic disinflation），在该政策指导下，为了打压通胀预期和涨薪要求，美联储对经济走低和失业走高的响应较慢。该政策对降低通胀较为成功，但明显损害了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劳动者的工资。


  工会运动在这几十年中的溃败，也让工资和其他待遇的谈判主导权从员工向雇主一侧倾斜。工会员工在20世纪60年代大约占全部工薪员工的1/4，到1980年里根总统解散航空管理员工会，这是对工会运动的标志性打击，此时，该比例已下降至约1/5。如今，仅有约1/10的员工归属工会，尽管该比例在过去十年大致维持了稳定。


  因为难以做预测，低技能和高技能外国移民没有纳入全国不平等模型，尽管他们在州模型中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因素。此外，他们对未来的不平等恶化可能会有某些抵消作用，因为流入的移民预计是高技能人员。


  消费者支出行为


  更倾斜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可能通过多个潜在渠道对经济运行造成影响。其中，较为直接的是对总消费支出和总储蓄的影响，但其程度很难分辨，因为低收入家庭的支出主要来自收入，高收入家庭的支出主要来自财富。所以我们并不清楚不平等的恶化会如何影响总体的支出和储蓄行为。


  为此，我们可以通过表16.3来思考一个假设情况。基于穆迪分析模型中关于不同收入分配1/5群体的消费者支出公式（下文将有详细介绍），把1980年（不平等状况恶化之前）和2015年的消费支出分解为顶层1/5群体和其他群体由家庭收入和财富支持的消费支出。来自收入与财富（财富效应）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存在差异：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大得多，而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效应要大得多。模型假设边际消费倾向在1980—2015年维持不变，但后文将会谈到，有证据表明财富效应随时间发生了较大变化，并且自金融危机以来显著提高。


  
    表16.3 不平等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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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BEA，Federal Reserve，Moody’s Analytics。


  把顶层1/5群体和下层4/5群体各自的收入与财富边际消费倾向乘以对应的收入与财富，将得到这些人群的消费支出。各种收入群体的支出总和为总消费支出，在1980年为1.7万亿美元，2015年达到12.4万亿美元。


  现在我们假设，不同收入群体在收入与财富中所占份额在1980—2015年间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收入与财富分配没有变得更为倾斜，然后看这将带来什么结果。它对总支出的影响将非常温和，使2015年的总消费支出略减为12万亿美元，同时也意味着1980—2015年的收入与财富分配恶化对总消费支出和储蓄行为的影响极为有限。


  还有，即使不平等造成的消费支出减少幅度大于上述分析结果，它也意味着总储蓄将会更多。从长期看，对于充分就业的经济体，储蓄增加理应会推动更多的投资，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作为上述研究的一项重要提示，致力于结束衰退的政策制定者或许应该关注提升低收入家庭税后收入与富有家庭净财富的政策。而这的确是财政政策制定者在大衰退期间通过各种刺激措施所做的事情，包括提高失业保险福利和延长工资税减免期等。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是通过扶持股票与住房价格来提振经济，使较为富裕的居民直接受益。


  对支出与收入关系建模


  不平等同总消费支出和总储蓄的联系可能较弱，但仍被纳入穆迪分析的模型中。收入分配中各五分位层级的消费支出，在该模型中是基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消费者支出调查，到2014年有超过1/4世纪的数据（参见表16.4）。6


  
    表16.4 对收入各五分位消费者支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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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该模型中的变量是协整。由于这是对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模型，可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采用了Newey-west标准差。


  资料来源：Census，BEA，BLS，Moody’s Analytics。


  各1/5收入群体的人均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包括：该群体的人均收入、股票财富、房地产以及家庭债务负担等。该模型是对数线性的，对每个收入群体都有固定效应。在模型中，收入与财富分配同消费支出的关系体现为：每个群体的收入与财富是由总收入与总财富及平均数—中位数不平等水平决定的。


  不出所料，税后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对低收入群体而言远大于高收入群体。对于收入分配底层1/5群体，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测算值约为0.86，而顶层1/5群体的这一数字仅为0.48。


  股票价格仅对顶层1/5群体的支出有影响，财富效应约为9.4美分，即股票财富每增加1美元，顶层群体的消费支出增长不到10美分。对全体消费者的隐含股票财富效应则接近2美分，与这一指标的其他经济计量测算得到的结果大体相当。7


  住房财富效应对收入分配顶层2/5群体的消费支出有影响，测算结果约为7美分。对全体消费者的隐含住房财富效应约为3美分，低于有关住房财富效应的大多数其他测算结果，当然那些测算是基于住房泡沫崩溃和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数据。


  债务负担，即居民家庭必须用于偿付债务、以避免违约的支出在税后收入中的占比，同样对消费支出有影响，但仅对底层1/5群体显著。考虑到上轮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居民家庭加杠杆和去杠杆的巨大规模，有些令人吃惊的是，债务负担并不太影响其他收入群体的支出。对穆迪分析模型中关于家庭金融压力的其他测算指标也做了检验，试图将其纳入消费支出模型，但并不成功。


  公共支出


  更倾斜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如果制约了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同样会影响经济增长。全民教育水平对生产率和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潜力极为重要，所有企业和居民所需的基础设施的质量也非常关键，从高速公路、水务系统到电信网络和空中交通管理等。


  然而，要识别收入不平等、公共基础设施同生产率及经济潜力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困难。或许富人会扭曲政治决策程序，以减轻税负，导致政府缺乏财力来支持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毕竟许多富人的子女就读于私立学校，他们的生活也更少受路面坑洼、机场拥堵这些问题的困扰。但由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接近其长期正常水平，以上说法很难得到证实，而且即使属实，也基本上不可能做准确的量化。8


  或者说，不平等格局可以通过各州内部的房产税再分配不平衡而导致公共教育支出的不足吗？房产税是公共教育的主要资金来源，而不同社区的收入与财富水平正变得越来越不平衡。全美最富裕县（位居第95分位）的人均收入同中位数县的人均收入之比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持续走高，表明最富裕社区越来越脱离其他群体（见图16.4）。尽管中位数县的人均收入同第5分位县的人均收入之比在1990年之前有所下降，表明低收入县的收入增长形成了收敛趋势，这一趋势在过去20年里却止步不前。在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各县，持续不平等使最穷的群体难以赶上其他群体。加上高收入分配顶层各县不平等程度的扩大趋势，共同反映了全国收入不平等的发展走向。


  美国各县之间的教育水平同样在走向离散。高收入的县有着更高的教育水平，并且在逐步提升。借助1990年和2000年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与2010年的美国社区调查，通过县级的人均收入数据和大学教育数据，可以从图16.5中清晰地看到这种情形。回归模型也提供了支持，表明2000年时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县在随后的10年间，25～34岁的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占比提高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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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4 较富裕的县在偏离其他群体

  


  资料来源：BEA，Moody’s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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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5 高收入县的教育水平也较高

  


  资料来源：Census Bureau，Moody’s Analytics。


  不过，各县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与教育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收入最高社区的居民会有更多子女上大学，而这些社区也会吸引更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从而实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要把这一关系做清晰分解存在困难，量化其对生产率和经济潜力的影响程度则更具挑战。


  虽然存在这一经济计量的技术困难，穆迪分析模型中的教育水平仍然部分受到平均数—中位数不平等指标的影响。教育水平又会对模型中的生产率增速和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发挥作用。平均数—中位数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将减缓教育水平的进步，从而拖累生产率和长期潜在增长率水平。


  金融稳定


  不平等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还可能通过金融体系发挥作用。低收入家庭的杠杆率在住房泡沫期间急剧扩大，是近期爆发金融危机与大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并无太多争议。


  杠杆率扩张明显表现为金融崩溃发生前数年个人储蓄的大幅下滑上。结合美联储的消费者金融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与美国金融账户（Financial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的数据，通过测算不同收入分配群体居民家庭的个人储蓄率，可以看到所有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在21世纪头10年的早期均有下跌（见表16.5）。不过，收入分配底层4/5群体事实上根本没有储蓄，居中的1/5群体甚至是负储蓄，也就是通过扩大借款或出售资产花掉了超出其收入水平的钱。鉴于该时期债务的迅速增长，更大的可能应该是扩大了借款。


  
    表16.5 高收入家庭的储蓄存在巨大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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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可以向作者咨询个人收入储蓄率所采用的的方法。Q2、Q3分别表示第二季度、第三季度。


  资料来源：BEA, Federal Reserve, Moody's Analytics。


  这样的储蓄与借款行为是否同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有关，则很难判断。有人认为存在“跟邻居比阔”的攀比心理，低收入家庭不惜赔上身家，也要保持跟富邻相当的支出水平。不过有关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此类机制的明显作用。9


  另一种可能是，20世纪80—90年代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恶化制造了更多受信贷约束的居民家庭。当信贷约束在20世纪初放松时，抵押贷款和其他消费信贷机构在危机前大幅降低了发放标准，使居民杠杆率出现剧烈而不可持续的提高，最终引起金融不稳定系数的灾难性攀升。


  大衰退导致的经济破坏再怎么夸大也不过分。冲击过后，美国经济用了近10年时间才恢复充分就业，经济总量仍一直小于之前的规模。衰退会打压生产率和劳动力水平，严重的衰退会大幅削弱经济体的增长潜力。


  在未来爆发类似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居民杠杆率剧烈提升和下降的风险，由于应对上轮危机引入的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改革，至少在短期内已被大大降低。多德-弗兰克监管改革要求各国银行持有更多资本，保持更大流动性，发放贷款时也应大大提高谨慎度。相比危机前，收入与财富水平较低的家庭在今后获得贷款依然会困难许多。


  当然，发展较快、监管较宽松的影子金融体系正在想方设法为这些居民家庭提供更多贷款。加上收入与财富分配更趋倾斜，信贷饥渴的家庭数量增加，这可能最终给下一轮金融危机埋下种子。


  利用单个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存量、周转贷款存量与非周转贷款存量的公式，穆迪分析模型描述了上述的可能场景。在该公式中，平均数—中位数不平等程度与贷款发放标准——以美联储的高级信贷员调查（Senior Loan Officer Survey）的结果测算——存在相互作用，不平等扩大加上贷款标准放松会导致家庭债务的更快增长。由此会带来更高的债务偿付负担，最终在金融体系中发生更多的违约和亏损现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平等程度不会对信贷增长、金融体系健康状况及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出显著影响。但它可能加剧信贷扩张，提升居民家庭杠杆率，特别是在不平等恶化伴随着贷款发放标准降低的情景下。假如经济由于任何原因陷入衰退，其结果是更严重的下滑。


  更剧烈的商业周期


  随着收入与财富分配更趋倾斜，经济体的周期表现也可能变得更显著，衰退的发生将更频繁。背后的作用因素是高收入、高净值家庭的储蓄行为更具顺周期性质，也就是说，他们的储蓄率在衰退期提升更多（消费相应削弱），在经济复苏期下降幅度更大（消费相应增强）。


  上述行为明显地体现在表16.5的储蓄率数据中。收入分配顶层5%的居民家庭占据个人储蓄的很大部分，其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科技股票泡沫期以及后来的住房泡沫期均显著下降，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1世纪头10年早期，该群体的储蓄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


  随着大衰退的冲击，惊慌失措的高收入居民能很快做出反应，大幅削减开支，迅速把储蓄水平提升至收入的近20%。其支出水平的急剧变化，正是经济下滑如此严重的背后原因之一。


  之后的经济复苏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高收入居民的预算更为放松。他们的储蓄率已回归正常，而相比之下，其他所有收入群体的储蓄率仍在提高，表明那些人群自衰退以来一直处于去杠杆状态。包含全部收入群体的总储蓄率则从衰退以来有轻微下降。


  富人群体储蓄行为的周期性同财富效应大体相符，随着这些人拥有的资产价值上升或下降，其支出和储蓄也相应涨落，在当前情况下尤其如此。随着婴儿潮世代进入或接近退休，以历史标准看，股票财富效应显得尤其大。该群体的支出和消费对股票价格变化特别敏感，或许是因为其股票投资组合的价值对退休后的财务状况关系重大。


  计量经济分析也证明了金融危机后股票财富效应的增强。我利用美国零售业调查（Census of Retail Trade）构建的都市区零售额数据与零售业就业数据，估算了都市区的消费函数。另外利用IXI Service（Equifax征信公司的一个部门）从全国各家大型金融机构收集的数据，得到了都市区的金融财富状况，包括股票、固定收入资产和存款等。还利用Equifax征信公司的住房价格、住房存量与抵押贷款数据，测算了都市区住房业主的资产状况。10基于金融危机前的数据，并根据模型的不同设定，我测算出股票财富效应约为1.6～3.6美分（见表16.6）。再利用零售额（约占全部消费支出的一半）做调整以后，该结果接近前文提到过的穆迪分析模型中的财富效应水平。危机后的股票财富效应则大得多，为11.7～14美分。不出所料，住房财富效应从金融危机前到危机后下降了一半左右，住房业主显然学到了泡沫破灭的教训，不太愿意利用住房资产为支出融资。鉴于住房资产抵押借款与变现再融资的条件变得严格了许多，他们的融资能力也大打折扣。


  
    表16.6 财富效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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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08年前的样本是从2000年第1季度到2007年第4季度。2007年后的样本是从2008年第1季度到2014年第4季度。所有都市区的样本都包含389个都市区域的面板数据。T统计值在括号中标出，对州内的回归具有稳健性。所有变量均为每家庭单位的实际对数值。


  资料来源：BEA，IXI，Census，Moody’s Analytics。


  对上述分析的一个合理质疑是，把2007年底作为危机前与危机后时期的数据分界线过于主观武断。住房价格在2006年早期到达顶峰，而金融危机的全部压力要到2008年中期才释放。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对跨越28个季度的消费函数做了滚动回归，这是当前的经济扩张期的时间长度，并接近本研究关注时期的平均时长。


  在大衰退之前，住房财富效应始终大于股票财富效应，唯一例外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极为短暂的高技术股票泡沫巅峰期（见图16.6）。近年来，股票财富效应仍与过去的水平相当，却显著大于住房财富效应。相比之下，当前的住房财富效应同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低点大致相当。


  通过居民家庭的股票和住房财富规模对股票财富效应与住房财富效应做加权处理后，得到的总财富效应自大衰退以来有显著波动。在2010年后期的顶峰，基于零售额测算的总财富效应达到18美分（参见图16.7）。研究中包含了自2004年早期开始的28个季度，有住房泡沫期，以及住房与股票价格的崩溃期。总财富效应自顶峰后已经下降，目前略低于8美分，同住房泡沫发生前的10年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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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6 财富效应并不稳定

  


  资料来源：IXI，Federal Reserve，Census，Moody’s 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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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7 总财富效应趋于正常化

  


  资料来源：IXI，Federal Reserve，Census，Moody’s Analytics。


  富人群体支出水平的顺周期性也可能因为危机后资产价格的波动性提高而加剧。由于估值较高，与高度变化的全球经济和货币交易挂钩，股票市场波动性的提升似乎显得尤其突出。资产市场还似乎受到流动性较低的交易影响。由于监管加强，资本与流动性要求更加严格，系统重要性大银行的经纪自营业务自危机以来规模缩减，这在固定收益市场尤其明显。因此，经济基本面的任何变动都容易造成股票、债券、外汇与商品市场的更大波动。


  鉴于当前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大为降低，周期性增强意味着经济体更容易遭遇衰退。考虑到退休潮的到来及其导致的劳动力增速减慢，潜在增长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奇怪，然而生产率增速持续走弱仍令人吃惊。


  衰退概率增大的另一因素是利率水平依然距离零下限不远，给利用货币政策应对经济疲软造成了困难。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等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则要弱很多。美国联邦政府的高负债水平与华盛顿特区的糟糕政治气氛，同样压缩了利用财政政策解决经济困局的空间。


  更具周期性、更容易陷入衰退的经济只会加剧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低收入乃至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更容易下滑，进一步影响这些群体的教育水平，甚至动摇其财务稳定，因为他们可能借入更多无法持续的贷款，导致自我强化的负向作用机制。


  要把上述所有现象反映到穆迪分析的模型中是非常棘手的。该模型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处理随时间变化的复杂关系（如股票与住房财富效应）或更具波动性的资产价格的影响。要评估美联储及财政政策制定者对未来的衰退该如何行动，同样极为困难。因此，为测算上述作用机制的影响，我利用模型做了不同场景下的模拟，这样可以针对不同场景调整模型。


  不平等峰值场景


  对于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持续恶化及其对经济表现的影响，确实有充分理由令人感到绝望。从过去30年的趋势线推断，并结合美国经济自大衰退以来的艰难历程，很容易对未来得出悲观结论。的确，对人们如何看待其财务状况的调查以及美国的分裂政治局势中表现出来的严重忧虑，至少部分反映了这种悲观主义。


  当然这样的忧虑也可能是误判，较乐观的前景是不平等水平已经达到了峰值，也就是说，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在今后10年乃至1/4世纪内不会再恶化。这不代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将有显著缩小，只是说不会再继续扩大。


  基于最有可能出现的假设集合，即基本场景，穆迪分析模型的模拟表明，平均数—中位数收入不平等预计将在未来维持不变（见图16.8）。而全体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将在未来15年持续下降，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由于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大幅增加，这本身应该会加剧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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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8 不平等达到巅峰

  


  资料来源：BLS，Moody’s Analytics。


  技术的无情进步也会加剧不平等，因为更多按部就班式的中等收入职位会消失，大多数被取代的员工会降级到收入阶梯的更下层。的确，以信息处理设备平减指数增速测算的技术变革速度在未来应该大大快于现在。该平减指数近年来基本没有变化，但预计将在未来30年里每年下降近5%。这个速度不及20世纪90年代后期高技术繁荣期出现时10%～15%的年降幅，然而以任何其他历史标准衡量，仍算得上极为迅猛的技术变革。


  相对于人口结构与技术变革对不平等的消极影响，全球化预期带来的积极影响可能有所抵消，它反映在美国贸易赤字占GDP的比重缩小以及制造业在全部就业中的占比趋于稳定上。


  这个乐观态度背后的判断是，在全球竞争中陷入挣扎的美国产业和公司已没有太多可损失的了，它们早已把业务转移到海外，或缩减规模，或因失败退出。维持经营的企业则极具竞争力，拥有全球市场的细分定位、超级技术或其他知识产权优势，或极低的成本结构优势等。


  美国经济在全球服务贸易的预期强劲增长中也居于极其有利的位置，这包括媒体和娱乐、教育和金融服务、管理咨询以及其他专业服务等。美国企业长期以来在这些领域极为活跃，而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和居民最终将变得足够富裕，对此类服务产生需求与购买力。把此类服务销售到世界其他国家，将成为新兴的大量高薪美国工作岗位的源泉。


  充分兑现全球化的好处取决于政策制定者达成新贸易协定的能力，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这些协定目前仍在美国的政治流程中拖延，它们对保护美国公司在海外的销量和与日俱增的知识产权至关重要。


  劳动力市场普遍趋于紧张的前景也应该有助于减缓不平等程度。随着大衰退以来持续的弱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乃至通货紧缩的局势，美联储采取了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美联储目前已开始让货币政策正常化，决策者仍表示他们会谨慎地提升利率，只有在经济确实实现充分就业后才会让利率完全正常化。对可预测的未来而言，失业缺口很可能为负，即实际失业率将低于自然失业率。


  婴儿潮世代走向退休也意味着美国的劳动力总量在今后15年的增长将极为缓慢，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的长期紧张。劳动力短缺可能成为问题，尤其是如果移民法规不能深入修订，以大量增加移民进入。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劳动力短缺会特别严重，表明工会化比率将趋于稳定。在过去30年严重倒向企业一边的劳资权力对比，未来有望变得平衡许多。收入与财富分配的长期不平等走势已经终结。


  并非宏观经济大事件？


  有证据显示，在世界上某些区域普遍存在的极端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发展，但美国的不平等程度似乎并未给整体经济的表现造成显著影响。或者说，尽管最近数十年来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加剧，看起来却没有严重拖累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预计未来也是如此。


  当然，这个估计是来自不平等程度已经见顶的预期。但即使事实表明这样的预期过于乐观，不平等将继续恶化，它对美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应该也不会过于严重。对此，可以假设平均数—中位数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未来30年保持与过去30年类似的提升状态，利用穆迪分析模型做模拟测算，只是该模拟没有探讨不平等恶化背后的因素。


  模拟的结果是，2045年的实际GDP会比基本场景的GDP水平减少约3 000亿美元。考虑到美国的实际GDP从目前到2045年会增加近13万亿美元，如果不平等在未来继续保持过去的恶化趋势，则30年后的实际GDP会减少不到1%。这大体上是源于总人口的教育水平偏低，及其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另外，GDP的减少主要表现在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支出下降上。


  悲观场景


  在上述较为乐观的结果之外，我们也不难构造出美国经济发展远为悲观的其他场景。假设平均数—中位数不平等程度在未来10年的恶化趋势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的情形，先不论其具体原因，看看结果会如何。在这一场景下，美国经济在未来10年的早期会遭遇一次衰退。该场景还假设，股票财富效应大于穆迪分析模型的结果，与前文介绍的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接近。


  下一个10年的早期可能发生的衰退将符合现代商业周期中常见的运动规律。由于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经济的热度很快将超出充分就业水平，工资和价格压力将增大。随着资本市场逐渐活跃，借款人将放松贷款标准，资产价格会强劲抬升，信贷快速增长。美联储将担忧通胀率和通胀预期失控，最终以加速上调利率做出响应。随着这个10年期趋于尾声，国债收益率曲线会反转。此后必然带来经济衰退，通常是在遭遇某种看似外生的冲击，给过高的资产价格和信心造成打压之后。


  在此场景下，收入不平等恶化将显著加剧衰退的严重程度。富有家庭在资产价格下跌时会急剧缩减其支出，低收入家庭则会受制于债务水平的提升。


  利率水平将快速下降，短期利率会跌回零利率下限。穆迪的分析模型允许在短期利率达到零下限时采取量化宽松措施，从而降低长期利率水平，然而货币政策将很快失去效力。另外，我们假定财政政策受限于由政府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构成的自动稳定机制。鉴于大衰退期间采用的财政刺激政策仍存在激烈的政治争议，该场景假设政策制定者不会再实施刺激措施。


  在此场景下，美国经济最终仍会复苏，但受创极为严重。距今10年之后，美国达到的实际GDP水平将比基本场景减少约2.6%。这是个非常惨淡却符合逻辑的场景。


  结论


  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裂隙扩大是最近数十年来美国经济表现中最令人不安的特征之一。这种不安关系到经济制度的公平性，以及穷人是否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经济命运。


  然而相对于上述担忧，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在思考中基本忽略了不平等议题，至少对关注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人是如此。他们的公开或隐含假设是：在测算宏观经济前景时，不平等的影响没有那么重要。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指出，宏观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大致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不平等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较为微弱，至少对美国来说是如此。即便不平等恶化会拖累长期增长率，其影响幅度也非常有限。考虑到开展长期经济预测时存在的固有误差，未将不平等恶化因素考虑进来也关系不大。


  话虽如此，却没有很大把握。不平等恶化可能使金融体系更加不稳定，因为信贷紧张的低收入家庭可能成为潜在的重大风险。经济运行可能变得更具周期性，因为占据消费支出主体的富有家庭对资产市场的加剧波动非常敏感。假如金融市场与经济的运行能够大致维持平稳，这或许不会构成大问题，但假如不稳定，则后果严重。


  鉴于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未来会大大低于过去的水平，问题将尤其突出，衰退更可能发生。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受到零利率下限与政治约束潜在收紧的影响，其效力会大打折扣，未来的衰退可能变得愈加痛苦。


  大衰退留下的一个主要教训是，衰退会给经济运行造成永久性伤害，降低增长潜力。极少有宏观经济学家的模型在做长期预测时将这点考虑进来。关于不平等对我们经济前景的影响仍缺乏很好的认识，宏观经济学家对此应心存警惕。


	[1] 笔者感谢Adam Ozimek为本章的研究和撰写所贡献的洞见、专业技能与辛勤工作。 


  第17章


  不平等扩大与经济稳定[1]


  萨尔瓦多·莫雷利


  很久以来，收入与财富分配没有被当作理解整体经济表现的关键因素，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学研究对公平议题和效率议题做了概念性的区分处理。然而需要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不平等扩大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和波及全球范围的衰退发生后。不平等是否影响了经济稳定？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为了在这方面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我们已了解哪些情况，还需要增加哪些认识？


  这些正是经济学家萨尔瓦多·莫雷利提出的疑问。在本章中，莫雷利批判性地总结了有关不平等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关系的一系列现有证据和假说，以探究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能给我们提供怎样的指导。尤其是他将挖掘经济不稳定的议题，关注新出现（或者说重新出现）的一个假说：过度不平等能带来宏观层面的负面影响。同时他警告我们，这一假说如果缺乏限制条件将无法给出稳健证明，还有许多实证和理论上的悬疑留给未来的研究。


  莫雷利有三方面的贡献。首先他展示了定义的重要性，对不平等议题有许多思考方式，不同的定义常常导致相左的结论。不平等的水平还是变化程度？个人的收入还是财富？要素收入？机会不平等？其他资源的不平等？顶层还是底层的不平等？中产阶级？此类议题的重要性可能还会上升，因为今天的研究者可以接触到的分配数据在不断增加。接下来，针对不平等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莫雷利分析了有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最后的总结部分则探讨了未来的研究路径。


  各国内部财富不平等在目前和未来的扩大，源自资本平均回报率超出整体经济增长率的宏观经济环境，从最一般的层面上讲，这正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论点之一。1


  本章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问题，分析不平等水平的变化可能在过去或将来带来怎样的宏观后果。具体来说，本章将聚焦于不平等在导致经济不稳定方面的作用，从而在关于分配公平与正义的传统议题之外，为经济资源趋于集中的现象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关注理由。2


  在宏观经济学基本上忽略不平等议题一段时期之后，一个新的假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已经出现或者说重新出现，即过度不平等可能给宏观层面带来负面影响。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话讲：“多年来，宏观经济学的主流范式……无视不平等问题，无论是不平等对引发危机的作用，还是普遍的经济波动或特定危机对不平等的影响。可是，最近的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一思路的错误，这些观点终于开始受到了质疑。”3


  假如不平等的确对经济运行有负面影响，那显然会强化利用综合性干预措施减轻不平等的主张，而此类主张目前经常只是在道德层面被提及。为促进这方面的努力，皮凯蒂的著作讨论了“重新掌控资本积累运动”以及“对21世纪的全球化世袭资本主义加以监管”的重要性。4为制约不平等加剧的压力，皮凯蒂主张对财富征收全球累进税，并认为社会国家与累进所得税“必须在未来继续扮演核心角色”。5


  本章旨在介绍关于不平等同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间关系的现有证据和假说，并对此进行批判性总结，以确认这些研究成果能给我们提供哪些指导建议。我希望由此做出三方面的贡献：首先，试图评估有哪些理论和实证证据支持不平等对宏观经济具有负面影响的观点；其次，关注我们对此类议题的认识同相关实证证据之间的差距，以便找出未来开展研究的潜在路径；再次，澄清关于不平等的概念，指出研究者采用的概念多种多样，而这种概念不一致可能对上述问题得出彼此冲突的结论。实证研究如今可以借助不断扩展的分配方面的数据，识别出影响经济资源分配的相关机制。皮凯蒂的著作则分析了国民收入如何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同个人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以及财富在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分配状况，也在该书中占据显要位置。


  尽管人类福利在概念上明显是多维度的，但本章关注的仍是经济和货币的维度。在非货币维度上（健康、教育、营养……），政治权力和影响力显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不可忽略。还有，人们可能担忧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持续性差异，无论这些群体是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宗教或地理位置来划分的。此类横向不平等或许是系统性歧视和排斥的结果，通常会联系到政治稳定与社会分裂等议题来加以研究。很自然，这样会把我们带向创建“公平竞争环境”之类的议题，凸显事前机会不平等的影响。不过一般而言，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并非两个彼此独立的现象。这一研究领域的带头人安东尼·阿特金森教授就明确指出：“今天的事后结果左右着明天的起跑线，不平等结果的受益者可以把不公平的优势传递给他们的子女。”6


  关于经济不平等可能“动摇”宏观经济的一般论点，通常可以分解为两个相互联系却彼此独立的分论点和探索思路。第一，不平等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如消费、投资或寻租行为，影响经济在多方面的表现和增长。的确，我们提到的经济不稳定有很大部分与经济的整体表现相关。在经济学领域，对不平等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史悠久，如今重新成为活跃议题。虽然增长乏力通常不会与人们所说的“不稳定”联系起来，但它有可能严重削弱宏观经济的基本面，从而成为金融动荡的根源。7


  通过这种方式，不平等可能成为破坏稳定的因素。其他方面的宏观经济表现构成了广义的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更直接表征：增长率波动幅度，增长的持久度和可持续性，衰退出现的概率及其程度和持续时间，经济体在受创后恢复正常增长的能力等。所有这些方面都很少与过度的经济不平等联系起来，得到系统性的分析和讨论。


  第二条探索思路涉及不平等同金融不稳定的关系，尤其是过度不平等可能导致宏观经济失衡，使金融体系更加脆弱，以至于任何微小扰动都可能造成崩溃。例如，近期有研究讨论了如下假说：不平等可能是居民家庭债务过度积累的驱动因素之一，导致很多家庭陷入不安（因此不够稳定）的境地。实际上，这些群体的个人经济状况或外在经济状况（如利率和住房价格）一旦发生很微小的变化，都可能触发违约，导致银行资产损失和财务损失。经济体的杠杆率过高，还可能加速或加深因为其他因素或外部冲击引发的危机，拖累复苏的步伐。


  不平等与整体经济表现


  如前所述，经济学家通常关注的是不平等通过哪些渠道影响经济活动的水平或增长率（以GDP为衡量指标）。这些内容将在后文详细介绍，不过现有研究文献还没有充分重视经济表现和增长的某些其他维度，如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增长率的持久性与可持续性，衰退的持续程度与严重程度等。鉴于这些问题相对而言受到忽视，却与宏观经济稳定更直接相系，本节将优先展开分析，然后再总结关于不平等对经济活动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的其他常见机制。


  不平等与整体经济表现的不稳定


  本节将探讨如下三个问题：不平等是否会导致整体经济表现的波动？在不平等程度更严重的国家，经济衰退的幅度是否更大，持续时间是否更长？不平等是否会导致无法持续的、更短暂的增长？


  不平等、周期与波动性


  经济不平等可能与增长周期有关，例如在阿吉翁等人的经济动态变化理论中8，投资机会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信贷市场不完全等，都是造成内生商业周期波动和短期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核心因素。9当然根据他们的理论模型，经济不稳定最终来自投资者与非投资者的二元运动，而非传统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平等。


  从收入不平等角度所做的区分，更适合解释总需求而非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和周期性。这一理念来自加尔布雷思对1929年大崩盘的描述，他指出，个人收入与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使总需求强烈依赖高水平的投资或奢侈品支出（或二者兼而有之），因此更具脆弱性和波动性。10在现代经济背景下，这一论点显然成立，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最富有人群在整体经济资源中所占的比重正在增长，并且变得更具波动性，对商业周期也更敏感。11罗伯特·弗兰克很好地总结了美国的情况，他观察到：“美国对富人的依赖，加上富人的波动性较大，结果造成了更具波动性的美国。”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一份论文支持这一假说，该研究估算出，在2003—2013年间，美国70%的消费支出变化来自最富有的顶层10%人群的行为。13


  换句话说，是富人在驱动消费和储蓄的总体动态，这与把2008年后美国总需求下降归咎于中低收入阶层住房财富损失的通常说法背道而驰。事实上，迈恩与苏非的重要研究表明，较贫困的美国家庭在2007年前的杠杆率水平极高，因此在住房价格下跌中受到的冲击最大。14这进而导致了总消费的大幅下挫及随后的就业减少，因为较贫困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15


  不平等、持续增长与经济衰退的深度和长度


  在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的国家，经济衰退是否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不平等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转瞬即逝、难以持久？近期的实证研究似乎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实证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较为严重（以基尼系数测算）的国家无法长期维持GDP的增长，一旦开始增长，就很快会被资源分配不平等释放的不稳定力量破坏。16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例的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会阻碍经济衰退后的全面复苏。17


  为理解不平等影响经济衰退的严重性和持续程度的原因，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建议将重点放在不平等造成的国内社会冲突同制度缺陷之间的相互作用上。18最关键的是，他认为由于高度的社会分裂（按照财富、族裔身份、地理区域或其他维度划分）和薄弱的冲突管理制度，经济增长在面临外部冲击时的受创程度可能更大，经济体应对外来冲击的韧性可能被破坏。具体来说，罗德里克发现，社会分裂程度较高、冲突管理制度较弱的国家在1975年后经历的GDP增长下滑幅度最严重。从宏观经济学视角看，那是高度动荡的一段时期。


  另外，潜在的社会冲突（以收入不平等测算）和“糟糕的制度”（以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指标、政府机构的素质、法治水平、政治参与竞争度等指标测算）可以解释1960—1975年和1975—1989年大部分国别增长表现的差异，甚至在控制了危机爆发时的政府政策因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的确，为应对外部冲击而必须实施的政策通常对分配有着巨大影响，而经济体中无处不在的潜在社会冲突可能推迟此类政策的实施，导致“宏观经济调控不当”，因为每个单独的社会群体都要求减轻负面冲击的负担，反生产性的寻租行为消耗的资源份额也会上升。19


  此外，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述，不平等可能制约标准的反周期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平等加剧还可能导致精英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增大，继而阻碍政府支出的扩张，如对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等。20因此，严重衰退之后的经济复苏可能会被阻滞。


  不平等、经济活动与增长


  皮凯蒂的著作明确指出了不平等造成的社会负担，尤其是继承财富在经济中的地位，可能在低增长的背景下加剧。21不过该书并未详细剖析经济增长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恶化的内生反应。事实上，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此议题相对缺乏兴趣，但对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讨在经济学研究中有悠久的历史22，从长期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立场各异的诸多理论观点。23


  现代理论通常认可的共识是，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质上是复杂的，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一方面，不同努力程度、生产率与风险态度带来的收入与财富差异被明确视为投资和创新激励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过度不平等可能助长寻租行为，阻碍经济增长。24


  类似地，个人的经济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不能控制的环境因素，如家庭背景、种族和性别等，也被认为对增长和激励尤其不利。25例如盖勒与莫阿夫认为，在不同发展阶段，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经济体从实物资本积累模式内生地走向人力资本积累模式而有所变化。26在早期发展阶段，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导致更高的总储蓄倾向，进而刺激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这一思路可以追溯到卡尔多与帕西内蒂的相关研究。27但随着经济体的富裕程度提高，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后者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人力资本则会受到信贷约束的制约，因此收入再分配政策可能既有利于提升效率，也可以增进公平。


  关于经济不平等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一直是不平等研究文献的核心议题，正如世界银行近期的研究报告总结的那样，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历了三波浪潮，在不同方向上得出了差异较大的结论。28在第一波浪潮中，某些不平等指标被证明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而第二波研究浪潮则发现了正向相关。结论的矛盾部分反映了可利用数据集的演变，也与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关。29不足为奇的是，随着学者们得到越来越一致的数据，这一领域再度受到关注，并可能持续活跃下去（另外可参阅本书第13章，赛斯对于分配性国民账户项目的讨论）。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波实证研究浪潮非常强调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实际上，这一关系可能随时间发生改变，并呈现出非线性特征。此外，把增长与不平等的所有方面合并到单一指数中可能模糊两个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


  首先，在考察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之外，我们还可以探讨增长过程的不同维度。30例如上一小节提到，近期研究已经发现，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GDP增长更加不稳定，并容易陷入更漫长的经济衰退。


  其次，通过探讨不同维度的不平等，可以加入一个复杂性要素。例如，收入不平等状况在沃伊绍夫斯基的研究中非常关键，他发现只有顶层群体的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底层人群的不平等会妨碍增长。31这与辛加诺近期在经合组织的研究结论一致，他认为估算出的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主要源自“低收入家庭同其他人群的差距，相反，没有证据表明超越其他人群的高收入者损害了经济增长”。32


  以类似的思路，世界银行研究部前任主管马丁·拉瓦利恩认为，贫困率是未来是否会出现负增长的有效预测指标。33马雷罗与罗德里格兹则采用另一种方法，利用美国的微观收入数据把不平等部分归因于机遇，部分归因于努力。他们得出的结果同上文阐述的直观结论相符，即机会不平等会损害经济增长，而根据努力和业绩给予的不同回报则有利于增长过程。34


  虽然在把上述理论架构应用于更多国家时，这些研究结果并非全都具有统计稳健性，但客观地说，第三波浪潮中的实证发现，包括提出这一术语的费雷拉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表明，特定维度的不平等可能损害经济增长，或者更准确地说，严重不平等的社会对经济增长不利。35


  由于这一议题可能在未来吸引广泛的关注，笔者接下来将更深入地探讨最关键的相关机制，以揭示不平等为何会对经济活动与经济增长产生破坏作用。


  不平等、经济活动与增长：政治经济方面的作用机制


  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是把经济机制同政治机制联系起来的关键变量，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通常认为，收入与财富的过度不平等可能带来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继而削弱经济体的增长前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的第1章提出了这一基本议题，他写道：“产出中有多大份额应归属工资，多大份额应归属利润，这一问题始终居于分配冲突的核心。”具体来说，正是“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以要素分配不平等的形式造成了分配冲突。36


  在各种政治经济学模型里，不平等状况可能鼓励实施没收充公等政策，打击生产性资本投资和风险活动，从而阻碍经济增长。有意思的是，这种征收行动的实施者既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穷人，甚至是富人，这取决于研究者采用的具体模型。例如佩尔松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认为，过度不平等会导致政府偏重再分配政策和充公性财政政策37，从而使富人更少投资于实物资本以及风险和回报较大的经济活动。38该结论来自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同法定选举权的平等分配之间的矛盾。另外，再分配偏好随着收入水平下降而提升这一事实，即假设收入水平越高，给政府的净缴纳越多，意味着民主投票的结果将反映中位数投票人的偏好。对任何平均收入水平而言，不平等程度的提高都意味着中位数收入下降，因此社会理想的税率水平将提高。当然该预测并无充分的实证支持，如皮凯蒂著作所示，顶层人群所占的收入份额与最高边际税率实际上表现为强烈的负相关。39这一现象需要另做解释。


  例如，不平等程度恶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深陷贫困，被排除在更美好的未来经济前景之外，这将强化仇富情绪，助长通过革命或盗窃剥夺富人财富的激励。40而在实施充公性财政政策时，财产被剥夺的风险将打击富人的生产性投资活动，把资源配置扭曲到保护财产权利的方向上。41


  最关键的一点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财富不平等会导致事实上的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而这可能鼓励寻租行为，让富人也可以通过“颠覆法律、政治和监管制度”来实施剥夺行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42由此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并威胁小企业主的财产权利，削弱其投资动力，从而妨碍经济增长。43


  以上分析提出了当前广受关注并有待深入探讨的若干核心问题：财富不平等是否会（通过游说活动）加剧寻租行为？经济租金（相对于纯粹的竞争性市场而言，生产要素所获得的超额回报）是不是财富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看似很简单，但量化实证分析依旧非常重要。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福布斯400强”的富豪们在1982—2012年对美国竞选活动捐赠的财富弹性为0.6~1.0。44这相当于美国超级富豪的财富每增加100万美元，平均而言就会给政治竞选多捐赠1万美元。裴基等人的有趣研究同样显示出美国富人阶层高度的政治活跃。45虽然对超级富豪人群的实证调查研究面临重重障碍，这三位学者仍利用芝加哥都市区部分社区的代表性富有家庭样本（大多数属于美国顶层1%的财富持有者）发现，约一半的富有受访者在受访前的6个月里至少同一位国会议员在办公室有过一次接触。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表示大约一半的此类接触“是为了相当狭隘的私人经济利益”。因此，巴格奇与斯威纳尔的研究发现，财富不平等同经济增长之间负相关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财富不平等中可归因于有政治关系的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46


  斯蒂格利茨最近的研究更进一步提出，经济租金也是最近数十年财富不平等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47尤其是，他认为美国的经济租金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增长。另外，经济租金从劳动转向资本，土地租金、知识产权租金与垄断权力租金的增长同样导致了租金规模的扩大，这可以部分解释同时期的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恶化和生产率停滞的现象。斯蒂格利茨指出，“结果导致，能够给财富持有者提供租金的资产价值在同比例提高，如土地、住房和某些金融财产等。因此财富总量在增加，但并未带来经济体的产能扩张”。48


  不平等、经济活动与增长：不完美信贷市场机制


  初始财富禀赋的分配状况如果加上信贷市场的不完美（不是每个人都能借到钱）也可能导致短期和长期经济表现陷入次优状态。例如，盖勒与泽拉的一项知名研究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因为只有获得足够多继承财富的人才能够负担得起教育的固定成本，成为生产率较高、掌握高回报技能的劳动者。49具体来说，在这一“叠代”模型中，财富分配同继承财富的分配相一致，本质上代表着原本有着类似天赋和品质的个人面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此外，初始财富不平等还影响收入不平等（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引起的工资差异），进而影响继承与将来的财富分配。随着不够富裕的人无法得到高生产率的教育投资，其经济与社会流动性将受到永久性伤害，由此会滑向继承财富与继承优势占据统治地位的贫困社会。假如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导致技术创新率下降，则经济增长同样会受到永久性伤害。总体来讲，更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可以保证更大的经济产出与更理想的经济表现。


  另外，不完美的信贷市场与投资的固定成本假说也适用于教育和人力资本之外的投资技术。例如，班纳吉与纽曼证实，如果较贫困的个人被系统性地排斥在创业活动投资之外，则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会对经济活动有类似的负面影响。50


  正如皮凯蒂书中所述，鉴于继承财富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增强，不平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这些机制已再度引起关注。并且如本书前些章节指出的那样，由于人力资本已成为经济优势代际转移的关键内在组成部分，上述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此外杰森·福尔曼与斯蒂格利茨认为，必须强调缺乏特定的保险市场可能放大信贷约束带来的问题。51其实即便能够借到必要的资金，但考虑到未来投资回报的风险，穷人可能依然对教育和创业活动投资不足。结果，不平等的加剧将损害经济效率与增长潜力。


  不平等、经济活动与增长：消费不足？


  从长期看，在不平等对经济表现造成负面影响的各种机制中，最广受关注的或许将是其对总消费的影响，即“消费不足”假说。收入不平等恶化——以均值保留展开式（mean-preserving spread）表示——可能导致总消费减少，这一理念由布林德提出，他的假设条件是消费函数对收入呈凹性（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52鉴于该假说在研究文献中的地位，以及总需求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下面将做较为细致的探讨。53


  消费函数的凹性得到了各种消费决策理论模型的有力支持，至少每种模型都能选出适当的版本。54此外，该假设还有强大的实证支持。例如图17.1展示了英国家庭按十分位排列（以家庭均等化可支配收入为定义）的中位数储蓄率，从中可以明确看到储蓄率随着收入增长而提高。55其他研究也以美国和意大利为例得出了类似的估计结果。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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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1 英国家庭的中位数储蓄率，以收入十分位排序

  


  注：储蓄率明显随收入水平而提高。


  数据来源：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 for years 1984 to 2000-2001； Expenditure and Food Survey for years 2000-2001 to 2007； Living Costs and Food Survey for years after 2007。


  所以，看来的确有初步理由认为不平等恶化会导致总消费减少。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按照这一思路讨论了美国的情况：“钱财从底层转移到顶层人群会减少消费，因为高收入者的消费占其收入之比低于低收入者，顶层人群的储蓄占收入的15％～25%，底层人群则要花掉所有收入。”57


  但必须指出，要把不平等恶化会降低消费这一普遍假说与现有的实证证据结合起来并不容易。以英国的情况为例，图17.2利用国民账户数据展示了全体英国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在1963—2010年的变化趋势。该图表明，在过去数十年里，排除与经济周期有关的短期波动影响后，英国家庭的总消费率似乎同顶层1%人群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测算收入不平等的一个指标）呈正相关。这点对图17.1中展示的不同收入分配人群似乎也成立，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金融危机前（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或严重恶化的时期），每个十分位收入群体的平均储蓄率都有下降。58此外还应看到，从更多国家的数据中，并未发现收入不平等（以基尼系数测算）同平均储蓄率或平均消费倾向之间存在显著关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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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7.2 家庭消费率同不平等程度相关

  


  注：利用英国的数据，顶层1%人群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变化，同全国家庭消费率变化的相关性。


  资料来源：国民账户数据。


  那么，针对消费不足假说，我们能从实证研究中得出怎样的结论？这里存在若干可能性。第一，该假说有可能完全是错误的，即不平等恶化导致消费减少的倾向并不存在。然而，既然有充分证据支持消费函数凹性的假设，我们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性。其结论是，不平等导致消费减少的倾向确实普遍存在，但必然还有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并可以在同时带来相反的影响。


  确实，继续上文引用的斯蒂格利茨的论述，我们能看到他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其他条件不变”的思维模式：随着不平等程度提高，“经济体的总需求将低于供给能力……除非出现其他情况，例如投资或出口增加等”。从消费函数的凹性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不平等恶化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但显然，一般而言其他条件并非固定不变。例如，为抵消总需求下降的压力，中央银行可以下调利率，政府也可以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以增加居民家庭的信贷可利用水平，从而促进消费。60


  先撇开债务不谈（下节将详细讨论），不平等程度提高可能同时伴随着其他若干因素的变化，会共同影响最优消费决策。尤其是，从消费选择的生命周期和永久收入模型中得出的传统解释能够拟合上文详细介绍的实证证据。例如，在理论上，不平等程度提高的时期可能同时伴随着收入增长渗透到低收入家庭，或者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较为乐观，由此导致储蓄率下降。61与之类似，财富遗赠意愿下降或者贴现率提高（消费者的耐心程度减弱或表现出“短视”特征）也可能削弱居民的储蓄动力。若财富资产价值增加或信贷条件改善，例如金融的整合与发展提高了可用信贷的价格与数量，同样会带来类似的效应。62


  把不平等对消费的直接影响与以上介绍的同时发生的其他因素区分开，将是未来研究中极富挑战性的课题。贝特朗与摩尔斯已经为解答此类问题迈出了关键一步，他们考察了美国中产阶层（第20百分位到第80百分位）的消费份额与上层收入占比的变化（收入离散度的一个粗糙指标）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表现出正相关的原因。63针对不平等恶化恰好伴随着消费增长的上述若干传统解释，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支持性证据。因此，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上层收入的变化，消费者存在直接的行为反应，而传统消费者理论通常没有考虑到这一点。64


  特别是，他们为两个假说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证据。第一个假说是，收入分配顶层的收入增长会促进经济体中的“富裕型”产品供给，这会自动提升较贫困人群对此类产品的需求。第二个是“相对收入假说”，认为较富裕家庭的消费增长会给其他人群设定消费标准，促使他们把更大份额的收入用于消费，以追随富裕群体，形成攀比之风。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不同个人的消费是相互依赖的，某人的个人福利不仅反映着他本人的消费，也取决于其消费和同类人群的相对水平。按照该假说的解释，“不平等加剧完全可能导致消费的增加，而非减少”，从而证明了不平等与总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65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两位学者认为，“消费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外部效应，促使人们更多地工作和消费，以跟上邻居前进的步伐，这对个人是理性行为，但从集体视角看则属于次优行为”。66此外，增长与稳定同样会受到影响，大体而言带来了如下两个主要启示。一方面，当不平等伴随着底层人群的收入水平停滞时，这一现象可能导致过度负债，因为需要更多的贷款支持理想的消费增长，从而造成整体经济的不稳定（下节还将深入介绍）。另一方面，不平等可能导致经济体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因为人们把更多支出用于浪费型消费，牺牲了不容易看到收益的其他重要投资，如教育等。67


  不平等与金融不稳定


  上一节的焦点是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同宏观经济表现及经济稳定的关系，接下来将探讨不平等同广义金融稳定的关系。这一区分尽管不那么明显，却具有理论意义。具体来说，我将首先简要分析不平等同银行危机的联系，然后探讨不平等同债务水平的关系。


  不平等恶化与银行危机


  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大致来说指中低阶层的平均收入停滞不前和顶层群体的平均收入增加，被视为近期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原因之一，特别是对美国来说。


  近期的实证研究针对大量的国家、年份和各种不平等测算指标，分析了这一假说，却并未发现不平等与危机之间相关的有力证据。68具体而言，莫雷利与阿特金森的研究指出，不平等的水平较高与恶化都与银行危机的爆发没有系统性关联。69该研究尽可能地收集了1900—2012年的数据，对26个国家的五种不同经济不平等指标进行分析，包括相对贫困指标、顶层财富指标、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等。70不过研究者也提道：“该结论在统计上不显著并不能排除我们要探讨的经济联系，因为从较为严重的危机以及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来看，该假说并没有被否定。”71此外，过度不平等还可能造成宏观经济失衡，却未必会导致危机。


  在近期的金融崩溃之前，宏观经济稳定的概念通常与价格稳定和产出缺口稳定挂钩。然而危机后的反思表明，崩溃之前表面的宏观经济稳定掩盖了经济失衡的积聚，如家庭负债的显著增长以及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等。72有意思的是，近期有研究文献指出，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可能是上述失衡现象的结构性决定因素之一，会使整体经济更加动荡和脆弱。73


  不平等与债务


  还有观点认为，危机爆发前观察到的经济不平等恶化还存在一个明显关联，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理论指出，不平等造成了信贷需求与供给的增加，导致债务水平提升不稳定的状态。


  经济不平等加剧给总需求和整体经济表现造成的打压可能刺激了政府放松金融市场监管，并促使中央银行下调利率。理论上，此类行动增加了对居民家庭的信贷供给，有助于提振疲弱的经济表现。接下来，富裕人群可能直接施加进一步放松金融市场监管的压力，通过对监管机构的俘获与游说来增进其财务收益。与之类似，高储蓄率、渴求新财务投资机会的富裕人群的收入占比提升，还可能增加经济体中可利用的资金供给规模，为其他人群提供更多信贷，从而助长资产泡沫。74在信贷供给之外，收入不平等加剧还可能直接带来信贷需求的增长。如上节介绍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较贫困的人可能为了跟上生活水平的提高、满足消费欲望的膨胀而借入更多债务。另外，在收入波动性扩大时，人们还可能为了平滑消费而提升信贷需求，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恶化的趋势。


  无论居民家庭债务积累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仍然非常有限），不平衡的过度杠杆率可能会让相当一部分人陷入不稳定的境地，使得个人经济状况或外在经济形势（如利率或住房价格）的微小变动也会触发违约，并给银行资产带来财务损失。75


  上一节介绍的类似阿吉翁等人提出的模型可以模拟收入分配、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周期运动，并特别适用于不平等对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影响这一问题。76不过此类模型没有考虑消费引致的借贷的作用，而这是近期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雅科维耶洛等人的研究是为数不多的将收入或劳动收入分配同居民家庭债务的供给或需求增长联系起来的研究之一。77


  在雅科维耶洛构建的模型中，经济行为人的寿命无限，在经典的永久性收入假设理论架构下选择最优的消费和债务水平。此时，面对不平等加剧（以逐渐变得不稳定的收入分布模式来测算），人们将利用信贷市场来平滑消费，如此会增加其债务存量。该模型的最终实践意义将取决于相关的实证证据：发生短期冲击与不同行为人的永久性收入差异的效应对比。事实上，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加剧主要来自不同居民家庭的永久性收入差距扩大。例如，克普祖克与赛斯针对美国的情况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年度（对数）收入方差扩大都源于永久性收入（而非暂时性收入）的方差扩大”。78对英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79


  与雅科维耶洛不同，库姆霍夫等人的模型中的关键异质性因素是经济体中的两个群体——劳动者与投资人——以及劳动者的谈判能力（由于不平等扩大而）下降，同时伴随着来自投资人的借款增加（为维持消费水平）。此外，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对该模型影响重大，而不仅仅是收入波动性的时间变化。


  那么，数据是否支持不平等与居民家庭债务共同上升的假说？图17.3总结了英国家庭的债务收入比自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来的总体情况。两次债务周期分别发生在1980年至1990—1992年的经济衰退，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有趣的是，债务积累时期通常发生在不平等（测算标准是居民均等化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和顶层1%人群的收入占比）程度较高或加剧的时期。80佩鲁基尼等人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些发现，他们分析了18个国家在1970—2007年的顶层收入占比的面板数据。81斯科纳米洛等人的类似研究则认为，以可支配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加剧，同总量层面的家庭债务提高有系统性联系。82


  
    [image: ]

    图17.3 债务积累同不平等的关联

  


  注：英国的债务积累期（从1980年至1990—1992年的经济衰退，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同不平等恶化时期重合（以居民均等化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和顶层1%人群的占比测算）。债务与不平等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8，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债务数据由阿特金森和莫雷利根据若干历史资料汇集（T. Atkinson and S.Morelli）。


  不过有若干理由认为，这些证明并非如初步印象那样确定无误。首先，从债务/净财富的杠杆率测算指标看，过去数十年的过度负债趋势并不是很明显。研究中很少利用财富作为总家庭债务的比例因子（scaling factor），但它能够凸显家庭资产的关键作用，特别是住房资产。事实上，这种测算方法能给债务的总体可持续性提供更多有用信息，因为它能够反映资产清算（要求资产能在市场上变现）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给债务提供支撑。


  其次，微观数据分析没有明确显示不平等与负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更不用说因果关系。例如，科伊比昂等人的研究表明，严重不平等地区的低收入家庭在2001—2012年积累的债务同收入之比并不高于不平等程度较低地区的同类家庭（以邮政编码区域和州划分）。83另一方面，卡尔与贾亚德夫借助收入动态面板研究数据发现，低收入和相对低收入家庭在教育程度类似的种族群体内，债务杠杆率较高。84此类研究结论的分歧凸显了对相关同类人群做正确识别的重要性，因为导致不平等与债务正相关的有关机制离不开特定社会圈层里的相对地位。例如，乔加拉格斯等人的研究利用了DNB家庭调查（DNB Household Survey）中收集的荷兰民众代表性样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包含“受访者对于其社会圈层的平均收入及同类人群支出能力的感受”，由此避免了对相关社会圈层特征的主观假设，让研究者可以估算出，人们对同类人群的收入感知水平越高，借贷就越多。85更关键的是，对于那些感觉自己比同一社会圈层的平均水平更穷的人，这种效应更为强烈。


  结论


  本章针对不平等具有负面宏观经济影响的观点，分析评估了相关理论和实证基础。此类议题的讨论没有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明确展开，对他得出的所谓资本主义基本定律必然导致收入与财富集中化的论点，本章试图在这方面提供某些补充。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以不同维度衡量的经济不平等可能会对整体经济表现和增长的多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不平等可能导致经济缺乏韧性，而且当经济体遭受外部冲击时，衰退持续的时间会延长。与之类似，近期研究还发现，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严重的国家，GDP增长更不稳定。


  应该强调的是，直到最近之前，还很少有人关注此类重要议题，而且需要更多实证研究来印证上述结论在美国之外是否成立。已有研究表明，不平等还能通过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机制、信贷市场缺陷或消费等渠道对经济活动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当然仍需要更多努力，以分离出经济不平等的各种真正的决定因素。如果财富不平等更多源于继承优势，或富人阶层的寻租和监管俘获行为，则不平等更容易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类似地，如果我们观察到的收入不平等主要源自个人之间的机会不平等，从而限制了人们的潜力和梦想，扭曲了整个经济的资源有效配置，同样可能不利于增长。若干独立的研究者与机构正在努力，以整理出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变化更为综合和更高质量的数据，这显然将为解答上述关键议题提供有力支持。


  其次，与经济学中标准的教科书式假设相反，近期研究强调了相对收入和支出攀比会如何影响人们把钱花在哪些地方，留下多少储蓄，乃至积累下多少债务。这些思考说明，不平等程度可能对总储蓄、债务存量以及经济活动水平有着直接影响。由于最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私人经济部门中由负债支撑的住房泡沫和消费泡沫的破灭，对不平等与私人债务之间关系的探讨变得尤其重要。主要基于总量数据和跨国分析的研究结果，凸显了不平等与家庭过度消费和负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可是，基于微观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却不太一致，仍需更多的实证分析来检验对该假说的有效性。


  还需要强调的是，关于个人的相对收入会影响其经济行为的假说在理论和实证上仍存在一系列疑问，有待未来的研究给予解答。例如，一个紧要问题就是做相对比较时需要准确识别恰当的社会圈层环境。要识别某人的同类参照组，最佳方法是直接询问他，但家庭调查中极少包含受访者社会影响网络的信息。86利用行政机构的微观数据，可以对同事或邻居等同类群体给出巧妙而精确的其他定义。87此外，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的现有理论并不总是把收入离散度指标同最优消费和负债决策联系起来，而是通常假设受人均消费或个人消费与参照组中同类人群平均消费的差距会影响个人效用和福利。


  最后，已经有某些理论模型试图解决上述议题，但关于消费的社会属性与效用函数的相互关联性的思考往往未能很好地解释消费决策的前瞻性。而这是消费决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给出恰当的诠释。


  到目前为止的证据表明，以不同维度衡量的不平等可能对导致宏观经济和金融不稳定有重要作用，但是没有提示出无条件的强相关关系。另外如丹尼·罗德里克回顾的那样，应该强调“不平等同整体经济表现的关系可能有前提条件，跟不平等的深层原因和许多间接因素有关，而非固定不变”，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要草率得出不平等对经济稳定有破坏性影响的新“共识”，它“可能跟过去的认识一样容易产生误导”。88


  尽管有这一重要提醒，对于不平等同整体经济表现和波动的关系，近期研究依然取得了初步的关键进展。这些研究成果给各国政府为缩小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开展有效的联合行动提供了理由，也为促进社会公平和包容性找到了直接理论支持。从现有成果中得出更具一般性的结论，并解决剩下的矛盾之处，或许是未来研究中最有意义的领域。


	[1] 本章内容引用了笔者在牛津大学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The Long Run Evolution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Macroeconomic Shocks”（2013）。另外参考了早前由Anthony B.Atkinson和Paolo Lucchino开展的得到广泛认可的联合研究。作者感谢如下人士为本章初稿提出的讨论建议：Heather Boushey、Giulio Fella、Ian Malcolm与Stefan Thewissen。最后特别感谢Joe Hasell，他的评论和贡献大大改善了本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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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章


  不平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崛起[1][2]
一部意识形态史


  马歇尔·斯坦鲍姆


  皮凯蒂历史观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当主要西欧国家和美国的不平等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期达到巅峰时，民众获得选举权不足以改变社会和经济的等级制度。他认为，是大规模的资本毁坏与战争带来的税制实现了该目标。


  在本章中，经济学家马歇尔·斯坦鲍姆描述了更复杂的历史画卷：两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确实至关重要，但这正是源于它们用民众普选权未能实现的方式摧毁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要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最终推动了左翼运动，恰恰是由于战争与大萧条让政治当权派的继续执政和政策走向破产，而这些政策本就是为了对抗国内左翼势力的政治威胁。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读起来像本历史专著，清晰描述了不平等的沿革。普选权没有制止资本主义内在的分化趋势，相反是战争以及为支持战争所需的税收做到了这一点。1


  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许摧毁了财富，但与大萧条相结合，它还摧毁了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直到全民普选权时代仍能为不平等现象提供支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这种意识形态主张，放任不管的自由市场能运行得最好，因此，源于市场的既有财富和权力就不应该受到政治上的挑战。正是这种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在整个19世纪支撑着保守主义政治，因为它促成了旧贵族同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等有产阶级的联盟，前者的政治权力延续受到肯定，后者的财富在新兴工业经济中发展壮大。两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则源自这批有产阶级在政治活动中的代理人的有意识策略，他们试图通过操纵外交和国内政策防止左翼势力崛起，以维护自身的利益。


  因此，给镀金时代画上句号的不是世界大战本身，而是从推广男子普选权到纳粹占领欧洲这一期间，世界大战与大萧条的现实灾难最终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的政策和政治运动破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源自民众普选权，但要等到精英阶层身败名裂，关于工业化经济中的财富起源和正当分配的资本主义理由遭到否定后，才最终获得胜利。


  我认为，正是这一意识形态的衰落促成了20世纪中期的平等主义时代。本章的论述结构主要针对当时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每个国家都有着并不连续的政治史，各国的政治运转都有自己的制度和社会背景。这意味着基于不同政党及其联盟面对的外部和内部威胁，当权者会做出或好或坏的决策，于是，各不相同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会极大地影响每个国家的历史。不过，西欧国家和美国在那段时期都采取了越来越具平等主义色彩的经济政策，表现为以下若干方面：


  ● 收入和财富税成为公共预算和经济政策的永久性要素，既要为战争和扩大的社会责任提供资金，又公开鼓励税前和税后的平等主义收入分配。2


  ● 政府承认集体谈判权，并采取社会保险等其他措施干预在过去被视为资方和劳方“契约自由”的领域。3


  ● 公共部门提供普遍的医疗和教育服务，还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此类社会事务取代了战争，成为政府的最主要义务。4


  ● 金本位不再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常规选项。5


  以上每个议题在最初被左翼政治运动提起时都充满争议，被视为对现有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威胁。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激进的背离，旨在推翻既有的财富与权力秩序。在推进或抵制这些主张的过程中，各国的政治体制几乎被拉伸到了断裂点，德国更是突破了极限。


  意识形态崩溃过程中出现的关键政治现象在四个国家各不相同，但可以归类。第一种是普选权本身；第二种是成立工人阶级的全国性政党，通常是同原来的政治团体联合，然后取而代之，或加入其中并带来激进变革6；第三种属于事实上的宪政改革，解除了非民主产生的政府机构的经济政策权力；第四种是工人阶级和左翼联盟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启动上述四个改革议题。


  回顾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走向失败的历史，尤其是当涉及多个国家的时候，我们或许容易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进程，将其中的每个步骤看作命中注定的更宏大事件的组成部分，但这是大错特错。幸运的是，至少就寻求合理的历史解释而言，借助后见之明，我们可以了解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正如《21世纪资本论》中极其详尽地叙述的那样，历史又出现了几乎完全的逆转。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破产绝非不可避免，因为我们已看到另一套历史和逻辑条件把它重新树立起来。用数学语言来讲，这一破产并非渐进或单调的变化过程，而是混乱无章有着重要而突出的逆转，并且未必会被再度反转。尤其是，随着徒有其表的民主政府及其依赖的精英群体试图压制大萧条期间兴起的左翼政治威胁，并为此同右翼的非民主势力结盟，当时的许多左翼观察家认为自己毕生的伟大意识形态斗争业已失败，未来已被极权主义者掌控。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可能成为终极的灾难，而非左翼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


  《21世纪资本论》认为，由于宏观经济的结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收入与财富分配趋于分化，除非被暴力事件打断。与之相反，我认为分化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限制了原本可以制衡这种分化的政策，除非这一意识形态给它所依靠的精英群体、政治派系和社会团体带来政治失败与污名，从而使其偏离原有的路线。7


  美国


  美国的历史与另外三个旧大陆的国家在某些方面颇为不同。美国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从未达到其他几个国家在镀金时代的高水平，也从未在那个时期实现男性的广泛普选权，因为有相当大比例的无产工人阶级（南方黑人）在1877年被事实上剥夺了公民权利，直至20世纪60年代。


  埃里克·福纳与其他许多人曾指出，这一白人至上主义的历史遗产除压迫少数族裔群体外，还对美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其他发达国家推行平等主义政策时，美国的类似政策相对缺乏这种色彩，因为其设计目的就是要排斥最贫困的群体。艾拉·卡茨内尔逊的著作《恐惧本身》以新政和罗斯福政府的劳动力市场监管为例凸显了这一特点。8不过另一方面，美国取消对无产阶层的公民权限制则早于其他国家，19世纪的移民在到达美国后几乎马上就能获得投票权，由此可以解释爱尔兰土豆饥荒及1848年革命导致欧洲政治难民大量涌入后，于19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的本土主义（nativism）运动。


  谈到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内战后的重建时期是合理的起点，尽管1877年群体间冲突的谈判结果导致了男性普选权倒退。美国内战前出现了早期的劳工反抗，不过在1873—1896年，尤其是1886—1896年，才是激进的工会运动快速发展的时期，人们普遍感到社会秩序受到了大工业群体的威胁。同样是在这一时期，知识精英聚集起来为后来所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站队，而这种思潮来自内战中形成的自由劳动力（Free Labor）观念。


  自由劳动力起初指代一种理想：身为雇员的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勤俭持家，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攀登，最终成为其他人的雇主。内战前，在工会支持者看来，依靠自由劳动力的北方经济的未来受到了奴隶制向西部扩张的威胁，白人的有偿工作会被取代。因此，通过确保自由劳动力制度扩大范围，并主导美国经济，把奴隶制限制在南方对确保自由劳动力制度的未来是必需的。正是这种性质的群体间冲突导致了战争，虽然废奴主义运动确实也让公众认识到应该为奴隶的利益实施人道主义干预，但那并非北方走向战争的根本原因。不过在战争真正打响后，特别是随着黑奴的解放以及招募黑人士兵加入联邦军队，自由劳动力的观念逐渐扩展，把获得自由的奴隶也纳入其中。


  1866—1877年“激进重建”（Radical Reconstruction）的目标是确保南方黑人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完成该任务的主要工具则是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它保证每个人在法律面前的程序正义和平等，并授权联邦政府为此目的干预南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强制实施该修正案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s）则给南方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增加了约束，以防止其损害黑人自愿提供或收回劳动力服务的权利。


  但随后，重建运动以及联邦权威延伸到南方地区在北方和全国政坛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尤其是在1873年金融恐慌后，共和党的自由劳动力联盟解体，对格兰特政府不满的精英退回到自由贸易、金本位、小政府等传统经济政策，并最终认为政府不应该卷入他们所说的“阶级立法”，以图改变市场运行建立的“自然”社会等级秩序。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衰退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时候，工业劳动者与小农受到铁路公司、银行及其他势力激增的“托拉斯”压迫的问题在全国政治讨论中愈发凸显，到1877年达到高潮，由于资方合谋削减工资引发了铁路大罢工，致使大多数铁路瘫痪。


  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于1879年出版，其中已关注到如下悖论，即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却伴随着所有为谋生而工作的人的苦难。亨利·乔治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按土地价值征税，以实现自然资源禀赋的社会化，这一提议在劳工运动内外赢得了数百万计的拥趸，也招致了主流职业经济学家的极端敌视，他们感觉乔治是在贩卖江湖土方，并窃取了自己的专业地位。9


  1877年的最高法院判例“芒恩诉伊利诺伊州”（Munn v. Illinois）是关于第十四修正案是否包含经济程序正义权利的首次审讯。一方主张立法不能“干预”自由市场的运行，这不同于最初对修正案的解释，即保护自由人免受劳动力市场的剥削。在此案件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支持了伊利诺伊州，该州应原始民粹主义农民组织格兰奇（Grange）的要求，通过立法来规制谷物的储存和运输价格。但在之后的30年里，最高法院逐渐扩大了公司和其他类型雇主对州和联邦法案的免责范围，同时限制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对南方黑人和美国海外领地扩展中的当地居民的保护。纽约州上诉法院于1885年否决了一项限制利用出租房屋开展雪茄生产的监管规定，理由是这损害了契约自由。由此引来一份劳工组织出版物的强烈警告：“竟然把奴役宣告为自由！”


  1886年的甘草市广场骚乱（Haymarket Square Riot）使公众对移民主导工会的态度发生逆转，到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Pullman strike）这段时间，好战的工会主义的威胁达到巅峰。在后一事件中，克利夫兰总统命令联邦军队镇压导致全国铁路系统关闭的声援罢工，并因此牺牲了他获得民主党连任提名的机会。而在克利夫兰大力扶持金钱和企业的政策（特别是废除《谢尔曼购银法案》）加剧了1893年恐慌后，民主党越来越同情产业工人的政治路线。甘草市广场骚乱与普尔曼罢工事件还代表着工会运动出现重大分歧，温和派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反对此类做法，主张将罢工作为工资谈判的最后手段，而非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的美国铁路工会（American Railway Union）作为普尔曼罢工的煽动者，则远为激进，也更富有野心。


  在城市工人开展罢工运动的同时，美国农民联盟（Farmers’ Alliance）及作为其继承者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席卷了农村地区，因为农民们苦于产量过剩和运输成本高企，以及令他们深陷债务的作物留置制度（crop-lien system），名义债务还由于美元走强变得日益繁重。自19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他们成功地挑战了自重建时期结束以来主导南方各州的“救赎”政府，并最终同西部地区的平民主义者结成联盟，后者在1892—1894年掌控了许多州层级的职位。平民党关心的焦点包括铁路业和银行业对农业的支配，过紧的货币政策，以及推高投入品成本的压迫性关税。


  美国经济学会在1893年的一次会议上就平民主义问题展开了著名辩论，由富有争议的知名左翼经济学家爱德华·罗斯（Edward A. Ross）对阵保守主义领军者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罗斯提出：“农民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源自其产品以竞争性价格出售，而购买的包括运输在内的许多物品却要支付垄断价格。”吉丁斯回击说：“在多年的痛苦中，为什么农民的境遇在竞争中越来越糟糕？他们自己身上肯定有某些问题……他们掌握的选票数量超过其他任何群体……失败是自己造成的。如果你希望追究农民困难的根源，你就必须从农民的思想来考虑问题。”10


  吉丁斯声称，任何人或者任何阶层如果在足够长的时期陷于贫困，责任只能在他们自己。这种观点正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核心信念之一，促成了19世纪的皮凯蒂式社会分化。在经济思想史上，类似观点也曾以不同的坦率程度被多次表达。例如，加里·贝克尔认为以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贤能主义在20世纪中期取代了世袭资本主义，就是对吉丁斯观点的继承，因为这意味着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如果在所谓贤能主义环境下也跨越多代人长期存在，那必然是内在品质的差异而非不公平的权力架构导致的。11


  由于克利夫兰政府造成的灾难，民主党的主导势力从支持金本位和企业界的“波旁”派系转向约翰·奥尔特盖尔德（John Peter Altgeld），他是伊利诺伊州移民州长，赞成普尔曼罢工并赦免了甘草市广场爆炸案中受指控的无政府主义者。奥尔特盖尔德策划了民主党同克利夫兰政府的割裂，并支持同平民党在1896年总统选举中结成暂时的政治联盟。于是，民主党将平民主义候选人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提名为候选人。然而这一权宜之计的联盟面临两大难题。首先，布莱恩没有兴趣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身份而调整其政策策略或立场，他是旗帜鲜明的农村、农业和新教徒代言人，而民主党的北方地区选民以城市、工业和天主教为主要背景特征。布莱恩在1896年民主党大会上的知名“黄金十字架”演讲（Cross of Gold），公开贬斥了工业经济的道德品质，也波及了在其中就业的好斗工人群体。当他在城市民众中开展竞选活动时，共和党人又很轻松地引诱他表现出了排外的、反天主教的偏执。其次，民主党和平民党联盟在南方缺乏政治意识。在之前两次选举中，结束了南方重建并确保州政府为本地经济精英服务的民主党救赎派政府终于受到挑战，平民党人得以上台。以改革的名义要求同情平民主义的选民分割他们的投票，这对构筑持久的政治运动来说不是可靠的基础。


  布莱恩的竞选失利以及民主党和平民党联盟的失败，让美国的左翼政治势力消沉了数十年，两大政党的资本主义核心意识形态学说完好无损。劳工组织中的激进势力仍然在边缘地带活动，最终形成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而美国劳工联合会依旧不愿意组织低技能工人群体的活动。德布斯在1896年后建立了若干欧洲式的社会民主党，并依靠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不断参选总统。最关键的变化是，左翼政治在1886—1896年高调让位于较为温和的进步主义，该主义对两大政党与激进的工人阶级都有吸引力。在南方，当救赎派的政治继承人转而用种族主义讨好贫困白人群体时，平民主义运动迅速遭遇反弹，被分化瓦解。由于采用识字和财产作为衡量标准，南方黑人的投票权和政治影响力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最终走向消失，当然该衡量标准也限制了贫困白人的公民权。法定的种族隔离制度也起源于这一收缩时期。


  从西奥多·罗斯福于1901年出任总统到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于1920年任期结束，美国政治的特征依然是温和的进步主义与激进的反抗相伴。联邦政府积极采取行动，拆解了在19世纪90年代令政治气氛走向激化的某些垄断势力，但也保留了另外一些。1907年金融恐慌促使联邦储备体系于1913年创建，可以说这一金融机构部分采纳了平民党对货币过紧的批评意见。尽管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没有偏离金本位制，其目标仍然是建立解决当时信贷紧张问题的金融体系，避免在19世纪后期使经济运行动荡不安的一系列灾难性恐慌再现。也是在这一时期，对公共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开始出现，以改进城市贫民的公共卫生和健康状况，以及破除垄断组织在交通和住房领域的压榨。最重要的是，在最高法院以资本收入不属于国会直接征税范围为由，于19世纪90年代否决了早期立法尝试后，美国宪法得以修订，并于1913年通过了一部联邦所得税法案。


  最终形成联邦所得税的政治进程依赖于进步主义者和禁酒主义者结成的联盟，因为后者的诉求面临的主要障碍始终在于酒类消费税是联邦政府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仅次于关税）。因此，所得税法案的通过成为美国政治体制史上因为需要妥协而结盟的最伟大案例之一。在政界之外，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其他较为激进的独立派别不断发起劳工运动，然而美国劳工联合会支持威尔逊政府，劳工组织中的激进势力受到1919—1920年“帕尔默大搜捕”（Palmer Raids）的残酷打击，许多著名劳工领袖遭到流放。


  同样在这一时期，各州政府开始采纳进步主义的部分政策，以加强劳动力市场监管和提供社会保险。在所谓的“洛克纳时代”（Lochner Era，以1905年法院阻止纽约为面包师制定的最高工时法律的案件命名），最高法院越来越主动地利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对“自由”的保护来打击此类监管，理由是这干涉了个人的契约自由。该学说在“哈默诉达根哈特案”（Hammer v. Dagenhart）中被用来否决联邦禁止使用童工的1916年《基廷-欧文法案》（Keating-Owen Act），在1923年的“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中被用来否决哥伦比亚特区的最低工资法。虽然各州维持了一些新的监管措施，最高法院却在联邦层面坚持阻止有利于工人的劳动力市场监管。


  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民主党和进步运动大致沿着阶级界线分裂，因为参战意味着精英群体不切实际的对外冒险，而忽略了国内政策的优先点。当《凡尔赛和约》决定性地偏离了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计划》中宣称的战争目标后，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这种局势加上俄国革命带来的政治反冲，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收缩时期，同时伴随着去工会化，因为非技能工人的残余工会势力减弱，美国劳工联合会又缺乏兴趣通过扩张填补其空间。大多数农村地区在经济繁荣期被排除在外，自由放任学说则被继续利用，以反对给农民提供帮助，这里最著名的例子是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否决了《麦克纳利-豪根农田救济法案》（McNary-Haugen Farm Relief Bill）。安德鲁·梅隆在几乎整个20世纪20年代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其主导的正统经济政策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后最终失败，信贷紧缩的后续影响还在不断导致银行倒闭与黄金挤兑。


  股市崩溃及随后的大萧条让梅隆主义在国家层面原形毕露。与19世纪通过明智货币操纵和老练银行家的国家经济政策来制止经济动荡不同，这场危机的终结只能靠放弃金本位制度，开启新的经济政策时代，包括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和其他防止通缩的政策，以减轻家庭、企业、农场和金融机构的债务负担，以及高度累进性质的税收等。罗斯福于1933年就任总统，因此被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明与巴里·威格摩尔视为“体制变革”的标志。12虽然这些政策成功扭转了紧缩，却没有缓解失业与贫困带来的大多数人的苦难，所以1935年的“第二轮新政”又推出了社会保障计划和失业保险，并大幅增加了公共就业。


  可是，美国最高法院依然在妖魔化左翼经济政策，否决设立新政机构和推行监管措施的法律。最终在1936年赢得压倒性的连任选举后，罗斯福威胁说，要采取所谓法院改组计划，任命足够多的新任大法官来支持其政策路线。这一威胁或多或少促使最高法院在“西岸宾馆诉帕里什案”（West Coast Hotel v. Parrish）中做出让步，承认了最低工资法，推翻了阿德金斯案的判决。由此也给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FLSA）铺平了道路，开始执行之前最多只能在州层面存在的全国性劳动监管。然而，该法案把农业部门和家政部门列入豁免范围，通过依然具有种族隔离色彩的新政联盟把南方的大多数黑人劳工排除在外。种族之间经济鸿沟的缩小，仍要等到军工联合体的兴起以及二战后的经济繁荣。


  随着对自由放任传统路线的抛弃，罗斯福政府实现了美国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转型，只是黑人依旧被排斥在国家经济政策和国民主体之外，没有基本公民权利。美国的传统意识形态破产源于大萧条，而非两次世界大战。尽管美国卷入一战在国内充满争议，却不像欧洲列强那样，是因为保守派对国内左翼运动的默许压制引发了动摇制度的灾难性事件。相反，这更像是一个过于理想主义的中左翼政府因为不了解旧大陆的国际政治而犯下的外交政策错误。至于二战，则进一步强化了右翼的污名，因为罗斯福最主要的政敌背上了孤立主义的包袱，始终认为苏联是比法西斯主义更严重的威胁。善于利用战时发财机遇的商业领袖则接受了妥协条件，至少暂时承认了新政措施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战争本身促使美国内部的民权革命拉开了序幕，劳动力短缺让罗斯福政府正视在军事供应链中实现种族融合的必要性。在其继任者杜鲁门治下，美国军队也完成了自身的种族融合。从战争中走出来的美国进一步抑制了保守势力，大权在握、理想主义色彩愈加浓厚的左翼民主党政府试图利用联邦权力降低不平等的程度。


  英国


  通过1832年、1867年和1884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s），英国逐步推进男性普选权，分别向中产阶级、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农民赋予选举权。13这一政治进程引人注目，但在当时也有些虎头蛇尾。关于每次法案的通过（以及中间的失败尝试）都会带来社会灾难的预言，结果证明都夸大其词。不过，这些法案最终确实令法国大革命战争以来盛行的政党体制走向衰败，被植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阶级体系的新体制取而代之。


  在经济政策方面，老的政党体制坚持自由派共识。从1846年取消《谷物法》（Corn Laws），到工团主义者于1903年采纳保护主义色彩的“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之前，两党都拥抱自由贸易理念。在这一时期，金本位制度从未受到严肃的质疑，财政部奉行的信条是，每年都应该实现足够多的盈余，把拿破仑时期积累的巨额债务限制在稳定的名义价值之内。1834年出台的《济贫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要求，只能给济贫院收容的人提供帮助，其目的是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学理论与李嘉图的“工资铁律”，利用刑罚来防止懒惰。这些理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强烈反对用政治手段解决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英国的激进运动在整个19世纪风起云涌，其中最著名的是宪章派（Chartists），但他们无法撼动既有政治体制。工会尽管受到迫害，仍在19世纪下半叶成长起来，并且在1871年《工会法》（Trade Union Act）中实现合法化。少数同工会结盟的成员被选入议会，并于1899年形成了多个工会的政治联盟，即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LRC）。不过真正使劳工进入国家政治体制的闪耀时刻还是1901年“塔甫河谷”（Taff Vale）案件的判决，当地的铁路工会在成功组织罢工后，被要求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该案件的判决威胁到劳工运动的整个理念，因此之前普遍通过支持自由党候选人来参与政治生活的工会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随着更多工会的加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会员人数激增，到1903年同自由党达成了战略性非竞争协议，以获得下届议会的30个席位为条件，换取劳工代表委员会在其他选区支持自由党的候选人。在之后的1906年选举中，执政十年的保守党政府被自由派的压倒性胜利击垮，之后由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以及赫伯特·阿斯奎斯（H. H. Asquith）相继领导的内阁比之前的历任政府都更为左倾。下议院几乎立刻通过了推翻塔甫河谷判决的法案，确认工会资金免受雇主法律诉讼的追讨，并肯定了罢工的权利。


  资方势力在1908年反扑，对联合铁路工会（Amalgamated Railway Union）提起另一项诉讼，目标是阻止工会的资金用于政治活动，即资助劳工代表委员会。上议院做出了有利于一位由雇主支持的工会会员的判决。自由党政府这次没有采取直接推翻判决的行动，严重得罪了议会中来自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支持者以及广大普通工人。这些工人甚至把该委员会也视作叛徒。


  不过，针对不断利用其传统权威阻挠自由派议程的上议院，自由党政府也发起了自己的挑战。1909年，时任财政部长劳合·乔治提出了被称作“人民的预算”（People’s Budget）的建议，首次对大土地资产征税：在所有权转手时，按评估价值的20%计征。这对贵族阶层的财富来源及其通过持续出售继承资产来保证地位平缓下滑的计划，构成了直接威胁。该建议还使所得税对顶层分配群体的累进程度得以大大增强，也提高了遗产税。乔治的预算建议设计展现出鲜明的再分配主义色彩，同时也是因为需要给几年前开始的同德国的海军军备竞赛筹措资金。


  上议院于1909年否决了政府预算，打破了英国宪政中由下议院独立掌握预算权的不成文传统，由此引发了长期的政治僵局。通过剥夺上议院权力、以预算作为政纲，自由党赢得了1910年的两场选举，从而说服国王发出威胁，考虑任命大量上议院新成员来支持政府。于是上议院接受了1911年的《国会法案》（Parliament Act），大幅削减了自身的立法权。该法案在英国的作用，等同于在美国终结了洛克纳时代最高法院对“西岸宾馆诉帕里什案”的判决：取消了非选举产生的政府部门对进步主义议案的阻挠权限。另外，推动的过程也有类似之处，如在面对扩充其成员人数、使其传统社会权威遭到打击的政治威胁时，相关机构主动选择削弱自身权力。可以比喻说，看到命丧他人之手的必然前景后，美国最高法院和英国上议院都选择了自我了结。


  还有，通过有条件的投降，自裁行动在这两次事件中都发挥了作用，给对手制造了极大的政治杀伤力，相比让对方直接获胜的结果好得多。因为向美国最高法院发出的威胁，罗斯福对其所在政党乃至国家的威信受到损害。而在英国的《国会法案》通过后，自由党政府在1914年之前实际上失去了对国家的掌控，陷入女性普选权抗议、广泛的劳工运动与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重重漩涡，部分原因正在于自由党发现它已无法收回曾用来打压上议院的政治资本。最终，自由党政府乐见一战于1914年爆发，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政治救星。


  战争没有直接针对英国，于是政府将保卫比利时领土主权的国际条约义务作为宣战理由。让英国卷入战争，也不能说只是外交政策领域的糟糕操作，因为捍卫与扩张利益所系的帝国疆域是1906年之后的自由党政府从保守党前任那里基本沿用下来的政策，尽管双方对布尔战争存在分歧。随着俄国对中东和南亚的蚕食威胁被德国的扩张威胁取代，英国加入了协约国，并调整其军事部署，以巨大的军费开支来遏制膨胀的德国舰队对其海外领地的威胁。不过，一战也有其国内政治的根源：它为自1911年以来造成国家和政治瘫痪的危机提供了缓解的机遇。战争一经爆发，三大国内反抗集团——工会、女性普选权争取者与爱尔兰统一派——都停止了对政府的公开挑战。


  女性普选权运动的后续影响在这里尤其值得强调：该运动以保守派的上中产阶级为领导，有强大的工人阶级支持，而这两者均受打击于自由党政府在1911—1914年实施的压制政策。此类政策带有粗鄙乃至暴力的性别歧视色彩，加上政府对女性普选权问题的不作为态度，让这两个群体总是背离了自由党，几乎被保守党和工党平分，导致自由党的支持率在平等普选权最终通过后走低。战前的罢工斗争也没有随着战争到来而完全消失，对政府的不满在草根阶层积聚，最终迫使内阁中的工党成员在1917年变成反对派。


  一战的结果对所有各方都是巨大的灾难。首先，战争开销所需的所得税和财富税远远超出1909年“人民的预算”水平。金本位制度在战争中被放弃，由此带来的严重通胀进一步侵蚀了财富的真实价值。战争本身损害了传统精英阶层的声誉：在宏观层面，既没有在战前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每个人都预见到的巨大灾难，也没能在战时有效配置国家资源；在微观层面，贵族采用代价高昂的军事战术让平民士兵大量送死。战后安置的政治要务就是让那些对战争爆发和战争进程负有责任的领导人躲过选举的惩罚，这在1918年大选中基本实现，以保守党为主的全国联盟（National Coalition）继1916年执政后再度当选，工党和反对劳合·乔治的自由党则被边缘化。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要求德国做出重大让步，远远超出了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的范围，而该建议是在1918年秋天结束战争状态的基本条件。德国赔款的大部分归属法国，少数归属波兰，英国表面上得到的好处是干掉了战前的主要工业竞争对手，因为德国的资本存量和制造业基础将被拆除。


  尽管劳合·乔治的战后政府在初期取得了胜利，一战却消灭了自由党在选举中的影响力，使英国政治走向工党与保守党的两极对立。该结果实际上使英国政治大幅走向右翼，一改其战前数年的政治风向，原因在于战争以及阿斯奎斯政府（在当时是有史以来最左倾的英国政府）在战前的失败令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包括其原始的福利国家主义倾向）不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竞选工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整个国家而言不再能作为政府的意识形态。毕竟英国赢得了战争，同时俄国革命带来了暴力和激进动乱的威胁，右翼媒体在二战之前始终在渲染这种威胁。一战令英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出现了破裂，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才彻底坍塌。


  1925年，保守党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按战前汇率的水平重启金本位制度，这大幅提高了积累财富的估值，同时推高了英国对外国的出口成本和英国的战争债务偿还成本。如丘吉尔后来承认的那样，这样做的动机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通过恢复战前的货币政策，他多少希望恢复过去的政治格局。通货紧缩造成了英国独有的衰退，失业大量增加，国内价格水平却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下降。凯恩斯在《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中指出，有关的作用机制是裁员和失业，而非“干净的转移”。而当煤矿工人在1926年遭遇名义工资下调时，他们选择了罢工。所有工会随即跟进，加入总罢工，虽然斗争并不成功，但不必要的紧缩货币政策带来的这场危机却因为大萧条而雪上加霜。1929年，工党领导的政府上台，由于担心被贴上激进的标签，执政者认为必须不惜代价延续前任政府的货币政策，在全球经济持续收缩时还采取紧缩财政政策，并在此过程中导致了工党的分裂。依靠保守党支持组建的全国政府最终退出了金本位制度，但拒绝了大多数进一步的左翼改革政策，尤其是公共就业和产业国有化，而这两项建议的目标都是消除失业这个资本主义固有的浪费性质的副产品。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激烈的政治和社会冲突让中产阶级作为传统经济政策的捍卫者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后者主张产业国有化，以消灭失业，并通过全面的福利国家政策以应对其他各种贫困问题。与此同时，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保守党外交政策特征的反对惩罚德国的倾向，到20世纪30年代变成对法西斯主义的姑息，这主要是基于如下假设：对欧洲大陆和平的更大威胁来自苏联，而法西斯主义至少可以作为一道防线。不同于传统的自由派政党，这种势力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也不同于社会民主党派，他们并没有威胁用民主乃至暴力的手段来终结私人资本所有制。绥靖外交政策的命运众所周知。在战争中，实施妥协外交与“明智”经济政策的保守党政府被丘吉尔领导的联盟取代，他是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绥靖政策的叛逆保守党人，其内阁部长们则大多是长期主张计划经济的工党成员。他们在战争时期实施的政策证实其关键主张具有可行性，计划经济可以发挥巨大的生产力，并完全消除之前的普遍失业现象。因此，二战完成了由一战开启的历史进程：摧毁英国传统统治者的声誉，因为选民亲眼看到，是工人阶级把国家从传统统治者在外交和经济政策的无能中拯救了出来。


  长期的高失业和物质贫乏是工业化现代经济难以摆脱的现象已成为19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共识，战争的爆发与推进使这一共识寿终正寝。在普选权时代到来后仍维护过去意识形态的精英阶层，因为战前数十年的政策失败而名誉扫地。因此，战争刚一结束，工党就凭借普选多数票上台执政，并推行其长期主张的和平时期产业国有化、福利国家政策、没收性所得税与财产税计划，这些正是不平等在20世纪中期最终走向缓和的核心原因。


  法国


  法国在1848年革命中实现了男性普选权，建立了第二共和国，通过第一次选举，推翻了七月王朝的激进派政治家被国民议会取代，农村温和派与君主制支持者形成了权力平衡。在当年的总统选举中，路易·拿破仑战胜了分裂的共和派左翼。而巴黎工人阶级中的社会主义者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派，他们在巴黎市政厅的短命政权中始终威胁着国民议会。总统在等待时机，于1851年利用对政治动荡的广泛不满发动政变，以压倒性全民公决宣布恢复君主制，终结了第二共和国，并作为拿破仑三世皇帝在之后20年里执掌法兰西第二帝国。因此，就法国而言，普选权非但没有推翻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甚至不足以保证民主政府的持续。14


  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晚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劳工运动，并因为普鲁士在1870—1871年的入侵而土崩瓦解。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导致了巴黎公社运动（Paris Commune），在之后几十年里，它成了激进主义威胁的国际代名词。于是，诞生于政治极端化也死于政治极端化的第二帝国，给第三共和国留下从未真正消解的极端环境。另一方面，第三共和国的政治逐渐向左翼靠拢，多届联合政府都主张妥协方案，而不像英国那样出现剧烈的新转向（法国迟至1936年才最终发生）。另一区别在于，教权主义（clericalism）始终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重大政治议题，给政治角逐增加了新的维度，令精英资本主义的破产过程更加复杂。德国也出现了政府同教会之间争夺权力的类似“文化斗争”（Kulturkampf）。


  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民主）政府获得胜利，是在君主派的第一任总统帕特里斯·麦克马洪输掉1877年的众议院（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下议院）选举之后，当时他发起选举的核心议题是政府应该对议会还是对总统负责。1879年，共和派各政党又控制了参议院，该机构本来是君主派的政治堡垒，作为保皇主义者同意接受制定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条件而设立。到19世纪80年代早期，教育部长朱尔·费里通过了以其命名的系列国有化公共教育法案，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的影响力。由莱昂·甘必大领导的同一届政府则于1884年实现了工会的合法化，但要求工会组织不能正式依附于任何政党。这些年的左派政治势力分裂为若干社会主义派系，他们分别就推翻资本主义的不恰当方式提出各种主张，以甘必大、费里及其继任者率领的所谓机会主义共和派最终让位于激进党（Radical Party），后者更明确地反对教会，并开始讨论征收所得税的可能性。右派阵营的分裂则是因为同保皇派的长期关系，以及后来成为独裁者的布朗热将军（General Boulanger）率领的中产阶级民粹主义和复仇民族主义，他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在保皇派支持下进入政坛，但在共和派势力的联手持续讨伐下逐渐偃旗息鼓。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一战前最臭名昭著的政治事件，即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将当时的所有激化冲突暴露了出来。保皇主义、教权主义和好战民族主义均再次卷入政治纷争，而支持德雷福斯的派系则团结在共和派的政治家和各政党旗帜下。在这场更大的危机中，左派爆发了一场广泛辩论，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是否应该在1899年加入支持德雷福斯的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Pierre Waldeck-Rousseau）共和派政府，因为该政府中还包含一位曾参与镇压巴黎公社的贵族。1902—1905年，法国的社会主义阵营成立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作为政治实体，这是由让·饶勒斯（Jean Jaures）领导的非暴力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民主斗争组织。1905年，法国通过了《世俗主义法》（Law of Secularism），把教会完全排除在公共教育及其他政府职能之外。后续的各届政府开展了某些劳工改革，包括社会保险与最多工作时长立法等。所得税法经历了关于现行反公平的累退性税收体制的冗长辩论之后，于1909年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却在参议院受阻，直至1914年7月大战爆发前夕，才因为担忧冲突可能导致的沉重代价而获得通过。历史学家阿尔诺·梅耶把这一时期的法国参议院描述为“让稚嫩的各届政府不断吃苦头的绊脚石”。15


  法国的外交政策让共和派左翼的激进党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产生了分歧，后者反对扩张军备以及同德国对抗。大战前夕，主张以国际大罢工来反战的饶勒斯在巴黎一家咖啡厅被保皇党人士刺杀，温和的左翼共和派旋即把国家拖入战争，直至他们于1917年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克莱蒙梭取代。一战对法国的破坏程度更甚于英国，因此挽救在之前数十年里极力挑动战争的政治精英阶层的声誉便成为凡尔赛会议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要求德国的魏玛共和国付出惩罚性赔偿。与英国的情形一样，战争之初执政的温和派左翼受到削弱，战后政治被工人阶级左翼与中产阶级右翼势力主导。


  然而在法国，左翼几乎立刻面临俄国革命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饶勒斯之前关于是否应该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争论，让位于他的信徒同主张听命于苏维埃共产主义并与之公开结盟的团体之间的拉锯战。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1920年的图尔会议上被彻底颠覆，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加入了苏联的“第三国际”，然后控制了该党的宣传媒体和很大部分工会附属组织。残余的社会主义者则集结到利昂·布鲁姆（Leon Blum）麾下。该派系在20世纪20—30年代支持左翼激进党领导的政府，即同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竞争的所谓左翼联盟（Lefts Cartel）政府。由于德国的赔款未能如数兑现，法国在整个这一时期或多或少地陷入了经济危机，财政危机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接着是1929—1936年的大萧条。正如皮凯蒂所述，这两次危机有截然不同的原因和特点，也产生了迥异的分配特征和政治影响。最终，众议院派系斗争的弱点给1934年的暴乱制造了条件，第三共和国的政府被唯一一次街头抗议推翻。这一事件，加上苏联的外交政策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被法西斯主义控制后转向，给法国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出场搭好了舞台。


  人民阵线把1921年后在法国政坛多少靠边站的共产党纳入了政府，将其控制的工会与较为温和派别的工会联合起来，帮助达成了《马提尼翁协议》（Matignon Agreements），最终采纳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始终倡导的全套劳工制度改革，包括每周40小时工作制、集体谈判合法化、立即提升工资水平和法定带薪休假制度等。这些改革都是政府为调停1936年5月人民阵线胜选后立刻掀起的大罢工而促成的劳资双方和解协议的一部分。新政府还终于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这是大萧条时期最后弃守金本位制的主要经济体。上述所有措施都是在高度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完成的，街头暴力仍在持续，现任政府乃至整个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也正受到广泛的质疑。


  因此，人民阵线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两届政府并不意味着法国左派势力的最终胜利，而是远未实现。由于莫斯科的算计，共产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并未持续下去。同时，法国安全局势在德国的重新武装下趋于恶化，这让保守派复苏，他们声称法国被人从内部出卖了。与英国一样，法国多少采取了纵容德国的态度，尽管知道这不起作用，但在缺乏任何政治共识的情况下，并无可行的替代方案。当纳粹入侵并占领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最终到来时，侵略军发现合作者来自战前的右翼势力，而这些派系在之前几十年一直警告说左翼势力在出卖法国，这一最终的丑行为二战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部分中右翼建制派人士加入了自由法国组织（Free French），但在法国本土开展抵抗运动的是左翼势力，尤其是共产主义者。结果使得人民阵线的继承势力掌握了第四共和国的政治议程主导权，建立了更全面的福利国家制度。


  德国


  现代德国作为政治实体直到1871年才正式诞生，这一年普鲁士统一战争达到高潮，把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分散式政治秩序彻底整合。维护之前秩序的政治动机是确保欧洲的权力平衡，随着普法战争取得胜利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天平已倒向普鲁士一边。革命政治运动在推动国家统一上发挥了作用，这曾是“维也纳体系”（Congress System）的进步目标之一。然而在1848年革命后，德国的自由主义同民族主义分道扬镳，许多自由派人士流亡海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甚至在成为统一政治实体之前就有着深厚的左翼政治活动史，是欧洲左翼活动最发达的地区。德国每个州内部的政治生活中都有自由派的改革主义派系，以及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运动，尽管这些地区都还没有推行男性普选权。


  到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统一进程把传统贵族阶级同现代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结成了在英国和法国同样盛行的19世纪古典政治联盟。各州的自由派基本上支持普鲁士的接管，以抗衡其内部的传统贵族政治对手，原因是普鲁士政府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在当时被视为自由派政治的终极理想形态。同法国类似，宗教在政治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天主教会是反对统一的重要据点之一。因此，俾斯麦的反天主教“文化斗争”成为统一后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自由派大多拥护统一，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给了他们对国内政策的超强影响力，相当于美国自由派于数十年后在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政府获得的地位。1891年，普鲁士通过立法率先推出所得税，自然垄断部门在这一时期始终受到监管，在某些情形下甚至被直接移交给政府管理。中央政府还推行了首批社会保险项目，包括医疗、退休和工伤保险等，另外还对中产阶级储蓄实行税收优惠，其目标明显是在自下而上的政治威胁面前确保有产者对现有体制的忠诚。16


  另一方面，尽管1871年宪法规定国会由普选产生，传统贵族及其盟友依然在州和全国层面保有强大影响力，甚至扼杀力。帝国政府对皇帝而非对国会负责，尽管其预算需要国会的批准。联邦参议院（Bundesrat）是由各州政府（而非民众）委派的代表组成，普鲁士对其中大多数政策领域握有事实上的否决权。普鲁士内部的公民权利也远远谈不上普及：下议院的席位是根据总税收收入（而非人口）的比重按三分制分配的，意味着对大多数选民来说，少数精英群体掌控1/3的选票，人数更多的中产阶级掌控1/3，广大下层民众也只掌控1/3。上议院则充斥着世袭贵族与国王任命的成员。总体而言，虽然左翼政治势力在建立组织与争取民众支持上有所进步，但1871年宪法表面上支持的大众政治仍受到打压。


  当时形成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至今依然存在）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各州工会与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组织。随着德国的统一，该党也联合起来。在1875年的政党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了《哥达纲领》（Gotha Program），呼吁建立民主政府，保证言论自由，推行普遍的社会保险、医疗服务和教育，这些服务均由累进制的所得税和财富税来提供资金。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纲领没有倡导产业国有化，由此引发了马克思的著名批判，指责社会民主党采取渐进主义路线以及依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由于该党的反君权主义者多次（相互独立的）试图刺杀皇帝，俾斯麦于1878年通过国会宣布其为非法组织，该禁令一直持续到1890年。即使在社会民主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后，为压制该党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有几个州恢复了过去以阶级划分的投票制度，强化有产者的政治权利。


  国会禁令于1890年到期，这引发了左翼的意识形态斗争，蔓延至整个欧洲，并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人民阵线政策。起初，受社会主义者影响的工会组织发起了一波罢工运动。而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接受了马克思对之前《哥达纲领》的批判意见，在1991年的《埃尔福特计划》（Erfurt Program）中承诺要开展产业国有化，其部分原因是为掌控罢工行动，迎接即将到来的更有利的政治形势。不过在19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前者开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撰写了一系列名为《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s of Socialism）的小册子，主张在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展渐进式的工人解放运动。尽管社会民主党名义上仍维持着政治团结，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却在20世纪大多数时期成为该党的主导意识形态，当该党当政时始终默认维持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以承担执政责任的意愿来争取民众的支持，并收拾传统政党留下的混乱局面。


  在此期间，德国及其各州的政策变化均受到社会民主党成员及其势力扩张的影响。国会在20世纪头10年的早期采纳了劳工保护政策，包括社会保险、工时限制以及对工厂的监督等。但随着左翼势力的增长，敌对的政治势力支持以军国主义来改变国家政治走向，于是，官僚机构、军队与高级幕僚中的传统势力把注意力转向挑起同协约国的一系列危机，尽管他们也普遍认识到这一全面冲突可能导致彻底失败。另一方面，德国领导层中的某些成员，包括帝国首相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与军事统帅毛奇（Helmuth von Moltke），认为打造足以依次击败法国和俄国、世人公认的压倒性战争机器，可以实现一石二鸟之计：在国内政治中强化保守派的地位，同时令外国敌对方不愿意真正发动战争。结果导致了一系列或多或少自动发生的事件，到1914年德国彻底陷入灾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立刻造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之前的左翼派系独立组建了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ists）。余下的社会民主党起先在德国国会默许战争预算，但其国会议员逐渐走向反对立场。因此到1916年时，内阁在国会已失去了对战争预算的多数票支持。此刻，德国皇帝发动了事实上的政变，把国家权力移交给最高军事指挥部，执行其全面战争的策略。这一战略目标差点在1918年春季实现，但为此让后方民众的忍耐突破了极限承受点。因此当协约国从巴黎附近的西线战场扭转战争势头后，德意志第二帝国事实上已走向覆灭。当年9月，最高统帅部的兴登堡与鲁登道夫恳求皇帝组建平民政府，寻求同美国停战，因为他们清楚这是德国避免内部崩溃的唯一希望。而威尔逊政府也需要德国国内出现政治改革的迹象，来证明美国背离其他协约国政策的合法性。作为改革措施的一部分，不平等的普鲁士普选权法律最终得到修订。这不是得益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在过去20年成为最大党派，却被排斥在帝国政府之外，而是为了讨好一个外国政权。尤其是鲁登道夫已经在谋划战后的政治格局，看到必须掩盖战争即将失败的责任，让保守势力得以苟全，择日再起。


  在这方面，急于证明自己是可信赖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成了鲁登道夫最好的盟友。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欣然接过了最高统帅部试探着递交的权杖，作为回报，给其政治盟友提供了开展重组所需的修整期。鲁登道夫为此甚至命令前线的军事指挥官不得参加停战仪式，以避免军方形象出现在文件和照片上。1918年11月停战后组建的德国政府马上实施了包括女性在内的普选制度，以及在战争时期被严重剥夺的言论和新闻自由，还对集体谈判提供法律保护，并废除了上议院对联邦法律的否决权。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1919年德国革命和《魏玛宪法》显然是在战前和战时的历届政府名誉扫地后达成的政治进步。然而，新体制面临着国家解体的威胁。为挽救国家，它需要军事和专业精英阶层残余势力的合作，以压制斯巴达克同盟煽动的起义。该党的工人委员会成员在许多主要城市通过选举加入市政府，与上一年苏维埃革命的早期阶段如出一辙。这些工人委员会从雇主那里争取到工资、工作条件和工会地位的多项重大让步，作为维持工厂开工的条件。不过新组建的平民政府与其军队同盟，加上主要由前线复员士兵组成的非正规武装，轻松挫败了左翼激进势力。这一反民主行动的污点始终困扰着魏玛共和国政坛，尽管它在15年后最终被同样一批因素颠覆，但此命运在1919年时并非不可避免。


  1919年夏最终达成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政府来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国内把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完全归咎于魏玛政府。当然为迫使德国政府签字，协约国持续的食品封锁或多或少发挥了作用。这一事件强化了德国政府随后没有义务履行该条约的论点。此外，在谈判前，艾伯特曾向公众保证，德国因为战时经济崩溃而面临的经济困局反而有助于增强其谈判地位，因为它显然无力偿还赔款。17但这一策略和说辞没有考虑到法国和英国同样遭受了重创，其领导层急需德国“出血”。而威尔逊由于争议性的参战选择在政治上被削弱，不足以劝阻那些受战争伤害重得多的盟友。于是，协约国在凡尔赛提出的条款从一开始就难以被德国接受，并至少在言辞上受到整个政治体制的反对。然而协约国公开威胁，如果德国政府拒绝，它们将再度动员，至少占领德国的西部地区。德国政府征求军队统帅部的意见，看到军方已无力抵抗，最终默许了和约。


  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中包含如下各种势力：共产党，即最终成为苏联密切盟友的斯巴达克同盟的继承者；社会民主党；左翼温和派的民主资产阶级政党；内部有左翼和右翼各派系的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er）；两个右翼政党，民主派和贵族派；最后还有纳粹党。1919—1923年，共产党先后三次从左翼对共和国发起挑战，每次的结果都变得更加糟糕。反民主派的右翼势力同样试图推翻政府，第一次是1920年的卡普政变（Kapp Putsch），第二次则是1923年的啤酒馆暴动（Beer Hall Putsch）。另外在1919年，其准军事成员还刺杀了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与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此类事件没有获得政治体制内的充分支持，但官僚与司法机构中的保守势力保护了右翼准军事成员免受惩罚，并劝告政府说，过分镇压只会加剧不稳定局势。不过，魏玛共和国天生的政治动荡，以及由当权派纵容的右翼极端势力的持续威胁，造成了一种不幸的传统历史观，即德国堕入纳粹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这种观点为一种反直觉的目的辩解：掩饰导致最终结果的各方势力本应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主流政治体制中的右翼倒向独裁主义而抛弃了民主，以及把准军事暴力组织作为工具来打击自身社会与经济地位受到的政治威胁。


  魏玛共和国的编年史做得最糟糕的地方，是分析其第一阶段的标志性危机——恶性通货膨胀。18这轮恶性通胀的根源在于《凡尔赛和约》中荒谬的赔款计划，以及虽有政治必要性却明显错误的信念，以为可以让德国工人永远从事苦役，挽救那些被自己发动的惨痛战争将声誉摧毁的外国政治家的职业生涯。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过程同协约国确保赔款的行动完全对应：当法国占领鲁尔区，胁迫德国工厂提高生产率时，危机进入高潮；当结果表明该策略无力诱使德国工人恢复生产时，危机趋于缓和。魏玛共和国的工人是否拒绝在确保战争赔款上给予配合，这方面存在争议，尤其是他们的抵制行动有没有来自柏林的协调组织，以及政府的各种策略有没有发挥作用。但不管怎样，德国政府初步同意停止公开的不合作，以及法国在1923年后期撤出军队，给后来的一系列谈判搭好了舞台，终于结束了恶性通货膨胀，引入了由美国贷款支持的新“土地马克”（Rentenmark），以及最重要的由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规定的更具可持续性的赔款方案。


  恶性通货膨胀极大地破坏了德国资本存量的价值，但也让劳工组织损失了自1919年革命以来艰苦奋斗得到的部分利益，作为赔款重新谈判的部分条件，德国政府对私人部门采取了紧缩措施，对劳动而非资本征收更多的税收。埃里克·魏茨描述说：“魏玛共和国在通胀中失去了中产阶级，在稳定化中失去了工人阶级。”19由此，社会民主党在1924年后的魏玛共和国第二阶段面对政治光谱的中间派系节节后退。当然社会民主党仍在1927年重新掌权，并推行了更优厚的社会保险计划（包括对怀孕女工的无薪休假和职位保留），取代了自俾斯麦时代以来逐步建立的零碎式保险体系。20然而，正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扩张触发了魏玛共和国最后的政治危机。


  德国经济从恶性通货膨胀中复苏依赖于美国的金融支持，当美国资本市场于1929年崩溃后，美国的银行开始恐慌性地收回贷款，把金融危机传染给德国，这是第一个美国海外的受害者。纳粹党自1920年以来在边缘地带活动，大萧条使其人数激增，并让它在政治体制内的扶持者相信，发动他们自共和国第一阶段起就在煽动的反革命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的第一步是要求以紧缩措施来处理危机，而支持社会保险扩张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大萧条后试图通过提高企业税收来挽救社保计划，便注定走向失败。接下来，时任总统兴登堡于1930年委任中央党（Center Party）的海因里希·布鲁宁（Heinrich Bruning）担任总理，当布鲁宁也未能在议会获得多数票时，便根据宪法第48条的规定执政。事实上，魏玛共和国已就此终结，尽管当时的残余支持者以为那只是临时措施。


  在两年的执政期间，布鲁宁实施了一项又一项紧缩计划，削减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公务员工资乃至农业补贴，最后一项终于导致代表普鲁士农村贵族阶层的右翼诸党派收回了对他的支持。与此同时，几次选举都没有让他获得议会的多数票，反而增强了共产党和纳粹党的两极化趋势。现有的政府体制破产了，因为该体制的唯一支持者来自日渐萎缩的社会民主党，而他们还反对政府的政策。以非民主方式实施统治且长期以来试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右翼势力看到，可以借助纳粹党来实现其目标，因为纳粹党有能力发动右翼精英阶层在历史上无能为力的大众政治运动，使极右势力在严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中成为其关键盟友。实际上，纳粹党在1932年的两次选举中差点就成功了，首先是希特勒同兴登堡竞选总统，然后是他在布鲁宁被迫下野后试图出任总理。两次尝试均未能如愿，让纳粹党的势头在1932年的第三次选举中开始退潮。直到此时，兴登堡周围的骨干幕僚才劝说他提名希特勒担任总理，并利用次年的国会纵火案及后续的政治恐怖气氛，通过了《授权法》（Enabling Act），将大多数席位授予选举中获得简单多数的胜选党，最终确保了希特勒对国会的控制。


  纳粹党掌权是对一战结束及随后1918—1919年德国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政治反动。1918—1919年革命不足以最终推翻旧精英阶层的权势，而魏玛共和国的动荡与政策失败，尤其是左翼民主派未能乘机彻底摧毁其老对手，使得旧精英阶层东山再起。诚然，社会民主党始终在背后受到共产主义者的攻击，后者受命于苏联，极力破坏德国左翼民主政府的合法地位，而德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建立此类政府的国家。同时在反对魏玛体制的右翼、旧制度的继承者与新兴的纳粹党则从未接受民主政府的基本合法性。由此导致，德国在本章探讨的四个国家中原本有着最强大的左翼政治势力，旧统治阶级原本由于发动和输掉一战（不像英国和法国那样至少获得了代价惨重、缺乏意义的胜利）而最终声名扫地，结果却是社会民主党及其选民，乃至整个德国陷入了最悲惨的结局。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想实现的政治理想在当时尚无国际先例，只有苏联可以作为警示。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缺乏意愿或能力以民主方式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权获得史无前例的最终胜利，到1933年及之后的纳粹掌权初期，却在这些敌对势力的攻击下，背上了搞垮国家的污名。德国资本主义政治最终是由纳粹摧毁的，而二战中的同盟国则成为左翼民主革命的代理人，赢得了战争胜利，制定了现代德国宪法，重塑了德国的政治和经济架构，使其不再带来扩张主义军事威胁。当现代德国从盟军占领下浴火重生的时候，它已经拥有了发达的民主经济体的政策和政治格局，以及有强大力量的工人阶级。


  结论


  本章试图回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发展史，从普选制引入到最后成功约束镀金时代不平等状况的国家政策的实施。当然在某些方面，这一历史叙事并未完全回答下列疑问：“为什么普选权不是充分条件？”或者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延续的根源何在？”乔治·奥威尔著于1937年的《通往维根码头之路》是对大萧条导致英格兰北部煤矿地区持续苦难的调查与反思，他同样提出了上述问题。21在当时，广义的社会主义已登上政治舞台达50年甚至更久了，在男性普选权几乎普及的同时，作为其打击对象的经济掠夺却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奥威尔时期。在此期间，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扩张，挣扎中的西班牙保皇派政府被国际盟友抛弃，眼见将被苏联势力的代理人推翻，后者希望以西班牙的覆灭来打击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可以说，奥威尔看到的局势正在恶化，那个时代的伟大斗争处于彻底失败的边缘。


  奥威尔责怪社会主义者自身，以及他们在左翼知识界的天然盟友。考虑到社会主义承受的各种怀疑，奥威尔推测，没有任何保持自尊的工人愿意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许多能从平等主义政策中受益良多的人又自视甚高，不肯将自己归入工人阶级。但无论如何，奥威尔的解释均过于强调个人的意识形态，因此显得极不充分。该解释在某些层面取决于如下假设：政治结局反映了人们的愿望，政治平等主义的失败意味着未能说服足够多的人站出来表示支持。然而政治结局不只是个人偏好之和的反映，还受到历史造成的诸多行动、事件、运动及意识形态的影响。


  本章的叙述深化了奥威尔对政治变革的直观理解。减少不平等要求社会运动同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个人的意识形态不足以为此做出充分解释。发挥关键作用的是资本主义整个体制的意识形态，因为是它在串联和组织多方面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参与者。在奥威尔的著作出版八年后，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便以压倒性优势当选，随即实施了福利国家和产业国有化政策，推翻了此前与英国的古老阶级体系密不可分的等级式福利制度。但也是在此八年中，欧洲的文明体系被摧毁，全球5 000万人死于战争。解释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因素并非物质财富的毁坏，亦非为此而征收的税赋，而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可惜，其实现的具体过程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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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章


  资本主义的法律架构[1]


  戴维·格雷瓦尔


  法律学者戴维·格雷瓦尔把皮凯蒂提出的资本主义定律追溯到17—18世纪的政治哲学，当时首次在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格雷瓦尔将展示这一概念如何成为新法律秩序的基础，并带来皮凯蒂关注的财富积累的历史进程。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激发了关于几个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后果的极其丰富而又重要的讨论，居功至伟。1在总结其观点时，皮凯蒂及其评述者都聚焦于资本回报率同平均增长率的差距，即r > g这一不等式，作为其广泛论述的浓缩。皮凯蒂认为，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民主时期外，资本回报率在多个世纪中始终高于整体经济的平均增长率。2由此产生了诸多后果：资本的不断积累及其所有权的集中化；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提高；由于资本收入份额提高，财富不平等乃至收入不平等均趋于恶化；资本资产的管理人有可能获得“超级薪酬”等。归根结底，r > g代表着资本压倒劳动的优势：“资本的增值速度快于产出的增长”。3


  然而r > g背后的因素是什么？皮凯蒂的资本主义理论将其理解为有着自发的宏观经济动态变化的社会经济体制，这一不等式则被当作该理论的缩写。相关学术讨论也相应集中在该不等式得以产生与维持的机制上。对r > g的另一种思考方法是将它理解为实证发现，即一般而言，对于各种社会形态，资本回报率均高于平均增长率，然后再通过制度分析探讨出现这一事实的历史原因。


  正统经济学理论认为，随着经济体的资本产出比提高，利润率将更大幅度地下跌，从而削弱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份额。这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属于必然现象，生产要素的回报等于其边际产出，并服从收益递减规律。同样，凯恩斯预测，随着资本因为维持充分就业而实施的货币政策变得充裕，会出现“食利者安乐死”，这一预测也有着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规律。4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过“利润率下跌”的问题，尽管其作用机制不同，但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分析预测结果：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轨迹预示着利润率下降。5


  可是皮凯蒂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虽然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丰裕程度在数个世纪里有很大变化，利润率仍顽强地维持在年均5%左右。这一结果与上述经济学理论的推测截然相反。对此规律，皮凯蒂本人并未试图给出制度化的详细历史解释。但要弄清楚他发现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基本动态，这种方法显然是必要的。


  本章将采用历史与制度的研究方法，但重点并非针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而是导致r > g的资本长期支配整体经济的法律基础。我把皮凯蒂的主要论点，即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作为提示线索，以考察这一社会赖以存在的法律与制度基础。


  本章的论述将把资本主义概括为一套法律秩序，从所谓的“资本主义宪法”中产生的一套法律体制，它存在于皮凯蒂分析过的每一个社会国度，始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持续到19世纪的镀金时代、二战后的特殊时期，直至r > g现象被重新确立的当下。我在分析中针对的资本主义“规则”（laws），是指其底层的法律基础，而不是统计规律意义上的“定律”。


  我们应该看到，皮凯蒂所说的资本主义两大“定律”都没有法律方面的含义。他提出的“第一定律”6和“第二定律”7很好地归纳了经济统计数据，可惜都未能解释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特殊时期（当时的库兹涅茨曲线显得极为可信）之后，不平等状况为何会再度恶化。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中，皮凯蒂得出了r > g的不等式，它被该书的许多评论人称为资本主义的“定律”，或许可以美其名曰“皮凯蒂定律”（Piketty’s law），尽管他本人并未如此表述。对于该不等式是否代表着定律式的必然性，皮凯蒂其实显得模棱两可。他有时将其描述为准自然性质的事实，有时又强调只是在特殊政治条件下才能实现。8


  有意思的是，他使用各种称呼来描述该不等式：


  ●“基础不等式”


  ●“基础的分化作用力”


  ●“导致财富分化的机制”


  ●“历史事实”


  ●“视条件而定的历史命题”


  ●“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


  ●“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性矛盾”9


  虽然该不等式包含上述全部含义，但它既不像皮凯蒂“第一定律”那样是个精确的特征，也不像“第二定律”那样是一个长期条件，而是对其实证分析历史性的一般概括，是解释其数据的概念架构。


  那么，为什么r > g在各个时期都能成立？在追踪这一不等式之后，皮凯蒂探讨了它如何导致收入与财富的高度不平等10，但其终极原因仍不清晰。我们必须将皮凯蒂的书作为催化剂，推动人们从资本主义的法律、社会、政治与经济维度深入研究不平等，这也符合他本人的愿望。11本章试图从历史角度，用法律来理解资本主义的规律，回应资本在如今的自由民主社会持续占统治地位之谜。


  现代不平等与商业社会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对“现代”不平等的探讨：有平等法律地位的人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差距。对现代市场经济导致的这种惊人的不平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却视之为理所当然。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即提到欧洲的穷人和富人同古代社会不平等的对比：“一个欧洲君主的生活用品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的生活用品，但是其超过程度却也比不上这农民的生活用品超过许多非洲国王的程度，这些国王可是数以万计赤裸野蛮人的生命与自由的绝对主宰。”12


  从未有人怀疑，对市场的新依赖会带来新型不平等。然而早期的市场拥护者简单地认为，哪怕是现代劳动分工带来的产出增长的极小份额，也足以补偿原始自然平等状态的损失。13进一步说，这些早期市场拥护者还注意到，人类的习俗，例如奴隶制和其他等级制度早已破坏了原始的自然平等。他们希望，对市场的依赖度提高会带来法律上的平等，因为市场交换应该基于并会增强交易参与者之间特定形式的相互尊重。14可是，尽管走向法律平等和市场互惠或许有助于打破残余的封建束缚关系，却未能解决法律上平等的国民之间在经济上的不平等问题。


  亨利·梅因将这一社会解放进程描述为“从身份到契约”15，因为身份导致的不平等缩小，完全不能抵销通过自愿契约关系产生的经济不平等的急剧扩大。所需的背景条件只是财产和其他资源初始分配的不平等。正是这种类型的“现代”不平等引起了后来批判者的担忧，包括约翰·穆勒与卡尔·马克思等人。他们指出，生产组织与财富分配必须理解为政治议题，并主张在已经被商业改造的社会内部推行更为平等的社会与经济制度。16


  《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价值之一，是把我们带回关于资本主义与不平等问题的此类经典讨论。当然，皮凯蒂选择的主要参照对象并非亚当·斯密或马克思，而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17在皮凯蒂分析的漫长历史跨度中，库兹涅茨曲线表现为一种暂时的例外现象：二战后的经济不平等缓和，后来证明这属于偏离，而非趋势。正如皮凯蒂所述，在库兹涅茨曲线被否定后，有关经济不平等的研究再度打开了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更早的18世纪道德哲学曾关注的深层理论议题。《21世纪资本论》指出，20世纪中期的不平等下降属于反常现象，从而揭示了重新开展此类讨论的思路及其必要性。


  为回顾早前的论述，并理解它们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与成为法律惯例（而非仅停留在理论观点上）的过程，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由马克思及其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采用（虽然并非他首先命名），用以描述如下类型的现代社会：通过商业交换决定的复杂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18当然在马克思的研究中，资本主义还代表着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统治着为工资而劳动的工人。马克思的深刻洞见在于，法律地位的平等和表面上自愿接受的工资水平并不能防止资本所有者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其手段是利用未被满足的需求来胁迫，而不像早期社会阶段那样，采用直接的强取豪夺。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既属于描述，也带有批判，其对象是当时北大西洋两岸的主要国家已很好地建立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流行之前，描绘大多数人通过市场满足物质需求的社会经济秩序的更普遍术语是“商业社会”。19正如亚当·斯密所述，标志着商业社会不同于早期社会的根本转变是发达的劳动分工在经济上的普遍相互依赖。他解释说：“于是每个人都靠交换谋生，并成为一种商人，整个社会也成为真正的商业社会。”20商业社会的利弊是18世纪多地展开持续讨论的主题，尤其是在法国和苏格兰，即后来被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诞生的地方。21


  这些学术讨论聚焦于从私人财产和商业交换中自然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社会领域。22私人财产和商业活动的制度本身被视为反映了人类本性的深层特征。事实上，有人认为它们的发展与规范化早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这点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或霍布斯等人在过去的论述，他们从各自角度强调政治在组织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当然，这里有一个复杂情况，理论设想中的商业社会需要有脱离了政府的法律秩序作为前提条件。具体来说，18世纪的商业社会理论家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出发，但又将社会设想为“自然自由状态”（state of natural liberty）。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财产并不安全，人们并没有过着像霍布斯所说的“丑陋、残酷而短命”的生活。


  这一理论探索的起源见于德国法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的著作，他认为“前政治状态”（pre-political state）的社会存在丰富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并以罗马私法中的许多内容为例来说明。23普芬道夫这一创见影响了约翰·洛克关于前政治时代商业活动的著名论述，乃至把17世纪的契约理论同18世纪政治经济学连接起来的一系列人物，包括安东尼·沙夫茨伯里伯爵、弗兰西斯·哈奇森与大卫·休谟等。24


  就这样，商业社会被理论化为通过事实上起源于成熟政治社会（古罗马）的法律构建起来，而这些法律在当时正被有意识地复兴，成为早期现代欧洲国家巩固措施的一部分。25不过，此类法律被广泛吹捧为国家产生前或无国家社会的产物，一种完全自然而神圣的秩序。这种理论主张让普芬道夫认为，私人经济地位可以通过自利的商业交换来实现，而不是非契约性质的家族等级制度和类似于古代家庭的奴隶制，从后者衍生出来的“经济”一词被现代欧洲语言广为采用。26


  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新观点，是当时对经济活动进行理论总结的核心。实际上，尽管市场和商业的出现远早于这一时代，但直至17世纪后期，我们才看到对市场作用明确做出这样的理论概括：互惠交换的制度，由个人的自利动机驱使，却有些神奇地带来了集体收益。27这一理念因为伯纳德·曼德维尔在其著作《蜜蜂的寓言中》提出的“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的说法而声名远扬。不过最早应该出现在法国詹森派（Jansenist）的皮埃尔·尼古拉（Pierre Nicole）与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de Boisguilbert）的著作中，他们把市场机制总结为一套慈爱而神圣的体系，能够将个人利己主义的罪孽转化为物质丰腴的集体福利。28操纵市场体系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也是源自这套理论，它最早是用来描述自由放任政策，主张不干涉是政府面对市场时的理想选择，以反对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政府采取的整合措施。29


  法律权力与商业社会


  自由放任理想最早是为反抗国家权力而提出的。然而到18世纪中叶，建制派知识分子与皇家顾问都主张利用新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力量来改造法国社会，以推动自由化的进步。米歇尔·福柯在谈及经济自由主义起源时曾指出，由财产特权和道德支持的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给不受约束的国家扩展利益施加内在的自我制约找到了合适的理由。30尤其突出的是，以王室官员维桑·古尔内（Vincent de Gournay）为核心的18世纪中叶法国经济学家群体“重农学派”主张充分利用君主的权势来建设和保卫市场，以抵御下层民众与精英阶层等各方的反抗。31


  经过18世纪后期的这些论述之后，已经被商业化的“自然自由状态”在斯密那里变成了“自然自由体系”。32该体系的内在一致性来自起初认为有些自相矛盾的机制（效用的互惠交换），而交换机制又依靠早期现代国家的成套财产与合同法律来维护。世人熟知的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史，显示出其世俗社会的源头（英国），并依附于较为稳健的民选政府。不过，更深刻的理解则可以将其发端定位于斯密之前至少两代人，来自法国的神学学派，并依附于较为“温和”类型的君主制政府。


  更重要的是，这些理念不仅仅属于启蒙哲学家的讨论对象。新兴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成为日益文明化和城市化社会的热门话题，而且在推动法律改革方面发挥了作用。事实上，商业社会的法律基础本就是早期观察家的核心关注点之一。从诺曼底行政长官布阿吉尔贝尔的著述，重农学派向法国国王的顾问发出的税收和谷物政策呼吁33，到斯密于18世纪60年代早期完成的《法理学讲义》，以及马克思对劳动力市场监管的分析，其宗旨都不是研究抽象的市场，而是揭示新型社会经济制度的法律基础。34在上述探索历程中，经济学家不仅是观察者，也是各种改革的倡导人。借用一个有些落伍和稍显局限的说法，“规范”与“实证”在他们的研究中密不可分，部分原因在于这两个方向上从未有过清晰的理论分野35，也是由于作为上述学者研究对象的“经济”在当时仍处于活跃的构造期。36


  在此构造过程中，有两个市场尤其吸引着早期理论家的目光：谷物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对市场的改革要求取消谷物的价格控制与供给数量要求，这构成了食品领域的所谓“道德经济”。政府与地方社区基本上就此卸下了提供最低水平生存物资的责任，将其交给自我监督的市场机制。放松劳动力市场监管则意味着取消行会对产业进入的限制，以及农村的封建依附和相关义务。37人们相信劳动力市场和谷物市场彼此关联，一个市场的调整既要求另一个市场的相应调整，也因之相互受益。按这些倡导者的说法，随着劳动关系的商业化以及农地的自由出租和买卖，谷物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将带来若干好处：穷人的境遇得到改善，农业生产率提高，政府的权力和财富增长（由于税基扩大），以及残余的封建依附关系解体等。38


  这一论述的核心是如下观点：谷物价格提高将刺激农业生产并提高工资水平，最终让穷人受益。道德经济的捍卫者则反对该结论。他们中的某些人认为，与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其他许多观点一样，这一命题似是而非，过于关注社会体制的意外突发特征。其他人则认为，谷物价格提高或许可以促进农民增加生产，但食物的长期供给增长无助于缓解作为政府监管政策目标的短期粮食匮乏。39对谷物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关注，从政治经济学诞生时的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延续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在后续多个世纪中给欧洲社会留下了深远影响。40


  事实上，其中一个较为直接的影响路线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到重农学派政治经济学的魁奈与杜尔阁，然后又被休谟与斯密大量继承。41但令这一影响渊源变得纷繁复杂的是，布阿吉尔贝尔与詹森派用于反对法国集权君主的自由放任主张，到了18世纪却成为王室顾问和行政长官急于追捧的自上而下的经济自由化策略，以利用中央权威来促进和维护市场交换关系。42


  对谷物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要求重新制定财产与合同法律，并发展出新的政府监管制度和公共基础设施。43这两个市场的“放开”并不像经常描述的那样，是简单的井喷过程，仿佛政府监管的负荷一旦被取消，商业交往的源泉就会自动喷发出来。其实新的市场体制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积极的法律架构，需要集中的权威来制定并实施。因此，它要求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法律编纂过程。


  此类法律的基础是源于契约自由和私人产权这一新的法律平等观念，不对当事人做形式上的任何特殊对待。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对应的，是把生产活动通过市场委派给私人参与者，也就是说，依靠私人能力来开展活动的人。44历届英国政府、法国君主政府与后来的革命派，以及随着法国的征服扩张而接受了《拿破仑法典》的欧洲大陆各国，都以不同节奏和方式推行了上述路线的法律变革。45新的私法领域在此过程中得以建立，它采纳了古代罗马的财产与合同法，并利用新兴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力量来维护私人权利，这被17世纪后期的自然法学（natural jurisprudence）及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化为恰当行使的政府权力。


  以上过程最鲜明地体现在法国《民法典》的创建中。法国重农学派改革计划的很大部分，正是通过詹森派影响下的法律编纂行动而得以实现。法律编纂始于法国君主的中央集权过程，其间颁布了统一的全国性法律，并在大革命后随着《拿破仑法典》的颁布达到顶点。虽然早期的王国法典大量借鉴了罗马法的内容，其起草者却是与詹森派联系密切的法学家：第一位是路易十四时代的詹森派法学家让·多玛（Jean Domat）46，第二位是被誉为“民法典之父”的18世纪中期的波塔利斯。只是由于詹森派于18世纪早期遭到封禁，提及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波塔利斯同该派的关系才变得有些模糊。47


  这些早期编纂工作给法国大革命中的重大修法计划奠定了良好基础，集大成于《拿破仑法典》。48依靠该法典与拿破仑的权势，法国督政府及其后继者实现了重农学派长期追求的目标：经济自由主义的法律基础以及有能力将其付诸实施的中央权威。49《拿破仑法典》巩固了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成果，这是18世纪后期的集权君主未竟的事业。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是法国国民议会以著名的《八月法令》带来的变革，包括废除人身依附和封建义务、废除贵族的领主权利、废除教会的什一税，以及把法律体制从分散的地方议会中整合起来。50随着任职、诉讼和税收方面的各种身份歧视被取缔，正式的法律平等地位得到了保证。


  然而，大革命早期对旧秩序的否定在法律上依然悬而未决，直至把后封建时代秩序作为明确基础的《拿破仑法典》在正式颁布中予以明文例示。因此，正是拿破仑而非法国君主或早期革命者最终实现了重农学派在理论上主张的“法律专政”（legal despotism），即有足够能力为商业社会的利益扫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中央集权政府。51


  此类政策变革或许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更长期演变，其结果是创建了现代产业经济。在这样的社会中，城市工人在竞争性市场中出售劳动力，以获取工资，然后利用资金购买由人数少得多的农民生产的食品。此类工薪职业在18—19世纪普及，使欧洲国家及后来的殖民地迈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与劳动分工对分配基本产品和服务至关重要。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相比于市场在基本资源的生产和分配中扮演次要角色的旧体制，这一新型社会经济秩序截然不同。


  资本主义宪法


  皮凯蒂的论述正是从这一历史节点开始的，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之后积累下来的数据让他可以追踪商业社会的经济影响，从革命之初延续至今。皮凯蒂发现，尽管国别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资本所有者在各自社会中的特权地位，资本主义始终在制造经济不平等。那么，资本的特权地位是如何得以维持的？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提出上述问题相当于预先承认资本属于一种“社会关系”，它不像新古典主义观点中那样只是单纯的资产存量，其均衡租金价格可以通过寻常的供需关系决定。52皮凯蒂在分析中采纳了新古典主义的资本概念，即能带来资金流量的可量化的资产存量，但他同时也视资本为通过政治斗争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因此在关于资本的理论争议中，他似乎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立场。53


  在新古典主义观点的批判者看来，资本不是同质性的事物，而是包含了人们用于生产过程的各类资源。此外，这种异质性资本存量的市场价值离不开资本回报的分配，后者必然取决于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而非通过某种严格的技术性过程。54某些批评者还认为，由于皮凯蒂采用了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构造，他错过了这场争论的关键。当然，皮凯蒂依然有可能系统阐述其结论。他估算的实物资本存量涉及各类资产，从住房到机器到软件程序等，但这与其说是实物的堆积，不如说是资本家特权程度在市场价值上的表现。皮凯蒂承认，名为“资本”的资产类别远远超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生产机器，并且由于政府政策的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含义。55


  那么，有没有哪种法律制度给资产所有者的这种特权地位提供保护，并赋予其合法地位？


  除英国依然维持了中世纪的代议制结构和习惯法以外，大多数欧洲国家及其后殖民地国家都是通过成文宪法组织起来，往往是通过某种大众参与或革命式的批准过程，并伴随着对习惯法进行整理的法律编纂工程。皮凯蒂所在的法国为此提供了典型例证，它有着革命性的宪法与民法。从法国和其他国家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普遍的法律架构，也就是为商业社会奠定和巩固了法律基础的国家权威的组织形式。56这种“资本主义宪法”可以从双重意义上理解：它既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采纳的宪法秩序，又是包含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内的社会运行过程依赖的法律基础。57


  资本主义宪法有着显著的国别和历史差异，但都从制度上做了两个关键区分。第一个区分是“公共”与“私人”之分，以确保据称存在显著差异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操作中被分开。58第二个区分，则是现代的宪法立法架构把“主权”（sovereignty）与“政府”（government）分开。


  第一个公私之分是如今自由民主制国家及其前身长期存在的特征。它借鉴了罗马法与自然法中的概念区分，财产与契约的“自然”属性不同于政府掌握的公共权力。正是从这个区分中产生了我们熟悉的各种反抗观念，要求将“政治”或“政府”从“市民社会”或“经济生活”中分离出来。对公众负责的权力与分散化商业活动的区分，其核心理念是个人财产权利应该相对独立于直接的政治控制。当然这种独立地位的取得，首先必须要有精心布局负责的政治权威去执行财产权利。


  主权国家与政府之分则不太为世人熟知，但它对现代宪政体制的界定显然更为关键。在法国和美国，然后是其他国家，商业社会的法律建设最终通过新的宪法秩序获得了公众认可。这样的宪法秩序被阐述为“主权国家”与“政府”之间的革命性区别，以解决如何从商业社会的法律上平等的分散个人中创造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难题。59由此带来的效果是，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在形式上的平等，同时给契约与财产权利提供了特定的保护。


  虽然主权国家与政府的区分对现代宪政体制的民主合法性极为重要，但它的首次出现是在16世纪法国法学家让·博丹关于君主统治权的著作中。60在表述主权这一基本概念时，博丹将它与“政府”或“行政”进行了区分。君主的意志被视为所有世俗法律的根源，然而它在功能上可以有别于君主授权的日常行政事务。只有根本法才必须由君主颁布，对于次要的法规，君主可以授权其他人（政府或行政部门）代表自己制定。


  正如理查德·塔克所述，至少在主权国家层面，这一区分使民主制在现代社会重新成为可能选项。它允许在根本法中采取直接民主式的立法，哪怕只是间歇性采用。同时把日常行政权力（包括对经济事务的规范）交给受宪法授权约束的政府，以维护商业社会的法律基础。61


  区分主权层面的直接民主与政府层面的授权代表，意味着人民作为现代民主社会宪法权力的最终来源将经常处于长期的“沉睡”之中（借用霍布斯提出的一个比喻）。当然，主权的这种沉睡可能被短暂的制宪立法行动唤醒。62在过渡期，由宪法授权的政府活动依然进行。人民的主权通过各种机制对这样的政府实现掌控，其中最显著的是选举和实现问责的其他措施。


  在现实中，把主权与政府分开，让民众可以通过直接批准根本法来定期确认其统治权，包括立宪活动、正式的宪法修订程序，以及各种“宪法时刻”（constitutional moments）。同样，宪法也给民众的权力设置了限制，使之不能轻易改变作为商业社会基础的既定法律规则与政府日常运转的既有效力，因为宪法中往往包含各类防范多数主义的机制，以制约某个时期的多数派。要克服此类限制，只能通过由大众参与宪政立法的特殊时刻。63


  那么，现代宪政主义的上述两个特征又如何巩固了资本的特权地位，导致了持续的不平等结果（r > g）？


  公域和私域的区分在让经济脱离政治控制方面有显而易见的作用，它依赖于对个人财产和契约权利的充分保护，这一点也很直观。然而经济从来不是完全独立于政治的。如今的各国政府掌握着重要的税收权和监管权，属于其正常职能的一部分。更普遍地说，公私之分（作为公共事务而受到监管的活动相对于委托给私人参与者的活动）本身在历史上也是多样而变迁的。以此方式构造的“经济”，实际上是公共权力及其制约策略的多变产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主权与政府之分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建构。人民主权层面的民主制度复兴，给民众参与宪政制度的立法提供了机遇，但也意味着民众的直接统治仅限于特殊时刻。于是，限制或支持资本特权的大多数公共行动是通过政府的日常行动来操作的，政府处理不平等问题的权力和意愿则会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而受到限制，其中包括国际竞争压力、公务员和军人群体的阶级利益，等等。64更为重要的是，由人民主权最初批准的对财产与契约更高层级的宪法保护，在之后极难做出改变。这些宪法规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开启了新的后封建平等时代，成为现代法治的基础，此后却基本上不会出现民众参与的修订。


  从这一视角看，资本主义并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体制，而是一种法律体制。它是现代“法治”的一种形式，得到了最终极的人民主权立宪行动的批准。而此后，人民主权只在理论上继续维持统治，在实践中则没有让政府运转始终受民众直接控制。这种体制的效果就是充分解放了如今所说的“经济”活动的商业社会联系，即宪政秩序给财产所有者提供特殊保护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产物。民众偶尔会被组织起来，形成团结的人民主权，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仍是政府日常监督的不同对象。


  我们可以认为，皮凯蒂的数据揭示了这种制度的基本倾向：加速走向现代类型的不平等，这一不平等产生于享有法律平等地位的人们之间达成的形式上协商一致的关系。若采用这种分析思路，则令人惊讶的就不再是皮凯蒂关于资本回报率超过平均增长率的发现，而是库兹涅茨早先的推测（以为他追踪到的不是暂时的偏离现象）。由于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法律制度在二战后时期没有被根本改变，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资本主义不平等最终会回归。的确，近期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在皮凯蒂认为不平等状况向镀金时代水平复归的时代，美国政府的运转越来越呈现出“寡头”特征，这或许并不出人意料。65


  对资本主义的法学分析


  要理解r > g为什么在多数时候成立，以及为什么有短暂的偏离，我们需要把资本主义看作通过法律构建起来的社会经济体制。这样的要求应该并不稀奇，因为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是一种法律秩序，其核心交易正是法律的产物。然而，二战后的经济形势除了造成库兹涅茨曲线，还导致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法律与制度基础展开的研究被边缘化，人们以为经济活动构成的社会子系统可以由专家根据知情选民的政治选择来管理。66类似条件为什么已经不复存在，是出于偶然原因还是深层原因，这正是皮凯蒂的研究指引我们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


  资本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体制，也是一套法律制度，这种观念对商业社会的早期思想家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当时最深刻的探讨或许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他们采用了理论推导加历史制度分析的方法来考察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的早期研究中，资本主义被描述为有自身逻辑的制度，既可以成为演绎分析的对象，又表现为一种“阶级统治”的形式，一种由某些人对其他人（通过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等法律制度）实行统治的特定历史社会形态。这两套论述，即作为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与作为法律制度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准确联系，迄今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内外的讨论话题。将其协调起来的尝试需要回答如下疑问：作为“逻辑”的资本主义与作为“统治”形式的资本主义，哪个才是最基础的本质？67


  同样的说法也基本可以用在皮凯蒂关于r > g的观点上：它是资本主义逻辑得以成立的一个体制要件？还是以阶级斗争形式（即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呈现的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有可能二者皆是。不过要同时描述成这二者，则需要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谱系与经济结构结合起来论述，而这样的论述要求在分析中对“结构”与“斗争”有一定程度的调和。68


  如何实现这种理论调和已超出了本章的讨论范围，但是就法学研究能为此提供哪些参考，可以讲些初步意见。在最广泛的框架下，法学研究应该完成如下四方面的任务：说明旨在维护商业社会的法律制度安排如何在共同经济生活的条件方面引发各种日常社会争端；说明法律制度安排如何影响社会争端事件的解决；说明在给定的法律制度下，社会争端事件如何得到解决；说明法律制度安排如何为经济活动重新塑造架构基础，给争端的下一轮上演搭建舞台。


  法学研究与制度政治经济学研究或许都很适合承担以上任务。69例如，沃尔夫冈·施特雷克于近期指出，社会科学中的“制度主义转折”得出的普遍观点加上少数“参数设定”，即可用于对资本主义的“特定社会秩序类型”（以独特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持）视角的研究。70施特雷克补充了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者组织的洞见，他认为资本主义还带有其他若干实证特征，包括：第一，假设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具有正当性，在多数情况下，不受传统主义中“超级规范”的限制，例如对社会团结的期望、对竞争的限制，或精英群体确保“体制存续”的义务；第二，预期规则遵守者具有“理性自利”的倾向，不会为了规则的目标而把规范内生化，对金融监管的操纵行为即是明证；第三，各个阶级的资源禀赋差异导致各阶级拥有不同的有效行动能力，包括动员政治联盟捍卫自身利益的不同能力等。71不难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特征皆有其法律基础，而法律基础帮助设定了相关背景条件，导致“资本主义的基本不平等”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多数时期得以维持。


  皮凯蒂的研究提示我们关注的谜题是理解二战后的特殊时期。如果皮凯蒂所说的“资本主义中心矛盾”曾被克服（虽然只是短期），那段时期的混合经济是否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我们应注意到，r > g在20世纪中期的逆转让当时的某些观察家，如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克罗斯兰，也对其所处的社会是否仍为资本主义提出了疑问。72更普遍地说，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是否不可避免地会重新成功塑造“资本主义”？在上述资本主义宪法固有的分散化与私有化特性下，民众如何能够捍卫社会民主类型的混合经济？


  要理解皮凯蒂所讲的从世袭资本主义到二战后“混合经济”的演变及其反复的过程，需要深刻解读约翰·康芒斯很早之前分析的“资本主义法律基础”。较早时代的实用主义法律学者，从罗伯特·哈勒到卡尔·卢埃林以及杰罗姆·弗兰克，把这一法律基础作为研究的核心。73在公共制度与私法研究中回归哈勒式法律现实主义将令人期待，可以推动从历史制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开展法律经济学分析。对于把市场理解为抽象社会选择机制的正统法律经济学方法而言，这是一种补充。


  未来研究中尤其重要的课题包括：后封建时代财产法律重建的原因及后果；劳动力、公共利益和公司法律如何共同发挥作用，使现代劳动力市场成为“竞争交易”的竞技场；“经济支配力”通过特定的契约机制而兴起的方式等。74对此类相关课题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哪些条件下，形式上的契约平等可以伴随着不断扩大的经济不平等。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法律不仅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交易（其中最重要的是为获得工资而出售劳动力），也涉及市场所处的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的演变、金融化时代的金融监管，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对国内经济控制力的制约等，或许是其中尤其突出的某些方面。75


  在考察上述议题时，皮凯蒂的著作引来了如下思考：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对资本回报率水平及其持续超出经济增长率产生了怎样的作用？不同法律领域与不等式r > g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许较为复杂，例如，皮凯蒂在分析人口对不平等的影响时，强调继承财富的因素。继承财富在低人口增长社会的集中度更高，而在人口增长较快的环境下，劳动回报相对于继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76不过在某些法律条件下，较慢的人口增长同样可能提高劳动力的谈判能力，因为可用工人的人数较少，意味着他们能向雇主索要更高的工资，约翰·穆勒在其社会改革计划中就强调过这种机制。77事实上，“辉煌三十年”之所以能取得异常高的g/r值以及对增长成果的相对平均主义分配，至少应部分归功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力相对短缺。对于这种可能性，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不仅欧洲在二战后实现了快速而共享的增长，美国同样如此，且后者当时居于技术前沿地位，并不在追赶或重建阶段。78根据类似的逻辑，不同寻常的战后阶段的终结适逢全球化的起点，通过业务外包或外包的威胁，跨国公司获得了抵制工资上涨要求的底气。79


  对此类动态的深入研究或许表明，皮凯蒂发现的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至少部分源于他没有展开分析的人口结构先决条件。过去数十年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效应是，在各国重建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由此产生了工资下行压力，有组织劳工的政治影响力锐减，并导致加速这种趋势的寡头政策复兴。80库兹涅茨与皮凯蒂得出的不同结论，很大程度上或许可以归因于这一人口背景的改变：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在战后经历了劳动力的相对稀缺，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平等的缓和，而这一形势随着国外的新劳动力融入而被逆转。


  同样，对人口结构的这些思考还能让我们对21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得出不同的预测。皮凯蒂认为未来依旧是r > g的场景，而我们可以把这一不等式诠释为资本同劳动的相对谈判能力的反映，它只是在某些人口条件下才成立。正如资本不再受制于国境，r > g中的人口决定因素同样如此。展望未来，可命名为“资本主义的人口矛盾”这一作用机制会日益突显，资本主义及其相伴的生育率稳定趋势正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81因此不难设想，50年之后某位继续沿着皮凯蒂观点探讨的经济学家（类似于皮凯蒂跟随库兹涅茨的脚步）将把焦点集中在之前被忽略的人口背景因素上。《21世纪资本论》的出现，或许正赶上资本主义已真正走向全球，但其扩张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尚未充分显现的时刻。不过，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人口变化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还需要探究广泛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包括劳动法、生育权、公司战略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分析r > g的其他潜在决定因素（如技术变革的影响）恐怕也同样复杂，同样与法律结构有关。


  在对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加强研究的同时，还需要深入理解民主国家的制度架构，皮凯蒂视之为资本主义的对立因素。简而言之，问题在于理解：在现代自由民主制国家，为什么体现人民主权的间歇式宪法公投（constitutional referenda）与代议制选举制度都没能约束不平等的恶化，只有二战后的繁荣时期属于例外？在19世纪，各国的普选权受到严格限制，政府官僚机构的寡头政治色彩突出，不难解释它们无力缓和经济不平等水平。马克思在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分析或许非常准确，“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82可是在有着大众普选权的现代国家，这种现象为何依然存在，则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在皮凯蒂名著的促进下，相关研究工作可谓方兴未艾。83


  [1]笔者感谢如下人士的评论：Heather Boushey、Ian Malcolm、Marshall Steinbaum，尤其是Brad DeLong。本章内容参考了笔者之前发表的评论：“The Laws of Capitalism，”Harvard Law Review 128（December 2014）：626-667，以及即将出版的专著：The Invention of the Economy：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第20章


  全球不平等的历史起源


  艾罗拉·德农古


  经济学家艾罗拉·德农古探讨了财富不平等深刻的历史与制度起源。她认为这或许关系到达龙·阿西莫格鲁与詹姆斯·罗宾逊区分的“掠夺性”制度与“包容性”制度。德农古的核心观点是，尽管支持财富积累的制度对“公民”（或政治实体中获得权利的个人）而言可能具有包容性，但同时对“臣民”（包括奴隶、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种族或民族群体，以及未获得平等法律地位的其他人）而言却属于“掠夺性”。她介绍了出现这种二元状态的几个案例，以及对今天财富分配格局的广泛影响。


  历史影响了并在继续影响着全球不平等状况，世界不同群体的激烈冲突在历史上绝非罕见。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全球一体化的特征是严重的力量失衡和剥削现象：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欧洲国家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直接或间接的殖民统治等。这些经济掠夺活动当然也促进了现代经济增长，或者至少以其他人付出的代价实现了某些人的疯狂致富，因此在对当代全球不平等的研究中，它们依然应受到重视。


  本章提出的理论框架将把历史因素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分解为：对资源禀赋的影响，即某个社会的初始财富分配；对制度的影响，所谓制度即通常所说的规范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规则。1禀赋与制度都与上述的掠夺性冲突关系密切，这正是本章聚焦的主题。北大西洋奴隶贸易与欧洲殖民扩张各自产生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经济行为人，借用政治学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的说法，我分别称他们为“公民”（citizens）与“臣民”（subjects）。2冒着犯时代错误的风险，我把公民与臣民简单定义为历史上掠夺性冲突的赢家和输家。至少平均而言，全球公民群体享有更多的资源禀赋，有长期民主制度保证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积累机遇。相比之下，全球臣民群体只有极少的初始禀赋，经济和政治生活受到压迫式的非民主制度的限制，没有合法的诉讼权利，容易从事胁迫劳动，也极度缺乏财富积累机遇。


  在本书第14章里，德纳尔蒂等人已经对影响财富积累动机的因素做了理论分析，把遗赠动机与异质性偏好加入皮凯蒂关于产出增长和资本回报的动态模型中。他们的研究扩展了奈杜在本书第5章的描述：对《21世纪资本论》的“驯化版皮凯蒂”的解读，也即利用宏观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来理解财富积累状况。3本章的解读将采用奈杜提出的另一个“野性版皮凯蒂”视角，把权力和政治因素置于中心。事实上，鉴于这里分析的很大部分经济活动是发生在竞争性市场或法治环境之外，本章确实是把历史决定的制度和禀赋作为长期不平等的决定因素来考察。


  我首先将描述一个有集体层面异质性的代际财富传递的简化模型。在这一模型中，过去的禀赋与制度会影响个人财富状况，进而影响公民和臣民这两个群体内部及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该模型显示，禀赋差异的影响会在多个世纪中消减。相比之下，制度不仅决定着财富积累的动机，还关系到再分配的能力。在初始禀赋差异的影响消失很久之后，制度依然存在并对不平等持续产生作用。我还将借用这一思路对比相关研究文献，尤其是关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对大分流与工业革命时代有重要影响的内容。过去的研究强调资源禀赋因素，而忽略了制度方面更恶劣的影响。


  我借助美国的奴隶制历史来探讨上述问题。南北战争与解放宣言据称是给奴隶这类财富形式敲响了丧钟，然而，这一财富冲击远不足以改变奴隶主在南方社会的优势地位及其对南方政治的操控。制度惯性开辟了新的路径，让奴隶主家族在内战后的几十年里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证据显示，战前的许多南方家族后来重新崛起，其势力的主要存续渠道之一，正是通过精英阶层对政治制度的把控。


  接下来，我将考察欧洲殖民统治制度对不平等的持续影响，并在研究的地理和时间范围上加以扩展。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的方法借助疾病环境的外生差异作为殖民制度的工具变量，识别制度与经济发展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4这种外生差异影响了欧洲人在殖民地定居的能力，由此决定了他们随后建立的制度类型。制度惯性通过多种渠道作用于不平等，而我把关注点集中于税收基础设施，以及全球不平等数据库在数据记录中对此的反映，如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维护的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一般来说，在有掠夺性制度传统的国家，其税收基础设施发展更晚、更不稳定，这对于如今前殖民地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状况关系重大。


  在最后一节中，我将探讨历史对全球不平等的持续影响如何启发未来的研究和政策工作。针对历史上的掠夺行为，最显著的政策建议是给予赔偿。对于那些关注禀赋因素的研究文献提出或暗示的这种政策工具，我将简单谈谈其缺陷所在。我的结论是采用另外一种补偿办法，即关注制度隔离（institutional segregation）问题，而不仅仅是初始的禀赋差异。


  历史形成的群体不平等模型


  我借鉴米尔德等人为小规模社会建立的代际财富传递模型，以描述不同群体在历史上面临的不同制度组合。5米尔德等人关注的是，在制度类型从高度平等主义到高度等级化的各种小规模社会中，不同的经济生产体制各自会带来怎样的不平等水平。他们对各种社会代际财富传递的估算表明：首先，群体之间的不平等较为显著，而且大于群体内部围绕长期不平等波动的幅度；其次，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与每种生产技术相伴的制度因素。我对他们的模型做了修订，纳入了上节描述的由历史冲突带来的公民制度与臣民制度的相互作用，并集中分析禀赋与制度各自对两个群体内部及之间的不平等影响。


  上文提到，对于历史上拥有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群体，命名为“公民”，对于历史上拥有掠夺性制度的群体，命名为“臣民”。在模型中，个人财富由三个部分决定：制度，决定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财富多寡；禀赋（或个人所在群体的平均财富水平），也取决于制度；特殊冲击，反映个人财富的意外波动。对公民群体而言，较强的包容性制度限制了由父母决定的可继承财富的多寡。对臣民群体而言，掠夺性制度能确保一个人的地位主要继承自上一代人。另外，由于历史冲突导致的两大群体之间的财富转移，包括大西洋奴隶贸易、美洲奴隶制种植园农业以及对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资源掠夺，公民享有的禀赋较多，臣民的禀赋较少。财富方程式的最后一项反映意外经济冲击，不在个人的控制范围之内，包括宏观经济层面的冲击（如战争或经济下滑等）与个人层面的冲击（如家人的疾病或死亡等）。


  在这种设定下，全球不平等表现为公民与臣民共同形成的混合人群的个人财富差异。该模型的主要发现是（下文将在做技术处理后展开论述），初始禀赋在短期和中期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较大，但长期看只剩下制度因素的作用。原因在于，特殊冲击会消减逐代继承禀赋的影响，最终使其同全球不平等无关。一旦代际财富稳定下来（进入所谓的稳态均衡），就只有制度继续决定全球不平等的水平。


  在数学表达式中，假设公民与臣民群体的人口比率分别为ρ和1-ρ，分别面临如下的群体财富积累过程：


  
    [image: ]
  


  其中，[image: ]反映历史决定的群体G的制度；[image: ]是群体G在t时期的平均财富水平，因而代表禀赋；[image: ]是群体G中的个人i在s时期的财富水平；[image: ]是群体G中的个人i在s时期的财富受到的特殊冲击，其均值为0，方差为[image: ]。于是，个人在明天的财富水平是如下变量的函数：前一时期的个人财富水平，前一时期的群体财富平均水平，每个时期对个人层面的特殊冲击。初始禀赋则可以理解为0时期的群体平均财富水平。


  以上公式中的第二项代表向均值的回归，或者前一时期的群体层面的平均禀赋水平，以（1-β G）为权重。如果βG代表制度，则较低的β G意味着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例如，对精英人群的制约、充足的公共产品提供以及社会安全网等，这些制度会提升机会平等，压缩群体内部的分配状况。较高的β G则代表在殖民主义和奴隶制下形成的掠夺性制度，即照顾精英人群的政治制度、冲突以及压迫性的劳动力市场等。过去的掠夺性制度会通过制度惯性造成较低的代际流动性，导致同时期较高的不平等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我让群体层面的禀赋取决于其他群体的制度，从而反映了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的历史冲突留下的后果。


  在实行包容性制度的地方，由于对海外殖民地实施的资源掠夺或奴隶制，禀赋或许变得更高。在这一模型中，资源的差异与制度的差异都完全由此类历史冲突决定。这样做相当于抽象掉了影响制度与初始禀赋的其他因素，其目的是突出禀赋与制度对当代全球不平等的相对重要性。该模型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方法，把全球不平等同禀赋与制度分化联系起来，而这种分化源于掠夺性的历史冲突。历史冲突创造了作为公民与臣民的不同群体，既存在于全球层面，也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并立。


  对任意群体G，另一群体标记为-G，在独立同分布（i.i.d.，independently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性质的冲击下，财富的稳态方差可以用下列等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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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稳态下，[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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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稳态下，初始禀赋对群体G的对数财富方差没有影响。相反，稳态的方差完全是群体G的制度以及个人层面特殊冲击的方差的函数。


  制度影响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内部及之间的不平等，其具体含义是什么？全球财富积累是公民与臣民的两个财富积累过程之和，以人口比率作为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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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式可以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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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image: ]是两个群体层面禀赋的恰当加权平均值，并做了跨期标准化。


  于是，全球不平等可以定义为[image: ]的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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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冲击是独立同分布性质的，则[image: ]与[image: ]的协方差为0。于是，t时期的全球不平等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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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稳态中，全球不平等水平可以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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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长期中，全球不平等是每个群体的制度、人口比率及各群体的个人层面冲击方差的函数。关键之处在于，初始禀赋在长期对全球不平等没有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历史通过两种途径发挥作用：制度既影响一个群体内部财富分配的流动性水平，又通过两个群体的掠夺性历史冲突影响两个群体层面的禀赋水平。如果我们相信群体水平并非处于稳态，则后者非常重要。不过模型显示，外来冲击最终会抹掉初始禀赋的差异，使其与长期的全球不平等无关。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制度的作用比禀赋差异更为持久，在本模型中也的确如此。从长期看，制度差异比禀赋对全球不平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可是下节将会提到，关注历史冲突及随后的不平等状况的很多学者往往强调禀赋差异而非制度的作用。


  禀赋


  在1944年的标志性著作《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提出，来自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种植园的利润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他认为，当奴隶制不再符合资本的利益时，资产阶级与废奴主义者结成联盟推翻了这一制度。这部论著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奴隶制对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威廉姆斯的批评者们争辩说，来自奴隶贸易的利润率被高估了，或者这部分贸易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对其他经济部门造成显著影响，经济史学家依然普遍认可奴隶制对这段时期的英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某些作用。6还有，如果像英尼科里所述，非洲或西印度地区对主要工业品的需求很强，那么规模较小的部门也可以对英国经济的重构做出贡献。7类似观点亦可适用于英国对非洲大陆的殖民扩张。8


  奴隶制发挥影响的作用机制，除奴隶贸易和美洲种植园产业带来的直接利润流入外，还有奴隶制给相关产业带来的溢出效应，包括航运、纺织、海事保险以及金融等。9此类溢出效应可能意味着，即便来自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的直接利润规模较小，奴隶制对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的影响。


  关于全球历史的新近观点聚焦于溢出效应（包括创新方面），由此挑战了规模较小的贸易或产业对整体经济只有较小作用的传统观点。如果廉价获得的原始投入品促进了创新，则与海外掠夺性制度有关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就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放大资源禀赋的分化。对此的最佳诠释或许莫过于英国的纺织产业，而凸显这种溢出效应联系与海外殖民地地位的关键大宗商品则是棉花。由奴隶在美国生产或者由殖民控制日益强化的印度生产的棉花，在英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汉伦分析了南北战争对美国棉花供给的冲击如何大幅压低了印度棉花对美国棉花的相对价格。英国从印度进口的棉花急剧增加，但降低印度棉花加工成本的技术创新也在同步跟进，结果导致印度棉花的价格出现反弹，其进口份额却没有相应下降。在美国的奴隶制终结威胁到英国纺织产业的一个关键投入品来源的时刻，印度棉花的稳定供给发挥了关键作用，确保那些技术创新能够出现。10确实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英国维持了对棉花生产的统治地位，直至20世纪早期。11


  其他学者还分析过奴隶制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作用。冈萨雷斯等人利用马里兰州的历史商业报告指出，与没有蓄奴的同类人群相比，奴隶主开办更多新企业，这符合模型中的设定：贷款人愿意把奴隶作为抵押品，因为他们比土地有更强的流动性和迁移性。12罗森塔尔分析了会计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的兴起，并注意到会计师在早期对种植园的影响。会计师与簿记员的职业化以及会计作为一门专业的发展受到了种植园主的激励，他们需要会计师在种植园业务中发展出来的专业服务和能力。13


  经济史研究中关注较少的是奴隶制对现代医药产业进步的作用。在18世纪，医生从轻微感染的天花病人身上获取身体组织，放入未感染者身上的开放创口，以实现免疫接种。在古巴和其他西班牙属美洲地区，孤儿与奴隶都被用来充当疫苗传递的容器，用他们手臂上的脓疮承载疫苗。冈萨雷斯分析了19世纪早期古巴奴隶与接种人数之间的高度关联。由于担心天花从奴隶传染给其他人，各个港口均采取了严格的接种程序。奴隶制在古巴经济中的地位提高，刺激了对内外科医生的需求，使人均职业医生数量达到很高水平。当用于疫苗传递的孤儿群体耗尽时，可以购买奴隶来确保这一人体传递链条不会中断。运奴船和贸易路线为扩大对西班牙属美洲地区人群的接种提供了现成途径。14这些证据意味着，奴隶制有潜在的巨大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促进医疗与管理科学的进步对所有要素均发挥了影响，提高了整体的生产率。


  经济学家威廉·德瑞提把欧洲经济增长同非洲和美洲遭遇掠夺的关系概括为现代欧洲的“原罪”。不过这一原罪影响的时间有多长？按照上节设计的模型，禀赋差异在中短期影响较大，但在长期却被财富积累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冲击消除了。最终，刺激财富积累并决定再分配政策的规则因素（即模型中的β项）存续下来，而禀赋差异退出了。换句话说，如果欧洲的原罪只是初期的资源禀赋差异，从全球再分配角度看这些禀赋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无限缩小。一旦经济运行达到稳态，就只剩下制度差异继续发挥作用。15然而，经济体在什么时点达到稳态呢？下一节将结合美国的奴隶制来探讨这个谜题。


  冲击与制度惯性


  皮凯蒂讨论了两次世界大战给资本收入比造成的打击，可是恐怕没有哪次现代战争能像美国内战那样，把某一类财富完全摧毁。短短数年，南方财富拥有者掌握的最活跃的资本类型——奴隶资本——就变成了历史文物。因此，南北战争正是上节定义的对历史禀赋的典型冲击事件。废奴对战后的财富分配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一冲击是否足以抹平南方精英人士组成的“公民”群体同包括贫困白人和自由人在内的“臣民”群体之间的界线？


  得益于各宗谱协会对美国人口普查局历史数据的电子化以及综合公用微观数据系列（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IPUMS）的帮助，解答上述疑问所需的数据变得愈益丰富。杜邦与罗森布鲁姆利用IPUMS的普查数据，检测了奴隶主在内战之后的南方财富分配中依然保留在顶层的概率。16之前有学者利用较为有限的数据发现，南方种植园主阶级在内战后强势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而杜邦等人的结论则更为复杂，他们发现在1870年位居南方财富持有人前5%群体的人里面，仅有不足一半是在1860年居于前10%的群体，这表明美国南方的财富分配格局出现了较大的扰动。在奴隶财富被最终消灭之后，一定数量的其他类型的人在1870年跻身顶层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在北方的财富流动性更低。


  此外，杜邦与罗森布鲁姆还发现，有大约1/3的南方富人从1860年到1870年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考虑到南北战争带来的冲击之严重，这个水平看起来算很高了。17他们的结论意味着，社会正走向稳态，其中公民与臣民的初始禀赋差异对财富分配将不再产生作用。阿格等人的研究则认为，持续到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财富数量对1870年的财富水平不再有预测作用，而房地产财富则在继续发挥影响。18


  然而，我在一篇工作论文中指出，南方奴隶主的某些优势在长得多的时间范围内仍然延续。19借助1860年美国完整的奴隶记录文件（涉及近43万名奴隶主）和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完整记录，并受克拉克关于社会经济流动性与家族姓氏研究工作的启发，我做了初步检验。20结果发现，对于能和1940年的南方姓氏相匹配的1860年奴隶记录文件中的近4万个奴隶主姓氏而言，奴隶财富同现代收入之间呈正相关。这个结果与杜邦等人的发现共同提出了一个疑问：在内战过去后的数十年中，以前的南方奴隶主是否实现了在经济上的重新崛起？21


  奴隶制对财富与收入分配的持续影响或许并不奇怪，因为大量证据表明掠夺性制度有深远影响（下节将展开更详细的讨论）。针对美国的奴隶制，布莱克维尔及其合作者发现，奴隶制对20世纪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具有非线性影响，似乎说明奴隶主家族在南北战争结束很久后重返其显赫地位。以棉花种植适合度差异作为大规模奴隶种植园农业的一个随机差异来源，他们发现1860年时较高的奴隶人口占比对应着更认同南方重建前的民主党，以及如今对非裔美国人的负面种族态度。这种相关性在20世纪早期达到顶峰，伴随着南方的救赎行动与重建运动，在之前奴隶人数最密集的地区表现得最为强烈。此类现实政治事件可能影响收入分配，让奴隶主家族重新崛起，并巩固他们在南方精英群体结构中的地位。22因此在最重要的人身财富被转化为自由劳动力之后，以前的蓄奴家族可能转而寻求掌握政治权力，并以此再度制服刚获得解放的奴隶，重建自己在未来的经济统治。23


  关于蓄奴与内战后流动性的新近研究文献表明，禀赋的确容易受到意外事件的冲击，这让人们想起杜波依斯给奴隶主集团宣读的讣告：“随着内战的到来，种植园主作为一个阶级宣告死亡。”然而，1940年时的收入水平似乎仍与1860年时的奴隶主姓氏存在关联。此外，奴隶制对南方政治生活的长远影响显而易见：在1860年时奴隶人数较多的地区，到2008年大选中对奥巴马的支持较弱。所以即便禀赋优势会消退，带来这些优势的制度仍会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产生持续的影响，甚至远在此类制度名义上不复存在之后。下一节将更深入地探讨制度同不平等的关系，特别是前欧洲殖民地在殖民时代的掠夺同此后的税收基础设施之间的相关性。


  制度与不平等


  为什么制度对全球不平等关系重大？首先，制度是理解相对经济发展成就的关键所在：历史冲突带来的制度分化影响全球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之间及内部的不平等。前者已受到制度研究的广泛关注，我将对其加以回顾。接下来，我将通过殖民统治对税收基础设施的影响，深入分析制度同不平等的关系。所得税是一种重要的再分配政策工具，还给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提供了最权威的数据，尤其是它们不像许多家庭调查数据那样遮蔽了顶层群体的信息。借助制度研究中反映某个国家历史上殖民制度类型的一个常用变量，我测算了历史制度对于我本人收集的32个前殖民地的所得税引入时间的影响，以及对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维护的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中的所得税覆盖范围的影响。利用这些数据，我发现制度同税收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系统的相关关系，凸显了掠夺性制度对收入分配以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测算数据的）政府架构的有害影响。


  制度或者说制约经济、社会和政治行动的规则，对长期的全球不平衡发展有强大解释力。包括道格拉斯·诺思、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等人在内的经济学家已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24过去二三十年，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借助历史上的自然实验来测算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25在一项广为引用的研究中，阿西莫格鲁等人利用欧洲殖民统治时期的疾病死亡率，作为对制度差异大规模版本的自然实验。鉴于欧洲人当时并不清楚许多传染病的传播状况，如黄热病或疟疾等，他们在不同地区遇到的自然环境便成为判断欧洲人能否定居的外生变化因素。定居能力则决定了欧洲人在当地建立特定类型制度的激励。如果死亡率普遍较高，定居困难，那里就会形成掠夺性制度，主要依靠奴隶劳动生产经济作物，并限制授予公民权利。而如果死亡率较低，欧洲人就会普遍定居，建立相对包容的制度，包括政治体制的制衡以及重视私人财产保护等。26


  疾病环境决定的初始制度差异预示了如今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表现。在前殖民地中，疾病环境不利于欧洲人定居的地方在今天有着较弱的产权保护和较低的人均GDP。相反，欧洲人死亡率较低的地方在今天的发展水平较高。这些学者由此把此类实证结果解释为如下假说的证据：包容性制度促进了长期的经济表现，掠夺性制度则相反。


  困难在于，制度创新以及对欧洲经济增长的初始刺激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正好是在欧洲人探索和征服大片世界其他地区的时期。来自殖民活动和奴隶贸易的财富增长充实了商业中产阶级的力量，使他们可以抗衡君主权力，从而确保了欧洲的包容性制度建设。27这一模式还延伸到新大陆后来的经济增长时期。在美洲内部，有着更具包容性制度的地方从广阔边疆的掠夺性活动中获益，包括侵占原住民的土地和残杀其人口。28简而言之，增长依赖于包容性制度，但同时也可能同其他地方的掠夺性经济机遇相关。


  以英国商人阶级的崛起为例，他们在国内对君主权力形成了制约，但同时也是整个欧洲最猖獗的奴隶贸易商。类似地，荷兰的民主制度发展伴随着他们为建立对东南亚香料贸易的垄断权而发动的残酷战争。这些历史时期成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键节点”，初始制度决定了各个社会对经济机遇如何做出响应。然而促进一个社会形成包容性制度的因素，却可能是另一个社会形成同类制度的厄运，这正是西部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东南亚在被英国与荷兰入侵后的情形。


  测算殖民主义对群体内部不平等的影响，一个直接办法是分析殖民制度给税收基础设施留下的效应。政府对收入征税的能力是一个强烈信号，反映了它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开展再分配来缓解不平等的能力。在缺乏税收基础设施的国家，社会保障项目往往较少，产业进入壁垒较为普遍，精英人群的收入很少受到调节。


  考察不同制度对不平等影响的一个关键障碍在于，某个地区的制度类型或许与经济发展数据的丰富程度相关。阿特金森试图利用英国在非洲的几个前殖民地的殖民税收数据来填补部分空白。这些数据本身是英国核心区域同其殖民地之间的掠夺性制度安排的遗产，只能用来分析财富分配顶层的部分，但通常能反映派驻殖民地的官员与本土居民之间的鲜明对比。对顶层数据的观察表明，部分殖民地的不平等程度很高，哪怕在税收数据能覆盖的有限的社会精英内部也是如此。阿特金森的研究对理解全球收入不平等变化做出了贡献，但这些数据未能覆盖超过90%的当地人群，我们对这些人群依然缺乏了解。另外，我们仍然不清楚殖民体制给殖民地带来的不同于非殖民地的影响，该问题将在本节的最后展开讨论。29


  针对前殖民地国家，我发现某些直接证据表明，贫困国家的税收与统计基础设施薄弱有背后制度惯性机制的影响。具体来说，对32个前殖民地，我考察了欧洲定居者在前殖民地的历史死亡率（即阿西莫格鲁等人开创的指标）同首次开征所得税年份之间的关系。请记住，这些疾病死亡率数据给征服时代的欧洲人在各地的定居能力造成了随机差异，定居能力继而决定了殖民地建立的制度类型。欧洲人定居较少的地方倾向于建立掠夺性制度，基本上不对当地民众负责。相反在定居较多的地方，殖民者有建立包容性制度的激励，因为这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经济成功。至于结果变量，我从各种学术研究文献中收集了首次实施所得税年份的数据。对于这32个前殖民地，既能够找到首次实施所得税法律的信息，又有欧洲定居者的死亡率数据。30


  图20.1中的散点展示了如下关系：定居者死亡率（对数）代表的殖民制度类型同首次征收所得税的年份。观测值按照定居者死亡率的相同规模区间并入各组，纵轴则显示每个组首次实施所得税的平均年份。该散点图表现出了正相关，即殖民制度的掠夺性越强，所在国家的所得税引入时间越晚。由于个人所得税是约束不平等的主要政府工具之一，掠夺性殖民制度的影响便通过现代制度延续下来，表现为开展再分配与筹资支持社会保障计划的能力较为薄弱。就这样，群体内部的不平等仍受制于殖民历史冲突中建立的制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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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1 殖民定居者死亡率同所得税引入时间的关系

  


  注：个人收入所得税是制约不平等的一个关键的政府工具。这里显示的正相关表明，一个国家的殖民制度的掠夺性越强，引入所得税的时间越晚。


  制度因素影响全球不平等的第二条途径，在于决定我们能获得的不平等信息的质量。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维护的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旨在追踪全球40多个国家的收入与财富发展变化。31但全球还有约150个国家未纳入其中，主要集中在南美洲、非洲和东欧。由于缺乏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的数据，人们难以全面评估历史制度对不平等和财富分配的影响。可是，数据缺乏本身也是一种数据，该数据库的覆盖范围要求有较为发达的税收基础设施。通常来说，一个国家较早实施个人所得税是财富与收入长期历史数据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


  图20.2展示的是，殖民定居者死亡率同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覆盖的年数之间的关系。与图20.1的方法一样，图中的散点分组合并了某些观测值，结果表明殖民地时代的制度掠夺性越强，某个国家在数据库中的覆盖年数就越少。由此导致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某个地方的殖民制度越具有掠夺性，我们今天对那里的收入分配状况就越不了解。所以，我们对不平等的认识有偏差，即过度强调能够获得不平等信息的地方。但显然，数据的可获得性受到了制度因素的系统性影响。数据覆盖的年数较少或许与税收制度持续时间较短、再分配能力不足相关，而量化分析可能让我们不自觉地忽略了缺乏详细收入分配数据的地区。这最终会导致我们对不平等决定因素的认识仅限于自己能够获得测算数据的地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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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2 殖民定居者死亡率和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覆盖年数之间的关系

  


  注：在殖民地时代有更强掠夺性制度的国家，在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的数据覆盖年数通常越少。因此，对不平等的认识过度关注能提供不平等数据信息的地方，存在偏差。


  以上发现说明，历史上的掠夺性制度通过影响后续税收基础设施以及我们对不平等的认识，依然对财富分配发挥着直接作用。由于税收是政府的主要再分配政策工具之一，这意味着掠夺性制度左右着前殖民地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制度对一个社会内部的产权保护与社会流动性水平有直接影响。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税收或土地改革，对财产进行再分配，直接降低不平等程度。此类变革可能促进政治上的公平，使穷人有机会改善其相对于精英人群的弱势经济地位。改善知识信息也能带来好处，收入分配的透明度会使严重不平等的政治代价增大，从而增强对再分配措施的支持力度。


  最后，试图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却不承认历史因素作用的政策在效果上可能会打折扣。我们或许需要更灵活的全球再分配工具，根据不同的制度（β项）定制，以便考虑和抵消影响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内部不平等及两个群体之间不平等的历史轨迹的作用。


  历史视角的全球再分配


  本章提出的理论框架，把历史（通过初始禀赋与制度遗产）同当代全球不平等格局联系起来。财富积累有其自然运动规律，但历史发挥的作用不仅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初始资本存量。如果我们用β作为代表过去制度的参数（即前文介绍的模型中的代际惯性系数），并让某个群体的初始财富同该群体及其他群体过去的制度挂钩，就可以发现历史上普遍存在许多“关键节点效应”：某个群体的掠夺性活动对今天各群体间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有重要影响。


  我把这些群体称为全球的“公民”与“臣民”，借用了马姆达尼关于殖民地非洲的制度隔离研究中的术语。世界的公民群体在政治统治体制中有代言人，生活中没有经常遭受剥夺的恐惧，拥有明确且普遍适用的社会运行规则。他们整体上能享受经济活动的成果，并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有着在经济阶梯上进步的良好机遇。世界的臣民群体则依赖掌权者的仁慈而非普遍适用的规则，遭受剥夺属于常态，而非例外。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很低，甚至生存都可能需要以对精英人士的臣服为代价。


  如我们所见，只了解掠夺活动对过去禀赋分配的影响是不够的。从长期看，禀赋差异对全球不平等的解释力有限。当然，一个经济体是否已达到稳态还有待讨论。我以美国的蓄奴制度为背景对此做了探讨。经济史学家也探讨过，奴隶财富在多大程度上依然给南北战争后的奴隶主后代提供了优势。杜邦与罗森布鲁姆发现，内战导致美国南方的财富分配出现了比北方更大的扰动变化。而我找到的证据是，把1860年奴隶记录文件中的奴隶主姓氏与1940年美国人口调查的信息做比对，说明之前的财富优势甚至持续到20世纪后很久。这一发现可以从两条不同路径加以诠释：一方面，它表明美国还不是稳态均衡，某些群体通过历史上的剥夺而延续着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某些证据表明奴隶主家族因为战争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失去之前的奴隶财富之后，转向了政治活动，并可能于20世纪早期重新掌控了权力。


  这只是历史制度因素影响当代财富分配的众多途径中的一种。另外，上述案例还充分表明，制度是相关行为人策略行动的结果。精英人群维持或重获权力的能力与若干因素有关。在美国南方，民权运动或许成功扭转了南方精英人群维护其地位的势头，消除了该地区的制度化镇压手段。但总之，尽管奴隶制造成的南方财富禀赋受到南北战争的沉重打击，制度惯性的影响却重新恢复了公民群体同臣民群体在战前的财富不平等格局。


  我借助制度增长理论说明，为什么历史上的掠夺性制度会影响公民群体和臣民群体的全球财富分配格局。在前殖民地国家，制度通过税收基础设施直接作用于不平等。历史上建立掠夺性制度的国家，所得税引入较晚。以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的覆盖情况作为另一指标，我指出，历史上建立掠夺性制度的国家在数据库中的覆盖率更低。由于所得税是政府为社会保障计划或再分配筹资的一个主要工具，这种制度遗产对财富不平等或许有直接解释力。在缺乏税收基础设施时，即使打算推行再分配的仁慈型政府也无能为力。再分配还会进一步增强社会中穷人的政治实力。若没有税收基础设施，一个社会将长期被精英小集团俘获。此类制度影响的持续时间可能比禀赋差异长得多。根据本文之前介绍的模型，在稳态均衡中，持续影响当代财富分配状况的是过去的制度，而非资源禀赋的差异。因此，从政策视角看，问题主要不是追究欧洲的“原罪”，而在于解决掠夺性制度的残余，尤其是在关键节点时期形成的制度。


  这对跨越不同制度的再分配有何启示？祖克曼等人建议的全球财富登记有助于把世界各地财富拥有者的信息集合起来，特别是在资本主要被外国人持有的地方。32可是，这依然没能填补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中的空白，那里只有通过所得税基础设施的建设才能弥补。这些空白地区显然伴随着发展不足以及社会内部的巨大不平等，收入和资本回报集中在顶层群体，而这批人属于全球精英人群的一部分，也是拟议中的全球财富税可能帮助识别的。


  全球再分配政策不应只通过全球财富税实现禀赋的再分配，而是要迫使公民群体认识到，历史上的专制统治妨碍了臣民群体收获经济发展的果实。在臣民群体受统治精英压迫最严重的地方，增进和改善当地的制度有可能带来连锁效应。例如，全球劳动标准就可以首先把盈余从全球资本转移给纺织或智能手机等产业的劳动力。知识产权、移民、医疗和教育等政策可以重新调整，以补偿在过去500年的受挫折地区。因此，本章要表达的主旨是，在财富再分配之外，让有着共同历史经历的世界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在制度上实现整合，是缩减全球不平等值得研究和实践的重要一步。


  未来的研究人员应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我们需要对历史冲突与制度分化有更多的量化分析：不同经济行为人群体之间的历史冲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造成了制度分化？其二，我们需要在政策建议中考虑制度分化因素，并致力于扩大全球臣民群体的制度特权。对此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为使臣民群体能跟上公民群体的制度进步，能够做些什么？”基于禀赋因素的补偿是不够的，也只是暂时的效应。有长久作用的再分配措施是取消制度隔离，也即把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扩大到全体公民群体与臣民群体。


  第21章


  《21世纪资本论》中的政治因素
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


  伊丽莎白·雅各布斯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既是一本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又是扎根于久远的传统经济学假设的论述。在他讲述的经济不平等与增长的关系中，政治因素既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社会学家伊丽莎白·雅各布斯在本章探讨了这一矛盾。她提出的疑问是：对于经济成果分配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才能把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同受特定历史和制度约束的实际过程结合起来予以解释？来自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给《21世纪资本论》中粗糙的政治学理论的明显内在矛盾提供何种启示？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答？在设计鼓励未来的公平经济增长的政策计划时，决策者该如何考虑政治改革的议题？


  政治在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既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我们一方面看到作为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皮凯蒂，他在引言中宣称，“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极富政治色彩，不能被简化为纯粹的经济机制”，这意味着不平等历史“既受到经济、社会与政治行为人对何为公正、何为不公正观点的影响，又受到他们的相对权力较量及其导致的集体选择的影响”。1以上是有深度政治视角的观点，有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数十年研究成果的广泛支持。可是在700多页的这部巨著中，皮凯蒂却反复回归“分化的基本力量”这一观点，即资本回报率（r）始终超出整体经济增长率（g）的事实。2他认为这种作用规律“不可避免地造成继承财富将大大超过毕生劳动所积累的财富，资本的集中将达到极高水平，高到难以同作为现代民主社会基础的贤能主义价值观和社会正义原则相容的地步”。3


  以上两种观点如何可以同时成立？如何能够既肯定分化的基本力量（r > g），又承认政治机制对不平等历史的显著作用？或者说，政治因素在皮凯蒂的著作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它与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学的现有研究文献如何契合，皮凯蒂这部划时代巨著又留下了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本章的目标是提供一个综述，对上述三个普遍问题均有触及。本章第一节将简要分析政治因素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作用，同时评估其理论研究方法的强项与不足，以及这些强项与不足对其实证研究的优缺点又有何影响。第二节将回顾不平等政治学的当代研究成果，同时评估皮凯蒂的论述对这一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有何启发，以及是否反向启发皮凯蒂的研究，此外还将论及皮凯蒂提出的议题带来的未来研究机遇。结论性的第三节将基于《21世纪资本论》的启示，提供有关政治改革议程的建议。


  政治因素与《21世纪资本论》


  皮凯蒂把富裕国家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的恶化归结于顶层1%人群所占的收入份额上升。在解释富裕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时，他通过数据分解强调资本所有权在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提高，同时劳动收入中有更高份额流向企业高管与金融界。皮凯蒂认为，更多劳动收入归属顶层群体对经济并无好处，而属于经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租金，也就是说它不会促进经济增长，一般来说超出了它对生产贡献的价值。皮凯蒂把资本回报定义为消极所有权的纯回报，这意味着顶层1%人群获得的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都不具有“生产性”，也就是说，不会带来广泛分享的增长。


  皮凯蒂反复指出，除两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较短时期之外，投资回报率一直普遍高于经济增长率。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的伟大时代、所有人共同繁荣的黄金时代似乎是某位杂志评论家口中的“历史闪光点”。4《21世纪资本论》的分析并非人们首次注意到两次大战间歇期的经济资源分配状况可能属于历史异类而非常态，例如，劳动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与拉里·卡茨对工资不平等的历史研究表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相比之后的时期，劳动收入存在独特的“压缩”现象，他们还将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称作“大压缩时代”（The Great Compression）。5皮凯蒂的亮点在于对资本不平等状况所做的精心实证记录。他指出，社会民主党与其他人士相信政府在创造和维持这一黄金时代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妄想。在他看来，不平等与增长之间的平衡在战后时代得以维持，其核心原因只是资本在战争中受到了严重毁坏。暂时的资本湮灭打击了食利者凭借资产获利的能力，带来了一种更为友善的新型资本主义幻觉，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让所有人受益。但实际上，水涨之后不是所有船都会被抬高。随着二战的影响开始消退，资本主义重新回到过去的轨道，回到无可阻挡的滑向不平等的进程。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资本论》细致描述了顶层人群的收入份额在1900—2010年的变化，这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跨国收入数据整理。虽然对大量国家而言，顶层10%人群所占的收入份额存在差异，但基本走向却大致相同：从镀金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下降，此后不断攀升。需要指出的是，某些国家（如瑞典）的这一指标目前仍低于1900年的水平，而另一些国家则正在快速回归历史峰值。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美国），顶层10%人群在2010年的收入份额已高于镀金时代的峰值。这一不平等恶化部分来自公司高管和金融家等“超级经理人”获得的天价劳动收入，特别是在美国。但大部分仍反映了财富不平等恶化导致的非工资收入差距拉大。美国的财富不平等状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提升，顶层10%人群在2010年已持有国民全部资产的3/4。欧洲的趋势与美国类似，只是那里的财富不平等水平在二战后的下降更为剧烈，后来重返战前水平的进程也更为缓和。皮凯蒂将之归因于欧洲在20世纪中叶经历的剧烈打击，以及战后社会经济的转型速度较为缓慢。6


  借用一位尖锐评论家的说法，数十年来，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政策思考都被“魔力思维”（magical thinking）主导，其含义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自然会带来广泛分享的增长和繁荣。7皮凯蒂精心开展的实证评估则表明，除少见的特殊情形外，资本回报率的分布是高度不平均的，收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最终会压倒增长率。或者说，增长不会自动变成共享的繁荣。根据皮凯蒂的预测，在极长的时期里，资本主义的自然运动导致的不平等将最终完全压倒经济增长，社会将陷入停滞，进步过程会彻底停止。


  那么，在《21世纪资本论》讲述的故事里，政治因素又居于何地？它们可谓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


  按皮凯蒂的说法，资本主义自有其基本逻辑。他在这部巨著的第一页宣称：“资本主义会自动导致专制与不可持续的不平等，而这将严重动摇作为民主社会基础的贤能主义价值观。”8这里的关键在于皮凯蒂采用的“自动”（automatically）一词，它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经济学根基。大众媒体乃至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给皮凯蒂贴上激进的标签，然而从许多方面看，《21世纪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实是关于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非常传统的经济学观察。


  对“基本的市场动态”这一观念的主要批评来自经济学内部。例如，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与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指出，“对资本主义基本定律的探究走错了方向，因为它忽略了影响经济体运转的若干关键因素：技术和制度的内生变化，以及政治的平衡，它们不只影响技术水平，还决定市场如何运转、来自不同经济安排的收益如何分配”。9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还认为，尽管皮凯蒂“讨论过某些制度和政策的影响，但既未考虑制度和政治因素在不平等形成过程中的系统性作用，也没有分析这些制度因素的内生变化”。10他们指出，对所有权和资本积累的过分关注，让皮凯蒂忽略了决定经济发展与不平等的某些关键的基本社会特征。例如，乌兹别克斯坦与瑞士都有着资本的私人所有权，但这两个社会在繁荣和不平等上相去甚远，因为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截然不同。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的资本主义经济更接近朝鲜的非资本主义经济，而不是瑞士。11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的观点呼应了21世纪初政治学研究领域的腾飞：转向比较制度研究，以及关于“多种资本主义形态”的丰硕成果。例如，政治学家彼得·霍尔与戴维·索斯凯斯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以德国和瑞典为代表的协同市场经济，高度依赖非市场联系实现企业之间的协同；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主要通过市场协调各方的行动。12制度因素不只是法律架构，还包括通过历史与文化而被行为人掌握的非正式规则和常识，它们影响着企业战略、创新能力、社会保障以及就业和收入分配等。在下一节中，我将更深入地回顾关于资本主义不同类型的研究文献如何考察各国之间经济不平等的恶化。目前只是简单指出，皮凯蒂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定律的一般性概括掩盖了不同市场经济体之间的某些显著差异，而与这些差异有关的制度基础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状况。


  皮凯蒂力图调和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以严肃看待政府发挥的作用。事实上，他把《21世纪资本论》介绍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书名则显示他可以被解读为马克思的继承者，希望通过一套政治经济学理论来描述当今时代的两难处境，并足以为政治解决方案提供思考框架。他反复指出，政策与制度在解释经济趋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鄙视思想狭隘、沉迷于数学技巧的经济学家同行，视其为“披上科学外衣的取巧之道，并没有回答我们所在世界远为复杂的现实问题”。13政府是《21世纪资本论》中的关键角色，因为它要征集税收、提供社会保障，这些是约束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贤能主义、保证民主国家能自由实现其理想目标的部分重要措施。皮凯蒂的统计数据记录了“社会国家”的表现，并用了整整一章探讨如下关键问题：“政府在21世纪的生产与财富分配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什么样的社会国家最适用这一时代？”14他的论述追踪了政府角色在二战后几十年里的提升。


  然而，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为什么会随时间收缩或扩张，皮凯蒂并未对此做出系统性的分析或解释。他描述了资本对政治的影响，却没有形成理论。简单地说，“政府”不是政治的同义词。最终，皮凯蒂论述中的欠缺还在于没有民间社会同政府关系的系统分析，因此难以解释财富的高度不平等如何转化为权力的高度不平等。15富人群体通过怎样的操作把自己的经济利益变成政治利益？非富人群体在何种条件下可以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


  另外，皮凯蒂关于政府作用的分析显然回避了任何关于权力作用机制的问题。例如他承认，“当然，政府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常受到质疑”，16这里使用的被动语气很说明问题：谁在质疑政府的作用，为什么，服务于何种目的？下一节将详细介绍，对于此类问题，政治学研究在过去十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皮凯蒂关于社会权力的视角笼罩了其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在把政治因素纳入分析时，他坚信为了让民主国家采用必要的新政策工具来应对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必须说服大多数公民，政府可以也确实在为他们的利益服务，“需要新的工具来控制疯狂发展的金融资本主义……但除非现有的政策工具能够有良好的表现，否则不可能让大多数公民相信，我们的治理机构（尤其是在超国家的层面）还需要新的工具”。17


  皮凯蒂默认的政治学理论似乎深深植根于他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力量深信不疑。在讨论政府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来缓和不平等的作用时，他指出，“（社会公正的抽象原则）问题永远不可能通过抽象原理或数学公式来回答，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民主协商与政治斗争。因此，规范民主讨论和决策过程的制度规则扮演着核心角色，另外还有不同社会群体的相对实力与劝说能力”。18协商民主制当然是强大的民主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政治学家阿米·古特曼指出，“协商民主制强调，公民及其代表做出的决策需要有正当的理由”，这种“给出理由的必要性”是由于民主社会实施政策的理由需要“被追求公平合作条件的自由平等的人们接受”。19皮凯蒂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力量持有哈贝马斯式的信仰，这反映了他对开展包容性批判讨论的愿望，以及如下简单的信念：在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权力架构（包括制度）下，这样的讨论是可行的。20


  政治学家米里亚姆·隆佐尼准确地指出，《21世纪资本论》反映了皮凯蒂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的诊断“描绘出资本权势在21世纪早期制造的凄惨景象”，另一方面，他的处方“依赖于过分乐观的希望：觉醒的公众一旦认清问题，剩下的麻烦不过就是找到恰当的矫正政策”。21隆佐尼怀疑，“皮凯蒂似乎不惜代价地寄希望于对社会民主制的各种乐观主义，但他的研究发现却把他推到了相反的方向”。隆佐尼所说的社会民主乐观主义意指，“一方面对利用政策和制度约束资本抱有希望……另一方面相信政治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友善理性的对话让民众看清问题之所在，然后就可以说服他们做正确的事情”。22


  我们以皮凯蒂提议的财富税这一万能政策处方为例。在用500页篇幅描述导致资本主义走向不可逆转的不平等与不可持续的低增长的驱动力量之后，皮凯蒂提出，控制资本主义有害影响的最佳可行方案是对资本实施全球累进税，辅以高度的国际财务透明度。他坦承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并主张采用渐进式方法推行。全球财富税是不是一个可取的政策工具暂且不论，这里想强调的是，皮凯蒂的建议表明，他的分析视角并未强调不平等对权力、制度和代表性的影响。鉴于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权力的相互作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创设全球资本税呢？在皮凯蒂眼里，只要公众理解了他论证的野蛮生长的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他们就会要求各自的政府采取更好的21世纪解决方案。但在现实中，经济不平等会造成持续的政治不平等，给皮凯蒂关于全球资本税可行性的乐观展望蒙上了长期阴影。


  皮凯蒂对经济不平等给民主制度造成的后果深感担忧，他反复强调过这一点，却对我们为何应给予重视的理由仅留下只言片语。例如，他警告过极端不平等可能诱发暴力冲突：“不平等总是存在基本的主观和心理维度，而这些不可避免地会激起普通科学研究难以调解的政治冲突。民主制度永远不能用专家组成的共和制取代，而这是件大好事……专家的分析永远不能结束不平等必然煽动起来的暴力政治冲突。”23或者说，不平等令人不安，对民主制度构成了潜在威胁。然而更深入的原因是什么呢？皮凯蒂究竟为什么如此担忧经济不平等对民主制度的影响，以及我们对此为何应高度重视？


  在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过度经济不平等的内在动因下，皮凯蒂对民主制度的担忧可以大致划分为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皮凯蒂担心不平等会背离发言权与代表权平等的基本原则。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如果没有平等的发言权与影响力，在道德上应受到谴责，因此他认为，对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失衡可能无法保证平等代表权。其次，如果不平等导致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公共问题、促进广泛分享的福利繁荣等方面的能力削弱，则我们应该高度关切经济不平等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最后，皮凯蒂担心过度不平等会催生暴力。当然我们并不清楚，如果经济福利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这样的情形还会不会发生。美国有过一场漫长的辩论，始自政治评论家维尔纳·桑巴特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相对较高的福利水平使得“在烤牛肉与苹果派上面，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烟消云散了”。24简而言之，欧洲与美国在今天的政治辩论议题表明，尽管革命或许不是迫在眉睫，但民众的抨击之声和愤怒程度已相当之高。25


  把资本加入研究对话


  皮凯蒂或许相信经济不平等对民主制度构成了威胁，却没有深入探讨不平等可能腐蚀民主治理制度的相关机制。而这是一片快速进步的学术领域，来自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影响了皮凯蒂对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关系的思考视角。本节将借用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经典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中的理论架构，围绕皮凯蒂翔实描绘的经济不平等可能导致持续的政治不平等的三个主要渠道，回顾有关研究文献。26第一，经济不平等导致发言权的不平等，进而破坏了民主制度的保障。第二，经济不平等造成退出机会的不平等，进而造成空间不平等，破坏共同繁荣与对共同原则的坚守。第三，经济不平等造成忠诚度的不平等，给作为民主制度前提的民族国家观念提出了根本挑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皮凯蒂的研究重心放在法国，本章的着眼点却是美国，尤其是检验皮凯蒂对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看法是否适用。本章主要关注美国，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国的政治学研究特别重视经济与政治不平等的相互联系，因此可以得到关于美国政治不平等状况的大量可用数据。


  发声


  经济不平等转化成了美国民主制度中的发声不平等。数十年来，政治学家认为美式民主带有罗纳德·达尔所说的包容型多元主义的特点：个人由利益集团代表，若干利益集团在政治领域开展相互竞争，而政府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充当这些集团的调解人。27如今的现实则更多反映了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对多元主义的开创性批判，尤其是他敏锐地发现“多元主义天堂的缺陷在于，神圣的合唱带有强烈上层阶级的腔调”。28美国政治的任何业余观察家或许都能轻易看到，富人的声音远远强于收入分配底层的群体。


  政治发言权对民主制度的意义来自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政治发声向政策制定者传递了信息；其二，政治发声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激励。29在政治发声高度不平等的民主社会，例如今天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得到的信息和激励会出现缺陷或扭曲。其结果是民主制度运转失灵，使初期带来损害作用的经济不平等被长期维持。政治发声的不平等通过两个主要渠道产生：个人与利益集团。


  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个人在许多能提供发声和影响力的领域较为活跃，较为弱势的美国人则不然。作为目前唯一有代表性的美国富人样本，“美国经济成功人士调查”（SESA）报告了富人群体的政治活跃程度，给真正富有的美国人的政治倾向、信仰和行为提供了难得的观察窗口。调查结果表明，富人群体的政治活跃度和参与度比普通国民高得多。大约48%的人反映他们“多数时候会参与政治活动”，99%的人反映在最近的选举中投过票，41%的人参加过政治会议、公众集会、政治演讲或晚宴，68%的人曾为政治捐款，并有21%的人帮助筹集或积极组织过政治捐赠，这对普通公民而言是很不寻常的事务。大约50%的受访者在过去6个月主动联系过当选官员或其职员，尤其是国会议员。超过40%的人联系过所在地区的参议员，37%的人联系过所在地区的众议员。或许最突出的是，约25%的人联系过其他州的参议员或立法者。总体来看，47%的富人在过去6个月内同至少一位联邦议员的办公室有过联系。富人群体同行政部门官员、白宫官员以及监管机构官员的联系频率要少一些，但并不罕见。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他们最经常联系的官员名字，例如，“拉姆”代表前任白宫幕僚长、现任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在开放式回答关于人际联系性质的问题时，44%的富人声称是为了特定而有限的私人经济利益，例如，“试图让财政部信守承诺，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资金引入芝加哥的某家银行”，“我拥有几家银行的股票，我担心他正在起草的法案会损害自己在这些银行的利益”，等等。30


  发声至关重要。政策结果对富人偏好的响应程度比对其他任何人高得多。社会学家马蒂·吉伦斯与政治学家本·裴基分析了20多年内的近2 000个政策决策结果，得出如下结论，“经济精英与代表企业利益的有组织团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巨大的独立影响力，而代表大众利益的团体与普通公民几乎没有独立影响力”。31具体来说，经济精英人群的集体偏好在重要性上约为普通公民的15倍。与此类似，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发现，以国会唱票表决测算的参议员的行为同富人群体偏好的一致性远高于穷人群体。32这些研究表明，不平等程度在过去30年的升幅如此之大，一个简单原因在于民主制度未能反映经济分配底层群体的要求。


  如果美国的精英人群与普通公民有相同的政策偏好，代表人发声（representative voice）方面的不平等或许就不会成为问题。可是数据表明，事实远非如此。裴基及其合作者收集整理了富人与普通民众在政策偏好上的大量差异，发现总体而言，富人群体（其定义包含了皮凯蒂说的世袭中产阶层）比普通民众在经济领域保守得多，但在社会事务领域更倾向于进步派。33


  结合皮凯蒂的著作来说，也许最值得关注的是富人群体对经济不平等的态度，以及为此应该做些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偏好。美国有86%的富人知道收入与财富集中度在加剧，56%的富人并不赞成如下说法：“较大的收入差距是维持美国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大约2/3（62%）的富人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美国的富人普遍认为，对冲基金经理人与大公司高管的报酬应该削减，低收入职业的报酬应该提高，但他们坚决强调（87%），“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差距”并不是政府的任务。83%的富人称，政府不应该以对富人征收重税来重新分配财富。与之相比，46%的普通公众认为，缩小收入差距应该是政府的任务；52%的人声称，政府应该尽量对富人征收重税。34简而言之，富人群体并不支持皮凯蒂提议的全球财富税，甚至也不支持更为温和的国内财富税。


  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富豪人群的政治和政策态度及行为，社会科学研究迫切需要更好的数据支持。在“美国经济成功人士调查”中，受访者的财富中位数为750万美元，平均数超过1 400万美元。受访者的平均收入为1 040 140美元，大约1/3的人表示其报告的收入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有关政治态度的其他调查数据遮蔽了90百分位以上的顶层收入者的信息，使我们无法辨别普通富人同富豪人群的差异。要分析皮凯蒂长期关注的这些顶层精英人群，“美国经济成功人士调查”确实是已知的唯一有代表性的数据来源。这揭示了未来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应致力于加强数据收集，通过远为严格和细致的方式，更深入地了解富豪人群的政治行为与偏好。35


  当然，对不平等这个议题来说，仅从个人视角分析再分配政治仍过于简化。利益集团的政治发声可能比个人发声更缺乏普遍代表性，所以，此时需要制度视角的观察，把政治理解为复杂博弈，其中，利益冲突的各种组织利用政治体制提供的一切工具来影响国家的基本治理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这一斗争不仅通过个人偏好与个人参与展开，还表现在制度层面，对收入与财富分配具有深远影响。对于过去数十年来经济不平等恶化的具体表现，这种思路有助于给出与众不同的解释。


  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与保罗·皮尔森的《赢家通吃政治学》对此做了有力论述，其中采用了皮凯蒂与赛斯的数据来描述顶层1%人群的崛起（很多内容在《21世纪资本论》出版前已经发表）。36哈克与皮尔森注意到，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主导经济学领域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论无法解释顶层收入人群的偏离，于是，他们从政治和政策中寻找这一特定收入不平等形态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对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论提出质疑的。这种技术变革论认为，个人计算机与相关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某些类型的技能获得了特殊优势，由此引发的劳动力需求差异导致收入不平等扩大。但正如经济学家戴维·卡德与约翰·迪纳尔多所述，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论难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的工资不平等水平为何保持稳定，尽管计算机和其他技术在持续进步。37哈克与皮尔森进一步提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无助于解释财富暴涨现象，这也是皮凯蒂观察到的方面。不过与皮凯蒂不同，他们讨论不平等恶化原因的理论聚焦于政治，即政治如何塑造市场。


  哈克与皮尔森有三个主要观点。首先，不能只关心“选举盛况”，还需要重视议程设定的政治角力。其次，各种组织是理解何种政策出现变化的关键，并且鉴于选举政治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它们也是理解选举竞争这一作用机制的关键。再次，要理解议程设定的政治角力，关键在于认识到游戏规则的重要性。这三点都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选举并非唯一需要做出政策选择的时刻。如政治学家亨利·法雷尔所言，“选举对于决定谁来制定政策显然发挥着作用，却不是做出政策选择的唯一时刻，也未必是最重要的时刻。公众对政策制定的实际过程往往缺乏了解，部分原因在于媒体对此不感兴趣”。38当代的政治学家，包括关注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关系的学者也主要关心选举政治，而非影响政治版图的更广泛的作用因素。这部分是因为选举数据的普遍可得性，还有从调查数据里能得到来自个人大量的民意数据。不过，针对政治对不平等的影响议题，还需要关注更为广泛的内容，这正是哈克与皮尔森的主要议题。关键不在于某个时刻最终摆到桌面上的两三个具体政策选项，而是之前发生的事情：从哪些人的意见偏好中整理出“选项集合”，供最终行动者做决定。39把焦点放到议程设定上，可以让我们看清美国政治生活的组织方式在过去半个世纪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化，它们改变了谁来设定议程，由此决定了政治竞技场上开展什么样的角逐。


  第二，对于政治活动如何造成和维持经济不平等的议题，关键在于弄清楚既定政体的组织架构。美国民间活动的核心组织支柱遭到削弱，对过去半个世纪的政治经济体系转变有重大影响。中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以工会和跨越阶级的民间组织为基础，它们发挥着两项核心功能：首先，此类组织把核心政策讨论涉及的利害信息传递给了工薪家庭；其次，它们为影响政策讨论提供了政治杠杆。在强大的民间组织没落之后，工薪家庭面临严峻挑战，难以把自身的经济窘境同政策制定者的行动和言论连接起来。另外也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向他们阐述有关政策能如何缓解其困难。


  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总结道：“自发的民间联合会既促进了公共社会计划的创立，也在这些计划创立后，同政府开展合作，给计划的实施和扩展提供了帮助。”40民间联合会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衰落，是受到多种社会和经济力量的推动，包括电视广告、民意调查和焦点团体（focus groups）的兴起，以及咨询顾问的精心密谋，这些咨询顾问的报酬则来自大笔的捐赠资金和通过群发邮件筹集到的大量资金。在民间联合会没落的同时，工会也式微。劳工力量衰落既有政治力量的作用，也有经济结构变化的因素，表明谈判天平出现倾斜，一方面使分配底层半数群体的工资降低，另一方面提高了顶层群体的寻租能力。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意味着关注工薪家庭的政治呼声被压到最低。斯考切波狡黠地总结说：“对精英人群而言，有着活跃而畅通的新型联系渠道。有特权的美国人依旧活跃在智库、倡议团体、商会与职业协会中，穿梭于精致的社区和异国情调的休闲地。其他人则需要每个家庭承担两三份报酬微薄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看电视，再接一些民意调查和商品促销的电话。”41


  美国的民间社会衰败并非左右权力结构，进而影响政治格局和不平等演变趋势的唯一因素。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常见组织力量发生根本性改变和衰退的同时，代表公司利益的组织势力却在膨胀。正如政治学家李·德鲁特曼的研究所示，几乎在每个指标上，公司利益在华盛顿都被显著过分代表。每年的公司游说总支出高达26亿美元，超过众议院和参议院运转所需的经费之和。工会与公众利益团体每花费1美元的游说支出，大公司及其联合会的花费将达到34美元。在游说开销最多的100个组织里，95个长期代表企业。或者说，美国企业界的有组织发声大大压过了主要替工薪家庭说话的人。另外，德鲁特曼还指出，如今的企业越来越强调把政府作为合作伙伴，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主张让政府远离企业事务。42国会越来越依靠企业游说团体来提供决策信息。在公司势力远远压倒工薪家庭的时代，这对民主政治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


  政治学的一个悠久传统就是强调利益集团在形成影响政策结果的权力运行机制方面的重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历史制度主义学者，他们对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与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某些时候的皮凯蒂）不同，历史制度学者把政策和政治结构视为复杂而相互依赖的历史嵌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如皮凯蒂描述的不堪大用的线性模型。43用政治学家博·罗斯坦与斯文·斯坦莫的话来说，“随着人类建立、采纳以及改造各种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他们便能够并且在切实改变历史进程。简单来说，没有一套能适用于所有行动和所有时代的定律可以用来推演过去的所有事件，遑论预见未来。同原子、行星或云层不同，人类自己创造历史，其中一部分就是有意识地创立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44参与不同制度创立的权力作用机制则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例如，政治社会学家弗朗西斯·卡斯尔斯、沃尔特·科尔皮等人就认为，政治活动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同民主社会之所以采用不同的公共政策体制，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掌握着不同的“权力资源”，为其代表的群体争取私利。45


  斯坦莫的跨国税收体制比较是典型例证，表明历史制度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利益集团在经济不平等长期演变中可能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证明，对税收体制国别差异的最佳解释是创建这些税收体制的制度架构。斯坦莫特别强调劳工与企业界内部的权力集中度，这些组织结构“给利益集团、政治家及官僚机构的政策偏好设定提供了背景”。46例如在瑞典，企业与劳工均由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与强势的利益集团代表，对政府决策均有强烈影响。而在美国，企业与劳工的利益较为分散，而且根据哈克与皮尔森等人的记述，随着有组织的企业势力的增长，有组织的劳工在政界的影响力更趋分散和薄弱。47


  由此导致的税收政策反映了不同国家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结构。瑞典的税收体制属于“基础广泛、资金充裕的类型，在尽可能扩大税收收入的同时，尽量不影响经济增长和创造利润的能力，整个体制都在考虑维持效率和增加收入”。48与之相比，美国税收体制的特点是分散、复杂、漏洞百出，在这种制度下，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可以操纵并利用美国独特而又高度分散的政治架构为自己谋利。


  要理解美国的利益集团为什么一直能够利用这样的政治进程，还必须从第二个渠道深入分析政治的制度结构。美国政治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在制度设定上，权力和职责较为碎片化与分散化。玛格丽特·韦尔与西达·斯考切波总结称，美国“有着独特的复杂组合，弱势的联邦政府，分散而零碎的公共权威，以及无党纲政党”。49美国税收支出的独特性是政治权威碎片化的直接结果。与议会体制下通过集权方式来制定税收政策不同，美国的税收政策是由国会这个高度碎片化的决策机构决定的。另外，由于缺乏可以强烈影响代表人选举结果的有力政党，美国国会代表对其地方选民的响应方式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当地特殊要求与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这种碎片化放大了富人群体的权势，加剧了他们对政策的超比例影响，使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的周期循环得以长期维持。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以及同强势全国性政党的联系不足，国会中的各个议员纷纷变成“独立的政治企业家”，力争让那些关注税收修正案这类特定立法结果的利益团体支持选举。50碎片化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特征，詹姆斯·麦迪逊认为多元化利益群体的冲突能帮助达成妥协，避免极端主义，这一政治体制观自形成以来就被写入宪法。51如斯坦莫所述，麦迪逊式联邦主义的一个意外后果成了关键的解释因素，“麦迪逊主张的碎片化政治制度提供了一个深刻的作用变量，可以解释美国税收体制的复杂性、税收收入的低水平，以及有效税负在全国的最终分配”。52其后果是，美国的税法极其复杂，并向权贵人群的利益高度倾斜。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国有组织利益集团的结构和该国政治制度特征可以成为政策决定的关键力量，而政策又深刻影响着不平等状况。税收政策只是一个例子，从监管政策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形，包括劳动力市场监管与金融监管，都对经济不平等有重要意义。政治创造了市场，使其主题反复上演。事实上，就不同政治体制或不同国家的制度以何种方式改变收入分配，学者们在关于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已经得出了大量成果，只是迄今为止，他们几乎都聚焦于不同社会保障体制对贫困率和中产阶级命运的影响。53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位学者关注“不同类型资本主义”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影响。对致力于理解政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分配的学者而言，《21世纪资本论》揭开的这一问题具有深刻意义，尤其是皮凯蒂的发现表明资本主义的不同制度类型对应着不同的资本集中度。


  哈克与皮尔森关于政治对不平等影响的第三个主要论点强调了“游戏规则”的重要性，这是任何制度学说的基本组成部分。通过改变否决点（veto points），游戏规则可以让政策被体制采纳的过程变得更困难或更容易。制度规则可以有利于行为人通过体制推行自己主张的政策，也能助其伺机阻挠自己不喜欢的政策。


  这种思路不但有助于解释哪些决策被采纳，也可以解释哪些决策由于受党派或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未被接受。类似的“不决策”（nondecisions）远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研究，因为社会科学存在强烈的忽略“非结果”的倾向，在日益依靠统计分析与大数据的研究领域，要围绕没有发生的情形成功设计研究计划颇为困难。然而，理解这些不作为的情形，对于理解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政治背景下经济不平等的恶化至关重要。


  随着时间流逝与社会变迁，法律可能逐渐脱离其初始目标，政策也可能出现始料未及的明显漏洞。这种“政策漂移”（policy drift）是社会学家史蒂文·卢克斯所说的权力的第二张面孔，即不做决策的典型例子。54假如权力对比失衡，随时间发生的此类变化可能对经济政策制定有重大影响，一方面关系到工薪家庭困难的解决，另一方面涉及超级富豪权力的扩张。富人可以利用多种渠道，通过政策漂移发挥政治影响力，并继续巩固其经济地位。其中一个渠道就是设定政治议程，即借助利益集团开展有组织的斗争。


  另一个渠道则更为微妙，但可能少了一些精心算计的成分。研究表明，经济不平等会明显加剧政治极端化，极端化则会造成政治僵局，从而有助于维持现状。55例如，以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蒂关于收入不平等同政治极端化关系的突破性研究为基础，经济学家约翰·杜卡与杰森·萨温发现，收入不平等导致美国国会的极端化加剧，而更具极端化倾向的国会又导致收入不平等继续恶化。56但需要注意，把政治极端化与财富不平等（即皮凯蒂精心描述的资本不平等）联系起来的研究基本上尚未开启，未来的研究在这个线索上大有可为。


  总之，经济不平等会转化为政治发声上的不平等，而政治发声不平等不仅会改变政府的政策优先选项，还完全可以侵蚀政府达成任何目标的能力。对那些积极主张维持现状的人而言，这是笔绝佳的交易。可是对寻求改变的人以及迫切需要积极作为的政府来促进其经济福利的人而言，这是令人沮丧的局面。这一领域得出的研究结论没有太多异议，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新的重要研究方法，特别是对于希望理解资本不平等转化为发声不平等的过程，继而改变市场与政治关系的学者而言。


  退出


  发声的不平等是政治不平等转化为经济不平等，然后反作用于政治不平等的渠道之一。政治退出选项的不平等则是另一个重要渠道，让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可能形成反馈闭环。


  阿尔伯特·赫希曼在50年前已经意识到，退出选项对社会经济凝聚力与健全政治制度极具重要性，尤其是在当今不平等时代的发动机刚开始加速转动时。他的论述值得在这里大段引述：


  美国的传统成功观念肯定了退出对国民想象（national imagination）的意义……实际上，一系列身体力行的迁徙往往被推崇为成功的象征，在此过程中，某个成功人士脱离自己出身的贫困地区，加入条件越来越好的社区……这种退出意识在美国极为强大。乃至整个国家的建立与繁荣都以退出选项为基础，毫无疑问，对退出的信仰是一种有益的基本社会机制。它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国民坚信两党制和竞争企业制度的优点，为什么他们并不相信经济学家认为的由两三家大企业控制的市场远离理想竞争模型的观点。只要人们能把对A企业的产品忠诚转移到其竞争对手B企业，国民热爱退出的基本象征就依然成立。57


  赫希曼关于退出的直观认识在过去半个世纪以一种激烈方式走向终结。出于本节的论述目的，我把“退出”一词作为空间隔离及其对经济和政治不平等反馈循环产生影响的替代说法。或者说，经济不平等伴随着显著的隔离状态，富有的美国人过着同其他人迥然不同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富人们寻找机会，“退出”各种类型的公共制度，这可能破坏了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集体认知。


  经济不平等在美国已转化为严重的经济隔离。美国人的生活日益按照阶层来划分，在享受公共产品方面的差距日益加大。2014年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与2015年在巴尔的摩的骚乱，就充分说明了不平等和政府服务的地区差异。在警察暴行发生之后，这两个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连续多日爆发集体抗议与抗争，表明美国人日常享受到的政府服务彼此大不相同，映射着种族和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不平等的恶化，正好伴随着经济地理隔离程度的显著上升。


  有许多研究记录了这一趋势。地理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与夏洛特·梅兰德发现，在不同城市与都市区之间乃至各个城市内部，美国人越来越多地以阶层来划分，也就是说按收入、教育、职业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某个综合指标。此外，经济隔离主要取决于优势群体的决策。富人的隔离甚于穷人，而且程度高得多。58中产阶级社区走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中的贫困和集中的富裕。社会学家肯德拉·比肖夫与肖恩·里尔登研究了地理上的经济隔离加剧现象，发现1970年约有2/3（65%）的美国人居住在中产阶级社区，如今这一数字略超过40%。同一时期，居住在富裕社区的家庭占比从7%提高至15%，居住在贫困社区的比例则从8%增加至18%。59


  社会评论家科茨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在地理上的不平等并非无缘无故出现，也不完全是“自由市场”机制作用的后果。相反，地理上的不平等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由政治因素造成并维持的。在美国，地理上的不平等密切反映了地理上的种族隔离，种族隔离与经济不平等交织在一起，给美国共同繁荣的承诺投下了持久的阴影。种族隔离因素被加入罗斯福新政，这个在大萧条之后号称要缩小经济不平等、促进增长的政策组合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新政创立的联邦住房管理局为千百万美国中产阶级的资本存量积累发挥了关键作用，提供抵押贷款保险，从而降低了他们需要支付的贷款首付金和利率。与此同时，联邦住房管理局也设立了“红线”拒绝原则（redlining），把非裔购房者划入条件较差的社区，排斥在优级抵押贷款市场之外，这对持续的资本不平等与社区不平等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个政策创造市场的典型案例中，私人保险业把政府政策当成了标准操作指南。60


  社会学家梅尔·奥利弗与汤姆·夏皮罗总结了政治造成持续不平等的后果：“由于被排除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众财富积累机遇之外，愿意并有能力获得住房所有权的非裔美国人发现自己被安排在城市中心的社区，他们的投资受到联邦住房管理局评估师的‘自我实现特性’的影响：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来源，他们的住房和社区品质下降，相比住房管理局评估师更看好的其他住房和社区出现贬值。”61尽管这种划红线的做法目前已被法律禁止，但它对资本积累（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却延续至今。例如，画红线造成的居住隔离人为地压抑了需求，给在非白人社区拥有住房的非裔美国人的住房资产强行设置了价值上限。白人依靠历史上的财富积累，可以留下多得多的遗产，或在首付金上提供更多的家庭资助，这使得白人家庭购买住房并开始资本积累的时间比类似条件的黑人家庭平均早8年。由于白人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更强，他们支付的首付款更高，由此能获得比黑人家庭更低的利率和借款成本。62在资本积累的不平等中，有很大部分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政策，它以若干重要机制改变了后来的资本获取。


  这里需要记住以下三方面的要点。首先，资本会被政治参与者反复界定和重新定义，资本获取会受到制度因素的约束。其次，关于资本积累规则以及谁可以获取资本的早期政策会产生长远影响，既可能带来资本积累，也可能导致资本积累的不足。其次，这些作用机制往往发生在特定的地点，会造成政治地理上的不平等，并对政治权力与经济机遇产生持久影响。


  经济学家拉贾·切蒂及其合作者关于经济流动性地理状况的研究被广泛引用，同样揭示了特定的地方性机制对经济不平等长期持续的重要性。切蒂等人利用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及其父母的官方收入记录，描述了为期30年的代际经济流动性，发现美国不同地区（为研究需要，定义为“通勤区域”）的流动性前景差异极大。高流动性地区有着较低程度的收入不平等、较少的居住隔离、质量较好的小学、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更稳定的家庭。63所有这些因素都受到地方政治制度，乃至过去的政治和政策的持续潜在影响。


  这种经济隔离和富人的“退出”选项对公共服务投资以及更普遍的政府职能有严重后果。经济不平等可能削弱公共产品供给，因为异质性社会无法在一般公共产品和服务上达成妥协。有某些实证成果支持这一假说，当然大多数研究的调查对象受种族隔离而非经济隔离的影响，说明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去关注经济隔离造成的不同于种族隔离的效应。


  例如，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纳及其同事发现，美国各城市的生产性公共产品（如教育、道路、供水和垃圾回收等）的支出比例同城市的种族碎片化状态呈现反向关系，而与城市整体的其他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无关。阿莱西纳等人总结称，“种族冲突是地方公共财政的重要决定因素”。64政治学家丹尼尔·霍普金斯更近期开展的一些研究表明，只有在当地经历突然的人口结构变化时，种族和民族多样性才会降低当地的增税意愿，这意味着重要的不在于多样性本身，而是人口结构变化可能动摇居民的预期，并影响地方精英人群的决定。65


  近期的这些实证研究显示，不平等恶化可能削弱地方社区提供充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或者说削弱为此类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必要税基的能力。不过，这里还需要转而重新考虑地理分析单位的因素，即之前讨论经济隔离加剧伴随着经济不平等恶化时涉及的内容。根据地理分析单位的不同，经济隔离加剧或许不会导致地方的经济异质性加剧，而是可能导致异质性下降。当然由于低收入社区和高收入社区之间在权势上的差异，这未必会促进社会团结或增强公共制度。为理解高度不平等时代的经济隔离加剧同公共服务提供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开展大量的深入研究。而提供公共服务需要利用的渠道显然涉及政治因素，由政治制度约束，受政治权力的深刻影响。


  对于公共服务如何提供的理论模型，经济隔离也关系重大。例如，经济学家戴维·卡特勒、道格拉斯·埃尔门多夫与理查德·泽克豪泽探讨了社区人口特征同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数量的关系。他们对比了三种公共支出模型：传统的“自私型”公共选择模型，个人只考虑自身利益；“社区偏好”模型，个人的支出偏好水平取决于其社区的特征；分拣程序（或许最好理解为“选择”）模型，个人根据自己对公共支出的意愿选择想要归属的社区。66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模型均未考虑个人根据其偏好采取行动的能力可能受制于经济状况。也就是说，相比资源较为充足的人，低收入者“选择”其地理归属的能力会弱得多。在高度不平等的时代，根据其偏好而行动的能力的分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口特征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系。我们很清楚，公共产品供给与未来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烈相关性，教育就是典型的此类公共产品，对多代人健康的经济增长有强烈的涟漪效应，因此，理解经济隔离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是未来值得开展的重要研究领域。


  与关注地理因素如何影响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平等的早期研究相比，经济学家利亚·布斯坦的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扩大同美国各城市和学区的政府收入及多种类型服务的扩张相关。67布斯坦及其合作者的结论同早期研究存在差异，不平等转化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机制及其地理分析单位仍有待澄清，这些都说明针对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的潜在反馈循环，还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工作。


  忠诚


  在赫希曼的经典著作中，忠诚是决定公民（或机构）选择发声还是退出的关键因素，“退出选项的存在会显著降低发声选项被广泛和有效使用的可能性……而忠诚度会增加退出的成本”。68赫希曼颇有前瞻性地看到了全球化对忠诚度的可能影响，他写道：“只有当各国由于交通进步和全方位现代化而开始彼此接近时，不成熟或者过度的退出风险才会提高……届时，一定程度的忠诚将对我们很有利。”69赫希曼另外还指出，“制度设计的细节可以对退出和发声选择之间的平衡产生重大作用”。70高度不平等对忠诚度乃至不平等的政治生活意味着什么？这方面的探究还没有太多进展，给致力于深入理解经济不平等政治学的研究者留下了重要的开放问题集。


  庞大的财富让全球人口中掌握广泛资源的极少数人有机会在各个民族国家测试其忠诚度。全球精英人群事实上在选择能给他们最有利条件的目的地，并让其经济实力带来的政治势力发挥跨越国界的影响。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是高度流动的，而劳动的流动性则弱得多，全球资产阶级可以将自己的金钱投放到最有利可图的地方。71他们掌握着滔天的政治权势，而且不同于皮凯蒂描述的欧洲美好时代（有时也称为大缓和时代）之前的情形，虽然都存在高度的资本不平等。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度是否已严重萎缩，资本的全球流动是否让金钱利益集团的退出威胁长期绑架了各国政府？


  美国近期关于“公司倒置重组”（corporate inversion）的讨论是一个具体例子，说明忠诚度削弱增加了退出的可能性，并渗透到政治生活中。公司倒置操作是把企业的名义注册地迁往海外，通常是低税收国家，使公司可以规避在本国的正常税收负担。对于利用这些税收漏洞的跨国企业来说，它们享受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好处（如稳定的政治环境、高素质的员工队伍等），却没有为这些好处支付足额成本。此类决策操作侵蚀了美国的税基，削减了公共产品投资的可用资金，因而损害了未来的经济增长。奥巴马政府治下的美国财政部由此推出了新的监管措施，旨在加大公司倒置操作的难度。对此类避税操作的公共议论也从低声细语变成了集体呐喊。与此同时，要完全刹住美国的公司倒置操作，国会的行动必不可少，但鉴于上文介绍的政治发声机制，国会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极小。旨在缓和过度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可以更直接地发挥作用，但不平等的政治格局总会扰乱精心设计的调节计划。


  皮凯蒂认识到，资本的全球属性使跨国界的政策体制变得非常需要，甚至必要。这是他主张推行全球财富税的部分动机。然而他在《21世纪资本论》中勾勒的建议只是一份草案，忽略了前文详细讨论的权力和政治的大量关键细节。为实施对启动增长与缓和经济不平等恶化必不可少的经济政策解决方案，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还需要在经济学之外对不平等政治学有同样深刻的理解。


  为何关注？以及该做些什么？


  政治活动与政治制度同经济不平等的产生、扩大和维持密切相关。政治创造市场。经济不平等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的原因有很多，皮凯蒂在书中阐明了若干具体原因。研究表明，实现民主制度的承诺可能需要采取措施来缓和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为捍卫民主制度实施成功的干预，就需要深入思考政治改革的内容，而不仅是经济政策处方。简而言之，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形成了反馈循环，打破这一循环除了需要有明智的经济政策建议，还需要对政治程序进行明智的改革。


  政治改革中最令人鼓舞的主张不是限制顶层群体发声，而是扩大其他群体的发言权。传统的政治改革措施侧重于“把金钱逐出政治”，因为大笔财富的力量会把其他人全部淹没。今天的改革努力则应该关注扩大“政治机遇”（political opportunity）的概念。政治机遇强调把某些人或观念的地位提升到某个水平，使他们能在各种杂音中被大家听到。而在这个临界水平达到后，更多投入的回报可能会递减。正如研究民主政治的学者马克·施密特所述，“相比帮助其他人发声的改革建议，限制顶层群体支出的措施对提供平等机遇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小”。72


  施密特把政治机遇的特征总结为四个关键维度。第一，有广泛支持基础的候选人，或者缺乏其他渠道表达某种观点的代表人，都应该在没有大额资助的情况下，有机会在选举和其他场合响亮地发声。第二，每个公民都应该有机会实质性参与，不仅是作为选民，还包括作为资助人、志愿者、组织者，以及自身观点的表述者。第三，个人应该能自由表达其政治主张，不受雇主或其他机构的胁迫。第四，制度设计应该鼓励人的组织，而不仅是金钱的组织，尤其是涉及影响中低收入选民的议题时。73


  对关注政治机遇的改革方案来说，关键在于它可以为消除政治不平等的有害后果发挥两项功能：首先，让目前沉默的群体发声，抵消富人群体的政治影响力，使体制变得更加公平；其次，迫使候选人围绕新的核心冲突议题展开竞争，形成新的妥协，兑现重建政治生活的活力与创造力的承诺。


  不同于希望“把金钱逐出政治”的上一代竞选筹资，主张提升政治机遇的观点承认，金钱无论如何都能找到进入政治的渠道。关键在于，要通过扩大机遇给那些缺乏资源的人提供帮助，以形成制衡力量。因此，相比于要求推翻“联合公民案”（Citizens United）判决的修宪提议，主张保护投票权的修宪运动所起的作用可能大得多，在联合公民案中，法院判决企业有权利无限制地提供竞选献金，而关于投票权，与人们的普遍观念相反，美国宪法中并没有这一权利。为什么？原因在于投票权是积极权利，而不像控制竞选支出那样属于禁止性、限制性权利，而且这样做会把运动重心放在政治参与上。与失败的“平等权利修正案”运动（Equal Rights Amendment movement）类似，投票权修宪运动可以让社会关注今天大量美国人被剥夺权利的各种原因，从而持续积累力量，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实现某些政策变革，例如，允许在选举当日做选民登记，推翻限制性的选民身份确认法律等。74


  应该承认，为打破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的恶性循环，聚焦于选举改革的努力还只是必要政治改革措施的一小步。总体目标是形成制衡的政治权力，构建政治平等格局，从而有可能通过改革缓解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详细阐述的有害的经济不平等。如果不专注于这种类型的解决方案，类似皮凯蒂的全球财富税的乌托邦式经济政策建议将很可能始终停留于幻想。


      第五篇


      皮凯蒂的答复


  第22章


  走向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融合
来自《21世纪资本论》的教训


  托马斯·皮凯蒂


  我希望把《21世纪资本论》视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件半成品，而不是历史学或经济学领域的一本专著。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中关于学科边界和方法论出发点的无效争议浪费了太多时间。我相信，不同学科之间的这些对立是可以也应该被克服的，而最佳办法就是针对宏大议题，尽可能把各门学科可以适用的方法与传统调动起来，用于展示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帮助。各位专家在本书中从不同视野和方法出发撰写的多篇论述，是对我的研究思路出乎意料的尊重。1现在这篇短文不可能对他们提及的所有观点都做出回应，并公正评价其中的丰富内容。我只是试图简单澄清几个问题，并对自己书中显然没有充分阐述的某些内容做些完善，特别是关于资本和权力关系的多维度历史视角，以及信念体系和经济模型在我的分析中发挥的作用。之后我还将谈谈自己书中的另一重大局限，即过于西方中心论。


  资本与社会科学研究


  首先，我想简要总结自己试图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做的事情，以及该书在社会科学研究史上的位置，那里有多个研究传统和思想流派的交汇。这部作品基本上是有关资本、财富分配及不平等分配引发的冲突史，写作的主要目标是把20多个国家自18世纪以来的财富与收入变化的历史数据综合起来，这些数据资料来自大约30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安东尼·阿特金森、伊曼纽尔·赛斯、吉勒斯·波斯特尔-维奈（Gilles Postel-Vinay）、让-劳伦·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法昆多·阿尔瓦雷多与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等。我希望通过该书把大量历史资料连贯地呈现出来。我的论述从数据开始，并提出了一个结合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过程的解释，使之可以概括我们在不同国家看到的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变化。通过这一论述，我试图让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和不平等问题回归经济、社会与政治思考的中心。


  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本就把分配问题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这些学者往往被感受到的周围的深刻社会变化激发。马尔萨斯关注阿瑟·杨格对法国大革命前夕乡村贫困现象的描述，最担心人口过载会导致各地的贫困与革命纷争。李嘉图的分析基于他对土地价格以及英国在拿破仑战争后积累的公共债务会有何影响的直观认识。马克思则准确地观察到，利润与工资的变化在19世纪前60年的工业资本主义繁荣中出现了严重不平衡。尽管在研究上述变化时并没有系统性的历史资料可用，这些学者至少是问对了问题。然而在整个20世纪，经济学家都在忙着让自己脱离社会科学（这种诱惑其实只能是幻想），并忽略了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只有部分学者，尤其是西蒙·库兹涅茨与安东尼·阿特金森，耐心地致力于收集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历史数据这一细致任务。我的研究直接起源于他们的工作，并把历史数据的收集延伸到更广阔的地理和时代范围。这一延伸极大地受益于信息技术进步，它让我们获得了过去数代研究者难以企及的数据资料。2


  在研究中，我还试图复兴曾在经济与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显赫传统，特别是曾被法语学派在20世纪30—70年代广泛用于分析18—19世纪的价格、工资、收入与财富历史的历史学与社会学研究。在这一传统中，弗朗索瓦·西米昂、欧内斯特·拉布鲁斯、弗朗索瓦·傅勒与艾德琳·多马尔的著述尤其令我印象深刻。3在我看来，这一堪称“连续”的传统到20世纪末由于错误的原因才不幸被中断。4此外，关于文化资本不平等与工资水平差异的社会学研究也启发了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皮埃尔·布尔迪厄与克里斯蒂安·博德洛在同时期的不同论述。5


  我还试图在《21世纪资本论》中展示，可以同时探讨社会不平等与金钱势力的集体代表在公共讨论和政治冲突、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演变，事实上这样做也确有必要。我坚信，对收入与财富分配的这一代表和信念体系的研究，不管在我的书中是多么初级和不完善，都对理解不平等的变化机制至关重要。在我看来，这是信念体系与不平等动态之间最重要的相互作用，值得在未来进行广泛研究，我本人也计划在今后数年深入探讨。金钱及其不平等分配构成了极重要的社会现象，不可能仅从经济学视角开展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社会学与思想史领域中探讨平等和不平等问题的若干论述，正是《21世纪资本论》这类作品和灵感的源泉。6


  事实上，《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结论是：“人们应该在财富与收入不平等问题上提防任何经济决定论。财富分配的历史一直带有高度政治化的色彩，不能被归结为纯粹的经济机制……不平等历史的塑造取决于经济、社会与政治行为人对何为公正、何为不公正的看法，这些行为人的相对权力和由此导致的集体决策，是所有相关行为人共同导致的结果。”7


  在分析整个20世纪的收入与财产分配变化时，政治的核心作用与经济利益代表的变化显得分外突出。西方国家在1900—1920年和1950—1970年的不平等缓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重大战争与革命，以及在这种动荡之后出现的新的社会和制度妥协。与之类似，自1970—1980年以来的不平等加剧则离不开最近几十年的政治和制度逆转，特别是在财政和金融等领域。我还试图说明，与收入和财富分配相关的信念体系所发挥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对我们理解18—19世纪各种社会形态下的不平等状况十分重要。每个国家在不平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定历史，而我希望证明，各国经济和历史轨迹中带有的国民特性及其代表性，对不平等演变的认知和制度演变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言，都至关重要。8


  具体来说，“北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时代（1945—1980年）”——在本书引言中，布拉德福德·德龙、希瑟·布西与马歇尔·斯坦鲍姆对其做了很恰当的标注——显然可以被理解为一段不稳定的历史插曲，但同时，它也是关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的信念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产物。我完全赞同马歇尔·斯坦鲍姆（第18章）的说法，他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与大萧条的决定性影响不全在其自身，而是源于它们“用民众普选权未能实现的方式摧毁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家间竞争体系的崩溃，导致基于自由放任意识形态与私人财产准神圣化的19世纪政治体制走向终结。社会主流信念体系出现的这一激进改变，正是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名著中探讨的所谓“大转型”。9


  戴维·格雷瓦尔的精彩文章（第19章）同样强调了意识形态、法律体系与制度变迁之间的重要相互作用。他特别指出，17—18世纪的政治哲学如何把私有财产理论化为法律观念，并构建出一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保护它。我自己在研究中则尤其关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法国共和派精英如何利用法国大革命与现代产权观念的兴起反对累进税制，对这一问题，我还将在本章结尾处加以阐述。


  信念体系与不平等体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各种广泛的政治和制度形式，《21世纪资本论》中的理论架构对此仅点到为止，但它们在不平等的演变中起着核心作用，有待深入研究以了解其思想和政治起源，以及它们如何在实践中确立。我尤其看重教育制度的作用，以及它们在某些时候为何能够减缓或放大不平等10，还有财政制度的作用，特别是关于收入、遗产和财富累进税艰难而脆弱的创立过程。11大量的其他公共制度和社会政治制度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广义社会国家的发展12；货币制度、中央银行和通货膨胀；劳动法规、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国有化、征用和私有化；奴隶制与强迫劳动；公司治理和劳动者权利；租金监管，对价格和高利贷利率的其他管制办法；放松金融监管和资本流动；商贸和移民政策；对财富继承的监管规范和财产制度；人口和家庭政策；等等。我将在下文中对其中某些议题再做讨论。


  关于资本与权力关系的多维度历史


  现在可以更细致地谈谈我试图在书中阐述的关于资本的定义。我曾想撰写一部关于资本的多维度历史，以及财产所有权跟不同类型资产占有形式带来的支配权之间的关系。我试图展示，在每个阶段，资本的不同变体会如何导致新的社会与制度妥协的结果，使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得到调节。我应该从一开始就澄清，这只是多维度历史叙述的序曲，因为其中的许多方面在我的书中仅仅做了概述。


  在我的分析中，描述资本积累的单维度经济学模型、抽象概念与公式（如不等式r>g，我认为它可以帮助读者在各种资本变体中抓住某些本质）显然也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只是起较为谨慎和有限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与理论模型和公式可以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帮助相称。对于现实的这种极度简化有时可以把两个给定抽象概念之间的有趣逻辑关系解析出来，它是有益的，但不可过于高估这种抽象过程的适用范围，也不能忘记研究中的所有概念最终都是由社会和历史决定的构造。只有与描述相同协商和冲突过程的其他表述形式相结合，理论模型采用的语言才能发挥作用。在下文中，我还将讨论经济学模型在其理论框架中扮演的特定和有限角色，对这方面的议题，我的书中或许没有阐述得足够清楚，并导致了某些疑惑。在我看来，资本最好被理解为一套多维度的复杂财产关系。


  在《21世纪资本论》的第1章里，我就对该书要探讨的主要概念做了定义：“私人能够拥有和不能拥有哪些东西的边界在世界各地随着时间有极大变化，例如奴隶制就是这方面的极端例子，对空气、海洋、山地、历史遗迹和知识的财产权同样如此。特定的私人利益希望获取这些东西的所有权，某些时候他们以效率而不仅是自利作为理由来支持类似愿望，却不能保证此类愿望同公共利益相符。资本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它反映着每个社会的发展状态与占据主导的社会关系。”13


  资本的占有形式与所有权的本质由历史决定，这显著体现在我对1865年之前美国南方奴隶制与奴隶资本作为财富形式的重要性的分析中，毫无疑问，那是所有权关系与所有者对他人统治权的最极端案例。14正如戴娜·贝里在本书第6章强调的那样，我的论著没有足够重视奴隶制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过也应该指出，我在书中陈述的对美国内战前奴隶总价值的估算以及同其他私人财富形式的比较，就我所知乃是首次明确尝试此类量化对比，并以此突出了奴隶资本的核心地位。15


  财产权利具有历史和社会的属性，这一事实同样反映在我对德国公司相对于英美同行的股市资本化水平较低的研究中。16该现象无疑与如下现实有关：德国的企业股东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无所不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同雇员、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分享权力，而这显然并未妨碍其实现相当水平的生产效率。由此清晰地表明，资本的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事物，而法律体制对财产关系的塑造至关重要。


  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我试图展示资本在漫长历史上的多种形态及其市场价值表现，从农业用地到房地产，再到专业化、金融化和非物质化的现代资本。每种资产形式都有其经济和政治发展史，涉及权力关系与特定的社会妥协。因此，在过去数十年里，房地产价格和租金水平或上或下的大幅变化对房地产资本化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与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一样。17这些价格变化本身是各种制度、社会、法律和技术因素复杂作用的产物，包括租金管制政策与规制业主和租户关系的其他法规截然不同的变化，经济地理与居住隔离的变化，以及建筑业和交通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技术革新节奏不同等。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案例，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几个地方，我谈到了石油资本及其全球分布状况的重要性，与之相伴的统治和军事保护关系（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以及相应的主权财富基金某些不同寻常的财务投资战略对此造成的影响。18


  国家之间总资产持有水平的过度膨胀作为过去几十年金融去监管化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我的书中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19我还分析了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持有的极高水平的外国资产，那是两个国家都在世界其他地区占有极大份额的时代。由此带来的巨额租金、红利和利息，相当于法国在美好时代的整个东部工业区的产值，使英国和法国能支付持续的贸易逆差，并继续在世界其他地区扩张其势力范围，自然也刺激了殖民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我把英法两国的历史水平同德国、日本、中国及石油生产国在21世纪早期达到的跨国净资产水平做了对比，发现后者目前还低得多，但在迅速提高，以至于在法国等地引发担忧，唯恐有朝一日从宗主国变成“藩属国”。


  在书中的几个地方，我强调了国际所有权关系总是伴随着复杂的紧张对立，同经济学家设想的由自然和谐与互利交换支配的理论模型相去甚远。一般而言，所有权关系总是非常复杂，难以在政治社会架构中平静地组织构建。例如，向业主支付租金，和平地接受所有权关系的制度设计和现状的永久持续（以及管制租金水平、延长租约和对遗产征税的各类制度），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然而，当整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支付租金和红利的时候，情况会变得更为紧张，调节此类关系的手段通常也更趋暴力，因而往往导致掌握所有权的国家对他国的军事统治。或者被他国统治的国家会卷入无尽的政治循环，极端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交互替代，间以短暂的混乱剥夺时期，这种现象长期破坏着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对社会不平等与所有权关系的和平调节，是建设法治体系与合法公共权力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另外还需要培育倡导公正的社会规范和复杂的制度架构。当不平等和所有权关系对某个政治社会来说主要是外来因素时，这种建设可能始终难以完善。事实上，经济理性会容忍不平等的长期维持，完全无法走向民主理性。


  公共资本在我对资本历史的分析中同样扮演着中心角色。20尤其是在加强公共投资和国有化（或相反的主张公共赤字和私有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周期，它可能相应地发挥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前一种情形下，公共资本会削弱私人资本对国家资本和社会的控制；在后一种情形下，则会使私人资本同政府的纽带成为所有权和统治权的辅助力量，强化私人资本的势力。我还探讨了通货膨胀对公共债务的重要性，以及更普遍的货币创造所起的作用和中央银行对国家资本再分配的不同操作手段。21我关注到各国在公共债务方面的经历和趋势的多样性，特别对比了法国与英国在18—19世纪以及德国在20世纪的情况，这对欧洲当前的局势颇有参考意义，因为像法国和德国这样从未偿还在20世纪积累的公共债务的国家目前正在向南欧国家解释，为什么后者必须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大笔利息，甚至超出它们今后数十年对学校教育的投资，英国人则在19世纪做过类似的事情。我们还能观察到各国趋同的阶段。例如，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共资本在二战后占据国家资本的相当大比例（1/4～1/3），最近几十年却跌落到极低水平，甚至在意大利成为负值。在很多情况下，公共资本和私有化的此类变化造成了某些个人极快地发家致富。当然不出所料，这不只出现在发达国家，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更显突出。


  在整个《21世纪资本论》中，我试图展示资本历史具有多维度性质，而且资产与财产的每个类别都涉及广泛的制度机制和妥协共识。所有权采取的各种具体形式是由历史和社会决定的，并反映了大量的社会关系。我们可以把各种形式的财富加起来，计算资本存量的总货币价值，例如，用不同资产的市场现值（假设对此都有清晰的定义，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为标准，但这一做法并不能改变现实的复杂性。这种抽象的研究测算可能带来帮助，例如，尽管资本有着如此丰富的变体，但我们仍看到21世纪早期的总市场价值（以国民年收入的倍数计算）似乎已回升到从18—19世纪到美好时代的世袭社会繁荣期的高水平。抽象思考提供了一种语言，让我们可以对彼此差异极大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总财富市值进行比较。然而，这种总体测算不可能深入反映不同社会中发展出来的所有权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多样性。


  我在书中采用的方法实际上只是引介资本与占有形式的多维度历史描述，它忽略了大量关键内容，对其他一些相关方面也只是浅尝辄止。正如加雷斯·琼斯在本书第12章中提到的那样，深入探讨资本的地理和空间维度会大有裨益。人们非常关注法国和英国之外的财产占有状况，但对各国内部的情况却言之甚少，例如美国东北部与其他地方之间的比较。更普遍地说，调整分析的尺度，从全国层面到帝国层面再到世界经济层面，都会带来很大帮助。这将尤其便于分析殖民扩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国内和国际不平等对于合法公共权力形成的总体作用，远比我在书中的论述更为直接。艾罗拉·德农古在本书第20章中恰当地强调，全球一体化首先采取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形式，继而由欧洲人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直接或间接殖民统治，以掠夺和严重权力失衡为特征，从16世纪初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而我对外国财富占有的分析基本上是西方中心式的，忽略了不平等制度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形成过程。下文我还将回到这一议题的讨论。


  经济学模型的有限作用：“驯化资本”与“野蛮资本”


  现在我想澄清一下经济学模型在我的书中和研究中起有限作用的含义，特别是关于资本积累的新古典模型以及生产函数的概念。苏雷什·奈杜在本书第5章对理论框架的两种叙述和解释做了有意思的区分，在他看来，两者在我的书里同时存在：一方面是“驯化资本”，基于新古典模型和完全竞争假设；另一方面是“野蛮资本”，强调权力关系、政治冲突和制度变革发挥的作用。我需要声明，“野蛮资本”的解释比“驯化资本”远为靠近我的认识。假如我认为关于资本积累的单一维度的新古典模型［以生产函数Y = F（K，L）和完全竞争假设为基础］足以描述经济结构和财产关系，那我的书只需要30页即可完成，而不是近800页的篇幅。《21世纪资本论》如此厚重的核心原因正在于，我试图描述资本的多维度变化以及伴随着这些变体的复杂的权力模式和财产关系（如上文提到的各种例子）。我或许应该在这个议题上做更为明确的陈述，感谢苏雷什提供的机会让我就此关键点加以澄清。


  戴维·格雷瓦尔在本书第19章里敏锐地指出，《21世纪资本论》中第3章到第6章阐述的“资本主义的两条基本定律”应该被理解为“数据组织的方式”，而无其他任何含义。“第一定律”只是一个定义：认为资本份额α可以分解为平均回报率r与资本收入比β的乘积。其目的不过是帮助读者记住基本的量级与核心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例如，当r=5%，β=6时，α=30%）。可是这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多维度本质的事实，以及不同的资产类型、社会和时代的回报率差异巨大，特别是受到制度和法律环境、有产者同劳动者权力对比等因素的影响，我在书中提供的历史叙述对此做了详细阐释。


  概而言之，模型的使用应该极度谨慎，也就是当我们真正需要的时候，其作用不可被夸大。模型有助于处理和组织数据、厘清基本概念之间的简单逻辑关系，但无法代替历史解释，而后者在我看来必须是研究的真正核心，我认为我在《21世纪资本论》里也是这样做的。现实世界中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复杂性与多维度性极为突出，没有办法仅用数学语言予以充分描述，因此我们还应主要依靠社会科学的自然语言，并在某些时候借助文学和影视语言。正如我在书中尝试的那样，同数学语言类似，它们可以作为描述社会历史现实的附加和补充。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第二定律”（即相对资产价格不变，不存在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以极长的时间跨度看，资本收入比β趋于靠近储蓄率和增长率的比值s/g）以及有关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讨论。从现有最充分的历史序列数据看，总资本收入比与总资本收入份额存在联动关系，都在20世纪中叶处于较低水平，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以及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处于较高水平。假如我们采用总生产函数的语言与完全竞争的假设，那么对于β和α在长期存在联动的事实，唯一的解释方法只能是假设替代弹性在长期显著大于1，使回报率r的下降幅度小于β的增幅。主流的实证测算结果表明，替代弹性值更小，德维什·拉瓦尔在本书第4章对此有恰当阐述，但这些结果通常不是长期测算值。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技术变革以及新型机械、机器人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兴起，将导致替代弹性随时间逐渐提高。在本书第8章中，劳拉·泰森和迈克尔·斯宾塞介绍了这一思路。


  不过我需要说明，以上不符合我欣赏的对事实（或者说至少是长期历史事实）的解释。机器人和高资本劳动替代关系或许在未来会变得非常重要，然而在目前的阶段，重要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房地产和能源等较为传统的产业。对于理解资本收入比和资本收入份额为何在长期联动，我相信正确的模型应该是关于资本积累的多部门模型，带有相对价格的显著变动，以及尤为重要的谈判权力和制度规则随时间的改变等。22具体而言，房地产价格的上下浮动对总资产价值在近几十年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与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类似。23这可以归结为若干制度和技术因素的复杂作用，包括租金管制政策和规范业主与租户关系的其他法规、经济地理结构的变迁，以及交通和建筑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技术革新速度变化等。更一般地说，资本价值与资本收入份额在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初期处于较高水平，主要原因是最近数十年以来，制度和法律体系在逐渐变得对资本所有者（包括房地产资本所有者和企业资本所有者）有利，对租户和劳动者不利，大体上类似于曾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盛行的体制，只是在具体制度安排上有所不同。相比之下，曾经在20世纪中期和“社会民主主义时代”（1945—1980年）盛行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比较有利于租户和劳动者，因此那时的资本价值和资本收入份额在历史上处于较低水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变生产函数和替代弹性无关紧要，我相信，此类数学语言的描述形式有助于澄清某些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可是这些概念必须融入更广阔的社会制度理论与历史描述，才能对观测到的变化趋势做出充分解释。在某些情况下，制度变化同技术变革之间有直接的相互作用，例如戴维·韦尔在本书第9章中谈到的工会势力衰落与走向“裂变的职场”的变化趋势。


  最后，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r与g在不等式中的关系。在我看来，r与g之间的缺口是由历史、法律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决定的。具体而言，回报率主要受谈判权和制度变化的影响，增长率则取决于生育率和创新，而它们又受到各种社会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在正统经济学模型中，r始终高于g这一事实在数学上是由一些简单的技术和心理因素决定的。例如根据基准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众所周知均衡回报率是由修正后的“黄金法则”（r = θ + γg）决定的，其中θ是时间偏好率，γ是效用函数的曲率。假如θ=3%，γ=2，g=1%，则有r=5%。在这一理论框架里，不等式r > g始终成立，可以从所谓的人类缺乏耐心这一普遍心理规律推导出来，使得即使g=0时r也为正值。另外，若r < g，会导致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人从未来收入中无限借款，从而使r回升到g之上。这种模型显然反映了在历史数据中r高于g的某些基本心理因素，然而整体过程却复杂得多，涉及广泛的制度和社会因素，并且在回报率和增长率上都存在很大的历史差异。


  以类似的方式，有多重冲击的财富积累动态模型也可以充分发挥作用，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r高于g会导致较高的财富集中度稳态水平，并将其量化。例如像德纳尔蒂等人在本书第14章中指出的那样，回报率较高而人口增长率或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影响不是完全对称的。然而此类模型绝不可遮蔽以下事实：回报率、增长率和不平等变化之间的关系是由广泛的政治和法律因素决定的，而其中还有很多未被纳入模型，现有规范模型对此没有做充分考虑。


  金融资本与文化资本：马克思与布尔迪厄的融合


  下面我想回到资本多维度属性的另一重要方面。在整部书中，我划分了两个社会层级：财富与劳动收入。当然这两个层级的划分存在密切联系，并在某些社会中大体上重合。可是它们从来不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根据我选取的不同层级，50%的底层（在我的分析框架里有时被称作“下层阶级”，以便做跨时间和空间的对比），40%的中层（中产阶级）和10%的顶层（上层阶级，其中我又经常把顶层1%的“统治阶级”单列出来）并不完全对应相同的社会群体。有时甚至完全不同，例如，在传统的世袭社会里，掌握大量财富的人对不事劳作且统治着社会中的大多数，并不觉得难堪。


  最主要的一点是，在每个社会里，这两个层级对应着颇为不同的统治机制和制造不平等的机制，并具有潜在的互补和累加性质。上文已经提及，财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会影响房地产、专业技能和金融资本的积累。这些因素包括股票发行和投资策略、继承财产的法律法规和财产制度，以及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运转等因素。劳动收入层级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影响工资、工作地位和劳动合同的法规与制度，技能与关系的不平等，教育体系的运行，以及更普遍的文化资本等。这两个层级简单来说即金融资本和文化资本，它们对应着不同的话语与辩护体系。传统的世袭不平等通常不以人的成就或文化优越性作为统治基础，至少不是主要基础。相反，现代不平等试图用基于成就、生产率和道德的意识形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这种辩护体系以污名化“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和我所说的“极端贤能主义”为基础24，并有着古老的源头。它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乃至奴隶制、强迫劳动以及富人阶级对穷人阶级拥有单纯所有权（如果一个穷人成为主体，而不只是物体的时候，他必须以其他形式被人占有）被终结之时25，但到现代时期才发挥到极致。这种辩护的一个独特阐述见诸埃米尔·布特米（Emile Boutmy）发表的令人震惊的宣言，他于1872年创立了法国顶尖精英学校之一的巴黎政治学院，确定其使命为：“由于必须服从多数人的统治，自称为上层阶级的群体只能通过调动最有才干人群的正当权利来维持政治主导权。随着传统上层阶级特权的崩溃，民主浪潮将遇到第二道堡垒，其基础是卓越的才干、能够产生威望和能力的优越特质，这一堡垒对理性的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26


  我们是否正在见证21世纪新的不平等模式的兴起，既包含向过去的世袭资本主义不平等回归，又加上新的极端统治形式，它基于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并责怪体制的受害者？无论如何，这正是我在书中阐述的假说之一。我尤其注意到当代贤能主义学说令人惊诧的虚伪，例如，哈佛大学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目前相当于美国顶层2%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在法国，最精英的教育项目只从非常有限的社会群体中招募学生，投到他们身上的公共资源3～4倍于普通学生开放的项目，而任何人都对此无动于衷。27除了获取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特权，在过去几十年里，统治集团还扩张了以奢侈的薪酬和红利计划奖赏自己的能力，而工会与财政政策则受到削弱，无力做有效抵抗。28


  拉贾·切蒂与伊曼纽尔·赛斯在近期通过“机会平等”计划开展的研究29，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机会的极端不平等：上大学的概率几乎呈线性上升态势，父母收入属于最低10%群体的孩子仅有20%，最高10%群体则超过90%。现实同官方的贤能主义论调与价值观之间可谓天渊之别。我完全同意埃里克·尼尔森在本书第7章的说法：早期教育阶段的强烈平等主义政策是部分解决办法，或许还应结合高等教育录取体制中更为透明化和平权性质的政策。30需要注意，美国教育体系的极端不平等或许也是一个主要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在最近几十年的收入不平等恶化程度远远超过欧洲和日本。反过来，不平等恶化又或许带来了若干长期负面效应，不仅关系到金融稳定，在本书中分别受到了萨尔瓦多·莫雷利（第17章）以及马克·赞迪（第16章）的关注，也影响长期增长潜力。


  金融资本与文化资本效应的结合似乎在等级体系上造成了某些新的现象，尤其是相比于战后时代——在1914—1945年的军事、政治与社会动荡后，世袭性质的不平等地位大幅下降。正是在那段时期，更准确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皮埃尔·布尔迪厄发展出了基于文化与符号资本的统治形式的学说。此类概念在21世纪早期显然并未失效。到今天，伴随着房地产和金融资本势力的回归，它们的影响力堪比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水平。在我看来，要理解21世纪的生产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把马克思与布尔迪厄的观点结合起来，发展出关于资本和社会阶级不平等关系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与历史经济学。


  超越关于不平等制度的西方中心论研究方法


  下面谈谈我认为自己书中最严重的一处局限，即过于以西方国家为中心。部分原因是数据问题：关于收入、继承和财富的数据资料，在西欧、北美和日本比世界其他经济体丰富得多，也更容易获取。该书在全球畅销，亚瑟·戈德哈默在本书第1章提到，销售状况在世界范围内较为平衡，大约1/3为英文版，1/3为欧洲其他语言版，1/3为亚洲语言版，由此带来的一个积极效应是促使更多新兴经济体的政府与税收当局改善了获取财政和金融档案的便利性。得益于此，在撰写该书时尚未被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覆盖的许多重要国家或地区如今已被纳入，或即将被纳入，包括巴西、韩国、墨西哥、中国台湾、智利、科特迪瓦及其他经济体。31南非、印度和中国也公开了更多数据，虽然后者的进展依然缓慢。


  更普遍地说，正如伊曼纽尔·赛斯在本书第13章所述，我们始终在尽力更新和扩展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首先是面向新兴国家，同时也希望更好地覆盖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底层群体和顶层群体的情况（随着分配国民账户核算的进步），以及纳入尚未受到充分关注的其他维度的不平等状况。例如，希瑟·布西在本书第15章敏锐地指出，我的著作基本忽略了性别不平等问题。通过对越来越多国家的覆盖，我们还能把更广泛区域层面的甚至世界层面的不平等测算综合起来，追随并拓展克里斯托弗·拉克纳与布兰科·米兰诺维奇的开创性研究思路。未来我们所有人将能够利用更完善的全球不平等数据库，届时，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研究方法和《21世纪资本论》的视野也会容易得多。


  应该承认，缺乏数据只是《21世纪资本论》过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原因之一，尽管这显然可以作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我的著作以西方为中心，甚至以欧洲为中心，还有部分是由于其他更深层的原因。总体而言，这是一部讲述20世纪西方不平等的作品，围绕两次世界大战在过去100年中对削弱不平等发挥的核心作用，围绕如下事实：通过激烈的政治冲击、战争和革命，西方（尤其是法国、德国和英国）精英群体才被迫接受了他们直至一战前还仍在抗拒的财政与社会改革，不平等状况才最终在二战后出现了较长时期的缓和。这个事实极其关键，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教训，无论是印度、巴西、南非还是中国，当然同样适用于如今的美国。但这并非故事的终结。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研究方法之所以重要，首要原因还在于：不平等制度可以在世界不同地方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有过奴隶制历史的巴西、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王国或共和国、后种姓制度的印度，不平等的基本结构各不相同。20世纪欧洲、北美和日本的不平等变化轨迹的教训，对理解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演变当然会有帮助，但实话实说，也未必有特别大的帮助。


  不管怎样，我们还应扭转视角并提出反向的疑问：从其他国家不平等制度的历史沿革中，西方国家又能领悟到哪些教训？按照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现代西方的不平等采取了显著不同的形式：它以个人成就以及权利和机遇平等为基础，而不同于古代的不平等制度，后者存在于大西洋两岸革命之前的西方以及今天的非西方体系国家，以地位、种族或种姓的僵化不平等为基础。这套信念在实践中显然包含强烈的自吹自擂成分：西方的兴起本来伴随着暴力的殖民统治和胁迫手段（完全不符合权利和机会的平等），现代的极端贤能主义学说则往往更像是胜利者为自身地位辩护的工具，而非对现实的客观描述。另外，后殖民地社会经常受困于广泛的劳动力市场歧视，不妨看看欧洲对穆斯林姓氏的歧视。印度这样的国家发起明确的平权主义政策，以便改善教育、工作和政治职位的获取机会，减轻性别、父母种姓或收入背景的影响，但这却在西方国家普遍受到轻视。这些政策固然不够完美，但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广泛的性别、种族和社会歧视，它们并没有资格给世界其他地方就如何解决此类难题上课。恰恰相反，西方国家必须从印度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更一般地讲，所有国家都可以从关于不平等制度的全球化历史研究方法中获益良多。出于以上各种原因，我们急需超越关于不平等议题的西方中心论研究方法，超越《21世纪资本论》。


  资本监管与制度变迁


  作为总结，我需要重申，除地理和历史范围的局限外，《21世纪资本论》的一个主要缺陷无疑在于：我没有足够深入地分析制度变迁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及其对不平等演变的影响。正如伊丽莎白·雅各布斯在本书第21章中所言，社会规范与政治结果的变化在我的分析中经常是外生和外在的因素，“在皮凯蒂的故事中，政治因素可谓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我曾试图说明代表权和信念体系的变化既涉及短期，也存在于长期，然而我对政治变革的分析无疑还需要未来的探索予以完善。


  具体来说，在谈到对不平等和经济的看法时，我强调了激烈的政治冲击（战争、革命与经济危机等）的作用，更长期学习曲线的作用，以及国民身份的交叉效应。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国民阵线主导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最右翼色彩的下议院投票支持对富人实施最沉重的累进税（对最高收入的税率达到60%），而同样的政治群体曾在1914年夏天之前顽固地拒绝采纳顶级税率仅为2%的所得税。按精英群体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法国是一个由大量小地主组成的国家，通过大革命已经实现了平等，因此不需要累进制和掠夺性税收（与实行贵族制、高度不平等的英国相反）。这种意识形态对那次拒绝采纳顶级税率起到了关键作用，或者说至少深刻影响了为之提供辩护的学说体系。然而，财富继承数据无可争辩地证明，资本集中度在1914年的法国已达到极端水平，与英国同期乃至1789年之前的法国没有根本差别。尽管资本的性质已完全改变（以土地为主的财富变成了房地产、制造业、金融业和在国际上拥有的财富），集中度却与大革命前夕的状况非常接近。这充分说明在财产法律和市场面前，形式上的平等不足以带来平等的实际结果。无论如何，法兰西共和国的精英群体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彻底调整了对累进税制的看法，不单是因为战争带来的人力和金融打击，更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与社会运动已完全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和思想版图。


  我试图以另一种方式说明20世纪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革命不仅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危机和二战后增长奇迹的终结，也是（或许主要）因为若干国家担心丧失其领先地位，或至少是担心战争中的失败者会后来者居上。这种担心在美国和英国尤为强烈，而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很明白该如何利用局势，号召重返纯粹的资本主义，以摆脱干预主义者在大萧条后期和二战中实施的各种缓和性社会与财政制度。


  当然，长期的底层运动在这些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例如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围绕累进税展开的意识形态争论就不应被低估，它们在许多方面给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过我认为，如果没有战争、革命和社会运动，法国和其他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精英群体依然会借助其游说技能和媒体影响力抗拒征收累进税的任何重大行动。如果认为欧洲国家在20世纪盛行的极端不平等和社会矛盾对民族主义兴起乃至战争本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能算耸人听闻。因为对于之前数十年的资本积累和分配的社会经济动态来说，它们本来就不应被视为外生因素。


  鉴于金融危机、革命与社会运动在过去多个世纪的不平等历史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很难相信同样的因素不会在将来产生同样的影响。现代社会型与财政型国家的出现，让人类可以在20世纪发展出一套基本社会权利体系，深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逻辑，但这并非和平选举进程的产物。我在书中没有试图讨论将来会出现何种社会运动与政治变革方式，但假设它们确实会发挥关键作用。我还希望经济知识的普及能有助于经济与社会民主化的整体进程。我应该强调，如果没有政治代表制度的改革，我支持的经济和财政民主制的前景不可能完全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持续更新改造。例如，在欧洲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严格来说不可能在欧洲层面实施财政公正的政策，原因是财政决策的制定必须遵循全体一致的规则。所以，在地方层面与欧洲层面都应该就具体的民主组织形式展开讨论，才显得至关重要。32


  该书的另一重要缺陷在于，我没有足够深入地考察所有权形式本身可能的演变路径。我坚决支持社会型国家及其权利体系，以及对收入和资本的累进税制。应该指出，资本累进税如果实施得当，可以抑制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因为累进税将把后者变成暂时而非永久性的存在，尤其是对规模特别大的财产，可以适用相当高的税率，例如每年5%或10%，根据观察到的增长率和属意的社会目标或许还可以更高。这样的税收在许多方面相当于一场永久性的土地改革。此外，伴随着真正的资本累进税而来的财务透明度将显著促进资本主义的民主再造过程。最后，我没有充分考察未来可能发展出哪些新的所有权形式与参与式治理，例如在教育、医疗乃至媒体等领域，它们的属性可能介于私人财产（由于工薪劳动者更多地行使经济权力，本身会走向大众化）与公共财产（必须在若干领域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当公共债务的数额大大超出贫乏的公共资产时，就很难发挥作用）之间。33


  我书中的最后一章做了如下总结陈述：“离开真正的会计和财务透明度以及信息分享，就不可能有经济民主。反过来，离开参与公司决策的真正权利（包括劳动者在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透明度也没有用处。信息必须给民主制度提供支持，它本身不是目的。如果民主制度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制服资本主义，它必须首先认识到承载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具体制度需要反复改造更新。”34在这段陈述之前的多个章节里，我没有更全面地讨论这些新的所有权和参与权形式，这无疑表明我的书至多是关于21世纪资本研究的一首序曲。尽管不够完美，我依然希望该书能够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逐渐走向调和的漫长征途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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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感谢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本书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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